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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心理学的研究、特别是涉足社会心理问题的研究所面临的一个巨大的困难，同时无疑也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性发展机遇，就是如何将心理学的研究和应用与现代人的社会实践和具体生活联系起来，而不仅仅是将它发展为一种专门性的学科。与此同时，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从学科方法论的层面解决科学研究与实践应用之间互不“搭界”的二元悖论。对此，社会认知心理学通过将社会环境、脑机制与朝向社会信息的认知活动三者整合在一起，试图建立一门最直接地探讨人的本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与个体之间如何互相影响等紧密结合“人性”所展开或衍生的一系列问题的科学体系，使得心理学的研究与应用必然关注“社会热点问题”，进而从根本上赋予心理学强大的发展动力，拓展出更加广阔的生长空间。

心理学的发展，应当突出理论联系实践，即两条腿走路，除了着重探讨诸如思维的密码是什么这样具有科学与人类发展的终极价值的命题，侧重脑科学、计算机科学与心理学的紧密结合外，更为重要的是，心理学源于生活，必须服务或作用于生活，即应当为全人类的生活福祉做出应有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注重揭示社会心理活动的动态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社会认知心理学便成为心理学学科中的一个强有力的策动场和逻辑归结点。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社会认知”理论的崛起，国际心理学与相关社会科学界围绕着“社会信息的贮存与加工”“刻板印象与偏见”“攻击性行为”“社会信息加工偏差”等有关社会信息心理加工机制这一社会行为的核心议题的诸多研究领域，取得了令社会为之瞩目的成果，极大地拓展了社会心理学乃至其他相邻的心理学研究领域，推进了研究方法论的整合。特别是以“内隐记忆和内隐社会认知”为轴心的间接测验方法论的全面应用，使得社会认知心理学不仅成功地整合了传统的社会心理学体系，并且在研究领域与方法论等方面多有改良和提高。近些年来，现代化的研究技术、特别是神经科学技术的引入，极大地推进了人类基于大脑工作机制对于人性本质（人是社会动物）的揭示。无数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已经有力地证实，将认知心理学的研究理念、手段扩展应用于社会心理学问题，推进社会认知心理学大发展，不仅可以提升社会心理问题的理论研究深度，更能够促进研究成果向应用转化，实现心理学“经世致用”的价值追求。

在科技兴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好形势下，心理学的战略目标之一无疑是应积极地研究社会问题，尤其是社会转型期国民性的重塑与民族心态的调整以及如何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成功地应用于社会热点问题的认识与解决等。然而，在我国，社会认知心理学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社会科学界对社会认知心理学的介绍、研究与体系的建构等工作显得比较滞后、分散且薄弱，许多领域基本上还处于空白状态。为此，通过组织撰写“社会认知心理学”这样的学术专著与专业教材，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认知心理学的理论、方法与体系，探索以“内隐社会认知”和“社会认知神经科学”为核心的“社会性实验”研究方法与大纵深的研究策略，拓展我国心理学及其相关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围、研究方法，更加有效地将有关研究成果应用到社会热点问题的认识与解决中来，无疑是一项极具价值的工作。

本书的基本架构包括四方面的内容：第一篇梳理了国内外社会认知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社会认知心理学研究方法的衍变。第二篇关注人际互动过程与行为的认知，包括社会知觉与印象形成、攻击行为与亲社会行为的认知过程。第三篇重点关注群际认知，包括刻板印象、元刻板印象与群际关系。第四篇集中阐述了社会事件认知，其中包括社会归因、社会推理、社会判断与决策。

参加本书撰写工作的心理学工作者都有较为丰富的社会认知心理学教学与研究经验。具体撰写分工如下：第一章，王沛、李宇、孙连荣；第二章，李宇；第三章，崔诣晨；第四章，崔诣晨；第五章，陈淑娟；第六章，杨亚平、陈莉、王沛；第七章，贺雯；第八章，贺雯；第九章，王怀勇；第十章，罗俊龙；第十一章，王怀勇。全书的统稿由崔诣晨、王沛和贺雯负责。

本书是我所在课题组集体劳动的结果，也是我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人自我与人际认知的特征：心理与脑科学的整合研究”（12AZD117）的部分研究成果。在此，谨向各位老师致以诚挚的谢意！与此同时，我还要衷心感谢担任本书责任编辑的何琳编辑。没有她的肯定与认同，此书极有可能无缘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付梓出版。没有她极具专业性的建议和把关、辛勤有效的编辑和校对工作，此书就不会在质量和特色上有保证。

由于水平所限，加之信息和资料的吸收与解释亦无法尽善尽美，因此，书中肯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与纰漏，恳请大家不吝赐教，共同进步！

王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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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国外社会认知研究发展溯源与发展脉络


 一、“社会认知”概念的提出及早期研究沿革概略

早在1947年，Bruner在《价值与需要是知觉中有组织的事实》一文中首次提出了“社会知觉”的概念，用以专指受到知觉主体的兴趣、需要、动机、价值观等社会心理因素影响的对他人的知觉。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兴起，学科思想的交融推动着认知心理学越来越多地对社会心理学发生影响，研究者的关注焦点进而逐渐开始转向对社会心理信息的加工过程及其机制的研究。至此，“社会知觉”的概念逐渐被“社会认知”所取代。“社会认知”是指个人对他人或自己的心理与行为的感知与判断过程；其核心是理解社会心理现象的信息加工过程及潜在机制（Wyer & Srull，1994）。与此同时，出现了以社会认知为研究主体的心理学的一个新流派和新的学科分支——社会认知心理学。

随后，以Fiske和Taylor（1984）首本相关专著的出版以及Wyer & Srull（1994）的《社会认知手册》的出版为标志，社会认知研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迅猛发展，并开始进入主流心理学研究的视野。1978年，社会认知成为在西安大略大学召开的第一次人格社会心理学的主要议题；大会的相关论文被编成《社会认知专辑》，并于1982 年由Guilford出版社在纽约出版发行。在这个时期，研究者们对社会认知的结构、社会认知的过程以及社会认知结构与过程的统一等内容进行了多角度的广泛探讨，并以特征论、样例说、原型说以及范畴模型、样例模型、群体表征混合模型、情境模型理论等的提出为代表，获得了众多经典的理论成果。就具体的研究内容而言，早期主要关注态度、自我认知、事件图式、社会情绪、社会偏见、晕轮效应以及种族刻板印象等多个议题，并积累了极具价值的文献资料。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无意识心理领域研究的日渐成熟，心理学家逐渐把研究的视角延伸到社会认知的无意识层面，提出了“内隐社会认知”这一概念（Greenwald，1995）。内隐社会认知是指“在社会认知过程中，虽然个体不能回忆某一过去经验，但这一经验潜在地对个体的行为和判断产生影响”。这一概念提出的10多年来，研究者起初结合联系网络模型、平行/系列加工观点、“双加工模型”到后期的“整合理论（Unified Theory）”及内隐社会认知的四重加工模型（Quad Model），针对内隐自尊、内隐态度、刻板印象、社会偏见等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该领域理论体系的建构也经历了由对单一社会认知现象的分化观到内隐社会认知理论系统化的过程。随着研究内容的日益丰富，研究者随即将理论研究成果扩展到对道德感、司法心理、员工招聘及管理者决策等实践问题的解决。理论与实践的相得益彰极大地推进了人们对于内隐社会认知加工机制实质的认识和了解。

在内隐社会认知蓬勃发展的十多年里，另外一个新兴学科——认知神经科学也在迅速成长。认知神经科学是十多年来出现的新兴学科，是认知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相结合的产物，主要涉及对认知过程的神经机制、特别是脑机制的研究。认知神经科学出现以后，很快被延伸到社会心理学领域，并与之联姻诞生了社会认知神经科学（social cognitive neuroscience）。长期以来，有关社会认知的研究大多从个体的行为方面切入，在传统心理学领域内，从对行为的观察和判断的基础上归纳理论，无法为复杂的社会认知和人类行为提供一个精确的神经生物学模型，这极大地削弱了社会认知研究结果的说服力。社会认知神经科学技术则试图利用神经科学研究技术揭示人类高级社会心理现象的神经基础，并结合这两个原本相互分离的知识领域，从而促使人们对人类高级社会认知现象的了解获得质的突破。

社会认知神经科学可以用三个研究层面的分析来解释一些交互的社会现象（Ochsner & Lieberman，2001）。第一层面是社会水平暨传统社会心理学取向，分析在相关的社会情境中，在动机作用下的社会行为；第二层面是认知水平暨认知心理学取向，分析社会行为的信息加工机制；第三层面是脑神经水平，解释社会行为的信息加工的脑机制。这一研究范式中，主张把认知水平的分析作为中介。尽管社会心理学家和认知神经科学家提出不同类型的问题，但是他们都主张用信息加工机制的术语来描述心理过程，这就促使以两门母科学的研究为基础、以信息加工为中介的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的产生。Miller和Keller（2000）也认为，社会心理学家和认知神经科学家提出的问题并非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的。一方面，社会心理学家可以借用神经科学的技术与研究成果消除和验证现有的各种理论间的分歧和对立；另一方面，认知神经科学家也可以通过操纵社会性刺激来研究个体高级心理现象的信息加工过程及其脑结构的功能，以此可以实现对社会心理现象进行多水平、多层面的分析统合，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整合社会心理学与认知神经科学的知识领域。当前来看，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以“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取向三菱图”（Ochsner & Lieberman，2001）为基础，主要借助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PET）、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事件相关电位（ERP）和经颅磁刺激（TMS）等技术和方法来探讨刻板印象、态度、面部识别、自我认知以及情绪与认知交互作用的脑机制问题，并强调应用认知神经科学的方法来验证社会心理学传统行为研究范畴上的各种理论观点。而近期，更令人欣喜的是，已有少数研究者开始集中地探索内隐社会认知的脑机制问题。比如，以Ito和Cacioppo为代表的一批研究者利用ERP技术探测偏见、社会范畴形成中自动化加工进程；内隐认知研究与人工神经网络模型模拟技术（ANNM）的结合也已产生了许多成果。可见，在不久的将来，在人工神经网络模型的框架下研究内隐社会认知现象也是极具价值的探索方向。概言之，社会认知神经科学将人格和社会背景维度与认知、行为和神经三者连接起来，不仅弥补了认知神经科学不强调社会、文化与动机行为等重要性的不足，也弥补了社会心理学不涉及神经机制特别是脑机制研究的不足。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在为认知科学的新理论和新领域出现提供极优越的研究条件的同时，也为探索原先许多令人困惑的社会认知的发生与发展问题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


 二、国外社会认知研究的基本范畴与走向

广义的社会认知概念泛指个体编码和解析社会客体的所有认知进程；社会客体则包括个体自我、他人、群体以及各种社会规范、规则等众多内容。纵览国外已有的相关文献，社会认知研究的确囊括了与以上个体自我、他人、群体以及各种社会规范、规则等不同客体有关的所有信息加工进程。概言之，社会认知的研究主要包括个体层面（如自我认知、自尊等）、人际层面（人际吸引、人际信任等）、群际层面（刻板印象、偏见、污名化、社会认同及群体冲突等）以及社会实践认知层面（社会决策、归因及社会推理）多方面的内容。

1．个人层面社会认知研究

国外关于自我认知的研究主要集中解决两个问题：“自我的结构是什么”以及“个体的自我是如何表达的”。围绕这两个问题，相关研究聚焦于自我图式和自尊两个领域。

（1）自我结构的心理表征——自我图式

在自我研究的初期，研究者关于自我是否具有结构体的性质就有了肯定的论断。比如，Pervin（1995）提出的“自我的社会认知观”以认知心理学的概念和研究方法为基础，主张“自我”是一个有组织的概念系统或理论。随着Markus（1977）开创性地提出“自我图式”（self schema）概念之后，相关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自我图式”是有关自我结构的心理表征方式；它来源于过去的经验，并组织与引导个体在社会体验中有关自我的信息的处理（Markus，1977）。大量研究表明，相对于有自我图式者而言，无自我图式者在不同情境中的行为稳定性较差，他们在处理相关信息及预测未来相关行为方面会显得不确定、更为困难（Markus，1975）。早期关于“自我图式”的研究侧重于对自我结构认识的理论推进，更具影响力的有“自我建构理论”的提出及后续研究对其所做的修正。Markus将个体这种从自我和他人关系的角度来理解自我的认知结构，称为“自我建构”（self-construal）。该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在不同文化中，人们在看待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上，有着根本不同的视角：西方人强调自我与他人的差异，东方人强调自我与他人的联系。Markus 由此区分了两种不同的自我建构类型：在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中具有典型性的独立型自我建构（independent self-construal）和在东方集体主义文化中具有典型性的依存型自我建构（inter dependent self-construal）。这一理论的提出给予了人格心理学研究一个崭新的视角，即人际关系和团体归属并不仅仅意味着自我和他人之间的联系或联盟，它们同时也是个体自我定义的一部分，反映着个体与个体之间自我建构的基本差异。

然而，有研究者就自我图式建构个人取向及人际取向上过分两分化以及缺乏基于自我和团体之间关系而界定自我等两个方面产生了质疑，提出了“三重自我建构理论”（Brewer，1996）。该理论认为，个体的自我建构包含三个组成部分：第一，个体自我（individual self），指从自身独特性，从自己与他人的区别来定义与理解自我的倾向；第二，关系自我（relational self），指从自己与亲密他人的双向关系中定义与理解自我的倾向；第三，集体自我（collective self），指从团体成员身份来定义与理解自我的倾向。这些关于自我图式及自我结构的理论探讨，也得到了认知实验及测量问卷/量表的结构分析等方面的实证依据（Aron，1996，2001；Singelis，1994；Grace & Cramer，2003；Kanten & Teigen，2008）。近20年来，有关自我图式的新近研究在某些维度上开始大量细化，比如“抑郁自我图式”（Pace & Dixon，1993；Salmivalli et al.，2005；Mor & Inbar，2009）、“亲社会自我图式”（Froming，Nasby，& McManus，1998）、“学业自我图式”（Martinot & Monteil，1995）以及“性别自我图式”（Anderson，Cyranowski，& Espindle，1999）等。这些研究均对已有理论框架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补充和素材。

（2）自我结构的存在状态——自尊

国外关于自我认知的另一个研究重心是对自我的存在状态之一——自尊的关注。自从James（1890）提出自尊这一术语以来，人们对自尊进行了长期的、持续的研究。早期的心理学家（如James、Mead、Cooley 等）都对自尊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讨，并对自尊的内涵、结构及其意义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研究者们通过实证的方法，不仅在自尊与社会比较、自尊与自我知觉、自尊与归因风格以及自尊与他人的评价等方面有所探讨，而且对于自尊与学业能力、自尊与人际关系、自尊与心理健康等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社会认知理论则从认知加工的范式出发对自尊进行了全新的阐释。社会认知理论关于自尊结构的基本观点是：自尊是作为信息加工者的主体对自我所做的一种整体性评价，它包括与个体过去记忆相联系的意识中的自我表征或由自动化认知过程控制的非意识的自我图式。早期的社会认知理论家从自尊的功能或作用出发，倾向于将自尊看成是一个单一的整体的维度或范畴（Allport，1943；Kelly，1955；Rogers，1977）。20世纪90年代以后，心理学家对自尊结构的研究由单一整体维度的探讨逐渐过渡到多维度多层次的模型假设，出现了自尊的二维结构、三维结构甚至多维结构模型（Tafarodi & Swann，1995；Higgins，1993）。

伴随着无意识心理研究的日益推进及内隐社会认知领域的逐步兴起，现代社会认知理论在自尊结构研究方面的最突出贡献当属内隐自尊概念的出现。Greenwald 和Banaji（1995）提出，在传统的外显自尊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内隐自尊，它是个体通过内省无法识别出（或无法正确识别出）的自我态度效应，即做出积极自我评价的倾向；与建立在个体明确意识基础上的外显自尊不同，内隐自尊的产生和运作是在无意识水平上进行，也不需要耗费认知资源。研究指出，作为相对独立的两个不同的结构，外显自尊和内隐自尊形成的心理机制表现出了极大的差异（Koole，Dijksterhuis，& Van Knippenberg，2001；蔡华俭，2003）。现如今，越来越多的研究支持内隐自尊和外显自尊是两种不同的建构，发现它们有不同的形成过程，并且对个体的认知情感和行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与此同时，社会认知研究方法论上的衍变和推进也为内隐自尊的测量和研究提供了鼎力支持，内隐联想测验（IAT）的广泛应用便是有力的证据（Greenwald & Banaji，1995；Greenwald，McGhee，& Schwartz，1998；Gawronski，2002；Dasgupta，McGhe，Greenwald，& Banaji，2000；Hummert，Garstka，Greenwald，& Mellott，2002）。此外，关于内隐自尊的研究议题还包括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之间的结构差异关系（Spalding & Hardin，2000；Kim，2010）、内隐自尊的个体差异（Farnham，1999）以及内隐自尊和自我之间关系的自动激活（Kooleet al.，2001；Sedikides，Gregg，& Hart，2008），等等。

随着认知神经科学领域的兴起，关于自我认知的新近前沿议题转向对自我认知神经机制的探究。过去10年间，神经科学运用脑成像技术（如fMRI、ERP等）在自我参照加工、自我的自动加工与控制加工的区分以及文化对自我的影响等内容上，探究了自我认知的神经机制，并取得了重要的进展。比如，相关研究已发现，皮质中线结构的激活与各种自我参照加工（self-referential processing）相互关联（Northoff et al.，2006）。由于皮质中线结构与皮质下中线结构交互交联，因此，整合皮质及皮下中线系统被认为是自我的相关神经基础。另外，自动加工与控制加工的区分是社会心理学长期以来关注的问题。神经科学关于自我的研究表明，自我面孔识别与自我参照加工基本上是控制性加工，而图式化的自我知识是自动加工；其中，自我的自动加工多与内侧额顶神经网络的激活有关，而控制加工多与外侧额顶神经网络的激活有关（Lieberman，2007）。此外，神经机制的探讨还提出了存在“文化脑”的观点，即认为文化塑造和改变了个体自我结构相关的脑区。研究发现，尽管以欧美被试为主的西方人与以中国被试为主的东方被试的自我参照判断加工均激活了腹侧内侧前额叶（vMPFC），但东方文化导致中国被试与其亲近的他人之间统一的神经活动，而西方被试在完成自我判断与对其亲近的他人的判断时，脑区相互分离（Zhu et al.，2007）。另外的研究也发现，与西方人、中国人不同，基督教徒及佛教徒的自我参照加工激活了背侧内侧前额叶区（dMPFC）等（Nezlek et al.，2008；Han et al.，2008，2009）。

综上所述，尽管已有研究在切入点、关注对象、研究方法以及变量操作等多个方面各有不同，但研究结论都印证着以西方文化背景中对“自我认知”理解的相同本质：基于个体主义文化的土壤，西方被试个体对“自我”的界定基于“保护”和“扩张”自我在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中的位置；而结合“文化脑”的探讨可知，以集体主义文化为背景，中国人的“自我”界定基于“关系”取向，强调“我”对于“他人”的位置和价值。此外，尽管关于“自我图式”和“自尊”的研究帮助人们对于自己有了充分的了解，但是根植于对记忆图式和自我存在状态的现象层面的探讨，致使此两类主题的研究终端终究未能从根本上解答研究者最初对“自我结构是什么”的追问。近期兴起的社会认知神经科学技术能对此助以一臂之力，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思路的引入使得对于自我结构的探究开始复苏，对于帮助人们揭示“自我”实质提供了至今最具跨学科性质的突破。因此，结合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思想，探究独特的东方文化背景下中国人自我的结构及自我认知的机制，对于社会认知理论的整体构架将极富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2．人际层面社会认知研究

“社会认知”概念提出肇始，第一个研究议题就是对他人的知觉，即人际知觉。人际知觉一度是社会认知研究的中心议题。在这个领域内有两个问题得到了强调。首先，知觉他人可能涉及多重加工阶段。例如，我们可能使用来自多个感觉通道的信息加工言语线索或非言语线索去理解他人。为了抽象出其心理含义，这些线索可能被分类或贴标签（比如，微笑对皱眉）。分类完成后，就有可能从背景或记忆中抽取出更多关于该线索的信息。其次，人际认知的结果会因社会线索的不同解释而出现差异。同时，关于情境和他人的信息在解释情境性的社会线索时将发挥作用。基于对以上问题的关注，人际层面社会认知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人际吸引和人际信任的发生机制两个方面。

（1）人际吸引

人际吸引（interpersonal attraction）是社会心理学的重要课题。早在20世纪50年代，Schachter就通过一系列实验研究，试图解释人们愿意与他人在一起的欲望。随后，研究者们基于研究结果归纳了人际吸引的影响因素有接近性、熟悉性、相似性和个人特质等（Festinger，Schachter，& Back，1950；Simpson & Rholea，1994；Taylor，Peplau，& Sears，2004）。随着该领域内的研究不断深入，研究者开始思考，传统人际吸引理论对于物理上接近、客观背景相似的个体之间的人际吸引有很强的解释力。的确，人们可以通过多接触、寻找共同点、多展示他人喜爱的人格特点等来增强人际吸引力。但是，现实生活中两个差异较大的个体之间也极有可能相互吸引，这又该如何解释？

对此，新近的研究集中于“主我”分享途径的探讨（Pinel & Long，2004），“主我”分享理论认为主我分享特质具有增强主观幸福感与自我肯定方面的重要作用，在促进人际、群际关系方面也能发挥重要的作用。相关的实证研究为此提供了证据。比如，研究发现，主观意义上的自我肯定对人们的生活非常重要。被试报告，当他们处于主观的自我意识觉醒状态的时候，他们对生活感到满意（Csikszentmihalyi，1999；Connolly & McIsaac，2009）。Brown等（2003）关于专注（mindfulness）的研究也发现，专注是一个提高自我意识和对自己现在的经验的认知的一种状态，当人们思考的时候，他们就会忽略对客体自我的注意，同时专注于他们每时每刻的主观经验（Brown & Ryan，2003）。还有大量测验揭示了分享和幸福感之间存在很高的正相关，“主我—分享”会加速自我价值的实现，提高他们的主观幸福感（Long & Pinel，2005；Jennifer et al.，2006）。研究者解释，这可能是由于人们普遍存在的孤独感和隔离感，导致了人们对信念确认和与他人保持联结的需要（Pinel & Long，2006）。另外，关于主我分享与环境关系的研究表明，当人们处于孤独情境时，会更喜欢与他人进行主我分享，并更喜欢那个与他分享主观经验的人；相对而言，处于中立情境中的人们则比较喜欢与他们客体相似的人。同时，由于主我分享在印象管理中也会发挥作用，主体相似性的信息在印象修整（impression revision）方面有很重要的作用（Long & Pinel，2005；Burdette & Hill，2009）。从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来看，与外群体的成员分享主观经验对群际关系的改善也有所帮助（Pinel et al.，2004）。研究结果显示，和外群体的人进行主我分享，会大大减少最小群体现象（minimal groups phenomenon）（Taifel et al.，1971）；与外群体成员的主我分享很可能会改进人们对整个外群体的态度，因此，它也有助于消除群际的距离和隔阂。

对于主我分享途径的机制，研究者认为与生俱来的孤独感，妨碍了人们与他人联结的积极性和沟通能力的发展；如果不能确切知道其他人是否了解我们经历了某个心理过程，人们就不能确信他人是否真正了解他们。正是借助了他人分享我们的主观经验这一途径，人们的一些基本信念才能够得到验证（Swann，1996；Pinel et al.，2004；Simon，Aikins，& Prinstein，2008）。主我分享机制的揭示使人们对人与人之间能够实现良性沟通和交流的信心倍增，从而对于寻求缓解孤独感、增强人们幸福感的途径具有重要的实践应用价值。不过，主我分享的相关研究还属于起步阶段，未来在后续研究中还需要对主我分享的作用机制、发生条件等提供多角度的实证依据。此外，为主我分享提供标准、客观的测量工具和研究方式也是该领域内后续研究的关键内容之一。

（2）人际信任

人际信任是国外社会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研究早期，心理学家将“人际信任”界定为三种。第一种为单因素论，该理论认为人际信任是由某种单一成分构成。比如，“人际信任是一种期望”（Rotter，1967）；“人际信任是涉及风险情境的动机的充满信心的积极期望”（Lewicki，Tomlinson，Edward，Gillespie，& Nicole，2006；Lewicki，Sankalp，& Chaturvedi，2006）；“人际信任是意志、信心或信念”（Das & Sheng Teng，2004）。第二种是相对论，即认为人际信任同时具有信任和不信任两个方面，只是在具体的信任事件中各自所占的比例各异（David，2004；Carla，2004）。第三种是整合论，即认为人际信任包含多个维度和层次，是一个复杂的心理结构。比如，Rotenberg 认为人际信任是由信任的基础、信任的领域、信任的目标三个不同的维度构成的一个立体结构（Rotenberg，1996；Rotenberg et al.，2004；Colquitt，Scott，& Lepine，2007）。综合以上内容，“人际信任”被界定为“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一方基于另一方的能力和道德的确定性而形成的一种相互依赖感”。此界定强调了人际信任的三个关键特征：人际信任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其主要依据是双方的能力和道德水平以及人际信任是人际的双向互动（Couch，Jeffrey，& Jones，1996；Rotenberg et al.，2005）。

基于概念界定的统一，国外研究者随后对人际信任的影响因素从个体层面、人际交往层面及群体水平层面进行了广泛的探讨（Lewicki & Bunke，1996；Gillespie & Dietz，2009；Dirks，Kim，Ferrin，& Cooper，2011）。首先，个体层面的研究表明，影响人际信任的因素主要是指信任的双方所表现出来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如性别、年龄、教育水平、社会经济条件等）、人格特质等（Rotenberg et al.，1984，2002，2005）。比如，Rotenberg 等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揭示了人际信任的发展存在同性别模式，并证实人际信任的水平在不同年级的被试中存在差异。他们的研究（Rotenberg et al.，2002）还对性别变量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并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对于女性来说，人际信任的三个成分（可预测性、可靠性、信赖）之间有强相关，而男性信任的三成分（可预测性、可靠性、信赖）上有不同的表现。研究者认为，可能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更倾向于表现出一种整合的信任观念。在家庭因素与人际信任的关系上，Stein 等人（1974）研究了青少年人际信任与出生的家庭规模之间的关系，发现出生在较小家庭的青少年比那些出生在较大家庭的人际信任的程度要高。这可能与在家庭中所受到的父母的关注多少有关，即在较小的家庭中出生的孩子比那些在较大家庭中出生的孩子能够得到较多的爱和关注，更有可能形成较为稳定和持久的依恋。King（2002）对父母离婚与其后代的人际信任研究显示，尽管父母离婚与其后代的人际信任存在负相关，但是当亲子关系质量变量考虑进去时，这些影响就会大幅减少。在人际信任和人格特质的关系上，Anthony（2007）的研究发现信任与随和性维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与神经质维度存在负相关，即那些在随和性上得分较高的个体常会有很强的合作倾向，更有可能表现出信任；而那些在神经质上得分较高的人对他人会表现出较低的信任。

其次，人际交往层面的探讨主要从人际交往时间及第三方信息两个点切入。一方面，Lewicki等（2006）的研究证实随着双方交往时间的增长，人们所做出的信任决定依据不同的条件：在人际关系发展的早期，我们更有可能依据对方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是否相同或相似）来决定我们的人际信任程度，随着交往的进一步深入，可信任的行为（双方具体的行为）与信任的水平有正向关系；而长期的交往致使信任双方共享的特征（如共同的信念、爱好等）与人际信任的程度有显著正相关。另外一方面是关于第三方信息的影响。所谓第三方的信息，主要是指存在于信任双方自身之外，但对双方人际信任的信任决断产生影响的“二手信息”。这里的第三方既可以是单一的个体，也可以是团体或组织，如工作网络中的同事、社会结构中的第三方、某种结构中的工作团队等。Kuperminc等（2005）的研究显示来自第三方（关系网络中的同事、结构的平衡、信任的变通）的信息同人际关系组织对双方的信任行为发生作用。因此，社会化程度越高的学生，其人际信任的水平也越高（Dirks & De Cremer，2010）。

此外，群体水平上的探讨主要是关注了文化对人际信任的影响。Rotter 等人（1971）的研究发现犹太教学生信任的水平较高，其次是新教徒学生，最低的是天主教学生。更有趣的是，那些父母信奉两种不同宗教的学生比父母信奉同一种或不信教的学生有较低的人际信任。这可能暗含着人际信任的表现形式具有情境的特异性和作用方式的多样性（Ren & Gray，2009；Lount，2010）。Kuperminc等人（2005）研究证实，美国白人、黑人和拉美裔的青少年在人际关系、自我定位和心理适应方面存在相似性，但是黑人和拉美裔的青少年对于威胁到自身人际信任的情境会更为敏感。同时，SuTi-ping（2006）的研究显示中美两国大学生在人际交往中，美国的学生比中国的学生表现出更高的信任水平。

人际信任在国外研究中得到了众多的关注，也获取了丰富的成果。然而，由于影响变量的多样性及复杂性，对于人际信任的心理机制、人际信任对个体健康发展的作用、人际不信任的干预研究等仍是该领域尚需深究的方面。

曾有研究者指出，中西方信任观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诚信的取意轻重不同；二是维系诚信的载体不同；三是诚信运作的社会机制不同（朴槟，李萍，2004）。纵览以上研究成果，中西文明路径的差异体现在包括人际信任在内的其他各类人际社会认知活动中。基于国外研究中关注的现象和所得的结论，西方文化中，个体的人际知觉结果中更加重视从“自我本位”出发，比如，重视他人对“我”而言有何价值、与他人的交往是否让“我”避免孤独或获得支持与陪伴、他人是否值得“我”信任；而在中国人的人际交往过程中，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个体更关心“他人是否信任我”“我如何获得他人的认可、喜欢、信任”等，体现出更重视从“我”和“他人”的双本位出发。从这个角度而言，以东方文化内涵为根基，结合中国人的人际社会认知现象开展实证研究，对于在普遍的层面解释人类社会认知的机制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和内容。

3．群际层面社会认知研究

群体心理现象是社会心理学中兼具理论学术意义和实践应用价值的传统研究内容之一。在社会认知心理学兴起之后，刻板印象、社会认同和群体冲突等对社会和平发展具有显著影响的典型群际心理现象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其中，研究的焦点是剖析引发此类群际心理现象的内在机制并探究应对途径。

（1）刻板印象的研究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根据性别、年龄、种族、地域、职业等群体类别特征对他人进行知觉和判断，使个体与所属群体的特征保持一致，从而忽视了个体的具体特征，出现类别知觉偏差现象，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刻板印象。自1922年Lippman在其《公众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这一概念以来，刻板印象就成为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刻板印象（Sterotype）是人们对于某些社会群组的知识、观念和期望所构成的认知结构（Macrae，Stangor，& Hewstone，1996）；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认知图式，刻板印象是有关某一群体成员的特征及其原因的比较固定的观念或想法（Fiske，2004）。在对刻板印象的研究过程中，由于它的具体内容即目标群体的主要特征随着评价者、评价对象、评价时间和情境的不同而变化，早期的社会心理学一直局限于对某些对象群体的特征进行描述，回避对于刻板印象的内容分析和心理结构研究（Fiske，2004；Macrae & Bodenhausen，2000；Fiske et al.，2002）。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社会认知学派的影响下，研究者们将重点放在刻板印象的认知加工过程和影响因素方面（Gilbert，Fiske，& Lindzey，1998）。比如，基于社会分类和关系性质的“分类与关联自动偏向理论”、基于群体资源受到威胁的“现实群体冲突理论”、基于群体社会地位受到威胁的“社会优势取向理论”、基于群体成员身份受到威胁的“社会认同理论”与寻求群体和谐性的“内群体偏好理论”等都从不同角度对刻板印象的形成过程和影响因素做出了解释。研究发展至20世纪90年代时，研究者的视角开始转向刻板印象的结构和内容，比如，Anderson 和Sedikides（1991）、Edwin & Hub（1999）、Fiske等（1999）、Lin等（2005）以及Mrazek等（2011）都对刻板印象的内容结构维度提供了不同的论证和实证依据。伴随着内隐社会认知概念的提出，内隐刻板印象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热点。早在1989年，Devine的研究指出，“只要一遇到刻板印象，群体成员就会自动激活相应的刻板化加工”，因此，认为存在着内隐刻板印象。随后，Greenwald 和Banaji（1995）将“内隐刻板印象”界定为调节某一社会类别成员的属性的不能内省辨别（或不能准确辨别）的过去经验的痕迹。自此之后的十多年来，国外研究者围绕内隐种族刻板印象（Gaertner & McLaughlin，1983）和内隐性别刻板印象（Banaji，1993）两类现象，在内隐刻板印象的影响因素（Macrace et al.，2001；Spencer et al.，1999；Sesko & Biernat，2010）、内隐刻板印象的信息加工机制（Kunda & Sherman Williams，1993；Steele et al.，2003）及其测量方法论（Greenwald，McGhee，& Schwartz，1998；Gawronski，2002）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研究进展。而在近期，污名（stigma）的研究又为刻板印象领域研究的推进和开拓提供了新的视角。“污名”一词来源于希腊文化中被社会排斥的一种象征，自1963 年Goffman将该词引入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后，污名便成为社会对某些个体或群体贬低性、侮辱性的标签（Goffman，1963）。随后，研究者对污名投入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污名的心理效应（Major & O'brien，2005；Crocker，Major，& Steele，1998；Davies et al.，2002）、个体的污名觉知（Crocker & Major，1998；Ruggiero & Taylor，1997；Shinnar，2008）及污名的群体应对（Sechrist，Swim，& Stangor，2004）等方面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伴随着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和新的研究领域的出现，尤其是内隐社会认知研究的兴起，污名研究在研究群体、研究方法、研究领域上也有了很大的突破。目前关于污名的研究已经包括了认知的、情感的和行为的几乎所有心理层面（Estroff，Penn，& Toporek，2004；Pachankis，2007；Protudjer et al.，2009）。同时，在污名的维度上从可见污名扩展到了可隐匿污名（Lane & Wegner，1995；Smart & Wegner，1997；Santuzzi & Ruscher，2002；Ogunsemi，Odusan，& Olatawura，2008）；对污名态度的研究从外显的研究扩展到了内隐的研究（Bessenoff & Sherman，2000；Teachman & Woody，2003；Teachman，Wilson，& Komarovskaya，2006；Rüsch et al.，2010，2011）；对污名者的反应则从静态的研究扩展到了动态的研究（Hebl & Kleck，2000；Pryor et al.，2004；Lincoln et al.，2008）。

在国外群体社会认知研究的体系中，刻板印象、偏见（prejudice）和歧视（discrimination），是表征人们社会性偏向（social bias）的三个紧密关联的领域（Gilbert，Fiske，& Lindzey，1998）。总体来看，西方社会心理学者倾向于对社会性偏向的三个概念进行区分和研究，然后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刻板印象属于一种社会认知偏差，偏见是以刻板印象为基础对对象的情感反应偏向，而歧视则是基于刻板印象和偏见的行为偏向（Fiske，2004）。除了对刻板印象机制的集中探讨之外，群际交往中对应于刻板印象的情感反应偏向和行为偏向——偏见和歧视——的发生机制也受到极大关注。“偏见”是指对一个群体及其个体成员的预先判断（Francis，2003），“是基于错误和顽固的概括而形成的一种负面评价和态度”（Allport，1954）；相关的研究集中于对偏见形成、维持及消除的理论探讨。比如，其中具有影响力的成分说（Adorno，Frenkel-Brunswick，Levinson，1950；Harding，Proshansky，Kutner，& Chein，1969）、分离模型（Devine，1993）、现实冲突理论（Sherif，Harvey，White，Hood，& Sherif，1961；Tajfel，1971）、“替罪羊”理论（Allprot，1954；Gemmill，1989）等阐释了偏见形成的机制；由Fazio等人（Fazio，1990；Olson & Fazio，2009）所提出的MODE模型（Motivation and Opportunity as Determinants Model）集中论述了偏见的加工及自我调节机制；“延伸接触假说”（Allport，1954；Pettigrew，1998）和“再分类模型”（Brown & Turner，1981；Gaertner，Mann，Dovidio，Murrell，& Pomare，1990；Navarrete & Donald，2010）则提供了消除偏见的可能途径。与偏见一同受到关注的还有社会歧视的研究。“社会歧视”被界定为是由具有否定性和排斥性倾向的社会态度所导致的不公平、不合理、排斥性的社会行为（Islam & Hewston，1993）。由于社会歧视主要是针对弱势群体的社会行为，因而其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如种族歧视、身份歧视等。尽管社会不公平现象对于弱势群体的身心发展具有非常不利的影响，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关于歧视的大量研究并没有从被歧视者的角度进行考察，而主要从歧视的来源——优势群体的角度进行探讨。为此，Branscombe等人（1999）在总结该领域的研究时，将这段时期的研究称为“强势心理学”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关注优势群体存在的偏见、刻板印象等，很少涉及弱势群体的心理感受。最近几年，歧视研究中的“强势心理学”现象开始减弱，被歧视的目标——弱势群体逐渐成为研究的焦点，研究者开始关注弱势群体对于歧视现象的知觉与反应，对歧视知觉及其影响效应进行了一系列探讨（Phelan & Rudman，2010；Pascoe & Richman，2009；Tom，2006；Mesch，Turjeman，& Fishman，2008），并得出了富有启示的结论，这为帮助人们深入理解社会歧视的内在本质、逐步消除和缓解歧视的影响提供了科学依据。

（2）社会认同的相关研究

一直以来，欧洲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地区。欧洲各语言族群（ethnolinguistic groups）间的纷争，更成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书不同文、语不同音的族群冲突也成为突显的社会问题，社会认同理论便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诞生。国外对于社会认同研究最具影响力的首属塔杰菲尔（Tajfel）和特纳（Turner）两位心理学家。他们将社会认同定义为“是指社会的认同作用，或是由一个社会类别全体成员得出的自我描述”（Tajfel & Turner，1986）。随后，又基于“最简群体实验范式”（Minimal-Group paradigm）的经典研究结果（Tajfel，1970，1971）提出了至今仍对群体心理学研究发挥着重要引导作用的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该理论认为，个体通过社会分类，对自己的群体产生认同，并产生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个体通过实现或维持积极的社会认同来提高自尊，积极的自尊来源于内群体与相关的外群体的有利比较。当社会认同受到威胁时，个体会采用各种策略来提高自尊；个体过分热衷于自己的群体，认为自己的群体比其他群体好，并在寻求积极的社会认同和自尊中体会团体间差异，这些便是群体间冲突和偏见的根本来源。基于这一理论的实证研究表明，社会认同最初源于群体成员身份分类，并具体由社会分类（social-categorization）、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和积极区分原则（positive distinctiveness）三个过程组成（Tajfel，1982）。在该理论的新近进展中，针对群体冲突现象的日益频发，集体行为（Smith et al.，1994；Kelly & Breinlinger，1996；Liss et al.，2004；Grossman & Belle，2008）和种族问题（Negy et al.，2003；Sidaniusetal，2004；Johnson et al.，2005；Chirkov et al.，2008）成为社会认同研究的关键对象。

在研究方法方面，近10年来，社会认知研究与社会认同研究也出现合流的趋势，当社会认知范式也成为社会心理学主导的研究范式时，社会认同的研究也转向对认同的社会信息加工过程的关注。最近，对群体成员社会认同的动机研究正从自我激励转移到检验人们减少不确定性的动机或寻找他们群体成员资格的意义上（Sidanius & Levin，2004；Hirose，Taresawa，& Okuda，2005；Yip，Kiang，& Fuligni，2008）。同时，已有研究也关注了个体因素对社会认同的影响，比如，个体差异会影响人们的行为；个体对特定群体的认同强度差异，他们的社会优势倾向的不同，表现偏见的意愿的不同（Amiot & Bourhis，2005；Mays & Barnes，2007；Ward，Adam，& Stuart，2010）。此外，新近的相关研究开始应用社会认同的原理探讨如何消除群体偏见和冲突，并对社会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从中发现通过群体接触和重新分类等策略可以消除群体偏见或冲突（Taylor，Peplau，& Sears，1994）。结合现有的研究，社会认同理论对于解释刻板印象和对群体同质性的觉察机制以及改变群体间偏见态度的策略提出富有启示的结论。然而，相对于社会现象的复杂程度而言，社会认同概念本身还需得到进一步的明晰，社会比较策略的选择、多文化背景下的社会认同模式以及社会认同的内隐加工过程等（Brown，2000）也都是后续研究亟待探究的议题。

（3）群际攻击及冲突的相关研究

近年来，随着恐怖活动、谋杀、战争等暴力行为在世界范围内日益频繁地发生，攻击性的发生机制成为社会心理学研究的热点。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攻击性领域的研究已在理论建构和方法论上取得了丰硕的进展。尤其是GAM模型（General Aggression Model；Anderson，Deuser，& DeNeve，1995；Anderson & Bushman，2002；Anderson & Carnagey，2004）的提出，以个体内在的人格特征和外部情境以及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为主要途径，并辅以大量实证数据的支持，对攻击性行为的发生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阐述。从GAM中我们得知，特质性攻击程度较高及冲动性较强的个体更易发生攻击行为（Bushman & Anderson，2001；Martin，Watson，& Wan，2000；Ann，Talley，James，& Valentine，2006）；将个体暴露于暴力媒介之中会增强其攻击性（Anderson & Carnagey，2004；Carnagey，Anderson，& Bushman，2007；Bartholow，Bushman，& Sestir，2006；Gentile & Sesma，2003；Anderson，Shibuya，Ihori，Swing，Bushman，Sakamoto，Rothstein，& Saleem，2010；Bushman，Rothstein，& Anderson，2010）；受挫、被拒绝、疼痛等厌恶刺激都会成为引发个体出现攻击行为的环境线索（Berkowitz，1993；Anderson & Dill，2000）；而个体对由受挫、拒绝等引发的愤怒情绪的“反应性反刍”和“报复计划”更易导致出现替代性攻击（displaced aggression）行为（Denson，Pedersen，& Miller，2006）。

在西方国家中，作为群际攻击行为的典型表现，由于多人种、多民族融合的历史沿袭所致的种族及族群间的群体冲突行为是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国外心理学家系统关注的课题。群际冲突是指人们把自己看作不同社会群体的成员而非单独的个体而发生的内隐或外显的对抗行为（Bartal，1990）。在社会认知研究中，研究的冲突形式包括群际暴力、种族迫害、民族冲突等显性的，激烈的群体攻击行为模式。就群体冲突形成的原因，综合早期的研究理论观点，主要涉及社会类别化（Turner，1987）、积极社会身份感的追求（Tajfel，1981）和相对被剥夺感（Crosby，1982）三种基本过程。其中，社会类别化是群际冲突产生的认知基础，积极社会身份感的追求是群际冲突的基本心理动力，而相对被剥夺感，尤其是群体相对被剥夺感对群际冲突起着促发和增力作用。另外，冲突开始后，它的逐步升级主要与双方使用威胁与反威胁、不信任感的增加密切相关（Rubin，Pruitt，& Kim，1984；Rothbart & Hallmark，1988）。近期的研究则发现，社会偏见与种族间攻击及冲突行为的发生具有高度的关联。比如，基于对“右翼权威主义”（RWA）和“社会支配倾向”（SDO）两种类型持偏者其不同特征的分析（Kreindler，2005；Duckitt，Wagner，du Plessis，& Birum，2002；Duckitt & Fisher，2003；Altemeyer，1996，1998），Thomsen、Eva和Sidanius（2008）选择美国本土大学生为被试，以穆斯林和拉美人为受偏群体的研究证实了不同类型的偏见持有者其不同的攻击行为指向：权威主义类型的持偏者会对那些不愿融入主流文化的、“自我隔离”的外群体成员进行攻击，而社会支配倾向的持偏者则会对那些极力想融入主流文化而危及主流群体社会地位的外群体成员出现攻击行为；而且这种情况与个体的民族认同感无关。基于此类研究结果，Kreindler（2005）认为，群际冲突的发生源于群际互动的“双加工”动力机制：极端权威主义的群际关系模式以规范性分化的运作机制导致出现由社会强势群体指向社会弱势群体的群体冲突，而社会支配取向的群际关系模式以范畴分化的运作机制导致因社会资源竞争而出现群际冲突。Kessler和Cohrs（2008）也支持这一观点，他们综述了多项实证研究的结果后发现，以遵从权威、保守现权为特征的“权威主义”是社会偏见态度及社会歧视行为产生的根源。Lickel等（2006）也认为，替代性报复（vicarious retribution）是群际攻击产生的原因之一。替代性报复是指报复性攻击者并非先前利益受损的直接受害者，而是由于被攻击者所属的外群体成员曾经伤害他的内群体成员而发起攻击行为。Lickel等人指出，此种间接、替代的攻击是群际偏见的一种表达形式。另一种观点来自Niesta等人（2008），他们基于威胁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TMT）提出，群际冲突产生的途径是人们感知到来自于外群体的存在而对自身的社会资源、身份、自尊水平与文化观念等产生威胁，进而出现的资源竞争和自我保护行为。这一观点得到了众多研究者的支持。Lyons等人（2010）通过四个研究的系统探讨，发现资源威胁和国家认同因素在美国公民对阿拉伯移民的偏见态度和排斥行为中发挥着重要的催化作用。Navarrete和McDonald（2010）的研究也发现了身份威胁与男女被试的性别歧视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

以上是对国外群际社会认知领域主要研究成果的梳理。在理论发展的同时，相关的研究方法也在不断地更新与完善，从最初的自陈测量到实验研究范式的提出，尤其是近期认知神经科学技术的引入，为群际心理现象实质的了解提供了高效的工具。比如，近期脑成像的研究表明，刻板印象的注意编码、语义表征以及抑制控制等认知成分可以分别通过P2（Ito & Urland，2003；Ito，Thompson，& Cacioppo，2004）、N2（Correll，Park，Judd，Wittenbrink，2002；Correll，Urland，Ito，2006）、P300（Duynslaeger et al.，2008）、N400（Correll et al.，2006；White，Crites，Taylor，& Corral，2009）和P600（Osterhout，Bersick，& McLaughlin，1997；Lattner & Friederici，2003）等相应的ERP 成分表现出来；而基于ERP 源定位以及fMRI 的研究表明，杏仁核、前扣带回、大脑前额皮层以及外侧顶叶皮层附近的颞顶联结区可能参与到了刻板印象的认知加工（Amunts et al.，2005；Cunningham et al.，2004；Quadflieg et al.，2008；Mitchell，Ames，Jenkins，& Banaji，2009；Amodio，2008；MacDonald，Cohen，Stenger，& Carter，2000；Milham et al.，2001；Gallivan et al.，2011；Hawellek et al.，2011）。此外，近年来，ERP、fMRI等认知神经科学技术也被用于社会偏见的研究当中。例如，ERP技术可以用作探测内隐种族偏见的有效手段，后期正波（LLP）、错误关联负波（ERN）、N100与P200等脑电指标可以标识对特定个体的负性态度（Amodio，Harmon-Jones，Devine，Curtin，Hartley，& Covert，2004；Qingguo，Liangchao，Xiaoyi，Shenyi，& Hongmin，2008；Kubota & Ito，2004；Ito，Thompson，& Cacioppo，2009；Ofan et al.，2011）；fMRI的研究也已探测到杏仁核、前额叶皮层在种族态度反应中的关键作用，发现这些功能区域激活的个体差异与其社会偏见行为之间具有关联（Wheeler & Fiske，2005；Cunningham，Nezlek，& Banaji，2004；Dovidio，Pearson，& Orr，2008；Harris & Fiske，2004；Wheeler & Fiske，2005；Masten et al.，2011；Brown et al.，2010）。而鉴于ERP和fMRI两项技术各自的优势，研究者提出了研究方法整合的思路，即将ERP的高时间分辨率与fMRI的高空间分辨率相结合应用在攻击行为的研究中。Chiao（2008）进行了此类尝试的研究发现，在群际社会知觉过程中，被试对具有攻击性的面部线索刺激的加工出现在加工流程早期，而梭状回、颞上回和舌回的激活与基于社会层次而引发的攻击性有关。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技术与前述的行为研究范式相互结合，为人们深入探测群际社会认知现象的机制提供了高效的途径。

综合以上西方心理学家针对众多群际社会认知现象的研究，我们发现，其中突显着明晰的文化烙印：在西方文化中，“人人皆为上帝的子民”、强调“人人平等”，因此，不论是对刻板印象、偏见或歧视行为发生机制的探讨，还是对社会认同过程或是群体冲突原因的探讨，都渗透着对群际间“绝对平等”的社会阶层等序观的追求。然而，作为东方文化的集中体现者，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强调“尊卑贵贱”“长幼有序”和维护“相对平等”的差序格局的社会。这种差异导致现有国外群际社会认知的相关理论和结论并不适于解释中国人的群际社会认知现象，更不足以应对和缓解中国特有的阶层冲突（比如，国内近期因社会转型及经济收入差距拉大所致的群体性事件及集群行为）。因此，以文化为根基，结合中国人群际认知现象剖析其特点和机制，对于寻求弱化阶层冲突的有效途径、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确是必要之举。

4．社会实践认知层面的研究

在社会认知中，还有一类涉及人们面对社会实践与社会活动时引发的各种心理活动，因其反映着社会实践过程，故而可以称作社会实践认知，包括社会决策、归因和社会推理等。其中社会决策是核心与最终表达形式，是对群体行为选择的认知过程；归因是人们对自己和他人行为的解释；社会推理是根据社会环境中的一个或几个已知的判断（前提），推导出一个未知的结论的思维过程。人类的认知在这三者中发挥的作用，已通过大量研究予以证实。

（1）社会决策

人的决策行为从决策所涉及的范围出发，可以分为个人决策和社会决策两类。个人决策是关于个人自身行为的一种抉择，社会决策是对群体行为的选择。小到家庭、小组，大到国家、世界，凡涉及群体行为的决策都可统称为社会决策。鉴于我们生活在高度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很多最重要的决策都是在社会交往背景下所做的，因此，有关社会决策的研究对我们意义重大。

从研究领域来看，风险决策和道德决策是当下的研究热点。风险决策是经济学和心理学上百年来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注重理解人如何表征和加工外界的风险信息并进行有效决策的心理和神经机制。在风险情境下做出恰当的冒险或规避的选择是人生存所必备的能力之一。过度或病态的风险偏好，也是吸毒和赌博成瘾及注意失调等精神和神经疾病的重要特征。风险决策的经典理论模型，如期望效用（Expected Utility）模型，描述的是理想的或者规范化的（normative）决策行为。这些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人类的决策是完全理性的，其基本原则是效用最大化，决策完全由可能盈利的幅度及概率和可能损失的幅度及概率四个因素决定。这种决策理论模型完全忽略了个体的风险偏好问题，无法解释许多实验室和现实社会观察到的人类真实决策。例如，著名的亚洲疾病实验，同样的决策问题，从被救活的人数或死亡人数两个不同的角度描述，人的选择表现出显著的不同。这种现象在经济学里面被称为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由于完全理性决策假设的失败，Simon（1978）曾提出“有限理性”的概念，指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个体决策时仅考虑几个有限的选项，一旦感到满意则停止搜索。与完全理性假设相比，有限理性假设更符合真实的决策者。沿着这种对真实决策的描述性而不是规范化的研究思路，学者们提出了多种不同的理论假设模型来解释人的真实决策过程，如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卡尼曼（Kahneman）和特沃斯基（Tversky）（1979）提出的前景理论和强调决策过程中后悔等情绪影响作用的后悔理论（Bell，1982；Loomes & Sugden，1982）等。Tull等（2010）的研究验证了资源损耗模型的观点，主张个体对冲动和愿望的抑制能力是有限的，个体有意识地评估或修改思维方式、情绪或行为将会占用一定的认知资源，使后续其他任务可利用的认知资源减少，从而影响这些任务的成绩。此外，有关风险决策得失效应的研究发现，损失型跨期选择和收益型跨期选择的内在认知和神经机制并不等价，在收益情境中得到的研究结果并不能推广到损失情境中去（Mitchell & Wilson，2010；Xu，Liang，Wang，Li，& Jiang，2009）。在对冲动控制障碍人群的脑成像研究中，对酗酒男性的研究发现，低多巴胺神经网络的功能水平可以预测这些病人的药物滥用（Conner et al.，2010）。

道德决策的研究揭示了道德决策的认知加工过程，强调推理和认知加工在道德决策中的作用。心理学家皮亚杰提出了儿童道德发展的三段论。随之科尔伯格提出了道德决策的认知发展理论，认为抽象推理能力和高级认知是道德发展的核心，奠定了理性道德决策的理论基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对道德研究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神经影像学研究发现，在做出道德两难决策时，功利性决策反应时间要更长，同时激活了背外侧前额叶（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DLPFC）和顶下回，这些区域与审慎加工有关，是一种需要认知控制的加工方式。道义性决策反应时间相对短一些，激活的脑区更加复杂，如腹内侧前额叶，颞叶上回和杏仁核及边缘系统（Greene et al.，2004，2008；Greene & Paxton，2010）。

一些研究发现，在涉及信任、互惠、利他主义、公平、报复、社会惩罚、社会规范统一、社会学习和竞争的决策中，人们在社会交互过程中所固有的社会偏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社会决策。实验经济学家Berg等人（1995）巧妙地设计了信任博弈（trust game）实验来反映合作双方对公平的考量，社会偏好理论对此做出了解释，认为是人们的互惠和对不公平的厌恶使得社会背叛失去效用。此外，对公平感知的研究还发现了MFN（Medial Frontal Negativity）与被试道德感正相关（Boksem & De Cremer，2010）。利他是人作为社会人在社会中一种非常重要的行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人类经过长期的演化，通过有利于他人的行为从而产生正的外部性，使得社会整体的和长期的利益最大化。来自神经方面的研究表明，共情这种情绪体验与大脑边缘系统密切相关，它作为一种利他主义倾向，是人类本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共情的神经基础可能位于杏仁核（amygdala，负责社会性情绪加工，对于道德情境诱发的负性情绪敏感）及它与前额脑区底部皮层之间的联结（Buckholtz et al.，2008；Mitchell，2010）。另外，社会人之所以有必要存在就是相互之间需要合作，合作是通过分享使公共利益最大化，而非个人利益最大化。无论是囚徒困境还是信任博弈，合作都贯穿其中。Krueger（2007）等人在重复信任博弈中通过设置有条件的信任和无条件的信任两种不同情境发现，被试在不同的条件下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信任使得彼此愿意合作。

社会决策是人们解决实际问题中经常面临的认知过程，并且这一认知过程是多因素的整合。不同层面的社会决策研究印证了这一认知过程的多因素性，但不难发现，诸多研究中存在着共性，即实验情境中都设置了人与人的互动场景。人类作为社会人，在做决策时也难免会受到他人的影响，要同时衡量自己和他人的得失，这也是决策研究必须考虑的方面。

（2）归因

归因指人们如何解释自己和他人行为的原因，是人对影响或解释其行为的因素做出结论的一种认知过程（McCabe & Dutton，1993）。自Heider（1958）提出归因概念和理论至今，归因始终是社会心理学的热点研究领域。

在归因研究的历史上，曾出现过众多的归因理论（Attribution Theory），其中具有代表性、影响广泛的归因理论有：Heider（1958）的二维理论、Jones和Davis（1976）的相应推断理论、Weiner（1972）的三维理论，Keller（1973）的方差分析理论，Rotter（1966）的控制点理论和Kahneman（2004）归因理论。以上理论均具有如下特点：（1）将研究视角集中在对具体的归因心理因素进行分类。（2）所关注的归因心理多属局部的和微观的归因类型。（3）偏重于研究单一的、独立的归因心理特点及其规律。（4）所产生的研究成果深入而细腻。

已有研究者将脑神经科学用于归因的研究。Kmsemark、Campbell和Clementz（2008）采用面孔工作记忆（facial working memory）任务，对每次测验结果的反馈（正确或错误）进行归因选择（有关内部的或外部的归因）。研究结果发现，归因的非自我服务偏向比自我服务偏向会引发与认知有关的更高水平的神经系统的激活，即当被试进行非自我服务偏向时MPFC的神经激活增强。而MPFC的激活与认知控制的评价、监控、对结果期望的评价及他人评价相关。

随着归因理论的不断发展，研究者们开始把它运用于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根据以往研究的理论分析，“归因”很有可能是冲突情境中非常普遍的心理活动，而且是冲突感知的重要环节。Jehn（1997）的研究表明，在不同冲突情境下，个体对冲突原因的感知呈现不同特征。具体而言，任务冲突情境下，个体更倾向于感知外部环境的原因（如任务目标、工作方法等）；而关系冲突情境下，个体则更倾向于感知内部个体的原因（如性格等）。Keaveney（2008）进一步提出如果个体间平时就易于陷入关系冲突之中，那么即使出现任务冲突，也很容易由于感知到内部原因进而感知为关系冲突。这说明，不同冲突情境下，个体对冲突原因的感知会有不同的倾向，不同的倾向又会对冲突的结果产生重要影响。

通过大量对人类归因行为的研究，揭示出人们在决策背后的不同缘由，也表现出人与人之间的大不同。同一行为表现可能蕴藏着每个人不同的原因，这也可能是引发人际合作或冲突的重要因素。

（3）社会推理

在社会认知中我们经常要进行推理与决断，以便更好地指导我们在社会生活中做出正确的决策。近来，研究者们相继提出了双系统加工理论模型（基于直觉的启发式系统和基于理性的分析系统）对决策的认知过程进行解释（Sloman，1996；Evans，2002，2003；Stanovich & West，2000；Kahneman & Frederick，2002）。具体而言，启发式系统更多地依赖于偏向于非理性的直觉，并行加工且加工速度较快，不占用或占用很少的心理资源，模块化封闭运行，反应自动化，容易受背景相似性、刻板印象的影响，通常我们只能意识到其加工结果而意识不到加工过程。分析系统更多地依赖于理性，串行加工且加工速度慢，占用较多的心理资源，非模块化，但分析系统不容易受背景相似性、刻板印象的干扰，主要基于规则进行，其加工过程和结果都可以被意识到。双系统模型认为，启发式系统与分析系统同时对决策或推理过程起作用：当启发式系统与分析系统的作用方向一致时，决策或推理的结果既合乎理性又遵从直觉；而当两个系统的作用方向不一致时，两个系统则存在竞争关系，占优势的则可以控制行为结果。例如，“不管‘9·11’这一天新的恐怖袭击可能性有多小，有些人可能还是会避免在这一天乘坐飞机出行，他们认为乘坐汽车要安全些”（De Neys，2007）。然而，Gigerenzer（2004）指出，实际上乘坐汽车出事故的概率要比乘坐飞机高。显然，这一现象中，启发式系统在竞争中更有优势，结果出现了非理性偏差错误。

需要指出，人们在进行推理决策时虽然不宜以启发系统为基础，但这不意味着人们的推理决策是以分析系统的加工结果为导向。例如，在课堂上，某老师说：“如果是女生，那么举手”，一般人会认为“男生（不是女生）不应举手”（违反分析系统的结论）。这一推断结果虽然不符合逻辑规则，但却为人们普遍接受，而没有产生交流上的障碍。Norenzayan（2002）等考察了三类被试（东亚人、亚裔美国人和欧裔美国人）在两类推理任务（形式推理和直觉推理）中的表现。结果发现，欧裔美国人主要采用的是形式推理策略，东亚人主要采用直觉推理策略，亚裔美国人介于二者之间。因此，以启发系统为导向的推理决策思维过程不能被简单地归于非理性或错误，人类思维过程本身就不是纯粹的理性过程。三类被试（东亚人、亚裔美国人和欧裔美国人）不同的推理决策倾向可能反映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个体基于习惯或社会规范形成的思维特征。

随着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的不断发展，研究者已将脑神经技术用于对社会推理的深层机制的探究。在脑损伤研究中使用较多的测试判断推理能力的是Wason选择任务（the Wason Selection Task）。Adolphs（1999）等对比研究了双侧腹内侧前额叶（VMPFC）受损与背外侧前额叶（DLPFC）损伤的患者在对有关社会场景的推理方面有着特殊的异常，而对抽象材料的推理正常。这说明VMPFC参与了社会情境的推理过程。Baron（2003）等对VMPFC受损的患者的社会判断能力进行了研究，发现他们除了情感缺失外，还不能产生和有效地使用“躯体标记（the somatic marker）”，没有产生与预期情绪有关的特异性皮肤电反应（SCRs）。在爱荷华赌博任务中（the Lowa Gambling Task，IGT），他们发现VMPFC损伤患者的决策能力明显下降并做出了更多不利于自身的选择，而涉及执行功能、感知与记忆的标准神经心理测试并无异常。脑成像研究发现，内侧前额叶皮质（medialprefrontal cortex，MPFC）在社会认知领域参与的加工过程包括心理理论、情绪认知、社会推理与决策、道德判断与发展与自我认知（van Overwalle，2009）。Abraham等（2010）考察了信念和愿望推理的神经基础，结果发现相比愿望推理，信念推理激活了外侧前额叶皮层，这些脑区也参与关系和概念推理。与此相反，愿望推理激活了MPFC、颞上回和海马区域，这些脑区参与到自我推理、自传体记忆和情境记忆加工。Lewis等人（2011）的研究结果表明，双侧后额叶和左侧颞顶联合区（TPJ）和颞上沟灰质的面积与个体信念推理有关。从上述研究可见，脑神经技术已用于探讨社会推理的许多方面，并为进一步了解推理的深层加工机制提供了证据。


 三、国外社会认知研究简评

综上所述，尽管已有研究在切入点、关注对象、研究方法以及变量操作等多个方面各有不同，但研究结论都是基于西方文化和西方被试人群背景下的结果，同样的实验范式、实验变量控制是否适用于中国人，有待进一步考证。特别是社会决策方面，可以说是融合了归因和社会推理等多因素的整合，而且西方研究者多倾向于风险决策和道德决策层面。结合当前中国实际，不同阶层人群的决策差异显得格外重要，各社会阶层由于社会地位的差异存在隔阂，而其隔阂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社会资源配给的争夺，名利得失更是纠缠于其中的主因。对此，探讨国人不同阶层人群名利观对社会决策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

除了行为实验研究，近期兴起的社会认知神经科学技术能为此助以一臂之力，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思路的引入使得对于社会决策的探究更具生态效度，可帮助人们揭示社会阶层对于人们名利决策的深层机制。

因此，结合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思想，探究独特的东方文化背景下中国人社会决策的基本特征，对于社会认知理论的整体构架将是极富学术价值的推进和完善。

此外，通过梳理国外社会认知研究的发展脉络，不难发现，研究者们已经趋向于选择多元化的、有助于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整合性方法论取向。这种方法论取向突显三大特点：（1）间接测验的方法论构架：以内隐社会认知为轴心的间接测验技术和方法的运用，使得以往心理学理论无法面对的内部心理过程及传统认知心理学所忽视的无意识加工活动得到了直接的实验室观察，为众多社会心理现象的解释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思路；（2）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的方法论意义：脑—认知—社会的关系是人类在认识自身的过程中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通过对社会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的知识领域的结合，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取向实现了整合社会、认知、神经等多个层面的数据对社会认知现象进行多水平分析。这样做既有助于形成阐释社会认知及行为背后潜在心理过程的理论，同时也为理解脑的功能以及进一步理解人类高级社会心理现象的本质提供了广阔的研究前景和坚实的技术基础；（3）本土化取向：伴随着与生俱来的社会性，人类在对本土文化做出社会性反馈的过程中获得成长和发展，人的行为及其形成过程无时无刻不受到文化的影响。因此，社会认知研究倡导以人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坚持本土化的方向，即将其目光投向从某种特殊文化中所分离出来的心理或行为，这将从根本上扭转社会心理学中美国文化的利己主义及纯粹个人主义倾向，并从应用型的角度关注心理学在中国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除了理论及方法论构建上的贡献之外，社会认知心理学所代表的心理学发展趋势与整合途径还有望消除心理学领域中长期存在的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之间的对峙状态，进而形成新的、更为有效的心理学研究范式。这不仅对于心理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对于整个社会科学同样具有重大的方法论价值。


 第二节　中国人社会认知研究发展溯源与发展脉络


 一、中国人社会认知研究的起源与发展

作为社会心理学与认知心理学结合的产物，社会认知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90年代起得到了迅猛发展，现在已经成为社会心理学中一个非常重要且相当活跃的研究领域。我们2012年8月在“APA/EBSCO心理学数据库”以及“Elsevier Science Direct Online”进行相关文献的搜索，就查到了311 793篇文章。这里还没有包括与之相关的专业书籍。面对国际社会认知研究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心理学家们应当做出怎样的回应？

一方面，不少中国心理学者体现出浓厚的全球意识，他们力图紧跟西方心理学的发展步伐，在不断检验西方心理学关于社会认知的基本范畴、理论模型及其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努力解决现实世界对全人类提出的重大课题。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研究构想上，这些研究者们充分认识到人类生活有着许多共同的主题，东西方心理学家们有必要探索社会认知的共享理论模型，在研究中呈现整合统一的取向。二是在研究策略上，他们积极借鉴西方先进的研究技术，融合各种研究取向，考察西方心理学构架下中国人的社会认知特征及其本质。另一方面，世界文化在破除“欧洲中心论”之后，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而“寻根意识”也在各个国家和民族中悄然兴起（杨波，1999）。在此背景下，另一批中国心理学者深切认识到中国悠久的文化、当今中国经济的腾飞所带来的剧烈的文化生活变迁和社会转型等诸多因素对中国人的社会认知必然产生根本性影响，因而主张中国心理学家也应重视致力于解释中国人重要的社会认知与社会行为的研究，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认知研究的道路。

在以上两种不同的研究“意识”的引领与碰撞下，中国心理学界关于社会认知的研究脉络及其发展大概体现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引进与初步验证。20世纪80年代末，儿童社会认知领域（方富熹，1986；顾援，陈会昌，1988）是社会认知引入中国的最早的领域之一，包括儿童道德发展（岑国桢，1986；李伯黍，岑国桢，陈欣银，陈会昌，1987）、儿童攻击性（Perry，Rasmussen & 王耘，1987）以及儿童间的冲突（Shantz，徐长宽，1989）。另外，黄希庭（1984）进行了人际关系的研究；张智勇也在1989年的时候最早介绍了刻板印象的测量与理论研究（张智勇，1989）。自此，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关注社会认知领域，并在这个领域中开展了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具体研究主要涉及下述主题：（1）自我认知。学者们对自我概念（如，俞国良，翁亚君，1996；周国韬，贺岭峰，1996）、自尊（如，黄希庭，张进辅，张蜀林，1989；刘明，1998；魏运华，1998；张文新，1997）、自我监控与调节的研究（如，董奇，周勇，1995；刘儒德，陈琦，1999；章建跃，1998）；（2）人际认知。主要体现为人际关系（如，黄希庭，时勘，王霞珊，1984；章志光，王广才，季慎英，1982）、信任与冲突（如，杨仁厚，1997；张建新和Bond，1993；张荣娟，李文虎，胡芸，2005）的研究；（3）群际认知。包括民族冲突（如，孙代尧，1999）、社会认同（如，张莹瑞，佐斌，2006）、刻板印象（如，王沛，1999）、偏见（如，滕桂荣，1988；王沛，1998）等的研究；决策领域内，风险决策（如，刘霞，潘晓良，1998）、组织群体决策（如，刘翔平，1996；滕桂荣，1988）、道德决策（如，刘翔平，1996）与儿童决策领域（如，陈单枝，朱莉琪，2005）等研究。这个阶段的特点是采用西方的研究范畴、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工具，通过中国被试的反应来进一步验证西方有关社会认知的理论与研究范式。

第二阶段，探索与发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认知特征。在第一阶段的研究基础上，一部分学者发现中西方社会认知可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并对此开展了一些实证研究。韩进之等人（1987）利用自编的问卷调查了我国大学生的自我意识。黄希庭则带领团队编制了一系列中国人自己的问卷工具，对中国人的自我进行了探索性研究。例如，1989年黄希庭采用Roeach编制的“价值调查表”对我国青少年学生的价值观进行了调查（黄希庭，1989）；1998年编制了反映中国特色的青少年学生自我价值感量表，提出了多维度多层次的自我价值感模型。同样，他们针对自信、自立、自强、自尊等符合中国人的文化习俗编制了相应的测量工具。朱滢等人（2002）在研究记忆领域的自我参照效应的时候，发现了中国人的自我参照效应的特点，即自我参照与母亲参照对记忆有着相同的影响，提出记忆自我参照效应应该关注文化差异问题。郑全全、李纾、刘永芳、王晓田等学者通过对中国人的研究发现中西方决策存在许多差异之处。其中李纾（2012）使用中国被试对西方的整合模型与占优启发式模型进行检验，发现这两种模型都无法解释实验结果。据此，他们提出了齐当别理论来解释中国人的决策机制。在这个阶段，不少学者们通过自己的研究逐渐开始意识到要将中国独特的文化传承与当前的社会形势结合起来，推动社会认知研究的中国化。但就总体而言，社会认知领域仅有少数课题涉及了文化因素，而且这个时期的研究显得庞杂而纷乱，还有相当一部分领域仍属于空白。例如，群际认知领域对阶层认知的研究很少有心理学家涉及，反而是许多社会学研究者在理论上进行了很有启发价值的探讨，并且以问卷调查为主，初步开展了有关阶层意识与阶层分化发展状况及其趋势等研究。

第三阶段，初步建构期。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决定》中首次阐述了社会和谐与心理和谐的关系，并指出：“注重促进人的心理和谐，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引导人们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正确对待困难、挫折和荣誉。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和保健，健全心理咨询网络，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中共中央文件如此论述心理学问题还是第一次，这不仅对我国心理学工作者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而且对于我国心理学界实现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努力提供了重要契机。中国拥有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势必形成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心理特征。同时，国内学者之前已有研究表明，中国人具有许多独特的心理特征。林崇德（2007）在《心理和谐是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催化剂》中提出：“心理和谐和社会和谐是一致的……心理学必须研究以下六大关系的相关课题：人与自我的关系，人与他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杨中芳（1999）最早较系统地提出建构理解中国人人际信任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人际关系实证研究。黄希庭（2004）在自我领域较系统地提出了“自立、自信、自尊、自强”的自我特征，颇具我国文化传统的人格特征。以自立（夏凌翔，黄希庭，2012）为例，他们认为中国人的自立人格涉及了人际，并暗含相互依赖的因素。朱滢（2007）在记忆自我参照效应的基础上提出，中国人的自我是互倚的、联系的自我（connected self）。韩世辉（2009）对共情的神经机制研究表明，种族关系能够调控对共情的神经活动。

综上所述，相对国际心理学的发展态势而言，我国心理学界对社会认知的研究显得比较分散、薄弱，许多领域基本上还处于空白状态，至今尚未出现系统的中国人社会认知的理论体系。而就我国当前面临的社会环境而言，围绕中国人的社会认知在众多领域展开纵向与横向相结合的开拓性研究，已成为社会及相关学科发展之急需。鉴于此，本课题组从杜威所主张的“科学与实践相联系、社会与认知相结合”的理念出发，通过历史与趋势、文化传承与文化变迁、理论与实践的整合，力图建构体现中国文化精髓、符合社会认知研究学理、直面当下中国社会心理问题的中国人社会认知理论体系，进而有力地解释和预测当代中国人社会交往与社会行为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向。这项工作不仅可以为推动国内社会认知研究的理论探索，以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认知方法论体系做出重要贡献，同时也可以为解决某些重大社会问题、促进教育与公共管理的科学发展以及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策略。


 二、中国人社会认知研究发展脉络

基于各种社会刺激的类属及其本质，从根本上说社会认知可分为自我层面的认知、人际层面的认知、群际层面的认知以及裹缠着社会归因与社会推理的社会决策。因此，我们将从自我认知、人际认知、群际认知以及社会决策四个方面来分别评述中国人社会认知的研究状况。

1．自我认知的研究

正像G. W. Allport（1981）所指出的，自我意识具有个人隐蔽性，同时又具有渗透性、弥漫性，因而，对于隐蔽的自我意识的探索往往只能通过其渗透的、弥漫的行为主体的自我外部表现的研究才能达到。离开最能反映自我意识程度、水平的外部行为调节去研究对自我的认识程度、水平，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国外的学者们根据可观察的外在行为表现来研究自我，包括自我概念、自尊与自我调控等。纵观他们的研究发现，西方人的自我受其自身文化的影响极其深远。在个人主义文化观的驱动下，自我研究的预设前提是自我本位，强调自我的独立性，这显然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自我表现不同。

国内学者的大量早期研究都直接翻译并沿袭使用了西方的研究工具与理论模型。例如，林崇德（2000）运用实验法，直接采用国外认知操作范式的部分内容来探索儿童在认知操作活动中自我监控能力的发展特点及对认知操作的影响。俞国良（1996）等采用福托斯编制的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修订版考察了10～15岁学习不良儿童自我概念发展的性别差异和年龄特征。李伟强等（2011）采用自我描述问卷（SDQ-Ⅱ）、成就动机量表（AMS）研究初中生自我概念的年级与性别特点及其与成就动机的关系。除了外显行为研究之外，研究者还进行了内隐自我认知的研究，如蔡华俭等人（2003）使用量表与IAT测验考察了外显自尊与内隐自尊之间的关系。

在行为研究的基础上，学者们还逐渐使用认知神经科学来研究自我认知的普遍规律。如面孔识别领域中罗跃嘉等人（2002，2003，2004）、张庆林等人（2010，2011）介绍了西方的面孔识别神经机制研究，并对面孔识别进行了ERP实证研究，探讨了面孔加工机制的特异性与脑成分；通过让被试区分自我与他人的面孔探讨自我面孔识别的脑机制，发现自我面孔识别涉及前额叶、脑岛、扣带回等脑区的协同作用。自尊领域中，黄希庭（2012）、张庆林（2010）等人主要介绍了国外自尊领域的认知神经科学发展进展。李红等人（2011）发现了P2波幅上的自我人名效应。这些研究为自我的理论发展提供了生理学依据，但它们探讨的仅仅是个人取向下具有独立性的“自我”，其逻辑内核仍然是西方文化下的自我定位。

由于这些研究从根本上来说是基于西方自我本位主义的前提，这就决定了必然有些中国人的研究结果与西方并不完全一致。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开始结合中国古代文化与当前社会现状，编制适合中国人自己的研究工具来研究中国人的自我。例如，黄希庭等人（2002，2008，2006）有关自我价值观量表的编制、自立人格的编制与青少年理想身体自我量表的编制等。其中一部分研究构成了具有中国化自我的研究框架。中国哲学家张世英的《超越自我》这篇文章可能是中国哲学史上的第一篇有关自我的研究，朱滢（2007）在《文化与自我》一文中撰写的“自我是什么？”这两篇文章都从哲学的角度讨论个人认同问题，强调自我的主动性。中国哲学强调社会对个体自我的约束，从而展现出自我的局限性（杨国枢，刘奕兰，张淑慧，王琳，2010）。中西方哲学对自我的看法极大地影响了中西方心理学家对自我的看法。杨中芳等人（2007）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在寻找中庸自我的过程中意外地发现：在自评式两极量尺中间打钩的人可能就会拥有在社会情境与自我之间寻求均衡点的中庸自我。习惯于阴阳关系思维的中国人会称他们的“自我”是“既此又彼”（如“外圆内方”“刚柔并济”），而且并不感到“自相矛盾”。中庸自我能够看到对立两极之间的转化关系，他们在感知与行动方面的差异并不是为了博取社会赞许，而是基于“诚”的修养。杨国枢（2010）等认为，中国人一方面仍保持着传统农业社会的若干心理与行为特征；另一方面也逐渐形成了西方现代工商社会中的若干心理与行为特征，合而成为一种兼具心理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双文化自我。因此，他们构想了一套华人双文化自我的个体发展的阶段理论，包括个体取向的自我发展的五阶段理论与社会取向的自我发展的五阶段理论相结合的Y型架构。黄希庭则立足于中国文化，从人格的角度率先提出了自我特征的理论与实证构想。他提出的“自立、自信、自尊、自强”等自我特征颇能反映我国的文化传统对人格特征的关照。例如，在自立研究中，他提出自立人格与西方的独立人格是有差异的，自立人格涉及人际因素，并暗含相互依赖的因素。在人格的自我问题探讨中，黄希庭等人（2012）提出，自我是一个有序的、有多层次结构的系统，多种自我可以排列为不同的层次。他们的理论构想与研究丰富了中国人人格领域的自我研究。朱滢等人（2002）则从记忆领域对自我参照效应进行了研究，发现无论是从哲学角度、心理学角度还是认知神经角度来看，他们的研究都发现文化对自我参照效应有重要的影响。具体地，中国被试参照父亲、母亲进行加工的成绩与参照自己一样好；而西方被试参照母亲等亲密他人的记忆加工的成绩却要差于参照自我。这些结果支持独立型/依赖型自我概念模型中东方文化下的自我概念包括父亲、母亲、好朋友等十分亲近的人的观点，主张中国人的自我是互倚的、联系的自我。此外，自我面孔识别也具有文化差异性（马建苓，陈旭，王婧，2012）。有趣的是，一些学者在验证西方奉为经典的自我研究时却意外地发现中国被试表达出的自我依然与重要他人或社会有关。最近的韩世辉等人（2011）的一项跨文化研究让中国被试和美国被试在高、低威胁情境下判断自我面孔和导师面孔的朝向，结果只有中国被试出现了典型的“Boss-Effect”，即对自己导师面孔的识别速度快于自我面孔，而美国被试在两种情境中都出现了自我面孔优势效应。另外一些研究也发现，在中国人的“自我”概念中，“自我”一词除了代表个体自己外，还代表与自己关系密切的父母、朋友（管延华，迟毓凯，2006；戚健俐，朱滢，2002）。

在神经科学领域内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将文化因素纳入了自我的神经机制研究中。其中，朱滢（2007）对自我结构的研究较为系统，他强调西方哲学、西方心理学、西方（被试的）神经科学这三个层面在自我概念（结构）上是一致的，都突出个体的自我自身，排除自我与他人的联系；反映在大脑活动上，内侧前额叶只表征自我不表征母亲。中国哲学、中国心理学、中国（被试的）神经科学这三个层面在自我概念（结构）上也是一致的，都突出个体自我与他人的联系；反映在大脑活动上，内侧前额叶既表征自我又表征母亲。认知神经从脑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验证了西方人的自我是独立的、非联系的自我（unconnected self）；中国人的自我是互倚的、联系的自我（connected self）。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也为文化差异影响自我面孔识别提供了证据。研究者采用ERP方法记录英国和中国被试判断自我面孔和熟悉面孔头部朝向时的脑电反应，结果表明两种文化下的被试都出现了自我面孔识别的速度优势，英国被试的速度优势效应更大，这表明对英国被试来说自我面孔更容易引起注意（Sui & Han，2009）。此外，两种文化下所产生的脑电成分显著不同：在刺激呈现280～340ms期间与知觉熟悉面孔相比，英国被试在知觉自我面孔时在额中区产生了N2负波；而中国被试对熟悉面孔才产生了较强的N2负波。他们认为N2反映了那些与自我相关的有意义的面孔的深度识别（Folstein & Van Petten，2008）。另外，韩世辉认为，现有脑成像研究提供了坚实的证据，证明不同文化中自我的经验与概念化方式存在差异。东亚文化环境对个体间联结的重视导致了自我与亲密他人在神经表征上的融合，而西方文化中独立型自我的主导地位促进了自我与他人在神经表征上的分离。黄希庭（2012）也指出，未来应研究中国人的关系自我，尤其是探索本土化的理论和研究方法。

尽管国内的学者如杨中芳、杨国枢、黄希庭、林崇德、朱滢等人已经从认知发展、人格、记忆等不同角度对中国人的本土化自我研究做出了先驱性的贡献，遗憾的是，从社会认知角度出发的中国文化背景下的自我研究才刚刚起步，还没有构建起与文化相整合的中国自我理论框架，还需要回答许多问题。其中一些核心问题包括：中国人自我的本质及其结构是什么？是强调个人取向、人际取向还是社会取向？只有通过建构与实证检验符合中国文化的自我认知理论，这些问题才有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2．人际认知的研究

就国外对人际认知的研究而言，研究者们的出发点在于自我，是以自我本位为核心来预设各种人际关系的产生与处理，并且由此来建构人际认知的研究范畴。例如，人际吸引力（对“我”有吸引力）、人际攻击性（对“我”有攻击性）等。例如，尽管信任在人际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西方的信任模式是“他值得我信任吗？”在平级交往中他们推崇的是平等、相互尊重，在上下级交往中同样注重平等、公平。这种人际交往方式可以追溯至西方文化所注重的“平序观”：人人生而平等。显然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提倡的“长幼有序”“亲疏有别”是不同的。那么，这种西方文化基调下的人际研究范式是否适合中国人呢？对此，我国学者进行了有关中国人人际关系的研究。

国内早先的人际研究多数采用了西方外显的研究范式与研究工具来研究各种人际关系状况，包括同伴关系、配偶关系、亲子关系与上下级关系等。同伴关系研究领域，国内林崇德（1999，2001）、周宗奎（2007，2009，2010）、辛自强（2003，2007）、李幼穗（2007，2009）等研究者比较关注儿童的同伴关系及其影响。配偶关系研究领域，国内社会认知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即使有也仅仅关注弱势群体（如老年人、残疾人、疾病患者）。亲子关系研究领域，陈会昌（2008）、张文新（2007，2011）等人多采用访谈、问卷方式来研究亲子关系特点及其相关问题。这些研究表明，维持上述关系的核心因素是信任。辛自强等人（2012）使用了被我国学者广泛使用的Rotter 编制的人际信任量表（Interpersonal Trust Scale）的中译本开展人际信任调查，发现我国大学生在1998—2009年期间的人际信任水平显著降低。也有研究者使用实验法对人际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但其范式也是借鉴西方的。王沛等人（2011）采用“取消惩罚”范式，引入社会价值取向变量，发现惩罚对人际信任和合作行为具有消极影响。惩罚对博弈者合作行为的影响在社会价值取向不同的博弈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到目前为止认为促进良好人际关系的另一个因素为共情，共情指的是感同身受，其中一种重要的共情为疼痛共情，是指对他人疼痛的“感同身受”，能够促使个体理解他人的痛苦并产生适当的情绪和行为反应，增进亲社会行为，从而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我国学者对人际层面的认知神经机制研究，较多地集中于对共情的关注，尤其是社会性疼痛共情的神经机制探讨，发现它与前扣带回和脑岛等区域有关。韩世辉（2007）则进一步说明前扣带回与脑岛的激活水平会受到注意和情境真实性等因素的调节。但是这方面国内学者尚处于介绍国外研究进展上，包括正常人共情与疼痛共情的神经机制（程真波，黄宇霞，2012；崔芳，南云，罗跃嘉，2008）、与精神疾病者的关系（张凤凤，等，2010）以及镜像神经元系统的研究（陈巍，丁峻，2009；胡晓晴，傅根跃，施臻彦，2009）等。当前学者们从心理咨询、社会学、人格及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来探讨共情、疼痛共情的理论、机制、影响因素以及在临床上的应用，所使用的多数还是西方的共情理论与研究范式，其前提是西方文化下的共情含义（孟景，陈有国，黄希庭，2010）。以上这些研究比较庞杂，并且可以说从理论到方法、内容甚至干预实践几乎都借鉴了西方的模式。

中国人社会认知的科学研究光有借鉴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扎扎实实地与中国文化联系在一起。比如，中国文化讲究“长幼有序”“亲疏有别”，不同的人需要不同对待，这恰恰体现了人际的阶层特色，反映的是人际间的差序观。这种差序观具体体现为：（1）与辈分比自己低的人交往时，讲究仁爱。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此处的恻隐之心，也就是同情心，是仁的发端，即西方提出的共情。韩世辉（2009，2011）关于共情行为的研究显示，文化具有调节共情的作用，观点采择与社会关系等都会影响共情效应。郭秀艳（2012）、韩世辉（2007）等人在此基础上提出要进一步研究中国人的共情机制并加以运用到实践中，解决实际问题，以便为促进中国化的共情研究指明方向。（2）与自己同辈的人相处时，讲究信任。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守信用、讲信义是中国人公认的基本美德。黄希庭等人（2012）在研究诚信的结构时指出，中国强调个人实践诚信赢得信任，却并不鼓励信任他人。这种观念对现代人仍然深有影响。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会对熟悉的人产生信任，而对陌生人保持高度警惕。（3）与辈分比自己高的人相处时，讲究忠孝。黄希庭（2009）等人对中国人的孝道进行了研究，他们在对儒家经典文献和开放式调查问卷进行内容分析的基础上，探索得出当代中国人的孝道认知结构包括养亲尊亲、护亲荣亲、丧葬祭念和顺亲延亲四个因素。其中，养亲尊亲居于核心地位。儒家学者一直主张：“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尊重在孝道中具有稳定的核心作用，中国人很习惯于表达对长辈的尊重。护亲荣亲体现了孝道的核心理想，即孩子对父母义务的实现，它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方面是指“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损，孝之至也”（《孝经·开宗明义章》），即爱护自己，也是对父母的爱护；另一方面是指满足父母期望，为社会做出贡献，为父母和家族带来荣誉，成了现代人表现“孝心”的重要方面。丧葬祭念则反映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尊老、敬鬼，而不是尊神，这样就使得中国人紧密地团结在祖先身边，而不是“上帝”身边。从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观点来看，顺亲延亲体现了中国孝道制度和父权制度强调子女顺从的“责任”。传统社会中“孝”和“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过，随着传统权威结构的解体，平权社会的崛起，老人的专制权力受到了制约。但作为家庭和谐的需要，照顾父母的情感和意愿，做出必要的让步，仍然是子女应该考虑的。

维系所有这些关系的核心因素在于诚信。黄希庭（2012）等人从人格角度入手对诚信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诚信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涉及人与我、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等方面的关系，也彰显了中国人的社会参与和文化实践特色。其研究根据已有对中国人诚信的研究现状，运用扎根理论的方法构建了处于古今中外交汇点的当代中国人的诚信理论，即中国人的诚信由诚实、信用、信任与责任心四因素组成，并探讨了四种成分之间的关联，由此强调长期以来，中国坚持的是一种道德诚信，区别于西方所奉行的制度诚信。尤其是儒家的诚信观更强调内省，即强调自己的守信，强调修身养性以达到“内圣”。吴继霞（2009）在对就业诚信结构的探讨中提出，“赢得信任”和“信任他人”并不是同等受重视，因此，中国人对熟悉的人有诚信，对陌生人不信任。不过这样也会导致对熟悉人过分信任，常常出现过度放纵的现象；对陌生人保持高度的警惕，要获取信任就得付出极高的成本。

综合以上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对中国人人际关系的研究还处于追随西方的阶段。但是黄希庭、朱滢等学者的研究为我们心理学本土化研究指明了方向。遗憾的是黄希庭的研究是从人格角度进行的，而朱滢的研究只是记忆研究的一个附属成果。真正从社会认知角度切入的中国化人际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研究空间极其广阔。再次，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人际关系中蕴含的身份识别问题，是将对方识别为下位关系、平位关系还是上位关系？这三者又与什么样的人际模式联系在一起？显然，此类研究的意义十分重大，不仅具有开拓性的理论意义；而且有利于促进人与他人的关系、人与社会、民族、国家以及世界的关系，实现心理和谐、社会和谐；更有助于政府了解民众的心理，做出明智的决策，制定适宜的政策，安定民心，从而实现国家与社会的稳定持续发展。

3．群际认知的研究

西方有关群际认知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移民运动以及种族之间的敌视。20世纪60年代马丁·路德·金被刺事件引起了社会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群体偏见及刻板印象问题随即出现。人们开始反思群体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种族之间的关系，如黑人与白人、亚裔及印第安人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同时一批批新的移民不断涌入西方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扰乱了原有的社会程序。如何实现民族之间的认同，减少并消除种族冲突，以及如何促使新移民融入社会，这些关系到西方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成了政府、学者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关注的焦点。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加上西方国家崇尚的“人人平等”的文化价值观的推波助澜，社会心理学领域兴起了群体心理学研究热潮，集中体现为对刻板印象、偏见与歧视、污名化、群体认同以及群体冲突的研究。但是无论上述哪个研究领域，无论其理论与研究范式将发展为多么完善，究其根本，其文化根基仍然体现西方的核心价值观，即“自我本位”，研究所指向的应用目标乃是西方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显然，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所宣扬的价值观及其社会生存环境截然不同，与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剧烈文化变迁及社会转型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也相差甚远。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文化基调下的群际认知研究范式以及研究范畴是否适合中国人呢？对此，一些中国学者开始探寻有关中国人群际认知的基本范畴。

国内早先的群际认知研究、甚至当下大多数群际认知研究都沿用了西方以心理测量为主的外显研究范式及其研究工具，研究对象主要涉及不同性别、年龄、地域等群体，而且主要集中于刻板印象与污名效应。20世纪80年代，张智勇（1989）是将刻板印象最早引入国内的学者之一。其后，以杨治良所领导的研究团队为核心，引介并改良了内隐社会认知的研究范式。杨治良、王沛等人较早地对刻板印象进行了外显行为层面的研究，例如，他们采用回忆—练习范式和再认范式探讨了刻板印象表征中的信息组织模式及其功能，发现刻板印象的内容都是按照效价一致的原则组织的（孙连荣，王沛，2008；王沛，孙连荣，2005；王沛，杨亚平，2007）。杨治良与连淑芳，人发现刻板印象除了控制加工方式之外还存在着自动化加工方式，为此，他们进行了对刻板印象的内隐效应研究（连淑芳，2004，2006；连淑芳和杨治良，2007；刘素珍，杨治良，龚佃祥，赵华，1998）。梁宁建（2005）与王沛（2007）等人也采用国外的内隐研究范式如IAT与刻板解释偏差测量等检验了刻板印象的内隐效应。例如，王沛（2007）使用图片为实验材料及不同步骤的IAT程序测量广告中性别刻板印象的内隐效应及其操作强度，发现广告中的性别刻板印象具有很强的内隐效应。对性别刻板印象与职业刻板印象的发生机制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同时在大学时被试数据的基础上初步解释了中国人群际攻击性与群际冲突的基本特征。俞国良（2007）、佐斌和王沛（2008，2010，2011）等人尝试探索艾滋病病人、乙肝携带者、城市农民工及吸毒人员等群体的污名化问题。在大量行为研究的基础上，王沛（2011）和马庆国等人进一步对性别刻板印象和污名化（农民工）的神经机制进行了探讨，运用ERP发现了标志着冲突情境中刻板印象的激活效应的特异性成分。但是，由于研究设计和被试样本的限制，此类研究未能触及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内核，其理论诉求依然是验证国外提出的理论模型或相关结果。

众所周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差序社会，其群际关系根本特征就是表现在上下有别的阶层关系上，因而中国人的群际认知自然会对阶层关系有很深的体认。换句话说，中国人的群际认知必然包含社会阶层认知。我国目前正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期，社会阶层分化的趋势不断增强。中国社会阶层的不断变迁已经成为整个社会转型最核心的问题之一（马广海，2011），这就使得以往蛰伏于文化传承中的阶层认知又体现出新的特点。遗憾的是，对当代中国人阶层认知的多学科交叉研究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目前仅在社会学领域内散见有一些理论研究与社会调查。这些社会学家们普遍以“阶层意识”来标签化“阶层认知”。国内学者大多承袭了马克思与韦伯关于阶级意识的观念来描述阶层意识，指的是一种由生产关系规定的对某个群体成员资格的知觉，一种对于这种共同身份产生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的感觉，以及一种为谋求阶级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的倾向（张伟，2005）。在此基础之上，刘欣（2001）对阶层意识下了一个操作性定义：居于一定社会阶层地位的个体对社会不平等状况及其自身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观意识、评价和感受。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社会学者所说的阶层意识就是阶层认知，是指个体对于自己和他人所处社会地位的觉察、感受和评价，以及由社会地位差异所引发的心理态势。阶层认知的基础不仅是物质经济利益的差别，还可以建立在经济、权力、文化等各种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基础之上。

到目前为止，有关阶层认知的研究结果很不一致，并且差异较大，尤其是对“中层意识”的认同（仇立平，顾辉，2007）。李春玲（2004）认为，在我国的十大社会阶层（陆学艺，2002）中，人们对社会阶层的身份认同是不同的。一般而言，处于社会顶层的阶层和处于社会底层的阶层内部身份认同率较高。另一项研究表明，我国大城市居民对于中产阶级的自我认同度很高。当代中国城市居民的社会心态比较稳定，自我感觉为“中层意识”的占了社会的大多数（周晓红，2005）。但是李路路等人（2005）的研究则认为处于社会阶层地位较高和较低的，他们的客观位置和自我认同存在着较高的对应性，客观位置处在中间状态的，阶层地位自我认同就比较分散或者比较模糊。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02年10～11月在全国31个省份的15000名城市居民的随机抽样问卷调查的结果表明，自认为处于社会中层的比率最高（46.9％），以下依次为：社会“中低层”（26.5％）、社会“底层”（14.6％）、社会“中高层”（10.4％）和“高层”（1.6％）。

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贫富差距的拉大，阶层认知得到了迅速强化，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了阶级差别与社会不平等的存在，阶层冲突逐渐凸显。李培林等人发现，阶层认同决定了人们的社会冲突取向：中国当前一种新的社会矛盾类型——社会价值观念性矛盾是导致冲突行为产生的直接根源。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民族之间的冲突暨族际冲突也不可忽视。对于族际冲突的本质问题，刘力等人（2011）发现，民族冲突的形成并不是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基于个体层面、群体层面和社会情境层面的多水平变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这就意味着族际冲突问题的研究需要在学科交叉和方法交叉的层面上探索敏感度高、可操作性强的预警系统。

纵观国内已有的群际认知研究，其最大的特点是绝大多数研究都沿用了西方的模式，并没有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群际认知的特点。另外，针对国内剧烈的社会转型所带来的阶层分化，引起了社会学家们的高度关注，却没有引起心理学家们的重视。

对此，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这些理论背后所隐含的是西方社会的价值体系（刘欣，2001）。因此，我们必须根据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来建立中国化的社会认知群际理论框架。

4．社会决策

社会决策是社会认知领域的重大课题。它指的是对社会事件的判断取舍，是人的社会认知的终极结果。西方文化强调公平、公正，依赖社会不偏不倚的原则、标准和规范来解决社会问题；个体之间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人与人之间彼此是平等互惠的。基于这种“自我本位”取向的文化观，西方人在作决策的时候往往以自我为出发点。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决策研究范式是封闭型的，即决策者只有主体本人，不受其他人影响。他们关注的是在利益得失之间思考“如何对我最有利？”显然这与中国依存性文化有很大的差异。那么，国内学者在决策方面的研究进展如何呢？

目前国内决策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风险决策。李纾等人对风险决策的理论模型、研究范式、风险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丰富了中国人风险决策的研究。他们通过对中国人的风险决策研究检验，发现与西方的理论并不一致，建议构建新的理论模型（李跃然，李纾，2009；汪祚军，李纾，2012）。例如，他们基于信息加工过程视角，采用眼动技术检验风险决策整合模型和占优启发式模型，发现实验所得到的结果无法用西方的累积预期理论为代表的整合模型或占优启发式模型来解释。为此，他们建议从决策过程的视角来检验已有决策模型，并建议构建新的启发式决策过程模型（汪祚军，李纾，2012）。同样，他们基于齐当别视角，对决策的整合模型与占优启发式模型检验结果之后建议采用多角度、多指标的方式来探讨人们的决策过程，进一步检验、修改、完善以及建立新的启发式模型或决策过程模型，以便更好地理解人们是如何进行风险决策的。另外他们在介绍西方的决策者—建议者系统模型时提出需要开展跨文化研究（李跃然，李纾，2009）。李红等人将成人的风险决策研究拓展到了儿童群体，从认知发展角度研究了不同年龄儿童决策的特点、趋势以及影响因素。例如，他们考察了儿童完全信息最后通牒博弈决策的发展特点（陈璟，孙昕怡，李红，2012）；观点采择因素对3～4岁儿童延迟满足决策的影响的研究发现，随着观点采择能力的发展，儿童逐渐能够确立正确的延迟动机，为他人做出有效的决策（蒋钦等，2012）等。这些研究促进了风险决策的发展理论研究。刘永芳（2010）研究了职业决策，利用信息板技术研究了成就动机对职业生涯决策过程中风险偏好的影响，发现成就动机和任务框架的交互作用对职业决策风险偏好有显著影响；框架效应对决策的影响，发现时间框架、情绪与框架效应对风险决策偏好具有一定的影响（刘永芳，毕玉芳，王怀勇，2010；刘永芳，陈霞，2009；王鹏，刘永芳，2009）；以及决策的其他影响因素，如情绪智力与时间限制等（刘永芳等，2010；刘永芳，陈霞，2008；王大伟，刘永芳，2008，2009；王鹏，刘永芳，2009）。

国内学者在行为研究的基础上，使用了认知神经科学范式对决策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李红等人（2010）考察了决策后的反事实思维过程，发现FRN和P300是对反事实思维敏感的ERP成分，且前扣带回（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ACC）可能是调节反事实思维的重要神经结构。李健等人（2011）对道德两难冲突情境下的神经机制研究表明，随着道德判断的进行，差异性的电活动从双侧颞枕区向前额中区延续，高道德违背情境会更强地抑制额区和额中央区等的电活动。

从以上研究来看，国内的决策研究还是主要集中在风险决策方面。实际上在决策领域，风险决策只是社会决策的一种极端表现。从研究范式来看，国内决策研究主要还是承袭了国外的研究范式（如奖惩、博弈、赌博等）。这些范式体现了西方的利益驱动模式（即，在保护自身既得利益的基础上如何趋利避害），其核心是自我保护与自我扩张，追求如何最大化实现资源的自我拥有，并且大多数研究与金钱相联系。不可否认，李纾等人的研究发展了决策领域的研究，更填补国内决策领域的空白，对中国社会认知研究的发展具有开拓性作用。但遗憾的是这些研究的前提是西方的“自我本位”文化基础，所用的是封闭式的决策模式，即决策者只有主体个人。但是已有部分学者，如刘永芳等人（2010，2012）考虑到了决策者为他人作决策的模式，即“假如我是他，会如何做决策”？为中国化决策研究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但这也仅仅处于“自我”决策到“自我—他人”决策的过渡阶段，并没有真正体现中国文化中的“他人本位”。并且这种模式仅仅具有理论价值，在中国社会中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种情况。

综上，一方面，对中国人社会决策的心理实质而言，需要思考自我、人际、群际互动对决策的影响，面对名利抉择的时候中国人更看重名还是利，当代中国人以名誉、责任为重的社会模式到底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其心理机制如何，如何培养高尚的荣誉感与责任心？另一方面，从决策内容上来考虑，当前中国大量的社会决策都属于非冲突或非风险情况下的社会决策，如经济决策、医疗和教育等日常生活决策等，这些都是中国心理学家们需要考虑的重大社会决策问题。而这方面的研究明显不足。因此，对中国人的社会决策进行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第三节　中国人社会认知理论体系建构


 一、中国人社会认知研究存在的问题

从当前有关中国人社会认知研究现状来看，尚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从学科本身的理论基础来看，国内学者的社会认知理论基本上遵循的是西方的理论观点。这等同于默认了隐含其理论背后的西方文化预设——“本位”取向作为研究中国人社会认知的理论前提，显然无法解释具有五千年文化传承的中国人的“他位”取向的社会认知现象，更谈不上揭示中国人所特有的社会认知特征了。

其次，从研究范式来看，随着社会认知的蓬勃发展，研究范式不断更新以适应并推动学科的快速发展。从研究外显社会认知加工的直接测量到研究内隐社会认知加工的间接测量方法的涌现，乃至脑成像技术的发展，使研究从社会层面、个体行为层面以及神经生理层面不断深化。尽管这些研究范式服务于学科的理论发展，适合西方理论框架下的研究需要，但是由于中国缺乏相应的社会认知理论，因而缺乏适合研究中国人社会认知的研究范式。例如，对风险决策的研究采用的是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封闭式研究范式，但却勉为其难地应用于研究中国人的风险决策机制，缺乏适合中国人开放式的他位社会决策的研究范式。

再次，从研究范畴来看，许多学科的研究者已经从他们各自的角度开始了中国化的研究。但国内社会认知领域的学者们才逐渐开始关注这些重要的课题。例如，黄希庭从人格角度研究了中国人的自我；朱滢从记忆角度探讨了中国人的自我参照效应；李培林等从社会学角度关注了中国人的阶层意识等。这些对于研究中国人社会认知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课题，不仅具有独特的中国文化传承，并且具有深刻的中国社会变迁的烙印，亟须我国的社会认知心理学家们将它们纳入中国化的社会认知研究范畴中。

最后，从学科发展来看，正在走向不同学科间的整合。研究者们不仅从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关注中国人社会认知领域中人际与群际范畴的社会心理与行为水平机制，而且也开始关注该领域中个体的心理与行为水平的认知机制，甚至开始关注更深层次的神经水平上的脑机制乃至基因与分子水平的生理机制。这就促使中国人社会认知领域的研究迫切需要展开跨学科的合作与整合。

以上存在的问题，结合中国人社会认知领域的研究历程，正是文中前面所述的两种意识发展的体现，即中国学者在全球意识“一边倒”的基础上逐步萌发了“寻根意识”。随着“寻根意识”的加强，引发了两种意识间的冲突与抉择问题。这两种意识之间的冲突能否调和，以及如何调和？我们认为解决该问题的核心在于构建一个高屋建瓴式的蕴含文化因素的中国人社会认知研究的理论框架。换句话说，中国人的社会认知研究首要考虑的应该是如何构建符合中国文化与中国国情、同时又合乎社会认知研究走向的中国化的社会认知理论框架。为此，我们尝试结合中国文化的“他位取向”构建适合研究中国人的社会认知的理论框架（见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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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中国人社会认知特征研究的理论框架




 二、中国人社会认知理论建构

1．自我认知的衍变

中国以往对自我的研究大多数关注的是个人取向下具有独立性的“自我”，其逻辑内核仍然是西方文化下的自我定位。这就决定了有些中国人的研究结果必然与西方不完全一致。为此，国内学者开始探索中国人的自我认知，他们从各自的领域对中国化的自我开展了先驱性的研究。最近有研究初步验证了中国文化下的自我是个人自我、关系自我与集体自我的合集，并且从外显和内隐两个不同的角度对这三种取向的自我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李昌俊，2010）。

那么，中国人的自我是否是这三者的合集呢？我们认为自古以来，中国是一个崇尚集体主义精神的社会，强调克己利人、修身养性。《论语·雍也》中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崇高的人生理想。从仁的本旨派生出两层含义，一是注重个人的内心修养；二是协调人际关系。这里的“立”与“达”的目标是自己求立，并使人立；自己求达，并使人达。将自己与他人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人成己才是我们的追求。而宋朝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有一句话备受国人推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把天下、国家、民族的利益摆在首位，将个人的名誉与天下、祖国的前途和命运紧紧相连。当代心理学家黄希庭也在反思自我评价的研究中指出：我国传统文化看重社会和谐，人际共存，个人决不能离开他人而生活；强调人际共享和人际情感，个人承担社会角色义务（岳彩镇，黄希庭，岳童，2012；岳彩镇，黄希庭，2012）。而西方文化则看重社会交换，以个人幸福为中心，通过人际竞争实现自我目标。因此，要研究中国人的自我不能仅从自我本身出发，更要关注与自我关系密切的重要他人、家庭乃至民族、国家。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人对“自我”的理解实质上隐含着“差序格局”的存在。正如Markus和Kitayama（1991）指出，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影响下，人们往往有着非常不同的自我结构，由此涉及自我的所有加工过程都将采取不同的形式（Markus & Kitayama，2003）；一旦自我的信息加工不同，其相应的神经机制亦将采取不同的形式（Zhu & Han，2008；Zhu，Zhang，Fan，& Han，2007）。

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特有的社会关系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自我观，即中国人的自我具有依存性，体现在个体我、关系我与群体我三个成分一体化的“家国观”中。其中，“我”认知即个体自我认知，“家”认知是指以重要他人为轴心的关系自我，“国”认知则表现为以族群和国家认同为核心的群体自我，三者以与我关系远近的差序格局排列，体现了“差序”的观念，而无论个体我还是关系我都蕴含于群体我之中。

2．人际认知的衍变

不同的文化模式对于人际互动的基础——人际信任的表现形式及其水平有着重大的影响。从文化取向来看，西方文化及其价值观强调以维护自我（个人）利益为核心，在一般性的人际互动中推崇的是平等、相互尊重，在上下级人际互动中同样注重平等、公平。长此以往，西方社会便形成了“自我本位”的人际互动取向，其人际信任建立在公平和互利的基础上，进而促成了相应的人际互动模式。与之相反，中国一直是一个崇尚集体主义精神的等级社会，强调克己利人，追求在社会归属的前提下进行社会交往、建立各种人际关系。其人际信任的获得方式往往体现为“长幼有序”“上下有别”式的“各就其位”，即通过建构各种各样的阶层关系来谋求人际信任的维持。这样一来，中国人的人际互动模式必然表现出与西方人迥异的“他位主义”取向——首先需要考虑人与人之间的阶层关系，然后启动与之相对应的人际信任类型。也就是说，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中具有浓厚的阶层归属特色，反映的是人际间纵向的阶层关系。这与西方文化的主张截然相反，如此势必会造成中国人的人际互动过程有别于西方。

因此，我们认为对中国人的人际认知的建构始于对“他人”的社会身份识别，同样体现了“差序”观。中国人往往根据他人身份与自我的阶层差序，启用相应的信任类型。与下位他人的交往遵循仁爱模式；与平位他人的交往遵循信任模式；与上位他人的交往遵循忠孝模式，其中与亲缘关系的上位他人相处遵循孝顺模式，与业缘关系的上位他人相处遵循忠诚模式。如果信任关系处理适宜则产生合作行为，处理不当则可能出现竞争与冲突行为。

3．群际认知的衍变

以往有关群际认知的主题，包括刻板印象、污名效应与社会阶层认知，由于研究设计和被试样本的限制，此类研究相当一部分都未能触及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内核，其理论诉求依然是验证国外提出的理论模型或相关结果，围绕着西方以平等为最终目标的“自我本位”群际观而展开。

显然，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所宣扬的价值观以及社会生存环境截然不同，与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剧烈文化变迁及社会转型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也相差甚远。众所周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差序社会，其群际关系根本特征表现在上下有别的阶层关系上，因而，中国人的群际认知自然会对阶层关系有很深的体认。换句话说，中国人的群际认知必然包含社会阶层认知。尤其对目前来说，我国正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期，社会阶层分化的趋势不断增强。在此背景下，中国社会阶层的不断变迁已经成为整个社会转型最核心的问题之一，这就使得以往蛰伏于文化传承中的阶层认知又体现出新的特点（马广海，2011）。诸如，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贫富差距的拉大，阶层认知得到了迅速强化，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了阶级差别与社会不平等的存在，阶层冲突逐渐凸显。而接二连三的族际冲突问题更需要社会认知心理学家们在学科交叉和方法交叉的层面上探索敏感度高、可操作性强的预警系统。

据此，中国主要的群际认知问题体现为阶层认知问题。参照有关群际认知的国内外研究，我们将阶层认知操作化为三个相互关联的概念：阶层觉知、阶层认同、阶层冲突。阶层认知可能包括三个操作化的认知成分：（1）阶层觉知。首先要先了解中国人有没有意识到社会阶层（上位阶层、平位阶层与下位阶层）的存在，以及这种主观意识是否与客观实际相符。进一步体现为对他阶层的刻板印象与元刻板印象。（2）阶层认同。即对自己所属阶层或他阶层群体的评价。具体表现为：①是否对自己所属阶层具有归属感和悦纳感；②是否出现刻板印象与元刻板印象效价上的极端两极性指向以及内容上的严重分离；③是否出现不可抑制的刻板印象威胁效应；④是否出现不可抑制的社会认同威胁效应。（3）阶层冲突。如果对自己所属阶层评价积极，则对自己所属阶层具有归属感，则表现为阶层和谐；如果对自己所属阶层、特别是对他人阶层产生消极的刻板印象，同时其相应的元刻板印象与刻板印象的性质相反、内容严重分离并超出某一程度，表明阶层认同失败，最终可能导致阶层冲突（以及作为阶层冲突的一个特例——族际冲突）。阶层冲突（包括族际冲突）的心理机制是什么，以及如何构建阶层冲突（包括族际冲突）心理预警系统，及时预防冲突的发生。为此，我们要紧密联系传统文化与社会形势，将社会学、管理学、认知神经科学、神经生物学等学科与社会认知心理学结合起来，深入研究群际认知的特征与机制，构建微观（如，社会心理与舆情分析）层面的群际冲突预警系统。

以上对自我认知、人际认知以及群际认知的剖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化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差序”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我们的社会自古以来都是一个等级鲜明的有序社会。我国社会学家费孝通也将中国社会总结为“差序格局”，并且将中国社会区分为“熟人社会”与外围的世界（即中国人惯常所指的“社会”）（费孝通，1948）。在“熟人社会”里，血缘与地缘合一，自我与宗法群体合一；而在外围世界中，规范人们行为举止的则是各种阶层关系。前者构成了“家国观”的社会文化基础，后者则衍生出了浓厚的“阶层认知”。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有着数千年文明的古老国度，中国长期受到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熏陶。尽管在传统文化中既有公正关怀的社会认知取向，但都是按照一种“差序格局”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行为。儒家所讲的“仁爱”“道义”等体现社会公正的认知标准也都是有社会等差的，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就是这种等差的经典体现。即便是在当今社会中，“差序格局”所执掌的“阶层认知”往往以集体偏见的形式表现在日常生活、教育、管理决策等诸多重要的社会实践领域。在教育、管理和资源分配中“亲疏有序”“内外有别”，高考录取中的地区差异，行业之间利益地方保护，管理决策以及在司法执行中都或多或少会受到“阶层认知”的影响。尤其是当前我国的社会阶层问题将牵涉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因此，无论从文化传承上还是从当前社会形势上来看，群际认知都是中国人社会认知的核心因素，集中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差序”观与“他位”观，并贯穿于社会认知始终。

4．社会决策的衍变

对社会决策的研究，尽管李纾、李红与刘永芳等人做了开拓性研究，但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大部分仍然沿袭了西方“自我本位”的文化预设。

事实上，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崇尚的是“他人本位”，例如，中国家庭从小就以“孔融让梨”的故事为例教育孩子要学会谦让，首先想到的是他人（包括平位阶层的兄弟姐妹、上位的长辈以及下位的子女等），然后才是自己。这才是中国人进行社会决策时的典型模式，即人际互动型的开放式社会决策。也就是说，决策者受他人影响。因此，我们对中国人社会决策的研究必须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现实社会的基础之上，才能构建属于中国人特有的社会决策理论框架。

我们认为，当中国人面临决策时，同样体现了“差序”观。一方面首先对他人进行身份识别，在此基础上启动了对他人所属群体的期望。与此同时，主体也激活了自我认知，在自我与他人之间产生一定的心理距离，即因自我与他人社会归属的差异造成的心理落差，对此我们称为“社会距离”。这种社会距离决定着人际互动和社会决策的模式。另一方面，主体完成对群体、人际与自我之间的评估之际，还需考虑外周的名利因素。通过对名利得失的权衡，最终做出决策。同样，名利对于东西方人来说意义迥然。在西方人看来，人人平等，谁都有权利追求利益得失的最大化。但是中国却不同。在我们的传统文化观中，人们面对得失，所做的决策往往表现为舍利取义；其抉择的标准则是责任与荣誉高于一切。中国人的社会决策的目的不是简单地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而是为了提升个人的社会地位甚至是所属群体（如家庭、家族、乡里等）的社会地位。例如从大事上来说，当世界上一些国家与地区发生自然灾害的时候，我国人民毅然伸出了援手纷纷从物质上、精神上支援灾区群众，这体现的正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再如，从生活小事上来说，杭州最美丽的妈妈看到小女孩坠楼的那一刹那毅然伸出了双手把孩子牢牢抱在怀中，孩子得救了，自己却受了重伤。因此，这两方面综合体现在中国人的人际互动式决策中，即自我、人际与群际间的关系产生了“自我—他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在此基础上考虑相应的名利得失，最终做出决策。

总体来说，中国人社会认知研究范畴与西方社会认知研究范畴相似，即包括自我认知、人际认知、群际认知与社会决策四个方面。但是，西方社会认知的研究是在“本位认知”的视角下展开的，而我们中国社会认知则应从“他位认知”视角切入。即，中国人社会认知总的特点是“他位”认知，关注人的社会类属。自我认知、人际认知、群际认知这三类社会认知往往交织在一起，并且以群际认知作为主线，贯穿于社会认知的其他层面，并最终影响社会决策与社会行为。

综上，未来研究者们应该从杜威所主张的“科学与实践相联系、社会与认知相结合”的理念出发，通过历史与趋势、文化传承与文化变迁、理论与实践的整合，不断通过实证研究建构体现中国文化精髓、符合社会认知研究学理、直面当下中国社会心理问题的中国人社会认知理论体系，进而有力地解释和预测当代中国人社会交往与社会行为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向。这项工作不仅可以为推动国内社会认知研究的理论探索，以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认知方法论体系做出重要贡献，同时也可以为解决某些重大社会问题、促进教育与公共管理的科学发展以及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策略。



专栏　棘手冲突的动力学系统及其潜在的化解

对于消解最为复杂的社会过程中非常棘手的社会冲突（诸如，局部性战争、种族冲突、恐怖主义等）而言，人们发现可以通过捕捉对抗性社会关系的实质，用极简主义的解释来理解，进而提供对于特殊情况下棘手性演化的洞察，得到对于未来研究和冲突化解的合理途径的启示。这一分析的起点是多伊奇的社会关系天然法则（1973）——综合几十年的探讨促进合作与竞争相关条件的多样化研究的一种简捷的经验概括。目前一些研究者的目标是通过计算机模拟的检验来捕获天然法则的精髓。这样做的好处在于我们不仅可以验证天然法则，还可以显示未能预料到的紧急后果。

在最近的工作中，研究者们集中探讨了冲突的持久性和棘手性，试图从动力学系统这一更为普适的角度做出解释。就其本质而言，这是一种常见的趋势增长现象，禁锢在一种状态下很难逃脱，受到干扰就会退回原地。这些状态（或模式）被称为吸子，因为它们吸附了系统的动力。动力学系统理论和相对复杂性理论已经开发了一套工具可以调查这些陷阱可能发生的场景（Nowak & Vallacher，1998；Nowak & Lewenstein，1994；Vallacher & Nowak，1994，2007）。在动力系统理论描述的宏观层面上，棘手冲突被概念化为社会制度中的一个强大的吸子（或平衡态）（Nowak，Vallacher，Bui-Wrzosinska & Coleman，2006；Coleman，Bui-Wrzosinska，Vallacher & Nowak，2006，Coleman，Vallacher，Nowak，& Bui-Wrzosinska，2007）。依托天然法则，研究者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建构了计算机建模的基本数学关系：（1）人与人相互依存的类型和每个人的倾向会使其合作/竞争的概率和强度发生变化。（2）行为是相互的：合作行为引出他人的合作行为，竞争行为引起他人的竞争行为。（3）个人的行为导致倾向于与行为更加一致的变化。（4）倾向促进与其兼容的行为。

基于代理模型及其计算机模拟实现越来越受社会科学和社会心理学的欢迎（Gilbert & Troisch，2000）。在一个典型的基于代理的方法中，模拟由代理的指定特点、代理之间的相互作用规则以及诱导相互作用的代理属性的变化来构建。计算机模拟用来调查团体水平的属性如何从代理之间的相互作用中显露出来。宏观层面现象从经纪之间的相互作用规则中显露出来。

基于天然法则描述的几个相关和相互依赖的变量集的增长或衰退（通过反馈回路）的观测模型，采用一个增长的通用形式体系——字母表模型（Nowak & Solomon，2006），研究者们调查了当应用于社会群体互动时天然法则假定的紧急后果。这是对所罗门及其合作者的AB模型的精细化（Shnerb，Louzoun，Bettelheim，& Solomon，2000）。用更为通俗的术语来说，这种形式体系属于扩散反应类模型（the diffusion-reaction class of models），用来模拟发生在化学和生物系统中不同过程的类型（Fife，1979）。总的来说，这类模型假设元素的特定组合生成特定的其他元素。这些元素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散。



第二章　社会认知心理学研究方法衍变

第一节　外显社会认知研究方法

第二节　内隐社会认知研究方法

第三节　社会认知神经科学方法


想试着回答一下吗……


	
研究方法与理论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社会认知研究方法是如何衍变的？


	
人们能意识到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事件的态度和判断吗？如何测量？


	
真的有无意识心理吗？用哪些方法可以证明人类对社会信息的无意识加工的存在呢？


	
“心理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这句话能够被验证吗？当我们面对社会信息的时候，大脑的反应过程会是什么样的？针对不同的社会信息大脑有专门负责的部位吗？有哪些技术与方法可以用来探讨这些问题？











 第一节　外显社会认知研究方法

任何研究方法的衍变都离不开理论问题的诉求，社会认知领域也不例外。自从认知心理学加工任务被引入社会心理学领域以来，社会心理学家开始从意识代码角度关注社会行为模式中对“社会信息”的加工过程。以自我、态度及受态度影响的行为模式的加工机制为内容的社会认知研究随之兴起，并出现了一批测量外显态度与有意识加工的社会认知研究方法。到了20世纪90年代Greenwald（1995）提出了“内隐社会认知”的概念，社会认知的研究开始从信息的意识性加工转向对其内隐层面的探讨。为了解决无意识、内隐加工问题，研究者不断提出并修正了内隐社会认知的间接测量法。但不论是在外显还是内隐加工过程的研究中，“大脑”这个黑箱始终是研究者感兴趣的焦点。随着脑损伤病人的临床诊断与研究的展开，医学家、神经科学家、生理学家等一大批科学家们采用CT、MRI与MEG等高新的诊断与治疗技术研究发现患者的脑损伤不仅影响了生理健康，同时也改变了他们的心理功能，新的课题的出现促使了跨学科的认知神经科学的产生。这使心理学家们兴奋不已，一系列神经科学技术的出现使我们看到了“大脑”黑箱能够揭秘的希望。通过借鉴与改良，社会认知领域涌现了一批研究正常人社会认知神经机制的研究技术与范式。从以上社会认知学科领域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在理论诉求的引领下，研究技术与方法不断革新；而新的研究技术与方法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社会认知领域向更深入、更全面的整合方向发展。研究方法最终是为问题解决服务的。本章试图从外显社会认知研究方法、内隐社会认知研究方法与社会认知神经科学方法三方面较全面地揭示社会认知领域在方法学上的衍变过程，以方便各位读者了解在本书后面的各个社会认知主题中，研究方法是如何帮助研究者解决各种理论与现实问题、推动研究的深入展开的。

首先，我们来看外显社会认知的研究方法。早在30年代，Allport（1935）就指出：态度是社会心理学“最独特和不可或缺的概念”。Thuratone（1931）创设了一些复杂的态度测量的量化方法。而Katz和Braly（1933，1935）则介绍了一些至今依然有用的测量刻板印象的方法。自30年代开始，绝大多数社会心理学家都是从意识的角度出发对社会认知进行研究的，对这类社会认知问题的探讨我们视为外显社会认知的测量，即所测的被试心理活动有明确的意识参与，并且对该测量程序的目的具有正确无误的自觉。下面我们将介绍几种常用的外显社会认知的直接测量法（王沛，2002）。


 一、量表法

1．自陈量表法

自陈量表法是心理测验中最常用的方法，又称为自陈问卷法。这种方法要求受测者根据自己的感受与看法，回答一系列有关心理状态的问题，根据这些回答判断其行为特征或态度倾向等。实施的程序是给受测者提供特定的指导语，让受测者对量表中的陈述句或问题逐个回答，做出同意或不同意的反应。整个过程中受测者对自己的心理过程或行为特征始终保持清醒的意识监控。

例如，杨金花与王沛等人（2010）在文献分析和访谈的基础上编制了大学生艾滋病污名问卷。该问卷由道德评判、接近恐惧与法律和社会福利三个维度构成，试图测量中国人对艾滋病污名的外显态度。施测的时候要求受测者对每个项目进行5点打分：1－非常不同意，2－比较不同意，3－不确定，4－比较同意，5－非常同意。分数越高，污名越强。结果发现，使用中国人自己编制的问卷时，不同性别、专业和年级的大学生对艾滋病污名的外显态度差异不显著。

自陈量表法的优点是实施简便，可以团体进行；适合大众性的自我测评。缺点是受测者的回答有不实之嫌，原因可能是：为迎合社会期望而没有据实回答；自我认知有误而无法据实回答。

2．多点量表法

多点量表法是指评定者根据对受测者社会行为的观察对受测者的社会特征在一定的多点量表上进行评判和解释的测量方法。当评定者自身为被测者时，这种方法与自陈量表法基本相同。评定者往往以社会规范或道德标准为依据，因此，整个评定过程处于意识的监控之下。

在社会测量中最常见的一种多点量表是语义分析量表。运用语义分析量表展开语义分析是美国心理学家奥斯古德等人发展的一种态度测量技术。它针对某个词或概念设计出一系列双向形容词量表，请被测者根据对词或概念的感受、理解，在量表上选定相应的位置，来研究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和态度的一种方法，可以用来探究人们对不同事物或概念认识的异同。例如，为了探讨自立、自主与独立的特征，研究者选用22对人格形容词制成的7级评定的语义分析量表对171名被试进行了调查：在5对人格形容词上自立与自主的评分有显著差异，在11对人格形容词上自立与独立的评分有显著差异。最后提出：自立是与自主、独立不同的人格构念，这种差异可能主要源于我国的传统文化；与独立人格、自主人格相比，自立人格才是符合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所需的健全人格的重要因素（夏凌翔，黄希庭，2007）。目前，语义差异量表被广泛用于文化的比较研究、个人及群体间差异的比较研究以及人们对周围环境或事物的态度、看法的研究等。

多点量表的优点是易于使用，灵敏度高，容易记分。缺点是当题目较多时，评定者倾向于选固定位点，如常选中间点，造成量表的效度和信度降低。


 二、社会测量法

社会测量法（sociometry）主要用于对群体特征的研究。它最早是由社会心理学家莫雷诺（J. L. Moreno）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是一种研究群体内（特别是小群体）成员之间人际关系和人际相互作用模式的方法，即研究群体的演变、组织以及个体在群体中的位置、群体内部隐藏的结构等。社会测量法的基本原理是，通过群体成员的相互选择情况，可以了解每个成员在群体中的地位和关系以及群体的组织结构。如今这种方法也被广泛地用于其他学科领域，包括管理心理学与发展心理学等（辛自强，2012）。下面我们介绍几种常用的方法。

1．同伴提名法

同伴提名法是社会测量法中最常用的一种方法。它根据某种标准，要求个体在群体内提名几个同伴（通常为3～5人）。例如，研究小组中的同伴关系时，可以问“请写出小组中你最喜欢的三个人的名字”。提名法可以研究个体在同伴群体中的整体人际交往状况及其在同伴群体中的地位。

确定有效、适当的提名标准，是提名法设计的关键之一。它是个体做出同伴选择的依据，通常以问题的形式呈现给被试，如“你最喜欢谁？”标准不同，提名所得的结果的代表性也不同。一般来说，按效价分，提名标准可以是正面的，或者负面的，也可以两者都是。例如，要求学生选出班内最喜欢的3位同学和最不喜欢的3位同学（张奇勇，李庶泉，2011）。按内容的具体性分，提名标准可以是“笼统”的，也可以是“具体”的。例如，“你最喜欢谁？”属于笼统的提问，“你最喜欢和谁一起打球？”属于比较具体的提问了。按强度分，提名标准分为“强”和“弱”两类。“强标准”指一起从事重要的、长期的活动，或者有密切的人际关系；“弱标准”指一起从事临时性的活动，或关系比较松散。如“你愿意与谁坐在一起？”（弱标准），“你愿意与谁分享秘密？”（强标准）另外，还需考虑按提名标准选择对象的数目，一般来说，宜将提名数目限制在3～5个左右。

提名法的实施通常可采取个人施测和团体施测两种方式。个人施测时一般采用谈话法，即以口头方式向被试提出问题，让他们口头作答并记录他们回答的内容。团体施测时多采用纸笔方法，即将问题、要求等写在问卷纸上，被试阅读后用笔将自己的回答写下来。对提名结果的计分可以根据每个人被提名的次数，得到关于某个群体成员的两个分数，一个是被同伴正面提名的次数；另一个是被同伴负面提名的次数。得到正面接受分越高，说明在同伴关系中地位越高；得到负面的拒绝分越高，说明地位越低。以上是常用的非加权评分法。也可以采用加权评分法，但由于它相对更复杂、费时一些，因此，目前绝大多数研究者均采用非加权计分法（王欢，2012）。

2．社会距离量表

社会距离量表最初用于测定人们对不同社会属性（如民族、宗教、经济状况等）的人的态度差异，后来被社会心理学用于测量团体中成员的相互关系。例如，要求被试对团体内的成员使用5点记分，1分表示“愿意与他做最好的朋友”，2分表示“愿意与他在一起但不是最好的朋友”，3分表示“是否与他交往对我无所谓”，4分表示“可以与他共事但不想与他来往”，5分表示“不愿意与他在一起”。据此可以计算两种分数：（1）团体社会距离分＝团体中某成员所有得分之和/总人数，得分越高表示社会距离越大，团体排斥该成员的程度越大，该成员的人缘越差；（2）个人的社会距离分＝个人对团体每一成员评分之和/总人数，得分越高，表示个人与团体成员的距离越大，主动疏远团体的程度越高。如果被试个人的社会距离分数大于团体的社会距离分数，说明被试主动疏远团体的程度大于群众排斥他的程度；如果被试个人的社会距离分数小于团体的社会距离分数，可能说明被试试图讨好团体却并没有被团体很好地接纳（程曦，1991）。

3．猜人测验

猜人测验是同伴提名法的一种变式，是让被试根据各种心理或行为的品质、特征的描述，找出团体中最符合这些描述的人来。对于每个描述，提名的人数可以不限，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人，可以不提名。特征描述如“很幽默”“总是很郁闷”“值得信任的人”等。根据每个团体成员在某个项目上被提名的次数，计算在该项目上的得分，然后以团体为单位对分数进行标准化，以方便对不同团体成员得分的比较以及分析它与其他变量的关系。这种方法常常用于班级情境中，也称为班级戏剧法。

4．关系分析法

关系分析法一般用于研究社会知觉，即对于他人对自己的评价的知觉。采用自我评价的形式，估计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或选择。例如：“小组拟组织活动，自由选择同伴，你认为谁会选择你？谁会拒绝你？”这种方法与社会距离量表等方法结合使用，可以综合分析人际关系状况，能够比较全面地考察个人的社会地位、评价社会知觉的正确性与社会敏感性。

5．参照测量法

参照测量法是由苏联心理学家彼得罗夫斯基提出的测量方法。这种方法是让群体成员在相互评价的基础上，自由地选看别人对自己的评价（选择数量不超过十分之一），以确定群体中真正的“中心人物”（李宁宁，1987）。首先，他让群体成员相互进行书面评价，然后将其他成员对该成员的全部评价放在一个信封里，接下来每个成员可以通过选看信封里他人对他的评价。这样就可以让每个成员挑出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几个人的评价。彼得罗夫斯基认为，被挑出来的评价者往往是群体中最有威望、最有影响力的人。因此，他认为用这种方法可以揭示在团体中真正发挥作用的权威人物，找出起着参照作用的小群体。这种方法的优点是隐藏了测量的真正目的，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选出了群体中的核心人物。


 三、实验法

在社会认知外显行为的研究中，除了以上的测验法之外，常用的还有实验法。较早引入社会认知领域的实验源于对记忆的研究。近来，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展，一些经典的实验范式也逐渐被用于社会认知的研究。由于篇幅有限，我们只能有选择地介绍几种经典的研究范式。

1．记忆测验法

在社会认知领域，研究者往往对社会知识在记忆中的表征比较感兴趣，因此，外显的记忆测验法作为常用的方法来探测社会认知的信息加工机制。这类方法的程序是给被试呈现一定的社会刺激材料，或被试在现实生活中所具有的相关的社会经验，然后采用再认、线索回忆、自由回忆等外显记忆测验法进行测验。呈现刺激材料的方式有全部呈现法、指示法、对偶联合法等。记录的因变量指标为反应时间与反应概率。提取记忆信息的具体方法有回忆法、节省法、重建法与再认法等。这类方法的特点是在测验过程中，受测者对记忆的内容、方式都有明确的意识监控，主体意识积极参与了测验过程。

（1）全部呈现法

全部呈现法，是把被试学习和记忆的全部材料连续地呈现给被试，让被试学习记忆。分为限定时间学习和不限定时间学习两种。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能充分发挥被试记忆的主动性。

（2）回忆法

又称再现法，即在被试识记了某种材料后，经过一定时间，让其把所识记的材料，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再现出来，然后把被试回忆的结果与原材料加以对照比较，就可以测得被试记忆保持量的大小。按照具体回忆要求，可以分为自由回忆和依序回忆两类。自由回忆不要求按照学习顺序回忆，而依序回忆则要求按照学习时的材料顺序进行回忆。

回忆法成绩的计算以保持量为指标，公式为：

保持量＝正确回忆的项目数/原来识记的项目数×100％

（3）再认法

再认法是在学习阶段之后，给被试呈现新的一系列材料，在此新材料中，既包含有学习过的“旧”材料，也有未呈现过的“新”材料。让被试对此材料内的新旧成分加以区分，从而测得被试的记忆成绩。再认法作为一种测量记忆的手段，被广泛应用于记忆研究领域。

2．点探测范式

社会认知信息加工对注意特征的研究范式比较多，这里主要介绍点探测范式。

点探测范式（probe detection task）是研究注意偏向的经典实验范式。传统的视觉点探测实验任务通常用来测查注意资源的空间分配特点（Posner，Snyder，& Davidson，1980）。在与情绪信息有关的视觉点探测实验中，一种设计方法是两个刺激成对呈现在计算机屏幕上，以上下位置排列。其中一个是中性刺激；另一个是负性刺激。刺激对消失时，一个探测点（星号）出现在其中一个刺激所在的位置，被试要尽快对探测点做出按键反应。观察被试的注意偏向，如果对负性刺激之后的探测点反应时缩短，则说明对负性刺激存在注意偏向（戴琴，冯正直，2008；杨小冬，罗跃嘉，2004）。

当前点探测范式也用于自我认知领域的注意偏向研究。龚燕（2007）对自我不一致者的信息加工特点进行系列研究。她在实验一中采用2（词性：积极、消极）×2（自我不一致性：高自我不一致、低自我不一致）×2（词对呈现时间：500毫秒、1250毫秒）混合设计探讨了不同类型的自我不一致之间的注意偏向问题。研究者选取了积极词、消极词，分别与中性词配对。实验开始，屏幕中央会有十字图形作为凝视点，十字图形呈现时间为500毫秒。之后，配对语词以随机顺序呈现在屏幕中央，上下距离间隔3厘米（保证视角小于2），随机选取一半呈现500毫秒，另一半呈现1250毫秒。随后，在其中任何一个词的位置上会随机出现探测刺激，要求被试对探测刺激按键反应。结果显示，高自我不一致者容易对消极信息产生注意偏向。实验二仍然采用点探测范式研究了两类自我不一致者（现实—理想自我不一致、现实—应该自我不一致）对不同信息（抑郁词与焦虑词）的注意偏向，结果发现，“现实—应该自我不一致”的个体对焦虑类语词刺激产生了明显的注意偏向，而“现实-理想自我不一致”者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注意偏向。

高笑等（2012）使用具有生态效度的身体图片为实验刺激，以40名女大学生为被试，采用经典的点探测范式与眼动追踪技术结合，探讨胖负面身体自我女性对身体信息注意偏向成分的时间进程。实验程序如图2-1：首先在黑色屏幕上呈现白色注视点“＋”，持续时间在1800～2000毫秒范围内随机，随后呈现图片对（胖图—中性图、瘦图—中性图、中性图—中性图）2000毫秒。图片对消失后，立刻在左侧或右侧图片的位置呈现探测点（●），要求被试尽可能快地按键对探测点位置做出判断，如果“●”出现在左侧，则按“A”键，如果出现在右侧，则按“L”键，记录被试的反应时以及眼动指标。行为结果显示，实验组（胖负面身体图式被试组）对胖图片的注意维持以及对身体图片的注意脱离困难，支持了负面身体自我图式能够易化对图式一致信息的加工的观点。眼动数据也发现，胖负面身体自我图式者对不同身体图片存在不同的注意偏向模式，对胖图片为注意警觉—维持模式；对瘦图片仅为注意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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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图片点探测任务的流程图（高笑等，2012）



3．不确定情境中的决策范式

在决策领域，不确定情境中的经典决策范式有爱荷华赌博任务、剑桥风险任务、罗杰斯剑桥风险任务以及“接受/放弃”式赌博任务（冯廷勇，2007）等。这里主要介绍以下两种：

（1）爱荷华赌博任务

爱荷华赌博任务是Bechara等人（1994）编制的模拟现实生活中决策过程的测验。因为Bechara等在爱荷华大学工作，该测验由此得名“爱荷华赌博任务”，它基本形式如图2-2。

[image: ]
图2-2　爱荷华赌博任务（Bechara，et al.，2005；Trends in Congitive Science
 ）



其实验程序为：被试首先获得2000美元的底金，然后让其参加赌博，其目的是赢得更多的钱。一共有A、B、C、D四副纸牌，其中A、B两副面值为100美元（即每次输赢100美元），C、D两副面值50美元（即每次输赢50美元）。被试每次翻一张牌，并立即给予反馈——有输也有赢（在A、B两副中输的数量大，在C、D两副中输的数量小）。总体而言，大多数翻A、B两副牌会导致损失；大多数翻C、D两副牌会获益。被试既不能准确预测什么时候输，也不能精确计算每副牌的输或赢。在赌博游戏结束之前，被试也不知道必须翻多少张牌（实际上，一共要翻100张牌）。不同的实验目的，有不同的记分方法。到目前为止，爱荷华赌博任务常用的有三种记分方法：（1）记分方法一：（C＋D）-（A＋B），该记分方法可以分离被试的冒险策略。（2）记分方法二：分为四个Block，（C1＋D1）-（A1＋B1），…（C4＋D4）-（A4＋B4），然后做配对T检验，该记分方法可以分离随机与思考之间的决策成绩——归纳学习。（3）记分方法三：低分组和高分组，以总分20为界，该记分可以区分不同的被试或人群。

该任务是决策研究中的第一经典任务，同时在临床上使用也非常广泛，特别对腹内侧前额叶皮质（VMPFC）受损的病人决策能力的诊断很有效（冯廷勇，2007）。

（2）“接受/放弃”赌博任务

传统的不确定情境中的决策研究有一个共同点——在决策过程中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备选方案，个体必须在这些备选方案中做出一个选择。但是现实生活中，还有一种不确定情境中的决策，即接受赌博或放弃赌博——广泛存在但又很少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为此，冯廷勇（2007）发展了“接受/放弃”式赌博任务来研究这种不确定情境中的决策过程。他认为，个体面临不确定情境时，经常可以做出接受（赌）或放弃（不赌）某事件的决策。个体通常会对事件成功（赢）的主观概率（自信心）进行评估，当主观概率达到自己的“接受阈限”（最低接受水平）时才选择接受（赌），而当主观概率不能达到自己的“接受阈限”（最低接受水平）时则选择放弃（不赌）。该任务能考察被试的主观概率评估、主观“接受阈限”以及主观“接受阈限”与决策结果之间的关系。

具体的研究程序如图2-3。第一步：判断任务。首先，呈现一组照片（A、B两张），告诉被试“这是A、B两个厂所生产的几何模板的代表性样本，请认真关注”；然后下面出现一个几何模板（如三角形），让被试判断该模板最有可能是哪个厂生产的，进行按键选择，1代表A厂，2代表B厂（Murphy & Ross，2005；王墨耘，莫雷，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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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接受/放弃”式赌博任务的流程图（冯廷勇，2007）



第二步：决策（赌博）任务。在判断任务以后，出现一个针对被试答案的赌博任务——如果被试的答案正确，被试将赢得一定分数；如果被试的答案错误，则会输掉一定分数。被试可以根据对答案的把握程度，选择“接受赌博”或者“放弃赌博”（Goodie，2003）。被试的目的是尽可能多地赢得分数，兑换报酬。研究者可以操纵被试输或赢的概率。

第三步：反馈阶段。有两种反馈形式：（1）单次反馈。只对本次赌博结果进行反馈，例如“恭喜，你赢了”，或是，“很遗憾，你输了”；（2）累积反馈。对本次赌博结果和累计分数都进行反馈，例如“恭喜，你赢了！你现在的总分是2400”，或是“很遗憾，你输了！你现在的总分是560”。研究者可以操纵两种反馈形式，它们对被试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第一种反馈形式，被试每次决策过程相对独立，前后试次之间影响较小；第二种反馈形式，前一个试次的反馈结果对被试后一次的决策过程影响较大。

通过“接受/放弃”赌博任务，研究发现：总体而言，随着自信心的增强，判断阶段和评估阶段的反应时有明显下降的趋势，被试做出“接受”决策的比例随之升高，做出“放弃”决策的比例随之下降；决策过程中被试做出“放弃”决策的反应时显著长于做出“接受”决策的反应时；对环境客观概率进行评估时，个体通常表现出过分自信的倾向（冯廷勇，2007）。

4．社会两难范式

社会两难（social dilemma）又称社会困境，是个体利益与他人利益或群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境中产生的决策困境。Dawes认为社会两难具有以下三个特征：不论其他人做出什么选择，参与者采取不合作的选择总是比合作的选择有更多的获益；与合作的选择相比，不合作的选择对他人总是有损失的；不合作的选择对他人造成的损失总计大于参与者个人的获益（Dawes，1980）。最有代表性的社会两难是囚徒困境（叶浩生，陈欣，2008）。

（1）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 game）是研究两两相互作用的自私个体间合作行为的经典模型。1950年，由就职于兰德公司的梅里尔·弗勒德（Merrill Flood）和梅尔文·德雷希尔（Melvin Dresher）拟定出相关困境的理论，后来由顾问艾伯特·塔克（Albert Tucker）以囚徒方式阐述，并命名为“囚徒困境”。经典的囚徒困境如下。

警方逮捕甲、乙两名嫌疑犯，但没有足够证据指控二人有罪。于是警方分开囚禁嫌疑犯，分别对二人审问，并向双方提供以下相同的选择：

①若一人认罪并作证检控对方（“背叛”对方），而对方保持沉默，则此人将即时获释，沉默者由于不认罪将判监10年。

②若二人都保持沉默（互相“合作”），即二人都拒不认罪，则都只被判监半年。

③若二人互相检举（互相“背叛”），则二人都被判监2年。用表2-1概述如下：

表2-1　囚徒困境支付矩阵



	 
	A沉默（合作）
	A认罪（背叛）



	B沉默（合作）
	二人同服刑半年
	A获释；B服刑10年



	B认罪（背叛）
	A服刑10年；B获释
	二人同服刑2年




从以上表格中，我们发现，如果两个囚徒都沉默（合作），则每人被判刑半年，这是两个人最优的选择。但是这个整体最优选择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两名囚徒隔绝监禁，他们并不能保证对方会采取合作行为。就个人的理性选择而言，检举对方（背叛）所得刑期，总比沉默要来得短。因为困境中每个理性囚徒都会发现：若对方保持沉默（合作），那么认罪（背叛）会让我获释；若对方认罪（背叛），我也指控对方（背叛），则两人也只须服刑2年，而不指控对方我需要服刑10年。所以无论哪种假设，囚徒选择背叛才能得到较低的刑期。背叛是两种策略之中的支配性策略。因此，这场博弈中唯一可能达到的均衡，就是双方都背叛，结果二人同样服刑两年。就全体利益而言，如果两人都合作保持沉默，都只会被判刑半年，总体利益更高，结果也比两人背叛的情况更佳。但根据假设，二人均为理性的个人，且只追求个人利益。这就是“困境”所在。

囚徒困境反映了个人最佳选择并非团体最佳选择。然而自然界中却广泛存在着合作现象。为了探究合作行为的产生，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在其著作《合作的进化》中，探索了经典囚徒困境情境的一个扩展，并把它称作“重复的囚徒困境”。博弈被反复地进行，因而每个参与者都有机会去“惩罚”前一回合采取不合作的参与者。这时，合作可能会作为均衡的结果出现（贾春晓，2011）。

囚徒困境是某些人类合作和信任理论的基础。假定囚徒困境能够模拟需要信任的两人之间的交流，群体的合作行为可以用有多个参与者的、重复博弈的变体来模拟。由此引起了许许多多学者经久不衰的兴趣。

（2）公共物品两难与公共资源两难

在现实中很多情况下决策往往不是发生在两个个体之间，而是发生在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公共物品两难与公共资源两难正是社会两难中普遍研究的两个范式，关注的是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形。

公共物品两难（public-goods dilemmas）在经济心理学中常常以“给—游戏”（give-some games）的形式进行情境模拟。在该两难中，人们需要进行捐献，但不要求所有人必须捐献。当捐献达到一定量后便产生一种公共物品，并且所有人都可以免费获取该资源。而公共资源两难（common resource dilemmas）则是以“拿—游戏”（take-some games）的形式予以模拟：群体成员共享某种公共资源，每个人都可以从这种资源中获取利益。然而如果所有人无节制地获取这种资源的话，则资源很快会被消耗殆尽（刘长江，李岩梅，李纾，2007）。

公共物品两难和公共资源两难具有不同的特征。公共资源两难的关键特征是利益的减损性——因为一个人消耗了这种资源，其他人就不可能享用。而公共物品则是非排除性的，结果便会产生搭便车现象，即不创造或维持这种公共物品也可以享用它（陈莉，王沛，2011；金盛华，2010）。

王沛等（2009）以水资源两难情境为实验任务，探讨了社会价值取向与反馈在社会两难决策中的作用。发现社会价值取向在决策者的两难决策行为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合作型个体比非合作型个体显著地表现出更多的合作行为，个体的社会价值取向可以作为预测两难决策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同的反馈类型对具有不同社会价值取向的决策者的决策行为影响不同，非合作型个体受反馈信息影响比较明显，而合作型个体则不易受他人的决策信息影响（王沛，汲慧丽，2009）。

王沛等人（2011）采用公共物品两难任务，通过“取消惩罚”，引入社会价值取向变量。发现惩罚对人际信任和合作行为具有消极影响。具体表现为当惩罚取消后，经历过惩罚的被试的人际信任水平显著低于无惩罚条件被试的水平。惩罚对博弈者合作行为的影响在社会价值取向不同的博弈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经历过惩罚的亲社会型被试在惩罚取消阶段的合作程度显著低于惩罚存在阶段的合作程度，并且显著低于无惩罚条件被试的相应水平。惩罚通过亲社会型博弈者的人际信任水平对合作程度产生间接负效应，即惩罚程度越强，亲社会型博弈者的人际信任水平越低，进而使其合作程度也下降（王沛，陈莉，2011）。


 第二节　内隐社会认知研究方法

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Greenwald（1995）提出了“内隐社会认知”的概念，社会认知的研究开始从信息的意识性加工转向内隐层面的探讨，研究方法上也由此衍变出了内隐社会认知的间接测量法。


 一、基于反应时的间接测验法

与外显的社会认知不同，内隐社会认知具有无意识、自动化的特征，这就意味着很难通过传统的、自陈式的方法进行直接测量，而只有依赖于间接测量方法。这种间接测量法得益于内隐记忆研究中逐步完善的间接测量方法。发展至今，已有一系列的方法用于考察个体知识或评价中无须个体觉察和控制的自动激活过程，比如，Stroop任务、语义启动、Simon任务等。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基于反应时的测量范式可以视为内隐社会认知测量方法沿革中的集大成者。其中以Greenwald提出的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IAT）影响最大（Greenwald，McGhee，& Schwartz，1998）。下面具体介绍IAT测验及其变式。

1．内隐联想测验

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IAT）的诞生既是内隐社会认知研究的需要，又是反应时范式在社会认知研究中应用发展的结果。反应时法是认知心理学中最常用的范式之一。反应时的长短标志着机体内部加工的过程的复杂性。在快速反应条件下，被试对刺激的反应形式是很难有意识控制的，在这种条件下所获得的社会认知结果通常认为是内隐的。Greenwald等在既有的反应时范式的基础上，对传统的反应时方法加以改进和发展，把实验设计的思想运用于测量之中，于1998年提出了一种新的间接测量方法——内隐联想测验。

内隐联想测验采用的是一种计算机化的辨别分类任务，以反应时为指标，通过对目标词和属性词之间的自动化联系的评估，进而对个体的内隐态度进行间接的测量。原理是：内隐联想测验在生理上是以神经网络模型为基础的。该模型认为信息被储存在一系列按照语义关系分层组织起来的神经联系节点上，因而，可以通过测量概念在此类神经联系上的距离来测量这两者的联系。

在IAT测验中，被试的任务是对计算机屏幕上自动呈现的刺激（词或图像）迅速分类，这些刺激分属于两对概念：一对客体概念（target concept，如花和昆虫）和一对属性概念（attribute concept，如积极词和消极词）。要求被试将刺激分成两类，分别按左键或右键，记录其反应时。测验中关键的分类任务包括了“相容任务”（compatible task）和“不相容任务”（incompatible task），所谓相容和不相容是针对被试的内隐认知结构而言，前者指被归为一类中的客体概念和属性概念与被试的内隐认知结构相一致，而“不相容任务”中被归为一类的客体概念和属性概念的关系与被试的内隐认知是不一致的。客体概念和属性概念在被试内隐认知结构中联系越紧密，相容任务就越为容易，被试的反应时就越短；而在不相容任务中，则会引起更大的认知冲突，反应时就长。这两类任务平均反应时之差就是IAT获得的测量指标，该指标间接反映了被试内隐认知中对客体的相对态度或概念。具体的实验程序包括五步程序和七步程序两类。

五步程序见表2-2，基本步骤为：


表2-2　IAT五步程序（Greenwald，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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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要求对初始概念词的例证尽快地进行归类并按键反应，即把属于“黑人”的名字归为一类按左键反应，把属于“白人”的名字归为一类并按右键反应。（练习阶段）

第二步要求对属性词的例证尽快地进行辨别归类并按键反应，即把属于“好”的刺激归为一类并按左键反应，把属于“坏”的刺激归为一类并按右键反应。（练习阶段）

第三步要求进行目标词与属性词初始联合任务的辨别，即把属于“黑人”和“好”的刺激归为一类并按左键反应，把属于“白人”和“坏”的刺激归为一类并按右键反应。（测试阶段，不相容任务）

第四步是第二步的反转，要求把属于“黑人”的刺激归为一类并按右键反应，把属于“白人”的刺激归为一类并按左键反应。（练习阶段）

第五步是第三步的反转，即把属于“黑人”和“坏”的刺激归为一类并按右键反应，把属于“白人”和“好”的刺激归为一类并按左键反应。（测试阶段，相容任务）

被试数据的筛选遵循两个原则，即在确保反应正确的前提下（1）去掉反应时大于10000毫秒的试次；（2）去掉那些超过10％的试次反应时小于300毫秒的被试数据。在此基础上将不相容和相容任务测试反应时均值之差除以两个测试组所有反应时的标准差即为所求得到内隐联想测验效应。效应越大，代表被试对两类客体的内隐态度分化越明显。2007年，Greenwald将内隐联想测验由五步程序改进为七步程序，即在两个联合任务中各增加了一次练习阶段（见表2-3）。

表2-3　IAT七步程序（Greenwald，2007）



	组块
	试次数
	反应



	按左键的刺激
	按右键的刺激



	1
	20
	女性面孔
	男性面孔



	2
	20
	积极词
	消极词



	3
	20
	女性面孔＋积极词
	男性面孔＋消极词



	4
	40
	女性面孔＋积极词
	男性面孔＋消极词



	5
	40
	男性面孔
	女性面孔



	6
	20
	男性面孔＋积极词
	女性面孔＋消极词



	7
	40
	男性面孔＋积极词
	女性面孔＋消极词




有关IAT五步程序与七步程序的内隐联想效应，王沛与孙连荣尝试采用以图片为实验材料及不同步骤的IAT程序（五步程序不相容任务在前、七步程序相容任务在前）测量广告中性别刻板印象的内隐效应及其操作强度（王沛，孙连荣，2007）。结果发现，尽管广告中的性别刻板印象具有很强的内隐效应，但当刺激材料为图片时，不同的IAT程序测得的内隐性别刻板效应不同。为此，他们对不同的IAT程序的内隐效应的稳定性提出了质疑。

杨金花与王沛等（2011）采用IAT七步程序对内隐艾滋病污名进行了探讨。他们通过预测选取了16个目标概念词（8个与艾滋病有关，如艾滋病病人、艾滋病患者等；8个与艾滋病无关，如一般人、健康人等）、16个属性词（8个积极属性词，如自强、乐观等；8个消极属性词，如死亡、绝望等），具体程序见表2-4（杨金花等，2011）。

表2-4　IAT的七步测验程序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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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Greenwald等人2003年提出的方法对IAT测验的数据进行处理（Greenwald，Nosek，& Banaji，2003）：（1）只取第四阶段和第七阶段的反应时数据进行处理；（2）删除反应时大于10000毫秒和小于400毫秒的数据；（3）求两个测试阶段反应时的均值和标准差；（4）不相容任务和相容任务测试反应时均值之差除以两个测试组所有反应时的标准差即为所求得到内隐联想测验效应值。获得120位被试的全部有效数据，结果发现，不相容部分的反应时显著高于相容部分，大学生在内隐层面上对艾滋病患者存在污名。

此外，IAT还可用纸笔形式完成，在纸笔IAT测验中被试在规定的时间内区分呈现在纸上的一系列刺激项目，以其在不相容任务和相容任务中区分项目的数量差异计算IAT分数。运用IAT纸笔测验，可进行小规模集体施测。

国内连淑芳等人（2004）首次运用纸笔IAT七步程序测验考察性别—职业内隐刻板印象，由不同主试主持实验，任务要求被试尽可能快速和准确地对交替出现的姓名和词语做出分类判断，即在系列中项目的左边或右边做出最顺手的记号，测验程序见表2-5。

表2-5　职业IAT测验示例（连淑芳等，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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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中的刻板印象的内隐效应分数指的是被试在相容联想（初始联合）和不相容联想（相反联合）阶段，在严格限制的时间（每列20秒）内做出正确分类判断的数目的差额。

结果发现，在不同主试条件下男女被试均表现出非常显著的内隐效应；男性被试在女性主试条件下比在男性主试条件下，呈现较轻的内隐刻板印象，而女性被试无此现象，说明社会调节作用对男性被试有显著的影响；实验证明IAT纸笔测验版本是简便可行的（连淑芳，2004）。

由于诸多社会认知现象涉及评价性联想，故内隐联想测验一经提出，便在内隐态度、内隐刻板印象、内隐自尊等领域迅速得到运用。研究者对IAT的优点给予了肯定，例如，IAT利用被试的快速反应，有效地降低了意识的监控作用，即使被试不愿意表露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通过IAT也可以揭示内隐态度和其他的自动化联想。它融合了实验设计的基本思想，设置了相容组和不相容组，最大限度地排除了个体本身反应快慢的影响，较为纯净地反映了过去经验的强度。有研究者认为，IAT的重大突破在于实现了对内隐态度的静态测量，并对其信度、效度给予肯定（蔡华俭，2003）。也有批评者从不同的侧面提出了质疑（Karpinski，2004）。例如，联合任务的顺序影响了测验的结果；图画刺激的IAT效应小于语词刺激的IAT效应；标准IAT仅用于测量成对出现的目标词。由此，单类内隐联想测验（SC-IAT）、单靶内隐联想测验（ST-IAT）等诸多IAT的变式应运而生，它们从不同方面对IAT做了改进（杨治良，孙连荣，2009）。

2．GNAT任务

GNAT（the Go/No-go Association Task，GNAT）是新近提出的测量内隐社会认知的研究方法。它吸收了信号检测论的思想，是内隐联想测验的发展（Nosek & Banaji，2001）。考察的是目标类别和属性维度概念之间的联结强度，使我们能够研究对单一对象的评价（Gawronski，Deutsch，& Banse，2011）。

GNAT的基本原理在于，相比较于联系不太紧密或者没有联系，信号中目标类别和属性类别概念联系越紧密，被试越敏感，从而更容易从噪声中分辨出信号，辨别力指数d
 ′值越大（温芳芳，佐斌，2007a）。GNAT的实验任务包括目标刺激（信号）和分心刺激（噪声），如目标类别和积极评价作为信号而将目标类别和消极评价作为噪声，当呈现信号时被试做出反应（称为“Go”），当呈现噪声时被试不作反应（称为“No-go”）。将正确的“Go”反应视为击中率，将不正确的“Go”反应视为虚报率，将它们分别转化为Z分数后，其差值即为辨别力指数d
 ′，表示从噪声中区分信号的能力，也就是反映类别和评价之间的联系（陈启山，2009）。

具体的实验程序以对黑人的内隐联想评价为例进行说明（见表2-6），实验任务以黑人图片作为目标刺激，非黑人图片作为分心刺激。同时包含积极属性词与消极属性词，在其中一个阶段中，使用积极属性词作为目标刺激，在另一个阶段中使用消极属性词作为目标刺激。也就是说，在第一阶段中，被试需要对黑人面孔与消极属性词作“Go”反应，对非黑人面孔与积极属性词作“No-go”反应；在第二阶段中，被试需要对黑人面孔与积极属性词做出“Go”反应，对非黑人面孔与消极属性词作“No-go”反应。一般来说，GNAT实验采用的是block设计，每个block中包含60个试次，各试次之间的时间间隔为300毫秒，目标刺激与分心刺激数量相等。由于GNAT任务的结果是对错误率进行分析，因此，需要通过限制被试的反应时（一般为600～660毫秒）来提高被试在任务中的错误率，即被试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做出反应。实验结果采用d
 ′指标，将正确的Go反应称为命中率，将不正确的No-go反应视为虚报率，将命中率和虚报率转化为z分数后，其差值即为d
 ′。d
 ′值越大，表明从噪声中区分信号的能力越强，即信号目标刺激与对应的属性联系越紧密；如果d
 ′分数等于或接近0，表明被试不能从噪声中区分出信号（Gawronski et al.，2011；温芳芳，佐斌，2007a）。

表2-6　GNAT对黑人态度测量的实验程序



	实验阶段
	反应



	按键反应（Go）
	不反应（No-go）



	1
	黑人＋消极的
	非黑人＋积极的



	2
	黑人＋积极的
	非黑人＋消极的




正因为GNAT任务中的目标刺激与分心刺激能够涵盖各种各样的概念词与属性词，其应用范围十分广泛（包括行为水平与神经水平上的研究），包括研究不同社会群体的内隐态度（Nosek & Banaji，2001）、自我相关的内隐联想（Boldero，Rawlings，& Haslam，2007；钟毅平，王伟宇，周海波，童真，2009）、对焦虑或恐怖刺激的内隐联想（Teachman，2007）、反应冲突与执行功能（余凤琼，袁加锦，罗跃嘉，2009），等等。GNAT的最大优点是能够评估对单一对象的内隐态度，也可以用来考察个体对不同对象的偏好，而保持反应竞争任务的优点（梁宁建，吴明证，高旭成，2003）。但其内部一致性并不高r＝0.45～0.75（Gawronski et al.，2011）。

3．外部情感西蒙任务

De Houwer（2003）克服IAT相对比较评价的弱点，提出了外部情感西蒙任务（Extrinsic Affective Simon Task，EAST），该任务同时也避免了在其他任务中涉及的程序步骤的顺序问题。任务关键的步骤是给被试呈现描述有关某个感兴趣的目标对象的词汇（如，某种饮料名）。目标词用两种不同的颜色标记（如黄色vs蓝色），被试的任务是根据呈现的词汇的颜色对目标词作按键反应，左键或者右键。轮流向被试呈现带颜色的目标词的过程中，也向被试呈现白色字体的积极词与消极词，并要求被试按积极或消极效价对这些词分类。因此，对于被试来说最终目的是对呈现的白色字体的词汇进行效价归类（积极vs消极），以及对有颜色的目标词进行颜色归类（如蓝色vs黄色）。例如，在一项评价啤酒的EAST任务中，呈现给被试的可能是白色字体的积极与消极词，同时在一部分试次中呈现黄色字体的词汇“啤酒”，在另一部分试次中呈现蓝色字体的词汇“啤酒”。被试的任务是当他们看到消极效价的白色字体的词汇时或者蓝色字体的词汇时按左键反应，看到积极效价的白色字体的词汇或者黄色字体的词汇时按右键反应。某种程度来说，被试往往对与积极词相连的那个有色词汇作判断时，反应更快（或更准确），从而可以推断出被试对色词所描述的物体具有积极联想。

经典的EAST任务一般包括三个block，两个练习，一个测验。在第一个block中，给被试呈现有色的目标词，要求对字体颜色进行分类。在第二个block中，呈现白色字体的积极与消极词，要求被试对词汇的效价作分类判断。第三个block最关键，它将前面两项分类任务联合到一起，以轮流的顺序呈现白色与有色词汇。被试的任务是呈现白色字体词汇的时候根据效价分类，呈现有色字体词汇的时候根据颜色分类。

经典EAST任务中被试在作颜色分类反应时不需要加工有色目标刺激的词义。但是De Houwer和De Bruycker（2007）认为这可能无法可靠地进行心理联想评估，因此提出了修订版的EAST，要求被试对目标刺激进行一一加工。修订版的EAST（ID-EAST）呈现用大写字母与小写字母书写的目标词与属性词。被试对积极与消极属性词作效价分类判断，而不用理睬这些词汇是否用大小写书写。相反，目标词就要求根据大写或小写来分类。例如，在一项ID-EAST对于啤酒的评价实验中，随机呈现给被试积极与消极词以及要么用大写字母书写的、要么用小写字母书写的“啤酒”。要求被试对属性词根据效价进行按键分类；而对于“啤酒”这个词就要求根据大小写进行按键分类。由于属性词也是用大小写呈现的，因此，被试需要在正确反应之前对“啤酒”这个词的语义进行加工。

对于经典EAST的计分，De Houwer（2003）采用了Greenwald等人1998年提出的传统IAT计分方法。近来，研究者采用了Greenwald等人2003年版的计分方法来分析EAST数据（De Houwer & De Bruycker，2007；Schmukle & Egloff，2006）。

这一实验安排使得个体不需要对目标刺激做出评价性反应，减少了个体对反应过程的有意识控制，从而揭示了内隐社会认知研究方法的实质（梁宁建等，2003）。此外，EAST只需在实验中设计彩色词汇来包括这些不同态度对象，就可同时对不同目标对象做出评价，因此，又表现出其高效性（温芳芳，佐斌，2007b）。

4．启动范式

启动测量范式（priming measurement paradigm），简称启动范式，是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实验范式之一。它基于语义记忆的网络模型，能够考察长时记忆中稳定的知识表征，能够通过特定的实验操作同时考察自动性加工和控制性加工。

启动范式最早由Meyer和Schvaneveldt（1971）的开创性实验发展而来。该范式的原理是语义网络的激活扩散理论：长时记忆中的知识或概念是根据语义联系或语义相似性组织起来的一种网状联结（Collins & Loftus，1975；Quillian，1967），启动激活了长时记忆中与其语义相关的概念，使与启动相关的靶子能够更快地识别和反应（Neely，1977）。

根据所需考察的心理联结的性质，一般将启动范式分为语义启动（Semantic Priming Task）和情感启动（Affective Priming Task）。语义启动旨在考察启动和目标之间的语义联结。该类启动所激活的是陈述性的记忆内容，对目标词的效价没有特殊要求。一般采用词汇判断任务（Lexical Decision Task，LDT），即判断目标词是不是词，有时也采取口头报告任务。情感启动是Fazio与其同事1986年提出的用于测量态度的启动程序，旨在考察启动与目标之间的情感联结，其关键特征是目标在效价上的变化。一般而言，与启动配对的是效价上相反的目标词。情感启动范式广泛应用于考察各种态度。在Fazio与其同事最初的研究中，被试对作为启动的态度客体持有较强的积极或消极态度，结果发现与启动和目标的效价相反相比，当两者的效价一致时，做出的评价分类的反应时显著变短，这种效应被称为情感性启动效应。情感启动通常采用文字或图片作为启动刺激，实验任务通常是效价判断任务。在LDT或口头报告任务中偶尔也发现这种启动效应（Fazio，2001）。

在经典启动范式中，trial中刺激呈现的基本序列是：每个trial以注视点（如“＋”）开始，随后呈现启动刺激，一定时间间隔（SOA）之后是目标刺激。要求被试快速判断目标刺激是不是词或根据效价对其进行分类。在启动范式的程序设计中，有时还需要操纵一种与启动条件形成对比的控制条件——无启动，即在目标刺激之前呈现一种中性启动或不呈现启动作为最后评估启动效应的基线。

启动范式中能够通过一些操作有效分离自动和控制加工，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

第一，通过操纵启动刺激的呈现方式考察无意识的自动加工。对启动刺激呈现方式的操纵主要是通过阈下启动，指由于启动的呈现时间较短或强度较低而使被试意识不到，但它却对目标的加工产生了影响，通过考察对目标的影响程度来推测对启动的无意识加工程度。实施阈下启动的三种基本策略有：（1）快速呈现启动刺激，并在启动刺激前后各附加呈现掩蔽刺激，即启动刺激以“三明治掩蔽”方式嵌入掩蔽刺激中。（2）采用双眼分视的方式同时呈现启动和掩蔽刺激，即在被试的非优势眼一侧呈现启动，同时在其优势眼一侧呈现掩蔽。（3）在中央凹旁侧呈现启动刺激，即启动在偏离中央凹的某一位置呈现（位置随机变化），注视点与目标刺激一直在中央凹呈现。

第二，通过操纵启动与目标的时间间隔（SOA）考察自动加工。具体操作是以不同长短的SOA作为自变量之一，其中作为实验条件的较短SOA一般要求少于300毫秒，这样使得启动效应仅反映了自动激活（Wittenbrink，2007；Wittenbrink，Judd，& Park，2001）。

总体来说，启动范式具有两大优势——能够考察长时记忆中稳定的知识表征，能够通过特定的实验操作同时考察自动性和控制性的心理加工。另外，该范式简单灵活，操作性强。除了研究认知领域之外，近年来还广泛应用于情绪领域，成为考察情绪，以及情绪与认知关系的有效实验范式（Wittenbrink，Judd，& Park，2001；杨亚平，2012）。但是，启动范式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对启动范式的机制还没有一致认可的解释，以及语义启动与情感启动之间的关联问题（周志娟，2012）等。


 二、加工分离范式及其发展

1．加工分离范式

在以往大量的社会认知研究中，研究者通常采用任务分离的方式去探讨社会信息的自动化加工和控制性加工，即用一种研究方式去锁定自动化加工，而另一种则用以锁定控制性加工。这种任务分离的研究趋向于把内隐测量与自动化加工，外显测量与控制性加工各自分别等同起来，可能无法发现自动化加工和控制性加工对行为反应的联合影响，同时也可能过度简化了对复杂行为的理解（杨治良，郭力平，1997）。

1991年Jacoby提出的“加工分离说”（Process Dissociation Procedure，PDP）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任务分离范式的弊端，即部分地解决了任务分离范式面临的外显和内隐记忆测验中存在任务不纯净的问题——无论是内隐测验还是外显测验，被试都可能存在意识与无意识加工的相互作用。

加工分离范式的基本逻辑是：对单一任务施加两类不同类型的测验，即相容测验和不相容测验。在再认记忆任务中，基于意识提取和熟悉性可能会分别涉及控制性加工和自动化加工。此时，在相容测验中，基于意识提取和材料熟悉性可以驱动被试产生相同的反应；而在不相容测验中，基于意识提取和材料熟悉性则会驱使不同的反应。

在Jacoby看来，再认过程中意识性提取（R）和熟悉性（F）是相互独立的加工过程。记忆任务的操作既可以是由意识性提取独立完成，其贡献为R（1-F）。或者由熟悉性独立完成，其贡献为F（1-R）。也可以是意识性提取和熟悉性的共同作用，其贡献为RF。R表示被试利用意识性提取完成测验的概率；F表示被试利用自动提取完成测验的概率。

实验过程分为学习阶段和测验阶段。学习阶段，被试需要学习两组项目，一组为目标项目；另一组为辅助项目。测验阶段，Jacoby根据指导语设计了两类测验。一类是包含测验（inclusion test）：要求被试利用意识性提取和熟悉性两种机制对目标组项目进行再认判断（即，将学习阶段中出现过的所有项目判断为“旧”，没出现过的项目判断为“新”）。所以对目标组项目判断为“旧”的概率是P（I）＝R＋F（1-R）。另一类是排除测验（exclusion test）：要求被试只对辅助组项目再认判断为“旧”，将目标组项目作为没有学习的项目加以排除，判断为“新”（要求被试选用首先进入意识但又不能是先前学习过的信息来完成测验。在排除测验中包含这样一种测验逻辑，即无意识加工提高测验成绩而意识加工则起相反作用。）。此种条件下被试对目标组项目判断为“旧”的概率为P（E）＝F（1-R）。

包含测验：被试利用有意识提取和无意识熟悉性两种加工来完成任务。

P（“旧”|包含）＝R＋F（1-R）

排除测验：排除意识加工之后的无意识熟悉性的作用

P（“旧”|排除）＝F（1-R）

可以得到：R＝P（“旧”|包含）-P（“旧”|排除）

F＝P（“旧”|排除）/（1-R）

加工分离范式的运用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认为意识加工和无意识加工是彼此独立的；第二，意识加工在包含和排除测验中的影响是一样的，无意识加工或熟悉性的影响在包含和排除测验中也是一样的。

以武器识别任务为例（Payne，2001），实验首先给被试呈现一张黑人或白人面孔，接下来呈现武器或工具图片，被试要辨认所呈现的物体是武器还是工具。研究者比较了被试在刻板印象一致（即，黑人面孔/武器；白人面孔/工具）和刻板印象不一致（即，黑人面孔/工具；白人面孔/武器）的条件试次下的成绩，以确定控制性加工和自动化加工的相对贡献。

在一致条件下，正确反应是由控制性加工（C）和控制失败（1-C）下的自动化加工（A）驱动的。可以用以下等式来表达：

P（正确|一致）＝C＋A（1-C）

在不一致条件下，这两种加工过程的作用是对立的。如果控制失败，则自动化加工（即，刻板印象激活）驱动被试反应，导致了不正确的反应。对应了加工分离模型中的排除测验。可以用以下等式来表达：

P（错误|不一致）＝A（1-C）

基于这两个等式，我们可以代数估算控制性加工和自动化加工的作用：

C＝P（正确|一致）-P（错误|不一致）

A＝P（错误|不一致）/（1-C）

加工分离说把意识与无意识加工看作相互独立的两个加工过程，其范式摆脱了任务分离说所面临的如何区分意识与无意识加工相互作用等诸多困难，因此，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广泛的重视。但同时也受到了众多争议。例如，Joordens等（1993）对加工分离的独立模型有关意识与无意识加工之间的随机独立性假设提出了质疑；Riehardso-Klavehn等（1994）对PDP将有意（intention）和意识性（consciousness）等价起来，同样把自动（automaticity）与缺乏意识性（lack of consciousness）相等价提出质疑；在PDP再认测验中，除意识性提取和熟悉性的影响外，还有猜测引起的反应偏向（Buchner，Erdfelder，& Vaterrodt-Plünnecke，1995）；忽略了再认是一个主动的决策过程等（Yonelinas，Regehr，& Jacoby，1995）。但总体来说，PDP在方法论上具有深远的意义（杨治良，郭力平，1997）。

2．四重模型

现有的双加工模型关注的是社会认知加工过程中的一种自动化与一种控制性加工。事实上，社会认知加工普遍存在着四种加工过程，即两种自动化加工与两种控制性加工，且这两种加工共同发生作用（侯静，王沛，2010）。为了进一步整合和扩展双加工模型，Sherman等人提出了内隐任务操作绩效的四分模型（the quad model of implicit task performance），旨在阐明体现诸如态度、偏见和刻板印象等现象的内隐测量任务操作中的复杂加工过程及其机制（陈建勇，沈模卫，周艳艳，张锋，2008）。

该模型认为，许多行为共同依赖于四种加工成分：（1）激活（activation，简称AC），表示联想、评价或冲动性反应被刺激激活的可能性。与刺激目标关联越强，被激活的可能性就越大。鉴于激活的自动化特性，AC的估计应相对独立于意识、意图或认知资源的获得。“1-AC”表示该联想、评价或冲动性反应未被激活的可能性。（2）觉察（detection，简称D），表示某一指定任务中确定一个与情境相符的恰当或正确反应的可能性。准确觉察反映的是最强的控制加工，受动机与认知资源的影响。从理论上讲，经大量练习后，D或许会自动化。（3）克服偏向（overcoming bias，简称OB），表示成功克服冲动反应倾向。OB可以调节不相容条件下自动联想AC和觉察D在驱动反应过程中的竞争。如果联想被克服（OB），则反应由觉察D所驱动，如果联想未被克服（1-OB），则反应被自动激活（AC）。（4）猜测（guessing，简称G），表示反应缺乏其他有效指引时，被试可能做出猜测或反应偏向行为。该参数表示猜测影响行为反应的可能性。

与传统的基于反应时的内隐测量方法不同，四重模型的四个成分，即参数是基于相应条件下正确反应率估计的。具体4个参数的加工树如图2-4所示。每条路径代表一种概率，加工参数间的连线说明每个正确反应以前面所有参数为条件，连线箭头由左至右，说明不同加工联合生成不同行为结果。例如，在“白人—黑人IAT任务”中，相容条件即为启动与靶刺激的关系与假设的被试内隐态度一致（如呈现黑人启动、枪为靶刺激，符合被试对黑人的内隐偏见态度即为相容），不相容条件即呈现的刺激与被试的内隐态度不一致。根据四分模型的加工树图，不相容条件下，四重模型预测对黑人面孔启动、工具为靶刺激条件下的正确反应的概率为：P（正确/黑人，不相容）＝AC×D×OB＋（1-AC）×D＋（1-AC）×（1-D）×（1-G）。通过建立针对每一项目类型的正确反应与错误反应方程，可估计出四重模型各加工成分的参数值，然后通过错误率的观察值与模型的理论期望错误率求得卡方值（χ2
 ）。当χ2
 值不显著时，说明模型可有效拟合观察数据。在模型检验过程中，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可以修正模型中的某些参数，以获得最小χ2
 值和反映影响内隐测量效应的各个加工成分相对贡献的参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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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基于Payne的武器识别任务的四分模型路径图（侯静，王沛，2010）


左：AC＝激活，1-AC＝未激活；D＝觉察，1-D＝未觉察；OB＝克服偏向，1-OB＝未克服偏向；G＝倾向做出“枪”的猜测，1-G＝倾向做出“工具”的猜测。右：白人与黑人的面孔启动；工具与枪为目标刺激；＋为正确反应，-为错误反应。



研究者对四重模型的可行性进行了验证，结果显示其四个基本元素——模型拟合、参数随机效度、构想效度以及预测效度都较高（Britton，Taylor，Sudheimer，& Liberzon，2006；Conrey，Sherman，Gawronski，Hugenberg，& Groom，2005；Gonsalkorale，Hippel，Sherman，& Klauer，2009）。同简单模型相比，复杂模型更能与指定数据相拟合（侯静，王沛，2010）。

目前，该模型主要应用于同自动激活联想及其调节相关的内隐研究领域，具体涉及三类问题，包括情境易变性与可塑性问题、内隐偏见的个体与群体的差异问题、利用内隐任务预测更为宽泛情境中的相关行为问题等。模型的主要优势在于应用范围更广，适用于任何一个初始自动化反应与恰当行为控制决定相容或不相容的研究；且模型更加详细地描述了加工过程，既能对引起行为反应的各个加工进行分离，又能对影响行为的各个加工的程度进行估计。但同时，它也受到了一些质疑，例如，四重模型假定四种加工成分同时起作用且相互独立，但同时又假定模型某些参数的估计依赖于其他参数的确定，因而是自相矛盾的（Pryor & Reeder，2006）；许多研究者对模型各加工成分所代表的意义的普遍性以及概念的界定提出了质疑（Moskowitz & Li，2006；Pryor & Reeder，2006）。总之，该模型尚处于发展当中，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对其加以验证。


 三、基于归因的间接测验法

1．情感错误归因程序

情感错误归因程序（Affect Misattribution Procedure，AMP）是Payne等人（2005）提出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投射型内隐研究范式。所谓错误归因，是指把一个目标或客体所引发的情感效应错误地归因于另一个目标，与罗夏墨迹测验类似，AMP就是基于这种“投射”原理建立起来的。该范式基于以下假设：人们看到美好的事物会产生积极情感，相反会产生消极情感；这种情感会在行为中表现出来，即可以通过某种手段探测出来；人们意识不到自己的判断已经受到情感的影响。因此，当人们遇到模糊意义的目标刺激时，就会把启动刺激引发的情感无意识地投射到目标刺激的判断中去，从而推断他们对某一社会对象的态度。

情感错误归因程序的实验程序如图2-5：首先呈现启动图片；然后出现白屏，即间隔时间；之后呈现一幅对西方被试来说毫无意义的中文字图片，即目标图片；最后呈现一幅灰色方块图片掩蔽中文字图片。被试的任务是在中文字图片呈现时或掩蔽刺激呈现时尽可能快地通过按键来判断中文字是令人愉快的还是不愉快的。通过统计对比不同启动图片所引发的愉快或不愉快反应比例，就可以判断被试对这个启动对象的态度是相对积极还是消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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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AMP典型实验程序（任娜，佐斌，2012）



Prestwich等（2010）使用IAT和AMP实验范式进行了一项自我参照研究，实验要求被试把自己与某种特定的饮料A联系在一起，把他人与饮料B联系在一起，通过IAT和AMP测验发现这种联系表现出被试对饮料A的内隐偏爱。特别是当一个人的自我评价更积极时，与他们联系在一起的饮料A会引发更多的内隐偏爱，但在外显测验中并没有发生这种效应。也有研究者采用AMP范式，利用情绪启动刺激，发现该范式存在阈上、阈下情绪启动效应（冯成志，2012）。国内有研究者基于IAT与AMP对内隐相貌偏见进行了测量，发现内隐与外显的相貌偏见之间整体表现出结构的分离，无偏见目标在其中表现出了调节作用，即在低AMP被试中，无偏见目标对外显偏见具有一定的负向作用，在高AMP被试中则不存在这种作用（温芳芳，佐斌，2013）。

近来，Imhoff等人（2011）在他们的研究中提出了语义错误归因程序SMP（Semantic Misattribution Procedure）。要求被试评价目标象形文字与“human sphere”有关，还是与“animal kingdom”有关，用以评价被试对吉卜赛人的非人化态度倾向。陈苗苗（2010）以汉语双字名字为启动刺激、中性希伯来语单词为目标刺激，以苏州大学21名本科生为被试，通过2（启动词效价：愉快/不愉快）×2（启动词语义：生物/非生物）×2（SOA：100毫秒/1500毫秒）×2（任务：评价分类任务/语义分类任务）被试内设计，发现在两类任务中启动词的效价及SOA均存在显著差异，证实了AMP范式的投射机制，同时也大大扩展了AMP范式的应用范围。

总体来说，AMP具有不少优点，例如，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使用范围比较广阔，可以考察种族、性别、年龄、政治候选人、酒精、吸烟等方面的态度；从理论上来说可以在一个实验中对比多个态度目标，并排出相对顺序；使用语词为材料可以比较态度对象的不同特征；可以通过修改指导语，变成典型的AMP外显测量，就可以方便地比较同一目标的内隐外显态度；使用愉快反应的比例作为因变量，数据易于统计管理；实验简洁、便于操作等。但作为一种新近发展的实验范式，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使用愉快反应的比例作为因变量只能反映被试对这个目标的内隐态度总体的相对倾向，而不是内隐态度的积极程度；除了启动影响之外，被试是否还会找出目标图片的其他特征据此做出判断等（任娜，佐斌，2012）。

2．刻板解释偏差

刻板解释偏差（Stereotypic Explanatory Bias，SEB）是由Sekaquaptewa等人于2003年提出的一种以归因作为切入点来测量人的内隐态度的指标（Sekaquaptewa，Espinoza，Thompson，Vargas，& von Hippel，2003）。刻板解释偏差是指个体在与其刻板印象不一致的情境中，会做出更多的解释行为，即归因行为，以使不一致得到合理化的解释。其原理是Kulik于1983年提出的归因理论，即当一个人的行为与该人行为的预期不相符合时，归因者会做出更多归因，且倾向于做出环境归因而不是个人归因（刘永芳，1998）。对人的信息加工过程中，人们往往意识不到自己所表现出来的许多归因行为，更意识不到为何会有如此多的归因行为，因此，SEB适合测量内隐刻板印象，成为内隐社会认知研究中可使用的新的测量方法（俞海运，梁宁建，2005）。

SEB实验程序是要求被试完成SEB问卷，以检测被试是否存在刻板解释偏差。该问卷由25句原因填空句子构成，但它们均只向被试呈现前半句，这半句写出的是事件的结果，而后半句要求被试根据自己的状况填写，即对前半句所描述事件的结果进行归因。其中16个句子与所研究的刻板印象主题有关，称为SEB项目（SEB items）：对于项目的主语，必须包含与刻板印象有关的两类相对社会群体，如8个句子以性别刻板印象中的男性姓名开头，8个句子以女性姓名开头；对于内容，必须包含与刻板印象一致与不一致的句子，如8个句子与刻板印象一致，另8个句子与刻板印象不一致；对于效价，必须包含消极与积极，如8个句子是刻板印象消极行为，另8个句子陈述的是刻板印象积极行为。25句中的其他9个句子是与研究主题无关的句子或是中性句子，例如，“吃了一个汉堡包”等；对于主语也没有特别要求。被试完成填空时，他可以填任何他想填的理由，只要保证语句通顺就可以了。

对于SEB的计分，可以由两个主试充当裁判，分别对每份问卷上SEB项目后半句中被试所填写的理由进行分类编码，判断填写的内容是关于前半句行为的解释，还是简单重复了前半句的意思。如果被试的回答提供的是一种解释（涉及了内归因或外归因）则视其有效；而如果被试的回答只是对前半句意思的简单重复，没有涉及内归因或外归因，可以将其视为无效回答进行删除。对评分的结果进行相关分析，两人的分类结果经检验存在显著相关，则取平均数作为下一步计算分值的数据。具体为：首先计算被试在与刻板印象一致的句子情境中，为主语行为提供的解释数量，此处记为XX；然后计算他在与刻板印象不一致的句子情境中，为主语行为提供的解释数量，此处记为XY；最后用不一致句子情境的解释数量减去一致情境中的解释数量，就得到了SEB分值，即SEB score＝XY-XX。针对刻板印象所涉及的两类社会群体，每个被试可以得到两个SEB分值。SEB分值（非绝对值）越大，说明被试在不符合刻板印象的句子情境中做出的归因越多、提供的解释越多，这种刻板印象内隐地影响了他对某事物的社会认知。

江亚丹等（2011）采用SEB，以52名一年级的研究生为被试研究了内隐职业性别刻板印象。结果发现，研究生存在显著的内隐职业性别刻板印象。佐斌等人（2006）采用内隐联想测验（IAT）和刻板解释偏差（SEB）两种测量内隐社会认知的方法考察了120名大学生被试的内隐性别刻板印象。结果表明，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着较强的内隐性别刻板印象。俞海运（2005）使用SEB对内隐性别刻板印象进行了探讨，并对IAT与SEB方法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发现SEB方法所得出的结果表现出了比IAT更显著的差异性。

作为一种新的内隐测量方法，SEB把归因作为切入点来研究人的内隐态度，这在以往的研究中是不多见的，它能结合情境、自然激发人的内隐态度。SEB方法所得到的结果，对随后刻板印象影响下的相关行为具有较好的预测性，在应用价值上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它将归因与内隐社会认知的测量相结合，在方法学上为内隐社会认知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尽管如此，SEB方法本身还需要发展和改进。例如，杨金花与王沛（2011）的研究随机抽取了120名大学生，采用刻板解释偏差（SEB）对艾滋病内隐污名进行探讨，结果发现大学生被试不存在内隐艾滋病污名。与此同时，采用IAT对大学生艾滋病内隐污名进行研究，发现大学生被试存在显著的内隐艾滋病污名。我们认为，SEB作为测查高社会赞许性的内隐心理现象的新工具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第三节　社会认知神经科学方法

21世纪以来，随着理论突破与新兴技术的涌现，社会认知神经科学随之诞生，它整合了社会认知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神经生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与研究范式，可以使科学家们从社会研究水平、认知研究水平和脑神经研究水平这三个层面来分析一些交互的社会现象（Ochsner & Lieberman，2001）。

在本节中，我们着重介绍社会认知领域研究中所使用的几种主要的认知神经科学工具与研究范式。但仍然需要强调的是，无论这些工具的威力如何强大，它们都受到了研究者所提出的问题的限制。也就是说，科学研究是以问题为导向的，用新兴技术来研究的社会认知神经科学问题是由当下关于大脑在社会信息加工过程中如何工作的理论所决定的，如果没有提出有价值、有意义的问题，即使再强大的工具也无法给出合理的答案。

一般来说，认知神经科学方法包括两大类互补的研究工具：（1）无创性脑功能（认知）成像技术。分为①脑代谢功能成像，包括正电子发射层描技术（PET，对区域性脑代谢率、脑血流和葡萄糖吸收率的测定）和功能性磁共振（fMRI，通过氧合血红蛋白顺磁性测动脉血流量）等。②生理功能成像，是在自发脑电活动（EEG）、诱发脑电活动（EP）和脑磁场（MEG）变化的基础上，结合计算机控制的断层扫描技术（CT）实现的，如ERP等。（2）清醒动物认知生理心理学研究方法。包括单细胞记录、多细胞记录、多维电极记录法和其他生理心理学方法（手术法、药物法等）（Gazzaniga主编，沈政等译，1998）。下面我们介绍几种社会认知神经科学中最基本的方法及其原理。


 一、事件相关电位

1．概念与原理

大脑神经活动是一个电化学过程，一大群神经元共同活动的时候，其电位能够被放在头皮上的电极记录到，这种记录电位的技术被称为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phy，EEG）。但EEG反映的是大脑的总体活动，对于探讨认知过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为此，认知神经科学家开发了新的技术——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ERP）来关注在一个特定任务反应中大脑是如何改变的。所谓ERP，指的是通过平均叠加技术从头皮表面记录大脑诱发电位来反映认知过程中大脑的神经电生理改变，因为事件相关电位与认知过程有密切关系，故被认为是“窥视”心理活动的“窗口”。它为研究大脑认知活动过程提供了新的方法和途径。

我们首先要了解什么是诱发电位。所谓诱发电位（evoked potentials，EPs），指的是神经系统对刺激本身产生的反应。根据刺激通道分为听觉诱发电位、视觉诱发电位、体感诱发电位等；根据潜伏期长短分为早潜伏期诱发电位、中潜伏期诱发电位、晚潜伏期诱发电位和慢波。临床上将诱发电位分为两大类：与刺激的物理属性相关的外源性相关电位和与心理因素相关的内源性相关电位。而作为一种特殊的诱发电位，ERP是通过有意地赋予刺激以特殊的心理意义，利用多个或多样刺激所引起的大脑的电位，反映的是认知过程中脑的神经电生理变化。根据最初与较为全面的分类方法，将其分为外源性成分和内源性成分。外源性成分是人脑对刺激产生的早成分，受刺激物理特性的影响（如强度、类型、频率等），如听觉P50、N1和视觉P1等；内源性成分与人们的知觉或认知心理活动有关，与人们的注意、记忆、决策等加工过程密切相关，不受刺激的物理特性影响，如P300与N400等。内源性成分为研究人类认知过程的大脑神经系统活动机制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

与普通诱发电位相比，研究者总结了ERP所具有的特征：（1）ERP是一种特殊的诱发电位，属于近场电位；（2）一般要求被试实验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实验；（3）刺激的性质、内容和编排多样，目的是启动被试认知过程的参与；（4）ERP成分除与刺激的物理属性相关的“外源性成分”外，还包括主要与心理因素相关的“内源性成分”以及既与刺激的物理属性相关又与心理因素相关的中源性成分（赵仑，2004）。它已被证明是临床与基础研究中的一种重要工具。

ERP的基本原理是，根据外部事件，比如刺激的呈现或者反应，将一系列试次中所得到的EEG对齐，进行叠加平均，去除与目标事件无关的大脑电活动的变异，提取出原先被嵌埋在EEG中的微弱的信号。这个信号反映了与特定的外部事件相关的神经活动，由此被称为事件相关电位，或诱发反应。它描述了当信息加工在大脑中发生时，神经活动是如何随时间改变的（Gazzaniga，Ivry，& Mangun，2011）。

2．ERP成分与研究方法

如果所提出的理论问题恰当并辅以精巧的实验设计，ERP会是一种考察社会认知与社会行为过程的强有力的工具。由于ERP测量需要对许多试次（即30～50次）的反应进行平均，所以它只能用于能够反复测量的心理现象的任务中。凡是那些在实验室中难以产生的或只能在单一情境中平均出现一两次的（即，随后会受练习或习惯效应影响的），或者心理过程持续时间非常长的实验都不适合采用ERP技术。ERP实验要求对彼此分离的独立事件进行反应，所以一个好的ERP实验必须包含多个这样的事件，且每一个都要有心理学意义。相反，比如自由的阅读一个片段并不适于ERP实验，因为它很难区分出一个明显独立的心理事件。最后，ERP测量依赖高品质的EEG记录，这样被试就必须在实验中保持身体和头部不动。实验设计中我们可以采取屏幕上呈现注视点的方式，促使被试凝视计算机屏幕中的刺激，始终将注意力集中在任务上，有效防止身体的额外移动以及心理上的走神影响ERP的记录。

下面我们将通过对ERP四种主要的成分类型来具体介绍社会认知领域相关的研究范式（Harmon-Jones & Beer，2012）。

（1）刺激锁定方法

①研究方法

社会认知中的刺激锁定ERP研究主要用于考察个体对社会刺激的不同注意反应的时间过程。为此，所设计的实验任务必须是对某一刺激的知觉加工，而不能掺杂其他的心理加工，诸如，对某一行为反应的准备与执行之类的。也就是说，理想的任务应该呈现在一段时间内呈现单个刺激，以展现整段范围内的ERP成分。例如，由于不同的任务参数，P300/LPP常常出现在刺激呈现之后的500～1000毫秒内，因此，非常重要的是让被试不受打扰或分心地在整段时间内都能看到刺激。如果某个事件，例如，刺激序列或一个反应在前一个刺激的后部波形出现之前发生，那么这些事件将产生自己的ERP反应，就会妨碍我们对感兴趣的成分的记录。如果需要使ERP活动关联外部刺激事件（如反应）能够从刺激锁定ERP波形中分离出来，那么就应该使用诸如快速反应之类的任务。许多社会认知的ERP研究使用了继时启动任务，启动刺激先于目标刺激之前呈现。在ERP研究中继时启动任务的使用某种程度上来说不失为一种新颖的方法，但需要格外小心。在这样的任务中最常见的练习阶段包含了许多（高达所有试次的1/3；见Woldorff，1993）只呈现启动刺激不呈现后继的目标刺激的“纯启动”试次。这种方法能够使我们在后面数据分析的时候将与启动相关的平均ERP活动从与目标锁定的平均波形中运用减法分离出来，从而有效地去除了启动加工对目标加工的ERP效应的影响，同时也能够验证出启动加工并没有受重叠的目标相关ERP活动的混淆。

②成分解释

通过以上方法，研究者们发现了一些刺激锁定成分。对刺激的强烈的心理反应一般会引发较大的刺激锁定ERP振幅。同时，ERP能以毫秒为单位测量加工过程中的变化，而且不依赖言语报告，所以它能够非常好地测量对各种刺激的快速、潜在的内隐反应。对刺激锁定成分的命名涉及两级（正负）、序列（P1、N1、P2……）以及峰值出现的大概时间（N100、P200）。

早期成分

研究者对注意的早期加工非常感兴趣，主要关注这些早期内源性成分的振幅。具体来说，N1、P1与注意加工过程有关（Fabiani，Gratton，& Federmeier，2007），振幅的增加表示加工该刺激的选择性注意的增加（Hopfinger & Mangun，2001；Hillyard，Vogel，& Luck，1998）。N2的振幅与对社会群体内线索的注意有关（Ito & Urland，2005；Dickter & Bartholow，2007；Ito & Urland，2003）。N170与社会知觉有关，因为它对面孔识别敏感（Bentin，Allison，Puce，Perez，& McCarthy，1996）。除了反映这些早期成分与注意的参与有关之外，它们之间的心理机能上的区别还不完全清楚，对它们的神经来源也不甚清楚。

而No-go任务中的N2是刺激锁定成分中的一个特殊例子，它出现于“No-go”刺激出现后的300毫秒左右。与其他刺激锁定成分的波形不同，No-go中的N2同诸如抑制（Kopp，Rist，& Mattler，1996）与冲突检测（Nieuwenhuis，Yeung，Van Den Wildenberg，& Ridderinkhof，2003）之类的执行控制加工有关，其活动反映在扣带回前部（ACC）。尽管如此，仍然有理由认为No-go与行为的抑制加工有关（即，控制肌肉停止反应），对此我们将在后面解释为什么它具有许多反应锁定成分的特征。

晚期成分

被广泛研究的P3（即P300，也称为晚正成分）是刺激呈现后300～800毫秒之间出现的正波。研究P3的一个经典的实验范式是Oddball范式。即，对同一感觉通路的一系列刺激由两种刺激组成：一种刺激出现的概率很大（如85％），称为标准刺激；另一种刺激出现的概率很小（如15％），称为偏差刺激。两种刺激出现的顺序是随机的。这样，对被试来说偏差刺激具有偶然性。令被试发现偏差刺激后尽快按键或记忆其数目。此时偏差刺激已成为靶刺激。如此可在偏差刺激后约300毫秒观察到一个正波，此即P300。因此研究者认为，它与新奇刺激的加工有关（Friedman，Cycowicz，& Gaeta，2001），波幅随着对某一事件的主观概率的降低而增加。

P3也作为工作记忆更新的指标，许多研究表明对刺激的序列记忆成绩越好，P3的波幅越大（Friedman & Johnson，2000）。而P3峰值的潜伏期是刺激评价或分类时间的指标，潜伏期越长表明分类越努力。尽管对P3的神经来源并不清楚，但研究者认为对某个唤醒事件的反应过程中来自蓝斑的去甲肾上腺素信号联合作用于大脑引起大脑多个部位的激活，产生了P3（Nieuwenhuis，Aston-Jones，& Cohen，2005）。

在P3之后产生的最后一个刺激锁定成分是负慢波（negative slow wave，NSW）。该成分最活跃的部位位于中央或前额中央电极区域，与自我管理的认知控制加工的执行有关，例如，抑制反应（Bartholow，Dickter，& Sestir，2006），或克服诸如发生在Stroop任务中的不相容试次之类的认知冲突（Curtin & Fairchild，2003）。和No-go中的N2一样，NSW可能共享了反应锁定波的特征，因为它与自我控制有关，反映的可能是反应行为而不是对刺激的加工。

（2）反应锁定方法

①研究方法

反应锁定的ERP研究方法常用来回答行为与自我管理问题。即通过由精巧的行为任务得出的反应锁定ERP成分来探讨行为与自我管理问题。在开始ERP研究之前，我们应该先设计一个包含感兴趣的心理学变量的行为实验。该行为实验往往能够确保ERP研究的有效性。实验任务中的成分的时间段非常重要。大多数情况下，被试必须在试次开始时凝视注视点，为即将呈现的刺激做好准备。在正式测验的时候被试必须了解如何对每个刺激做出反应（比如，可以通过一系列练习试次习得），如此就不会因遗忘如何操作而妨碍任务的执行。在被试做出反应之后还需要一段时间，以便所有的反应锁定成分都能够包含进来。最后研究者还要考虑每个试次之间的时间间隔，以防止与ERP联系的反应成分不会与下一个试次发生混淆。另外，不同类型的试次需要随机呈现，而不是以类型为单位将同类试次放入一个block中，以防止出现预期效应。

有时候，研究人员可能对考察与错误反应（如，ERN）有关的ERPs感兴趣，那么就必须设计一种包含足够多错误反应的任务，能够对与错误相关的EEG分段进行有效平均。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通常采用对被试的反应做出时间限制的方法，也可以采用反应窗法。

②反应锁定成分

刺激锁定成分与感知觉和注意有关，而反应锁定成分则与行为反应的执行及管理有关。反应锁定波往往根据它们出现的极性与反应种类来命名，例如“错误相关负波（error-related negativity，ERN）”与“错误正波（error-positivity，Pe
 ）”。它们通常出现在前额或前额中央头皮区。

ERN

研究者对ERN进行了大量研究，该成分与行为反应同时出现，峰值大概在反应之后的50～80毫秒范围内，错误反应的峰值大于正确反应。大部分研究发现ERN的源定位位于背侧前扣带回（Veen & Carter，2002）。最初，ERN伴随错误反应而出现的事实，使研究者将其作为错误检测的一种神经指标（Gehring，Goss，Coles，Meyer，& Donchin，1993；Falkenstein，Hohnsbein，Hoormann，& Blanke，1991）。后来有报告指出，ERN负波也发生在其他条件下（即，正确反应负波或CRN），因此有研究者假设，ERN/CRN成分反映的是与冲突监控有关的加工过程（Yeung，Botvinick，& Cohen，2004；Botvinick，Braver，Barch，Carter，& Cohen，2001）。

Pe


继ERN之后的反应锁定波形成分为Pe
 ，其波峰出现在反应之后的250～400毫秒之间。Pe
 的源定位位于前腹侧扣带回与前额中央皮层联合区（Veen & Carter，2002）。尽管对Pe
 及其功能的研究不多，但是Nieuwenhuis等人（2001）研究发现，Pe
 与个人对错误反应的意识有关，但ERN是在不管有没有意识到错误的情况下都会发生（Scheffers & Coles，2000）。近来更多的研究表明，Pe
 反应了个体行为线索之间的冲突监控水平（Amodio，Kubota，Harmon-Jones，& Devine，2006）。

（3）预期成分的方法

①研究方法

预期ERP成分对于检测被试在任务中参与特定试次的动机非常有用。为了测量预期ERP波，实验任务需要被试预期一开始就将出现的刺激或信号进行反应（如，一个试次之前出现的凝视点或警示线索）。由于它需要约1秒的时间来清晰地表现这些波形，因此，实验设计的时候需要在目标刺激出现之前至少呈现1秒的预期信号。需要注意的是许多实验任务都可能忽略了反应预期。即，如果新的试次总是继前一试次反应结束后的固定时间间隔之后出现，那么，就可能观察到ERP的预期成分，且它们的波幅可能与前一反应的特点有关。为了纯净地分离前后两个试次，建议设置随机的间隔时间，以防止在平均叠加中预期ERP成分与被试对先前试次的反应之间的任何系统性联系。

②预期ERP成分

第三类ERP成分为预期波，例如，刺激预期负波（stimulus-preceding negativity，SPN）与关联性负波（contingent negative variation，CNV）。这些成分在被试对一个即将出现的刺激或反应做准备的时候出现，反映了注意的参与或准备情况。这些预期成分常用于监测被试在任务中欲对特定试次反应的动机水平。例如，研究者可能想不动声色地测量被试对某些具有实验操纵功能的特定刺激的反应动机，例如，想要检测同伴压力对被试的作用或个体差异的影响等（Chiu，Ambady，& Deldin，2004）。正如以上所描述的，NSW也具有一些与预期成分波形相同的特征，因此，对这些波的解释依赖于它们的理论与实验任务。

（4）偏侧化准备点位的研究

①研究方法

偏侧化准备电位（lateralized readiness potential，LRP）是一个特例，既具有刺激锁定波形的特征也具有预期波形的特征。LRPs可以在许多情况下测得，但常常用于刻画初始刺激（如，预警信息）如何影响对后续目标刺激的准备反应（Gehring，Gratton，Coles，& Donchin，1992）。但是，刺激锁定LRPs也能够在只包含单一刺激的每个试次中获得，它可以作为特定刺激参数或者任务特征如何影响反应的表现方式（Gratton，Coles，& Donchin，1991）。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对LRP的测量与记录都需要即刻测量来自于双侧运动皮层的ERP波（即，恰好位于中央皮层区的左侧中线与右侧中线），并且研究者知道每个被试在每个实验条件中使用了哪只手（即，左手或右手）做出正确反应。这可以通过最简单的两项迫选任务来实现，被试用一只手对其中一种条件做出反应，另一只手对另一种条件的目标做出反应，反应手与刺激类型平衡设计。

②LRP成分

偏侧化准备电位是与运动准备相关的一个脑电成分，Kornhuber等（1965）第一次观察到在手的运动之前，对侧头皮出现一个负电位，其最大波幅位于头皮中央大致对应于初级运动皮层的位置。大约20年以后，研究者开始通过选择反应任务来推断被试何时以及是否准备要做某个特定的运动反应。

需要注意的是，从不同感觉通道（视觉或听觉）、不同实验任务中抽取出的成分，可能反映不同神经结构的活动，或者不同的心理加工过程。

3．评价

随着社会认知理论的发展，对社会判断与社会行为的认知加工机制的研究越来越精细化。但是，仅仅使用行为以及自我报告法已经难以检验这些假设了。首先，这些传统的研究方法不适合评估驱使诸如社会知觉、分类以及刻板印象之类的社会现象的认知加工中的快速变化。并且，内隐加工是无法通过外显的自我报告来测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们能够被清晰地从行为表达中间接推断出来的这种假设也是存在争议的。最后，使用这些传统的工具无法测量出认知加工中微妙的联机变化，因为这些测量常常干扰认知过程。而一定程度上，ERP能够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在社会认知领域，ERP已经被广泛用于研究各种课题，包括外显态度评估、内隐态度测量、情绪启动机制、社会知觉、刻板印象、自我控制等认知加工的脑机制研究。

如同其他研究社会行为与内在机制的方法一样，ERP的使用同样具有其优点与缺点。ERP最大的优点在于具有精确的时间分辨率，能够直接测量神经放电过程。其次，它能够在不需要任何行为反应的情况下或独立于行为反应的情况下测量心理加工过程。但是对大部分社会心理学家来说ERP最大的缺点在于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资源来掌握这门技术。其次需要考虑的是建立与维护ERP实验室的成本，包括专业实验室硬件建设、放大器、数据采集与分析软件、电极帽以及其他必要的设备（如计算机）。有些规模较小的大学就承担不起这项研究开支。再次，ERP研究所花的时间要比行为研究长许多。例如，研究被试只能单个施测，并且一个ERP实验所需的时间也要长于行为实验。但值得高兴的是，被试内ERP实验设计所需要的被试量要远远少于同类的行为实验。

总之，ERP时间分辨率很高，但空间分辨率稍差。因此，它不适于考察神经加工位置的问题。但是如今电极模型的改进（64导、128导、256导）使研究者可获得相对精确的位置信息。不过要想获得十分精确的位置信息，还是建议与fMRI联合使用。


 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1．基本原理

（1）概述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属于脑功能代谢成像技术的一种。尽管它的成像原理于1977年就提出来了，但由于软硬件技术的实现难度较大，直到1992年fMRI成像技术才正式问世（Gazzaniga主编，沈政等译，1998）。一般认为，fMRI应包括：血氧水平依赖性成像（blood oxygen level dependent imaging，BOLD）、灌注加权成像（perfusion weighted imaging，PWI）、弥散加权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弥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脑磁共振波谱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imaging，MRSI）（赵仑，2004）。但仅有BOLD-fMRI主要应用于认知功能的定位，是探讨社会认知领域的神经机制的主要技术；其他几种成像则主要应用于临床诊断与分析。因此，本书主要介绍基于血氧水平依赖成像的fMRI技术。

（2）原理

BOLD-fMRI最早出现在1992年，是一种无创性检查，且具有较高的信号敏感性和空间特异性，是目前最流行的fMRI技术。它是一种通过脑动脉内脱氧血红蛋白的含量变化对脑皮质局部功能活动变化进行成像的脑功能影像学检查的手段。利用了大脑活动区域的局部血流量增加的原理，关注的是血红蛋白的磁场特性。

具体来讲，当脑皮质局部某一区域内神经元受到刺激引发兴奋时，兴奋脑区局部小动脉扩张，血流量增加，供血增多，因而血中氧合血红蛋白明显增加；同时神经元活动消耗了血红蛋白中的氧，使一部分血红蛋白变成了脱氧血红蛋白。脱氧血红蛋白对磁场更为敏感，更具有顺磁性，而氧合血红蛋白具有抗磁性。在以上某一区域的神经元兴奋时，神经组织消耗的氧仅轻度增加，即脱氧血红蛋白的增加比不上氧合血红蛋白的增加，使氧合血红蛋白对脱氧血红蛋白的比率有所增加，从而改变了原先的磁场特性。fMRI探测器测量的就是氧合血红蛋白和脱氧血红蛋白之间的比率，这一比率被称为血氧水平依赖效应（blood oxygenation level-dependent effect，BOLD）。

神经事件往往是以毫秒为单位变化，正如ERP中所看到的。但是血流的调控速度则慢得多，这就暴露出了fMRI成像技术的一个很大的缺点：神经活动和血液动力学反应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延迟（3～6秒）。因此事件发生之后，组织耗氧促使氧合对脱氧血红蛋白的比例会立即有个小的下降，3～6秒之后，氧合血红蛋白对脱氧血红蛋白的比例出现提升，并在6～10秒后才达到峰值。连续测量fMRI这些信号，就可能建构起与局部神经活动匹配的局部血流变化图（Gazzaniga et al.，2011）。

2．fMRI的实验范式

纵观国内外研究，正确合理的实验设计是深入探讨人脑意识、注意、记忆等高级认知功能的神经机制及其相关关系的关键。

（1）组块设计

由于早期BOLD-fMRI技术的局限，fMRI的实验范式采用的是认知心理学相减原理的经典设计——组块设计（金志成，2002；张强，唐峥峥，2007）。组块设计的特点是以组块的形式进行刺激，在每一个组块内同一类型的刺激反复、连续呈现，常用于功能定位。

根据早期的BOLD-fMRI技术，研究者所获得的成像信号不仅包含所要研究的认知作业引起的神经过程，还包含着正在进行的基线性的神经过程和额外因素所引起的神经过程。因此，应用BOLD-fMRI的研究，需要将一种状态下得到的图像与另外一种状态下得到的图像相减，才能得到一个有意义的功能性图像（Kwong，1995）。在使用BOLD-fMRI进行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中，通常要设置两种实验条件：一是实验任务条件，它包括所要研究的认知作业、基线性的和一些不是研究所关注的、无法控制的额外因素；二是基线—控制条件，仅包含那些基线性的和那些额外因素，而不包括实验任务条件下所要研究的认知作业。这样，两种实验结果之差仅仅反映所要研究的认知作业的结果，其他所有的基线性的和额外因素所造成的影响都排除了。根据两种实验条件下脑活动的变化进行比较，才能得到有意义的、由所要研究的认知作业所引起的脑功能性图像。正是由于硬件设备的局限，时间分辨率较低，所以相应的实验范式一般都使用组块设计（block design），即静息阶段和一个约30秒的激活阶段互相交替进行。在这种设计中需要连续、快速、重复地进行相同类型的测试（金志成，2002）。

随着高速fMRI的产生，可分辨在刺激呈现后几秒甚至几十毫秒内的神经活动（Bandettini & Wong，1998；Ogawa，Menon，Kim，& Ugurbil，1998），可以描述和比较单个刺激的诱发反应（Bandettini & Cox，2000；Boynton，Engel，Glover，& Heeger，1996；Dale & Buckner，1997）。从而研究者能够根据由单个刺激或测试所引发的神经事件来设计实验，可以随机呈现实验条件下的测试和控制条件下的测试，以此克服以往脑成像研究中使用组设计所带来的练习误差、实验过程中所形成的注意定势等影响。

（2）事件相关设计

Buckner等人于1996年首次在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中运用了事件相关实验设计。这类实验设计可以描绘神经活动的时间进程，遵照了ERP研究中采用的逻辑：为了能够使单一事件引起的代谢信号从脑血氧反应的背景波动中检测出来，我们需要重复这些事件，并将其叠加平均，提取出清晰的事件信号。事件相关设计特点是随机化设计，常用于对行为事件的研究。

根据刺激呈现持续时间（stimulus during，SD）以及间隔时间（inter-stimulus interval，ISI）的不同，事件相关设计大致可以分为慢速呈现事件相关设计和快速呈现事件相关设计两类。

①慢速呈现事件相关设计

慢速呈现事件相关设计的基本特征是刺激呈现的间隔时间（ISI）相对较长，通常在12秒或者以上。Buckner等人（1996）最初采用的就是单一刺激慢速呈现事件相关设计。在该实验中，词干补全任务以每14～16秒一次的频率呈现。由于单个事件引发的典型的BOLD信号的持续时间大约在12～16秒之间，因此，实验中的呈现频率不会导致前后刺激的信号叠加问题。由此，我们可以提取出单个刺激所导致的信号。这种设计方式相对比较容易理解（薛贵，董奇，张红川，2003）。

但这种方法比较初级。因为刺激的间隔相对较长，减少了刺激的数量，可能导致个别刺激的差异对整体结果造成较大的干扰。另外，被试在2～3秒内就可以完成一个实验试次，在剩余的相对较长的时间内则处于休息状态，可能导致被试在这段时间内的其他心理活动的干扰，影响实验的准确性（张强，唐峥峥，2007）。

②快速呈现事件相关设计

为了改进慢速呈现事件相关设计的缺点，研究者对刺激呈现的不同间隔时间进行了研究，发现即使是一个间隔时间非常短的刺激，也能够产生明显的BOLD信号变化。例如，Pollman等（1998）发现ISI＝6秒时不需要校正BOLD信号之间的重叠效应也不会丧失统计力；Blamire等（1997）研究发现，即使是一个持续2秒的反应，也能够产生明显的BOLD信号变化；而Savoy（1995）等发现34毫秒的视觉刺激也能诱发清晰、可检测的BOLD信号。这些研究为快速呈现事件相关设计的可行性提供了依据。

所谓快速呈现事件相关设计指的是实验的刺激间隔时间被缩短到2秒，甚至1秒以内。近年来研究者们开始将其应用于各种认知过程的研究。Rypma等人（1999）使用ER-fMRI，研究了在不同的记忆负载条件下，背侧和腹侧前额叶对工作记忆中各种具体成分（编码、保持和反应阶段）的影响。结果显示，只在编码阶段，不同记忆负载引起背外侧皮层明显激活。

另外，事件相关设计还可以将不同类型的测试混合起来，并可在最后的分析过程中分离出各类测试的数据，将它们进行比较。Cabeza等人（2001）研究了真实记忆和错觉性再认记忆的神经机制。在再认测验之前，向被试呈现3类不同的探测词：学习过的词（真实项目）；没有学习过、但与学过的词紧密相关的词（错误项目）；新的无关词（新项目）。结果发现了两个中部颞叶区域的功能性分离：即海马对真实和错误项目有相似的激活，体现出对语义信息的恢复；而侧面海马回则在真实项目上比在错误项目上有更大的激活，体现出对知觉信息的恢复（Cabeza，Rao，Wagner，Mayer，& Schacter，2001）。

随着当前理论的不断深入，事件相关设计的种类在不断增加。近年来，有研究者开始考虑结合组块设计与事件相关设计的优势，提出嵌套式的设计范式。这些新的实验设计的出现将极大地推动fMRI脑功能成像研究乃至整个脑科学研究的发展。

3．对fMRI的评价

目前，fMRI技术已广泛应用于脑神经科学、认知神经科学以及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的临床治疗与基础研究（王君，刘嘉，2008）。

就社会认知领域而言，研究者已使用fMRI技术探讨了三种主要社会认知（自我知觉、他人知觉和社会知识的表征与运用）的神经机制，充分发挥了fMRI独特的优势。首先，fMRI具有高精度的空间分辨率，能够实现脑功能定位。其次，随着高速fMRI技术的发展以及配套软件的开发，能够进一步探讨社会认知的神经过程。它不仅可以测量单一事件，如刺激呈现或者运动出现对应的脑区活动的变化；还可以探讨一个区域的改变是否与另一个区域的改变有关，即探索功能性连接问题（Sun et al.，2004）。

与此同时，fMRI技术也存在一些局限，首先，最大的局限在于时间分辨率较低。虽然高速fMRI的发展已经使它的操作速度比以前加快了许多，但是用于测量BOLD反应的新陈代谢改变仍需要好几秒才能产生，因此，它不可能描述心理活动“实时”“在线”处理的时间进程。其次，fMRI的成本远远高于ERP，包括实验室建设、设备安装使用与维护、软件配置、人员的培训以及被试实验费用等，每一项都需要消耗高额资金、投入大量时间。再次，研究所得到的实验数据集非常庞大，分析也比较复杂。最后，对被试也有一定的要求，例如一般情况下，儿童被试、具有幽闭恐惧倾向的被试以及脑内有肿瘤疾病的被试不适宜参加社会认知实验。

因此，fMRI还有许多技术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和探索，但它作为一种新的成像手段具有空间高分辨率、高精确度、非侵袭性、无须注射对比剂等优势。它对脑表面和深部的活动均能显示，对合作良好者具有很高的敏感性。随着该技术本身的不断完善，以及与其他新兴技术的联合使用，例如ERP、PET、MEG以及TMS等，它必将在社会认知乃至整个心理学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


 三、其他方法

在社会认知神经科学领域，除了以上两种有代表性的、主要的实验技术之外，还有其他的新兴技术。

1．脑磁图

脑磁图（magnetoencephalography，MEG）是一个与ERP相关的技术。1969年，David Cohen博士在他的位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磁场研究所的磁场屏蔽室内完成了人类第一次脑磁场测量。Cohen博士由此被誉为脑磁场图像诊断学领域的先驱、脑磁图测量系统的发明者。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改进、应用软件的开发以及医学影像学信息处理技术的迅速发展，MEG的设计与研制发生了一系列质的变化，可以快速收集和处理整个大脑的数据，将获得的信号转换成脑磁曲线图、等磁线图，而且可与解剖影像信息叠加整合，形成脑功能解剖学定位，准确地反映出脑功能瞬时变化状态，用于临床研究以及高级认知脑功能方面的研究。

MEG的产生来源于人体的生物磁场。神经细胞的突触活动除了和电活动相关以外，活动神经元还会产生微弱的磁场，这种磁场就是产生脑磁场的磁源。与ERP一样，MEG可以通过一系列试次的叠加平均得到事件相关磁场（event-related field，ERF）。

Bialystok等人（2005）采用MEG来探讨双语者在完成冲突任务过程中行为与脑机制的关联。研究选取了广东话—英语双语者、法语—英语双语者与英语单语者在完成西蒙任务中的脑磁图特征。对MEG的数据分析发现，三组被试具有相同的大脑活动模式，即所有三个组的信号变化都出现在前额中区的左侧与中线部位。但是激活区域与反应时的交互作用显示，两个双语组被试的颞叶前部、颞叶中部、扣带回以及额下、额上回区域、左半球的大部分区域的激活时间更早，且激活更明显。单语者的反应时间在额中央激活更早。这说明，双语系统的管理促进了额叶执行功能的系统变化（Bialystok et al.，2005）。除了高级认知功能之外，MEG也用于包括孤独症患者在内的社会认知领域的神经科学研究（Hari et al.，1998；Hauswald，Weisz，Bentin，& Kissler，2013；Meltzoff，Williamson，& Marshall，2013）。

总体来说，MEG具有以下优点：无损伤性；具有毫秒量级的时间分辨率；能直接反映脑内的神经活动（主要指突触后电流）；对信号不需要进行复杂的统计分析，一般采用平均时间锁定；不受大脑外层的组织（如颅骨和头皮）的影响；允许个体处理状态的研究，仅对单一对象的测量数据就可以进行分析；实验中不需要进行条件不同的测量数据的相减（赵仑，2004）。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需要接受过专业培训的人员进行MEG数据分析；实验必须在一个磁屏蔽环境中进行；要求被试在实验中头部保持不动；与ERP相比，它有个劣势，即MEG只能检测与颅骨表面平行的电流方向。大部分皮质的MEG信号是由锥体神经元树突顶端细胞内电流所形成的。因此，MEG通常能够记录到的神经元位于脑沟中，脑沟的顶树突的长轴平行于颅骨表面（Gazzaniga et al.，2011）。

虽然MEG对神经电流源的定位要比ERP等其他成像技术相对准确，但是目前它的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仍然是如何提高对神经电流源的定位精确度。一种解决办法是完善MEG技术本身；另一种是与fMRI等技术融合，利用MEG的时间分辨优势和fMRI的空间分辨优势，使我们可以在正常生理条件下更精确地观察被试在社会认知加工过程中的脑区的激活状态，为研究人的心智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2．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

另一类与fMRI类似、能够确定解剖学与认知过程之间的关系的成像技术是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它能检验被试在执行认知任务时，大脑新陈代谢或血流的改变。这使得研究者可以确定与任务有关的脑区的激活状态，并检验功能解剖学的假设。

大脑在活动状态和静息状态时的新陈代谢水平是不同的，在活动状态下需要消耗更多的氧和葡萄糖，因此，大脑必须自我调控。当大脑的某个区域被激活时，通过增加血流量，可以有更多的氧和葡萄糖供其使用。而PET的基本假设就是，在那些具有高度神经活动的大脑区域血流会增加。它测量的不是绝对的新陈代谢活动，而是相对的活动。也就是说PET测量的是与心理活动相关的局部脑血流变化。为了做到这一点，PET必须向血流中注入放射性元素（同位素）作为示踪剂。由于它们的不稳定状态，正电子会从它们的原子核中发射出来，导致这些同位素快速衰变。当正电子与一个电子撞击时，会产生两个光子，即伽马射线。这两个光子的运动方向相反，以光速运动，可以不受阻碍地穿过所有的组织。PET实际上就是伽马射线探测器，可以检测碰撞在哪里发生，重构的图像可以显示血流的分布。血流越多的地方，射线也越多。

在典型的PET实验中，至少在控制条件期间和实验条件期间进行这两次注入，结果显示的是两种条件之间的局部脑血流量的变化。用实验条件下的放射量减去控制条件下的放射量，反映了血流量的差异。差异图确定的是随着实验操作新陈代谢为之变化的区域。即PET通过测量这些光子或放射量来计算它们的源。它能够分辨5～10立方毫米体积的区域的新陈代谢活动，这足以识别皮质和皮质下区域，甚至能够显示一个给定皮质区域内的功能变化。

Rizzolatti等人（1996）采用PET，将同位素15
 O以水（H2
 O）的形式注入被试体内，考察正常的右利手被试在以下三种条件中的脑功能定位。第一种条件下，被试观察实验人员对一般物体的抓握。在第二种条件下，他们伸手并抓握相同的物体。第三种条件下，被试仅仅观察物体，不需要抓握。前面两种条件与第三种条件进行比较。基于猿猴的实验数据，假设被试在抓握观察中激活了大脑的颞上回（STS）与颞下回6区。对人类的实验显示，抓握观察明显地激活了颞中回区，包括颞上回（Brodmann 21区）与左侧额下回尾部（Brodmann 45区）。这些结果表明，人类的这些区域与猿猴的STS区及额区F5之间可能具有功能同源性（Rizzolatti et al.，1996）。一些以精神病患者与正常人的PET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者的额叶（尤其是额叶外侧区域）不活跃。他们在失去工作记忆能力和自我抑制能力后，就更加依赖于后部皮质的活动。他们可能更易分心，因此，不能抑制无关的表征（如持续性幻觉）（Gazzaniga et al.，2011）。

PET扫描为认知神经科学带来了突破性进展。它最大的优势在于具有较高的空间分辨率，能够进行脑功能定位。但它同样存在一些缺点。首先，时间分辨率相对较低，受到放射性物质衰变速率的限制。它需要花时间收集足够多的放射“量”来建立质量尚可的图像。即使是最快的同位素15
 O，也需要40秒才能获得稳定的射线数量。其次，PET扫描仪只有在少数大型医疗机构才具备，并且需要大量技术人员来管理扫描仪和用于产生放射性示踪剂的回旋加速器。最后，被试需要接受示踪剂的注射，且每个人接受注射的次数是有限的，即使运用最新一代的高分辨率的PET扫描仪，也只能接受12～16次放射性同位素的注射。所以必须使用计算机算法对不同个体的数据进行平均然后把它们附加在“标准化”大脑上。并且对被试注射放射性同位素具有一定的副作用。

除了以上几种技术之外，还有经颅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TMS）、单细胞记录（single-cell recording）以及基因技术等。但是任何一种单独的方法都不能使我们彻底理解社会认知的复杂加工过程，只有不同方法的综合使用才能提供给我们最为完整的理论阐释。为此，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的未来走向是将以上技术扬长避短，相互弥补，结合使用全面探讨人们在对社会信息加工过程中的社会水平、认知水平与神经水平上的内在机制（见图2-6）。同样令人激动的是，新的技术（如膜片钳技术、激光技术、基因技术以及光成像技术）的不断涌现与完善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与视野，使我们得以更深入、全面地研究我们的行为与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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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认知神经科学主要方法的空间和时间分辨率





专栏　IAT的其他变式

除了以上范式之外，研究者还针对IAT的不足进行修订，发展出了其他范式，例如，单类别内隐联想测验（SC-IAT）、单属性内隐联想测验（SA-IAT）、单区组内隐联想测验（SB-IAT）和简明内隐联想测验（B-IAT）等。

单类别内隐联想测验（Single-Category IAT，SC-IAT）：是Karpinski等人提出的用来测量单一对象与属性词之间的联结强度（Karpinski & Steinman，2006）的测验。以对女性的态度为例，来说明SC-IAT的设计程序（见表2-7）。实验由两个阶段组成，每个阶段都由24个练习试次和紧接着的72个测验试次（24个测验为一块，共3块）组成。在第一个阶段（女性＋积极的词），将女性的词语和积极的词分类在左键上，消极的词被分类在右键上。为了预防形成反应偏差，女性的词语，积极的词和消极的词不以相等的频率呈现，而是以7∶7∶10的比率呈现，以至于有58％的正确反应在左键上，42％的正确反应在右键上。在第二个阶段（女性＋消极的词），积极的词被分类在左键上，女性的词语和消极的词被分类在右键上。女性的词语，积极的词和消极的词以7∶10∶7的比率呈现，以至于有42％的正确反应在左键上，58％的正确反应在右键上（如表2-7所示）。靶子词在被试做出反应之前一直呈现在屏幕上，或者呈现1500毫秒。如果被试在1500毫秒之内不能做出反应，一个“请更快回答”的提醒将出现500毫秒。这个1500毫秒的反应窗使被试产生一种紧迫感，可以减少控制性加工的可能性（温芳芳，佐斌2007）。实验证明，SC-IAT具有较高的信度α＝0.70～0.90（Gawronski et al.，2011）。

表2-7　对女性内隐态度的SC-IAT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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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属性内隐联想测验（Single-Attribute IAT，SA-IAT）：受到了SC-IAT的启发，很多情况下，标准IAT中的相对类别不具备与目标类别相反的“自然”属性，为此，Penke等人（2006）提出了单属性内隐联想测验，其结构类似于SC-IAT，主要的区别在于使用了单一属性，而不是单一目标刺激。实验首先呈现目标刺激辨别的练习block，然后是两个联合block任务，任务中目标试次与属性试次相互联合。以社会群体内的性关系为例（对参与不受约束的性的倾向），采用了陌生人与伴侣作为目标类别，性作为属性词（程序见表2-8）。

表2-8　对社会群体内的性关系的内隐态度的SA-IAT程序（Penke et al.，2006）

[image: ]


在第一个block中，被试需要练习对陌生人和伴侣有关的类别词的反应。在接下来的联合任务的第一个block中，被试需要对陌生人相关词按一个键反应，对伴侣相关或性相关词语按另一键反应；联合任务的第二个block中，被试需要对陌生人相关或性相关词语按一个键反应，对同伴相关词语按另一个键反应（Penke，Eichstaedt，& Asendorpf，2006）。该联想测验的优缺点类似于SC-IAT，且具有较高的信度α＝0.70～0.80，但有关SA-IAT的研究及其应用比较少见，需要进一步验证并提升它的有效性。

单区组内隐联想测验（Single-Block IAT，SB-IAT）：为了克服IAT区组设计引发的方法上的弊端（如实验任务变量对实验结果的影响），Teige-Mocigemba等人（2008）提出了单区组内隐联想测验（SB-IAT），将相容与不相容的联合任务都放在一个block中。以测量对白人或黑人的态度偏好为例，基本的实验程序如下：第一个练习block中，将黑人面孔与白人面孔呈现在计算机屏幕的上半部分，对黑人面孔按左键，白人面孔按右键。第二个练习block中，黑人面孔与白人面孔都呈现在计算机屏幕的下半部分，且按键与第一个block相反。第三个练习block联合了前面两个任务，即白人面孔与黑人面孔随机呈现在屏幕的上半部分及下半部分，被试根据前两个练习来做出按键反应。第四个练习block呈现了积极词汇与消极词汇，且随机呈现在屏幕的上半部分或下半部分，被试只需按照属性效价进行按键反应，无须注意其呈现位置。第五部分最为关键，目标与属性的联合试次轮流呈现，被试需要根据面孔的位置以及属性词的效价做出按键反应。

简明内隐联想测验（The Brief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B-IAT）：Sriram 与Greenwald（2009）提出的简明内隐联想测验缩短了IAT的程序长度，保留了它的心理测量学属性。B-IAT包括与两对类别（如，白人—黑人；愉快—不愉快）有关的刺激；被试只需聚焦于四个类别中的两个。在任务指导语中要求被试学习并记住两个“焦点”类别的刺激（如黑人面孔，积极词汇），在实际的任务中，被试每次对两类学习过的词按“焦点（focal）”反应键，对其他两类刺激按“非焦点（nonfocal）”反应键。实验任务包括两个block，第一个block将两种目标类别中的一种作为焦点类别（如黑人面孔）；第二个block将另一种目标类别作为焦点类别（如白人面孔）。作为焦点的属性类别（如积极词汇）在两个block中始终不变。以白人—黑人内隐态度评价为例，第一个block以黑人面孔和积极词汇作为焦点类别，第二个block以白人面孔和积极词汇作为焦点类别。两个block都包括40个试次，每个block又分为两个含20个试次的子block。被试在前半部分任务中完成第一个block系列中的20个试次与第二个block焦点系列中的20个试次；后半部分任务以相同的顺序完成剩下的试次。结果采用Greenwald 2003年的计分方式统计，计算出白人—积极的联想效应与黑人—积极的联想效应，效应越大说明内隐态度越明显（Sriram & Greenwald，2009；晋争，2010）。



第二篇　对人际互动过程与行为的认知



第三章　社会知觉与印象形成

第一节　社会知觉及其研究内容

第二节　社会知觉的理论模型

第三节　自我知觉

第四节　人际知觉：信息识别

第五节　人际知觉：印象形成

第六节　群体知觉与群体印象形成

第七节　印象管理


想试着回答一下吗……


	
人怎样知觉别人和周围世界？


	
为什么人们许多时候不能形成对世界客观的了解？为什么说社会知觉比对物知觉更困难？


	
哪些因素影响人们社会知觉的准确性？


	
你听过人如其面、听话要听音、气味相投等这些俗语吗？你想知道这些话只是随便说说还是已在心理学领域得到验证吗？


	
从别人的表情中可以窥探他的情绪吗？


	
大脑是如何加工他人的表情信息的？


	
你和他人初次见面时，你们是根据什么形成对彼此的第一印象的？


	
大脑是怎么加工对他人和群体的信息，从而形成印象的？


	
怎样使用印象管理策略，给别人留下良好的印象？










社会认知心理学开创之初，力求探讨个体如何受自然与社会的双重作用，成为具有相对独特性的“社会人”。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社会人”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在不断地扩展与深化。从广义上来说，社会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包括个体层面的社会认知（自我认知）、人际认知、群际认知和社会实践认知等。但是，随着社会存在与社会发展的多样性与冲突性，人们的视野开始转向具有强烈社会意义的社会认知心理学——狭义的社会认知心理学，即研究范畴不包括个体层面的自我认知，而是涉及人际认知、群际认知和社会事件认知等。立足于更新的学术视野，如何在自然—文化—社会有机融合的基础上理解“社会人”，从而在更加多样、更加复合的意义上理解社会认知，探寻到人际—群际—社会实践这三个层面认知的动态发展规律，这对于社会认知心理学的理论建构和现实指导意义将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针对以上论述，可从社会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窥见一斑。从过去将个体看成是“加工社会刺激的思想家或信息加工器”的“冷”研究，转变为将个体看成是“受特定情境和心理调控机制影响的、具有灵活调整自己的思维过程（没有忽视人的社会心理的无意识性和控制性的问题）以满足当前需要与目标的策略家”的“暖”研究（Forgas，1981；Schneider，1991；Schwarz & Clore，1996）。自20世纪90年代起，社会认知心理学家开始广泛关注社会情境、人际与群际交往对认知的影响，社会认知心理学与跨文化心理学、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趋势。这些研究领域的融合与拓展深刻表明了社会认知心理学研究范畴与范式的转变。

从本章开始，涉及人际互动过程与行为的认知、群际认知、社会事件认知等章节的介绍。这一行文思路正是紧密围绕现阶段社会认知心理学的“人际—群际—社会事件”三个层面的研究趋向和前沿焦点展开的。


 第一节　社会知觉及其研究内容

“我们生活中的很多时间都花费在努力去理解别人，同时希望别人更好地理解我们。”诚如人格心理学家奥尔波特（G. W. Allport）所言，个体在与他人交往时，首先要知晓对方的心理状态及特征，以便形成印象，并对其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同时，个体还要觉察自身的心理状态和特质等，驾驭自己给人的印象，以使人际交往顺畅。为此，个体必须广泛地收集关于他人以及自己的信息，并对信息进行整理、判断和解释，这就涉及社会知觉的问题。那么，怎样将社会知觉与物体知觉相比较呢？社会知觉与印象形成有着怎样的联系与区别？如何对社会知觉进行分类？对此，首先探讨社会知觉的概念将有助于分析这些问题。


 一、社会知觉的界定

通俗而言，对“人”的知觉属于社会知觉的范畴，而对“物”的知觉属于物体知觉的范畴。普通心理学研究的知觉大多是物体知觉，根据知觉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分析器，将知觉分为视知觉、听知觉、嗅知觉、味知觉和触摸觉等类型；根据知觉对象，把知觉分为空间知觉（它包括形状知觉、大小知觉、深度知觉及方位知觉等）、时间知觉（人脑对客观现象的延续性、顺序性和周期性的反映）和运动知觉（人脑对物体空间位置移动的反映）。对物体知觉的研究过程，研究者不考虑知觉主体的动机、情感、价值等因素对知觉的影响。

20世纪40年代，社会知觉的研究开始兴起。美国心理学家J. S. Bruner（1947）率先提出知觉的“新观点”，把社会知觉（social perception）理解为知觉过程受社会制约。此后，社会心理学家把人对“社会客体”的知觉过程定义为社会知觉。所谓“社会客体”包括社会生活中的个人、社会团体及组织。因此，社会知觉可以理解为主体对社会环境中有关个人、团体和组织特性的知觉。例如，人们对一定社会环境中生活的某个人行为特征的认知、人际关系的知觉及角色知觉等都属于社会知觉的范畴。随着社会认知心理学的兴起和发展，人们开始更多了解社会知觉背后的认知过程，即从认知结构或图式的概念来探讨社会知觉的信息加工过程。

作为人们社会行为的基础，社会知觉是外部世界与个人心理世界建立联系的开端和桥梁，而印象形成是社会知觉的结果。社会知觉的过程不仅包括依据主体的社会经验对有关的信息、线索进行选择、识别的知觉活动，还包括分析、比较、归纳、概括、判断等思维活动。通过了解社会知觉的过程和偏差，可以调动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协调人际关系，提高印象管理水平和组织绩效。


 二、社会知觉的种类

传统的社会知觉研究，根据知觉对象的不同，将社会知觉分为对自我的知觉、对他人的知觉和对人际的知觉。随着社会认知研究的深入，研究者根据认知主体缺乏意识监控或在意识状态不明确的条件下对社会刺激的组织和解释过程，提出“内隐社会知觉”的概念；根据阈下呈现的社会刺激在被试行为上所带来的影响，提出“阈下知觉”的概念。此外，不少研究者针对社会知觉研究内容的侧重点，开展了专门领域的研究，如面部知觉、言语知觉、音调知觉、同伴交往自我知觉、元知觉、真实情境知觉、环境风险知觉、社会压力知觉、歧视知觉，等等。下面，简要介绍意识状态下和无意识状态下的典型社会知觉类型，对不同社会知觉类型下的具体知觉内容和印象形成则在后面的小节中进行详述。

1．自我知觉、人际知觉和群体知觉

自我知觉是指个体对自己的需要、动机、态度、情感等心理状态以及人格特点的感知和判断，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自我外部特征（如容貌、肤色、体形等）的知觉；二是对自我人格特征（如喜怒哀乐、意志力、价值观、气质、性格、能力等）的知觉。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把自我知觉分为3个要素：物质自我、社会自我和心理自我。

人际知觉是指在社会情境中个体对他人的表情、思想观念、态度、性格、品格、人际关系和行为原因等方面的认知，属于社会知觉最核心的部分。以儿童为例，儿童最迷恋的首先是各种面孔和姿势，尤其是母亲的面孔和姿势。他们所知觉到的，不仅是一些客观的物理事实，而且包括面部的表情符号及生命意义。也就是说，不用知道眼睛或头发的颜色、嘴巴或面孔的形状，就能很好地知觉一个人。

群体知觉是指个体对社会群体的知觉。个体一般会依照群体被知觉到的基本特性进行类别划分并形成群体印象表征。其中，群体所知觉到的基本特性一般分为两类：一是群体变异性，即对群体内差异的认知，是群体内成员被认识到的彼此间的不同；二是群体实体性，即对群体独立存在的基本认识，是群体被认识到的知觉格式塔，主要受群体内成员间的相似性和同质性的影响。

2．内隐社会知觉和阈下知觉

内隐社会知觉（implicit social perception）是内隐社会认知的初级阶段。众所周知，知觉是对刺激整体属性的一种反映，而社会知觉则是对社会刺激整体属性的一种反映。所谓社会刺激属性，就是刺激对认知者所具有的生物学意义（如可以充饥、威胁安全等）、社会意义（如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受人尊敬等）以及情感意义（如喜欢和憎恨等）。由于社会知觉阶段是社会信息进入社会认知加工系统的门户，这个阶段基于知觉和注意的选择作用，那些对认知者有意义的社会信息将获得进一步的加工，即使在无意识条件下知觉和注意的这种选择作用仍然控制着认知者对信息的进一步加工。这种控制过程如何运作，是当前社会知觉研究的热点之一。

对阈下知觉的研究与科学心理学的历史几乎是同步开始的。J. Herbart（1776—1841）首先采用“阈下”（subliminal）这个词来描述发生在意识以外的心理活动。一方面，在H. V. Helmholtz（1821—1894）看来，视知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一种无意识推理过程。而另一方面，在W. Wundt的影响下，内省报告被看作研究人类心理活动的一种有效手段。因此，Pierce、Sidis（1898）、Stroh等人（1908）在其有关触觉、视觉、听觉的阈下知觉经典实验中采用了内省法。20世纪50年代中期，有关阈下知觉的研究变得十分热门，因为一些广告公司发现，阈下呈现的广告可以在消费者未觉察的情况下对其行为产生长期影响，同时这种影响是不受意识控制的。同时，Erikson（1960）反对将内省法作为测量意识的有效方法，他认为主观测量可能反映的只是个体的一种反应偏向而不是真正的主观意识。此后，Marcel等人（1980，1983）采用视觉掩蔽技术使刺激变得不可见，并以此为阈下语义加工的存在提供了实验证据。例如，在掩蔽启动词“盐”之后呈现2个词（一个语义相关的，如“辣椒”；一个语义无关的，如“荷花”），被试更倾向于选择语义相关的刺激，从而表明阈下刺激的语义信息对个体的行为产生了影响。但是，这类研究无一例外遭到研究方法上的质疑。

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关阈下语义激活的研究再度回潮。先后发表在Science
 和Nature
 的2篇文章宣称发现了真正的阈下语义加工（Greenwald，et al.，1996；Dehaene et al.，1998）。Greenwald等人通过改进实验程序和统计方法获得了显著的阈下启动效应，且当启动词和靶子词具有相同的效价时，被试的反应更快。Dehaene等人的研究指出，阈下加工取决于策略加工而不是自动加工，被试会将适用于靶刺激的任务应用于阈下启动刺激。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要求被试对数字进行分类（如大于5或小于5）。实验表明，当启动刺激和靶刺激属于同一个范畴时，与不同范畴相比，被试反应更快。首次使用的脑成像技术（fMRI和ERP）证明阈下刺激可以引起反应竞争，激活运动皮层。“阈下知觉可以达到语义加工的水平”这一观点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仍需要后续大量的研究来进一步阐明这一问题。

3．自我元知觉和群体元知觉

元知觉（meta-perception）是指个体关于他人如何看待自己（自我元知觉）或自己所属群体（群体元知觉）的信念。这方面的最初研究主要是关注人际背景下的自我元知觉，近几十年，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群际背景下的群体元知觉。关于群体元知觉，较早的研究集中于污名化的产生原因和后果上（Crocker & Major，1989；Crocker，1999；Major & O'Brien，2005）。污名化意味着低等级群体感觉受到“优势文化刻板印象”的威胁，感觉优势群体对其群体持有消极的刻板印象。近几年，一些学者探讨了自我元知觉和群体元知觉之间的关系（Méndez，Gómez，& Tropp，2007）。研究发现，高原型者的群体元知觉对于自我元知觉的影响更加显著（Frey & Tropp，2006）。当群体元知觉消极时，低原型者的自我元知觉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而高原型者的自我元知觉会更加消极，群体间焦虑更高，群体间接触的兴趣更低。

群体元知觉可分为群体内元知觉和群体间元知觉。由于人们对内群体成员和外群体成员的假设不同，因此，两种元知觉形成的策略存在差异。一般来说，人们会认为自己与内群体成员相似，而与外群体成员相异（Clement & Krueger，2002）。Ames（2004）指出，当人们认为自己与他人相似时更可能使用投射策略，而与他人相异时更可能使用刻板化策略；投射策略和刻板化策略的使用存在负相关。在不同策略下形成的群体内元知觉和群体间元知觉的效价存在差异，群体内元知觉偏向于积极，而群体间元知觉偏向于消极（Robbins & Krueger，2005；Frey & Tropp，2006）。


 三、社会知觉的过程和特征

1．社会知觉的过程

（1）寻找意义

面对信息时，知觉者总是尽力获得关于刺激物的有意义的印象。就是说，知觉者会将情境信息和个体评价很好地结合起来，情境信息在影响知觉者对他人印象形成的同时，也使知觉者更好地构成对他人的评价。人们在储存他人的行为特质的同时，也会储存情境以及人与情境交互的信息。

（2）注重显著性信息

人们对目标个体的描述倾向于按照重要程度依次提及6类信息：长相、个性特征、行为模式、社会关系、个体出身、所处环境。行为模式、社会关系和所处环境都涉及了相应的情境信息，并且人们对熟悉的人的记忆结构不同于不熟悉的人或者关系一般的人的记忆结构。Fiske（1979）认为，个体对朋友的描述更多地集中于个性特质，对陌生人的描述则更多地集中于情境。换句话说，个体对朋友的评价较少受到情境的影响，而对陌生人的评价则主要建立在情境评价基础之上。

（3）运用图式加工

图式是一种心理结构，一个图式以一个特定的主题、对象为中心，将相关的信息全部组织起来。图式的发展以经验为基础，对特定主题、对象的多次经验就会发展起关于它的一个图式。对于一个特定的图式，它包含抽象的、一般的要素和一些彼此有联系的具体的特定的事例，因此，算得上是一种等级式的组织。

那么，特定的图式在头脑中是如何组织或编码的？关于这一问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为组织加工说。它认为，人们在接受关于目标个体的有关信息后，会依据一定的规则把信息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层次网络。最底下的是具体行为，它所说明的品质属于网络的中层，网络的最上面是关于目标个体的评价，或几个品质共同说明的概念，最上面的位置叫作结节（node），这样便组成了品质行为群集（trait-behavior cluster）。第二种观点为精致加工说。该理论认为，图式加工是每个项目与记忆中另外的相关信息之间联系的形成或建立，个体用行为所说明的每个品质来精致加工每个行为或刺激信息，因而在记忆中建立了每个行为和各自品质之间的联系。

（4）对信息进行同化和对比

先前的信息如何影响人与人之间的知觉呢？前人研究发现两种现象，即同化效应和对比效应。被先前信息激活的特质结构使被试对目标个体的评价倾向于与启动刺激相同，这种效应被称为同化效应（assimilation effect）；被先前信息激活的特质结构使被试对目标个体的评价倾向于与启动刺激相反，这种效应被称为对比效应（contrast effect）。在实验研究情境中，同化效应可以表现为合作性启动词的呈现导致被试认为目标个体更具合作性；对比效应则可以表现为合作性启动词的呈现导致被试认为目标个体更具竞争性。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他人的第一印象会使其在与他人之后的相处过程中，出现一定的倾向性。比如，通过朋友介绍相识的人，可能会在相处过程中对彼此表现出更多的宽容，这种现象可以理解为同化效应的一种表现。但是，如果朋友介绍时刻意将某一人刻画成一个完美的人，却会使另一人出现校正倾向，进而刻意地去寻找一些证明该人并不完美的缺点，这种刻意的校正倾向则可以理解为对比效应的一种表现（Baldwin，1990）。Kay（2008）的研究显示，启动刺激可以在被试无意识状态下产生对比效应，即启动刺激可以使被试对目标个体的知觉倾向于与启动特质相反，如启动刺激是竞争性的，则被试对目标个体的知觉会倾向于更具合作性。

2．社会知觉与物体知觉的联系与区别

怎样将社会知觉与物体知觉相比较呢？首先考虑两者的相似点：第一，两种知觉都要有感觉器官，常常在同一时间里涉及多种感觉通道。一样食品被嗅到了又被尝到了，一个朋友被看见了又被接触到了。第二个相似点在这些例子中也是显而易见的，即接受关于知觉对象的某些信息。因此，对物体和对人的知觉活动都包含分类过程（标记与种类的运用）。这一过程意味着将感觉经验的“原始资料”进行分类整理，且允许各种程度的失真。一个有经验的成人能够把一个微小的面部表情列为“多血质”或“胆汁质”，或者鉴别出不同品牌的酒。概括起来，两种知觉的共同特征包括：感受器、感觉资料的组织与分类以及恒常特征的确定。


硬币实验（Burner et al.，1974）

材料：一套大小不同的硬币；一套硬纸片，大小形状和硬币相对应。

对象：30个贫富不同家庭的孩子。

程序：将材料投射在银幕上，孩子依次观看，之后移去刺激物，让孩子画出看到的东西。

结果：孩子们画出来的图形与实际的硬纸圆形大小较为一致，但所画的硬币圆形却远比他们看到的真正硬币大，贫困家庭的孩子所画的硬币圆形则更大。



那么，两种知觉间的差异表现在哪些方面？社会知觉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将人作为引起某种结果的动因来考虑，这种倾向性在物体知觉中通常不存在。砸碎了某人窗户的一块石头成为追究肇事者责任的证据。当然，人们还可能深究与肇事者砸窗户有关的原因。由于原因不能被直接观察到，知觉者就必须根据那些可观察到的线索进行估计和推断。因此，社会知觉包括对他人行为的归因和推测。

社会知觉不同于物体知觉，还在于知觉者倾向于假定自己和知觉对象相似，即以己度人。当别人表现出特定的行为时（如笑或哭），一个人常会从自己的人格出发推断他人潜在的心理状态（如动机和意向）与自己相似，但这种假设易发生错误，特别是当某种社会知觉比认知普通情绪状态较为复杂时，更易发生错误。

最后，时间维度对于社会知觉非常重要。对别人形成印象有一个接受有关信息且使这些信息纳入相应类型的过程，但在总的印象中并非全部信息都同等重要，尤其是由第一印象得到的信息往往不易被后来的信息所改变。

综上所述，社会知觉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整体性、选择性、理解性和恒常性。通过上面的硬币实验，可以很好地理解社会知觉的复杂性与特殊性。


 四、影响社会知觉的关键因素

1．认知者的经验和图式

大量信息的抽象结构是如何被知觉到的？图式在认知者的经验中如何发挥作用？首先，认知者的经验影响对社会信息的注意、编码、提取和判断，同时能够提高社会认知的效率，而认知者的经验能弥补社会认知过程中的信息不足或缺失。当人们以经验为基础对社会信息进行判断时并未意识到自己没有遵循理性原则，这种倾向其实是适应生存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社会知觉可能出现偏差，而造成这种偏差的深层原因是图式加工。

由于图式是在反复经验基础上形成的，且有良好的组织结构，即便当原有的图式不适用于当前的人或事件时，人们仍倾向于运用原有的图式。在社会知觉过程中，人们首先根据图式形成关于他人的假设，然后从他人的行为中寻找支持这些假设的证据，即“肯定性假设检验（confirmatory hypothesis testing）”现象。当面对一些缺失的信息时，人们可能填充与他们的图式相一致的信息，但有时这些后填进去的信息可能是错误的或不准确的，因此，根据这些信息做出的关于个人、群体、事件的推论和解释难免出现错误或偏差。错误的图式就会导致错误的推断，进而对与之关联的其他人或群体做出不恰当的反应。

2．认知者的动机与兴趣

根据社会情绪选择理论（Carstensen，Isaacowitz，& Charies，1999），人类的社会目标有两大类：知识获得目标和情绪管理目标。知识获得目标以获得知识为目的，人们在与他人的社会互动中，相互观察和了解，从中获取信息并学习赖以生存的社会技能；情绪管理目标则旨在控制纷繁的情绪状态，关注生命的意义和情感的亲密性，表现为回避消极情绪状态、趋向积极情绪状态。

在社会知觉层面上，对时间的认知评估能帮助人们在上述两种目标之间找到平衡。当人们知觉到未来时间很充足时，更多地关注知识获得目标，即与知识追寻有关，学习社会和物理世界的获得性行为，目的是追求新知；而当人们感到时间非常有限时，导向情绪管理目标，通过与他人交往来实现情绪状态的优化，包括寻找生活意义的欲望，获得亲密的情感和追求生命的真谛以及体验情感上的满足。获取知识和调节情绪的动机相互竞争，共同组成生命过程中激发社会知觉目标的动力系统。在具体情境中，个体在权衡两类目标的重要性后做出选择，进而产生相应的行为反应。

3．认知者的情绪

情绪作为对刺激的一种反应势必受个体对外环境的知觉影响。正如情绪认知理论（Cognitive Theory of Emotion；Arnold，1950；Schachter & Singer，1962；Young & Pribram，1967；Siminov，1971；Lazarus，1984）所述，情绪是认知评价的结果，情绪的产生由认知评价过程中个体对刺激和对自身生理反应的知觉所决定。Righart和de Gelder（2008）的实验研究发现，无论低任务负荷还是高任务负荷，面部表情与背景一致时对面部表情的反应快于面部表情与背景不一致时的反应，说明对周围环境的知觉在面部表情识别中具有重要作用。Vrana（2000）发现，反复听正性音乐会提高被试对正性音乐的喜欢程度，反复听负性音乐则会增强被试对负性音乐的厌恶程度。因此，被试对信息的知觉影响其情绪体验。

Gable和Harmon-Jones（2010）的研究结果表明，情绪的动机强度对整体与局部知觉存在重要影响，而这种动机强度是一种行为倾向，它与情绪的唤醒度密切相关。Gable等人主张，情绪对整体与局部知觉的影响不在于某种情绪是积极还是消极的，而在于这种情绪的动机强度。低强度的积极或消极情绪会扩大个体的注意范围和对整体的关注度，从而提高其创造性和认知能力；高强度的积极或消极情绪则会使个体的认知范围变得狭窄，往往只关注局部的认知对象。

4．真实的情境

不同于独立客观刺激，情境是知觉者对其所处的具体环境的知觉。换句话讲，对真实情境的知觉不同于对视觉刺激的感知，真实情境充满了整个视觉范围，并产生特定的波长、密度和空间信息。Henderson和Ferreira（2005）认为，人们对真实情境和刺激序列的视觉加工可能存在一些重要的差别。比如，真实情境很可能被当作一个语体复合体来认识，它能够应用情境中各个刺激物的全部信息；相反，刺激序列没有确定的语义解释，无法从整体的水平上分析视觉加工过程。因此，不能用对刺激序列的视觉加工研究来代替对真实情境知觉的研究。目前，有关真实情境知觉的研究已经扩展到情境梗概的获得、情境再认、情境浏览中的信息更新、情境中有意义刺激的视觉搜索、刺激物认知中的情境背景线索效应以及在情境表征和加工过程中的大脑神经执行功能等各个领域。

5．身体的运动

对身体的操纵与姿势的表达是人们传递文化的一种方式。在不同的文化中，身体状态可能激活人们不同的情感认知反应。当身体状态和情感认知反应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的联结性逐渐增强时就形成了人们的复杂的文化表征，这种复杂的文化表征又会反过来影响和缔造人的身体状态（Cohen & Leung，2009）。

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证据表明，高级的认知过程与知觉、运动过程之间是相互作用的（Barsalou，2008），即，认知不仅仅是借助身体这样的“硬件”来表达，其功能的实现是依赖于身体的。简言之，认知是具（体）身（体）的认知。当对身体状态的体验或模拟对社会知觉、态度、情绪等发生作用时，这种效应便被称为具身效应，而这种将“身”的状态作为一种功能依赖的学说被统称为具身理论。在探讨社会知觉的具身研究时，同时考虑多学科（如，神经科学、生物进化学、生理物理学、文化心理学、社会学等）的相互作用对理解具身社会知觉的发生原因、过程和结果是非常有意义的。

最近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当基本的感知运动系统和高级心理系统同时适应于特定的外部环境时，它们就产生了耦合关系，在大脑皮层的相应部位产生重叠。Williams和Bargh（2008）发现身体对物理冷暖的感知影响了人际冷暖。他们在实验中让一组被试接触温暖的刺激（如一杯热水），让另一组被试接触冷刺激（如一杯冷水），随后让这些被试阅读一篇具有中性人格特征的人物简介，并据此判断人物的性格如何。实验发现，接触热刺激的被试比起接触冷刺激的被试觉得人物性格更热情友好。冷暖刺激的感知是一种对外部环境的适应。人际的冷暖同样意味着个人是否拥有足够的社会资源抵御外部环境中的威胁因素。脑神经研究发现，物理温暖（好的环境）与心理温暖（安全感）之所以实现耦合在于两者的加工都能够激活脑岛皮层区域，实现神经机制的重合（Meyer-Lindenberg，2008；Williams & Bargh，2008）。


 第二节　社会知觉的理论模型

我们在许多科幻电影中都会看到，机器人健步如飞，寻找和发现敌人，比人类看得远、看得准，力大无比，智慧超群，总是在最危险的时候挽救人类。那么，现实生活中为什么机器人不能像人类一样认知社会信息，进行社会交往？迄今为止，研究者还没有弄清楚人类自身感知觉系统的工作机理，更谈不上将此机理转变成可应用于机器人感知觉的认知模型。那么，人类的社会知觉运行过程有怎样的加工机制，其神经结构又如何？不同的理论模型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和区别？这些问题，涉及社会知觉的理论模型。


 一、社会知觉的信息加工视角

社会信息加工理论主张，社会知觉是确定知觉对象意义的过程，包括对社会刺激的定向、选择、组织和解释。其中，进行社会知觉的人一般叫作感受者（perceiver），被知觉的人叫作目标（target）。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注重对社会知觉过程的精细研究，且重点关注“模式识别”这一研究领域。

1．知觉选择模型和反应选择模型及其衍生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兴起，人们重新认识到注意在人类大脑信息加工中的重要性，提出了若干注意模型。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注意的过滤模型和衰减模型，它们属于知觉选择模型。这两种模型把注意机制定位于信息加工的知觉阶段，即在识别之前实现信息选择。与知觉选择模型形成对照的是反应选择模型，它认为注意的作用不是选择刺激，而是选择对刺激的反应。该模型认为，所有信息都可以进入高级处理阶段，但只有最重要的信息才会引起中枢系统的反应。这两类模型的侧重点不同，知觉选择模型强调集中注意，而反应选择模型则注重分配注意。两者争论的焦点是注意机制在信息加工中的位置。

在上述背景下产生了又一种注意模型——中枢能量模型。该模型指出，信息系统的加工能力是有限的，从而避开了注意机制在信息加工中的位置这个难题，使知觉选择模型和反应选择模型的实验结果在形式上得到统一，但缺点是没有揭示注意所涉及的信息加工过程。

随着脑成像技术和神经生理研究的迅速发展，注意网络从其他信息处理系统中的分离成为现实。利用正电子断层扫描（PET）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可以较精确地测量在完成特定的注意任务时大脑各区域脑血流的变化（rCBF），从而确定各个注意子网络的功能结构和解剖定位。

2．注意的特征整合理论

人们在感知社会信息的过程中，常常寻找事物的相同与不同之处，根据使用目的进行分类，这种能力就是模式识别能力。所谓模式，是指若干元素或成分按一定关系形成某种刺激结构或组合。人们能够确认所知觉的某个模式，并将其与别的模式区分开来进行辨别和归类的过程就叫模式识别。例如，将一大批图片分成人物、动物、风景、建筑物和其他5种类型分别储存，这5种类型就是5个不同的模式。

早期有代表性的模式识别理论——模板匹配模型、原型匹配模型、特征分析模型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社会信息的识别、理解和破译原理。近20多年来提出的模式识别理论有：视觉计算理论、注意的特征整合理论、成分识别理论、相互作用激活理论、视觉拓扑理论。下面，就新近关注度较高的注意的特征整合理论做一简要介绍。

注意的特征整合理论（Feature-Integration Theory of Attention）主要探讨视觉早期加工的问题，因此，可将其看作一种模式识别理论（Treisman，Sykes，& Gelade，1980；Keenan，Freund，Hamilton，Ganis，& Pascual-Leone，2000；Sui，Liu，& Han，2009）。Treisman等人认为，视觉加工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特征登记阶段（前注意阶段）和特征整合阶段（集中性注意阶段）。前注意加工可以帮助人们对周围环境进行指向性的搜索，这一过程不需要个体的意识性加工；集中性注意加工发生在视觉处理的后期阶段，相比前一阶段而言，这一阶段的加工过程要慢一些，需要将原始的、彼此分开的特征整合为一个单一的物体来完成非自动化的、序列的处理任务（见图3-1）。当个体的注意超负荷或分心时，特别是对注意的要求很高时，就会将刺激的特征不恰当地结合，造成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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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注意的特征整合理论



注意的特征整合分3个步骤完成：首先，早期视觉把一些简单和有用的信息编码成特征模块，这些模块保持着可见世界的空间关系，但它们本身不能向随后的处理阶段直接提供空间信息。其次，集中性注意开始通过一张主要的“位置地图”起作用，它选取和整合位于一个特定位置上的特征。通过这一作用，当前在某个被选定的位置上出现的所有特征，全部进入一个临时的物体表征或文件中。最后，有关性质和结构关系的整合信息与在识别网络中储存的对目标的描述进行比较。由此可见，注意的特征整合模型是一个以自上而下的加工为主要特征的、具有局部交互作用的模型。

Gray（1989）指出，集中性注意可引起与被注意事件相关的神经元的同步放电，这一发现为注意的特征整合模型提供了神经生理证据。根据近年来的脑成像研究，Posner把注意网络分为3个子系统：前注意系统（主要位于额叶皮层、前扣带回和基底神经节）、后注意系统（主要包括上顶皮层、丘脑枕核和上丘）、警觉系统（主要涉及位于大脑右侧额叶区的蓝斑去甲肾上腺素到皮层的输入），并将它们的功能分别概括为定向控制、指导搜索和保持警觉。

无论上述哪一种模式识别理论，都存在或多或少的片面性，迄今为止尚未形成一个较有说服力的、普遍认可的模式识别理论。

3．知觉负载理论

在面对一个复杂的视觉刺激时，选择性注意帮助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与任务相关的刺激上，忽视无关刺激。这个过程如何进行、受哪些因素影响仍然是一个未解之题。

Lavie（1995）根据前人的实验结果，考察了知觉负载在选择性注意中的作用。她认为知觉确实是容量有限的加工过程，只能处理一部分信息，且当前任务知觉负载的高低决定了选择性注意过程中的资源分配。如果当前任务的知觉负载较低，其加工过程只耗用一部分注意资源，则多余的注意资源会自动溢出，去加工干扰刺激，从而产生干扰效应；如果当前任务的知觉负载较高，有限的注意资源被消耗尽，那么与任务无关的干扰刺激无法得到知觉加工，从而不会产生干扰效应。Lavie继续指出，在高知觉负载下的知觉选择过程是被动的，仅仅由于注意资源不够充足而导致干扰刺激未得到加工；而在低知觉负载下需要主动的选择过程，加工干扰刺激引发不恰当的反应，选择正确的反应需要主动控制过程参与。

以当前任务知觉负载的高低重新考察过去的研究，结果发现，支持知觉选择模型的研究常常采用较高的知觉负载，支持反应选择模型的研究多数采用较低的知觉负载。这一两可模型的提出被认为解决了选择性注意研究的早选择（知觉选择）和晚选择（反应选择）观点之争，对理解选择性注意提供了新的视角。

4．异步更新模型

异步更新模型（Asynchronous Updating Model，AUM）假设两个异步的加工过程是前注意空间映射的特征编码和注意的定向，即空间映射和内部模型两种水平（Scharlau & Neumann，2003a）。内部模型是指对视觉环境的连贯描述，即客体、情境和事件。内部模型的内容是能意识到的，注意分配调节着刺激向内部模型的转换。特征编码发生在前注意和前意识水平，其更新是迅速而非选择性的；内部模型的更新则是缓慢而具有选择性的。因此，这两个过程的更新速度不同。所谓“更新”是指一种重写加工（overwriting process），即较早的信息被后来的与之具有共同位置和某些关键视觉特征的信息（如相似的轮廓）所替代。

AUM把启动效应归因于注意的选择机制，所以又称注意模型。具体来说，启动刺激的出现引发了前注意的空间映射加工和指向该位置的注意转移。在启动刺激的注意定向加工期间，被启动的靶刺激的前注意水平的特征编码会在启动刺激转向内部模型之前在空间映射水平上重写或替代启动刺激。由于受到注意的刺激会得到优先加工，被启动的靶刺激的注意定向加工早于未启动的靶刺激（因后者需依赖自身所引发的注意定向）。

根据该模型，启动效应取决于注意定向的引发、执行和完成的时间进程。因此，启动效应大小的时间进程依赖于启动SOA（stimulus-onset asynchrony），即启动刺激出现和被启动的靶刺激出现之间的时间间隔。当启动SOA位于启动刺激所引发的注意定向过程完成期间内，被启动的靶刺激会得到易化加工，此时的启动效应逐步上升并达到高峰。但当启动SOA超过注意转换的持续期时，易化作用不能发生，甚至因为在注意加工后出现的返回抑制（inhibition of return，IOR）效应而导致启动效应下降。最近的研究表明，启动效应的最大值不是一个单点，而是一个较宽的区间（启动SOA为136～272毫秒），之后才下降（Scharlau，Ansorge，& Horstmann，2006），这与有关注意机制的研究结果（Hikosaka，Miyauchi，& Shimojo，1993）是一致的。


 二、社会知觉的生态理论视角

1．直接知觉理论

Strong在20世纪30年代曾论述过知觉是直接还是表征的问题。他认为，知觉作为个体与外界的联系是直接的，并列举影院聚光灯和投影在屏幕上的影像之间的关系作为例证。在聚光灯的照明指向和聚焦作用下，清晰的影像出现了，于是便产生了感觉材料。Gibson和其他生态心理学家指出，刺激本身能提供结构信息，且知觉能直接获取该结构信息。因此，知觉具有智能共性，即个体对环境的知觉使其能够适应环境、控制自身的活动及对物体进行操纵（Gibson，1966；Michaels & Carello，1981；Braund，2008）。


聪明的知觉

日常生活中人们会说“这条鱼有四个手指那么大”“这棵树恐怕两个人都抱不过来”“从这儿到那儿有几步远”……类似的说法不胜枚举。动物也有类似的知觉经验，比如，猫会利用自己胡子的长度来判断洞口的宽度。动物学家曾经剪短了猫的胡子，结果发现猫会往一些钻不进去的洞里死命钻。对婴儿进行的社会认知研究表明，新生儿的感知觉系统具有很强的工作能力，而且表现出对社会刺激的知觉偏爱。例如，新生婴儿更喜欢那些运动的、对比鲜明的和有线条感的物体，而这些特性恰好反映了人脸不同部位的属性，也就是说视觉方面婴儿更偏爱人脸；听觉方面，婴儿对女性的高频声音比对男性的低频声音更敏感。6个月大的婴儿看到成人伤心或生气的表情时可能会哭或皱眉。

再如，一个人每天下班回家，他怎样识别出自己的房子？一般情况下，没有一个人会站在自己的家门口，认真观察，仔细推敲，确保那是自己的家之后才进去，而是毫不犹豫地拿出钥匙打开家门享受家的温馨。这种情况每个人都经历过，我们把它叫作自心认知。如上所述，大多数时候自心认知是迅速而直接的。另一种情况是他心认知，如某人和一位朋友坐在沙发上聊天，面前放着两杯咖啡，朋友把手伸向其中的一杯，显然是想喝咖啡。因此，没有必要从他们的动作中刻意推测其意图，而是通过观察他（她）的行为表现来理解其心理状态。

聪明的知觉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历最多的。被知觉个体和交互情境能够为人们提供足够的感觉信息，而感觉信息激活了记忆中的无意识信息，从而自动产生迅速的知觉。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Gallagher提出了直接知觉理论（Direct-perception Theory；Gallagher，2005，2008，2012）。Gallagher认为，直接知觉可分为两种：一种称为聪明的知觉（smart perception）；另一种称为不聪明的知觉（not-so-smart perception）。不聪明的知觉相对复杂一些，它又可以分成两种情况：在一种情况下，交互情境不能提供足够的感知觉信息；在另一种情况下，知觉主体完全不具备关于知觉客体的概念。知觉的聪明度可以用个体所能获得信息的多少来衡量。信息越丰富，知觉的聪明度越高；信息越少，知觉的聪明度越低。在一些极端模糊的情境下，当知觉无法单独完成人际理解的任务时，需要加入一些额外的认知过程。

Gallagher的直接知觉理论是在反对理论论和模仿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他认为理论论和模仿论都将知觉理解为一个第三者过程，知觉主体所扮演的是观察者角色。在Gallagher看来，知觉是与外部世界交互的关键环节，主体凭借身体动作和感觉器官知觉到对象的细节，无须建立内部表征；知觉具有4种性质（即知觉的4E特征）——具身（embodied）、嵌入式（embedded）、扩展（extended）和动力（enactive）。

在知觉的具身性方面，身体的结构和功能塑造了人们知觉世界的方式。可见，身体各部分的构造对于个体知觉具有特殊意义。身体的复杂构造，无一例外地要反映到大脑的结构中，因此，人类的大脑在动物当中是最大和最发达的。但是，这并不表示知觉外界事物只靠聪明的大脑就足够了，对于身体所不能触及的事物，知觉便无从谈起。大脑可以发挥想象，但是这些想象永远也不能称之为真实的知觉经验。身体的运动并不只是在大脑水平上受到限制，很多时候是受到肌肉和关节灵活性的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说，身体给神经系统增加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使得大脑不能加工未被输入的信息，大脑也无法允许身体做出超越生理限制的动作。

知觉者的内部心理活动（如心率、血压、激素分泌等）会影响其知觉事物的能力。Brass（2007）在一项研究中让被试观看主角在3种不同难度水平下用膝盖开灯的影片。fMRI记录表明，3种不同情形激活了被试相同的镜像神经元，且被试能够对所观察事物的不同情境有着良好的知觉。可见，镜像神经元的模仿功能对直接知觉所起到的作用不是决定性的。此外，在解释复杂知觉（如错觉）时直接知觉理论受到了挑战——知觉不再是简单地反馈环境信息，大脑中的高级认知过程不可避免地要参与到这个过程中。

2．社会知觉组织理论

为理解视觉场景的意义，视觉系统不只是感知对象本身，还须根据感知对象间的连接关系对其进行组织加工（Wertheimer，1923）。在视觉场景中，虽有大量分离的视觉元素展现在人们眼前，但它们并非无序地充斥于场景之中，而有其本质的结构，即彼此具有一定的组织关系（Pomerantz & Kubovy，1986；Braund，2008）。所谓知觉组织（perceptual grouping），是将输入的独立视觉元素结构化或组织为具有相互关系视觉单元的知觉过程（Palmer，2002；Wagemans & Elder，et al.，2012；Wagemans & Feldman，et al.，2012）。换句话说，知觉组织对视觉对象间组织结构的体验无法通过加工单个对象所得，必须包含对象间层级关系的加工。作为格式塔心理学的核心概念，知觉组织问题的探讨历经百年的历史，目前仍然是视觉加工的焦点问题之一。


社会信息在知觉组织中的作用

对于放置在杂物后面的水杯，由于遮挡呈现在眼前的场景是包含部分水杯图像的分离碎片，如视觉系统不能有效地将这些碎片加以组织，人们将难以知晓水杯的形状及其摆放角度，以致不能确定从何种角度去抓握水杯。又如，在篮球比赛中，传球者事先必须将己方球员组成一组，并将其与对抗方球员做出区分，这是成功完成传球行为的重要前提之一。虽然视觉系统可利用高级推理获知对象间的关系进而对其进行组织，但在特定情境中对结构关系的提取和利用可瞬间自动完成，使得人们感觉不需思考就可直接知觉到一致的组织关系（Wagemans & Elder，et al.，2012）。

上述知觉阶段的组织加工在视觉认知中起着关键作用，因此倍受关注。研究者试图揭示视觉的组织加工所利用的对象间的关系信息以及该组织过程的内在机制。



知觉经验以及当前的很多研究都支持知觉组织过程的存在性。目前，研究者普遍从反问题的角度来理解知觉组织。所谓反问题是相对于正问题而言的，正问题是根据事物的状态和演化规律来探索事物的演化过程和结果，而反问题是根据事物的演化结果以及可观测数据来探求事物的先前状态和发展规律（Tarantola et al.，1987）。对于知觉组织过程来说，视觉系统接收到的信息是受制于内在结构而产生的分离元素，在此基础上，知觉需反推内部结构实现对分离元素的组织分组。因此，知觉组织面临反问题的一般难题，即信息不足导致推演结果不具有唯一性和稳定性（Scholl，2005）。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看到的是一个稳定的视觉世界，虽然将某些刺激知觉为多个可能的组织形式（如两可图），但知觉结构是在几个稳定的模式下进行转换的（Xu & Franconeri，2012）。通过理论分析和实际结果的矛盾，研究者试图从不同的理论框架下对知觉组织问题进行解释。

首先，需要弄清楚知觉系统在何种场景线索下将视觉元素分为一组，即知觉系统是如何形成知识的。格式塔学派提出，知觉分组的模式是知觉的固有属性，取决于自下而上的线索或刺激的特性而不受学习经验的影响。人们的知觉系统从本质上说是将具有临近性、连续性等特性的元素分为一组（Kohler，1929；Wertheimer，1958）。新近研究发现，3～4个月的婴儿能根据亮度的相似性和连续性进行知觉分组（Quinn & Bhatt，2005；Quinn，Bhatt，& Hayden，2008；Quinn，Burk，& Rush，1993）；连通性和共同区域影响3～4个月婴儿的知觉分组（Hayden，Bhatt，& Quinn，2006，2008）。这些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知觉分组原则为先天的内在限制。

后续研究对上述观点提出了质疑。有关学习经验对知觉分组影响的研究发现，3～4个月婴儿的知觉分组结果受到客体概念知识的影响（Quinn & Schyns，2003）；6～7个月的婴儿才会基于形状相似性进行知觉分组（Quinn，Bhatt，Brush，Grimes，& Sharpnack，2002）。对成人在知觉分组原则上的学习规律也发现，知觉分组可基于知识经验（Kimchi & Hadad，2002；Vickery & Jiang，2009）。Vickery和Jiang（2009）研究发现，同时出现的某对刺激在学习一段时间后能引发知觉分组。此外，客体的熟悉度也影响知觉分组（Kimchi & Hadad，2002）。因此，当前研究普遍认为知觉分组不只是刺激驱动的过程，还受到经验信息的前馈调节（Koijoukov et al.，2012）。

其次，需要了解知觉分组的信息加工过程，即是否存在利用社会关系信息进行知觉分组的可能性。群集性是“人”的本质特性之一，因此，个体的行为往往受他人影响。一般来说，基于个体的认知难以准确理解行为的意义，为此视觉系统有必要将个体根据社会关系分组后进行加工。以存在合作关系的两个对象为例：为准确和快速地识别合作个体的意图，最优的策略是将两者整合在一起进行意图识别。虽然该整合可通过高层的加工实现，但在知觉阶段根据个体间的社会结构关系将两者当作整体，可易化后续意图信息的提取，且在该过程中不需任何高级的推理和思考，合作个体就自动地组织在一起完成共同目标，每个人在执行部分任务的同时配合对方的行为，从而在整体层面上形成了行为的完整序列。研究表明，儿童能够基于共同的知觉信息（如声音）进行归纳，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使用了概念类别（Sloutsky，Lo，& Fisher，2001；Sloutsky & Fisher，2004）。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训练儿童掌握规则分类之后，这些儿童仍然根据知觉相似性完成随后的推理任务（Sloutsky，Kloos，& Fisher，2007）。


 三、社会知觉的建构性视角

1．社会知觉的认知风格理论

认知风格（cognitive style）也称认知模式或认知方式，是个体在社会知觉活动中表现出的富有个性的稳定模式。Grigorenko和Sternberg（1997）将其分为3类，即认知中心、人格中心和活动中心。近年来，认知风格的研究呈现一种整合的趋势，开始提出新的理论模型解释已有的研究成果或对已有的研究进行分类总结。例如，Curry（2001）的“洋葱”模型、Miller（1987）和Nosal（1990）的信息加工模型、Sternberg（1997）的思维风格模型、Riding（1998）的认知风格两家族说、Zhang和Sternberg（2005）的智力风格三分模型等。

Curry的“洋葱”模型主张，认知风格的表层是那些易被观察和被影响的“风格”，如学习偏好测验所针对的部分；第二层包括信息加工风格，如Korb的学习风格调查问卷所研究的内容，它与个体同化信息的智力工作方式有关；最内层称为认知个性风格，被定义为个体适应和同化信息的方法（如Witkin等人的隐蔽图形测验、Kagan的匹配相似图形测验、Guilford的智力结构模型、Miller的现代信息加工理论等）。这三个层次的稳定性依次增加。

另一个研究趋势是将认知风格理论应用到各种专业情境中，如与构成各种应用基础的特殊测量相联系的认知风格结构的发展、学习风格理论研究的兴起。

Riding和Cheema回顾了30多个认知风格模型，分析了它们各自的特点、彼此的相关、评估的方法和对行为的影响，认为过去提出的认知风格标签是“相同维度的不同名称”，并用因素分析方法证实了这个假设的合理性。他们将已有的认知风格结构归结为2个基本的认知风格维度：整体—分析（wholist-analytic）和言语—表象（verbal-imagery）。“整体—分析”维度与个体在加工信息时“是倾向于从整体上看，还是倾向于从整体的各个组成部分看”相联系；“言语—表象”维度与个体在表征信息或思考时“是倾向于以言语的形式，还是以表象的形式”相联系。此外，Riding等人还开发了认知风格评估工具（简称CSA）。

CSA由计算机呈现，共由3个分测验组成。第一个分测验评估的是“言语—表象”维度，包括48个陈述，每个陈述呈现一定的时间，要求被试判断“正”或“误”。其中，一半陈述内容包括概念分类的信息；另一半陈述内容包含每个项目表达的形象信息，每类陈述内容中有一半是正确的。CSA假设：表象型个体对于形象信息的陈述能做出较快的反应（因其心理表象稳定），其中的信息能够被直接、快速地从心理表象中得到；言语型个体对概念分类的项目则需要较少的反应时间（因语义概念分类的关系在性质上是抽象的，不能以视觉或表象的形式加以表征）。计算机记录每个表述的反应时，并计算言语与表象的比率。作为量化测验，CSA是一个简单、快捷和方便的认知风格评估工具，既避免了内省报告法的固有缺陷，又弥补了已往认知风格信息加工测量的不足。

2．社会知觉的认知—情感人格系统模型

Mischel和Shoda（1998）提出认知—情感人格系统模型（Cognitive-Affective Personality System，CAPS），试图将强调稳定性的特质理论和强调认知变量与认知过程的社会知觉理论进行整合。

CAPS认为，人们遇到的事件会与人格系统中复杂的认知—情感单元（CAUs）发生交互作用，并最终决定人们的行为。CAPS模型的认知—情感单元是指所有的心理表征，主要由编码、期望—信念、情感、目标—价值、能力—自我调节规划5种类型组成：（1）编码（encodings）：把自我、他人、事件、情境（外部的和内部的）加以归类（建构）；（2）期望和信念（expectancies and beliefs）：关于外部世界、特定情境下的行为结果、自我效能等内部表征；（3）情感（affects）：感受、情绪和情感反应（包括生理反应）；（4）目标和价值观（goals and values）：期望的结果与情绪状态、厌恶的结果与情绪状态以及目标、价值观和人生规划；（5）能力和自我调节规划（competencies and self-regulatory plans）：人的潜能组织行为、控制结局、影响自己行为和内部状态的计划和策略。系统中的这些认知表征与情感状态不是孤立和静止的，而是交互作用并相互影响的。这种交互作用涉及的是一个双向的交互过程：人格系统产生的行为影响社会环境，影响个体对随后面临的人际情境的选择；反过来，这些情境又会影响人格系统。当个体面对某种情境特征时，通过人格系统动力的网络结构，某些认知和情感的特征模式得到激活，而另一些单元则受到限制。正是这些单元之间关系的组织，构成了人格结构的核心，指导和制约着这些单元发挥作用。

该模型为社会知觉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Shoda等人（1994）考察专为问题行为儿童举办的夏令营，主要观察记录了男孩在5种情境中的行为（既有正向又有负向，还有与同伴及成人间的互动）：（1）当同伴做出正向的接触时；（2）当同伴嘲笑、挑衅或威胁时；（3）当受到成人表扬时；（4）当受到成人警告时；（5）当受到成人惩罚时。每种情境都记录下儿童是否以5种行为进行反应：（1）言语攻击；（2）身体攻击；（3）哭泣；（4）顺从；（5）亲社会交谈。通过持续整个暑假的观察发现：个体随特定类型的心理情境而产生特有的行为方式。例如，某男孩若以言语攻击来对付嘲笑他的同伴，那么不管在宿舍内还是在操场上或教室里，他都会出现言语攻击行为。但是，对于成人的警告或其他类型的情境，这名男孩却没有言语攻击，从而使稳定但有区分性的“如果……那么……”关系的假设获得了支持。这项研究表明，正是这种稳定的人格与认知到的具体情境间的交互作用，形成了个体独有的社会知觉模式。

3．社会关系模型（SRM）

社会关系模型（Social Relation Model，SRM）最初源自人际知觉的研究，至今已有20多年的发展历史。社会心理学家对在真实社会情境中研究人际互动的呼吁直接推动了SRM的产生和发展，使其为人际交往、对人知觉等社会心理学问题的研究提供分析策略和数据分析的工具。以人际知觉为例，SRM的基本观点可以简单描述为：个体对他人的判断是自我、他人和双方之间关系的综合体。当个体评估同伴时，可能要依赖于另一个人的评定，而且也同时受到两个人的成对关系的影响，即当A在评价B时，B也在评价A。Malloy等人（1986）针对社会情境中个体面对面的知觉或互动，考察了人际沟通对社会知觉中目标特征判断一致性的作用。研究者把69名大学生随机分配到18个小组中，每个小组2～3人。这18个小组又被随机分配到2种实验条件下完成实验任务：一种实验条件是沟通组；另一种实验条件是非沟通组。两组被试都要看一段录像，录像内容是4个彼此陌生的人讨论售酒的年龄合法性问题，讨论持续15分钟。在沟通条件组，被试对所评定的对象作10分钟的讨论，然后按照7点量尺在大五人格因素上对其做出特质评定；在非沟通条件组，被试看完录像后立即做出评定。

SRM以实证的方法和数据分析模型作为支持，分析对人知觉或行为互动关系中的变异来源。在一般的SRM模型中，主要有3种基本变异源成分，即知觉者效应或行为者效应（perceiver effect or actor effect）、目标效应或同伴效应（target effect or partner effect）、关系效应或成对关系效应（relationship effect or dyadic effect）和2种协变量成分（一个是恒定的成分，即不同的知觉者、知觉目标和关系的知觉判断或互动的总平均值；另一个是评定中的误差变异）来解释成对关系中的各种效应。其中，知觉者效应或行为者效应是指由知觉者本身的特征所决定的判断风格，或是个体的行为在与不同的群体互动中体现出的一致性；目标效应或同伴效应指的是知觉对象所反映出来的特征，即他人是如何比较一致地看待知觉对象的（比如，人们在遇到某个人时可能会比遇到其他人时更多地微笑）；关系效应也称小组效应，是指人际知觉中知觉者如何对独特的知觉对象反应而产生的关系水平的效应，或在小组互动中控制行为者效应和同伴效应时的独特效应。

随着SRM的发展和完善，它的应用价值开始凸显，应用领域也不断扩展。例如，家庭凝聚性的研究、孩子对母亲顺从行为的研究、家庭动力系统的评估问题、治疗关系中的问题、作为小组治疗研究工具的研究以及从人际视角看待精神病态特征的评定等理解群体结构和行为特点方面的研究（Katherine，Mahaffey，& Marcus，2006）。


 四、社会知觉的认知神经视角

1．心理理论两成分认知模型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Tager-Flusberg和Sullivan（2000）从主体信息加工的角度出发首次提出心理理论两成分认知模型。他们主张，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ToM）包括两个成分：一是社会知觉成分；二是社会认知成分。社会知觉成分属于人的知觉范畴，包括区分人和客体、对人们的面部表情和身体姿势所反映的心理状态进行在线的、迅速的判断。作为一种内隐化推论他人心理状态的过程，社会知觉成分与情绪系统有关，但与语言等认知功能相关很低，它主要用于从他人的面部表情、声音和行为动作等信息迅速判断其意图、情绪等心理状态的任务，且较早出现。新生儿对社会性刺激，尤其是人的面孔和声音，能表现出不同的反应。研究发现，社会知觉成分的神经基础可能在杏仁核（amygdala）等脑区。孤独症患者的社会知觉成分存在缺陷，而Williams综合征（简称WMS）患者该成分则保持得比较好。

社会认知成分是一种对他人的心理状态进行表征和推理加工的过程，它主要和认知加工系统有关，尤其与语言等能力关系密切。研究表明，3岁左右的儿童通过错误信念任务和其他表征性的心理理论任务进行社会认知。与社会认知成分有关的脑区可能在前额叶皮层，孤独症和WMS患者在这个成分上都有缺损。


错误信念任务

错误信念任务（False Belief Task）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测查儿童思维的方法。在这个任务中，主试向儿童描述一个故事情境（通常故事中主人公的信念与事实不相符），然后主试向儿童提问，看儿童是否能推断出主人公的真实信念。例如，主试给儿童讲下面这则故事：

小明把一些巧克力放到厨房的一个蓝色橱柜里（位置A），然后离开了厨房。小明的妈妈把巧克力移到绿色橱柜里（位置B），然后离去。小明回到厨房想吃巧克力。讲完故事后主试发问：小明会到哪里去找巧克力？

通常3岁以下的儿童很难正确回答这个问题，他们会回答位置B（巧克力事实上在这个位置），而不会回答位置A（在小明的信念中认为巧克力在这里，所以他会到这里来找）。这说明3岁以下的儿童在信念认知上还不成熟。



综上，心理理论的两种成分有不同的神经机制和认知加工方式，且社会知觉成分是社会认知成分的发展基础，它们紧密联系、交互作用，共同构建了心理理论（Tager-Flusberg & Sullivan，2000）。

目前，虽有不少实验结果支持心理理论两成分认知模型，但该模型仍存在不少争议。比如，对于“心理理论社会知觉成分与语言能力相关很低”的说法，目前只是一种推测，尚未开展实证研究；所用的测量社会知觉成分的任务，无论是从眼睛照片判断心理状态还是识别匹配不同的面部表情图片，都离不开语言标签的作用，从而无法纯粹地测量社会知觉成分。

2．知觉符号理论

Barsalou于20世纪末提出一种新的知识表征理论——知觉符号理论（Perceptual Symbol Systems；Barsalou，1999）。该理论是以具身性和情境性为特征的第二代认知科学的核心理论之一，其所强调的情境性、仿真性、隐喻性等更加符合人类认知加工的实际，且得到大量实验证据的支持（李恒威，黄华新，盛晓明，2006；叶浩生，2010）。知觉符号理论的基本观点如下。

（1）知觉符号是外界事物在大脑中将情境进行典型化并内化的产物，也是人类将记忆中某类事物的知觉特征在仿真系统中进行映射的结果。它产生于大脑感觉运动区的神经表征，是构成认知的材料。

（2）长时记忆中储存的是由相关的知觉符号及其框架构成的仿真器。仿真器利用知觉符号和框架进行仿真，实现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在大脑中，从低级的感知觉到高级的社会认知，这些智能活动都是依靠仿真机制实现的。

（3）知觉符号根据注意的选择，对部分知觉经验进行表征，并将知觉对象的图解式表征存储在记忆中。

（4）知觉符号是多模态的，来源于不同的知觉经验，如视觉、听觉、本体感觉等。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来讲，认知表征和知觉表征处于同一神经系统下，头脑中对客观事物的表征与其所指代的物体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另外，仿真机制是基于每种认知通道的特点进行的，不同类型的认知需要完全不同的仿真来完成。例如，视觉仿真是根据客观事物的视觉特征进行归纳的，听觉仿真是基于声音特征进行总结的。仿真总是需要多种感知觉信息的综合才能形成。

（5）仿真过程中知觉符号与外界参照物的关系具有重要作用。外界环境在仿真系统中形成情境的概念化，协助认知系统更好地进行加工。仿真、仿真器和情境的概念化贯穿于人类的各种认知加工过程并起着首要作用，它们是人类认知的基础（李莹，王瑞明，莫雷，2005；Barsalou，Breazeal，& Smith，2007；Barsalou，2009）。

简言之，外界刺激引起知觉系统无意识的神经表征和有意识的知觉经验，这些信息通过感知觉和内省等信息接收方式，作为多模态信息存储于大脑中。当个体经验过某一事物或事件的时候，各种有着神经关联的特征觉察系统便得到激活，并不断地收集特征信息，在需要时将这些多模态信息重新提取并整合以完成认知活动。此时，一旦神经元检测到外界事物的某个特征，就会在缺少自下而上加工的条件下激活包含这一特征的事物的相关信息。例如，看到一朵玫瑰，大脑中的一些神经元便对颜色产生了激活，另外一些则对形状产生了激活，还有一些对气味产生了激活。然后，负责重组的神经元将这些激活的信息收集并存储下来，作为表征的信息来源。通过眼睛看到“玫瑰”这两个字的同时，激活了红色、香气以及手被刺痛等与之相关的知觉信息。

3．知觉修正模型

知觉修正模型（Perceptual Retouch Model，PRM）包含两个异步的加工过程，它们是两个并行的、交互的传入加工，分别为视皮层的基本特征的特异编码加工和在非特异通路（丘脑核）的对这些编码的非特异激活加工（Bachmann，1999）。特异加工提供了经验的内容（包括特征编码、联合编码、客体表征、感觉道间编码），这些特异编码程度越强，其被提升为有意识表征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时，非特异加工通过调节作用将经验内容提升为有意识经验（Bachmann，1994）。这种调节作用称为知觉修正或知觉提升（perceptual upgrading）。

该模型认为，启动效应是由于启动刺激引发的非特异的激活使被启动的靶刺激能很快建构其有意识的表征，即启动加快了被启动的靶刺激的加工速度。具体来说，启动刺激引发了特异加工（其表征建立快、衰退也快）和非特异加工，但非特异加工慢于特异加工约50～80毫秒。当启动刺激的非特异激活到达皮层时，启动和被启动的靶刺激的特异编码的强度是不同的。此时，启动刺激的特异编码已经衰退，被启动的靶刺激的特异编码则是强的，因而后者的特异编码容易被非特异加工激活，而未启动的靶刺激却必须等待其自身引发的缓慢的非特异激活才能提升到意识水平（Baehmann & Sikka，2005）。

与AUM相比，PRM虽然也假设两个加工过程的存在，但是这两个加工过程的概念内容及时间异步的设定则有所不同。PRM中的特异加工构成了更多的传入加工，特别是包括了感觉道间编码和客体表征。此外，知觉修正不是在非特异激活一到达皮层就立即开始的，这是因为特异皮层神经细胞需要大量的突触前冲动进行一定时间的累积。可见，易化作用不是在非特异冲动一来就发生的，因而启动效应量小于启动SOA。但是，该模型不能解释启动SOA更长时的启动效应（Scharlau，Ansorge，& Horstmann，2006）。


 第三节　自我知觉

“我是谁？”这个引人入胜又充满奥秘的关于自我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感兴趣的话题。自我知觉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个体的认知水平、经验、需要和动机都会影响个体对自己的判断、理解和评价，并通过自我体验、自我调控、自我评价、自我监控等一系列心理活动来实现。同时，自我知觉又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一个人要想对自己有一个十分准确的知觉几乎是不可能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曾形象地比喻，“世上有三样东西是无比坚硬、不易穿透的——钻石、钢铁和自我”。


 一、自我知觉的概念及分类

自我知觉（self-perception）是社会知觉的一种形式，是个体对自身的主观性认识，是个体行为指向的心理基础和驱动力，更是个体人格与心理是否完善与健康的核心标尺之一。符号互动论者强调从社会互动的角度理解自我知觉。G. H. Mead（1934）认为自我知觉是一种通过个人与他人互动所形成的社会现象。个体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时，他人期望个体按照相应的角色规范行事，因此，自我知觉反映了他人对个体的态度。库利（C. H. Cooley，1956）认为自我只有在社会互动中才能产生，其中想象起重要作用。Cooley（1902）用“镜像自我（looking glass self）”来说明自我知觉的形成，它包括3个相互关联的环节，即个体想象自己在他人面前的形象、个体想象他人对自己形象的评价以及这两个方面的结合。


 二、自我知觉的相关理论研究

1．躯体的自我知觉研究

体像（body image）是指个体对身体的自我知觉，又称为躯体意象。体像是随个体的心境、经历的环境和自己的身体经验的变化而变化的，一般可分为3种类型：（1）体像正常；（2）体像烦恼，指个体自我审美的偏差引起的对自我体像的不满，这种不满所引起的烦恼可能会导致个体热衷于某种行为，例如减肥；（3）体像障碍，指个体想象出一些客观上不存在的体貌缺陷，进而感到极端痛苦，产生心理障碍，严重的会伴有某些行为障碍，例如进食障碍。Peto（1972）认为，体像的差异与自尊显著相关，这表明体像还具有社会意义。近些年，追求苗条身材的减肥风在女性中盛行。Cash（1986）的一项研究发现，85％的女性认为自己应该减肥。骆伯巍等人（2005）的一项研究显示，22.3％的青少年存在体像烦恼，且女性高于男性；30.5％的青少年曾采用过各种减肥措施，在女性青少年中这一比率高达44.9％。

体像的获得是一个渐进的过程。18～24个月的婴儿能够辨认他们在镜中的自我形象。这项能力与其自我意识情绪的产生有关，标志着婴儿能够将自我作为行为的主体与周围环境进行区分。

认知神经心理学对人类识别面孔时的大脑半球进行了定位。Keenan等人（2000）的一系列实验发现，识别自我面孔的能力似乎要定位在右脑，也就是说，大脑右半球具有自我表征的功能。他们对患者进行一种兴奋剂测试，当其大脑右半球被麻痹时，病人在辨认自己的面孔时会产生短时的敏感性消退现象；右额顶（right frontoparietal）区域受损的病人常常遭受躯体认识不能（asomatognosia）的病变，即不能识别人身体的某个部位；颞顶（temporoparietal）损伤者可能会产生自我加工缺失，包括脸部辨认作业的失误。Lucina等人（2005）则认为，左脑和右脑皆具有自我面孔识别的能力，而只有右脑能够完成对他人的识别任务。

2．态度的自我知觉理论

态度的自我知觉理论最早由贝姆（D. J. Bem，1972）提出。Bem的自我知觉理论（Bem's Self-perception Theory）认为态度是在事实发生之后，用来使已经发生的东西产生意义的工具，而不是在活动之前指导行动的工具。也就是说，人们通过自己的行为和行为发生的情境了解自己的态度﹑情感和内部状态。假如一个人主动吃苹果时，别人问他是否喜欢苹果，这时他会认为：既然没有外力强制，是自己主动吃苹果的，那么一定是喜欢苹果。当问一个人关于某事物的态度时，个体首先回忆他们与这种事物有关的行为，然后根据过去的行为推断出对该事物的态度。

在态度的自我知觉上，Bem的理论一改以往认为态度的获得通过内省途径的观点。Bem认为，行为对态度的影响是自我评价的重要理论基础，但受特定条件限制：在没有外界环境压力时，人们通常认为自己的行为是表达真实态度的；当存在着明显的外部压力时，人们会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外部原因导致的。

Bem的理论还被用于动机的自我知觉上。由于高奖赏而从事某种活动的个体易将行为原因归于外部；低奖赏时从事某种活动的个体易从内部找原因。例如，某人在做原本很喜欢的事时，却获得了意外的报酬，如果他把自己的行为原因理解为追求报酬，就会弱化或低估他先前认为自己因兴趣而做出这种行为的自我知觉，这种现象称为过度合理化效应（overjustification effect）。这时，个体认为促使他努力做事的是报酬，而不是他个人的兴趣；反之，如果人们没有得到预期的报酬，他则很可能将自己的努力归因于兴趣。

L. Festinger（1957）提出的认知失调理论认为，既有的态度与行为之间的不一致会导致不舒服的唤醒状态，即认知失调，这种失调状态可以通过改变先前的态度使之不再与行为发生冲突而减弱。Lieberman等人（2001）的研究进一步验证了该理论。通过对失忆症患者（不能回忆有关态度和行为的冲突）的态度改变实验，发现有意识的心理过程对于态度的改变是必要的。但是，对失忆症患者的进一步研究发现，他们无法完成回忆任务，因此，其态度改变不能归因于对认知冲突进行了理智加工后的选择（Lieberman et al.，2001），从而对先前的态度改变理论构成了挑战。为了检验这一假设，研究者通过让被试在2个类似刺激中选出更喜欢的刺激来唤醒不协调。在不协调唤醒后，失忆症患者倾向于选择那些最初不喜欢的刺激，或拒绝那些最初喜欢的刺激，这和非失忆症患者的反应没有什么不同。可见，失忆症患者即使不能回忆起在不协调唤醒时所做的选择，他们的态度也会发生改变。另有研究发现，有认知负荷的被试在完成任务时与毫无认知负荷的被试一样表现出态度改变，这表明态度改变可以是自主或内隐的（Shultz & Lepper，1995）。

3．情绪的自我知觉研究

传统理论认为，人们对情绪的体验是通过考察自己的生理状态、心理状态和外界刺激。例如，一个人突然觉得自己情绪很激动，但不知道为什么，此时如果他正好想起有人刚才骂过他，他会认为这种唤起是由那个人引起的愤怒。新近的研究证明，人类的许多情感反应在生物化学上是类似的。人们只能区分高唤起和低唤起，难于区分出不同类型的情感，如嫉妒和爱情。与Bem的理论相类似，由于内部状态的模糊性，所以情绪的自我知觉高度依赖于对外显行为和情境的知觉。

Schachter（1964）认为，人们对情绪的自我知觉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人们体验到的生理唤起水平；二是认知判断，认知判断来自于人们对自己的行为和情境的考察。如果人们感到生理唤醒并对电视上的一个滑稽剧发笑，他们就判断自己是愉快的；如果某人对骑车撞了自己腿的人咆哮不已，则判断自己是愤怒了。

按照社会心理学家的观点，情绪是对事件以及事件与一个人的目的、需要、愿望的关系的评价而产生的，因此，情绪是可以调节的。与此相对，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者把情绪看作对刺激物性质的反应（如刺激物的颜色、形状或大小），并未将其看作依赖于个人特点及加工方式的心理反应。因此，一些关于情绪的脑成像研究虽然探查到与情绪相关的脑区激活，但激活结果的含义却不十分清楚。例如，某脑区激活是与思考该情绪刺激有关，还是被试在实验中调节情绪情感的结果，或只是被试情绪反应的个别差异，或是上述全部可能的综合结果，对此未得而知。Eisenberger等人（2003）利用fMRI发现，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引起的脑区激活类似于身体受伤害时引起的脑区激活。

社会认知神经科学整合上述两种研究取向，强调在实验过程中控制被试情绪反应的方式，认为被试情绪反应的某些方面可能是自动加工，关注人格对情绪过程的影响。


情绪唤醒实验（Schachter & Singer，1962）

实验者将被试分为3组，给前2组被试注射一种能够产生与情绪有关的生理唤起状态的药物，这些唤起状态包括心跳加速、血压升高、手发抖、脸发热等，并给以不同的指导语。告知第1组被试，注射这种药物会出现心跳加快、手发抖等反应；告诉第2组被试注射这种药物是无害的，可能引起发麻、发痒等感觉；给第3组被试注射的是不产生生理唤起的生理盐水。然后，将各组被试分别安排在“快乐”或“愤怒”环境中。在“快乐”情境中，经过训练的实验者同伙（被试以为他也接受了同样的注射）与被试一起唱歌、跳舞、玩耍；在“愤怒”情境中，实验者同伙不断斥责，咒骂，一脸不愉快的表情。

结果发现，被正确告知的第1组被试不易受环境的影响，被错误告知的第2组被试最易受环境的影响（在快乐环境中更高兴，而在愤怒环境中更愤怒），没有被告知的被试情绪反应介于第1组和第2组被试之间。

研究者分析，第1组被试知道了自己的生理反应是由药物引起的，便不从环境中去寻找线索，因此，他们不受环境中他人行为的影响；第2组被试由于不清楚自己生理唤起的原因，便认为是由环境中他人影响的，即将同伙的行为作为解释自己生理唤起的最明显线索，从而在不同环境中表现出不同的情绪；第3组被试无生理唤起，因此，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情绪反应。



4．自我知觉偏向理论

人们喜欢听他人对自己一般的、中性的但似乎很中听的评价。算命先生、看星相、看手相的人大多是以某种手段掩人耳目，根据人们表现出的较为明显的线索（如口音、衣着等），说出一段很一般的、无关痛痒的话进行所谓“预言”。如听你的口音是南方人，就说你办事周全、谨小慎微；看见你身材高大、口音是北方人，就认为你勇敢、讲义气等。这些都说明人们的自我知觉很容易受“巴纳姆效应”的影响。


巴纳姆效应（Barnum Effect）

一位名叫巴纳姆（S. Barnum）的著名杂技师在评价自己的表演时说，他的演出之所以很受欢迎是因为节目中包含了每个人都喜欢的成分，所以他使得“每一分钟都有人上当受骗”。这种现象就是著名的“巴纳姆效应”（Barnum Effect）。

Sundberg（1955）在被试做完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检查表（MMPI）后，拿出2份调查表让被试判断，第1份是被试自己的结果，第2份是将多数人的回答平均起来的一般性结果。大多数被试认为第2份调查表更准确地表达了自己的人格特征。

研究表明，人们很容易认为一个笼统的、一般性的人格描述特别适合自己。即使这种描述十分空洞，他们仍然认为反映了自己的人格面貌。而要避免巴纳姆效应，就应客观真实地认识自己。



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自我知觉存在着各种知觉偏向，概括起来主要有3类：（1）适度积极的自我知觉偏向。有些人对自我的知觉积极乐观，但不完全准确，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缺点与不足。（2）消极的自我知觉偏向。有些人对自我的知觉较为消极、悲观，他们低估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和品质。（3）过度积极的自我知觉偏向。有些人极度夸大自己的人品与能力，甚至不顾实际情况，靠幻想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当个体的自我知觉与他人的客观评价相差太大时，个体与周围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失去平衡，产生矛盾并衍生出各种心理问题。

自我知觉偏向的理论基础是L. Festinger（1954）提出的社会比较理论。Festinger认为，人有一种在跟他人比较的基础上形成自我评价的内驱力。自我知觉是个体头脑中所进行的一种社会比较（自我知觉和他人知觉之间的比较）过程。Taylor和Brown（1994）提出“人们总是对自己持有一种不太实际的、更为肯定的态度”。之后，不少心理学工作者对这一课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自我服务偏向、自我提升偏向、自我欺骗等一系列类似的概念。但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自我知觉偏向对个体心理健康的积极作用的探讨（Taylor & Brown，2003），对自我知觉偏向的消极方面的研究和心理辅导甚少。

Robins等人（2001）发现，积极的自我知觉偏向虽然在近期有利于个体在一个小组环境下学业成绩的提高，但长期影响则会使其自尊心下降，减少主观幸福感。这主要是因为极端积极的自我知觉偏向者思考问题往往以自我为中心，导致行为调节失控，人际关系紧张。根据权威精神疾病诊断标准描述，不少精神病患者或人格障碍患者有过度积极的自我知觉偏向，如自恋狂、偏执狂等。这两种精神疾病的核心症状就是自我知觉过度积极乐观，极不现实地夸大自己的才能、品质和自己对外部环境的控制能力。相反，抑郁症患者的自我知觉比正常人准确得多，他们一般能够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待自己，但他们缺乏的恰恰是有利于自我保护的、积极的自我知觉偏向。

5．偏向知觉的非对称性研究

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旁观者效应（actor/observer effects）表明，人们对自身行为的知觉由外部原因引起，而对他人行为的定位则由本质的内部动因决定。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他人的知觉过程和结论是客观公正的，而自己的知觉过程和结论却被这样或那样的偏向所影响。这种对自我与他人的偏向知觉的非对称性现象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关于偏向知觉研究的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Cooley（1902）的镜中我理论（The Looking Glass Self）。Bem（1972）的自我知觉理论，进一步明确了自我知觉与社会知觉的差异，指出相似的情形不一定会导致对自我和他人的相似评价与判断。

Friedrich（1996）关于自我评价的实验研究显示，被试对他人的偏向知觉比对自我的偏向知觉更为敏感。Pronin等人（2001）通过实验证明对自我与他人偏向知觉的不对称性，并指出两种偏向知觉存在特殊性。随后，Pronin等人（2002）一系列测试“偏向盲点”的实验。其中，第1项实验要求被试填写一份问卷，了解他们自己与周围人所表现出的一些具体偏向及其程度。结果显示，被试可辨识出存在于他人身上的8种不同的偏向知觉及其影响，但几乎所有被试都认为自己不易受他人偏向知觉的影响。为进一步研究这种偏向盲点是否存在群体差异，实验者还进行了另外2项实验，被试包括大学生和旅客。其中一项实验要大学生被试把自己和同一研究小组的其他同学进行比较，另一项实验要旧金山机场的旅客把自己和同一天从同一机场出发的其他旅客进行比较。结果表明，这3项研究的被试都认为自己比周围人更少地受到偏向知觉的影响。

除了“偏向盲点”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倾向——内省偏向（也称内省错觉）。内省偏向是指人们更加相信自己的内省对判断和行为的潜在影响，而对他人的内省却不大相信。Pronin等人将内省偏向看作偏向盲点的原因之一，并通过一系列实验证明了这个观点。其中一项实验要求被试完成一份问卷，问卷中给出对自我知觉偏向、积极晕轮效应、基本归因误差3种偏向的任一种描述，并要求被试针对自己和其他被试回答2个问题：一是在什么情况下个体会出现这种偏向；二是他们在评估中究竟是试图“进入”自己（或他人）的头脑，找到能显示这一偏向的想法或行为的证据，还是考虑对偏向的描述和人们表现之间的合适度。


 三、社会认知神经科学框架下的自我知觉研究

社会认知神经科学强调从三个层面的交互作用上理解心理现象：社会层面——用个体行为与经验的动机以及社会因素解释心理现象，认知层面——用社会现象的信息加工机制解释心理现象，脑神经层面——通过认知过程的脑机制解释心理现象。社会认知神经科学关于自我知觉的研究也是在这三个层面上进行的。

1．自我知觉的社会层面研究

自我是文化的产物，因而文化对自我概念有重要影响。Markus和Kitayama（1991）用独立型自我与依赖型自我区分东西方人的自我概念。他们认为，美国人善于关注自我并能表达自身的内在特质而保持自我的独立性；亚洲人则注重自我与他人的联系，强调关注他人并与他人保持和谐的互动关系。Triandis（1989）提出自我的三成分（私人自我、公共自我和团体自我）模型，认为文化差异会影响对自我知觉不同方面信息取样的概率，为了解自我与文化的动态交互影响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观察视角。

华人心理学家对自我的研究主要以本土化为主要研究策略，进而探讨中国人的自我历程、自我结构等概念、方法和工具。最具代表性的是杨国枢（2005）以社会取向为基础建构的华人自我四元论。他认为华人的社会取向包括四种次级取向：关系取向、权威取向、家族取向及他人取向。这四种次级取向代表了华人在四大社会生活场所中与对方的互动方式。Hong（2004）进行自我研究时发现，中国香港大学生在进行自我描述时通常包含更多责任而较少提到权利，而北美大学生则正好相反。Wong（2005）用囚徒困境研究不同文化启动条件下人们的合作行为，发现当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得到激活时，被试对朋友表现出更多的合作行为。

2．自我知觉的认知层面研究

自动加工与控制加工（automatic versus controlled processes）的区分是长期以来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神经科学关于自我的研究表明，自我面孔识别与自我参照加工基本上是控制加工，而图式化的自我知识（schematic self-knowledge）是自动加工。另外，关注自我内心世界的过程（internally-focused processes）与关注外部世界的过程（externally-focused processes）的区分是社会认知神经科学新提出来的一个重要观点。自我面孔识别属于关注外部世界的过程，而自我参照加工、自传体记忆提取和自我知识提取属于关注自我内心世界的过程。Lieberman（2007）指出：“自我反思，一种专注于内心的过程，很紧密地联系于内侧额顶神经网络的激活，而自我再认和涉及专注于外部过程的自我作用判断则很紧密地联系于外侧额顶神经网络的激活。自我反思和自我再认之间这种出人意料的分离，是现有的社会心理学理论解释不了的。”

3．自我知觉的脑神经层面研究

近年来，神经科学运用脑成像技术开始自我的研究。研究者对自我反思（self-reflection，self-referential processing）、自我面孔识别（self-face recognition）和自传体记忆（autobiographical memory）等方面开展了广泛而富于成效的研究。

一般认为，自我概念包括自我体验、自我评价、自我意象、自我效能感等心理内容。近年的研究热点主要包括：自我概念产生的脑区定位、灵长类的自我意象、精神疾病患者的自我概念变化等。

此外，文化塑造并改变了不同自我结构的相关脑区。朱滢、韩世辉、吴彦宏等人（2007，2008，2009，2010）发现，西方人（美国人、加拿大人、英国人、澳大利亚人）与中国人的自我参照加工（对描述自我的人格形容词作判断）都激活了腹侧内侧前额叶（VMPFC）。但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的中国文化导致中国人自我与亲近的他人（如母亲）统一的神经活动（母亲参照也激活了VMPFC），而强调人与人之间分离的西方文化造成西方人自我与他人（包括母亲）分离的神经活动（母亲参照没有激活VMPFC）。宗教对自我也有一定的影响，基督徒的自我参照加工激活了背侧内侧前额叶（DMPFC），这与基督教的教义有关，因为该教的教义教导他们要遵从上帝的旨意来对自我进行判断；中国佛教徒的自我参照加工也激活了背侧内侧前额叶（DMPFC），这也与佛教的教义有关，因为佛教的教义教导他们要否定自我。


 四、自我知觉的研究趋向

1．寻找新的自我研究实验范式

虽然社会认知神经科学对自我知觉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有人怀疑现有的研究是否抓住了自我知觉的本质。第一人称视角的经验，即我的经验是真实存在的，它不等同于支撑该经验的神经过程，但这个神经过程可以从第三人称的视角观察到。那么，用什么办法来联结第一人称的经验与第三人称的神经过程呢？换句话说，虽然我可以从第一人称的角度知道我的心理，但我不能从第一人称的角度直接知道、体验我的大脑活动。这就是哲学上思辨已久的“心—脑（mind-brain）”问题。Legrand等人（2009）提出，自我评估（self-relatedness evaluation）涉及的广泛脑区，与体察他人（other's mind reading）、回忆、推理时涉及的脑区类似，也与大脑静息时的状态一致（如，自我刺激引起内侧前额叶的强烈活动，但没有任何刺激时内侧前额叶也处于活跃状态）。因此，自我知觉的特殊性到底在哪里？什么样的范式或方法才适合自我知觉的研究？虽然有人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采用第一人称的神经科学（first-person neuroscience）的研究途径，但想要解决这个问题还远远不够，因此，寻找适当的研究自我知觉的实验范式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2．自我知觉与他人知觉的对比研究

有研究者认为自动的与有意的人格特质判断无差别，而另一些研究者发现，自动的人格特质判断更多地激活了颞顶联合（temporo-parietal junction，TPJ）。为了探究自我知觉的本质，应该更好、更多地研究对自我与他人的知觉差别。

神经成像和神经心理学研究表明，对面部的知觉依赖于皮层的视觉中枢，包括皮层梭形脸部区（fusiform face area，FFA）和枕叶后部皮层（posterior occipital cortex）。Kanwisher等（1997）研究认为，FFA的激活反映了对特殊面部不变特征的加工，即这些特征不随面部表情的变化而变化。根据Ochsner和Lieberman（2001）的研究发现，被试在知觉同族人的面孔时，FFA的激活水平高于知觉不同族人的面孔，并且FFA的激活水平是对同种族与不同种族人的面孔记忆程度的神经预测源。脑成像的研究有助于确定脑系统在推断他人意图过程中的功能定位。辨别不同人的面孔需要激活大脑皮层的FFA区域，这就为人类对自我和他人进行区分提供了神经心理学的证据。

此外，相互模仿（mutual imitation）被认为在儿童发展其人际交往以及共享的动机状态中起决定性作用。Gopnik和Meltzoff认为，互相模仿游戏对儿童来说是早期一种非常有意义的交流途径，因为当模仿和被模仿的双方其身体的动作互相匹配，他们会辨认出彼此“自我与他人等值”的行为。在被试对他人的行为进行心理模拟（mental simulation）时，右侧顶叶前极皮层被激活了，而当要求被试采用他人的观点来评价其自身的信念时，则右下顶叶被极其强烈地激活。Blanke 等（2002）的研究发现，对病人的右下顶叶区域给予直接的皮层刺激，会使其产生自身和肉体分裂的感觉。

在自我参照效应（self-reference effect）实验中，当要求被试判断自我是否具有某种人格特质以及他人（如亲近的人或公众人物）是否具有某种人格特质时，研究人员发现，对自我的知觉不同于对他人的知觉。那么，这种差别是由MPFC神经过程的差别引起的，还是由信息来源的差别造成的？未来研究应更多地关注自我知觉与他人知觉的差别，而不能仅仅把自我知觉当作一个完全独立的课题。


 第四节　人际知觉：信息识别


 一、面部知觉

面部是视觉刺激中最重要的类别之一，人能轻易地从不同表情中识别出同一个人的面孔，即面孔身份识别（facial identity recognition），也能从不同人的面孔上识别出同一种表情，即面部表情识别（facial expression recognition）。

1．人类基本的面部信息

（1）表情线索


面部表情全世界都一样吗？

Matsumoto和Willingham（2006）对2004年雅典奥运会中35个国家的柔道运动员的自发面部表情进行了研究。他们选取获得金、银和铜牌以及第5名的柔道运动员，测量他们在刚完成比赛、获得奖牌和在领奖台上摆姿势这3个时间段的自发面部表情。结果发现，所有文化背景下的选手都能在情绪唤醒情境中做出那些被认为具有普遍性的面部表情。只有在领奖台上摆姿势时出现了文化差异：北美、西欧和东亚的金牌和铜牌获得者比别的国家的金牌和铜牌获得者表现出更多的同时用上嘴部与眼部周围肌肉的杜庆式微笑（Duchenne smile），即发自内心的微笑。

动态学的研究显示，受文化差异影响，运动员的面部表情在表达出普遍性后短时间内出现文化差异，这种文化差异的影响会在最初的普遍性表达之后的1～2秒内开始浮现（Matsumoto，Willingham，& Olide，2009）。后来，Matsumoto和Willingham（2009）对来自23个国家的先天的和非先天的盲人柔道运动员的自发面部表情进行研究，发现所有被试的自发面部表情没有显著差异，并存在高相关。他们将这些结果和之前对正常柔道运动员的自发面部表情研究进行对比，结果发现，盲人柔道运动员和正常柔道运动员一样，在相同的情境中都包含着一致的情绪含义；获得了银牌的盲人运动员和正常柔道运动员一样，都没有表现出杜庆式微笑，而是用另一种微笑来表达。Matsumoto等人（2009）的另一项研究让不同国家的大学生对正常柔道运动员的自发面部表情进行识别。结果表明，来自不同文化的成员都能可靠地判断出自发面部表情，而绝对正确率的下降和非情绪面部行为的干扰有关。



面部表情是人类表达情绪、认知情感的重要工具和途径。面部表情的研究始于19世纪，自从达尔文在他著名的论著《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中阐述了人的面部表情和动物的面部表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之后，对于面部表情的含义一直说法不一。情绪理论家认为，面部表情传达着有关主体情绪状态的信息；生态学家则认为面部表情传达着主体的需要和行为目的。

在人际交往中，面部表情起着重要的作用。正确识别他人的表情是顺利交往的前提条件。Mehrabian（1968）指出，如果把人与人之间交流时传递的信息进行分割，人们所说的话语传递的信息占的比例非常小，而表情信息的作用占据了一半以上。人们可通过表情准确而微妙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也可通过表情辨认对方的态度和内心世界。那么，如何识别面部表情？在特定情绪状态下人们会产生特定的面部肌肉运动和表情模式，因此，可根据表情与情绪间的对应关系来识别不同的情绪状态。

高效地探测出来自他人的积极信号具有进化意义（West，Griffin，& Gardner，2007）。恐惧作为一种基本表情能够暗示观察者环境中潜在的危险刺激。研究证实，恐惧表情能激活杏仁核（Sergi，2008）。眼睛斜视时恐惧表情对杏仁核的激活最强烈，而眼睛正视时愤怒表情对杏仁核的激活最强烈（Adams，2003）。愤怒面孔获取注意资源的能力最强，既表现在最初的注意定向阶段（与自动化、无意识的快速加工有关），又表现在警惕性、稳定的晚期注意时段。快乐面孔获取注意资源的时间会稍晚一些，但是能够保持较长的一段时间。悲伤面孔获取注意资源的能力相对较弱，容易受到实验情境的影响。表3-1列出了一些常见表情的面部特征。

表3-1　常见表情的面部特征



	表情
	额头、眉毛
	眼睛
	脸的下半部分



	惊奇
	眉毛抬起，以至于变高变弯，眉毛以下的皮肤被拉伸；皱纹可能横跨额头。
	眼睛睁大，上眼皮抬高，下眼皮下落；眼白可能在瞳孔的上边或者下边露出来。
	下颌下落，嘴张开，以至于唇和齿分开，但嘴部并不紧张，也不拉伸。



	恐惧
	眉毛抬起并皱在一起；额头的皱纹只集中在中部，而不横跨整个额头。
	上眼睑抬起，下眼皮非常紧张，并且被拉上来。
	嘴张开，嘴唇或者轻微紧张，向后拉，或拉长。



	厌恶
	眉毛压低，同时压低上眼睑。
	在下眼皮下部出现横纹，脸颊推动其向上，并不紧张。
	上唇抬起；下唇与上唇紧闭，推动上唇向上，嘴角下拉，唇轻微凸起；鼻子皱起；脸颊被抬起。



	愤怒
	眉毛皱在一起，并且被压低；眉宇间出现竖直皱纹。
	下眼皮非常紧张，可能不被抬起；上眼皮紧张，在眉的动作下可能被压低；眼睛愤怒地瞪着，可能鼓起。
	唇有两种基本位置：紧闭，唇角拉直或向下；张开，仿佛要喊；鼻孔可能张大。



	悲伤
	眉毛内角皱在一起，抬高，带动眉毛下的皮肤运动。
	眼内角的上眼皮被抬高。
	嘴角下拉；嘴角可能在颤抖。




（2）眼睛线索

眼睛是人类个体在社会交往中表达和理解情绪及思想的重要外表部位，是反映人的情感的重要依据。它在人类的感觉器官中是最敏锐的，大概占感觉领域的70％以上。瞳孔的变化、眼珠转动的速度和方向等活动，直接受脑神经的支配，再加上眼皮的张合、眼与头部动作的配合等一系列动作，信息自然从眼睛中反映出来，而且它所流露出的信息甚至比言语更为真实。在面部表情识别过程中，主体通过眼睛的运动来完成对不同表情识别所需信息的搜集，然后对这些信息进行加工进而完成识别。这个过程是伴随信息搜集逐步完成的，也叫即时加工过程。研究发现，面部表情识别的眼动过程不是随意的，是以部件信息为主、在整合部件信息的基础上做出有规律的识别。当部件信息缺乏时，搜索信息以眼部为主。识别伤心情绪时，眼睛线索作用较大；识别开心情绪时，眼睛线索作用较小；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线索作用也逐渐增强。

眼睛的注视方向是他人注意兴趣的重要指示器。眼睛注视线索具有重要的社会认知功能，是极具生态学效度的特殊刺激。与任务无关的注视方向能够影响被试的反应时间，即当注视的方向与要求反应的方位之间一致时反应更快速准确，这一现象称为“注视—西蒙效应（gaze Simon effect）”。脑损伤研究表明，眼睛注视线索导致观察者发生注意转移这一现象具有特殊的神经机制，大脑右半球颞上沟（superior temporal sulcus，STS）是加工眼睛注视线索的特定脑区。Hooker等人（2003）发现，当注视线索能提供有意义的方向信息时颞上沟被激活（加工面孔信息的纺锤回不表现出对注视线索的选择性激活），而不能提供有意义方向信息的注视线索（如箭头线索）不能激活颞上沟。研究者采用空间线索范式，比较正常人与因右侧颞上回（superior temporal sulcus）损伤而丧失眼睛注视方向辨别能力的患者，发现正常人在眼睛注视线索和箭头线索两种情境下都产生了空间线索效应，而患者只在箭头线索条件下才显示出这种效应，即不能利用眼睛注视线索这种具有生物学意义的方向信息来转移注意。研究显示，人类存在对特定注视朝向（“向左”或“向右”）信息进行编码的神经元。另外，不同的眼部肌肉特征同样可以表达各种情绪状态。


不会说谎的瞳孔

近年来，不少科学家认为，真正的“心灵之窗”并不是眼睛，而是眼睛中的瞳孔。瞳孔的变化可以反映一个人的情感变化。这是美国心理学家E．Hess偶然发现的。

1960年的一天晚上，Hess躺在床上翻阅一本精美的动物画册。当时卧室里的光线并不暗，可是Hess的妻子突然发现，丈夫的瞳孔一下子大得出奇。这是为什么？Hess百思不得其解。次日早晨，Hess带着一张漂亮女子的画像和一些美丽的风景画来到实验室。他让一位助手看这些画，而自己则注意观察助手的瞳孔。当助手的瞳孔明显扩大时，Hess发现他原来正在看那张美女的画像。看来，瞳孔与情感确实有着不解之缘。

紧接着，Hess做了一系列实验。他让参加实验的人观看放映在屏幕上的一组图画，并用摄影机录下他们的瞳孔状况。结果表明，当屏幕上出现活泼可爱的婴儿时，母亲们大感兴趣，瞳孔明显扩大；而当出现凶恶的鲨鱼时，人们普遍感到厌恶，瞳孔一下子缩小；被试在屏幕上看到战场上阵亡的血肉之躯、集中营里成堆的尸体时，瞳孔先是大为扩张，接着马上缩小，这反映了一种震骇的情绪。Hess由此得出结论：当人们观看令人高兴或感兴趣的东西时，瞳孔会放大；而看到让人害怕或讨厌的东西时，瞳孔会缩小。“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男女恋人常把约会地点选在幽暗处，这时双方的瞳孔扩大，彼此更具魅力。



瞳孔是识别他人信息的又一重要线索。瞳孔的收缩与放大，既与光线刺激的强弱有关，也与心理活动机制有关（譬如，恐惧感）。人们无法自觉地、有意识地控制瞳孔的变化。瞳孔反应还可以揭示人们的思维活动。一个人讲实话时心理比较平静，瞳孔便处于正常状态；而编造谎言时，瞳孔会由于心情紧张而放大。所以有些父母在判断孩子有没有撒谎时，常说：“看着我的眼睛。”中国有句俗语，叫“看眼色行事”。在人际交往中，注意观察对方瞳孔的变化对于了解其真实想法是十分必要的。

2．面部知觉的理论模型

（1）面孔识别功能模型

面孔识别一直备受研究者关注。20世纪70年代，Ekman和Frisen系统研究人脸基本表情的文化普遍性，并从解剖学角度提出了6种基本的面部表情。20世纪80年代，Bruce和Young系统研究人对面孔的识别及其影响因素，提出了经典的面孔识别功能模型（Functional Model for Face Recognition）。该模型从信息加工的角度区分出7类面部识别的信息编码：图形码、结构码、身份码、视觉语义码（年龄与性别）、姓名码、表情码和面部言语码（唇读或注视方向等）（见图3-2）。其中，图形码提供光照、纹理、瑕疵以及表情信息（相当于面部的二维表征，Marr称之为2.5维表征）；结构码捕捉区分不同脸的轮廓信息（相当于面部的三维表征）。Bruce和Young认为，图形码和结构码是面孔识别加工的基础，而其余5种编码则进一步涉及面孔信息的确认。该模型从功能角度把面孔识别划分为两大独立的过程：一是面孔身份识别，主要是识别面孔身份的语义信息，如特定面孔的姓名；另一个是面孔分类信息识别，即识别面部的普遍属性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和表情等。这两类信息的加工是并行独立的。根据这种双路径加工观点，表情只不过是以观察者为中心的描述，对面孔身份识别不重要。该模型得到了正常被试行为研究和脑损伤病人神经心理学研究的支持。这些证据表明，面孔加工的不同成分（如面孔身份识别和表情识别）可以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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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面孔识别功能模型（Bruce & Young，1986）



（2）人脸知觉的分布式神经系统模型

在神经成像和诱发电位研究的基础上，Haxby等人（2000）提出了人类面孔知觉的神经系统模型（Distributed Neural System for Face Recognition）（见图3-3）。该模型强调面孔不变方面表征与可变方面表征之间的区别。不变方面是指那些用以识别个体身份，把某一个体同其他个体区分开来的成分。可变方面是指眼睛凝视、表情和嘴唇运动等一些成分。前面提到过的有关面孔身份识别和表情识别可以分离的证据支持这一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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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人脸知觉的分布式神经系统模型（Haxby，Hoffman，& Gobbini，2000）



该模型包括核心系统和外围系统。核心系统由位于外侧纹状视皮层的枕颞区构成，这些脑区主要负责面孔的视觉分析。在核心系统中，位于颞上沟的面孔反应区负责面孔可变方面的表征，而位于梭状回的面孔反应区负责面孔不变方面的表征。外围系统由一些负责其他认知功能的神经系统区域构成，这些脑区也参与面孔知觉。例如，对眼睛凝视方向的知觉引发了与空间注意相联系的顶区的激活；唇读引发了与言语声音的听觉加工相联系的脑区的激活；对面部表情的知觉引发了与加工情绪相联系的边缘系统的激活。简言之，构成外围系统的脑区与构成核心系统的脑区一起，负责从面孔中提取意义信息。

（3）面部知觉的多级整合模型

分布式神经系统模型在表征区分和阶段划分上有了较大的突破，但仅仅基于神经基础来描述认知加工的过程难以阐释表征阶段与意义加工阶段的区分与交互。在经典功能模型及分布式神经系统模型基础上，综合近来神经心理学及知觉的空间尺度信息（轮廓与范畴的信息）研究，针对面孔身份识别与面部表情识别之间的加工机制，提出面孔身份识别与面部表情识别的多级整合模型（Multi-Stages Integrative Model），如图3-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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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面部知觉的多级整合模型（Maurer & Grand，2002）



该模型强调人脸知觉加工的阶段性，总体上把面孔身份与表情的知觉划分为3个阶段：早期知觉阶段、表征阶段和分析识别阶段。早期知觉阶段是一种基于自上而下加工的目标确认阶段，在这一阶段里主要是形成面孔格式塔，这一面孔格式塔形成后又作为后续加工的信息输入而启动更为精细的信息描述。在表征阶段，选择性注意起到重要作用，通过它的选择，加工系统启动不同的后续神经模式（表情的或是身份的）。当然，这种选择可以是意识层面的也可以是无意识层面的，主要取决于任务情境的特性。在分析识别阶段，情绪与认知的整合机制为身份与表情信息的识别提供一种反馈回路。总体上，对身份与表情加工表现为不同的信息分类启动不同的神经模式，但反馈回路会产生一种多通道的整合评价。

多级整合模型继承了分布式神经系统模型的分布式加工观。通过重叠表征与反馈确认体现这种分布式加工的特征。重叠表征的实现保证了信息加工的充分性，同时有效地减弱了新异信息的干扰。随着任务与情境的变化，重叠表征还能为加工过程提供一个可选择的加工模式（进一步加工表情或进一步加工身份），因为重叠表征提供的信息不是分离独立的信息而是有所偏重的双重信息。这种重复表征与后面的反馈确认之间的关系恰好体现了信息加工的连续性。此外，该模型仅通过最后一个阶段的情绪与认知调节不足以区分熟悉面孔与不熟悉面孔的加工，更具体的加工过程仍有待确定。此外，表征分类尚需进一步研究加以验证。

3．面部知觉的神经结构

面孔加工及动态表情的识别由脑内一个分布式神经网络所调控，整个加工过程既有共同的神经基础，又有独特的整合特点。其中，额内侧回参与多种情绪的加工，是情绪加工的共同通路；而颞上回主要负责面部动态特征的加工。在正常人不同效价表情的识别加工中，前额叶、杏仁核、扣带回和基底节等脑区重要结构协同工作。

杜经纶等人（2007）采用具有动态性、鲜明性特征的表情视频作为刺激材料，研究现实中情绪识别的神经基础。研究发现，与识别中性表情相比，识别喜悦表情激活右额内侧回、右额上回、右额中回、右前扣带回、左胼胝体下回、右枕上回、右枕下回、左枕中回及右颞上回等脑区；而识别悲伤表情激活左额内侧回、右额中回、左颞下回以及左颞上回等脑区；正性表情刺激时额叶激活存在偏侧化现象，男性以右侧激活为主，女性以左侧激活为主；负性表情刺激时女性额叶及小脑激活更明显；面部情绪处理中男性更易激活运动相关脑区。

目前，关于大脑在解剖和认知方面的性别差异的认识越来越多，如女性比男性有较大的眶额叶皮质，推测女性有更大的脑组织容量可调节杏仁核输入，导致在情绪处理方面出现明显的性别差异（Gael，2005）。尸检报告和影像学研究也发现，两性之间在一些大脑结构上是有差异的，包括胼胝体、灰质、杏仁核和海马等。

人类从出生时就已经拥有一定的视觉感知能力，从新生儿对他人的面部表情进行模仿的案例中发现，新生儿眼优势柱（ocular dominance columns）的结构和负责眼睛信息输入的视觉皮质中的神经细胞群已接近成人。但如果视觉皮层和神经元结构先天发育正常的婴儿在3～12周内缺乏视觉体验，会导致视觉皮层发育的病变并影响他们一生的视觉能力（Crowley，2000）。例如，先天性白内障患者尽管视神经发育正常，但因为长期失明，负责事物形状和空间方向的视觉神经元发育退化或病变。

4．面部知觉的影响因素

面部表情的识别依赖于一些因素，如对人脸的熟悉程度、对各种表情的体验、对脸部的注意程度、非视觉因素等。个体对不同性质面部表情识别的即时加工过程具有共性，但在不同性质面部表情识别上的心理能量消耗不同。研究发现，随着个体年龄增长，空间视觉和认知能力增强，导致面孔识别能力下降（Lott et al.，2005）；性格与面孔识别的关系也非常密切（Saito，2005）；情绪状态对表情识别有影响（Mullins et al.，2004），焦虑症患者对面部表情的反应与正常人有本质区别（Mogg et al.，2000）。此外，健康状况、性别等因素也影响面部表情的识别。

面部不同部位对表情识别的贡献不同，而同一部位在不同情绪状态下所起的作用也不同。面部表情识别主要以眼部信息为主，其他部位信息为辅，在快速判断过程中嘴和鼻子部位所起的作用也较大。通常情况下，先从一只眼睛提取信息，然后转向鼻子和嘴，形成眼动轨迹的第一部分；接着，开始提取另一只眼睛的信息，形成眼动轨迹的第二部分。


 二、言语知觉

言语知觉（speech perception）主要探讨人们如何从连续的、变化的声学信号中感知分离的语言学单元（音位、音节、单词或更高水平的语言学单元），即人们如何在头脑中处理声学信号和语言学单元之间的映射问题（杨玉芳，1997；Diehl，Lotto，& Holt，2004）。言语知觉的对象是声学信号，言语所形成的声学信号存在变异性和非线性的特点。根据这些特点，研究者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言语知觉理论，其中有代表性的理论包括言语知觉动觉理论（Liberman et al.，1967；Liberman & Mattingly，1985）、直接感知理论（Fowler，1986）以及一般听觉理论（Diehl et al.，2004）。当前争论的焦点主要围绕言语知觉的产生是否以相关的动作表征或动作事件为中介。这一争论从20世纪60年代动觉理论的提出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Galantucci，Fowler，& Turvey，2006；Massaro & Chen，2008；Lotto，Hickok，& Holt，2009；Wilson，2009；Hickok，Holt，& Lotto，2009）。近年来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兴起，研究的问题开始涉及言语知觉时所激活的脑区及相关动作表征在言语知觉中所承担的角色，这些证据的积累有助于澄清听觉理论和动觉理论长久以来的争论。

口头语言因具有语调特征而与书面语言相区别。语调主要通过语音中的基频、音强以及时长等声学线索的动态变化来体现。从功能上讲，语调特征可以区分为言语语调特征和情绪语调特征。言语语调特征主要包括语调、重读、停顿等，而情绪语调特征则是反映说话人情绪状态的副言语信息。研究表明，不同种类的情绪语调具有不同的声学模式（Banse & Scherer，1996；Scherer，2003），听话人能够通过语音的声学线索来判断说话人传递的情绪信息，且情绪语调的识别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Scherer，Banse，& Wallbott，2001）。人们需要联合情绪语调和词汇两方面的信息，才能准确判断说话人的情绪和意图（Paulmann & Kotz，2008）。

自闭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ASD）是一种神经发展障碍，其主要症状为交流和社会互动的障碍、局限和刻板的行为与兴趣。根据美国精神病学会制定的DSM-IV-TR（《精神疾病的诊断和统计手册》，2000年修订版），自闭症被归为广泛性发育障碍（pervasive development disorders，PDD）的一个分支。尽管自闭症伴随有多方面的认知功能缺陷，但同时也具有超常能力。例如，在视觉方面，自闭症个体对面孔存在注意缺陷，但对物体却有注意优势；他们对运动的客体知觉存在缺陷，但对静态的相似客体有更好的分辨能力。在听觉领域，自闭症个体对非社会性听觉刺激与社会性听觉刺激加工都异于正常个体。例如，对口语这一社会性刺激的反应不足（对口语表现出注意缺陷和缺乏注意偏向）。尽管在听觉刺激的多个维度上都存在知觉缺陷，自闭症个体对音调却表现出过强的反应和辨别能力。Heaton等人（2005）比较了没有音乐经验的自闭症儿童与正常儿童对单一频率音调的辨认和记忆。他们让被试分辨一段旋律中的音调变化，并记忆一些图片与音调的配对。结果发现，自闭症儿童对单一频率音调的分辨和回忆都优于正常儿童，表现出对音调加工的优势。近几年，自闭症个体知觉加工的积极特征与消极症状引起了广泛研究。研究者先后运用不同的声音材料（包括纯音、复杂的非口语声音、口语声音等）来探讨自闭症个体音调知觉的优势和特点。


 三、气味知觉

嗅觉是由化学分子刺激嗅觉感受器（进化过程中最古老的感官之一）所引起的感觉。从细菌到昆虫再到哺乳动物都有比较完备的嗅觉系统。大多数哺乳动物的鼻腔中实际存在着两个独立的化学感受器官：嗅上皮（olfactory epithelium，OE）和犁鼻器（vomeronasal organ，VNO）。一般认为，嗅上皮的嗅觉感受神经元（olfactory sensory neurons）编码不同的气味分子（也称嗅质，odorant），并将嗅觉信息传递到主嗅觉系统（main olfactory system），引起嗅觉体验。犁鼻器编码信息素，并传导至副嗅觉系统（accessory olfactory system），最终引起动物生理和行为发生变化（Firestein，2001）。主嗅觉系统应对非社会性化学信息的处理，如觅食；副嗅觉系统则应对社会性化学信息的处理，如性行为、攻击行为等。与大多数哺乳动物不同，人类的犁鼻器不存在副嗅觉系统，嗅觉功能完全依赖于主嗅觉系统。人类的鼻黏膜中存在着350多种嗅觉受体（olfactory receptor；Malnic，Godfrey，& Buck，2004），它们编码不同的化学结构，并把化学信息转化为神经电冲动。嗅觉感受神经元传出的信息汇聚到嗅球（olfactory bulb）中，从而得到时间和空间上的表征。然后，通过嗅束（olfactory tract）投射到初级嗅皮质——嗅前核（anterior olfactory nucleus）、梨状皮层（piriform cortex）、内侧嗅皮层（entorhinal cortex）、嗅结节（olfactory tubercle）和杏仁核。从初级嗅皮质出发，嗅觉信息几乎被传递到整个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次级嗅皮层包括眶额皮层（orbitofrontal cortex，OFC）、脑岛（insula）、下丘脑（hypothalamus）、海马（hippocampus）、背内侧丘脑（mediodorsal thalamus）及更多杏仁核的子核团。这一复杂的神经网络作为气味在摄食、情绪、自主神经反应和记忆等过程中产生作用的生理基础。此外，初级嗅皮质（除嗅结节）和嗅球间存在着密集的反馈性投射，为“自上而下”的加工提供了基础（Gottfried & Zald，2005）。


嗅觉性别差异的进化心理学解释

如同指纹一样，人体的气味独一无二。基于生物学的气味识别，人体气味也可以成为鉴别个体的可靠方法。

在采摘和完成家庭任务中，女性需要拥有更加敏感的嗅觉来分辨到底哪些食物的气味对家人和孩子不利。另外，察觉气味的能力还能帮助女性为下一代寻找理想的父亲。女性仅凭气味就能找到MHC（组织相容性抗原）和自己充分匹配的男性。如果男女双方的MHC高度相似或相同，他们可能有近亲关系，生出有缺陷后代的可能性增加。MHC相异的伴侣可以增加后代免疫系统的多样性，从而提高机体的抵抗能力。如果父母一方的免疫系统能够抵制某种疾病，另一方又能抵御另一种疾病，孩子的抵抗力就会比父母双方具有相同MHC的孩子更强健。如果MHC差异过大，两性间难以相互吸引。因此对于女性来说，其理想的配偶是与自己MHC相似但不完全相同的男性。



作为社会信息交流的手段，人们可以通过嗅觉来识别社会信息。研究发现，不同嗅觉信号能影响情绪知觉（Zhou & Chen，2009）。该研究让被试在闻到中性汗液（即在气味捐献者中性情绪状态下收集的汗液）和恐惧汗液（即在气味捐献者恐惧情绪状态下收集的汗液）两种条件下，对呈现时间为250毫秒的模糊面部表情图片进行判断（做出“高兴”或“恐惧”的按键反应）。这些图片由典型的恐惧表情和典型的高兴表情经过数码变形后同时包含两种情绪信息。结果表明，与中性汗液相比，被试闻到恐惧汗液时对模糊面部表情知觉出更多的恐惧；随着面部表情变得清晰，这种效应随之消失。另有研究发现，当被试闻到恐惧汗液时，对认知任务的反应会更慢更准确，可见“恐惧”汗液调节了被试的情绪知觉，使他们更谨慎地对待任务（Chen，Katdare，& Lucas，2006）。


 四、形体知觉

肢体语言（body language）又称身体语言，是指通过头、眼、颈、手、肘、臂、身、胯、足等人体部位的协调活动来传达个体思想、表情达意的一种沟通方式。广义的肢体语言包括前述的面部表情在内，而狭义的肢体语言只包括身体与四肢所表达的意义。一个人要向外界传达完整的信息，单纯的语言成分占7％、声调占38％，另外55％的信息都需要由非语言的体态来传达。此外，肢体语言通常是个体下意识的举动，所以它很少具有欺骗性。

肢体语言中手势通常和言语一起使用，表达赞成还是反对、接纳还是拒绝、喜欢还是厌恶等态度。手势也可单独用来表达思想、情感或做出指示。在无法用言语沟通的条件下，单凭手势就可以表达开始或停止、前进或后退、同意或反对等思想感情。不过手势是通过学习得来的，不仅存在个别差异，还存在民族或团体差异。


人际知觉的外部线索


Lie to me
 这部热播美剧的创作灵感来源于行为学专家P. Ekman的真实研究。剧中的主角通过面部表情、语调、肢体动作等来知觉他人。下面罗列该剧中一些知觉他人的方法：

◆说话时单肩耸动，表示对所说的话极不自信。身体和语言不一致，表明在说谎。

◆如果吃惊的表情超过1秒，那就是在装，说明他在说谎。真正的吃惊表情转瞬即逝。

◆手放在眉骨附近代表羞愧。

◆说话时倒退一步，代表对自己所说的观点没有信心。

◆语速快，将物体放在胸前，使自己与人竖起一道屏障，这是焦虑的表现。

◆说话时手掌向外翻一翻，代表没有信心或者编造故事。

◆话语重复，并且声音上扬，代表撒谎。

◆说话缓慢轻柔表明内心极度悲伤和焦虑。

◆摩挲自己的双手是自我安慰的状态。当不相信自己在说什么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动作来使自己安心。

◆被询问时，咬嘴唇、抓耳朵，这是在提高自己的控制感，为焦虑的表现。



不同的肢体语言（如举手投足、两手叉腰等）表达了个人的某种信息。顾冠（2012）利用事件相关电位和脑地形图分析法，探索肢体语言和面部情绪交互认知的神经电生理机制。研究发现，当搭配开心的肢体情绪时，被试对面部表情的判断会偏向于“开心”；而搭配悲伤的肢体情绪时，判断则偏向于“悲伤”。由此证明，肢体语言的存在影响被试对面部表情的判断。研究还发现，肢体语言对面部表情判断的影响与面部表情程度相关。情绪越强烈，交互影响作用越小；情绪越模糊，交互影响作用越明显。脑电N170（刺激呈现后130～200毫秒记录到、在160～170毫秒时达到峰值的一种脑电负成分）的研究结果显示，当搭配开心的肢体语言时，面部表情将诱发幅值更大、潜伏期更短的N170成分，即被试对开心的肢体语言更加敏感。差异波脑地形图结果显示，肢体语言和面孔情绪的交互作用在额中央区的100～300毫秒时间窗内发生。在ERP波形的后期（300～800毫秒），观察到“一致/不一致效应”。具体来说，悲伤—开心、开心—悲伤这两个“不一致”组合刺激比悲伤—悲伤、开心—开心的“一致”组合刺激启动了更强的全脑活动。


 五、人际知觉信息识别的脑机制

早在1990年，Brothers率先提出“社会脑”的概念。社会脑主要负责加工面孔和语音信号以及解码其中的情绪信息。研究发现，社会脑的神经基础主要涉及3个脑区：杏仁核、眶额叶（orbitofrontal cortex）和颞上回。

杏仁核在面孔识别的早期阶段（刺激呈现后30毫秒左右）激活，负责编码面部表情的基本形态特征，并通过对视觉表征区的直接反馈，促进梭状回和颞上回进一步加工面部表情的细节。杏仁核在调节早期的情绪性行为中起着重要作用，其中最有力的证据是当杏仁核损伤后，新生猴因无法准确评估和处理社会刺激中的情绪信息而表现出异常的恐惧行为。

眶额叶与杏仁核以及其他广泛脑区如颞上回等有着丰富且直接的神经连接，它通过大脑细胞通路快速接收杏仁核的反馈信息，并自上而下地调节面孔细节的知觉加工。研究表明，眶额叶对积极情绪线索敏感且在奖赏学习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负责社会性依恋的主要脑区。

人类加工情绪性语音最主要的激活脑区在颞上回（特别是其前部）。近年来，在恒河猴身上也发现类似的特异性脑区。该脑区独立于语言加工，被认为是通过进化形成的、专门负责社会交流中情绪信息识别和加工的脑区。颞上回对负性情绪更加敏感，出生后7个月的婴儿在听到愤怒语音时，颞上回的激活比听到快乐和中性语音时更明显。颞上回的不同子区域可能负责不同刺激形态或背景的加工。如前所述，前颞上回主要负责语音知觉，而后颞上回主要负责面孔、生物性运动和视听觉的整合。颞上回在不同刺激背景下类似的激活模式，意味着它是跨形态的情绪加工脑区。因此，有学者认为颞上回作为情绪加工的核心脑区，主要负责联合和加工感知觉系统中重要的社会信号。


 六、人际知觉信息识别的影响因素

1．时间知觉和社会行为的动机选择

20世纪90年代初，斯坦福大学的Carstensen及其同事提出社会情绪选择理论（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SST），用来解释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到老年期，人的社会活动数量和频率减少的心理机制。之后，Carstensen等人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从情绪、动机、时间知觉等角度对该理论进行了不断完善与重新阐述。由于这一理论试图从微观层面，亦即心理机制方面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其基本理论假设和引申的次级观点涉及心理学研究的诸多领域，如情绪的毕生发展、情绪记忆及其年龄效应、社会目标和动力机制等，且具有较好的解释力，因此，近年来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与时间知觉有关的提法主要包括“人在生命周期中所处的位置”（place in the cycle of life）、“预期的社会性终结”（anticipated social endings）以及“对时间有限性的意识”等。Carstensen及其同事（1999）使用“时间知觉”（perception of time）代替以往关于时间的各种提法，并详细阐述了时间知觉在社会动机改变中的作用。

时间知觉在社会目标选择中起着基础性的核心作用，它使人们通过对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的平衡更好地适应环境。如果时间被知觉为无限的，那么社会行为就会为将来做准备、与知识有关（如收集信息、体验新奇刺激、拓展知识等）；反之，如果时间被知觉为有限的，社会行为的主导目标就会转化为现在导向的、能在短期内实现的、与情绪有关的（如关注情感状态、追求情绪意义、体验情绪满足感等）。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对时间有限性的知觉越来越强烈，因此，会逐渐将与知识有关的目标放在次要地位，而更加重视那些具有情绪意义的目标。

如果社会行为的变化并不是由年龄本身决定的，而是受时间知觉的影响，那么可据此推论：不论是哪个年龄段的成人，只要感觉到时间有限，对社会目标的选择都会有上述反应。如果年轻人感到未来时间有限，他们对社会目标的选择会与老年人类似，反之，如果老年人感到时间可以扩展，他们的目标选择也会发生相应改变。

2．情绪表达和文化适应

社会互动中他人是人类最重要的知觉对象。他人特征包括性别、种族、民族、年龄、文化归属、情绪状态、社会地位等因素。感知和识别他人的情绪状态是社会知觉的一项重要内容，这种知觉是获得他人行为和环境信息的重要参照来源。例如，情绪表达是即将发生行为（如愤怒：我将要打你）或者环境条件（如恐惧：附近有危险）的信号或标志。当情绪调节变成主要目标时，人们偏向于选择他们熟悉的社会伙伴，因为这些人的情绪具有预测性和积极性。与年轻夫妇相比，老年夫妇更包容彼此之间的关系——欣赏其积极的方面，忽视其消极的方面。因此，情绪具有很强的生态学意义。那么，文化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导致知觉系统对同文化成员情绪表达的独特调节，表现为对同文化成员的情绪具有选择性识别的能力。Elfenbein和Ambady（2002）通过元分析技术考察有关面部情绪识别任务的多文化研究。结果表明，个体更善于识别同文化成员的情绪表达，情绪识别具有显著的文化特异性（cultural specificity）。

为研究面部情绪识别中上述文化特异性的神经基础，Chiao等人（2007，2008）以本土日本人和美国人为被试进行了一项fMRI研究。他们向被试呈现日本人和美国人的各种面部表情，这些表情包括恐惧、愤怒、喜悦或中立等。从行为水平上看，相对于其他文化，这两个国家的被试更能快速精准地判断自己文化的情绪。神经成像研究发现，只要刺激在主观上被认为是重要的，或具有社会评价的预测性，或与个体当前的加工目标密切相关，杏仁核对正性和负性刺激都产生反应。与异文化的恐惧表情相比，同文化的恐惧表情能诱发双侧杏仁核更强的活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同文化的选择性只在恐惧表情的识别中发现，而在中立、愤怒、喜悦等面部表情的识别中并不存在。

可见，恐惧表情作为一种社会性信号，具有很强的适应功能和生态学价值。对同文化恐惧表情的强烈反应不一定意味着这些表情直接传递了更强的威胁信息；相反，有可能是杏仁核对同文化的恐惧表情的选择性反应，即这些表情传递了更强的动机性意义。可见，文化影响社会知觉，神经机制促进了这种影响。


 第五节　人际知觉：印象形成

印象形成是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印象形成是指社会认知过程中，人们整合关于他人各种来源的信息以形成完整判断的过程。早期印象形成的研究以观察者把有关一个人各方面的特征整合起来形成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印象为特征，认为印象形成是通过推理过程获得的一种有意识的信息加工。这种研究具有人为性的特点，缺乏生态效度，实际应用程度不高。


法国媒体告诫总统要守“规矩”

法国前总统萨科齐一度因形象张扬，言行出格广受诟病。就在他出访英国之前，《巴黎人报》给他开出一张在女王面前的清单：别抢着说话，别碰着她，别吸烟，别抱怨。《世界报》又加了几条：别接电话，别戴太阳镜，没什么急事别看手表，和女王夫妇共乘马车时别激动过头。该报纸同时也忠告布吕尼出席国宴时勿选暗色衣物，否则就像出席丧礼。

路透社说，法国媒体这些建议可谓“经验之谈”。“别在女王面前接电话”是缘于萨科齐去年会晤教皇时，法国媒体捕捉到他查看手机短信。“别碰着女王”是因为法国前总统希拉克2004年在为女王引路时扶着她的肩，导致英国媒体炮轰。

由上述忠告，可见法国人对总统萨科齐形成的印象。那么，这些印象是如何形成的？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受认知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印象形成研究的重点逐渐转向关于他人印象的心理表征及其加工机制，同时兴起有关印象形成的启动效应研究。启动效应是指经验对当前任务的积极或消极影响。这一领域的研究为深入了解人的深层内在机制以及帮助人们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提供了新的视野。


 一、印象形成的信息来源

心理学者很早就开始关注人们的印象形成，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科学证据（Fiske & Taylor，2008）。印象形成的信息来源、参与印象形成的因素以及它们为什么会导致正确或错误的印象，一直是印象形成领域研究的热点。人们可以从多种渠道获知他人的信息，并且以此为基础形成对他人的印象，即感受者（perceiver）形成对目标人物（target）的印象（Ambady & Skowronski，2008）。个体在人际交往中设法形成关于他人的印象，目的不仅在于了解他人，还在于预测他们的行为。

印象形成的信息来源主要有面部知觉、直接互动和间接信息，这也是人们从社会中进行学习、获取知识的主要方式。

1．基于面部知觉的印象形成

面孔构成了一类特殊的社会刺激。对动物、人类正常被试和脑损伤患者的研究表明，大脑具有专门化的模块对面孔进行加工（Cohen-Kadosh & Johnson，2007；Kanwisher & Yovel，2009）。面孔不仅指示人的本体（即谁是谁），还会透露人的性别、年龄、种族、注意朝向、心境、情绪以及人格特征等（Todorov，Said，Engell，& Oosterhof，2008；Zebrowitz，2006）。因此，通过观察他人的面孔、身体特征、行为等途径形成印象是一种更为高效地判断和评价他人的方式。

面孔评价的社会维度是指，从他人的面孔推论其所具有的人格特征。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面孔评价的准确性和自动化展开（Carré，Morrissey，Mondloch，& McCormick，2010）。人们对他人面孔的评价变化浮动较大，对有些特质的判断较准，而对另一些特质则无能为力。不管人们根据面孔对他人印象的准确性如何，面孔加工总是能高效完成。Locher等人（1993）率先研究了面孔评价的自动性，被试在100毫秒的短暂时间里就能区分出他人面孔的吸引力。

随着基于面孔的社会评价方面的行为数据不断增多，研究者开始利用脑成像技术揭示面孔社会评价在神经水平上的机制。研究发现，人们能根据面部特征对他人的攻击性和搏斗能力做出有效的评价（Carré，McCormick，& Mondloch，2009；Sell，Cosmides，Tooby，Sznycer，von Rueden，& Gurven，2009），并对亲社会人格品质（如可信任性）做出准确的判断（Strirrat & Perrett，2010）。最近的一项研究指出，对他人印象形成的准确性有神经水平上的基础（Rule et al.，2011）。

2．基于直接互动的印象形成

作为社会动物（Aronson，2008）和文化动物（Baumeister，2005），个体总免不了与他人打交道。心理学家关注初次见面中的印象形成，重在考察知觉者对他人人格特质做出判断的准确性。语言表达、行动、情境都是在直接互动中影响印象形成的因素。在人际互动过程中，人们往往忽略一些次要的、对个体意义不大的特征，仅仅根据几个重要的、对个体意义大的特征来形成总体印象。真诚、热情是积极的中心品质，虚伪、冷酷是消极的中心品质。一般来说，中心品质模式更接近于大多数人实际生活中的印象形成。

如果人们知觉到的投入产出比与他人不对等，那么个体就有通过改变行为来恢复对等关系的倾向；同样的，如果个体知觉到他人因违反规则而有更大的收益或是更小的损失，那么个体产生的不公平感就很有可能会驱使其做出违反规则的行为。这说明公平感会影响个体遵守规则的标准化动机。

3．基于间接信息的印象形成

面对外界的海量信息，人们不可能做到“事必躬亲”。因此，印象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间接信息。不同类型的间接信息对印象形成的影响存在差异性。一般来说，在其他方面都相同的情况下，消极否定的信息比积极肯定的信息对印象形成的影响更大。与建立在积极肯定信息基础上的评价相比，个体更相信建立在消极否定信息基础上的评价。有学者认为，这些消极否定的信息似乎有一种“黑票”作用：不管一个人是否具备其他的任何品质，只要具备一种极端的消极否定品质，就会使人产生一种极端消极的“坏印象”，从而掩盖了其他“好品质”。例如，当听到某位优秀的同学是骗子时，个体对他的评价都会变得很坏，从根本上加以否定。进化心理学指出，人们对负面信息的重视和迅速反应的这种负面偏见是人类在漫长的种系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社会认知的基本倾向，它有利于维护个体的生存和种族的延续。


 二、第一印象形成及其认知神经研究

人们往往在极其有限信息的基础上形成对别人的总体印象。如见到一个人就去猜测他的智力、年龄、社会背景、性格特征等。尽管人们都意识到这种判断不一定可靠，但他们仍然愿意这么做。通过这种方式所形成的印象往往称为第一印象（first impression）。好恶评价是第一印象形成中最重要的维度。当人们相遇时彼此最先作的判断就是相互喜欢或是不喜欢。对他人所做的好恶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对这个人形成的总体印象。

近些年，伴随脑成像技术和认知神经科学方法论的革新（Adolphs，2003；Raichle，2009），研究者试图从认知神经水平上揭示印象形成的机制。

1．面孔印象形成的认知神经基础

对面孔进行社会判断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大部分涉及吸引力和可信任性知觉。已有的fMRI研究试图确认对不同水平面孔吸引力做出反应的脑区（研究假设：对吸引力的知觉应当与奖赏相关脑区的激活相联系）。结果显示，内侧框额皮层随着吸引力的增加，激活的程度也越高；与之相反，外侧框额皮层则随着吸引力水平的下降出现了更大的激活（Cloutier，Heatherton，Whalen，& Kelley，2008；Winston，O'Doherty，Kilner，Perrett，& Dolan，2007）。内侧框额皮层（mOFC）的激活与抽象的货币奖赏有关，而外侧框额皮层的激活则与抽象的货币惩罚有关（O'Doherty，Kringelbach，Rolls，Hornak，& Andrews，2001）。内侧框额皮层对有吸引力的面孔做出了反应，因为它们是奖赏性的；而外侧框额皮层对没有吸引力的面孔做出了反应，因为它们不是奖赏性的。以往的研究也显示，伏隔核和前扣带皮层对有吸引力的面孔做出了更强的反应（Aharon et al.，2001；Cloutier，et al.，2008）。前扣带皮层负责产生和监测自主神经系统的状态（Critchley，2004）。因此，在面有对吸引力的面孔时，它的活动反映了自主神经的唤醒。Winston等人（2007）发现，只有男性被试出现了瞳孔的扩大以及前扣带皮层的激活。

Adophs及其同事（1998）首次考察了双外侧杏仁核受损的患者、其他脑区受损的患者以及正常的参试者对可接近性和可信任性的知觉。相对于控制组，双外侧杏仁核受损的患者对其中一些面孔做出了更高的可信任性和可接近性的评价，而这些面孔却被正常的控制组被试判断为不可信任和不能接近；与双侧杏仁核受损的患者相反，虽然发展性面孔失认症患者由于未能发展出所需的脑机制而对面孔的再认能力严重受损，但他们却能够做出正常的可信任性判断（Todorov & Duchaine，2008）。这些发现表明，面孔评价和面孔本体加工的潜在神经系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分离的。其他以正常人为被试的fMRI研究也为杏仁核参与可信任性判断提供了证据（Engell，Haxby，& Todorov，2007；Winston，Strange，O'Doherty，& Dolan，2002；Todorov & Engell，2008）。研究得出，随着面孔可信任性的增加，杏仁核的激活在降低（Engell et al.，2007）；且对非常有吸引力和非常没有吸引力的面孔做出了更强的反应，而对处于中间的面孔则反应得没有那么强烈（Winston et al.，2007）。杏仁核的这一反应模式是由于刺激面孔对平均面孔的偏离所得出的（Said，Dotsch，& Todorov，2010）。

行为数据显示，由面孔而来的不同特质判断彼此呈现高度的相关（Oosterhof & Todorov，2008）。例如，可信任性与吸引力判断之间的相关达到0.75。Bzdok等人（2011）使用元分析，检验了面孔的可信任性和吸引力判断是否有共同的神经网络基础。可信任性和吸引力判断的脑活动模式基本上都涉及双侧杏仁核和右侧伏隔核，虽然在多个单独的研究中伏隔核并不显著。对面孔可信任性的判断除了激起左侧颞上沟后端外，也激起了双侧杏仁核的活动；而对吸引力的判断则诱发了右侧杏仁核、右侧框额皮层以及双侧颞下回等脑区的活动。元分析揭示，对可信任性和吸引力判断在右侧杏仁核出现了重叠。

对面孔吸引力和可信任性的判断是基于面孔知觉形成印象的关键，蕴含着深远的适应意义，它们的准确与否直接关系着个体的生存和繁衍（Cosmides & Tooby，2000）。虽然有些脑区在许多实验中都呈现一致的激活，但有些脑区的反应模式并不那么一致。一方面，这可能说明人们从面孔抽离信息的过程十分复杂，涉及众多的脑区；另一方面，就像Poldrack（2006）指出的，现阶段的脑成像研究并不能提供因果的信息，它不能说明哪些脑区对于社会判断是必需的。

2．直接互动印象形成的认知神经基础

印象形成除了前文所述的基于观察而得到之外，还可以通过二手信息和直接互动获得。相比对面孔的印象形成，直接互动的印象形成更为深思熟虑，因此，需要更多的精细加工，所涉及的脑区也更多地汇集于皮层，尤其位于内侧前额皮层和颞上沟后端。

直接互动印象形成的研究一般采用零相识（zero acquaintance）范式（Albright，Kenny，& Malloy，1988）。实验让被试与群体中的其他人互动（循环式设计），或者进行简单的双人互动，然后要求被试对他人进行评价。或许源于技术上的限制（如被试要静躺在狭窄的扫描仪器内），至今对基于互动印象形成的神经过程进行考察的实验相对较少。大多数fMRI研究都采用经济博弈的形式来探讨社会互动。在一项研究中（Singer，Keibel，Winston，Dolan，& Frith，2004），被试在扫描的同时判断对手的性别（这些对手在之前的最后通牒博弈中表现得要么公平、要么不公平），同时判断其他目标人物的性别（这些人虽然之前也同样呈现给被试，但被试并没有与之进行博弈互动）。尽管性别判断与印象毫无关系，但是先前对手的面孔在杏仁核、框额皮层、脑岛前端等脑区诱发了更大的活动性，通常这些脑区涉及对他人可信任性和可接近性做出快速的、直觉性判断（Adolphs，2003）。此外，博弈互动中的印象形成受到对手意图的影响。当被告知某些对手只按照计算机的指导语，而其他对手是自主地做出反应后，被试的框额皮层和颞上沟后端对有意合作对手的面孔做出了更强的反应（Singer et al.，2004）。

3．间接信息印象形成的认知神经基础

间接信息是印象形成的归因研究中最为通用的范式之一（Fiske & Taylor，2008）。实验者给被试呈现关于某人的描述性语句，这些语句传递出特定的信息模式，如“他被一位喜剧演员逗笑了，情境中的其他人都没有被逗笑，而他似乎能被每一位喜剧演员逗笑，且总是如此”。如果被试接收到这样的信息，那就会形成关于某人很容易被逗笑的印象（即将间接信息归因为人格特质）。Harris等人（2005）运用这一经典范式，考察人们做出人格归因时脑神经的活动模式。实验结果不仅验证了以往的发现，而且发现只有在被试形成人格印象时颞上沟后端才会激活，而这一脑区已被证实参与对他人意图的知觉（Gobbini，Koralek，Bryan，Montgomery，& Haxby，2007）。

以往的行为研究表明，人们在对他人做出归因时，往往忽视共识性的信息（即不管情境中的其他人有没有被逗笑）。一项研究让被试阅读关于人和客体的语句信息，并要求他们记住顺序或者形成印象。脑成像分析显示，只有在对他人形成印象时，内侧前额皮层的背面才变得更为活跃（Mitchell，Macrae，& Banaji，2005）。多项元分析证明内侧前额皮层参与大量的社会认知任务（Amodio & Frith，2006；van Overwalle，2009）。这些研究说明，颞上沟和内侧前额皮层可能在基于间接信息的社会印象形成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三、印象形成的主要理论模型

1．核心特质理论

核心特质理论（Central Trait Theory）是Asch（1946）提出来的。Asch的研究结果认为“热情—冷淡”是印象形成的一个主要维度，而这一维度上的任何改变都会显著影响对他人形成的整体印象。这一发现是核心特质人格理论的基础，它表明某些人格特质对于印象形成是非常重要的，人们倾向于根据少量但具有高区别性的特征维度来形成他人印象。

2．内隐人格理论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都有自己对人格的看法，认为人格特征是彼此互相关联的，这种联系内隐地存在于人的心里，当遇到一个新的观察对象时，这种联结就会激活。这就是通常的所谓内隐人格理论（Implicit Personality Theory）。Bruner（1954）首先对这种人格特征之间彼此的直觉联系进行了考察。他认为，内隐人格理论是普通人在人际交往过程中的一种信念，是对人的基本特性，诸如，智力、品德、能力、人格特征等所持有的基本认知图式或朴素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心理学对内隐人格理论的“实体论—渐变论”维度研究进展较大。实体论者认为，人的特性是固定不变的，倾向于用抽象的、宽泛概括化的和静态的内在特质来理解他人的行为，认为人的行为是由这种内在特质决定的，而较少受到各种内外具体调节因素的影响；渐变论者认为，人的特性是发展变化的、可塑的，倾向于用影响心理动态过程的内外具体调节因素来理解人的行为，认为人是处于具体关系背景中的人，人的行为受各种内外具体背景因素的影响。

3．信息整合理论

印象形成的信息整合理论（Information Integration Theory）是由Anderson（1971）提出来的。它对印象形成的过程进行了完整的理论说明，阐明了如何根据有关人的信息的评价意义，形成总体印象的方式。这一理论是建立在大量的经验研究基础之上的，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呈现一系列描述假设人物人格的词语，然后要求被试形成对这个人的印象，并且对这个人的喜欢程度做出判断。这些假设的人用一系列偶然选择的形容词（有些形容词系列对人的描述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难以置信的）加以描述，并用所有可能的方式加以组合，然后呈现给被试。信息整合理论对人们在这种情况下的印象形成进行了成功的解释，并且提出了许多印象形成的模型，如累积模型、平均模型、加权平均模型等。

4．自发特质推理理论

自发特质推理理论（Spontaneous Trait Inferences）是指，观察者在缺少明确目标的情况下，根据行为者的行为推论其人格特质或印象形成的过程。在进行这种特质推理时，不仅没有明确的目标，也没有意识到这么做的过程。该理论改变了以往对特质推理的观念，进一步加深对社会认知过程的认识。作为认知过程的一种中间形式，这一理论的提出必然会加深对认知过程的理解，同时，也推进了归因和印象形成新模式的产生。

5．人的记忆模型

人的记忆模型（Person Memory Model）是Hastie和Kumar（1979）最早提出来的。这一理论认为心理结构的表征是由观念结点和连线构成的。结构的顶端是包括人的识别特征的结点。它是结构的进入点，从结点搜索相关人进一步的信息。结构的第2层是一些概念，它们在描述和组织目标对象的有关信息方面起主导作用。结构的底层是有关目标的特殊事实的例子，这些事实通常在行为描述水平加以表征。后来，Srull和Wyer（1989）对这一模型加以修正和补充，认为印象形成的过程分为以下3个阶段。

第一，表征过程。这一阶段注重如何在有关人的特质和行为信息的基础上形成一般印象的过程。通过一系列认知活动的操作，在各种信息之间形成了关于人的表征类型的联结。它包括5个认知过程：特质的编码和组织；评价概念形成；不一致的解决；支持；贮存。

第二，提取过程。这一阶段说明观察者从表征中提取信息的方式。首先确定信息被贮存的地点，提取保持在这一地点的一个表征，接着报告表征的内容。观察者从核心概念的结点开始搜索，沿着一条路线前进到达一个行为结点，报告行为；然后通过连接这个结点的道路到达第二个结点，报告行为。这样反复搜索，直到到达一个没有与其他行为相连接的结点。当在一个特定表征里没有任何新行为被确定时，第二个表征将从贮存地点被提取，继续重复以上同样的过程。

第三，判断过程。这是运用表征对人进行判断的阶段。当要求对某人做出判断时，观察者会搜索对这个人的表征记忆。如果一个表征被发现，其核心特质概念就会成为判断的基础。假如一个表征的核心特质概念对于判断的直接意义不明确，观察者会在定义人的表征概念评价方面的意义上做出判断。

6．联结系统理论

联结系统理论（Associated System Theory）是由Carlston（1992）提出来的。它是对几个有关印象形成模型的综合与发展，包含了几种表征模式。这一理论受认知活动模块观的影响，认为印象形成是心理系统各部分独立平行操作、共同作用的结果。人的表征是由各种形式的表征联结而成的。有关人的信息的不同形式在记忆中是同时表征的，它们不但彼此关联，而且以不同的方式与其他认知结构联系起来。在报告印象和判断行为时，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反映出来。联结系统理论包括表征系统和加工系统两个部分。

第一，表征系统。表征系统根据它们与最初加工系统的不同关系来阐明表征形式。心理表征是处于外在刺激和行为反应结果之间的内在中介结构，不同形式的表征与调控刺激输入和行为反应的主要四个心理系统是对应的，即感知觉系统、言语系统、情感系统和行动系统。它们又分别与外表、特质、情感及运动的编码有关，是不同表征的基石。

第二，加工系统。加工系统解释不同的信息是如何贮存的，以及这些信息在判断过程中是如何运用的。它是一个多阶段的信息加工模型，包括接触、精细加工、组织、提取、记忆和判断等过程。

从人的记忆模型和联结系统理论来看，印象形成的过程可以分为两大阶段——编码阶段和判断阶段，且具有自动化特性。

7．交叉社会范畴模型

在社会知觉和印象形成的过程中，归类或范畴化是快速形成他人印象最有效的策略。就个体知觉加工过程而言，通过归类以激活靶子所在社会群体的刻板印象从而快速形成关于该靶子的印象，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过程。G. W. Allport早在1954年提出，人的范畴化是群体必要的社会适应功能，且这种范畴可使知觉者信息加工更容易，然而刻板印象和偏见会随之产生。Fiske及其同事（1991，1993）认为，知觉者一开始会根据即时线索（如表征性别的视觉线索）来归纳社会客体。

Stangor等人（1992）提出“交叉社会范畴加工（categorization of individuals on the basis of multiple social features）”的概念，主张每一个体可以归属为不同的社会范畴，即个体身上可同时体现多重社会范畴线索信息，如一位年轻女性可同时归属于年轻人和女性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范畴，且该个体同时体现着两种不同社会范畴的特征。

Deaux（1993）认为，人们每天面对的个体都具有不同的特征且同时属于不同的社会范畴。例如，在性别和年龄范畴交叉的背景下，女性和男性可共享年轻人维度，也可共享老年人维度。正如共享组内认同模型一样，在年轻女性和老年女性中，“女性”是共享组内认同，而在年轻女性和年轻男性中，“年轻”是共享组内认同。总之，人们是通过使用相似的特征，如性别、种族等来为自己和他人归类，从而达到简化社会复杂性的目的。社会范畴以交叉和复杂的方式组合，即在人们描述自己和他人印象时，往往是以多角度、重叠和交织的方式进行的。


 四、印象偏差

1．印象偏差的类型

印象形成不是一个准确无误的过程，而是一种充满了偏差、误读和矛盾的过程。印象形成偏差是直接导致朋友失和、社会矛盾、劳资冲突、夫妻反目、民族纷争和自卑自杀等社会现象发生的心理原因。印象形成偏差现象是很丰富的，概括地说，这些偏差包括正性—负性信息的非对称性、行动者—观察者的非对称性、人际沟通障碍、印象结论错误的不对称性等。

（1）正性—负性信息的非对称性

在日常生活中，领导与下属之间会相互误会，不同种族之间会相互误判，夫妻之间会相互误解，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个体对于正性信息和负性信息的人际知觉是不一样的。正性—负性信息的非对称性是指，负性信息（如说谎、愤怒、侵犯、自卑）与正性信息（如微笑、诚实、自信）相比，对形成人际态度（如初次印象）、激发情绪（如喜欢、满意度）等方面的作用存在非对称性差异，负性信息对人的认知、情感和行为方面的作用更强，由此，也被称为负性偏差。与中性信息相比，负性信息和正性信息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而负性信息与正性信息相比更容易引起人们的警觉。

Bar等人（2006）发现，判断者可以根据呈现39毫秒的面部表情识别对象的危险性，并形成初步印象。人们对负性信息（如辱骂、撒谎等）更敏感、更容易记住，负性信息对人的认知、情感和行为方面的作用更强、更容易预测关系的恶化或终结，这就是负性偏差。受到批评、被朋友抛弃等负性信息比受到表扬、结识朋友等正性信息对个体的情绪影响更强大、持久。婚姻关系中的不快事情（如消极言语、失信行为、性关系不和谐等）与积极事情（如表扬、诚实、性满足等）相比，更能预测几年后的婚姻状况。负性信息是人际交往中的重要参考因素，“你给我初一，我还你十五”式交往比“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式交往对双方的影响更强，前者的直接结果就是关系的终结。为保持良好关系，正性信息要超过几倍的负性信息才能抵消负性信息的影响。对人的一次不礼貌行为引起的后果，约需要五次礼貌行为才能补偿，尤其在首次见面时的负性信息会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只有通过增加接触次数才能逐步化解。

（2）行动者—观察者的非对称性

在人际互动中每个人既是观察者，也是被观察者（行动者），观察者能否准确识别被观察者的特征直接影响人际关系的特点和走向。行动者—观察者的非对称性是指，行动者和观察者对人际信息的认知存在性质或数量上的偏差分离现象。人们总是基于自己的眼睛、观点、信念、态度和心情来理解他人，常常夸大自己在某种人际关系中的作用，常常认为自己关注的对象也是别人所关注的对象。在Gilovich等人（2000）的实验中，让大学生穿着胸前印有一位歌手的大幅头像的T恤衫，然后进入一个有许多学生的大教室，穿T恤的学生猜测大约一半的同学会注意到他的T恤，而实际上注意到的人只有23％。人们常常高估别人对自己的关注程度，往往会把自己看作公众注意的焦点——焦点效应；人们高估自己内心状态的泄露程度，往往认为别人容易识破自己的内心状态——透明错觉；人们常常过分地夸大自己判断的合用性，同时过分地夸大其他人的认知偏差——偏差盲点。“焦点效应”“透明错觉”和“偏差盲点”容易使人际关系偏离相互融合、相互关注、相互理解和共同发展的方向，容易引发人际关系中的自我保护、焦虑或恐惧等心理现象，进而诱发人际矛盾或人际失衡（Pronin et al.，2008）。

行动者和观察者归因的非对称性就是说行动者和观察者对人际行为的行为原因的认识存在偏差。Malle（2006）通过对1971～2004年间的173项行动者—观察者非对称性研究的元分析发现，对负性信息（如失败、侵犯行为等）的行动者—观察者归因的非对称性效应显著，即行动者喜欢把自己的失败归因于情境，而观察者喜欢把他人的失败归因于其能力；与负性信息相比，对于正性信息（如成功、助人行为等）的行动者—观察者非对称性是反向的，即行动者喜欢把自己的成功归因于自己的能力，而观察者喜欢把他人的成功归因于问题简单或运气。

（3）人际沟通障碍

人际沟通是一个你来我往的互动过程，这个过程包含许多障碍、变数和困局。自我中心理解（个体对他人发出信息的误解和曲解）和自我中心表达（个体基于自己的感受和观点，向对方发出信息时产生误说、误传或误断的现象）是人际沟通障碍的具体表现，并贯穿于人际沟通的整个过程。自我中心理解与工作记忆的容量状态有关，工作记忆容量低时（如情绪激动、固执己见时），自我中心理解倾向增强。从信息的发送者来看，信息交流目的不明确，可以导致信息模糊；媒介表达不清晰，可以导致信息失真；传送信息选择失误，可以导致信息失准。从信息沟通渠道来看，选择不适当的沟通渠道，容易导致信息被削减或延误；选择不适当的沟通角色和环境，容易导致情绪纷扰或合作破裂。

（4）印象结论错误的不对称性

知觉者选择是否要进一步了解目标体的基础是对其当前的印象评价。Fazio、Eiser和Shook（2004）的实验证明，印象结论错误存在不对称性，即一个错误的消极印象不太可能被纠正过来，而一个错误的积极印象通常会在未来的经验中得到纠正。

Denrell（2005）根据上述原理建立了数学模型。知觉者印象效价由一系列数字表示（0.0代表中立的印象）。知觉者每次与目标体交往互动后便获得一个印象效价（这些印象效价符合正态分布），他们根据当前的印象效价决定是否继续与目标体交往。该数学模型出现了非常惊人的消极偏见：知觉者对目标体的印象效价通常比目标体实际的表现效价低很多（-0.82），而且只有小部分交往实验是以积极印象结束的（13％）。该结论进一步验证了印象结论错误存在不对称性。

2．印象偏差的心理—生理机制

（1）印象偏差的心理机制

近年来的实验研究显示，印象偏差的心理机制可以概括为锚定调节启发。人们在解读他人心理的时候常把自我特征或刻板模式作为起点或立足点（即锚定），然后再参照他人的背景信息对自我特征或刻板模式进行校正（即调节），而且这种调节常常是不彻底和不充分的。不适当的锚定、不彻底或过度的调节都可能导致偏差。

以自我为锚定的人际知觉。“以自我为锚定”是以自我特征为参照点来评价他人的态度、能力和个性特征的现象。所谓自我特征就是自己的个性化信息，包括自己的态度、信念、期望、能力、个性等。在模糊的情境中，与非自我特征词汇相比，人们喜欢用自我特征词汇描述他人；在某些自我特征上自恃很高的人如果是一个友善的人，则往往认为与自己同属一类人的个体也具有同样的特征；在面对同一情境时，自己常常认为他人具有与自己类似的动机和目的。这种用自我特征同化他人的现象是很常见的，在中国的古语中就可以找到很多句子，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掩耳盗铃”等都是以自我为锚定值判断他人的例子。当知觉者认为自己与被知觉者具有明显类似的特征时，更倾向于实施自我特征锚定。

以刻板模式为锚定的人际知觉。刻板模式是个体对社会成员进行类化的结果。类化就是把具有类似特征的个体归为一个群体，属于这个群体的个体都应具有类似的特征。儿童在条件反射的基础上逐步习得了一些刻板模式，如妈妈、爸爸、老师、男孩、女孩、医生和陌生人等群体的刻板模式，知道不同的社会群体在同一环境中的表现各有不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相应的情绪情感，如喜悦、恐惧、厌恶等。随着生活范围的扩展，刻板模式作为对人群的社会性类别的反映，得到了丰富和深化，例如，对英雄、领导人、教授、工程师等诸多社会群体、社会职业、社会称号等有了更细的认知。

大量的刻板模式存在于成年个体的记忆中，当知觉者认为被知觉者的某些信息线索与刻板模式之间具有明显类似的特征时，个体更倾向于实施刻板模式锚定。刻板模式可以使个体利用先前的群体特征知识解释他人的当前行为，并把他人的行为意义化，这是一个同化过程。当知觉者掌握判断对象的信息较少时，或判断对象与刻板模式的一致性明显时，知觉者就倾向于用刻板模式同化知觉对象，认为知觉对象具有刻板模式所具有的特征。Cuddy等人（2004）的研究显示，人们倾向于认为，与没有子女的女人相比，有子女的女人更有亲和力，而工作能力较差；与没有子女的男人相比，有子女的男人更有亲和力，同时工作能力更强，这些刻板模式影响知觉者针对被知觉者的行为决策和交往方式。

锚定调节启发的实践意义。依照锚定调节启发机制，人际知觉者通过自动锚定和随后的调节来判断知觉对象的特征。从生物生态学的角度来说，基于简单线索（如知觉对象的面部表情或与知觉对象的相似性）的自动锚定，可以使个体的反应更快捷；心理理论和相关信息的调节，可以使个体的反应更准确。因此，印象偏差基本上是非理性的、自动的：人们喜欢用启发式捷径推断他人，喜欢用第一感觉推断他人，对自己所作所为的知觉程度较差。可以说，锚定调节启发是产生诸多印象偏差的主要原因，锚定调节启发具有普遍意义。因而，基于印象偏差的研究，如何发扬人际知觉中的“准确、积极”方面，如何开发能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理念和方法是一项系统工程。

（2）印象偏差的文化神经机制

感知社会地位。人的社会地位（如支配与从属）很容易通过表情和身体流露出来。由于许多文化是按照社会等级来组织的，他人的社会地位为知觉者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并决定行为的结果。支配性信号（标志较高地位）和从属性信号（标志较低地位）是标志社会地位的两种线索，肢体动作很容易传达出这两种线索。研究发现，当一位美国人或日本人感知另一位支配型或从属型个体时，大脑必须表征刺激的文化价值或意义。也就是说，一旦见到支配型或从属型的人，知觉者无意识中就会认识到从文化中所习得的支配型或从属型的价值观。脑区的特殊神经回路（中脑边缘奖赏系统）参与了这些价值观的表征。通过对这些具有激发性的重要刺激（包括正性奖赏和负性厌恶）的检测和表征，中脑边缘奖赏系统最终能够激发行为（甚至是复杂的社会行为）。由此不难看出，通过中脑边缘奖赏系统，文化对从属或支配型行为的影响得以实现。Freeman等人（2009）进行了一项以美国人和日本人为被试的fMRI研究。在扫描过程中，向被试呈现支配和从属两种特征类型的人像轮廓图，这两类图去除了文化身份线索，只保留关于社会身份的非语言信息。经过扫描后，使用问卷调查，评定趋向于支配或从属的行为倾向（例如，“我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或“我让他人自己做出决定”）。研究结果表明，美国人表现出了更强的支配行为倾向，而日本人表现出更强的从属行为倾向。神经影像学研究结果表明，在美国人中，相对于从属型刺激，尾状核头侧和内侧前额叶皮质（中脑边缘奖赏系统的两个重要部分）对支配型刺激表现出更强的反应；而在日本人中，这些脑区呈现逆转模式，即对从属型刺激的反应要强于支配型刺激的反应。尾状右侧和内侧前额叶皮质的活动与个体趋向支配型或从属型的行为倾向相关。因此，对他人支配或从属性的知觉引起了纹状和内侧前额叶皮质的反应，这些反应与受相应文化中鼓励的行为价值取向相一致，这些脑区的反应幅度预测了个体承担相关社会行为的倾向。

综上所述，在社会互动过程中从文化中习得的价值观的神经表征有着重要作用：中脑边缘系统对文化习得的价值观的表征能够被自动激活。

识别他人心态。从他人面部表情中显示出的细微线索推断其心理状态的另一个重要方式是“察眼读心”（reading the mind in the eyes，RME）的测量方法，即从眼睛推断他人的心理状态。在RME任务中，向被试呈现若干张眼部图片和若干描述形容词（包括描述他人心理状态和不是描述他人心理状态的形容词），让被试选择最适合描述图片中个体心理状态的形容词。在选择描述目标心理状态的形容词的时候，具有完好心理推理能力的个体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而缺乏心理推理能力的个体（如神经损伤的病人）在这一任务中表现出严重的偏差。最近一项研究表明，文化影响个体RME测量中的表现。也就是说，相对于异文化心理状态而言，对同文化的心理状态的推断具有更强的生态性意义。Baron-Cohen等人（2001）使用白种人面孔RME，Adams等人（2004）用同样的方法采用亚洲人面孔RME发展了这一研究，发现美国被试在白种人RME测验中表现出更好的成绩，而日本被试在亚洲人RME测验中表现出更好的成绩。

上述研究结果也在神经活动中表现出来。Adams等人（2004）发现，相对于异文化而言，同文化RME判断涉及心理理论的一个重要的脑区——颞上沟。因此，文化为知觉者赋予了一种推断同文化中他人心理状态的调节能力。


 五、印象形成的测量方式

1．直接测量和间接测量

对目标形成的印象，研究者一般通过两种方式进行测量：直接测量和间接测量。直接测量的形式主要是看感受者对目标的喜欢程度或目标的优秀程度。早期的研究通过对目标的描述进行考察，近几十年来的研究以对目标的评分作为指标。比如，Kelley（1950）和Higgins等人（1977）让被试在两种不同启动条件下，对目标做出评价，以评价内容作为喜欢程度的指标，类似的研究还有，Freund等人（1996）、Stapel和Kooman（2005）在让被试评价时，通过被试在5点量表上的评分作为对目标优秀程度的指标。

当前对印象形成的评价更多地采用间接测量的方式。研究者让感受者面对目标，继而呈现积极或消极的信息，通过感受者处理这些信息时所表现的态度，考察被试引发了怎样的联想。比如，McCulloch等人（2008）使用线索回忆范式发现，使用特质线索的被试在回忆句子部分的任务上表现较好，而使用语义线索的被试在该任务的表现上不如前者，说明被试更容易将目标和特质联系在一起。

2．同化启动和对比启动

从有关印象形成的研究来看，虽然采取的启动方式有许多种，但其目的是相同的，就是通过启动相关刺激，来观察其对随后印象形成的影响。而激活的特质或范例则是这之间的中介因素，而这些应该是影响印象形成的关键。不同类型的刺激虽然都会对随后的印象形成产生影响，但它们所起作用的阶段应该是不同的，对随后相关方面的影响也应该有所不同。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启动效应受认知心理学研究的影响，逐渐应用到印象形成研究领域。启动效应通常是指，一个快速呈现的刺激（启动刺激）对紧接着出现的刺激（目标刺激）的加工产生或正或负的影响。经典研究中，启动被应用于对模糊行为的解释，即在个体行为中很多时候并没有对立两级（如积极或消极）的意义，却可以从两方面理解：目标如果发生积极或消极的行为，可以认为是感受者眼中的模糊行为。在印象形成中，有许多因素会影响感受者对模糊行为的解释，从而影响形成的印象。

印象形成的启动效应研究为人们更深入地了解人的深层内在机制以及帮助人们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提供了新的视野。启动效应是整个印象形成过程的重要阶段，因此，对于印象形成过程中的同化和对比启动效应机制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也具有重要的人际意义和社会意义。

Schwarz和Bless（1992）提出了同化和对比的“纳入—移除”模型。该模型认为，同化和对比都有可能发生，哪一个会发生，取决于判断时哪一个可得性更高。当目标被纳入启动中，就发生同化；而当目标从启动中移除，就发生对比。目标与启动接近或相似，说明他们属于同一类别，所以增加了纳入的可能性。与中等程度的启动相比，极端启动（即使用范例启动）更可能引起移除。因为极端范例显然靠近类别的边界，甚至在类别之外，因此，他们可能代表了对立（即互斥）的类别，目标被排除于这个类别之外，从而引起对比。


 第六节　群体知觉与群体印象形成

社会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群体，每个人也都隶属于几种不同的群体。宗教群体、性别群体、年龄群体、民族群体、地域群体和职业群体等都是常见的群体。那么，人们是如何感知社会群体的？对群体的心理感知又如何影响群际关系？

群际现象的研究一直是社会心理学家的兴趣所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犹太人运动到现在的恐怖袭击，各个群体（种族、民族、国家）之间为什么产生偏见、歧视、冲突等一直是困扰心理学家的问题。Stangor曾说：“可能再没有什么话题像刻板印象、偏见、歧视一样引起社会心理学家的兴趣了。”


 一、群体知觉

1．群体知觉的加工机制

一般情况下，人们对个体目标的印象表征主要采用在线（on-line）加工的方式。在这种加工方式下，人们对个体目标的印象表征基于最初对其行为特征整合性的加工编码。这种整合性的印象表征形成后无需对个体的行为信息进行再次记忆搜索就可直接用于推理判断，因此，回忆与判断间不存在相关或者相关水平较低的情况。

与此相对，人们对群体目标的印象表征则会因群体成员信息整合的复杂而更多地依赖于记忆中群体成员信息的逐步搜索，因此，采用的是记忆搜索式的加工方式。由于加工方式的差异，在知觉加工中个体要比群体接受知觉者更多的自动化信息整合，因此，一般情况下个体印象表征要比群体印象表征受到更好的记忆编码和存储。

2．群体知觉的理论模型

（1）社会优势理论

尽管个体对外群体的反映是多维决定的，也有社会认同驱动，但当相应的情况等同时，一些个体仍旧更可能歧视外群体，并且那些歧视一个特殊群体的个体也更可能在总体上歧视外群体。偏见的个体水平的解释意味着个体能发展出一种总体的偏见人格，对若干外群体持有总体的、消极的态度。

社会优势定位（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SDO），即个体对社会不平等的赞同程度，反映了个体对群际关系的总体态度（个体总体上是否认同群际具有等级）以及一个人在群际总体的关系（平等的/等级的、优越—卑微维度）上的定位（Pratto & Sidanius，1993，1994），可以看成是一种稳定的个体差异和个体倾向性的“人格变量”。Sidanius（2001）认为，高SDO个体倾向于赞同加强群体不平等的“等级制度增强合理化的信条”；而低SDO个体喜欢降低不平等，使群体间的差距最小化，赞同“等级制度降低合理化的信条”。因此，SDO成为预测个体接受或拒绝有关群体关系的思想意识和政策的重要的个体差异预测变量（Pratto，Sidanius，Stallworth，& Malle，1994）。社会优势理论欲整合群际关系多水平变量，把群际关系动力作为社会身份情境构建、社会水平的合理化思想意识、社会制度的效应和个体倾向的功能结果。

（2）群体实体性理论

Campbell（1958）首先使用“群体实体性（entitativity）”一词，用以表述和形容某一社会集合具有“自然的实体属性”和“真实存在”的程度，或者说人们感知到特定群体是一个真正实体而非个体集合的程度。他认为，个体在知觉某一社会群体时会依照群体内部被认识到的组织结构性，按照格式塔知觉原则——接近性原则、相似性原则、共同运动原则和共同命运原则，将该群体知觉为一个与其他群体相区别的独立实体。因此，群体实体性可以理解为群体被感知到的相对独立性。许多研究表明，实体性影响对外群体的刻板印象、偏见和群际冲突（Castano，Yzerbyt，Paladin，& Sacchi，2002，Lickel，Miller，Stenstrom，Denson，& Schmader，2006；Spencer-Rodgers，Williams，Hamilton，Peng，& Wang，2007）。

个体在对社会群体进行知觉归类时，一般会依照群体被认识到的基本特性进行类别划分并形成群体印象表征。群体被知觉到的基本特性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群体变异性，它是对群体内的差异的认识，是群体内成员被认识到的彼此间的不同；另一类则是群体实体性，它是对群体独立存在的基本认识，是群体被认识到的知觉格式塔，主要受群体内成员间的相似性（similarity）和同质性（homogenous）的影响。群体实体性使得该群体的成员能够因彼此间的相似或同质而被人们感知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从而具有社会范畴化表征的可能。群体的变异性与实体性此消彼长，共同决定某一群体能否被人们感知为一个密切联系着的实体。变异性多了，则群体内差异变大，群体则变得不易被感知为一个一致的实体，实体性就会下降；相反，群体的实体性增强，群体内的相似性和一致性增多，群体会被看成是一个内部密切联系且高度统一的整体，则群体的变异性下降。

依照格式塔理论，由于某一群人能够被知觉为一个群体，其印象形成时对群体内共同或相似特征的概括化加工以及群体表征的范畴化加工是自动和优先的，它更依赖于作为群体共性的群体实体性，因此，群体实体性在对群体知觉中的作用更为重要。它决定某一群体及其成员被人们印象表征的基本情况，并由此影响着人们对于该群体的认识与推理。

群体实体性理论强调格式塔原则在社会认知中的重要作用，它对群体归类以及群体印象形成的解释符合一般的认知加工规律，因此得到了一批研究者的赞同。但它只是从自下而上的角度阐述了知觉到的群体特性对群体归类以及群体印象表征的影响，却难以解释文化、价值、竞争、冲突等社会性因素所引发的社会性动机和情绪自上而下对社会群体归类以及印象形成的作用和影响，因此，无法进一步解释由此产生的群体认同、刻板印象、偏见等社会心理现象。此外，受研究手段和方法的限制，有关群体实体性在群体知觉表征和印象形成中的作用尚缺乏进一步实证研究的支持，因此，群体实体性的早期研究并未受到心理学界的重视。

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Hamilton为代表的一批研究者在群体实体性理论的基础上引入了社会认同、自我分类等理论思想，对群体实体性的相关研究进行验证、补充，解决了上述理论缺陷，进而将群体实体性的研究扩展到群体认同以及刻板印象等领域。研究发现，由于加工方式上的差异，具有高群体实体性的群体比具有低群体实体性的群体受到更好的表征加工（Hamilton & Sherman，1996）。Crawford、Sherman和Hamilton（2002）认为，群体实体性通过影响人们对群体成员信息的整合性加工，使得群体印象表征出现刻板化（见图3-5）。随后，刻板化的群体印象表征会因群体归类以及文化、竞争等社会性因素的加入而具有强烈的社会性意义，得以维持并受到不断强化，最终成为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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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高群体实体性群体的特征迁移与刻板印象的形成（Pickett & Perrott，2004）


（1）高群体实体性群体的个体成员；（2）个体不同的行为隐含有不同的特征；（3）知觉者依赖于观察到群体成员的行为表现对个体成员做出推理和概括；（4）具有一定基数的成员特征被当作群体内的可迁移成分，作为整个高群体实体性群体的印象表征，成为刻板印象；（5）刻板印象被作为群体的可迁移成分被推广运用在群体的所有成员上；（6）最后所有的群体成员都被认为具有相似的特征。



（3）偏见的社会认同理论

偏见的社会认同理论强调偏见是一种群际效应（intergroup effect）。该理论认为，偏见是社会分类和比较的结果。社会分类通过组织与他人或自身有关的信息，然后对信息进行提取和运用。经过分类，就可以使个体对自身进行认同，以确认自己的身份以及与所归属群体的一致性关系。在认同的基础上，则可以进行社会比较，这种比较主要是不一致性的确认。该理论假设，人都有一种评价自己所属群体的动机，并希望从群体身份中得到自尊。因而，人们倾向于对自身群体做出积极的评价，赋予自身群体积极的品质特点，而对外群体则做出相对消极的评价，从而导致偏见的形成。以社会认同理论为基础的研究认为，偏见的出现是基于群际边界的显著性，当内群体和外群体的界限显著增加时，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贬抑随之增强（Tajfel & Turner，1979）。也就是说，偏见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基于群内互动过程而非群际比较过程，可视为群体单元（group unit）形成的结果，即增加内群体的实体性可以直接增强内群体偏好，并不一定意味着外群体贬抑。

Gaertner和Schopler（1998）在Campbell的实体性概念基础上提出了内群体实体性（ingroup entitativity）概念。内群体实体性作为一种自我和他人之间的联结，可以从动力性的视角提供对偏见的解释。Newheiser等人（2009）发现，由于知觉者对外群体的偏见，知觉到外群体成员似乎相互联系更紧密，实体性更强，即支持对外群体的偏见态度可以增加知觉到的外群体实体性。

（4）群体元知觉理论

群体元知觉可以分为群体内元知觉和群体间元知觉。由于人们对内群体成员和外群体成员的假设不同，两种元知觉形成的策略也存在差异。一般来说，个体会认为自己与内群体成员相似，而与外群体成员相异（Clement & Krueger，2002）。当人们认为自己与他人相似时更可能使用投射策略，而与他人相异时更可能使用刻板化策略（Robbins & Krueger，2005；Frey & Tropp，2006）。投射策略和刻板化策略的使用存在负相关（Ames，2004）。在不同策略下形成的群体内元知觉和群体间元知觉的效价也存在差异，群体内元知觉偏向于积极，而群体间元知觉偏向于消极。

由于群体间元知觉对于群体间关系会产生极大的影响，目前成为群体知觉研究的一个热点。研究发现，群体间元知觉，尤其是元刻板印象会引起群体间焦虑，还会影响人们的人际判断、对群体间接触的期待和体验、内群体与外群体的行为（Shelton，Richeson，& Salvatore，2005；Vorauer & Kumhyr，2001；Finchilescu et al.，2007）。Plant（2004）认为，焦虑会使人们对群体间接触的可能结果产生消极期待，这种消极期待会促使人们减少未来的接触，并强化所持有的消极刻板印象。


 二、群体印象形成

1．群体印象形成的概念

群体印象形成是指个体对社会群体的知觉。群体所知觉到的基本特性一般分为两类：一是群体变异性，即对群体内差异的认知，是群体内成员被认识到的彼此间的不同；二是群体实体性，即对群体独立存在的基本认识，是群体被认识到的知觉格式塔，主要受群体内成员间的相似性和同质性的影响。

群体印象形成是指人们通过社会知觉对群体的基本特性（如性别、民族、人格特质、态度和行为方式）进行类别划分并形成群体印象表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根据明显的外部特征快速且用较少努力地识别群体内成员和群体外成员。在群体印象形成的过程中，归类或范畴化是快速形成群体印象最有效的策略。而就个体印象形成而言，通过归类以激活靶子所在社会群体的刻板印象从而快速形成关于该靶子的印象。

2．群体印象形成的加工机制

知觉个体和知觉群体一直是以往社会认知研究中的两个不同领域。相应地，对于不同的社会目标（群体或个体），印象形成有不同的信息加工机制，因此形成了各自的理论模型。下面，简要介绍群体印象形成的加工机制（本章第五节已系统介绍了个体印象形成的理论模型），并就其与个体印象形成的加工机制进行对比分析。

Fiske和Neuberg（1993）认为，当人们感知群体时通常会根据性别、种族、年龄等显著性进行范畴化。同样，Strasagor等人（2000）认为影响范畴选择的因素可能包含：记忆的通达性、特征的相对显著性、独特性以及知觉者的情绪和动机。研究者认为，人们是同时知觉多个范畴，且使用范畴的联合性来形成群体印象的。此外，研究者认为，背景是决定认同显著性的一个因素，即背景启动如何影响社会认同的研究大部分都来自于刻板威胁。刻板威胁是指在一个污名化的群体中，被试对群体关系经验的警觉可以影响随后的行为表现。例如，在一个数学测验中，当女性被试被告知将与男性被试竞争时，她们的成就表现明显差于对照组。

Shih等人（1999）通过操作被试社会认同显著性（性别、民族）评估其行为效应。当亚裔美国女性的性别认同显著时，她们的数学成绩是较差的，因为数学是与女性消极刻板印象相联系的。Levin等人（2002）研究认为，在被试感知偏见水平上，拉丁和非裔美国女性和男性是一样的，即种族偏见处于主导地位，而性别偏见往往被忽略，因为对于被试来说，与性别相比，其种族偏见更为显著；白人女性的性别偏见起主导地位，种族偏见往往被忽略。

3．群体印象形成与个体印象形成的对比分析

（1）关于类别化信息和个体化信息的作用

基于类别和个体信息应用的早期理论采用双加工模型。早期的研究结果认为，对群体进行感知时，人们会自动激活对其类别化信息；而当加工个体信息时，社会类别可能影响其初始印象的形成，只有当加工个体信息所需的充足的动机和认知资源出现时，加工模式才会转变，即处理个体化信息表征。已有研究表明，对个体印象形成也会激活个体化信息，从而使类别信息的重要性高于个体信息的观点受到挑战。使用哪种类型的信息判断，受到感受者的情感状态、心境、信息显著性和主体相关性的影响。Kpetz和Kruglanski（2004）通过实验证明，作为人际判断的依据，两种类型的信息在功能上相等，对印象目标适当的感知及这两类信息的可得性决定了其作用。最近的研究表明，社会分类的自动激活既不是自发的，也不是普遍的。Kunda和Thagard（2004）的研究与上述讨论有直接的联系，他们对个体印象形成中类别与个体信息的作用，通过元分析做出对比。他们在研究中通过操作两种类型的信息发现，在个体印象形成中，个体信息解释了48％的变异，而类别信息只解释了4％的变异。基于这个发现，他们对早期研究结论提出质疑，并提出一个理论模型，认为两种类型的信息联合影响个体印象形成。

（2）关于同化和对比的作用

当群体印象被纳入个体印象启动中，就发生同化，而当其从个体印象启动中移除，就发生对比（Schwarz & Bless，1992）。群体印象形成与个体印象启动接近以及相似，说明他们属于同一类别，所以增加了纳入的可能性。与中等程度的启动相比，极端启动，即使用范例启动，更可能引起移除。因为极端范例显然靠近类别的边界，甚至在类别之外，因此它们可能代表了对立（即互斥）的类别，目标被排除于这个类别之外，从而引起对比。

Stapel和Koomen（2000）认为，类别或特质启动会引起同化，而以具体范例启动会引起对比。根据IEM模型，Stapel和Koomen（2000，2005）提出了解释—比较模型。该模型对解释思维形式和比较思维形式进行了区分，解释思维定式指感受者试图理解群体印象，比较思维定式指感受者将群体印象与个体印象作比较。他们通过实验发现，前者引起同化；而对于后者，如果标准足够极端，则引起对比。换言之，知觉者通过使用纳入和移除、解释和比较等策略实现认知图式对新靶子的同化和对比。类似的模型还有选择激活模型、反映和评估模型。

（3）关于整体与局部的作用

Förster等人（2005，2008）认为，除了群体印象和个体印象是否在启动中被纳入或移除，还应考虑加工过程，比如，寻找相似点或不同点的过程。他们引用了Navon（1977，1981）关于整体—局部加工方式的经典实验，即识别由小字母组成的大字母。他们认为，识别大字母会启动整体加工，而识别小字母会启动局部加工。接着在一个貌似不相关的任务中，让被试寻找一些花束图片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结果发现，受到整体启动的被试，找到相同点要多于不同点，而受到局部启动的被试恰恰相反。

从上述研究来看，所激活的特质或范例是群体印象和个体印象形成之间的中介因素，而这些因素也是影响印象形成的关键。不同类型的刺激虽然都会对随后不同的印象形成产生影响，但它们所起作用的阶段应该是不同的，对随后相关方面的影响也应该有所不同。


 第七节　印象管理


 一、印象管理的概念

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是人际交往中非常普遍的一种心理现象，它是指个体在社会情境中控制他人形成自己的期望印象，并加以维持、保护或改变已经形成的非期望印象的过程。印象管理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Goffman和60年代初Jones的研究。1970年开始，研究者用印象管理解释许多行为，如认知失调、攻击、助人、服从、归因、资源分配、群体决策过程、任务完成、投票、健身和领导行为。到1980年，印象管理还用来解释情绪和行为问题。随着印象管理理论不断用于解释心理问题的研究，印象管理的研究也渗透到临床和咨询心理学。现阶段，很难找到一个与印象管理无关的人际行为。

综上所述，印象管理是一个十分广义的概念，是指人们试图控制他人对自己形成的印象的过程，它既包括个体稳定的应对人际交往的习惯性模式，也包括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中，为了达到给予他人积极印象的目的，进行的自我行为调控的策略技巧。人们留给他人的印象表明了他人对自己的知觉、评价，甚至会使他人形成对自己的特定的应对方式。


人际交往中的心理效应——首因效应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新闻系的毕业生正急于寻找工作。一天，他到某报社对总编说：“你们需要一个编辑吗？”“不需要！”“那么记者呢？”“不需要！”“那么排字工人、校对呢？”“不，我们现在什么空缺也没有了。”“那么，你们一定需要这个东西。”说着他从公文包中拿出一块精致的小牌子，上面写着“额满，暂不雇用”。总编看了看牌子，微笑着点了点头，说：“如果你愿意，可以到我们的广告部工作。”

这个大学生通过自己制作的牌子表达了自己的机智和乐观，给总编留下了美好的“第一印象”，引起其极大的兴趣，从而为自己赢得了一份满意的工作。这种“第一印象”的微妙作用，在心理学上称为首因效应。同样，一位心理学家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让2个学生都做对30道题中的一半，但是让学生A做对的题目尽量出现在前15道题，而让学生B做对的题目尽量出现在后15道题，然后让一些被试对2个学生进行评价：两相比较，谁更聪明一些？结果发现，多数被试都认为学生A更聪明。

无独有偶，美国总统林肯也曾因为相貌偏见拒绝了朋友推荐的一位才识过人的阁员。当朋友愤怒地责怪林肯以貌取人，说任何人都无法为自己的天生脸孔负责时，林肯说：“一个人过了40岁，就应该为自己的面孔负责。”虽然林肯以貌取人也有其不可取之处，我们却不能忽视第一印象的巨大影响作用，因而，必须通过提高自身修养来整饰自己的形象，为将来的成功奠定基础，搭好台阶。



Leary和Kowalski（1990）综合印象管理的众多定义后认为，这些定义都包含2种不同的成分：（1）个体试图控制他人对自己印象的愿望或动机，称之为印象动机；（2）个体决定给他人产生什么样的印象、并如何产生这种印象，称之为印象建构。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印象管理过程的建构也会越来越完善。


 二、印象管理过程分析

提到印象管理过程，首先出现在大家脑中的就是两个问题：人们什么时候进行印象管理？接下来确定要留下什么“期望印象”？然后，才是如何把握“期望印象”，根据一定的规则（社会文化规范）变成行为的指南。最后，根据行为指南来行动。综上所述，如果所留印象与期望印象一致，今后与该目标人互动时，就有义务去维护这一印象；如果所留印象与期望印象有差距，就需要启动印象整饰机制，去修复不理想的印象。这一印象管理过程可由5个部分组成。下面，分别予以简介。

1．印象管理动机

印象管理的动机是指人们想操纵和控制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印象的意愿程度。人是社会性动物，一个人独处时，其行为大多指向活动本身。当活动场域有他人出现时，个体行为就成为社会行为。社会行为会因为其他人的出现而产生很多新的特点，印象管理就是其中的一个特征（Neuberg & Cottrell，2008）。一般情况下，人们不会操弄表现性动机，这样可以把全部注意资源放在“做事”上，应付当前活动。哪些因素会触发人们的“印象管理动机”呢？总之，当个体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正在或将要被他人评价时，就会触发印象管理动机。而且具有不同人格特质的人，对社会行为评价性特征的敏感程度不同（Hewitt，Habke，& Lee-Baggley，2008）。

2．期望印象的建构

一般情况下，人们的“期望印象”都是正面的，但有时也会故意让别人形成对自己不好的印象。如何使主观、内隐的印象变得清晰、可操作，就需要进行印象构建。印象构建过程中就存在“有利性”与“可信性”的平衡问题（Schlenker & Welgold，1992）。一般情况下，个体会很重视印象的“有利性”，但过分强调有利性或“争面子”，有可能适得其反；当然，过分强调“可信性”或“护面子”，又会有另一种风险，特别是交往初期，对方会认为你真的“不行”。做到有利性与可信性的统一，实际上就实现了自我和谐与人际和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印象管理不是欺骗，而是通过选择性地开放自我信息来适应环境、通过给他人留下期望印象，来积极影响他人。


学会有效的印象管理策略

戈夫曼在其《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提出“戏剧论”，又称为印象管理。他认为社会交往就像戏剧舞台，每个人都在扮演某个角色、演出一定的节目。每个人都有一套保全面子或挽回面子的策略，即面子功夫，它就是印象管理的策略。在西方的政界许多高层领导都非常重视“印象管理”。撒切尔夫人20世纪70年代在英国政坛初露头角时，声音又细又尖，毫不动人。后经“形象专家”指点，她开始以雄浑有力的音色在国会“舌战群儒”，最终成了有“铁娘子”之称的女首相。在美国总统竞选中，有专人为总统候选人精心设计形象，搭配衣着、领带，设计发型，整饰面容、面色等，为的是给选民留下精神焕发、可以信赖的领导者的鲜明印象。



3．自我呈现策略

要让他人知道你是怎样的一个人，就需要引导观众以形成期望印象的方式包装自己的信息，并以简洁的方式呈现出来，这就是自我呈现。传递期望印象的行为包括两大类：第一，符号化行为。（1）自我描述或自我陈述。告诉他人自己是什么人，自我陈述是最直接的方式。（2）角色身份。角色当中也包含了许多有关的品质，如，一个人声称自己是大学教授，我们一般会认为他有知识、有修养、睿智、实事求是等。第二，传送特定印象的特异性行为或活动。个体在活动过程中的表现及行为活动结果，传递出有关个体的信息，如根据一个人的谈吐可以看到一个人的知识面、修养等。


“登门槛”效应

社会心理学家弗里德曼在20世纪60年代做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实验。研究的第一步，是先到各家各户向家庭主妇们提出一个小的要求，请她们支持“安全委员会”的工作，在一份呼吁安全驾驶的请愿书上签名。研究的第二步，在两周以后，由原来的两个大学生实验者重新找到这些主妇，问能否在她们的前院立一块不太美观的大告示牌，上面写着“谨慎驾驶”。实验的结果表明，先前在请愿书上签过名的大部分人（55％以上）都会同意立告示牌，而没有签过名的主妇，只有不足17％的人接受了这一要求。这个实验验证了社会心理学“登门槛”效应的存在。

“登门槛”效应（door-in-the-face）是指，当个体接受了一个小的要求后，为保持形象的一致，他更可能接受一项重大、更不合意的要求，这叫作登门槛效应，又称得寸进尺效应。心理学家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都不愿接受较高、较难的要求，因为它费时费力又难以成功，相反，人们却乐于接受较小的、较易完成的要求，在实现了较小的要求后，人们才慢慢地接受较大的要求，这就是“登门槛效应”对人的影响。



自我呈现策略可以根据不同维度进行分类。Bozeman和Kacmar（1997）根据功能把印象管理策略分为3类：（1）增强，指提升或发展个体在目标人眼中印象的策略和行为；（2）保护，指保护个体在目标人眼中的印象避免受损或受伤害的策略和行为；（3）调整，解决个体当前印象与期望印象之间的差距。根据这些印象管理策略是指向个体自己，还是指向目标人，就会得到6类策略（见表3-2）。

表3-2　策略性印象功能和相应的行为策略（肖崇好等，2011）



	印象管理策略的功能
	自我导向（行为人）
	关系导向（目标人）



	印象增强
	自我拔高

标签

增强

榜样化

虚伪的谦虚

自我呈现
	模仿

讨好

他人增强

观点服从

示好

亲社会行为



	印象保护
	不承诺

自设障碍

说明

辩解

合理化
	道歉

赔偿

奉承

示好

观点一致



	印象调整
	自我贬低

相反形象

策略性失败

自设障碍
	不服从

相反行为

恳求




4．印象管理过程中的自我监控

对自我呈现行为的监控，发生在两个层面。第一，自我信息的编辑，要兼顾自我和谐与人际和谐。注意自我和谐，而没有注意人际和谐，给人以自我中心、自私自利、锋芒毕露等印象。只注意人际和谐，而忽视自我和谐，会给人以没有主见、附和、拍马屁等不良印象。第二，自我信息传递的监控。表现自我的信息能否有效地给他人留下期望的印象，取决于4点：（1）信息通道选择；（2）自我信息开放的充分性；（3）表演技能；（4）活动类型选择。

印象监控因个体差异而有所区别，主要表现为有些人会经常反思自己的行为与他人所形成对自己的印象，有些人则不会。有些人在意识到自己行为造成不良印象后，会积极采取补救措施，有些人则不会。这一阶段的个体差异可能跟人格特征、认知方式、活动任务等多种因素有关。Bolino和Turnley（2003）的研究表明，为成功地进行印象管理，女性相比男性来说更少使用胁迫策略或肯定性策略。Turnley和Bolino（2001）提出，相对于低自我监控者来说，高自我监控者在使用印象管理策略时更可能进行选择，尤其是在使用那些可能导致不被赞许的形象的策略（恳求和胁迫）上特别小心。不同自我监控水平的人在使用具体的印象管理策略上也有不同的效果。例如，高自我监控者使用逢迎策略更可能被喜欢，而低自我监控者更可能被认为是拍马屁者。Fletcher（1990）提出控制点会影响个体在选择性面试中所偏爱的印象管理策略。他认为内控者更可能认为自己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与外控者相比，他们在面试中更可能使用肯定性印象管理策略。Wang和Anderson（1994）进行的一项实验室研究发现，外控者更可能对消极结果使用解释性策略，以将责备外化，将个人责任最小化。相反，内控者更可能接受责任，很少责备他人。更可能使用控制性行为表现自己。William等（2005）专门研究了拒绝与否认这种印象管理策略的作用，当人们具有自己不够聪明的刻板印象时，会拒绝参加某些智力竞赛活动。如和亚洲学生相比，白种人学生由于受到智力劣势的刻板印象困扰更可能拒绝参加智商测试。

5．印象评价与印象整饰

通过自我呈现行为的演绎，对方会形成个体的印象。个体经过评估会发现：对方可能已经形成“期望印象”，也可能没有形成“期望印象”，或与“期望印象”有差距。如果认为对方已经形成期望的印象，接下来，个体的自我呈现会变得谦虚，随后的行为只要与所留的印象协调一致就可以了。如果对方形成的印象与自己期望的有差距，接下来就会启动“保全和修复面子行为”，也有人称之为“印象整饰”。保住和修复面子的行为包括道歉、说明和补偿性自我呈现。


 三、减少刻板印象负效应的策略

在对内群体刻板印象和外群体刻板印象的研究中发现，人们对内群体和外群体的评价与看法存在着偏向性，内群体一旦形成，人们总是对该群体表现出更多偏爱，偏好内群体的同时贬抑外群体，即偏向表现出内群体偏爱（ingroup bias）。但也有部分研究结果显示，对于弱势群体而言，存在着一定的外群体偏爱。而这种弱势群体的外群体偏爱是在内隐刻板印象的测量上表现出来的。针对于此，Frey和Tropp（2006）提出了如下3种减少刻板印象负效应的策略。

1．尽可能不凸显群体成员身份

一些研究发现，在群体间接触时，尽可能不凸显群体成员身份，可以促进群体间积极关系的建立（Brewer & Miller，1984；Miller，2002）。降低群体成员身份会使得人们认为外群体成员将他们作为个体，从而可能采取相似性的假设和使用投射策略，感觉自己被视为个体而非群体成员，人们的焦虑感会降低，然而这种策略的有效性会受到一些条件的限制。首先，当成员来自有明显区别的群体（比如不同种族），即使试图降低群体成员身份，人们还是会意识到群体间的差异，并预期自己被视为群体成员（Frable，Blackstone，& Scherbaum，1990；Miller，2002）。此外，这种策略即使降低了群体成员身份，也只适用于当时的情境，并不会在将来的群体间背景下产生持续的效果（Brown & Hewstone，2005）。

2．尽量不作为群体原型

在群体间接触中，如果个体认为自己被视为群体的典型成员，则会加重焦虑感。因此，在与外群体成员接触时，人们会尽力调整外群体成员对自己的知觉，尽可能不被视为群体的典型代表。比如，人们会尽量远离自己群体的消极刻板印象（Klein & Azzi，2001），或尽量使外群体成员相信那些群体的消极假设和特征并不适用他们（Vorauer，2003）。这种策略可以缓解群体间接触时的一些焦虑感，并增强被外群体成员接纳的感受。

3．重建群体间关系

这一策略是试图使人们将外群体成员视为内群体成员，从而改善刻板印象。一些研究发现，如果不同群体的成员都将自己视为更高层次分类的一部分，群体接触的积极效应则会显现（Gaertner & Dovidio，2000；Gaertner，Mann，Murrell，& Dovidio，1989）。由于在次级分类中的不同群体归属了上级分类的同一群体，彼此接触时的焦虑感会减少。

个体会选择性地获得交往对象的信息，其影响因素主要有3点：第一，知觉者的目的与意图；第二，个体的特性与人格特征；第三，交往互动的环境背景。

双方交往中彼此的印象形成存在明显的互惠效应——A越喜欢/讨厌B，B也会越喜欢/讨厌A，其中有4个主要的影响因素：第一，应答性与同步性；第二，对交往的评价；第三，相似性；第四，自我评价。研究证明，应答性与同步性可以增加彼此印象的积极性，人们往往喜欢与他们直接接触的个体，而非由他人提供信息后形成印象的个体。若双方对彼此的交往持有相同（积极或消极）评价，或交往双方持有相似的爱好或习性等，以及个体用积极的方式进行自我评价为对方留下好印象，这些在印象形成过程中都可以产生积极的互惠效应。



专栏　歧视知觉比贫困更值得关注

歧视知觉（perception of discriminate），即个体知觉到由于自身所属的群体成员资格而受到有区别或不公平的对待。歧视知觉涉及直接与群体成员资格相关的主观体验，既包括知觉到的指向自己的歧视，也包括知觉到的指向自己所在群体的歧视。Lazarus等人（1984）在其压力应对理论中提出，歧视是影响弱势群体成员的重要压力来源，这种知觉到的危险信息使得个体处于一种应激状态，并最终导致一系列的压力反应（如抑郁、焦虑），同时对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攻击行为等存在消极影响。处境不利儿童，比如，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在受教育过程中经常面临交叉的就读环境以及某些城市人群的不友好对待，使得儿童受到一系列制度性、结构性歧视。歧视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和儿童行为倾向存在积极和消极的双重作用。

Brown和Bigler（2005）提出关于儿童歧视知觉的模型，从而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指导框架。该模型以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为主题，探讨了影响儿童歧视知觉的3种因素：（1）认知因素，即儿童觉察他人或自己受到歧视所需要的认知能力。研究者试图概括那些对觉察歧视行为所必要的认知技能及其年龄变化，以图更好地解释儿童歧视知觉的发展。（2）情境因素，即儿童把他人行为归为歧视或者非歧视行为时可能参考的情境线索。（3）个体差异因素，即某些儿童比其他儿童更易知觉到歧视行为的个体差异因素。

由于歧视知觉不利于个体发展，儿童是不是应该忽视某些歧视呢？在遭遇拒绝的情境中个体的反应取决于他如何解释这一经历（Richman & Leary，2009），那么从受歧视者角度来看，因过去获得的刻板印象知识而产生过分敏感的歧视知觉会不会不利于群际关系的改善和个体自身的健康发展呢？个体对其他群体的刻板印象和情绪塑造着他对这个群体的行为倾向（Cuddy，Fiske，& Glick，2007），因此，改变自我对一个群体的认知和态度可能有利于减少自己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歧视行为。

研究儿童的歧视知觉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从理论层面来看，当儿童知觉到自己或他人被歧视时，可能会对其同伴关系、学业成就、职业选择、同一性发展以及身心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在应用层面上，这类研究有助于更好地设计歧视干预方案，帮助儿童辨别并有效应对受到的歧视。特别是在种族或者民族多样的学校和社区环境中，此类研究还将有助于提出一些有效缓和群际紧张的策略。目前，国内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刚刚起步。



第四章　攻击行为的认知过程

第一节　攻击行为及其分类研究

第二节　攻击行为的理论模型

第三节　内隐攻击性及理论模型

第四节　攻击性的研究范式

第五节　影响攻击行为的认知因素

第六节　攻击行为的调节与干预


想试着回答一下吗……


	
暴力究竟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还是可以避免的？或者，在特殊情境下的某些攻击行为究竟有其合理性，还是攻击行为永远都无法接受？


	
我们知道攻击行为的产生，离不开攻击者自身因素和当时其所处的环境。但是，这些因素到底是怎样作用于个体使其发出攻击行为的？为什么人类始终无法摆脱相互的攻击？侵犯是人类固有的本性吗？


	
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媒体所渲染的暴力信息、玩暴力游戏、观看暴力电视更容易诱导人们做出攻击行为。这些现象只是模仿在起作用吗？


	
以侵犯他人为目的的攻击行为给我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那么，如何抑制和矫正人们的攻击行为呢？











 第一节　攻击行为及其分类研究

19世纪以来，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生物学、医学、神经科学等诸多学科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攻击性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对于心理学，攻击性更是一个长期研究的热点，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开始，直至近年来的认知心理学，持有不同观点的心理学家均对这一现象进行过大量的理论探讨和实验研究。1973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得主、动物行为学家康拉德·洛伦兹（Konrad Lorenz）指出：“如果我们同意攻击性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事实，我们就无法增加抑制攻击行为的概率；而如果我们深入观察其天然的因果链，也许我们能找到解决办法。”

自20世纪以来，受到行为主义的影响，研究者更多地关注攻击性的外在表现，即攻击行为。因此，传统攻击性的界定其实是对攻击行为的界定。

近年来，随着恐怖活动、校园枪击、战争等暴力行为在世界范围内的日益频繁，攻击行为的形成以及人们对攻击信息的认知加工特点成为当前社会认知心理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


 一、攻击行为的定义

攻击行为（aggressive behavior）也称侵犯行为。有史以来，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无论是远古时代还是现代社会，攻击从未停止。什么是攻击行为似乎每个人都能理解，但对它的科学化表述长期以来颇受争议，也给相关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20世纪20年代，攻击行为被看作“避免痛苦或寻求快乐的行为遭受挫折时的基本反应”。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J. Dollard和N. E. Millor等人在《挫折与侵犯》一书中对攻击性作了如下定义：“攻击是一种行为的结果，是以伤害另一生命机体为目的的反应。”到了20世纪30～70年代，不少社会心理学家赞同“有意伤害他人心理或身体的行为”的定义。心理学家A. H. Buss在《攻击与越轨的控制》一文中纯粹以行为主义的口吻说道：“攻击是向另一有机体释放有害刺激的一种反应。”

随着社会认知心理学研究的推进，研究者对攻击行为的界定有了较大的进展，他们开始从前提条件、行为意图和社会判断入手，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较全面地剖析了攻击行为的内涵。从Baron和Richardson（1994）、Tedeshi和Felson（1994）、S. A. Chen和杨治良等人（1996）、Berkowitz（1998）、Geen和Donnerstein（1998）的论著中，我们可以看出，攻击行为有3层含义：第一，它是一种外显行为；第二，它强调攻击者的行为是一个有目的、有意图的行为；第三，从所形成的消极后果来看，它给对方造成的伤害不仅包括生理上的伤害，还包括心理上的伤害。概括而言，攻击者明确知道自己的行为会伤害被攻击者，并且被攻击者试图逃避这种伤害行为。

由此可见，所有试图伤害他人、但未实施的行为也都划入攻击行为范畴。例如，当一个愤怒的人把啤酒瓶向你砸过来，虽被你躲过，并没有造成实际性的伤害，但他的行为却算作攻击行为。相反，意外伤害不属于攻击，因为实施者的目的并非给对方造成伤害（如一个酒后驾车的司机撞伤行人，即使造成的伤害远大于啤酒瓶可能造成的伤害，但这种行为不属于攻击行为）；会造成伤害性的副作用的行为也不属于攻击，因为被实施对象并不会躲避（如拔牙虽然会产生疼痛，但病人不会躲避拔牙）。当然，对行动意图的判断本身包含复杂的社会性标准，人们将什么样的行为视为“攻击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对攻击行为的归因、推论、判断等认知过程。


 二、攻击行为的分类

在心理学与临床研究中，研究者根据不同的标准对攻击行为进行了分类。从行为方式来看，可分成直接攻击和间接攻击；从攻击者的行为意图来看，可划分为工具性攻击和敌意性攻击；从攻击行为发生的过程来看，可划分为主动性攻击和反应性攻击；从疾病分类学的角度可分为疾病性攻击、预谋性攻击和冲动性攻击。

1．身体攻击、言语攻击和间接攻击

Lagerspetz（1988）根据行为的表现形式以及行为发生是直接的还是通过第三方实施的，把攻击分为“身体攻击”（physical aggression）、“言语攻击”（verbal aggression）和“间接攻击”（indirect aggression）。身体攻击是直接以身体动作实施的攻击行为，如打、踢、抢夺等；言语攻击是通过口头语言所实施的攻击行为，如辱骂、嘲讽、叫取外号等；间接攻击又称关系攻击（relational aggression）或心理攻击（mental aggression），是指通过第三方而实施的攻击行为，主要包括社会排斥和造谣离间等，如背后说人坏话、散布谣言、号召群体排斥孤立他人等。

2．工具性攻击与敌意性攻击

Hartup（1974）根据行为者的动机把攻击划分为“工具性攻击”（instrumental aggression）和“敌意性攻击”（hostile aggression）。工具性攻击是指攻击者以争夺他人资源为目的而实施的攻击行为。这种行为本质上不是为了给受攻击者造成身心伤害，攻击在这里被当作获得物品或空间等的一种手段或工具。如父母打骂从事危险活动的孩子，其最终目标不是想给孩子造成皮肉之苦，而是达到告诫子女不要再从事类似活动的目的。敌意性攻击则是直接以伤害他人、给他人带来痛苦和不愉快的体验为主要目标。如人们对给自己造成某种伤害的人进行打击报复，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给伤害自己的人造成同样的后果。从研究的角度看，一些工具性攻击也会表现出敌意性攻击的愤怒反应，而一些敌意性攻击同时具有工具性攻击的功能。因此，这一分类尽管具有较高的信度，但其效度有时难以得到保证，从而使实际研究价值受到一定的限制。

3．主动性攻击与反应性攻击

Dodge和Coie（1987）根据行为的起因把攻击划分为“主动性攻击”（proactive aggression）和“反应性攻击”（reactive aggression）。主动性攻击是指行为者在未受激惹的情况下主动发起的攻击行为，主要表现为夺取物品、欺负和控制同伴等；而反应性攻击是指行为者在受到他人攻击或激惹后做出的回击反应，主要表现为情绪失控、发脾气或愤怒等。由于这一分类既考虑到与攻击行为相联系的情绪唤醒状况，又强调了攻击行为的诱因，因而有助于了解攻击行为发生的过程，从而对当事人双方做出有效的评判。

4．疾病性攻击、预谋性攻击和冲动性攻击

Barratt和Stanford（1997）从疾病分类学的角度将攻击界定为3种形式：“疾病性攻击”（medically related aggression）、“预谋性攻击”（premeditated aggression）和“冲动性攻击”（impulsive aggression）。其中，须就医的攻击是精神病、神经症或其他医疗失调的继发症；有预谋的攻击是一种事先有计划、有目的工具性的反应；冲动性攻击是指个体处于情绪爆发状态而一触即发的、不能以适应性方式理性应对刺激的一种反应。

5．特质性攻击与状态性攻击

Allen和Potkay（1981）、Wilson（1984）根据结构将攻击性区分为“特质性攻击”（trait aggression）和“状态性攻击”（state aggression），并以此为标准进行测试量表的选择进而开展相应的研究。特质性攻击是指源于个体气质特征的、在很长一段时间保持一致的敌意性态度和攻击性；状态性攻击更多是针对不持久的、状态性的症状而言。

除了上述分类，对攻击行为还需作另一种区分，那就是好坏的区分。通常情况下，人们认为攻击是坏事，因为攻击行为是由一种伤害他人的意图引起的，但是，也有一些攻击行为例外。如面对恐怖分子威胁人质生命，警察开枪。因此，区分这类攻击行为的标准是：该行为是反社会的还是亲社会的，是违反社会准则的还是维护社会准则的。此外，介乎这两种判断标准之间的攻击行为，被称为合理性攻击行为。这种行为包括不为社会准则所需，但又不违背公认的道德标准，例如，一个人因自卫而打了某个正在无端殴打他的人。

综上所述，A. H. Buss于1961年提出了八个攻击范畴的类型。他将“身体的—言语的”“积极的—消极的”“直接的—间接的”3对单元进行组合，把攻击分为8种类型（见表4-1）。

表4-1　八个攻击范畴的类型（Buss，1961）



	攻击的类型
	说明



	身体的—积极的—直接的
	冲撞，殴打，开枪



	身体的—积极的—间接的
	设置陷阱，指使刺客暗杀敌手



	身体的—消极的—直接的
	以物理的方式妨碍他人要做的事（例如，静坐示威）



	身体的—消极的—间接的
	拒绝应该做的事（单纯的罢工）



	言语的—积极的—直接的
	侮辱他人，或者非难他人



	言语的—积极的—间接的
	散布关于他人的流言蜚语



	言语的—消极的—直接的
	不回答别人的话



	言语的—消极的—间接的
	别人受到不当的非难时，不肯为他辩护





 三、攻击行为分类的意义

不同类型的攻击起因于不同的来源，产生不同的情绪、认知和行为后果，对于采取防止措施或实施疾病诊断与治疗具有不同的意义（Kempes et al.，2005）。

1．攻击行为分类对法律裁定的重要性

在特定情况下，个体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控制其攻击行为？多大程度上攻击行为是有预谋的（即有计划的、故意的或者说主动的），或未经思考就冲动地或反应性地犯下的？攻击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又在多大程度上对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的可能后果缺乏考虑？如果冲动是无意识的，那么了解引起攻击行为的原因，对于确定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自由行使意志——也就是说，确定是预谋的行为还是冲动的行为——是有帮助的（Barratt & Felthous，2003）。

人们可能会问：在易于暴怒的个人或暴力行为当中，什么是自由意志？面对基因变异或大脑损伤这样的机体变化，难道个人责任就消失了吗？从犯罪心理方面区分冲动性攻击和预谋性攻击，对于那些必须确定刑事责任的案件尤其有帮助。在刑事审判中，动机是关键。区分一种行为是属于犯罪、意外还是属于合法无罪（如正当防卫），关键在于当事人的犯罪意图，即有罪要素。法庭对犯罪行为的裁决，依据的是社会行为准则对这些行为所做出的解释。“为了确保定罪正确无误，检方必须证明被告犯罪时的思想状态、犯罪意图或是鲁莽犯罪（Garner，1999）。”

2．攻击行为分类对预测的重要性

攻击性的理论模型对于不同的个性如何与攻击行为发生联系，提供了强有力的解释。Douglas和Ogloff（2003）采用元分析法（meta-analysis）研究相对稳定的内部机制（个体之间个性特征的差异）和外部情境变量，分析探讨个性变量与挑衅事件对于攻击行为的预测力（Bettencourt et al.，2006）。他们研究发现，因挫折感导致攻击的概率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50多年前，Block和Martin（1955）提出，自我力量可以缓解挫折感的影响：在防范别人拿走他们想要的东西时，自我力量较弱的孩子的反应要比那些自我力量强大的孩子更具有攻击性，原因可能是他们在面对挫折感时控制情绪反应的能力更弱。25年前，Strube等人（1984）通过让参与者产生挫折感的实验，提出了另一组影响到攻击性反应概率的个性特质。那些具有“A类个性”（自我控制力比较差）的参与者比那些具有“B类个性”（自我控制力比较强）的参与者更容易受到挫折感的影响。有意思的是，与参与者卷入工具性攻击情形相比，当参与者卷入敌意性攻击时，个性类型与挫折感之间的相互作用表现得更加明显，即与工具性攻击相比，在敌意性攻击中根据意图做出的预测要准确得多（Berkowitz，1989）。

此外，区分主动性攻击和反应性攻击，对冠状动脉疾病的研究很有帮助。研究发现，具有A类个性、易患冠状动脉性疾病的个体易怒，容易产生敌意或攻击行为，甚至自我摧残倾向（Vitaro et al.，2002）；A类个性似乎更容易表现出主动性攻击（Bettencourt et al.，2006）。

3．攻击行为分类对有效控制和治疗的重要性

识别具有特定攻击性倾向的人，有助于人们运用各种干预策略，防范攻击行为，从而提供适当的治疗方法，减少可能发生的人际暴力。考虑到不同的诊断和治疗需要不同的信息处理机制，因此，对不同类型攻击行为做出界定具有重要价值，因为它们可能与各种潜在的信号、未发现的身体疾病、精神病合并症、环境的特殊性等有关。

简言之，由于治疗方法随攻击行为类型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在为防范、评估、控制和治疗攻击行为而采用的最适当干预计划方面，深刻了解不同类型攻击行为的相关因素，对于达到最大限度临床疗效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研究人员有必要就形成正确的攻击行为分类达成共识，因为如果缺乏建立在某种正确理论基础之上的概念和分类，对攻击性人格障碍的诊断就缺乏坚实的基础，最终，其临床价值就会大打折扣（Parrot & Giancola，2007）。



专栏　主动性攻击和反应性攻击的发展形态

从青少年犯罪方面看，主动性攻击和反应性攻击是与不同的发展形态相联系的，特别是在青春期。主动性攻击的一种类型被称为公开路径，它以主动性攻击（比如，招惹别人或者引发打斗）为开端，随后时常发生肢体打斗，最后发展为暴力。另一种类型为隐蔽路径，行为方式表现为说谎、偷窃以及破坏，这些行为也是主动性攻击和工具性攻击的一部分。第三种类型为权威冲突路径，其特征开始表现为顽固、藐视和不服从，接下来就是逃学和离家出走。这些行为方式最终可能会增加外显性和内隐性的青少年犯罪风险（Millar & Lynam，2006）。因此，对于主动攻击型的青少年来说，要让他们远离打斗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他们的自我控制力弱（Vitaro & Brendgen，2005）。相比之下，反应性攻击可能与焦虑、注意力缺陷性紊乱、身体缺陷和抑郁症有关，从而推动个体去报复。具有反应攻击型的人情绪不稳定，容易激动，具有敌意。与主动性攻击不同的是，反应性攻击并不预示着随后会发生犯罪行为（Vitaro & Brendgen，2005）。因此，鉴别特定类型攻击者的个性，有助于预测将来可能出现的不良行为模式。


 第二节　攻击行为的理论模型

针对攻击行为的形成、保持和控制，传统的攻击性研究已从社会信息加工的视角、社会学习的视角、整合的视角以及认知神经的视角提供了较为系统的理论阐述。下面，围绕现有的8个相关理论做一简要评介。


 一、社会信息加工的视角

社会信息加工的视角强调社会交互情境中个体对社会信息的加工过程与后期行为之间的关系。基于这一观点的理论包括：社会信息加工模型（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SIP；Crick & Dodge，1994）、兴奋转移理论（Excitation Transfer Theory；Zillmann，1988）和认知神经联结理论（Cognitive Neo-Associationistic Theory；Berkowitz，1990，1993）。

1．社会信息加工模型

基于儿童攻击性的研究，美国心理学家Dodge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90年代发展成熟的攻击行为的社会信息加工模型（简称SIP模型，见图4-1）。该模型的基本假设是：儿童带着一系列生物限定的能力和过去经验、记忆构成的数据库来到某一特定的社会环境，从个体对社会情境的理解到随后出现的应对行为（包括攻击行为）具有特定的信息加工流程。结合实验研究，Crick和Dodge（1994）提出了6个实时在线的加工阶段，依次是：线索编码、线索解释和表征、澄清目标或选择目标、搜寻或建构新反应、评估与决定行为反应、启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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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攻击行为的社会信息加工模型



第一阶段：线索编码。在这一感知觉操作过程中，个体选择性地输入情境中对他重要的特定信息并储存在短时记忆里。

第二阶段：线索解释和表征。个体将线索编码后加以解释，经由心理表征储存在长时记忆里。这是一个主观的、有意义的认知解析过程。如果个体曲解环境线索，对中性或模棱两可的信息做出敌意归因，就可能产生攻击和报复反应。

第三阶段：澄清目标或选择目标。个体将对情境的解释与长时记忆中的经验建立联结并确定反应的目标行为。

第四阶段：搜寻或建构新反应。个体到长时记忆中搜寻过去曾经学习过、使用过的行为或建构新行为。假如个体记忆库中充满可轻易取得的攻击与暴力行为技巧或行为组合，个体可能会对环境刺激做出攻击与暴力性反应。

第五阶段：评估与决定行为反应。个体对执行反应行为的后果进行评估并做出相应的决策。

第六阶段：启动行为。个体的过去经验、通过观察和练习所获得的语言及动作技能对行为的发动具有决定性影响。

SIP模型的鲜明特点在于：个体从感知某一特定情境刺激到生成攻击反应，这一加工过程具有动力性、连续性和同时性特征，相同的加工过程会接连不断地通过社会互动一起产生；加工过程通常情况下快速、有序地进行，但在高唤醒情境中，个体会出现缺乏意识参与的自动化加工（Wichrnann，Coplan，& Daniels，2004；Dodge，2006）。此外，SIP模型强调个体的社会经验在攻击行为出现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实验研究表明，儿童的生活经验和社会知识可对其后期的行为倾向做出预测（Dodge，2006）。

随后，Lememerise和Arsenio在Dodge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加入情绪这一要素，建立了社会信息加工的情绪—认知整合模型（见图4-2）。Dodge等人主张，儿童的信息库包括习得规则的记忆存储、社会知识和社会图式。在编码和线索解释阶段，Dodge等人指出个体的内部情绪线索必须和其他情境线索一起编码解释，编码和解释线索的过程可以引起体验过的情绪变化或者现有的情绪强度的变化。在此基础上，Lememerise等人进一步认为，他人的情绪线索也是重要的信息源，应该给予编码和解释；儿童过去经验表征中还包含情绪成分，即“情绪—认知联结”，所以，儿童社会知识的线索可以是事件也可以是情绪，甚至事件也可以成为情绪的线索。例如，在群体活动中，儿童的焦虑感可能会与父母早晨的争吵有关，或者与自己被同伴冷落的过去经验有关。例如，在煽动情境中，煽动者的愤怒有助于他人产生冲动行为。总体来说，个体的情绪体验影响社会信息加工的每一步。当某种情绪作用到社会信息加工的某一阶段，使这一阶段加工产生偏差，可能会导致个体的不良反应，如攻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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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社会信息加工的情绪-认知整合模型（Lememerise & Arsenio）



2．兴奋转移理论

该理论能够对生理疼痛等厌恶刺激的唤醒所引发的攻击行为提供很好的解释。一般而言，生理唤醒消退的速度很慢，那么多次的生理唤醒之间会产生错误的归因叠加，即可能前一次疼痛所引发的愤怒情绪因某种原因未能转化为攻击行为，而如果后一次生理唤醒紧随出现，那么第二次唤醒可能会诱导个体还出现错误的归因并将攻击行为指向后一次的刺激。由此，这一观点成为解释替代性攻击（displaced aggession；Denson，Pedersen，& Milzer，2006）机制的理论基础。

3．认知神经联结理论

这一理论由备受争议的驱动理论——“挫折—攻击假说”（Frustration-Aggression Hypothesis）发展而来。挫折—攻击假说认为，挫折可以引起一系列不同类型反应的刺激，其中之一是引起某种形式的攻击的刺激（Dollard & Miller，1939）。也就是说，直接的身体攻击、身体的疼痛以及对自尊的威胁等都是引发攻击的直接因素。尽管这一观点得到了部分研究的证实，但其他研究发现，攻击并不是个体应对挫折的唯一方式（Miller，1941；Barker，Dembo，& Lewin，1941；Davitz，1952）。随后，Berkowitz（1990，1993）在一系列研究的基础上，对挫折—攻击假说进行了修正，提出“挫折为攻击活动做了准备”，这一观点被称为认知联结理论。Berkowitz主张，挫折、挑衅以及各种厌恶刺激会使个体产生负性情绪，而这些负性情绪会自动激活带有攻击倾向的想法、记忆、行为和生理反应。换句话说，厌恶刺激的线索、个体对刺激的认知与相应的负性情绪反应之间会形成认知联结，在经过评价和归因之后，进而做出适当的应对（攻击或控制）。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理论特别适合解释敌意性攻击的发生过程，并且提出一种有效抑制攻击行为的途径，即通过降低挫折所发挥的内在驱力来减少攻击。


 二、社会学习的视角

社会学习的视角主张攻击行为是个体对环境进行学习而获得的结果。持此种观点的理论包括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Bandura，1977）和脚本理论（Script Theory；Huesmann，1994）。

1．社会学习理论

社会学习理论的创始人班杜拉（Bandura）在1977年提出该理论时指出，个体大量的行为是通过观察与模仿父母、同伴、媒体形象而替代性获得的，攻击行为也不例外。1961年，班杜拉进行了一项啵啵玩偶（与儿童体形接近的一种充气玩具）实验，随后又在1963年和1965年对此专题进行了后续研究。在研究中，班杜拉选择儿童作为实验对象，操纵情境使儿童分别受到成人示范的攻击行为与非攻击行为的影响，然后将这些儿童置于没有成人示范的新环境中，以观察他们是否模仿示范者所做出的相应行为。具体的实验程序是：让幼儿园年龄介于3～6岁之间的36名男孩和36名女孩观看一位成人“殴打”一个啵啵玩偶的录像。控制组和实验组的儿童，分别观看非攻击行为和攻击行为的录像。结果发现，观看攻击行为录像的儿童普遍表现出愤怒、沮丧的情绪，有88％的儿童模仿攻击行为；8个月后，40％的儿童重演啵啵玩偶实验时仍被观察到有攻击行为。后来，班杜拉通过观察学习中所经历的注意、记忆、榜样重现和行为强化等4个过程再次详述攻击行为的形成：与其他社会行为一样，个体的攻击性反应通过直接经验和观察他人行为而获得（Bandura，1983，2001；Mischel & Shoda，1995）。经验证，该理论对工具性攻击的形成具有很高的解释力（Patterson，Daryshe，& Ramsey，1989）。

2．脚本理论

脚本是指一套储存在记忆当中、彼此之间联结紧密的概念集，通常包括因果联系、目标或行为计划等内容（Abelson，1981）。脚本理论由Huesmann（1995）提出，它用来解释暴力媒介或示范有助于儿童模仿，从而提高儿童出现暴力行为的频率。Huesmann认为，儿童在观看暴力媒介时会形成攻击性脚本，而这一脚本会在将来某一相同或相似的现实情境中被激活，成为儿童应对这些情境的主要行为模式。这一观点为上述攻击行为的社会学习机制提供了更为生动的诠释。


 三、整合的视角

1．一般情感性攻击模型

Anderson和Berkowitz等现代攻击理论的代表（1997）认为，攻击性的原因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一方面，而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研究者分析了各派心理学家的理论观点，并对攻击行为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提出了一般情感性攻击模型（General Affective Aggression Model，GAAM）（见图4-3）。该模型包含4个要点：输入变量、当前内部状态、评估过程和评估过程后的行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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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一般情绪攻击性模型（据Anderson et al.，2000）



输入变量由人格变量和情境变量组成。人格变量包括个体在当前情境中的某些人格特征，如怯懦、蛮不讲理的态度、神经质；情境变量即情境中的各种重要特征，如惹人恼火的事、拥挤等极端情境、攻击性线索（如有关武器的图片和文字，或观看暴力电视、电影和玩暴力电子游戏）等。假如，一个人在拥挤的场合下遇见蛮不讲理的人就很有可能发生争吵，这时情境中如果有刀、枪等攻击性线索，就有可能导致严重的攻击行为。

当前的内部状态包括三种途径：认知——促使个体进行敌对思维，并把敌对记忆保存在脑海中；情绪——激发敌对的情感和外在的情绪表现；唤醒——增加生理的唤醒和兴奋性（如心率）。

评估过程包括自动评估和控制的再评估。自动评估指当前的某种情境一出现，个体便立即（甚至没有意识到）对外部环境和内部状态进行评价。如挨了一耳光，人们会立即产生愤怒或恐惧反应，引发攻击或逃离的行为。控制的再评估比自动评估反应要慢且需要更多的认知资源。不少攻击行为发生时个体很少有时间进行控制的再评估，如青少年的群殴行为，大都是没有仔细考虑后果便做出的反应。

结果是由评估输入变量、评估过程以及激活怎样的行为脚本而产生的。个体如学到好的认知脚本，可能不会产生攻击行为；而一个攻击性强的人头脑里可能有许多容易产生攻击的脚本，只要有一点点刺激就会激起攻击行为。

通过GAAM可见，人类的攻击行为可能是一种动力循环过程。这一观点为多数研究者认可。但是，输入变量对认知、情绪和唤起的影响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对于这一问题，GAAM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因此，需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改进人类攻击的一般模型。

Anderson和Dill通过相关分析和实验对GAAM进行了验证，发现GAAM可以很好地预测4个方面的攻击行为：（1）长时间暴露在暴力游戏的情境中与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的攻击行为具有很高的正相关；（2）短时间暴露在暴力游戏的情境中将导致攻击行为的增加；（3）人格测量中，在攻击方面得分高的个体，受到激惹时表现出更多的攻击成分；（4）短时间暴露在暴力游戏中将增加攻击性认知，这种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游戏的暴力内容与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

2．通用攻击性模型

致力于攻击行为研究20余年的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心理系教授Anderson和Bushman（2002）曾指出：“已有的理论尽管对解释攻击行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它们就像是一堆石头，还需要蓝图、灰浆和建筑队伍把它们建成一座有用的房屋。”鉴于此，他们在整合多种观点和多项实证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通用攻击性模型（General Aggression Model，GAM）。该模型旨在系统而完整地解释人类攻击行为的产生、维持和发展的影响因素及机制（见图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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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通用攻击性模型（据Anderson和Bushman，2002）



作为一种整合的理论，GAM对攻击行为形成机制的阐述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关注特定情境下攻击行为的发生过程；二是关注生物因素与社会环境的交互作用对攻击性人格形成过程的影响。其中，GAM通过“输入变量”“触发过程”和“行为输出”这3个阶段的信息加工，集中探讨了第一个方面的内容。

关于输入变量。GAM认为个体攻击行为的直接原因有两大类：个体的人格特质和个体所处情境的特点。人格特质是一个人的知识结构的总和，它是图式、脚本和其他知识结构长期运用的结果（Mischel & Shoda，1995）。针对攻击行为的产生，主要包括4种人格特质：（1）攻击性特质；（2）攻击性强化信念；（3）敌意态度；（4）价值观。研究表明，频繁出现攻击行为的个体，较其他个体而言，会在更大程度上受敌意性归因、知觉和预期偏向的影响。触发攻击行为的情境因素一般有5种类型：（1）攻击性线索；（2）他人的挑衅；（3）挫折；（4）身体的不适；（5）酒精和药物。研究表明，与攻击行为相连的对象和事件能启动储存在记忆中的攻击性思维、情感和行动计划（Anderson，2000）；非社会性的、不利处境的物理环境，如高温、噪声、令人不快的气味等会增加攻击出现的频率；酒精和药物可作为环境与攻击行为之间的中介因素。Bushman（1997）的研究发现，受药物影响的个体会对激发攻击的因素（如挑衅、挫折、攻击性线索等）更敏感。

关于攻击行为触发过程。输入变量通过引起个体当时的内在状态而影响最终的行为结果。内在状态包括3个过程：（1）认知过程。研究表明，个体攻击行为的产生会以个体对攻击性信息的选择性偏向及敌意性归因偏差为基础，并会对此类信息具有长期的提取易得性。（2）情感过程。输入变量会影响个体产生消极、负性的情绪，进而为随后影响攻击行为提供准备。（3）唤醒水平。这个过程以3种方式影响攻击行为：首先，由无关刺激引起的唤醒状态强化支配性动作倾向（包括攻击倾向）；其次，当个体受到激惹，即便由无关刺激（如锻炼身体）引起的唤醒状态，也会被误认为挑衅，从而触发个体的攻击行为；最后，过高或过低的唤醒水平都会成为令人厌恶的状态，促进激发攻击行为。在GAM中，一个特定的输入变量通过影响内在状态中的一个、两个或所有过程而影响攻击行为。例如，启动攻击性的认知会导致攻击性情感增强，从而提高个体对攻击性情境的唤醒水平，反之亦然。

关于行为输出的结果。GAM包括自动化的“即刻评价”（immediate appraisal）和高度控制的“重新评价”（reappraisal）：（1）即刻评价根据伤害意图、恶意和愤怒感等对当时情境和个体内在状态进行解释，它不一定会促使攻击行为的出现。即刻评价后有何反应，还依赖于其他资源而定。如果个体有充足的资源（如时间和认知能力），且不接受即刻评价的结果，那么他会进行重新评价；否则，个体会产生冲动性行为，而这种行为是否具有攻击性，依即刻评价的内容而定。（2）重新评价是对即刻评价结果的进一步评估，它涉及搜索新信息以做出不同的解释、选择对他人行为的反应方式、对反应能力及其后果的自我评估等。只要资源充足且每一个评价循环的结果不是个体所预期时，重新评价过程就会经历大量的循环。假如你认为某人带有攻击倾向，那么当他撞了你时，你很可能认为这次推撞是故意的；但是，如果你意识到房间很拥挤，此时有人推撞你一下，你就会把同样的推撞看成是拥挤情境导致的意外。当前的内部状态很大程度上决定该使用何种类型的自动化推论。当然，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都会影响当前的内部状态。例如，一个具有敌意特质的人，更容易将推撞看成是他人故意的，因此，更容易表现出攻击行为。

GAM还阐述了攻击性人格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见图4-5）。Anderson和Deuser（1996）提出，生物因素通过与个体所处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影响个体的知识结构和情感要素。研究发现，当儿童不断暴露在攻击性的情境中（如媒体暴力）变得富有攻击性时，他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与家长、教师和非攻击性同伴的交往会逐渐减少，而结交一些同样富有攻击性的同伴，以便其攻击行为在新的群体中得到认同和强化（Huesmann & Miller，1994）。因此，这些知识结构得到增强并更有可能在以后的情境中加以利用，从而完全自动化，长期渗透并改变个体的人格。例如，长期接触暴力性视频游戏会使个体在观点、态度、信念和行为上更具攻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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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攻击性人格的形成与发展模型



3．攻击性的驱动和抑制模型

个体的精神病理状态不同，可能引发不同表现形式的攻击。精神病态下的个体可能对他人做出缺乏同情心和麻木不仁的工具性攻击行为，正如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所表现的那样；当个体存在认知缺陷和障碍时，可能表现为精神病态或者极度离经叛道的攻击行为，如谋杀或强奸；当个体具有某种心灵创伤，情境中引发个体原始创伤的线索将会触发个体的攻击行为，正如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所引发的攻击；当个体的情绪极度敏感并且具有调节障碍时，那么他在人际交往中将会出现冲动性或反应性的攻击行为，正如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所表现的那样。某些个体的攻击行为可由其情绪状态的改变所引发，如双相障碍、广泛性焦虑障碍或惊恐障碍。对于这些个体来说，最普遍的并发症可能为物质滥用障碍，物质滥用又进一步导致个体思维的狭隘和认知的扭曲，从而进一步触发个体的攻击行为，由此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在以上任意一种情境中，冲动性攻击都被视为对外界刺激缺乏感知以及对行为后果缺乏考虑所发出的较低阈限的肌肉运动。攻击行为由杏仁核和脑岛作用的自下而上的“驱动”机制所触发，而额叶和扣带回作用的自上而下的“刹车”机制则抑制或调节攻击行为。攻击性的具体驱动和抑制过程（见图4-6）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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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攻击性的驱动和抑制模型



作为触发攻击事件的情感挑衅或具有挑战性的刺激将首先被个体的听觉、视觉和其他感官的处理中心所接收。在这个阶段，听觉或视觉障碍（这些感觉障碍可能由毒品、酒精或代谢紊乱导致的继发性疾病所引起）可能导致狭隘或扭曲的感官印象，这种印象反过来又增加个体将刺激视为威胁或挑衅的可能性。经过感觉的加工处理之后，刺激将会进入早期的社会信息加工中心——视觉和听觉的整合区域进行加工。最后，刺激加工将进入较高的关联区域——额叶、颞叶及顶叶皮层。在早期的信息处理阶段，文化和社会因素影响对挑衅的感知，信息加工处理不足可能导致偏执性思维倾向，此外，该阶段的影响因素还有心理创伤形成的消极图式或长期的负性经验导致的信任缺乏图式。


 四、认知神经的视角

在弗洛伊德的本能学说中，攻击行为是个体实现“生本能”和“死本能”的衍生和实现方式（Freud，1895）。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提升，研究发现，攻击行为与人类的遗传基因、大脑机制、神经调节物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遗传概率达到44％～72％。

1．神经生理学理论

20世纪上半叶，神经生理学确定了杏仁核与额叶有着相互抑制的关系，因此，一个脑区若处于主导地位，另一个脑区的地位就会下降。当杏仁核的主要活动引发与暴怒有关的情绪和行为时，额叶的主导地位却引发相对平静的行为。一个有关额叶受损的奇异案例，证明了这种相互抑制的理论。菲尼亚斯·盖奇（Phineas Gage）是一名来自英国卡文迪什（Cavendish）的铁路工人，一根金属棒刺穿了他的脸颊，侵入他的头骨并穿过头盖骨，在此过程中毁掉了他的左眼和额叶，但他居然奇迹般地存活了12年之久。事故发生后，这位铁路工人从一个和蔼友善的人变得沉默、容易发火和具有暴力性。目前，对这一经典案例的解释是：额叶的损坏阻碍了其对杏仁核的抑制性调适，故而更容易激起暴怒的情绪和行为（Davidson et al.，2001）。

脑机制和生物化学、神经遗传学研究指出，攻击性个体的额叶执行功能测验得分普遍偏低，前额叶部脑电图（EEG）呈现慢波化，灰质体积明显减少，大脑各部位糖代谢低下。研究发现，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睾丸酮素等神经调节物质均与攻击行为相关。有相当多的科学证据表明，睾丸酮素对攻击性的增强起着促进作用。睾丸酮素是内分泌和中枢神经系统的一部分，而内分泌和中枢神经系统又与生殖行为紧密相关。因此，男性的攻击行为在青春期更易发作。

2．认知神经学理论

最近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发现，攻击行为有专门的神经回路：外界信号（激活）→眶额皮层（激活）→杏仁核（激活）→前下丘脑核和终纹核（激活）→周围灰质的大脑区域（Nelson & Trainor，2007；见图4-7和图4-8）。这一神经回路能触发心率加快、肌肉张力增强等自主反应，使个体的身心处于戒备状态，以应对不利或有害的情境。从系统发育的角度看，眶额皮层是大脑进化得最晚的区域之一，而它的神经元数量却很多、也很集中。这一点在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身上表现一致（见图4-7）。据观察，该区域对于社会认知至关重要，因为情绪控制和道德推理都需要它的参与（Adolphs，2008；Moll & Shulkin，2009）。这说明在攻击目标之前，个体首先要对某种情境进行社会认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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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人类大脑经常参与攻击行为和愤怒与同情体验的部分脑区位置图（罗伯特·E.梅卡迪罗；纳列里·A.阿里亚斯；张大川，2011）


注：（1）周围灰质：触发攻击行为

（2）下丘脑：触发自主性基本反应愤怒体验

（3）脑干：维持自主性反应同情体验

（4）海马回：短期记忆

（5）颞上区：移情愤怒和同情体验

（6）前额叶皮层：执行功能，如决策

（7）岛叶：识别情绪表达，负面记忆

（8）眶额皮层：处理社会和道德信号

（9）颞极：识别人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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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与同情和攻击认知有关的神经连接和前脑活动


注：（1）在非人类灵长类动物身上发现的攻击性神经回路的大致位置示意图。借助于眶额皮层和杏仁核之间的交互信号，社会信息可以被融入情绪评价，杏仁核向终纹核及下丘脑前部投射。而后，下丘脑向周围灰质的投射触发攻击行为。

（2）与fMRI获得的同情体验相关的大脑活动示意图。在贴近扣带（上）、额叶区（中）和颞区（下）的内侧区域可以观察到活动情形。

（3）在一次同情体验期间记录下的、位于布罗德曼第10区的眶额皮质中的大脑活动示意图。

（4）布罗德曼第10区同大脑皮质（上）与下皮质（下）各脑区域维持互相联系示意图。本图显示，攻击性和同情行为是由各脑区活动触发的，这些脑区与特定的认知功能有关。由于各脑区之间的信息交流，启动了复杂的过程，而要弄清它们，需要有一个基本认识，那就是大脑功能是以自然选择的、能接收传送各种信息的网络为基础的。



采用现代神经影像（neuroimaging）技术，可以通过观察活动中的人脑来深度考察攻击性的神经机制（Bordel et al.，2006）。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研究发现，当个体回忆起令人愤怒或暴怒的生活场景时，其中脑、下丘脑和脑干等区域活动显著，这些区域的神经活动可以控制和调节基本的肌体反应，使心率加速、呼吸加快、排汗增加。这些反应构成了面临危险时极为重要的一套应激举动：搏斗和逃跑。实验还观察到大脑其他区域的活动，这些区域包括前扣带皮质、岛叶与前额皮层，它们共同构成对社会情境进行情感道德评价所必需的神经网络的一部分（Damasio et al.，2000）。

负责愤怒的脑区形成多个神经网络：下丘脑和脑干的活动引起与原因事件相关的身体体验和对该事件的评价，通过与海马区和前额叶皮质交换的交互信号被融入记忆信息和已习得的代码；海马区与前额叶皮质通过丘脑直接或间接地同前扣带皮质连接，前扣带皮质又与注意和决策机制相关。可见，攻击性含有情感或情绪成分，而且与移情、道德感、决策等其他过程有联系（Moll et al.，2005）。



专栏　社会认知神经科学对人类攻击性的脑机制研究

近年来，随着社会认知神经科学思潮的兴起以及研究技术的推进，针对攻击性生理因素检测和脑机制探讨的研究日渐增多。研究发现，5-羟色胺、多巴胺、C氨基丁酸、去甲肾上腺素、胆固醇、脂肪酸、睾丸酮、低血糖以及单胺氧化酶活性等都可作为攻击行为的生化指标。

尤其是新近出现的事件相关电位（ERP）、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等高科技受到了学者们的青睐。这两项技术已被大量运用到攻击性脑机制的研究中。ERP的研究发现，N100等脑电成分在正常被试与暴行罪犯、冲动攻击者、暴力游戏玩家的测试中出现差异，P300和N400在内隐攻击性启动过程中起重要作用。fMRI的研究结论主要集中在前额叶皮质的功能区上。研究发现，相对于控制组被试而言，进攻性强的男性大脑中与恐惧相关的类扁桃体的活动更为强烈，而与推理和决策相关的前额叶皮质的激活很弱。此外，研究人员对成人脑成像分析发现，具有反社会行为的人，尤其是那些有过暴力行径的人，其脑部的前额叶皮质部分出现了结构和功能的双重障碍，或者前额叶皮质很小且活动疲弱。

鉴于ERP和fMRI两项技术各自的优势，研究者提出研究方法整合的思路，即将ERP的高时间分辨率与fMRI的高空间分辨率相结合进行攻击行为研究。Chiao、Adams、Peter、William、Jennifer和Ambady（2008）已进行了此类尝试。他们发现，在群际社会知觉过程中，被试对具有攻击性的面部线索刺激的加工出现在加工流程早期，梭状回、颞上回和舌回的激活与基于社会层面而引发的攻击性有关。


 第三节　内隐攻击性及理论模型


 一、内隐攻击性的提出

研究者认为，攻击性的核心特征在于伤害性，因而在特定社会的法律、道德体系以及文化价值观的制约下，攻击性更多地以内隐的方式得以表现，并基于此提出了内隐攻击性的概念及分类。近10年来，内隐攻击性（即攻击行为的无意识特征及表现方式）引起了国内外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成为内隐社会认知研究的新焦点。随着“攻击行为”社会认知的实验研究和内隐社会认知中内隐与外显的“钢筋水泥结构”理论的提出（杨治良等，1997），我国在内隐社会认知领域的研究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研究者通过对中国被试的研究发现，对攻击性的社会认知出现了“内隐”和“外显”的分离：在意识层面坚持传统儒家文化中“和为贵”的思想，更多地同情被攻击者；但在无意识层面存在对“攻击行为”的认同，本能地表现出对象征“强者”的攻击者的偏好。这一重大发现成为社会认知研究的新契机，为研究者探索刻板印象、人际偏见、社会歧视、族群矛盾乃至民族冲突等直接危及人类和平发展的社会现象揭开了新的视角。

此后，研究者结合一系列的实验研究发现，在内隐、无意识的层面，个体对攻击者的偏好程度更高，对攻击行为伤害性的判断标准更宽松，对攻击类词汇的反应时更短。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内隐攻击性的概念：“内隐攻击性是一种在过去经验积淀下的无意识结构，这种结构会自动化地影响个体进行与攻击相关的知觉、态度、判断、决策和反应等。”


 二、内隐攻击性的理论基础及特征

上述定义从社会信息加工的意识性和无意识性角度将攻击性划分为外显和内隐两个层面。就内隐攻击性机制的理论解释，国内学者以内隐社会认知的相关研究结论为基础，通过系统探究内隐攻击性的影响因素，构建了内隐攻击性的“低唤醒—高激活”理论和“警戒—回避”假设（杨治良，周颖，2006）。“低唤醒”是指内隐高攻击者具有较低的皮层静息唤醒水平；“高激活”是指内隐高攻击者虽然静息唤醒水平较低，但是其攻击类概念具有较高的唤醒水平。研究者采用实验性分离技术发现，外显攻击和内隐攻击之间相互独立、具有不同的加工过程。借助事件相关电位（ERP）探测内隐攻击性的神经机制，发现尽管内隐高攻击者对攻击性刺激的皮层静息唤醒水平很低，但对攻击类的概念具有很高的激活水平。基于这些结论，研究者提出了内隐攻击性的“低唤醒—高激活”理论。该理论能够较好地解释内隐攻击性的认知加工特点及神经机制，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警戒—回避”假设，即指个体会自动化、无意识地注意带有攻击性的刺激，但随后会有意识地采用回避策略进行注意转移，以免体验到恐惧、焦虑等负性情绪。区分个体对攻击性刺激进行认知加工所存在的阶段，有助于明晰内隐攻击性的适应机能，帮助个体对情境中的威胁刺激进行自动化加工，并产生随后的回避。在“警戒—回避”假设的实验中，研究者以“攻击性的”“中性的”和“被攻击性的”3种图片为实验材料，采用眼动技术和信号检测论的分析逻辑，证实了内隐攻击性的存在，发现了个体对攻击性材料的鉴别力较低并容易对其采取较宽松的判断标准，依此推论，攻击性的刺激材料会引起个体自动化、无意识的注意和加工。研究同时发现，个体随后会立即通过意识控制进而采用回避策略进行注意转移，以避免体验到恐惧、焦虑等负性情绪。

上述发现对于丰富攻击性研究的已有理论框架以及指导内隐攻击性领域的后续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在内隐社会认知这一理论基础上，内隐攻击具有间接性、积淀性、无意识性和启动性的特征，并且存在积极和消极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帮助个体应对情境，另一方面无法内省，从而难以控制。将这些特点概括总结，可以归纳为以下3个方面。

1．攻击性更具内隐性

在内隐社会认知中，人的攻击性得以表露，然而在意识层面控制的外显社会认知中，攻击性没有充分表现。研究发现，个体的攻击行为具有内隐性。究其原因，由于意识的监控，攻击性为同情心所掩饰或缓冲，从而被试能够与社会的道德要求达成一致；在内隐社会认知条件下，意识的监控被削弱，攻击性更多地流露出来。

当前内隐社会认知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更加强调个体社会行为的内隐性和自动化特征。S. A. Chen、杨治良等人（1996）采用内隐记忆的实验性分离技术对人类攻击行为的内隐社会认知的某些特点进行了探索，发现人类具有潜在攻击性。在外显的再认测验中，利用信号检测论发现，男女被试均对被攻击者更为敏感，对被攻击者的分辨力显著高于对攻击者的分辨力，人们更倾向于注意被攻击者，即在人们的外显社会认知中，攻击性并不明显；而在偏好测验中，人们对攻击者的分辨力远远高于对被攻击者的分辨力，即对攻击者更为敏感，攻击性得到充分体现。叶茂林（2001）用汉字作为实验材料，证明在未成年人身上存在内隐攻击性。Nicola用内隐联想测验（IAT）来研究变态杀人者对攻击性的内隐态度。

2．攻击性的影响作用是自动化的

在内隐社会认知中，认知者做出判断的过程都是无意识的，并没有受某一过去经验的影响。实际上，如果认知者意识到这一点或者知道自己的判断会受到某一经验的影响，那么就不会出现这种内隐效果，有时甚至会反转。由此，在外显再认测验中，由于认知者的性别自我意识，女性在攻击性方面要弱于男性；而在内隐测验中，攻击性并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

在一个用内隐记忆研究方法来探索攻击性的实验研究中，实验者用内藏攻击性信息的图片作为材料来观察对被试审美判断的影响。结果发现，所有被试（无论大学生还是中学生、男性还是女性）都对主动攻击者形象的图片评价较高，显著优于对被攻击者的评价。可见，图片所隐藏的攻击性信息对于审美判断来说，不是中性的、无所谓的，而是激发了审美主体的有关意识，对其判断起到了明显的作用。在内隐社会认知领域，这正说明攻击性以一种个体无法自我意识的、自动的方式在其社会认知中“偷偷地”起着作用。

3．攻击性需用间接测量方式加以探测

因内隐攻击性具有较少意识参与，体现为自动化倾向的特点，在对其研究中不适合采用自我报告和行为观察等直接测量的方法，为了不使被试采取防御方式，以求获得更真实、更忠于被试真实想法的数据，需采用一些间接测量的方法。目前，主要采取的间接测量方法有：任务分离、启动技术、投射测验、内隐联想测验、Go/No-go测验、ERP技术、眼动法等。这些方法的基本范式是：先给一组被试提供不同的实验线索，以此来影响他们的后继操作，然后通过比较不同操作任务下被试的测验成绩来寻求内隐效果的影响。

在研究内隐攻击性时，有多种方法可以选择，而每种方法都有其优点和缺点。研究内隐社会认知的方法能够将攻击性的内隐特征和外显行为进行区分，但是还不能将意识与无意识的影响完全分离。研究者暂时找不到一个普遍法则进行内隐攻击性的研究，只能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进行选择。同时，对于内隐和外显的心理结构间是同一、分离还是相对分离的这样一些异常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根据一般的内隐测量方法与外显攻击行为的相关系数或参数来作判断，而要探索一种适合内隐攻击性的独特研究范式。


 三、内隐攻击性的研究展望

内隐攻击性的研究是从内隐社会认知的角度出发，对它的研究触及了无意识的层面。虽然还没有成熟及建立系统的理论体系，但这一领域已逐渐受到重视，且已有众多研究用不同的内隐测量方法和研究材料对人类攻击性加以研究，并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结论：攻击性确实具有内隐特征，且易受启动及各种因素（启动刺激因素、个体因素、群体因素及社会环境因素等）影响，并在一定条件下表现出来。但是，这一研究领域仍存在许多争议，如不少测量方法的信度、效度问题（IAT的重测信度在0.60以上，而各种启动程序的重测信度不到0.50，其他测量方法的重测信度也不是很理想）；各种间接测量方法的测量机制有所不同，它们之间的会聚效度不明确，且缺乏此类研究等问题。

存在争议并不意味着缺乏研究意义和价值。从内隐社会认知的角度研究攻击性扩大了人类攻击性和社会认知的内涵，使得人们对攻击行为有了一个崭新的认识，而且这种认识是更为深层次的，继而对暴力行为的预防和干预控制提供了科学依据。总体来说，内隐攻击性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现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一简要展望。

1．研究方法的日新月异

近10年来随着生理学及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内隐社会认知与认知神经科学出现了新的融合和整合的趋势。把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方法应用于攻击性的内隐社会认知研究将成为一种趋势，同时也面临研究方法领域需要突破的不少技术难题。

在启动技术的运用中产生启动效应的刺激物属性的不同，对诱发内隐态度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传统的社会内隐态度以间接启动的方式影响内隐攻击行为的社会认知模式。在今后的实验研究中对可能影响实验结果的此类变量的操纵和控制是保证实验信度和外部效度的前提，须谨慎从事。

2．影响因素研究的深化

研究者对影响个体攻击性的因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分为个体因素、情境因素和生理因素。个体因素包括特质、态度和遗传素质等个体特征，它们共同构建了个体对攻击的准备状态。情境因素包括情境的重要特征，如激惹和攻击性线索。和个体因素一样，情境因素也能通过影响个体的认知、情绪和唤醒水平，为攻击提供准备。以往对攻击性多侧重于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将导致攻击行为的原因归咎于环境，却忽视了其他生物学因素。如今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攻击性及其行为表达具有生物学基础。

针对上述影响因素，研究者分析指出，攻击性线索的启动作用和性别的差异问题需进一步加以探究。研究发现，人格与内隐攻击性的关系研究能更好地揭示攻击性人格和反社会倾向的深层机制，因而对可能影响实验结果的此类变量的控制是今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不同文化背景下内隐攻击性理论的适用性及文化对内隐攻击性的影响等也是今后值得探讨的问题。

3．内隐攻击性与攻击行为的关系研究

人类在有意识状态下的外显攻击性或在无意识状态下的内隐攻击性存在显著差异。研究表明，内隐攻击性和外显攻击性可能是两个独立的结构表现形式，也可能是两个独立的过程，但是内隐攻击性与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目前，对内隐攻击性预测攻击行为的效度研究、内隐测量与外显测量之间的关系探讨应是后续研究的方向。

个体内隐攻击性和具体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体攻击性结构（内隐和外显层面）对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攻击行为的作用机制。哪些中介变量影响了内隐攻击性态度到攻击行为的转变？为何人人都有内隐攻击性，有人会采取攻击行为而有人却没有？这些应该成为对个体内隐和外显心理结构关系展开探讨的重要问题。

4．内隐攻击性的可控性和干预问题研究

众所周知，人的心理和行为过程是一个整体，需要认知、情绪和动机这3个系统的共同参与。那么，它们是如何激活或抑制内隐攻击性的？研究发现，这3个系统能够对环境刺激进行前意识加工，并由此产生个体对环境感知的心理情境。基于此，Bargh（1996）提出了内隐心理过程自动化发生的控制条件：意识到影响或意识到影响可能性；有对自动化行为控制的动机；有足够的认知资源（不能分心）去从事控制性认知过程。这些对于易受启动激活的内隐攻击性的可控性和干预策略的研究很有启发。

随着方法和技术的革新，对各种内隐测量技术潜在机制理解的加深，研究人员将会提出更加尖锐的问题，这些将加大对攻击性基础理论的贡献。今后选取更切合社会现象而具有高生态效度的实验材料和研究场景，从多层面、多角度了解攻击行为产生的原因，加深对其内在机制的认识，使研究成果对于理解和控制人类的攻击性以及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应用价值。

5．内隐攻击性与外显攻击性的关系研究

内隐社会认知和外显社会认知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两种争论：分离论和同一论。分离论认为，内隐测量和外显测量所探测到的是两种不同的内在心理结构，各自具有不同的心理加工机制。外显心理结构是思维意识的产物和自我反应的结果，而内隐心理结构则是无意识的产物。同一论认为，内隐测量和外显测量反映的是同一结构的不同阶段，内隐指标测量的是在意识控制之前的潜在表征，而外显指标则反映的是在意识控制下的阶段。

从上述描述可以推测，内隐攻击性与外显攻击性之间的关系可能也存在同一性和分离性两种争论。研究表明，内隐攻击性影响个体自身或内因的反应，个体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或者并不试图加以控制；而外显攻击性则影响个体深思熟虑后或外显的行为，个体可以对其施加必要的控制。那么，这两种攻击性的内在机制有何区别与联系？内隐攻击性是如何形成的？不同个体之间、不同性别、群体之间的攻击性是否有差异？面对这些问题，研究者需要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揭示攻击性的心理机制。



专栏　攻击性的警戒—回避效应

近年来的一些研究发现，不同属性的刺激能够引起个体不同程度的注意。究其原因，能够引发个体情绪（无论是积极情绪还是消极情绪）的刺激比中性刺激更容易得到注意加工，具有特质性焦虑的被试更容易注意到带有威胁性的刺激（Lang，Davis，& Ohman，2000）。但是，这种注意偏差并没有导致随后的回忆偏差。具有特质性焦虑或患有焦虑症的个体在回忆测验中并没有表现出对威胁性信息的优势记忆，甚至对所恐惧的材料记忆更差（Mogg et al.，2000）。这种注意和记忆之间的矛盾可以用警戒—回避效应（vigilant-avoidant effect）来解释。Mogg和Bradley（2004）所提出的警戒—回避效应是指，虽然个体最初会自动化、无意识地注意那些威胁性线索，但个体随后会转移注意力，以免体验到焦虑、恐惧等负性情绪。这种随后的回避策略会影响个体对威胁性刺激的精细加工，从而影响个体在回忆测验中的成绩。

在攻击性认知中也存在警戒—回避效应。Alexander等人（2005）运用比词汇或面孔等刺激的生态效度更好的图片刺激，如描述暴力、死亡、损毁等情景的图片作为实验材料。结果表明，与低攻击性被试相比，高攻击性被试在短时呈现时对高威胁性图片的注意更具警戒性，在长时呈现时两者没有显著差异，实验结果证明了攻击性的警戒—回避假设。

攻击性的警戒—回避效应是如何形成的？一种解释认为，最初的警戒和随后的回避反应，通过一个专门的动机系统进行调节，其中不同的认知和行为反应具有不同的威胁严重性的知觉阈限。另一种观点认为，攻击性的警戒与回避反应是通过不同的认知机制调节的。最近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表明，警戒与回避具有不同的厌恶动机状态和神经机制。


 第四节　攻击性的研究范式

长期以来，对攻击性的研究主要围绕攻击行为的外在表现展开，因此，传统攻击性的研究多采用实验法、自我报告和观察者评定等方法。而内隐攻击性由于其无意识、自动化的特征，难以通过传统方法进行探测，需要采用一些间接测量方法。


 一、传统攻击性的研究范式

已有的研究方法可分为自陈测量和实验室行为测量两大类范式。

1．自陈测量范式

（1）自我报告法

攻击性研究之初，其概念尚无统一界定，研究者大多根据其结构将攻击性区分为“特质性攻击”和“状态性攻击”（见第一节内容），并以此为标准进行测试量表的选择进而开展相应的研究。由此，自我报告法被广泛用于攻击性研究领域，其中包括Buss-Durkee敌意测试问卷（Buss-Durkee Hostility Inventory，BDHI；Buss & Durkee，1957）及其修订版本简明愤怒攻击性问卷（Brief Anger and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BAAQ）和攻击性问卷（Aggression Questionnaire，AQ；Buss & Perry，1992）、Novaeo挑衅敏感性问卷（Novaeo Provocation Inventory，NPI；Novaeo，1975，1977）及其修订版本Novaeo愤怒量表（Novaeo Anger Scale，NAS；Novaeo，1994）Cook-Medley敌意问卷（Cook-Medley Hostility Scale，Ho；Cook & Medley，1954）、状态—特质愤怒量表（State-Trait Anger Scale，STAS）和愤怒表达量表（Anger Expression Scales，AX；Spielberge，1988）。除此之外，比较常用的还有愤怒性攻击问卷（Anger Attacks Questionnaire）、暴力量表（Violence Scale）、多维度愤怒测试问卷（Multidimensional Anger Inventory）、冲动性问卷（Impulsiveness Questionnaire）等其他自陈式测量工具。

（2）观察者评定法

观察者评定法通常用于对攻击行为的测量，包括公然攻击量表（Overt Aggression Scale，OAS；Yudofsky et al.，1986）、社交障碍和攻击量表（Social Dysfunction and Aggression Scale，SDAS；Wistedt et al.，1990）和观察者攻击量表（Staff Observation Aggression Scale，SOAS；Palmstierna & Wistedt，1987）。这些量表通过直接观察或询问，对攻击行为进行描述。观察者所经历的攻击事件的数量，会影响他对攻击行为的评定。

（3）投射测验

投射测验是指，主试根据被试对一些模糊、不确定的测验刺激的反应结果推测判定被试的深层心理特征的测验方法。投射测验可用于测量个体潜在的攻击行为（Wagner，1961）。Wanamaker和Reznikoff（1989）采用主题统觉测验（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TAT）测量个体听过音乐后的攻击水平。Posey和Hess（1984）采用画人测验（Draw-A-Person Test）测量个体的攻击水平。当研究者试图采用多种方法对攻击进行测量时，投射测验是一个普遍的选择。McCrae和Costa（1990）对投射测验的信、效度分析，认为它不需要个体具备复杂的言语技巧，有助于建立良好的测评关系，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测量个体对非结构化情境的反应。

自陈量表现已广泛应用到临床及正常被试的攻击性研究中，并为个体攻击性特点及心理实质的揭示提供了丰富而重要的证据。但该方法的局限也非常明显，比如在使用这些自陈量表时，社会期许和表面效度会使研究的结果产生偏差。Biaggio（1980）和Selby（1984）的研究表明，被试在社会期许的影响下渴望得到社会的赞同，因此，不愿意承认自己具有攻击性和敌意。Posey和Hess（1984）的研究表明，当量表具有较高的表面效度时，被试较容易隐藏自己的真实反应。随着攻击性研究领域的发展，研究方法已出现多样化的发展，行为测量范式和间接测量范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自陈测量的缺陷（王镜，韩秀华，孙连荣，2009）。

2．实验室行为测量范式

实验室行为测量（Behavioral Laboratory Measures）是通过实验法对个体的攻击行为和倾向进行测量的方法，它被广泛应用于心理学的各个研究领域。下面，依次介绍常用于攻击研究的8种实验范式：师—生范式、文章评定范式、竞争性反应时游戏、玩偶模仿范式、减分攻击范式、辣椒酱范式、出错范式、涂鸦撕扯范式。采用实验室行为测量，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于：实验室中观测到的攻击行为和倾向是否和生活中的真实情境一致。其中，前5个实验范式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来自实验室攻击和真实攻击之间的差异。近年来，后3种新范式的提出则为该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较好的帮助。

（1）师—生范式

师—生范式是Buss（1961）首创的一种对攻击行为进行实验研究的范式。该范式的具体程序为：实验中要求被试扮演“老师”，而由另一名被试扮演“学生”（其实这名被试为主试助手，真被试并不知情）。随后，将两人分别安排在设置有连接系统的两个房间里，并安排“学生”记忆单词，“老师”则负责评估“学生”的答案是否正确。实验要求当“学生”做出错误回答时，扮演“老师”的被试则要对其施加电击以示惩罚。其中，以被试在实验中所实施的电击强度和持续时间作为其攻击行为的指标。

（2）文章评定范式

作为师—生范式的变式，文章评定范式由Berkowitz等人（1962）提出。这一范式也是要求被试对另一名伪被试（主试助手）的表现进行监督，只是从记忆任务换成了作文评定，被试根据对方文章的好坏来实施不同程度的电击。

上述两种范式的优势在于因变量指标的记录可严格量化，但其操作的有效性及生态效度受到其他研究者质疑，认为缺乏互动的形式并不贴合日常攻击行为产生的情境（Tedeschi & Quigley，1996）。例如，这两种范式都包含表面故事，使得被试相信他们对另一人的电击惩罚是为了对方好。这种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利他的、亲社会的动机，而非伤害他人的动机，这一点实际上并不符合攻击的定义；把被试和陪试放在两个独立的房间，并且要求被试必须对陪试进行电击，除此之外被试没有其他选择，这与真实生活中的攻击行为具有很大的不同。

（3）竞争性反应时游戏

CRT是目前攻击性研究中效度最高、使用最为广泛的实验范式。这类范式由Taylor（1967）首次使用。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研究者安排被试和另一名伪被试玩一场游戏，要求他们在特定信号出现后尽快做出按键反应，按键较慢的那个人将被施以电击。此外，在每一轮游戏开始之前，研究者表面上会要求游戏的双方给定即将施加给输家的电击等级，但实际上，游戏的输赢次序及伪被试所选择的电击等级均由主试提前做好安排。被试所选择的电击等级及施加电击的时长是研究者记录的因变量。相对于前两种范式，CRT的主要优点在于，指导语中并没有虚构故事，因而能够避免被试的电击行为出于亲社会动机。但是，Tedeschi和Quigley（1996）指出，游戏的竞争特点可能会使被试出于游戏公平或社会控制的考虑实施电击，并非想伤害别人，而只是想通过电击影响他人的反应，最终使自己赢得游戏。对此，研究者做出了一系列应对性的程序调整：例如，不再预先设置惩罚等级，而是直接给予对手惩罚；惩罚方式由电击改为噪声惩罚；将虚拟对手改为真人被试。研究发现，修正后的CRT能够客观地揭示被试特质及特定状态下与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并能阐释被试攻击性特质与情境易感性之间的关系，因而能够作为反映个体攻击行为倾向有效而稳定的指标（Stadler，Zeff，& Demisch，2007；Phillips & Giancola，2008）。

（4）玩偶模仿范式

基于社会行为学习的理论观点，Bandura（1973）提出了玩偶模仿范式。在实验中，首先让被试（通常是儿童）通过录像观看其他儿童在游戏房中的一些暴力举动（如用棍子击打一个巨大的充气玩偶“啵啵”，把玩偶摔倒在地上，用拳头反复击打玩偶的头部等）以及成人对儿童攻击行为进行奖励或惩罚的镜头。然后，研究者要求被试尽量回忆他们所看到的行为，通过操纵“奖惩”的模式及次数等变量，观察记录被试在随后与“玩偶”游戏时的暴力行为发生频率及强度。研究发现，当录像中儿童的攻击行为得到成人的奖励时，被试随后出现攻击行为的概率和强度都更高。这一范式自提出之后在攻击性社会情境因素的研究中得到了极为广泛的应用。众多研究表明，参与暴力游戏或观看暴力影片会使个体的攻击性增强。那么，儿童模仿他们所观察到的攻击行为，是不是代表他们一定具有攻击性呢？Tedeschi和Quigley（1996）曾指出，儿童所表现出的模仿行为只是因为他们喜欢扭打玩耍。对此争议，攻击性的社会信息加工机制尚未给出满意答案，需要新的实验范式加以论证。

（5）减分攻击范式

在Cherek（1981）首创的减分攻击范式中，被试被告知，他每按A键100次可以为自己赢得10美分，而每按B键10次则可以让另一个房间的一名被试减去10美分。被试可以在电脑屏幕上看到分数的变化情况，随时发现对方是否会减自己的分。但实际上，竞争对手并不存在，所有的分数变化都是由电脑程序预先设置好的。通过记录被试按B键的次数，就可以测量出被试的攻击水平。和前4个范式不同的是，减分攻击范式为被试提供了非攻击的选项，例如，被试完全可以只按A键为自己赚分，这一选项仅仅是个人行为，不涉及与他人之间的互动。此外，攻击者和被攻击者之间的距离、研究者对攻击行为的许可这两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6）辣椒酱范式

Lieberman等人（1999）开发了辣椒酱范式。实验中，被试首先会受到伪被试的激惹（比如，给被试倒一杯过期的果汁，或者发表一段强烈反对被试的政见或世界观的言辞等）。然后，要求被试为伪被试倒辣椒酱（伪被试事先表明自己不喜欢吃辣），将被试所倒辣椒酱的数量作为其攻击行为的指标。在Christopher（2009）等人的一项实证研究中，首先让被试观看一段暴力电影片段，然后，在“即时”和“延时”两种情况下，采用“辣椒酱”范式测试被试的攻击性，发现暴力影片触发被试攻击性的时长约为4～6分钟。这一范式的优势在于不需要昂贵精巧的实验仪器（如电击设备），攻击行为非常容易量化（通过辣椒酱的数量），具有较高的生态效度（BBC英国广播公司就曾经报道过生活中利用辣椒酱进行攻击的事例）。

（7）出错范式

Russell等人（1996，2002）发展的出错范式是一种表面效度较高的实验范式。在他们的实验中，告知被试将参与一种新型的男性娱乐游戏——用玩具枪来射击真人，让被试自行挑选武器和子弹。然后告诉被试，由于某些环节出了问题，因此不能进行射击游戏。通过记录被试所选武器的威力和子弹的数量，可以测量被试的攻击性。该范式和其他范式不同的地方在于，被试并没有受到激惹，因此，这种情况下表现出来的攻击属于主动性攻击和工具性攻击。但是，该范式仅评估了被试的潜在攻击性，并没有涉及攻击行为。

（8）涂鸦撕扯范式

Nodander等人（1998）发展了一种具有较高表面效度的攻击性实验范式，即通过测量被试（可被操控的自变量包括性别、饮酒、受挫等）对其他人财产的破坏程度，来评价个体的攻击性。首先，要求被试在一幅名为《伊甸园中的亚当和夏娃》的画上自由涂鸦，根据被试涂鸦的数量、造成破坏的程度以及暴力或性的内容，测量被试的间接攻击性。接下来，发给被试一张纸，上面印有极富攻击性的《Samson和狮子》，要求被试把这张纸撕破，放进一个小信封里，通过碎纸的数量评定被试的攻击性。和前7种范式不同的是，涂鸦撕扯范式测量的不是直接攻击，而是间接攻击。

研究者在运用上述实验范式中，在可控的条件下探讨人格特质及情境因素与攻击行为发生概率及频率的因果联系。这类范式对于解决自陈测量中无法准确界定所测特质而致使文献中概念混同使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突破，已有众多实验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测得攻击行为发生的影响因素。然而，实验室方法所导致的低生态化效度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从而成为揭示攻击性内在实质的一个“瓶颈”。


 二、基于内隐社会认知的研究范式

由于内隐攻击性具有自动化、较少意识参与的特点，因此，研究者多采取间接测量的方法。目前来看，可用于测量内隐攻击性的内隐社会认知技术主要有以下几种。

1．内隐联想测验及其变式

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IAT）是由Greenwald、Jordan和Schwartz于1998年提出的，用于探测个体内隐态度的一种间接测量工具。Greenwald等人最初将IAT用于种族偏见的研究，他们以“白人/黑人”组成一对客体概念，以“正性词/负性词”作为属性概念，考察种族和正负性评价之间联系的相对强度，并作为内隐种族态度的指标。该研究证明了外显和内隐种族态度存在分离：在外显测验中白人被试很少报告对黑人的偏见，但IAT测验却表明在内隐认知中这种偏见仍然存在。Greenwald等人认为IAT能避免自我报告中被试的自我掩饰，不受按键左右、相邻反应间隔时间以及项目的数量等因素的影响，还可灵活利用不同的客体概念和属性概念设计出适应不同方面内隐认知的测量。由于具备这些优点，IAT技术一经提出，就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关注，在对其信度、效度给予肯定的同时，还对它进行了修正，提出了WIAT（Wigboldus IAT）、GNAT（Go/No-Go Association Test）和EAST（Extrinsic Affect Simon Task）等多种变式。这些方法不仅用于攻击性研究，还广泛应用在各类偏见、刻板印象、社会认同、自尊、自我概念、病理心理学以及消费者态度等领域。

近年来，在内隐攻击性研究中，IAT及其变式被证实是一种有效的测量工具。Eric和Jane（2004）用IAT研究暴力游戏对个体内隐攻击性的影响，发现玩暴力游戏后，被试的攻击性表现出自动化的特征。国内不少研究者在以攻击者、被攻击者图片或词汇为目标概念、以积极或消极词汇为属性概念的实验中，发现被攻击者图片或被攻击词汇与积极词汇联合的平均反应时显著小于其与消极词汇的反应时，表现出偏好攻击者的自动化倾向；在以大学生、青少年、运动员以及网络成瘾者等多类个体为被试的实验中，发现由IAT测得的内隐攻击性与其他自陈量表所得的外显攻击性之间无显著相关，证明两者具有相互独立的心理结构；并且，不同人群前内隐攻击性在程度上差异显著。

2．启动范式

启动测量范式（Priming Measurement Paradigm），简称启动范式，它是基于语义记忆的网络模型，能够考察长时记忆中稳定的知识表征，并通过特定的实验操作同时考察自动性加工和控制性加工。作为一种研究技术，启动被看作反应倾向的暂时性内部激活，即当个体头脑中的某一概念被某种经历激活时，启动过程就会随之发生（Lashley，1951）。启动现已成为内隐社会认知测量的重要技术之一。启动技术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分为以下不同类别。

（1）实施启动的不同任务方式

按照启动实施的不同任务方式，将其分为概念启动、心智模式启动和序列启动三种形式。概念启动（Concepting Priming）实施中，研究者首先采用某一特征概念（如“友好”“诚实”等）向被试进行一系列语言测试，以保证被试对后续实验材料中的目标对象形成与这一特征概念相符的印象。随后，让被试参与不相干的另一项任务，以观察特质概念对被试后续行为的影响。概念启动方式的特点在于所激活的是被试已有的概念图式，而并非某一特定的心理程序。心智模式启动（Minding-set Priming）方法中，研究者常会设置特定的情境，以引导被试进行某种方向性的思考。随后，安排被试参加不相干的任务，并观察其在完成任务过程中特定情境因素的影响。在这类方式中，启动任务所实现的是激活被试理解情境的一种程序模式。与前两种启动任务不同，序列启动（Sequential Priming）重点不是测试先前的任务操作对被试后续行为的影响，而主要是检验两种概念或概念表征之间的联系紧密度。这类启动的实施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中，要求被试尽快对目标刺激做出好坏的判断，获得一个基线值；第二阶段中，首先呈现一个启动刺激，随后进行与第一阶段相同的判断任务。启动效应通过第二阶段中被试的反应值与基线值之间的差异而求得。

（2）所要考察的心理联结性质

根据所考察的心理联结的性质，一般将启动分为概念性启动（Conceptual Priming）和评价性启动（Evaluative Priming）。操作有效的启动范式都会出现启动效应，即与那些与启动无关的信息相比，对与启动相关（概念上或评价上）信息的加工更加容易。因所考察的心理联结的性质不同，概念性启动效应和评价性启动效应所揭示的认知机制也不同。

概念性启动旨在考察启动和目标之间的概念性联结，亦即语义联结。该类启动所激活的是陈述性的记忆内容，对目标词的效价没有特别要求。概念性启动实验一般采用词汇判断任务（Lexical Decision Task，LDT），即判断目标词是不是词，有时也采取口头报告任务。评价性启动用于测量态度的启动程序，也被其他研究者称为情感启动（Affective Priming；Fazio et al.，1986）。评价性启动旨在考察启动与目标之间的评价性联结，而不像概念性启动那样关注语义联结，因此，其关键特征是目标在效价上的变化。一般而言，与启动配对的是效价上相反的目标词，在其他方面目标与启动完全无关。评价性启动通常采用文字或图片作为启动刺激，实验任务通常是效价判断任务，在LDT或口头报告任务中偶尔也发现这种启动效应。

（3）被试对启动刺激的意识程度

根据被试对启动刺激的意识程度，分为阈上启动（Supraliminal Priming）和阈下启动（Subliminal Priming）。这一分类通常通过操作刺激呈现时间的长短来实现。阈上启动是指刺激呈现时间长，使被试足以能够意识到启动刺激的出现，但并不能意识到这一刺激对后续反应的影响；阈下启动则是指启动刺激呈现时间非常短，使被试对刺激的出现及随后的影响均无意识。对于区分阈上和阈下刺激的呈现时间，目前尚无统一的标准，但大部分研究认同，刺激时间小于500毫秒时可以有效探测评价性启动效应（Bargh & Chartrand，2000）。

启动技术在攻击性研究中得到了大量的应用。比如，关注暴力媒介对个体攻击行为的研究中通常是遵循启动的逻辑。研究发现，通过启动范式呈现的暴力刺激可将个体的内隐攻击性转化为攻击行为；阈下启动会影响个体的知觉判断，引发更强的内隐攻击倾向。近来的研究表明，那些与攻击性有关的自我信念的激活会影响个体对内隐攻击性的抑制调节机制，进而启动内隐攻击性及随后的攻击行为；同时，个体反复接触攻击类刺激，即时的攻击性会逐渐演变成长期的、稳定的攻击性认知结构，这种攻击性认知结构对个体的判断、行为、动机、情绪等方面的影响将更大、更稳定、更难以改变。

3．Stroop任务变式

Stroop任务是一种广泛使用的视觉任务。有关该任务的研究发现，当词语的印刷颜色与词语的意义相冲突，而被试的任务是命名印刷颜色时，被试的反应要慢。这一效应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J. B. Stroop于1935年提出。此后，研究者针对这一效应提出了多种理论解释，其中自动化理论受到高度认同。该理论认为在Stroop任务中读词是自动加工，颜色命名是控制加工，所以读词能对颜色命名产生促进或干扰，反之则不会。基于这种解释，研究者在Stroop经典范式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形成了多种用于测量个体内隐社会认知的研究技术。下面主要介绍其中的3种。

（1）情绪性Stroop任务

在该任务中，研究者向被试呈现不同颜色的积极、消极或中性属性词，然后要求被试尽可能快地报告词汇的颜色。其中，被试判断的反应时是推测个体内隐态度的重要指标。如，在测量个体对某一态度客体的内隐态度时，研究者要求被试报告不同颜色写成的代表态度的词汇。如果被试命名的时间较短，说明其对态度对象持积极或中性的态度；如果被试的命名时间偏长，则反映被试对态度客体持消极的态度。情绪性Stroop任务的原理非常简单，那就是与积极词汇和中性词汇相比，个体对消极词汇的反应时间长（Pratto & John，1991）。

（2）启动Stroop任务

它将启动任务和Stroop任务相结合，实施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呈现启动刺激；第二阶段则要求被试尽可能快地命名不同颜色墨水写成的目标刺激的颜色。如果目标刺激和启动刺激具有评价上的联系，那么个体反应的快慢就表明了个体的内隐态度。

（3）关联性Stroop任务

研究者首先向被试同时呈现两个在属性上相同（或不同）的刺激，要求被试在非情绪性特征（如颜色）基础上对这两个刺激做出是否相同的判断。研究发现，当两个刺激的属性一致时，被试对颜色是否一致的判断时间要短于刺激属性不一致时（Klauer，Eder，Greenwald，& Abrams，1997）。

Stroop任务变式在攻击性研究中得以使用，旨在探测具有不同内在攻击性程度的被试在对攻击性刺激进行选择性注意加工的过程。研究发现，在情绪Stroop任务中，内在攻击性程度高的被试对敌意性或攻击性的词的颜色命名反应时会比其他类词（积极词、消极词或中性词）更长。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于被试颜色命名任务受到攻击性词词义的干扰而产生的认知冲突所致（Williams，Mathews，& Maeleod，1996）。

4．图片记忆范式

图片记忆范式由杨治良等人（1996）首次使用在内隐攻击性的研究中。研究者以中国古典名著连环画中的人物图片为原始材料库，分别选出“攻击者”“被攻击者”和“中性”等单个人物图片，并将其调整为统一的大小、清晰度及色度之后用作实验材料。在实验中，被试首先学习这些图片，随后分别对这些图片进行再认和偏好的判断。结果发现，被试的反应在测验方式之间出现了分离：被试对被攻击者的再认正确率显著高于攻击者，但对攻击者的偏好明显优于被攻击者。随后，研究者又以攻击者和被攻击者配对呈现的图片为实验材料，并加入“加工类型”的变量，即将实验图片分为3组，其中一组中有箭头指向攻击者；另一组中有箭头指向被攻击者，剩下的图片无箭头指向。之后，同样引导被试进行学习以及再认、偏好的判断。结果发现，加工类型影响再认测验的结果，但对偏好测试没有影响，出现了实验性分离：有箭头指向的相应类型图片（攻击者或被攻击者），其再认的正确率最高；但无论箭头指向如何，被试都对攻击者的偏好更加明显。

以上实验性分离的结果充分证实，图片记忆范式能够避免教育或社会期许等因素的影响，有效地测得被试对“攻击”这种负性社会行为的真实态度。这种方法后来还用于探讨内隐攻击性与同情之间的关系（杨治良，2008）。相对于上文提及国外引进的各种实验范式而言，图片记忆方法的独特贡献在于，能针对性地测查个体内隐攻击性的程度，并提供一种通过改变个体对攻击性的态度而减少此类负性行为的途径。

5．ERP技术

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生理测量技术和内隐社会认知研究的融合日益成为重要的研究取向。这一类技术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既有传统的有关心率、皮肤电阻等指标的测量，也有事件相关电位和脑成像等新兴技术。这些方法各有其优势与局限。比如，细胞生化、神经递质等研究可以在分子水平探讨攻击性的机制，但较难分析其动态形成过程；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等研究能够较直观地观察脑区激活的状况，但时间分辨率相对较低，而且操作成本也相对较高。相比而言，事件相关电位（ERP）在攻击性研究中的优势更加明显，为攻击性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

目前关于攻击性的ERP研究大多关注攻击行为的神经机制，研究者通常的做法是把外显攻击性高的个体如暴力罪犯、冲动攻击者、暴力游戏玩家和正常个体进行对比，比较这两类个体在ERP成分上是否存在差异，以推断攻击行为的神经基础，其中分析较多的ERP成分包括N100、N200和P300。

N100：是在刺激呈现给被试约100毫秒左右产生的负波，称为刺激相关电位。一般认为该波产生于听觉通路投射的皮层结构，可代表大脑皮层的广泛激活，并与朝向反应和维持注意有关。N200：是个体对脸孔刺激和面部表情进行识别时，通常伴随的特异性负波，其波幅通常在200毫秒左右到达波峰。P300：是人们研究最多的一种内源性ERP成分，1965年由Sutton等人所发现，是在刺激呈现后300毫秒左右出现的正波。P300的波幅通常与所投入的心理资源呈正相关，其潜伏期则随任务难度和刺激复杂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反映了对刺激进行加工所需要的时间。P300潜伏期与波幅的异常通常与一定的认知加工缺陷相连，特别是注意力、记忆等方面的缺陷。前期的一些研究表明，暴力攻击性个体存在P300的异常。例如，Barratt等人（1997）发现高攻击性个体在认知决策任务中的P300波幅小于正常个体；Mathias和Stanford（1999）发现，与正常个体相比，冲动性攻击个体的P300具有更长的潜伏期和更小的波幅。此外，Barratt等人（1997）和Kiehl等人（1999）还发现，冲动性攻击个体和精神病患者在分辨目标刺激和非目标刺激时P300波幅没有差异。

由于ERP技术可以在被试不做反应的条件下研究脑内信息加工，故在相当程度上不受主观因素影响，而且可以研究无意识的信息加工机制，因此，受到内隐记忆、语言、情绪等研究的青睐，并获得P300、N400、MMN、CNV等富含心理学意义的特征成分，开始形成了一些成熟的实验范式。可以预见，ERP将在内隐攻击性的研究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采用阈下启动认知模式，利用ERP技术研究内隐攻击性的脑机制和认知加工特点，将成为内隐攻击性研究的又一焦点。

在进行人类攻击性研究时可供选择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每一种方法都有其优点和缺点。采用常规的方法，往往只能考察外显攻击性，而无法探讨攻击性的内隐特征；采用内隐社会认知的研究方法，虽能将攻击性的外显与内隐特征加以区分识别，但该方法现阶段还不能做到将意识与无意识的影响完全分离。可见，要对人类攻击性这么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进行深入探索，还没有一种一劳永逸的办法。

6．眼动技术

由于社会期许的影响，个体在传统的外显报告中通常会掩饰和压抑自己的攻击性。眼动技术（eye movement technology）在此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眼动研究中，被试只需要自主注视视觉刺激，这一方面可以消除被试的防御心理；另一方面，个体也无从控制某些眼动成分，如瞳孔大小通常受自主神经系统控制，因此，眼动指标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被试对刺激材料的偏好，从而能够更为直接地验证内隐攻击性的存在。

国内已有研究者开始运用眼动指标，结合图片记忆法探测个体的内隐攻击性。研究结果发现，被试观看攻击者和被攻击者的平均瞳孔大小显著大于观看中性人物时的平均瞳孔大小；被试注视攻击者的时间显著高于注视中性人物和被攻击者的时间；被试对攻击者的凝视次数，显著高于对中性人物和被攻击者的凝视次数。由此可见，个体对攻击性材料具有自动化的偏好。



专栏　实验研究范式的局限及未来的发展

随着攻击性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发展，各种研究范式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推广。特别是实验研究作为攻击性研究的主导方法，允许研究者在可控的条件下，探讨不同人格特质、不同情境因素与攻击行为发生概率及频率的因果联系，解决了自陈测量中无法准确界定行为指标和人格特点的缺憾，从而为攻击行为的干预和预防提供较直接而便于操作的参考依据。然而，现有的实验室范式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导致攻击性研究的生态化效度不高。主要缺点表现为：（1）指导语中所包含的表面故事往往会使所记录的行为由非攻击性动机所致，且被试的攻击行为通常是在实验者“允许”之下进行，因而很容易受到“期待效应”的影响。（2）大多数实验范式设定一个由伪被试所扮演的攻击对象，且与被试分隔开而使被试无法得到反馈，这种模式缺乏真实情境性。（3）针对攻击行为的认知及情绪变量等方面的实验研究，如攻击者与攻击对象的距离、攻击行为的易得性、反应性攻击和主动性攻击之间的差异、显性攻击和隐性攻击的差异等问题还没有得到实验范式的集中关注。

令人欣喜的是，现阶段的攻击性研究出现了方法整合发展的趋势。研究者开始将实验法和自陈量表、观察者他评法、投射测验以及EEG、ERP、fMRI等认知神经科学技术的手段配合使用，从不同的角度弥补实验范式的局限。另外，Dougherty，Mathias 和Marsh（2005）基于“冲动性的多维度结构模型”的理论框架，以延迟性满足的指数为核心指标，编写了4种测试个体状态性冲动的实验室程序并将其集结于一个软件包内。该模型在方法上的优势主要表现在：能够高仿真性地模拟状态性攻击行为如何引发，并克服自我报告法中的社会期许偏差，对状态性攻击行为进行测试。

一种好的研究范式能够同时激发自动的“反应性攻击”和可控的“主动性攻击”两种行为模式。因此，努力提高研究范式的生态化效度，力求不同方法之间的多元组合来揭示攻击性的心理机制应是未来方法论发展的趋势。


 第五节　影响攻击行为的认知因素

看暴力电影是否会提高攻击行为发生的概率？对于这一问题的答案，大多研究者持肯定的态度，但也有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果将每周的空闲时间拿来看暴力电影，那么每周就会减少1000例的攻击性案例。他们认为，影响攻击行为的不仅是影片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人们对空闲时间的活动选择，但这种长期影响效应还未得到证实（Gordon & Stefano，2008）。

近年来，攻击行为的心理特征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大量研究对攻击性的认知机制、测查方法进行了探讨，并指出人格、环境等因素对攻击性有显著影响。研究发现，长期接触攻击性游戏会形成稳定的攻击性人格，暴力信息可为个体提供将内隐攻击性转换为攻击行为的线索。最近的研究还发现与攻击有关的自我信念会影响对内隐攻击性起抑制作用的自我调节机制，这表明内隐攻击性可能被某种过去经验所启动，从而影响人们的社会知觉、社会判断和社会行为。

对于上述问题的探讨，涉及攻击行为更为复杂的认知加工过程，尤其是内隐攻击性的启动效应。下面，将围绕社会知觉、社会记忆、社会判断等信息加工过程具体介绍影响攻击行为发生的有关认知变量及其加工原理。

影响攻击行为的变量有很多，如情绪调节变量（冲动性和愤怒的控制）、环境变量（暴露在暴力信息下）以及认知变量。认知变量作为中介变量在情绪调节变量、环境变量和攻击行为之间发挥作用（见图4-9）。研究发现，攻击者在加工信息时存在着一些认知偏向及其加工模式，它们分别涉及认知加工的注意、记忆与解释过程，从而构成攻击性信息加工通道的认知因素。

[image: ]
图4-9　社会信息加工程序变量的中介效应模型




 一、攻击性注意偏向的加工模式

目前，研究者主要从注意成分理论、注意资源理论、图式理论等对攻击性注意偏向的原因进行解释，其中注意成分理论应用最为广泛。

1．注意成分理论

注意具有多种成分，包括注意定向、注意维持、注意解除和注意转移等。这些成分反映了两种机制：一是对相关信息的选择；二是对无关信息的抑制。对威胁性或负性情绪刺激的注意偏向通常有两个阶段：在最初的定向中，被试对威胁性或负性刺激比较敏感；在后期，被试一旦注意到威胁性或负性刺激，将锁定目标。这一现象在视觉搜索任务中得到了证实。研究发现，攻击性高的人不能忽略作为分心刺激的敌意性词语的影响。也就是说，靶子词是中性词，而围绕着靶子词的分心刺激是敌意性词语时，攻击性高者会反应得比较慢；而当靶子词和分心词都是中性词时，攻击性高者的反应会比较快（Smith & Waterman，2005）。

2．注意资源理论

该理论认为，注意资源是有限的，当注意资源分配到某种活动上，对其他活动的分配量就会减少。比如，当敌意性刺激与其他刺激一起出现时，注意资源很容易分配到敌意性刺激上，所以就表现出对敌意性刺激的注意偏向。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在进行情绪面孔的性别判断任务时，会受到面孔情绪信息的干扰，面孔情绪信息消耗了注意资源，因而不能很好地完成性别判断任务（即性别命名时间延长），从而出现负性注意偏向（James & Mark，2006）。

3．认知图式理论

该理论来源于Beck的图式理论。认知图式由过去行为和经验所形成的相对稳定和持久的知识体所组成，用来指导个体对世界的一系列感知和评价。如果外部刺激与内部图式一致，则对该刺激的加工就会变得容易，加工的速度会加快。例如，研究者认为，抑郁症患者的认知结构是由负性图式构成的，所以会以非积极的方式来处理外部信息，从而造成理解上的偏差，对信息产生歪曲的解释（Williams，Watts，Maeleod，& Mathews，2001）。

研究发现，代表攻击行为或暴力理由的认知图式是攻击性的一个潜在风险因素。图式疗法模型描述了许多早期适应不良图式（EMSs），这些图式可能构成不良行为的基础。EMSs所定义的图式组成了人们的记忆、情绪、认知以及对自我和他人关系的感知，并且在整个生命历程中不断发展。其中，有两种不良认知图式对攻击行为有重大影响：（1）不信任图式。这种图式包括对他人将会伤害、虐待、羞辱或利用的念头，且这些念头是由他人故意或疏忽所引起的。研究表明，不信任图式包含了个体对同辈行为不信任的感知，这与儿童和青少年攻击行为密切相关。（2）自大或自恋。这个图式涉及个人优势的炫耀和膨胀的权利意识。研究发现，许多攻击性个体对自我能力和表现显示出过分的积极评估；当自我评价高的人被他人质疑或威胁时，攻击将会发生（Baumeister，Smart，& Boden，1996）。最近的纵向研究表明，这种自恋的认知图式预示着个体的反社会行为。

4．攻击性注意偏向的ERP研究

随着ERP技术的深入，对攻击性注意偏向的研究在认知神经机制上有了新的进展。对情绪障碍个体进行注意偏向的ERP研究延续行为实验的研究范式，采用威胁性刺激、与个体相关（即与所要研究个体的某一特质相关）的刺激等材料。例如，研究者采用情绪性Stroop任务对有自杀倾向的人进行了研究，发现有自杀倾向的个体对自杀相关的词汇产生了注意偏向（Matthew，2010）。另有研究者对吸烟者的注意偏向进行了研究，发现与不吸烟者相比，吸烟者在Stroop实验中对吸烟有关的图片存在注意偏向（Amy et al.，2010）。研究指出，与注意偏向相关的ERP成分主要有以下4种。

（1）视觉的早期成分

如P1、N1与P2。研究发现，在额部、顶后部和枕部记录到的P1、N1复合体反应主动空间注意调节视觉加工的最早阶段（Hillyard & Anllo-Vento，1998）。另有研究者认为，P2波形对情绪信息比较敏感（Carretie et al.，2001；Sehapkin et al.，2000）。后续研究通过P1、N1及P2波幅与潜伏期的变化，来探讨抑郁症患者对不同情绪效价图片的注意加工机制。结果发现：P1、N1的波幅与情绪效价相关；被试抑郁水平的不同，导致Pl、N1的潜伏期也不同，表现为高抑郁组在P1、N1波形上的潜伏期较短（Barhmm，2005）。

（2）P300成分

P300主要考察注意、再认和刺激概率，其波幅的影响因素包括实验任务、个体动机、材料意义、唤醒水平等。P300在注意偏向的认知任务中，反映的是对情绪信息的加工能力。研究者普遍认为，情绪强烈的情境诱发较大的P300。一项对吸毒及情绪线索的注意偏向的研究发现，海洛因戒断组正负情绪线索诱发的P300振幅高于正常组。

（3）晚正成分LPC

晚正成分LPC一般出现在刺激呈现500毫秒之后，它是与心理因素关系最为密切的成分之一。LPC反映的是大脑对某种刺激的持续加工过程，而不是自动加工过程（魏景汉，罗跃嘉，2002）。研究表明，与积极刺激相比，消极刺激能够诱发抑郁症患者更大的LPC（Deldin et al.，2001）；与正常被试相比，抑郁症患者对消极情绪面孔产生更大的LPC波幅（Deveney & Deldin，2004）。

（4）N2pc成分

研究者采用视觉搜索范式的研究指出，N2pc成分反映了对出现在左或右视野的目标刺激的空间选择性注意。它最早是由Luck等人（1994）发现并正式命名的，“N”代表负波（negative），“2”是指它大约出现在刺激呈现后的200毫秒～300毫秒之间，而“pc”是指头皮分布的位置——目标刺激的对侧脑后区域。N2pc的波幅常用作对目标刺激注意分配量的指标，而它的潜伏期则反映了对目标刺激注意分配的时间点（Brisson，Robitaille，& Jolicoeur，2007）。通过分析N2pc的波幅与潜伏期可以有效地预测被试对刺激注意分配量的多少及注意分配时间的快慢。将N2pc作为特殊群体注意偏向的ERP指标，得到了许多研究的证实。Fox等人（2008）以N2pc为指标探讨特质焦虑个体对威胁性刺激的注意偏向，发现高特质焦虑个体表现出对威胁性刺激更强的注意偏向。

基于上述分析，利用ERP技术探讨攻击者的认知神经机制将有利于更准确把握其攻击性的心理机制。


 二、攻击性归因偏向的加工模式

攻击性归因偏向也称敌意解释偏差，是指攻击者在对情境进行归因时偏向把模棱两可的情境作敌意性解释（Orobio et al.，2002）。归因偏向的对象最初是高攻击性的儿童。如Dodge（1980）等人的实验让小学儿童解释一些同伴情境，这些情境包括敌意情境、良性情境与模棱两可的情境，发现所有的儿童都能正确解释敌意情境与良性情境，而在模棱两可的情境中，低攻击性与高攻击性儿童却产生了区别，低攻击性儿童会像在良性情境中那样知觉出良性意图，而高攻击性的儿童会像在敌意情境中那样知觉出敌意。在此之后又有大量研究重复验证了这一结果，都得出了基本相同的结论，即攻击性的儿童在解释模棱两可的情境时都会出现敌意归因偏向（Orobio et al.，2002）。不仅是儿童，高攻击性的成年人（甚至犯罪者）也存在敌意归因偏向（Bailey & Ostrov，2008），而且敌意归因偏向与犯罪思维方式有显著的相关（Walters，2007）。

1．解释优先模型

这一模型主张，攻击者可能先对社会情境做出自动化的解释，而后注意过程的作用只是强化和验证了此解释。与注意优先模型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解释优先模型假设解释过程是自动化地发生于认知过程的开始（Wilkowski & Robinson，2008）。持解释优先模型观点的研究者认为有关攻击者注意偏向的研究所采用的材料都是单一刺激，与日常生活中个体所经历的情境有很大的区别，因此不足以得出真实的结论。Wilkowski等人（2008）引证了许多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来反驳注意优先模型，如在场景知觉的研究中，个体将注意分配到各种具体的细节线索之前，都会先判断场景的要义，这一过程发生在所有认知活动的最开端，它会忽略细节而考虑整体（VanRullen & Thorpe，2001）。与Crick和Dodge（1994）的社会信息加工模型（SIP）支持注意优先模型不同，Anderson等人（2002）的通用攻击性模型（GAM）却支持解释优先模型。GAM为解释优先模型的假设提供了理论基础，它已将解释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其一为即刻评价；其二为重新评价，且认为攻击者的最先评价是即时、自动化的。

2．注意优先模型与解释优先模型的争论

两种模型争论的焦点在于：攻击者在对外界环境进行认知加工时的首要阶段是什么。研究者对此问题有不少争论：持注意优先观点的研究者认为，选择性注意过程导致了攻击者的归因偏向；持解释优先观点的研究者认为，解释过程最先发生，是一个自动化的过程。

注意优先模型的基本假设是：攻击者选择性地注意情境线索，对敌意性的刺激有偏好，然后经由记忆中贮存的相互联系的概念网络而至脚本，由于记忆易得性的作用，很容易做出敌意性的解释，从而导致归因偏向的产生。研究者用多种方式验证了注意优先模型。注意成分理论认为注意偏向的发生是由于威胁性刺激影响了注意解除能力；认知图式理论用注意聚焦变窄来解释注意偏向；认知资源理论认为注意偏向的发生是由于威胁性刺激占用了更多的注意资源；平行分布加工模型（PDP）认为注意偏向是特殊人群对刺激的唤醒水平不同所致。这些注意偏向发生机制的理论和实验研究为注意优先模型提供了充足的论据。

与此同时，注意偏向过程是否由解释过程所导致是值得探讨的。注意偏向一般由负性刺激所引起，从生物进化的角度看，威胁性刺激与人类生存紧密相连，人类对威胁性刺激的注意偏向与适应性有关（彭晓哲，周晓林，2005）。那么，由于生物适应性所做出的人类行为是否需要先对其进行解释？Wilkowski与Robinson（2007）对注意优先模型提出了质疑：解释过程的前一阶段也许并不是记忆易得性，因为归因偏向也可能是攻击性脚本运行的第一步（Takarangi，Polaschek，& Hignett，2008）。解释优先模型的实验研究假设：若先发生解释过程，则后续与所得解释不相容的信息则需要花费更多的认知资源，通过分析攻击者对情境中各种敌意性与非敌意性线索的注视时间可判断注意与解释过程的先后顺序。

综上所述，注意优先模型与解释优先模型各有论据支持，而攻击者注意偏向与归因偏向的关系尚无定论，且开始转向整体知觉与局部知觉的讨论中。对此，今后的研究焦点不应仅限于何者“优先”的争论，而应该根据两者的特点分别从注意和解释过程的研究开始。此外，今后的研究应当改进实验方法，运用多种技术从理论和应用两方面更深入地探讨攻击者的这两种偏向及其关系。


 三、攻击性记忆偏向的加工模式

1．记忆易得性

内隐记忆研究表明，攻击者对负性信息存在一种记忆偏向，即记忆易得性。它是心境一致性记忆的核心概念，指长时记忆里的信息能被更快地提取。心境一致性记忆又称情绪一致性记忆，其理论基础是联想网络模型（associative network model；Bower，1981）。该模型认为词的概念、情绪和经验由网络中相互交织的不同的结点所表征；当外部刺激呈现时，这些结点会被激活，一个特定结点被激活时，这种激活自动地扩散到与之联结的其他结点；相邻结点之间联结的强度表明了概念、情绪和经验相互联结的程度。由此可见，对情绪性信息的记忆偏向决定于一致性匹配，即个人心境状态和词的情绪效价之间的匹配；心境一致性记忆偏向的产生，是因为与特定心境或情绪相连的结点被激活，激活点又扩散到相连的结点，因而信息提取变得容易。

记忆易得性是支持注意优先模型的证据之一。由于心境一致性记忆，攻击者选择性地注意了敌意性线索，从而激活了攻击性的脚本，最终导致了归因偏差。换句话说，归因偏向来源于攻击者不能正确感知情境线索，而感知和选择情境线索的初级阶段正是注意，因此，归因偏向并非发生在认知加工的最初阶段。

2．攻击性记忆的长时效应与短时效应

攻击性记忆的短时效应是指短时间接触暴力媒体（如歌词、电视、电影、视频游戏）而启动个体已有的攻击性认知，激活和改变个体的情绪状态；长时效应是指个体长期地接触暴力媒体而导致的攻击性人格。Bushman和Huesmann（2006）在对暴力媒体和攻击行为的研究中发现，攻击性记忆的短时效应对成年人影响更大，其长时效应对儿童影响更大。他们指出，儿童通过观察学习比成人更容易习得新的图式和信念，而这些图式和信念是长时效应起作用的机制。

为何接触暴力媒体会增加攻击性？研究表明，接触暴力媒体会导致接触者对暴力行为去敏感化，表现出更低的同情心（Funk，2004）。ERP研究发现，玩暴力视频游戏的被试大脑应答减弱，即大脑对暴力去敏感化，并在随后的任务测试中表现出更多的攻击行为。此外，反复呈现的暴力媒体的短时效应间接地创造了一个更加敌意的社会环境，进一步导致了个体内部攻击性偏见的发展（Anderson & Carnagey，2003）。

近年来，关于记忆的激活模型进一步指出了长时记忆与短时记忆的密切联系。研究发现，长时记忆可以对短时记忆产生长时语义启动效应，短时记忆中加工的内容也会引起相关长时记忆信息的激活；长时记忆和短时记忆使用相同的信息表征，但在激活模式上，短时记忆信息表征的激活水平更高（Ranganath & Blumenfeld，2005）。ERP研究显示，只有当信息作为注意目标时神经启动效应才出现（Woltz & Was，2007，2010）。那么，这一模型是否适用于有关攻击性信息的长时记忆与短时记忆加工机制？对此，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验证。



专栏　心理距离对内隐攻击性的影响

内隐攻击性研究发现，当心理距离缩短时人们会减少攻击行为而增加亲社会行为。那么，心理距离如何界定？影响心理距离的因素是什么？心理距离又是如何形成的？

身态语言学专家研究发现，每个人都有一种心理上的“警觉”，这种警觉以自我为中心，向四周扩张，形成一个圆形的心理防御空间，一旦遭到他人“侵入”，就会引起紧张、警戒甚至反抗。越是陌生的人，彼此之间距离越远，身体之间的间隔也就越大；反之，越是关系亲密的人，心理防御空间距离越会逐渐缩小。心理距离反映了社会定义上的群体边界，同时，对个体或群体心理距离远近的感知会影响人们的看法和态度，因此，这一概念受到了相当多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关注。研究表明，影响心理距离的两个重要因素分别是：社会支配取向和道德关注领域大小。社会支配取向是指一个人对于群体等级形成的合理化持赞同的意识形态。换言之，思想、观念、合理化会让人们相信一些群体值得拥有并肯定其优越性和主导地位。因此，社会支配取向反映了其他群体在心理远端的看法，并且涉及偏见和攻击性（Pratto，Sidanius，& Levin，2006）。道德关注领域大小是通过个体或群体所展现出的道德关怀（关注范围从自我利益到全人类的需要）来界定的。一个道德关注相对广泛的人会对“群体外的人”（即不同背景的人，甚至是陌生人）给予较多的道德关注和亲社会行为。

心理距离的形成和青少年时期所受的家庭教育有关。权威型教育（以负责、自主授权和严格要求为特征）对青少年社会化形成帮助最大，也对积极心理距离的建构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此外，人际交往的相似性是拉近人与人之间心理距离的一种形式（Liberman，Trope，& Stephan，2007）。研究发现，人们比较喜欢与自己相似的个体，而不太喜欢与自己不相似的个体，同时会对心理距离上比较亲近的人投入更多的感情。心理距离的解释水平理论主张，人际相似性会削减知觉上的心理距离，同时会激活更低层次的意识水平来表征目标个体。当心理距离拉近时，人们的内隐攻击性随之弱化（Liberman et al.，2007）。


 第六节　攻击行为的调节与干预

对攻击行为进行调节与干预，首先要了解攻击性的理论模型及其认知加工机制，前面已围绕这两大方面内容展开了详细的介绍和探讨。随着攻击性相关理论模型的不断细化和整合，以及研究者对攻击行为调适方法的不断探索，相应的调节与干预路径正在不断发展与完善。下面，结合最近的研究进展，分析攻击性的影响因素及攻击行为的调节与干预策略。


 一、攻击性的影响因素

关于攻击性的大量实证研究揭示了影响攻击性的因素，这些因素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个体因素、情境因素和生理因素三类。下面，针对这三类影响因素进行简要述评。

1．个体因素

个体因素包括人格特质、自尊、情绪等个体特征。稳定的个体特征并不会随事件和情境而改变，因此构建了个体对攻击的准备状态。

（1）人格特质

攻击性人格特质具有稳定性。心理学家对600多名被试进行了长达22年的追踪研究，发现无论男性还是女性，童年期的攻击性记录能有效地预测成年期的攻击性。与攻击行为、反社会及边缘性人格相关的人格障碍可以作为预测暴力行为的有效指标，且不同的人格类型将会出现不同形式的攻击与暴力行为：反社会的人通常比较冷漠，并且对实施犯罪行为需要进行较细的计划；而边缘性人格的人比较冲动，更倾向于爆发性的身体暴力（Daniel & Antonio，2008）。

（2）自尊

自尊作为对自我的态度，既有稳定性又有一定的可变性。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低自尊容易导致攻击，但此结论并没有被确凿的理论模式或实验证据所证实，而近年国内外的一些研究和实验对此观点也提出了质疑。一些研究者认为，攻击性起因于肯定的自我概念遭到别人指责或威胁。稳定且高自尊者攻击性最低，这些个体可能对自我受到威胁具有很大的免疫力；自尊高且不稳定的人有最高的攻击和愤怒倾向，这些个体（如自恋者）更容易激惹，当他们的自尊受到伤害时，就会表现出攻击行为。国外多位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自恋的不适应成分（如剥削性人际交往、特权、表现欲）与攻击性、犯罪行为显著相关。目前，自尊与攻击性关系的研究结论差异较大，尚待进一步验证。

（3）情绪

情绪是影响攻击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关于情绪与攻击性的关系，前人对移情、愤怒等具体情绪对攻击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探讨研究，且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移情发展较好的青少年表现出更多的利他、分享、慷慨等行为；移情水平低的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采取更多的攻击行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愤怒与攻击性相互影响，愤怒会导致攻击行为的发生，攻击行为发生时必然有愤怒相伴。研究指出，攻击行为发生的频率与情绪障碍有关（Christian，Eva，Heinz，& Michael，2009）。

管理情绪的能力可以缓减消极情绪给自身带来的困扰，同时促进个体与他人交流的畅通和有效性。国内研究者对情绪调节与攻击性关系的研究表明，情绪调节能力差的儿童比情绪调节能力好的儿童更有可能发生攻击行为；能够灵活使用情绪调节策略的儿童，其社会行为发展得比较好，而缺乏情绪调节能力的儿童，在压力情境下更易出现各种问题行为；具有攻击行为的个体，尤其有严重身体攻击行为或暴力倾向的个体，其情绪调节能力相对较差，愤怒感强，发泄频率更高。

2．情境因素

情境因素包括情境的重要特征，如激惹和攻击性线索。这些因素能够通过影响个体的生理唤醒水平、认知与情绪等方面，为攻击提供准备。

（1）攻击性线索

攻击性线索是指能够自动激活攻击类想法和行为的客体。这些客体包括武器、拳击的图片或词语等提示线索，暴力视频、暴力游戏等媒介，暴力情境线索等。研究发现，通过这些认知线索，个体更倾向于将随后出现的模糊行为知觉为敌意性行为，进行攻击性活动的可能性也更大。国外一项权威的元分析报告为“接触带暴力性质的媒体会增加攻击”这一结论提供了有力支持（Anderson & Bushman，2002）。这篇报告分析了46个纵向研究（含4975个被试）、86个横向研究（含37341个被试）、28个现场实验研究（含1976个被试）以及124个实验研究（含7305个被试），进一步指明了媒体暴力与攻击性的因果关系。近几年国外的一些校园枪击案的凶手都被证明曾经迷恋暴力视频游戏。近10年来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表明，视频游戏中包含大量的暴力内容，对青少年产生诸多负面影响，如不良的学校表现、亲社会行为的减少、攻击性的增加。

（2）挫折

挫折可被界定为个体在实现目标过程中受到的阻碍。大多数激惹都可视为这种障碍，这时，个体就会选定一个最大的阻碍者发动攻击。即便个体遇到的挫折中没有任何不公平，个体仍然会对某个责任人、甚至是和挫折无关的人发起攻击，这种迁怒式攻击是非常普遍的现象。究其原因，最近的研究发现，在受挫情境中个体对失败的知觉会引起被剥夺感，并激发其攻击行为（Fortman，2005）。对失败的知觉实际上就是对目标获得受挫的认知，当个体对信息的价值判断有差异，其受挫程度必然受到影响，从而对攻击可能性的判断产生偏差。

（3）社会系统

西方不少研究者试图从儿童生活于其中的各种社会系统，包括家庭、学校和同伴群体等角度考察攻击性发生的原因或影响攻击性的因素。家庭作为儿童社会化的最基本动因，对儿童早期行为的塑造起关键性作用。不少研究发现，缺乏温暖的家庭、不良的家庭教养方式以及对儿童缺乏明确的行为指导和活动监督都可能造成儿童以后的高攻击性。在学校，文化氛围和教师的管教方式，也影响攻击行为的产生。此外，同伴群体机制（如相互感染、责任分散、控制力减弱等）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Olweus，1993）。

3．生理因素

随着神经生理学的发展，攻击性受生理因素制约的观点不断得到证实。目前，大量研究探讨了攻击行为的生理基础。例如，来自生化和内分泌、神经遗传和解剖的实验说明性激素、肾上腺和大脑垂体激素对攻击起着决定作用，5-羟色胺不足、荷尔蒙水平偏低、额叶受损等会对攻击性产生影响。临床资料表明，基因中具有双重染色体（XYY）的男子，身材往往比普通人高大，一旦受到刺激难以控制自己的暴怒，极易产生攻击性行为。Eisenberger等人（2005）研究了MAOA基因与攻击性的关系，发现MAOA基因不足的被试比MAOA充足的被试表现出更高的特质性人际敏感和更多负性的与排斥联系的抑郁情绪。

此外，关于攻击性与性别、年龄等生理特征的关系研究进一步探讨了攻击性的个体差异。一般的研究显示，男性比女性更富有攻击性，表现出更多的攻击行为；而对男性、女性在内隐攻击性上的研究显示两性都具有明显的内隐攻击性，且在攻击类型倾向的偏好上存在性别差异。

当前攻击性的发展特征研究开始从外显行为转为内隐状态下攻击性的年龄变化、对攻击者的评价以及对攻击类型倾向（身体/言语攻击）的偏好等方面。Meyers（2002）等人研究了短时接触电子游戏或暴力电视节目对攻击性观念和行为的影响，选取了3～6年级的男生参与实验。研究表明，3年级和6年级的男生在攻击类型倾向的偏好上存在差异：3年级男生在随后玩“啵啵玩偶”中表现出更多的攻击行为，而6年级男生则在字词偏好的启动测验中运用了更多的攻击性词汇。


 二、攻击行为调节与干预的策略

1．认知导向策略

Dodge等人提出的社会信息加工模型（SIP模型）强调，攻击行为的信息加工过程包括6个阶段：注意—解释—目标澄清—反应提取—反应评估—行为实施。攻击者在这6个阶段的加工过程中存在缺陷，例如，容易把情境中模糊性线索归因为敌意性线索，反应提取时缺乏对问题的解决方法，对攻击行为的后果持乐观态度。因此，早期的研究者大多从改善或转变个体的社会认知出发（如纠正偏见），提供适当的解决问题的技能、社交技能和进行自我控制训练，对攻击行为进行矫正。具体的方法与步骤如下。

第一，通过提问和自我审查的技术，帮助攻击者体验和反省具体的问题与事实，进一步明确攻击者的不合理信念。让攻击者明确自身所存在的不合理信念与问题困扰之间的关系，认清并放弃这些不合理信念，重构合理的信念。

第二，帮助攻击者检验其表层错误观念，通过建议、演示、模仿等技术使现实中发生的事件和他们原有的想法剥离开来。使攻击者体验不同的情境，直接体验到自身的情绪，检验自己的观念是否合理。

第三，通过语义分析技术，纠正核心错误观念。深层错误观念往往表现为一些与抽象的自我概念有关的命题，并不对应具体的事件和行为，难以通过具体的情境加以体验，因此，需要使用逻辑水平更高、更抽象的技术进行纠正。帮助攻击者看到自己思维的不现实性，从而对事件做出更为客观现实的归因，学会正确使用思维工具代替非逻辑认知，用具体事件的评价来代替对自我的整体性评价，用较客观的标准看待自己的问题。

第四，在上述过程中可以设计一些特殊的行为模式或情境，帮助攻击者产生一些通常为他所忽略的情绪体验，这对攻击者认知观念的改变具有重要意义。对攻击者的积极表现及时强化，督促其反省获得强化后的愉快情绪体验，促使其做出更多的积极行为，学会获得积极情绪和行为的方法，并在日常生活情境中应用这些方法。

第五，以家庭作业或阅读有关认知疗法材料的方式给攻击者某些相应的任务，以巩固前面的学习效果。这个环节的工作可以说是以上步骤在实际生活中的进一步延伸，可同时在以上步骤中适时进行。

认知导向策略特别重视个体的潜能，因此，在对攻击行为进行调节与干预时，应引导攻击者不断地对自己的认知过程进行反省，发现问题并加以改正，巩固自身所学，不断开发内在潜能。

2．情绪—认知导向策略

情绪调节策略是当前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当前对情绪调节策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探讨情绪调节策略使用的个体差异；二是探讨情绪调节策略对个体心理和行为产生的影响。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记忆、人际关系、推理等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情绪调节是影响攻击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对儿童情绪调节的追踪研究中发现，儿童2岁时的情绪调节策略与4岁时的社会行为相关。早期在陌生情境中使用积极活动策略的儿童以后的社会交往活动能力强，同伴接受程度高，亲社会行为多；而采用回避策略的儿童，社会交往活动能力差，以后的社会性退缩行为较多，很难保持与他人的友好交往。

挫折—攻击假说、通用攻击性模型以及认知联结理论都肯定了情绪对攻击性的影响。Frijda（1987）和Buck（1999）指出，情绪状态为行为提供启动背景，这种背景可以增大或减弱某种认知活动和行为，因此，情绪状态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内隐攻击性造成影响。

信息加工过程获得的情绪线索或唤起的情绪成分参与信息加工，而加工过程本身就带有情绪性，能够驱动、组织、放大和削弱认知活动。因此，社会信息加工的情绪—认知整合模型把情绪和认知的作用结合起来，说明情绪过程在社会情境中对个体社会信息的注意与解释、目标分类、反应提取与评估及行为实施的影响。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尝试从认知、情绪、行为等多个角度对攻击性儿童进行调节与干预，效果显著。

（1）情绪管理

研究表明，愤怒是影响攻击行为发生的一种重要情绪，高攻击性个体的愤怒感强、控制能力差、情绪调节能力差，因此，对攻击倾向者的情绪管理尤为重要，具体包括3个步骤：第一，改变情绪的表达方式或面对负性情绪时的调节方式，通过调节情绪来控制行为。第二，教会如何宣泄自己的情绪（如愤怒），减少攻击性水平。第三，培养积极情感，具体方法有放松训练、情绪宣泄、积极联想、自我暗示和角色扮演等。

（2）移情训练

Eisenberg等（2000）将移情定义为“对他人情绪的理解，并做出与他人相同或相近的情绪反应的能力”。作为一种内在的情绪体验和认知判断过程，移情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亲社会行为。大多数研究结果显示，移情与攻击行为之间呈负相关。因此，移情训练对攻击行为可起到调节和干预作用。其训练程序由6个步骤组成：第一，依据攻击者社会性情感的发展需要，选择能够符合攻击者年龄与认知发展需要的情绪、情感。第二，对攻击者从情绪识别与命名入手进行教育。第三，利用攻击者的自我中心，通过情感换位，让攻击者以自己的情绪去理解他人的情绪，以自己的情感体验去理解他人的情感需要。第四，选择移情对象应变换身份、性别，以利于训练攻击者对各种不同的人物移情，扩大移情对象。第五，与情境演示法、行为练习法等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使移情训练达到最佳效果。第六，移情训练不能只停留在对情绪的理解和分享上，还应引导攻击者用自己良好的社会行为去关心他人。

（3）道德推理训练

道德推理是个体运用自己的道德观念和知识对现象进行分析、鉴别、评价和选择的心理过程。研究表明，适度体验羞耻、内疚和自豪的个体，道德推理和决策都倾向于亲社会（Leary，2007）。目前，有关道德推理训练的实证研究尚未启动，对此可结合现实道德问题情境进行模拟训练。在这一过程中，认知发挥基础性作用，而情绪扮演着推动或阻碍道德推理的角色。

3．攻击性多系统干预策略

Arsenio和Lemeris（2004）在强调情绪影响信息加工和社会行为的基础上指出，SIP模型虽然明确指出了心理结构的中心地位，包括构成心理结构的规则和社会知识的获得，但是对这些内容没有进行具体的阐述；而道德领域理论（Moral Domain Theory）则提供了SIP模型中漏掉的那些关于社会道德规则和知识的详细结构模型。该理论强调社会知识的领域性，关注个体在不同知识领域内社会判断的差异以及对混合领域事件判断的个体差异。因此，两个模型的整合为攻击性的调适途径提供了更为清晰的理论框架。

从图4-10中可以清楚地看到SIP模型与情绪加工和领域理论整合后的模型内容：在外围的认知过程方面依然保持了SIP的6个阶段和相应的基本概念；增加了情绪加工过程，以及情绪加工与认知加工和数据库的相互作用；在模型中心，原来由“数据库”指代的内容现在则由“潜在的心理结构”这样的术语来描述，仍然包括存储的许多不同类型的社会规则、图式和知识的表征。这一整合模型可以更好地说明情绪与认知两大心理过程对于攻击行为个体差异的影响，并逐渐形成攻击性多系统干预策略，即认知、情绪、行为、数据库内容（道德推理、自我概念、规范信念、工作模式、图式脚本）的多模式社会技能干预方案。根据这一策略，与图4-10中的5个阶段相对应的调节方式如下。

[image: ]

图4-10　社会信息加工模型与情绪加工和道德领域模型整合后的模型内容


注：圆形标志的项目来自于Crick和Dodge（1994）的社会信息加工模型，菱形标志的项目是Lemerise和Arsenio（2000）的情绪加工模型，方形标志的项目是Arsenio和Lemerise（2004）与道德领域模型整合时添加的部分。



第一，情境选择。个体为了避免或降低负性情绪的发生，增加积极情绪体验的机会而采取趋近或回避某些人、事件或场合的策略来调节情绪，如性格外向好动的个体会尽量避免独处以减少孤独体验。

第二，情境修正。个体有时可以通过努力改变情绪事件发生的情境以调节情绪，如亲子关系紧张时努力改善这种紧张关系。

第三，注意分配。针对情境中的诸多方面，让个体从引起情绪的话题或任务上转移，从而使注意力集中于另一个特定的话题或任务，以此达到调节情绪的目的，如个体谈到一个令人沮丧的话题时会转移话题，转而注意别的事情，以避免体验到不愉快情绪。

第四，认知改变。个体对同一情绪事件可以做出多种解释，认知改变就是从中选择一种可能降低或增强情绪反应的解释方式，如当别人踩了你一脚，你解释为他不是故意的，则会避免生气。

第五，反应调整。情绪已经完全激发之后，对情绪反应趋势如心理体验、行为表达、生理反应施加影响从而改变情绪反应的行为表达，如你在外面受了委屈，尽管很伤心，但怕父母知道了替你担心，回到家中强颜欢笑以掩饰自己的悲伤情绪就属于反应调整。

从上述多系统干预策略中可以看出，选择情境、情境修正、注意分配以及认知改变都发生在情绪反应趋势被完全激活之前，因此，称为先行关注的情绪调节（antecedent-focused emotion regulation）；而反应调整发生在情绪已经形成，情绪反应趋势已被完全激活之后，故称为反应关注的情绪调节（response-focused emotion regulation）。

心理学中对“攻击行为”的研究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探索过程，各理论学派有关攻击行为形成原因的学说不胜枚举。本节从社会认知视角出发，探讨了攻击性的类型、理论模型、研究范式及影响因素，并结合当前内隐社会认知和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将传统的攻击性理论和现代心理学的理论观点、研究方法相结合，以期更好地控制和预防攻击行为的发生。



专栏　案例分享——网络游戏中的攻击行为

案例介绍：

案例一：2006年4月，3名初中生因没钱上网，将一位看大门的老人打死，抢走60多元钱。作案后，回到网吧继续上网。

案例二：2006年7月，某市一名15岁的少年因上网成瘾，整天迷恋于网络游戏，平时少言寡语，精神呆滞，长时间逃学。其母见儿子如此沉迷，多次劝阻无效，同其父商量好后，将儿子锁在家中。5天后，这位少年因网瘾大发，开始焦躁不安，同其母争吵几句后，便将其母杀死，造成血案。

案例三：一名17岁的少年为了偷钱上网，竟然将奶奶当场砍死，将爷爷砍成重伤。事后，该少年投案自首。

案例分析：

网络游戏爱好者自述：“我喜欢在那里（游戏中）杀戮敌人，觉得特别过瘾，特别是‘血光四溅’的时候……”

那些网络暴力游戏往往设置为积分制、对抗情境和类似于现实的场景，长时间感受这种近似逼真的体验，使青少年习惯了打打杀杀与血腥场面，已经分不清虚拟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把游戏与生活实际相混同，从而使他们的思想、情绪变化更剧烈，富于攻击性，暴力倾向更强。一旦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体验到类似网络暴力的情感和环境时，往往容易丧失理智，毫不犹豫地把在虚拟游戏中的行为运用于现实的人际冲突，导致一些悲剧发生，这正是当前青少年犯罪的一个重要的诱发因素。

干预方案：

有学者指出，如果没有道德约束，互联网就会成为潘多拉盒子，诱发和滋生出比现实社会更严重的邪恶和犯罪，最终危害人类自己。因此，运用多系统干预策略，应首先改变网络游戏成瘾者的认知结构。一方面，要重点培植青少年的自律能力和明辨是非的能力，使其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在他们的思想上建立起一道防止网络犯罪的“防火墙”，让青少年在多元化价值观体系下，学会鉴别，学会选择。另一方面，应加强法制观念教导，增强青少年法律意识。通过学习法律知识，提高法律素质，建立起适应生活的法律观念。要使他们明白网络犯罪尽管有别于传统的暴力犯罪，但其伤害程度是相同的，都是对社会公共安全、他人人身财产权利等的侵害，都是违反法律的，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其次，加强移情训练，培养网络游戏成瘾者的情绪管理能力。在同等条件下，那些孤独感强烈、家庭关系紧张、学习成绩差、认为自己不成功而感到压抑的学生容易成为网瘾少年。因此，家庭、学校、同伴群体等社会支持系统应当鼓励他们，为他们提供生活中的榜样，让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逐渐找到成就感与自信心，用追求现实生活中的成功来取代在网络中寻求虚幻的成功，以此来减轻他们对网络的依赖，早日融入现实生活中去。



第五章　亲社会行为的认知过程

第一节　亲社会行为的定义及分类

第二节　亲社会行为的理论模型

第三节　影响亲社会行为的认知因素

第四节　亲社会行为的干预


想试着回答一下吗……


	
什么是亲社会行为？你的生活中会接触到哪些亲社会行为？


	
亲社会行为的理论模型有哪些？不同理论模型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影响亲社会行为的认知因素有哪些？


	
何谓观点采择发展干预、移情、道德推理？它们与亲社会行为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如何利用体育活动、社会故事、动画片等培养幼儿的亲社会行为？











 第一节　亲社会行为的定义及分类


 一、亲社会行为的定义


什么是亲社会行为？

华中农业大学的徐本禹同学放弃了公费读研究生的机会，独自来到贵州省大方县的乡村小学支教。那里不通电、不通车，学生听不懂普通话。但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还每月拿出100元捐助一位孤儿。

濮存昕是中国第一个预防艾滋病宣传员，他曾与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促膝谈心、同台演出，也常向公众宣传应该如何对待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携带者。他觉得作为一名演员，担任预防艾滋病宣传员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特丽莎嬷嬷是著名的慈善家。她出生于马其顿一个富裕的阿尔巴尼亚家庭，后来放弃了优越的生活去加尔各答。她在那里成立了临终关怀医院，为贫民窟里最贫困无助和濒临死亡的人服务。她所创建的“仁爱传教修女会”在一百多个国家设立了五百多家慈善机构和场所，数以百万计的人从中得到了帮助。她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义者劫持两架飞机撞向纽约世贸中心的双子座大楼，死亡人数比起以前任何一次恐怖袭击都要多。在数小时之内，一场前所未有的助人浪潮开始了，人们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技能、时间、鲜血、财物来帮助那些受伤者、死难者及其家属。

上面几个例子中的行为有什么共同点？我们不难发现，首先，这些行为是人们自愿做出的；其次，这些行为能够给他人和社会带来某些好处；最后，这些行为被人们看作好行为。



1．亲社会行为的定义

虽然Latane & Darlye（1965）首先以心理实验的方式展开了亲社会行为的研究，但第一个提出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概念的人却是美国学者Weisberg（1972）。在“Positive Forms of Social Behavior
 ”一文中，Weisberg首先创设了“亲社会行为”一词来代表所有与侵犯等否定性行为相对立的行为，如同情、慈善、分享、协助、捐款、救灾和自我牺牲等。这些行为表现各异，具体情境也有所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即让他人乃至社会获得益处。

随着相关研究取得进展，加上学者们的研究兴趣和研究视角的差异，对“亲社会行为”的定义也逐渐多了起来，这些定义之间也显现出一些差异，例如：亲社会行为是由社会所限定的，一般的有益于他人和当前行政系统的行为（Piliavin，1981）。亲社会行为是以有益于他人为目标的行为（Aronson，2004）。亲社会行为包括帮助他人，或目的是帮助他人的行为，不管助人者的动机如何（Taylor，2004）。亲社会行为就是指个体在社会交往活动中做出的有益于社会和谐的行为，为他人的利益着想，也许还会做出一些自我牺牲（寇彧，王磊，2003）。亲社会行为是被人们所在社会接受或鼓励的行为，是个体自觉遵守社会规则，从而获得社会规范肯定的行为，它的动机更多地体现在有益于他人（王蕾，1994）。亲社会行为是指一切有益于他人的行为（白利刚，1997）。亲社会行为是指对行为者本身并无明显好处，而给行为的受体带来利益的行为（俞国良，1999）。

虽然表述不同，但是这些定义有共同点。从广义上来讲，亲社会行为是指“对他人有利的行为”（Eisenberg & Miller，1987；Fabes，Carlo，Kupanof，& Laible，1999；Greener & Crick，1999；Eisenberg，Fabes，& Spinrad，2007；张庆鹏，寇彧，2012），或者指能够善意地帮助和支持他人，使他人受益的行为（Shaffer，2000）。比如，分享、帮助、捐赠、安慰或合作，等等。亲社会行为既可以发生在朋友和熟人之间，也可以发生在陌生人之间；既可以发生在紧急情境中，也可以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非紧急情况下；既可以是完全无私的行为，也可以是由自我利益驱动的行为。这种对他人有利的行为有时会给行为者自身带来一定的损失或者危险。

作为社会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便年龄较小的儿童也能在许多情境中表现出亲社会反应（Denham，1995），如果这种积极倾向一直延续下去，他们将会成为关心他人、富有同情心的个体，也能更好地融入社会。帮助、关心对方、真诚地与对方合作对所有亲密关系的形成和维护都是最重要的（Hays，1988）。研究发现，那些深受同伴喜爱的学生往往是乐于助人的、合作的和情绪适应良好的（Cillessen & Rose，2005；Holder & Coleman，2008）。

亲社会行为能够给人们带来许多积极的个人与社会价值，比如，促进儿童的认知发展和道德自律，提升自我价值感，建立积极的自我意象，从帮助中获得快乐，克服自我中心，提供融入社会情境的通道，促进正在发展中的关系，增加接受帮助或合作的机会，培养解决问题的策略等（Hartup，1990；Trawick-Smith，2000；庞丽娟，2002），学会分享、互助与合作既能增强儿童的社会能力，也可以提升儿童各方面的素质。尽管有如此多的好处，但人们并不总是做出亲社会行为（Bersoff，1999；Fritzsche，2000）。除了性别、文化、社会情境等因素之外，个体的道德价值观（Balconi & Terenzi，2012；Neff，2002）、人格特质（Carlo，2003；De Cremer & Van Lange，2001）和社会规范经验（Epley & Dunning，2000）等诸多因素也会对亲社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儿童早期的亲社会行为存在多样性，2～4岁幼儿在面对工具需要（instrumental need）、情绪悲痛（emotional distress）和物质欲望（material desire）三种不同任务情境时，会表现出不同的亲社会行为和发展轨迹（Dunfield & Kuhlmeier，2013）。

最近一些研究考察了亲社会行为的神经生理机制。研究者运用神经影像学测量手段探测了亲社会行为发生时的皮质区（cortical area）反应（Hein，2010，2011；Masten，2011），记录个体在明显需要帮助和不需要帮助的情境中推理他人是否会提供帮助时的事件相关电位（Chiu，2010）。ERP结果显示，在刺激出现大约300毫秒后观察到了一个正偏移，表明对刺激可能性与期望违背的知觉和加工存在着一个时间间隔（Balconi & Scioli，2011；Fabiani，2000；Segalowitz & Davies，2004）。然而，这种偏移与亲社会行为之间没有直接关系，只有引入被试与他人之间的移情反应（the empathic responsiveness），才能更好地解释亲社会行为的发生机制。

通过fMRI扫描，研究者发现，当被试观察到有人被排斥、被驱逐的时候，就会激活与心智化能力有关的脑区（向背中线前额叶皮质区、内侧前额叶皮质区、楔前叶），高移情的个体还会激活与社会疼痛有关的脑区（前脑岛、大脑背侧的前扣带回）。而且，在前脑岛和内侧前额叶皮质区的与移情有关的活动也与稍后指向受害者的亲社会行为有关，特别是内侧前额叶皮质区的活动支撑了特质移情和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联，概括来说，由社会经验产生与移情相关的神经反应可能会促进紧急情况下的自发的亲社会行为的产生（Masten，Morelli & Eisenberg，2011）。

此外，人们还发现了一个具体的ERP成分与刺激或情境的情绪内容直接相关（Balconi & Pozzoli，2007，2008；Kanske & Kotz，2010），它不仅与对情境的高水平注意和情绪反应状态有显著相关（Balconi & Pozzoli，2009），与被试的情绪卷入（唤醒水平）有关（Balconi & Bortolotti，2012；Streit，2000），而且和道德两难情境中的道德判断也有关系（Balconi & Terenzi，2012）。

2．与亲社会行为相关的概念

（1）利他行为

利他主义一词最早是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创始人孔德所提出来的。而利他行为比较宽泛的定义是指提供时间、资源或能帮助他人的行为（Franker，1988）。有研究者认为，利他行为和亲社会行为是等同的（时蓉华，1998），但也有学者指出，“真正的利他行为是指行为者不期望酬奖，不为避免惩罚，而试图帮助他人或为他人利益而行事”（Mussen & Eisenberg，1977）。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亲社会行为和利他行为有相同之处，若仅从行为的结果来看，这两类行为都是有益于他人，有益于社会的。然而，两者之间也有些许的区别，从助人者的目的和动机来看，亲社会行为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如为了期待外部的奖赏，或为了获得社会的赞许，或为了减轻内部的消极状态等，都可以促发亲社会行为的产生；而对于利他行为而言，其动机应该是出于自愿的，并不企图获得任何的报酬或奖偿，其目的是为他人谋利益，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利他者通过利他行为而感到骄傲、满足、自豪和愉快。从这个意义上说，亲社会行为的概念比利他行为的概念更为宽泛，而利他行为只是亲社会行为的一种，而且是比较特别的一种。

（2）助人行为

助人行为是亲社会行为的下属概念，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亲社会行为（亲社会行为还有合作、分享等多种形式）。具体而言，助人行为是指给他人带来益处或促进他人福祉的行为。与其说助人行为是一个科学概念，不如说它更是一个生活概念，和人们日常的理解一致，如果一个人因另外一个人的行为（如，捐赠礼物、提供资源等）而提升了福祉，那么助人行为便发生了。有的时候，助人行为发生时，行为的发出者和接受者并不用直接接触，例如，在希望工程的捐资助学行动中，贫困山区的孩子得到了物质的资助而重新获得了学习的机会，但是这些孩子可能并不知道给予他们帮助的人是谁，但无疑，这期间发生了助人行为。助人行为可以是很简单的，如搀扶一位身体不便的老大娘过马路；当然它也可以是复杂的，实施起来困难的，比如，常年帮助一位患病的邻居，等等。

为了更好地说明不同助人行为的异同，Pearce等人（1980）设置了三个维度对具体的助人行为进行分析，他们认为，经过这样的处理，繁杂多样的助人行为就可以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和刻画。第一个维度是正式的和有计划的对非正式的和自发的，正式的和有计划的助人行为如参加志愿者行动，而非正式的和自发的助人行为如告诉路上某个行人掉了钱包。第二个维度是严重的对不严重的，前者如帮助一个心脏病突发的病人，后者如借别人电话一用。第三个维度是直接的对间接的，前者如帮助一个迷路的小孩找妈妈，后者如向希望工程捐款。按此三个维度，任何一项助人行为都可以进行性质上的区分，以便人们找到不同性质行为之间的规律。与Pearce等人不同，McGuire等人（1994）则根据实际的调查结果，对助人行为的类型进行了区分。研究者要求大学生列出不同种类的助人行为，包括帮助过别人的以及被别人帮助过的此类行为。根据McGuire等人的分析，助人行为可以分为四种类型：（1）偶然助人行为，即对一个熟人偶然地实施一些小的帮助，如借别人一块橡皮；（2）稳定助人，这是一种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给他人以切实的利益帮助，如帮助朋友找一份工作；（3）情感助人，给朋友情境性的或个人的支持，如倾听朋友的个人问题；（4）紧急助人，这常发生在陌生人之间，是帮助其解决一个实际问题，如在一次交通事故突发时打120叫救护车。

有研究者（D. Krebs，1994）认为，就亲社会行为、助人行为和利他行为而言，三者都是对社会有利的行为的描述，但行为越是向利他方向靠拢，个人的目标就越少，社会的目的就越多。三者的关系可以从图5-1中得到简洁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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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亲社会行为、助人行为和利他行为的关系（选自迟毓凯，2005）



然而，这种对亲社会行为、助人行为和利他行为的理解也并不是所有的研究者都认可的，也有人认为，助人行为的概念更为广泛，而亲社会行为所包含的内容则处于利他行为和助人行为之间，换言之，按照所包含内容的广泛程度来看，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是助人行为>亲社会行为>利他行为。

（3）道德行为

道德，在现代社会中一般定义为被普遍接受的关于人类社会基本规范和公德道义的准则。道德能够调节个体行为，使之为社会秩序所接受，并维持社会稳定。道德对个人是否能发挥作用还要取决于个体本身，只有当个体接受了道德规范并内化为自身的道德价值观念时，道德规范才成为影响个体行为的重要因素。外在的未被行为个体所接受的道德内容，并不能对个体的行为产生调节作用。

道德行为是“人在一定道德意识的支配下表现出来的、对他人和社会有道德意义的活动（朱智贤，1989）”。道德行为和亲社会行为的意义有很多重叠之处，但它们之间也有不同，亲社会行为的判断是从其结果是否有益于他人、有益于社会来判断，不问其动机和目标如何；而道德行为则必须在一定的道德意识支配下完成的，是个体道德意识的外在表现，是实现道德动机的手段。此外，亲社会行为更多的是心理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的概念；而道德行为更多地在教育学和伦理学的范围中进行探讨。

总结一下，在这里，我们对亲社会行为、利他行为、助人行为和道德行为进行了一些分析和比较，也对它们之间的不同做了一些对照。同样一个行为，可以符合所有这些概念的限定，也可以只符合某个或者某些概念的限定。在现实生活中，亲社会行为、利他行为、助人行为、道德行为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也很难对某些具体的活动做出非常精确的判断（很多时候可能也没有这个必要），因此，在后面的讨论中，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多用亲社会行为和助人行为的概念，但并不意味着我们所讨论的行为不属于利他行为和道德行为。对这几个相关的概念，在没有特别指出的时候，不再做具体的区分。


 二、亲社会行为的类型

根据亲社会行为的不同形式，研究者们经常把亲社会行为划分为分享、合作、助人、抚慰等多种类型（Ronald，Jannili，1985；Faver，Brastetter，1994）。根据不同的行为动机和后果，罗森汉等人认为，可以将亲社会行为分为两类，一种是自发的亲社会行为，即动机是关心他人的亲社会行为；另一种是常规性的亲社会行为，即实施行为的同时，期望得到对自身有利的好处或避免惩罚等。柯莱波斯（Krebs，1994）等人则没有把亲社会行为做出清晰的划分，他们认为，在考察亲社会行为的性质时，可以把亲社会行为设想成是一个行为的连续体，一端是最大限度地增加自我利益的行为朝向；另一端是最大限度地增加他人利益的行为朝向。在这个连续体中，行为的利他成分的量由两个标准来决定：（1）行为的方向性是直接朝向有利于他人而背离自我利益的方向；（2）在行为中包含的利益总量。

根据亲社会行为发生的情境，可以分为非紧急情境下的亲社会行为和紧急情境下的亲社会行为。对于非紧急情境下的亲社会行为而言，在这种行为发生时，并没有危害生命财产的威胁存在；情境属于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普通事例；情境中有明确的线索与信息，知道有人需要帮助，帮助他人不需要采取紧急措施。这类亲社会行为在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如在公共汽车上让座，义务帮助邻居照看小孩等。而在紧急情境下的亲社会行为则具有如下特点：有伤害人生命与财产的威胁存在，实施亲社会行为有一定的危险性，付出的代价很大，甚至是自己的生命，是不寻常的、少见的情境，人们缺乏经验如失足落水、触电、路遇抢劫等，紧急情境会引起生理上的应激状态，如体内血糖升高，肌肉变得紧张等。


 第二节　亲社会行为的理论模型

研究亲社会行为的发生机制对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它范畴广泛、动机复杂、类型多变，目前仍无法建立起一个能包罗整个亲社会行为现象的理论解释模式。心理学不同分支学科的研究者已在归纳原有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了各种动机理论，但仍各自为政、相互矛盾，亟待进一步梳理与整合。已有研究从进化心理学的视角、亲社会信息加工的视角、利他行为的视角、社会互赖的视角以及认知神经的视角提供了较为系统的理论阐述。


 一、遗传：进化心理学的观点

1．进化心理学的基本观点

根据达尔文的进化理论，自然选择偏爱促进个体生存的基因。任何基因，只要它能促进我们生存和增加我们产生后代的可能性，将更能被一代代遗传，而那些降低我们生存机会的基因，如那些导致威胁生命的疾病、减少产生后代的机会的基因，被遗传的可能性更少。所谓进化心理学，就是心理学家试图基于自然选择的原理，根据基因的进化传递因素来解释社会行为（Pinker，2002）。

虽然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一个多世纪了，但进化心理学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才刚刚产生。然而，仅仅20多年的光景，进化心理学便逐渐成为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近年来，英文的心理学书籍中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有关“进化心理学”的内容。相关的组织人类行为和进化协会（Human Behavior and Evolution society，HBEs）1989年成立，并出版《进化与人类行为》（Journal of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杂志。当前的进化心理学还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理论观点，但却具有一些基本的主张（许波，2004）。

（1）过去是理解心理机制的关键

进化心理学认为，当前的条件和选择压力是与有机体当前的设计无关的，不能说明有机体为什么能很好地适应以及怎样很好地适应。进化心理学强调“过去是了解现在的关键”，要充分理解人的心理现象就必须了解这些心理现象的起源和适应功能。在这里，“过去”不只是指个体的成长发展经历，更主要的是指人类的种系进化史。在人类进化过程中过去不仅在人类的身体和生存策略方面刻下了很深的烙印，同样也在人的心理和相互作用策略方面留下印记，成为探索心理机制的基础。

（2）功能分析是理解心理机制的主要途径

所有的有机体包括人都是适应设计的产物，适应是演化形成的解决生存和繁殖问题的方法，是通过自然选择形成的。进化心理学认为，人的心理也是适应的产物，某种心理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能解决某种适应问题。不理解心理现象的适应设计，就很难理解对心理现象有充分的了解。对心理学家而言，必须要弄清心理现象能解决什么适应问题，也就是说心理现象有什么作用。心理学的中心任务就是去发现、描述或解释人的心理机制，而确定、描述和理解心理机制的主要途径是功能分析，即弄清某些特征或机制是用来解决哪些适应问题的。

（3）心理机制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演化形成的

进化心理学认为，人的心理机制是演化形成解决问题的策略。它有以下特征：一是它以目前的方式存在是因为其在人类进化史上解决了个体生存和繁殖的某个特定问题；二是它们从环境中积极提取或消极地接受某些信息或输入，这些输入有些是外在的，有些是内在的，它们对于有机体解决适应问题具有特殊作用；三是通过一定的程序，把输入的信息转换成输出的信息：调节生理活动，或给其他的心理机制提供信息；或产生明显的行动，解决某个适应问题。

（4）模块性是心理机制的特性

主流心理学的一个内隐观点是，心理机制具有普遍意义，在不同领域以本质上相同的方式进行操作，所有的心理现象都是根据一个或几个简单的机制加以解决。而进化心理学赞成另一种观点，认为心理是由大量处理有机体面临的某种适应问题的机制构成的，不同的适应问题会采用不同的解决方法。

（5）人的行为是心理机制和环境互动作用的结果

心理学是研究人的心理和行为的科学。然而，关于行为的产生，不同的心理学家有不同的看法。进化心理学认为，所有的社会行为都是心理机制与环境互动作用的产物。心理机制对于社会环境的影响是高度敏感的，社会背景影响心理机制的表现方式、强度和频率。

在这些主张的基础上，进化心理学家们对人们的一些心理现象进行了很吸引人的也很有趣、特别的解释，这包括情爱、社会交往等，当然也包括亲社会行为。达尔文意识到，进化理论存在一个问题：它如何解释利他主义？如果人们的最高目标是保证自己生存，为什么他们还自己付出代价去帮助他人？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利他行为似乎应该逐渐消失，因为与那些行为自私的人相比，那些实施利他行为的人，将置自身于危机之中，进而产生更少的后代。促进自私行为的基因应当更可能被遗传吗？值得庆幸的是，这些问题在进化心理学那里并非找不到答案，一些研究者已经依据进化心理学的基本主张，试图利用自然选择的观点，对这些问题进行有趣的解释。

2．进化心理学对亲社会行为的解释

如果用一句话总结进化心理学对亲社会行为的看法，那就是亲社会行为没有什么伟大之处，它只是遗传和本能的结果而已。但是，具体而言，这些解释也不仅仅是一句话这样简单，它们的侧重点也有些不同，亲缘选择、互惠规则和社会规则的学习是进化心理学者常常采用的三种对亲社会行为的解释方式（见图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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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进化心理学对亲社会行为的解释图示



（1）亲缘选择观

亲缘选择的观点认为，自然选择偏向于帮助一个在遗传上有亲密关系的人（Meyer，1999）。这样，人们能够不仅通过拥有自己的孩子，也通过确保他们在遗传上有亲密关系的人有孩子来增加自身基因遗传的机会。因为对人而言，一个在血缘上有关系的人同样存在和他或她一样的基因，确保他们的生存，将有助于自身的基因有更大的机会在未来的世代中繁荣。这样，自然选择将偏爱直接指向遗传上有亲缘关系者的利他行为。以一对鸟饲养6只小鸟为例，每一只幼鸟身上有半数的基因来自其雄性亲代，6只小鸟的基因加起来的话就是其雄性亲代的3倍。假如这只雄鸟牺牲自己保护它的幼鸟，那么它的基因库仍然超过从前。

现实生活中的研究同样证明了这一点，有研究表明，在生死攸关的情境中，如房屋失火，人们将更可能去帮助那些具有遗传亲缘的人，而不是非亲缘关系者。然而，当在不具有威胁生命的情境中，人们的帮助行为则与受助者是否具有亲缘关系无关。研究支持了人们以确保自己基因生存传递的方式去助人的观点。有趣的是，不论男性还是女性，也不论是美国还是日本的被试，在威胁生命的情境中，其行为都符合这个亲缘选择的规律（Burnstein，Crandall，& Kitayama，1994）。

当然，在这个研究中，人们报告的只是他们想象中的将去做的事：这不能证明在一个真实的火灾中，他们确实更可能去救他们的亲兄妹而不是表兄妹。然而，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事实与这个研究结果是一致的。一个火灾中的幸存者报告说，当他们开始意识到火灾发生时，在退出建筑之前，他们更可能去寻找家庭成员，而不是去搜寻他们的朋友。

进化心理学家并不认为，在决定是否提供帮助之前，人们有意识地权衡他们行为的生物学上的重要性；在决定是否帮助某人推出陷在沟中的轿车之前，我们不能计算我们的基因将被传递的可能性。然而，根据进化理论，与不按照“生物重要性”规律行事的人，那些遵循此规律的人的基因更可能生存。上千年来，亲缘选择也许已经在人类的行为中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

（2）互惠规则观

仅仅有亲缘选择并不能解释众多类型的亲社会行为，进化心理学家为此又提出了互惠规则的观点，并用它来预测帮助他人将增加以后得到受助者回报可能性的大小。研究者认为，互惠规则随着人类的进化而发展。相对于一个已经学会合作的群体而言，在一个完全自私的群体中，每个人在他或者她的洞穴内将生活得更加艰难。当然，如果人们合作得太容易，他们也许会受到那些对帮助从不给予回报者的盘剥。那些最可能生存的个体是那些与他们的邻居发展了一个关于互惠的相互理解：“我现在将帮助你，是确信当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将有所回报。”因为具备此类生存价值，这样一个互惠的规则也许已经成为我们基因的一部分（Cosmides & Tooby，1992）。

（3）社会规则的学习观

诺贝尔奖获得者司马贺（Simon，1990）提出了一个新的进化和亲社会行为相联系的理论。他认为，从一个社会的其他成员处学习社会规则是高度适应的个体。那些社会规则和习俗的最好学习者具备生存优势，因为多少世纪来，就有学习这些事物的文化，如哪种食物是有毒的，如何更好地合作等。与那些不学习这些规则的人相比，学习者更可能获得生存。通过自然选择，学习社会规则的能力因此也已成为我们基因的组成部分。这些规则之一就是帮助他人的价值。实际上，在所有的社会内，都会考虑这个有价值的规则。总之，人们是受遗传的影响而去学习社会规则，而利他主义就是这些规则中的一个。

总之，进化心理学家相信，人们帮助他人是因为亲缘选择、互惠规则和学习遵循社会规则的能力，而这三个因素已经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们的基因中。尽管有人对进化心理学关于亲社会的理解提出批评，但进化心理学仍是一种充满挑战性和创造性的研究取向。然而，客观地讲，进化理论并不是对任何亲社会行为都能做出合理的解释，在解释一些具体的利他行为时会显得牵强。

比如，利用进化理论，如何能够解释为什么完全陌生的人有时候彼此帮助呢？即使当时他们没有理由确定彼此存在一些相同的基因，或者也不能确信他们的帮助将会有所回报？用这种观点来谈论一些舍己为人的英雄人物似乎是荒谬可笑的。那些因挽救别人的生命而失去了自己生命的人，在决定助人之前，又如何能计算他们与受助者之间遗传的相似性？进一步说，在火灾中，与陌生人相比，人们确实更可能去救护家庭成员，然而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他们是由于遗传的因素而去帮助在基因上具有亲缘关系的人，这也许仅仅是因为他们考虑到，失去亲人是令人难以忍受的，进而尽更大的努力去拯救他们所爱的人而不是陌生人。因此，可以说，遗传基因的方面可能是亲社会行为背后的重要原因，但绝对不是唯一的原因。


 二、社会信息认知加工模型

1．亲社会信息加工模型

认知发展学派认为社会认知结构就是对社会信息进行加工，解释社会事件，理解社会事件，理解人际关系以及解决人际关系。这种认知结构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影响亲社会行为：提供做出某种亲社会行为所必需的信息；导致情感和动机倾向的产生。这两个相连的认知和情感过程对亲社会行为的中介作用，主要通过下面三个步骤来实现（俞国良，1999）。

第一，注意过程。包括注意他人的需要、知觉和选择帮助的时机。在日常生活中，一些助人者总是在受害者要求帮助的情况下才提供救助，因此，从情境中发现和识别求助线索是亲社会行为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尤其是在线索比较微弱的情境中，个体对他人需求的敏感性就变得至关重要，而这种敏感性存在着显著的个体差异（Rest，1983）。对恐惧表情辨认的精确度与随之引发的助人行为的水平呈明显的正比关系。这项研究支持了对人的痛苦的觉知同亲社会行为有紧密关系的观点（Marsh，2004）。随着年龄的增长，一方面，个体做出帮助推断的能力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个体对不同类型需求的敏感性也发生变化，幼儿往往对满足自己的需要和讨好权威人物的时机比较敏感，而年长儿童会逐渐对人际关系、社会公正以及他人深层需要更为敏感。

个体对他人需求的认知和解释影响人们的亲社会行为，若他人的困难是由于自我造成的，则助人行为会受到抑制；反之，如果他人困难是由不可抗力造成的，而非受害者咎由自取，那人们更愿意提供帮助。即把他人的求助归为合理的需求，就会产生积极的情感状态如移情等，这对亲社会行为的产生有积极的引导作用（Hoffman，1987）。

第二，评价过程。个体主要通过三类标准来评价可能采取的行为：（1）代价和利益。不同发展阶段的个体会以不同的方式权衡付出的代价和期望获得的利益，幼儿往往对物质的、身体的代价和利益比较敏感，而成年人则更关注心理成长、自我和他人的整合以及与社会系统整合的功能，对代价和利益的评价也更精确、更深刻。（2）道德准则。在决定如何助人时，人们常根据道德标准和价值来进行评价和选择。道德准则的运用与道德推理能力和个体的认知发展水平有关。（3）自我。把行为归因为利他动机、强调自我的利他性会增加将来亲社会行为的可能性。个体对利他主义的认同程度越高，越有可能选择趋于增加他人利益的亲社会行为。

第三，计划过程。在亲社会行为的计划和执行过程中，只有具备良好的问题解决能力和社会技能，才能采取和实施有效的帮助。个体对诱惑的抵抗、坚持性、延缓满足、自我效能感等，会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实际执行。

2．亲社会道德推理理论

当代许多学者非常重视道德认知在道德行为发展中的作用（Lapsley，1996；Turiel，1998）。作为道德认知的一种表现形式，亲社会道德推理是当个体和他人的心理或生理需求出现冲突，而又缺乏法律、惩罚、权威等正式的规则或社会引导时，个体对于是否做出亲社会反应的决策过程（Eisenberg，1986；Gilligan，1982）。艾森伯格（Nancy Eisenberg）与其合作者运用亲社会道德两难情境故事，进行了一系列实验研究，发现儿童亲社会道德判断的发展包含了5个阶段。

第一阶段：享乐主义的、自我关注的推理。此时儿童助人或不助人的理由主要来自个人的直接得益，亲社会判断取决于自己能不能得到好处，将来会不会有回报，以及自己是不是需要对方或者喜欢对方。

第二阶段：需要取向的推理。当他人的需要与自己的需要发生冲突时，个体优先关心他人的需要，包括身体的、物质的和心理的需要。这种关心中包含了对他人观点的采择和同情。

第三阶段：赞许和人际取向、定型取向的推理。利他行为主要基于对他人是好人或坏人的评价，或者这类行为是好、善的或者坏、恶的刻板印象，儿童的助人动机是为了获得他人的赞扬和认可。

第四阶段：分为自我反省的移情推理和过渡阶段。在前一阶段，儿童的亲社会判断建立在自我反省的基础之上，由同情、观点采择诱发，强调人道主义关心，对不良行为后果会产生内疚和自责。在后一阶段，个体选择助人或不助人的理由中开始出现更为抽象的价值观念，如规范、责任和义务感，以及对社会状况的关心，等等。

第五阶段：深度内化推理。个体决定是否助人主要依据的是他们内化了的价值观、规范和责任、社会义务、尊重个人的尊严、权利以及平等信念。这个阶段个体的亲社会判断主要受自尊和良心的制约。

后续的研究发现，亲社会道德推理与亲社会行为、同情心和观点采择能力之间存在着正相关（Eisenberg，Carlo，Murphy，& Van Court，1995；Eisenberg，Zhou，& Koller，2001），而与攻击行为存在负相关（Laible，Eye，& Carlo，2008）。社会道德认知（观点采择和亲社会道德推理）和社会道德情绪（同情心）对亲社会和攻击行为都有较好的预测作用。追踪研究的结果显示，亲社会道德推理和个体一年后的亲社会行为有显著相关。道德认知的持续影响与个体拥有稳定的生物因素、心理加工过程和社会化过程有关（Carlo，2006；Carlo，Mestre，Samper，Tur & Armenta，2010）。

3．助人的决策理论


两个女孩的不同遭遇

2011年10月13日下午5时30分，一出惨剧发生在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年仅两岁的女童小悦悦走在巷子里，被一辆面包车两次碾压，几分钟后又被一辆小货车碾过。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事件发生的前几分钟内在女童身边经过的18个路人，都选择离开。最后，一位拾荒的阿姨陈贤妹把小悦悦抱到路边并找到她的妈妈，并被立即送到医院。然而由于伤势过重，小悦悦在广州军区陆军总医院重症监护室，脑干反射消失，已接近脑死亡。2011年10月21日，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小悦悦在零时32分离世。事件发生之后，这段视频在网上迅速传播开来，18位路人的冷漠行为引起了网友的广泛热议。

一年后，另一个两岁女孩妞妞的遭遇却让人感动，一天，妞妞独自待在十楼的家里，她爬上窗台向外探望，双手抓住窗框，双脚踏空，居住在九楼的邻居尝试用梯子救下孩子，但没有成功。突然，妞妞从十楼高空坠落，关键时刻，正路过此地的“杭州最美妈妈”吴菊萍毫不犹豫地上前伸出双臂，接住了妞妞，孩子获救了，而最美妈妈左手臂多段粉碎性骨折。同样是两个两岁的女孩遭遇险境，一个在路人的冷漠中去世了；另一个在勇敢者的帮助下获救了。



1964年，在纽约市加登斯区某街头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一位叫吉蒂（Kitty Genovese）的妇女下夜班回家，当她停好自己的车，正要走进自己所住的公寓楼的时候，遭到一个持刀暴徒的袭击。吉蒂拼命反抗并大声呼救，挣扎着与暴徒搏斗达半个多小时，最后被暴徒用刀刺死。在整个过程中，公寓楼上至少有30多户人家听到了呼救声，有的人还打开窗户探头观望，但是竟然没有一人出来相救，甚至也无人打电话报警。这一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应，人们纷纷谴责旁观者的冷漠无情。

社会心理学家拉塔内和达利等人在20世纪60年代末对冷漠行为进行了一系列实验研究，他们发现，冷漠行为的出现是因为在毫无关系的旁观者介入突发的紧急事态的过程中，发生了“旁观者效应”。也就是，由于其他旁观者在场，人们在紧急情景下的救助意愿或行为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旁观者人数越多，这种抑制力越强大，人们获助的可能性越小。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他人在场让准行为者产生了评价顾虑；他人的行为提供了消极的社会学习榜样；他人在场导致责任分散；他人影响了个体对情境的正确判断。

在此基础上，拉塔纳和达利提出了旁观者干预的决策模型，指出人们在做出助人行为之前要经过五个决策步骤。

第一步，是否注意到事件的发生。如果人们没有注意到紧急情况的发生，他们不会介入并给予帮助。当个体处于注意力分散状态，或者比较匆忙地赶路时往往不会关注周边发生的事情，没有发现求助线索，就不会提供帮助。

第二步，是否将事件解释为紧急事件。求助线索不明晰，或者有其他旁观者在场都会影响到对紧急情况的解读。根据社会知觉理论，他人在场和出现会影响个人对整个情境的知觉、解释与判断。当他人镇静自若旁观时，容易导致我们产生人众无知错觉（pluralistic ignorance），误以为一切正常，而忽略事态的严重，减少助人的紧迫感。

第三步，决定是否承担个人责任。在紧急事态中，如果只有一人在场，那么责无旁贷，个体更容易采取助人行为。而当有他人在场，大家相助的机会均等时，责任就会分散。个人见危不救所产生的罪恶感、羞耻感、内疚感和责任感就减轻了。反正在场的人都有责任，自己不介入，不会受到责备。责任分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的程度与旁观者的数量之间存在正相关。

第四步，决定如何给予帮助。当他人处于危险中时，仅有良好的愿望是不够的，个体需要准确知道什么样的帮助是恰当的，才能给予有效的帮助。如遇到失足落水、触电、抢劫、失火等，都需要使用特殊的手段救人。这些执行相应助人行为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被称为工具性知识（instrumental know-how）。掌握更多帮助技巧的个体在实施他们的想法时会更容易成功。

第五步，实施行动。该模型中每一步的决策都会影响到旁观者最终的反应。因此，旁观者如果能够做出紧急帮助的行动，必须经历以下5个关键步骤：旁观者必须注意并且知道一些不寻常的事件正在发生；旁观者需要准确地将情境解释为紧急事件；旁观者必须决定承担起提供帮助的责任；旁观者要有足够的知识和技巧来辅助完成帮助行为；旁观者要最终决定采取帮助行为。


 三、利他行为

1．利他的群体选择理论

Sober和Wilson（1998）提出利他的群体选择理论，主张群体选择往往取决于公共利益，为了公共利益的增加，群体成员通常会选择合作。每个群体中总有一些是利他的人；一些是自私的人。在囚犯两难游戏中，利他者倾向于合作，而自私者倾向于背信。虽然从个体角度而言，利他者相对于自私者来说总会吃亏，但是从群体角度来说，那些有许多利他者的群体比有许多自私者的群体要发展快得多，因为合作比背信更能使群体受益。

在群体中，相互沟通和交流可以促使更多的群体成员选择合作（Rachlin，2002）。背信会引起其他成员的不满，当背信者的合作水平与其他成员的合作水平差异越大时，引起的消极的情绪也会变得越强烈，从而惩罚背信者的力度也随之增加。而一旦惩罚背信者，就会使其由背信转向合作，从而促进群体的公共利益（Fehr & Cchter，2002）。群体的惩罚具有保持和增加合作趋势的功能。

在对情境进行反应时，March（1994）强调了三个因素的重要性，第一个因素是适宜性知觉（the perception of appropriateness），即对当前的情境进行分析和解读，回答“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境”的问题；第二个因素是决策者的身份认同（the identity of the decision-maker），即对自我进行剖析，回答“我是个什么样的人”问题；第三个因素是规则的作用（the role of rules），标准化的规则会指引人们在类似的情境中适宜做什么事情。March认为服从相应的规则是道德和性格的基本。在群体情境中引入道德元素，个体会从考虑“我将和别人不同”转换到“我必须为我所得的收益付出回报”。

当个体产生群体认同，将自己看作群体的一部分时，他们对情境适宜度的个体知觉会发生相应变化，从而做出不同的决策（Messick，1999）。Hornstein等人证明了共同群体成员身份对助人行为的效应，他们发现，属于同一群体的感觉会促进移情，进而引发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因为人们更有可能关心那些和自己属于同一群体的人，因而也更可能去帮助他们（Levine，Cassidy，& Brazier，2002；Stürmer & Snyder，2005）；不仅如此，诱发一种“共同群体身份”还可能促进对先前被知觉为外群体成员的个体的帮助行为（Dovidio，Gaertner，& Validzic，1997）。

群体中如果存在交互记忆（Interactive Memory），即成员们可以依赖他人记住某些信息，这样每个人掌握的信息和知识容量将会大大增加。在一个团队中，随着成员间的相互理解的增多，人们慢慢认识到各个成员的专长，久而久之，就会倾向于通过分工合作来获取、储存、记忆和交流信息。就像每个人都有记忆力一样，工作群体也可以形成一种记忆系统。这种建立在相互记忆基础上的团队成员之间交流合作的行为就是交互记忆系统，简称为TMS。交互记忆系统的存在使得团队成员能够更有效地安排任务，提高合作效率（Wegner，1987）。交互记忆系统不仅与团队成员之间的信任、合作性目标导向具有显著的正相关，而且与团队的工作绩效和团队成员的凝聚力也有显著相关（张志学，2006）。

2．移情—利他假设模型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特森、西奥迪尼和皮里亚文等学者开始探索助人行为发生的内在动机机制：学习、社会和个人规范、唤起和情感。前两者是认知促进机制，后一种是情绪促进机制。从认知角度来看，通过社会学习，人们会形成对亲社会行为的积极态度，获得助人技能，了解社会责任和互惠等规范，这些都可以增加助人行为（Omoto & Snyder，1995）。从情绪角度来看，一方面，因为他人帮助过自己而产生的感激情绪会不断调节互惠行为（Bartlett & DeSteno，2006；McCullough，Kimeldorf，& Cohen，2008）；另一方面，人们也会被他人的痛苦所唤起，这种移情唤起是许多助人行为发生的根本原因。人们将自己的移情唤起解释为何种情绪会影响助人行为或动机，一般来说，愤怒或厌恶不会引发任何帮助反应；难过、悲伤或内疚可以引发自我导向的助人行为，以减缓自己的消极情绪体验（Cialdini，Brown，& Lewis，1997）；只有同情和怜悯才会诱发旨在减轻他人痛苦的利他动机（Batson，1991）。

移情对亲社会行为决策具有动机功能和信息功能。霍夫曼认为，移情忧伤不仅能够作为亲社会道德动机促进亲社会行为的产生，而且能够激活观察者的道德原则，进而引发亲社会行为。巴特森在利他主义视角下探讨了移情的功能，提出移情—利他假设。他认为移情是与感知到的他人福利相适应的他人取向的情感反应，包含同情、怜悯、仁慈、心软、易受感动等类似的情感，具有动机功能和信息功能，个体的利他行为主要由移情唤起引发。

从动机功能来看，个体的帮助行为由对处于困境中的他人的移情或个人忧伤所唤起。两条助人路径的机制不同，移情是通过引发利他动机而激发帮助行为，以解除他人困境和提升他人福利为终极目标；个人忧伤则通过引发利己动机而诱发帮助行为，目的是获得奖励、避免惩罚和降低厌恶情绪。移情—利他主义假说及其一系列实验研究证明了真正的利他主义是存在的。从信息功能来看，移情带有重视他人福利和想使他人困境得到解除的程度的信息，从中可以推断出个体对他人福利的重视程度，增加个体对自己价值观和目标的理解。移情的动机功能依赖于诱发移情的情境，而信息功能具有稳定的倾向性，比动机功能更持久，两种功能共同作用使移情在亲社会行为决策中具有更强的适应性。

很多学者认为，移情反应至少包含三个不同方面：知道他人的感受，能体验到他人的感受，对他人的痛苦能够主动做出积极的回应（Preston & Waal，2002）。巴特森等人指出，引发移情的条件是我们必须感受到他人的需要，知觉到与他人相似，对亲人、朋友或先前接触者等他人的依恋，重视他人的福利，并从他人的角度来看问题（Baston，Eklund，Chermok，& Ortiz，2007）。当面对需要帮助的人时，个体体验到的安全依恋程度会影响到自己移情的程度和帮助他人的意愿（Mikulincer，Shaver，Gillath，& Nitzberg，2005）。

移情是对他人情绪的共享，而通过对他人状态的推理来理解他人的意向、愿望和信念，被称为认知观点采择。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尽管移情和认知观点采择经常同时发生，但实际上两者激活了不同的神经网络。认知采择主要激活前额叶中部、颞上沟以及顶叶（Hein & Singer，2008），而移情激活的脑区主要集中在前脑岛和扣带回区域（De Vignemont & Singer，2005）。近期有实验发现，自我报告体验到高水平的移情与内侧前额叶皮质的更多活动有联系，而后者也和日常的帮助行为有关。在移情条件下，个体报告的移情体验和与移情有关的脑区活动比认知负载条件下更高，表明移情并不是全自动性的体验，对特质移情水平高的个体来说，移情反应的自动性更多（Lian T. Rameson，Sylvia A. Morelli，Matthew，& D. Lieberman，2011）。

当移情转化为同情、怜悯或担忧情绪，就会引发亲社会动机（Eisenberg，2007），对另一个人的悲伤表情产生怜悯会显著地激活中脑腹侧纹状体（Ventral striatum），这些区域可以诱发亲社会取向的动机及价值感（Kim & Kima，2009）。

Vignemont和Singer等提出了两个移情模型：后评价模型和前评价模型。前者认为，对情绪线索的知觉直接自动激活情绪反应，而来自对背景信息的评价结果会对最初自动产生的移情反应进行调节。后者认为，情绪线索首先在内部和外部信息背景下得到评价，背景评价加工的结果决定情绪反应能否产生（Myers，2007）。

[image: ]
图5-3　巴特森的共情—利他假设




 四、社会互赖理论

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认为人们所做的许多事情都是源于追求报酬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动机（Cook & Rice，2003；Homans，1961）。对个体而言，帮助某人是对未来的一种投资，既可以增加将来某人帮助我们的可能性，又可以得到来自他人的社会赞许，增强自尊心，减轻自己的内疚和痛苦，但是助人也是有成本的。在决策模型的基础上，Piliavin提出了成本—收益分析模型，即在实施救助行为之前，人们首先会掂量一下自己所付出的代价，评估预期可能获得的收益。助人成本包括带来身体的伤害、痛苦或困窘，消耗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个人的安全等（Dovidio，1991；Piliavin，1981）。当代价很低而回报很高时，助人行为会相应增加。

但是，不同个体对收益—成本的分析存在着差异，Kelley和Thibaut提出了社会互赖理论，将动机的转换作为一种重要的内在机制来解释人们的行为选择。该理论认为，决定真实行为发生的并不是某个任务的当前实际收益结构，而是转化后的心理有效矩阵（Effective Matrix）。研究发现，在社会两难情境中，不同的社会价值取向直接影响收益转换（Joireman & Kuhlman，2003）。

社会价值取向体现了个体对分配自我和他人收益时的某种稳定模式的偏好（Messick & McClintock，1968；Van Lange，Otten，De Bruin，& Joireman，1997），通常被分为三类：亲社会取向、个体主义取向与竞争取向。其中，持个体主义取向者通常只考虑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亲社会者则努力争取让共同的收益最大化，他们的有效矩阵表现为扩大自己的和他人的收益总和，且维持双方的收益平等（Van Lange，1999）。但近年来发现，亲社会者宁愿选择收益平等，而不是将共同收益最大化。竞争者追求收益的相对最大化，因此，他们的有效矩阵表现为增加自己和他人收益之间的差距（Eek & Grling，2006）。由于个体主义者和竞争者都主要关心自己的收益，因此常被归为一类，即亲自我者。许多研究证实，亲社会者比亲自我者会做出更多的合作行为（Dehue，McClintock & Liebrand，1993；McClintock，& Liebrand，1988）。

此外，自我建构模式也会对亲社会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具有互赖式自我建构的人会比具有独立自我建构的人表现出更高水平的合作（Sonja Utz，2004）。独立自我建构的个体主要关心他们的个体利益，追求个人主义动机；而互赖自我建构的个体会考虑互动伙伴的利益。启动可以临时激活互赖的自我建构，但这种启动效应对亲自我者的影响更大（Gardner，1999；Kuhnen & Hannover，2000；Haberstroh，Oyserman，Kuhnen，2002）。


 五、认知神经的视角

关于亲社会行为起源的研究表明，移情可能是连接遗传倾向和直接的亲社会行为的基本成分。对他人状态的移情唤起，可转化为各种亲社会情绪（诸如，同情、怜悯、内疚和担忧等），继而诱发亲社会行为。鉴于这种理解，在社会神经科学发展起来后，研究者很快就开始探究移情的神经基础，并使之成为社会神经科学研究的焦点。该领域不断累积的证据表明，人们既可以共享另一个人的情绪或感觉状态，也可以通过对他人状态的推理来理解他人的意向、愿望和信念，前者被界定为移情；后者被称为认知观点采择。尽管移情和对他人状态的认知推论经常同时发生，采用fMRI技术的社会神经科学研究表明，移情和认知观点采择激活了不同的神经网络。前者激活的脑区主要集中在前脑岛（anterior insula，AI）和扣带回（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ACC）区域（Vignemont & Singer，2005），后者主要激活前额叶中部（medial prefrontal regions）、颞上沟（the superior tempo ralsulous，STC）以及顶叶（parietal lobe）（Hein & Singer，2008）。Singer等通过比较被试自己接受痛刺激和观察另一个人接受痛刺激时大脑的激活状态，证明了在两种情况下，AI和ACC均被激活（Singer，Seymour，Doherty，Kaube，Dolan & Frith，2004）。其他使用不同痛觉刺激和情境的同类移情研究也有相同的发现（Lamm，Batson & Decety，2007）。将痛刺激换成令人厌恶的气味刺激和触觉刺激时，这两个区域也会被激活（Vignemont & Singer，2005）。

基于对移情的神经基础的探讨，社会神经科学家对移情的内涵做出了总结，即：（1）移情是一种情绪状态；（2）这种状态与另一个人的情绪状态是同形的；（3）这种状态由对另一个人情感状态的观察和想象引起；（4）移情者知道是另一个人引起了自己的情感状态。这种界定能有效区分移情与观点采择、同情、怜悯和情绪感染。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移情与同情或怜悯不同，被移情引发的情感状态与另一个人的情感状态是同形的，同情或怜悯却并非如此。移情不一定会激发亲社会动机，移情有时甚至有阴暗的一面，比如，用来抓住另一个人的弱点，使其遭受痛苦。而同情或怜悯则与亲社会行为有必然联系，如Kim等发现，对另一个人的悲伤表情产生怜悯会显著地激活中脑腹侧纹状体/隔膜区网络（midbrain-vent ralstriatum/septal region network），这些区域对于诱发亲社会取向的动机及伴有的价值感起重要的作用（Kim，Kima，Jeong，Park & Son，et al.，2009）。因此，移情需转化为同情、怜悯或担忧情绪，才能引发亲社会动机（Dovidio，Piliavin，Schroeder，& Penner，2006）。

除了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移情做出完整的界定外，社会神经科学家还总结出大脑移情反应的调节因素。例如，情绪的内在特征、移情者与移情对象的关系、移情者的特征、情绪刺激的显著性与强度，情境因素，等等。Vignemont和Singer等（2005）试图进一步探究移情过程在哪个环节上受到调节，提出了两个移情模型——后评价模型和前评价模型来对此进行阐释（Vignemont & Singer，2005）。

在后评价模型中，对情绪线索的知觉，直接地、自动化地激活了情绪反应，同时背景信息得到评价，背景评价的结果会调节最初自动产生的移情反应。在前评价模型中，对情绪线索的知觉，不会直接地、自动化地激活移情反应。情绪线索首先在内部和外部信息背景下得到评价，背景评价加工的结果决定了情绪反应能否产生。目前，对移情的神经科学研究还无法区分以上两个模型提出的加工路径。未来研究可以通过使用更为有效的技术，以及通过改善实验范式，来区分这两种加工路径。

尽管社会神经科学对移情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但仍存在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影响大脑移情反应的因素，在调节大脑移情反应时是否会发生复杂的交互作用？亲社会倾向的个别差异源自何处，这些个体差异是否可以预测同情和怜悯等包含亲社会动机的情感？连接移情和亲社会行为的机制究竟是怎样的？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澄清。


 第三节　影响亲社会行为的认知因素

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因素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心理学家用不同的方法从多个角度探讨了亲社会行为的形成机制及其影响因素。概括而言，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因素大体可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大类。研究较多的内部因素包括移情、道德、观点采择、性别、年龄；外部因素主要包括家庭教养方式、同伴关系及大众传媒等（李妍，2011）。我们将主要介绍被公认为最重要的三个因素，即移情、道德推理、观点采择（余宏波，刘桂珍，2006）。


 一、移情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移情是一个人（观察者）在观察到另一个人（被观察者）处于一种情绪状态时，产生与被观察者相同的情绪体验，它是一种替代性的情绪情感反应，也就是一个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识别并体验他人的情绪和情感的过程。移情是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动机源的论点得到许多研究成果的支持（余宏波，刘桂珍，2006）。根据移情在亲社会行为发动中的作用的不同看法，亲社会行为动机理论可分为三类：（1）由移情引发的纯粹利他主义导致亲社会行为的发生；（2）移情和行为的回报导致亲社会行为的发生；（3）移情并不是亲社会行为发动的必要成分，许多情境因素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发生。除上述理论之外，也有研究认为认知、人格、文化等因素与情境因素相互联系、形成整体从而影响亲社会行为发生，其中艾森伯格提出的亲社会行为理论模式就是典型的代表。张惠霞（2012）以这四类理论为线索，对亲社会行为动机理论进行阐述和探析。

1．由移情引发的纯粹利他主义导致亲社会行为的发生

此类理论以巴特森及其同事提出的移情——利他主义假设最有名，这一假设强调了移情在亲社会行为发动中的重要作用。移情是对他人情感的感受或对情感产生来源的经历和行为的认知，通俗地说，是既能分享他人情感，对他人处境感同身受，又能客观认知、分析、理解他人情感的行为状态，是由个体内心真实或想象中的他人情绪而引起的，并与之一致的情绪体验。

此类理论认为，当个体对需要帮助的人产生移情时，纯粹的利他主义是有可能发生的。巴特森认为，移情在利他主义行为产生过程中包含了动机和信息两种功能，移情在构建同他人一样的情感体验时，使人更容易察觉到他人的需要，从而引起情感共鸣，并最终促发了亲社会行为，总之，移情是利他主义行为产生的前提条件。而事实上，移情和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却并不简单，两者虽呈正相关联系，但高移情并不一定导致亲社会行为，因为当产生移情时，不同特质倾向的个体会有不同的反应。

以移情—助人为例，当个体产生移情时，可能是“同情的移情”或“自我关注的移情”，两种移情会导致不同的行为动机。所谓“同情的移情”，是个体在体验他人的悲伤时，产生了悲伤及对他人关心的情感，如同情、怜悯、担心、热情、好心等，这种移情是促进亲社会行为发生的重要因素，它的动机是利他性的。而“自我关注的移情”，是个体在体验他人的悲伤时，产生的一种不适或过度悲伤，如着急、惊恐、心烦意乱、悲伤、忧虑等，它通常会抑制利他行为的发生，也有可能使个体为减轻自身痛苦而实施亲社会行为，但它的动机是利己性的。

亲社会行为到底是由移情导致的利他动机引发的，还是由利己动机促成的？对此的争论不绝于耳，尽管争论仍然存在，但大多数理论都已认可了移情在亲社会行为发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2．移情和行为的回报导致亲社会行为的发生

持这一观点的代表性理论有移情—特定惩罚假设、移情—特定回报假设、移情快乐假说等。移情—特定惩罚假设认为，如果不助人，个体可能会遭受某种惩罚，为了避免惩罚，人们才实施助人行为。该假设认为人们发动亲社会行为有两种解释：一方面，行为者想象出他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助人的人就不是好人，所以应当助人；另一方面，即使只有自己察觉自己的行为不端时，人们也会感觉很糟糕，为了消除这种不安，人们会选择助人，其动机是利己性的。

移情—特定回报假设认为，人们移情之后的亲社会行为，其目的是为了得到某些特定的回报，有时这种回报不明显，甚至很微妙。移情快乐假说就是这种假设的一种具体的论说，认为移情之所以引发亲社会行为，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行为对受害者有积极的影响时，他们会产生积极的成就感，为了得到成就感，人们会实施助人，其动机是利己性的。对移情—特定惩罚或回报假设来说，纯粹的利他动机是不存在的。

社会交换理论、社会学习理论与这类理论是一致的，都强调亲社会行为的报偿。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类的大多数行为，其目的都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回报，试图将回报率最大化，亲社会行为的根本目的就被归结为人们希望以更少的付出获得更大的回报。

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强化对亲社会行为具有决定的作用，如家长可以用食物、金钱及表扬等强化儿童，使其养成助人的习惯。巴特森等指出，利他行为不仅能自我强化，也能替代性强化，如在一些突发事件中，乐于助人的旁观者可以起到榜样作用，能带动其他旁观者实施助人。

根据此类理论，所谓“回报、交换、榜样”等说法都有一个共性，即移情后的潜在助人者看到了预期回报，唤醒了内在的利己动机，继而引发亲社会行为的发生。正因为这样，研究者对纯粹利他行为是否存在一直存在质疑和争论。

3．移情并不是亲社会行为发动的必要成分

此类理论认为，没有移情亲社会行为也可以发生，因为许多情境因素会导致亲社会行为的发生，如潜在助人者的情绪在某些紧急情境下可能直接发动亲社会行为。此类理论的代表有积极情绪效应、消极情绪缓解模型等。积极情绪效应认为，当人们处在良好的情绪下更可能去助人。对此的解释是：好情绪会使人想法更积极，看到事物的美好面，而助人是保持这种良好情绪的最佳手段；此外，人总倾向于保持自我形象的一致性，好情绪使人更加关注自我，而实施亲社会行为刚好能够增强对助人形象的自我认知。消极情绪缓解模型认为，人们有时提供帮助，是因为他们自己心情不好，想借此恢复情绪。例如，某人因为亲人离世而伤心，在这种情境下实施亲社会行为，主要是为了提升心情。在这样的情境中，伤心导致了亲社会行为，移情并不是必要的成分。

根据此类理论，情境因素在亲社会行为发动中具有重要作用。除了助人者的情绪以外，旁观者的数量、时间紧急程度、求助者的个人特点等也是影响亲社会行为的情境因素，但仅仅用情境因素来预测亲社会行为是不够的，情境因素与人格因素、认知因素等是相互联系的，因此，探讨和预测助人行为，还需同时考虑人格和情境因素。

4．亲社会行为影响因素的整合理论模型：艾森伯格的亲社会行为理论模式

艾森伯格的亲社会行为理论将亲社会行为发生过程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对他人需要的注意阶段。艾森伯格认为，能否注意到他人的需要受个体的先行状态和特质特征等因素和个体对特定情境的解释这两方面的影响。其中，个体的先行状态和特质特征受其社会认知发展水平的制约；个体对情境的解释，一方面受特定情境特征的影响；另一方面还受个体因素的影响。第二阶段，确定助人意图阶段。一旦注意到他人的需要，便需决定是否要助人，从而进入亲社会行为意图的确定阶段。艾森伯格认为此过程至少有两种情况：其一，在紧急情况下，情感因素在助人决策的过程中起主要作用。其二，在非紧急情况下，个体的认知因素和人格因素可能起主要作用。认知因素对亲社会行为意图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对亲社会行为的代价和受益的评估。若助人的代价增大，助人的可能性将减小。二是对他人需要原因的归因，如果把受助者求助原因归于不可控制的外部因素，就更可能助人；如果归于他可控制的内部因素，就可能不助人。而人格因素主要是对于助人、仁慈等特质的自我认同，以及自尊、个体价值观及偏好等因素。第三阶段，意图和行为相联系阶段。个体具有助人意图并不意味着他实际上会做出亲社会行为，是否助人将受到个人能力、人与情境的变化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当潜在的助人者无能为力或感到无能为力时，会选择放弃助人。当个体对助人义务和能力形成防御心理时，如否认自己有助人义务、能力，或借故别人的需要较小时，也会选择不助人。

艾森伯格的理论模式把可能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各种因素有机地统一，对作用机制作了深刻剖析，尤其对认知、情感和人格因素的作用作了分析，对探讨亲社会行为的发生机制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同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如它主要侧重于解释说明亲社会情感、认知和人格因素的作用，但没有把所有影响因素详述，如生物学因素。


 二、道德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道德，在现代社会中一般定义为被普遍接受的关于人类社会基本规范和公德道义的准则。道德能够调节个体行为，使之为社会秩序所接受，并维持社会稳定。道德能否对个人发挥作用还要取决于个体本身，只有当个体接受了道德规范并内化为自身道德价值观念时，道德规范才成为影响个体行为的重要因素。外在的未被行为个体所接受的道德内容，并不能对个体的行为产生调节作用。

1．道德推理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道德推理是指个人运用已有的道德概念和道德认识，对道德现象进行分析、评价、推断和选择的心理过程。许多道德哲学家和强调认知的发展心理学家都认为，道德原则是人的信仰系统和心理作用的一部分，它们可以直接影响人的道德行为。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传统的道德推理问卷分数常常与实验者的实际亲社会行为呈现不一致、不稳定的关系，这使得心理学家继续对道德推理的结构和内涵作更深入的探讨。

Nickerson等人（2004）认为传统的道德推理之所以不能较好地预测道德行为是因为个体在不同的情境下对道德的自我理解不能保持同一，他们认为道德同一性（moral identity）是维持道德行为的关键因素，一个人要想表现出稳定的道德行为就必须获得在不同情境下都保持一致的道德同一性，而道德的自我理解（moral self-understanding）则是道德同一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对42名青少年的研究，发现他们的道德自我理解能力与他们的亲社会行为表现呈正相关，而道德自我理解和道德推理不相关。关于道德的自我理解和道德同一性是否比道德推理更深刻地揭示道德认知的内涵，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证实。

柯尔伯格指出，道德判断可以预测道德行为，道德发展阶段越高，道德判断和行为就越趋向于一致。Lind的实验表明，个体在具备了较为成熟的道德视角和成熟的道德判断能力以后做出的道德行为与道德视角和道德判断能力趋于一致（杨韶刚，2007）。Bleach认为，道德判断要预测道德行为，要以道德同一性为基础，使自我一致性推动行为，并通过责任心的过滤才可能实现。Davidson和Youniss发展了Bleach的观点，认为道德同一性可以促进道德行为（Davidson & Youniss，1991）。Walker的实验数据证明当道德人格介入时，道德认知对道德行为的预测有所提高（Walker，2004）。Robin和Schneider的研究发现道德判断水平与利他程度的相关显著。Moore认为儿童的道德判断推理能力和亲社会行为存在一定的关系。Rushton的研究发现道德判断水平与被试是否献血、礼让他人等行为的相关显著（Rushton，1982）。Eisenberg的研究显示，15～16岁学生的道德判断分数和亲社会行为之间有正相关的关系（Eisenberg，1991）。程学超、王美芳的研究显示，我国儿童的亲社会道德推理的发展趋势大致与Eisenberg提出的阶段模式相同，他们比美国同龄人的亲社会道德推理水平稍高（程学超，王美芳，1992）。

Eisenberg等人的研究显示，道德推理能力和移情对亲社会行为的发生有直接影响。Eisenberg的研究发现，拥有成熟的道德推理的儿童和青少年会更加慷慨，也更乐于助人，亲社会行为与内化的道德推理之间呈正相关的关系（Eisenberg，2006）。Mclnemey等人认为如果道德推理能力要对道德行为产生影响，则要以道德情感为中介变量（Mclnemey & Frances，1996）。朱丹和李丹（2005）的研究显示道德判断推理与亲社会行为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刘志军（2001）的研究表明亲社会行为和道德判断推理能力之间的相关不显著，道德判断推理能力预测亲社会行为的效果并不好。马晓辉和雷雳（2011）的研究发现网络道德认知与网络道德情感能够正向预测网络亲社会行为。

Mclnemey等人（1996）以221名七年级女学生为被试，分别测评了她们的道德推理水平和课堂行为表现水平，并用EBMRI问卷（Emotion-Behavior-Moral Reasoning Iventory）测量学生对羞愧和内疚的敏感性。EBMRI问卷用故事法向学生们提问当涉及说谎和欺骗的行为时他们将会如何做和怎么想。研究结果显示在道德推理和亲社会行为之间，羞愧和内疚的情感起着明显的中介作用，即道德推理是通过增强学生的羞愧感和内疚感从而反过来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发生的。这项研究支持了道德推理必须通过道德情感的中介作用才能影响道德行为的观点。但这项研究没有涉及男性被试。

刘志军（2001）以286名上海市普通中学的学生（初一、初三、高一）为研究对象，利用道德判断推理量表、班级戏剧量表和社会测量法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中学生的亲社会行为与道德判断推理能力不存在显著相关，道德判断推理能力不是亲社会行为的预测因素。这意味着道德判断推理得分高并不能预测亲社会行为的表现水平高。

丁芳（2000）采用三因素实验设计方法，设定性别、道德判断、移情为三个自变量，亲社会行为为因变量，通过DIT测验随机选取初中二年级高道德判断和低道德判断被试各40人，男女各半，然后实施移情唤醒操作，并提供助人机会来研究三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儿童的道德判断与移情对其亲社会行为影响有明显的交互作用；高道德判断水平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受移情水平的影响比低道德判断水平的儿童明显；移情水平较高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受道德判断水平的影响比移情水平较低的儿童明显；道德判断与移情之间的联系是以角色采择作为中介因素的；女孩在移情及亲社会行为表现上明显优于男孩。

2．道德同一性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Aquino和Reed（2002）对道德同一性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他们认为道德同一性和道德行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他们在道德同一性和自我报告的志愿者行为研究中发现，道德同一性越高报告参加志愿者活动的可能性越大，在研究了道德同一性和真实的捐赠行为之间的关系之后，他们以大学生为被试设计了一个食物捐赠的现场实验来探索道德同一性对道德行为的影响。他们请想要捐赠的学生在两天时间内把食物放进捐赠箱，并保证所捐食物不易变质。为了降低实验者期望效应，由老师秘密记录学生是否捐赠。当学生不在时，老师数出每个学生捐赠的食物，统计捐赠数量。两天后，把所捐食物送给捐赠机构。结果表明高道德同一性水平的被试比低道德同一性水平的被试更愿意捐赠并且捐赠的数量更多。随后，Reed和Aquin的另一项研究表明道德同一性水平越高，捐赠的数量会越多并且向本群体以外群体捐赠的可能性越大。Hardy探讨了道德同一性和道德推理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研究结论表明，亲社会行为与道德推理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而道德同一性与亲社会行为有显著相关关系，并具有预测的作用。他在研究中验证了青少年和成人被试中道德同一性对道德行为的预测作用。另有研究发现道德同一性与反社会行为呈负相关。Sage等人以英国成年男足球运动员为样本验证在踢足球时目标取向和道德同一性对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道德同一性的内化测量和反社会行为之间呈负相关。

Scott和Tara验证了学生和管理者的道德同一性和道德判断对捐赠行为与欺骗行为的预测作用。数据表明道德判断和道德同一性分别独立影响道德行为，在控制了道德判断影响后，道德同一性维度之一外显维度与捐赠行为呈正相关。而且，内化维度和道德判断对欺骗行为有交互影响。迟毓凯以大学生为被试研究了社会价值取向、道德同一性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结论认为外显维度的道德同一性是助人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李妍（2011）的研究表明道德同一性对亲社会行为具有预测作用，其中外显维度对捐赠行为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而道德同一性总分、内隐维度则对捐赠行为没有显著预测作用。


 三、观点采择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观点采择是指个体能够推断他人内部心理活动的能力，即能站在他人的角度，采取他人的观点，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人的思想、愿望、情感等认知技能。观点采择能力主要取决于认知和动机两个资源，一方面，个体的动机和情绪会影响对他人观点采择的承诺；另一方面，认知能力、策略和认知方式会影响观点采择的具体表现。整个观点采择过程还会受到采择任务的特点（角度，目标人物的可感知性，任务熟悉程度，真实性等）和采择环境（竞争和合作）的影响，比如，合作环境比竞争环境更容易引发个体进行观点采择（Gehlbach，2004）。

观点采择不仅为同情心的形成所需要，而且可以抑制攻击行为的发生，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出现。理解他人的感受、意图和愿望以他们的社会环境将会对那些需要帮助的或者承受痛苦的人产生更多的同情心和亲社会行为。也就是说，观点采择能够让个体理解社会情境，而移情和同情心会推动个体做出亲社会行为，远离对他人的伤害（Batson，1998；Carlo，2006；Eisenberg，1986）。昂特伍德和摩尔通过元分析发现，观点采择和亲社会行为成高相关，即使年龄因素被控制时，两者之间的关系仍然具有显著性（Underwood & Moore，1982；Peterson，1983）。

从具体行为来看，观点采择能力与儿童的约束性顺从行为存在着显著正相关（黄晓聃，2007），观点采择水平高的儿童约束性顺从发展水平高，观点采择水平低的儿童约束性顺从发展水平低。此外，研究发现，恭维行为与情感观点采择能力、捐献行为与角色采择能力、分享行为和认知观点采择能力之间都存在着显著相关（孙永珍，傅根跃，2011；李丹，1994；贾蕾、李幼穗，2005）。

近年来关于观点采择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研究焦点在于，观点采择究竟是引发亲社会行为的直接因素，还是间接因素，在这一点上，不同研究者所得的结论相去颇远。

对3～6岁幼儿的研究发现，儿童的情感观点采择能力和他们的早期社会性有关，低水平的情感观点采择能力会阻碍社会性发展，但这一关系会受到儿童的情绪调节能力的制约（Knafo，Steinberg，& Goldner，2011）。当他人身上发生了一些消极事件时，即便这些人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18～25个月的幼儿也会显露出更多的关心和亲社会行为。研究证明，即使在没有公开的情绪信号时，通过某种形式的情感采择，年幼的孩子也能够对受害者产生同情（Vaish，Carpenter & Tomasello，2009）。

Eisenberg等人（2001）在巴西对149名青少年（男61名，女88名，平均15.1岁）进行了研究，并考察了包括女性特质（Femininity）、观点采择、移情水平、亲社会道德推理和亲社会行为五个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得到五项研究结果：（1）女性特质得分高可以预测移情与观点采择得分高。（2）观点采择得分高可以分别预测移情和道德推理得分高。（3）观点采择与移情在预测道德推理时存在交互作用，观点采择与移情无论哪一项得分高都可预测其道德推理的得分高。（4）移情对亲社会行为同时存在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通过亲社会道德推理）。（5）移情和亲社会道德推理水平高都可以直接预测亲社会行为水平高，但观点采择水平高低不能直接预测亲社会行为水平高低，显示观点采择只能通过移情或亲社会道德推理间接影响亲社会行为。这些研究结果与Eisenberg等人在美国取得的数据也吻合，提示本研究结果具备一定的外部维度的概括性。但Eisenberg强调，以上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Oswald等人（1996）将观点采择分成认知的观点采择（Cognitive Perspective Taking，即预见他人的思想、动机、意图和行为的能力，以下简称CPT）和情感的观点采择（Affective Perspective Taking，即推断他人的体验和情感反应的能力，以下简称APT）。研究者选取65名成年被试（男10名，女55名，平均年龄33.5岁）并随机分成3组。在向所有被试播放了一段约10分钟的电视情境故事后，分别向其中两组各施以CPT和APT的引导，对控制组则不加任何引导，同时通过问卷测量各组的移情唤醒水平，最后向各组实施助人测验，结果显示：CPT和APT均能明显增加移情水平，APT组效果最好，但与CPT组相比没有显著差异；同时，与控制组相比，APT和CPT也都能显著增加被试的助人行为。结果显示，APT引导的助人效果要远远高于CPT引导的助人效果。（APT组愿意助人的平均时间是3.2小时，而CPT组和控制组则分别为1小时和0.4小时）。这项研究提示，在观点采择对亲社会行为的关系中，情感的观点采择起着主要的作用。

亲社会行为的发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移情、道德推理和观点采择其中任何一个单一因素都是亲社会行为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移情、道德推理和观点采择是通过复杂的交互作用形成一个“合力”来激发亲社会行为的产生的。（1）移情虽然是亲社会行为的动机源，但在体验他人情感的过程中，必须具备辨认、接受他人的信息并对之进行分析、加工和选择的能力，因此，移情与观点采择密切相关，移情是一种建立在一定认知技能上的情感反应。（2）从道德推理来说，显然也必须以具备接受和加工他人信息的能力作为认知前提。所以道德推理与观点采择也紧密相关。（3）虽然观点采择是移情和道德推理的认知前提，但观点采择在本质上只是一种信息收集和信息处理的过程。没有理由认为一个人充分理解了他人的状态和需要就会导致利他的行为。个体要根据已获得的信息去产生助人行为还需要另外两个条件，其一，个体的价值观和内在信念是否与助人行为相吻合，这实际上就是道德推理的过程；其二，亲社会行为的最终引发还需要一种关键的动机成分，这一成分实际上就是移情中的情感成分（余宏波，刘桂珍，2006）。移情、观点采择和道德推理都属于产生亲社会行为的内因，亲社会行为的真正引发还需要有外在诱因的呈现。

在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中，除了对移情、道德推理、观点采择的讨论外，还有一些研究者关注归因、表征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四、亲社会行为中的归因

依据维纳等人的归因理论，潜在的助人者在实施帮助之前会考虑到寻求帮助者需要帮助的理由，如果我们相信问题的原因是由一个人不能控制的外在因素导致的时候，人们更可能对其实施帮助。在一项研究中，维纳（1980）设计了两个情境：其一，描述的内容是“一下午地铁的车厢里有许多乘客，其中有一个抱着车厢的柱子前后晃动，终于倒在地上，显然是个醉汉，因为他口袋里有一瓶酒，还散发着酒气”。其二，描述的内容是“地铁车厢里有许多乘客，其中有一个人拄着一根拐杖，突然倒在地上，显然是病了”。

在被试阅读这两段文字后，要求其做出评定，两个情境中愿意帮助哪一个，结果被试对后者产生了同情，认为应予帮助。结果表明，同情与助人行为呈现正相关（r＝0.46），而对前者产生了愤怒，认为不该帮助，愤怒与助人行为呈负相关（r＝-0.071）。维纳认为，实验结果是以认知归因为中介的。后来的研究重复了这类实验，得到了相同的结果。

维纳运用归因理论（attribution theory）在教室内进行了一项实验，他请学生判定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把笔记借给一位没有笔记的同学阅读。假设没有笔记的原因有三种：（1）该同学不想记笔记；（2）该同学由于自身的原因没有能力记笔记；（3）该同学无法记笔记，因为教师讲课太差劲。上述原因又可以分为内因素和外因素及可控和不可控的因素。

表5-1　不同归因下的助人行为比较



	因果关系
	可控
	不可控



	内部
	3.17
	6.74



	外部
	7.35
	6.98




注：表中数字越大则表明愿意借阅笔记的可能性也越大（选自Weiner，1980）

从表中可以看出，助人倾向受到因果关系中内部而又可控因素的干扰最为显著。也就是说，若该学生不想记笔记，那么他能得到帮助的可能性最小。维纳的研究表明，人们是否帮助他人，首先要考虑事件发生时当事人自我控制的责任。维纳还认为，若人们在自己生活中对自己的事情有强烈的自控力，则会推断他人也应有这种自我控制能力。

归因不仅会影响我们的助人行为，同时也会影响我们对需要帮助的人的情感反应。例如，Darren George（1992）对大学生朋友之间对于紧急事件发生时的帮助行为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如果一个人的朋友由于外界不可控的原因造成学业上的问题，比起由于个人责任的问题导致学业困难，这个学生会给予更多的同情和更少的气愤。表5-2总结了归因对助人行为的影响。

表5-2　助人行为的归因理论分析



	知觉到的个人需要的理由
	对需要帮助者的情感反应
	助人的意愿



	不可控

这个人控制力之外的因素。例如：一个人不工作是因为没有工作可做。
	同情、可怜
	高——这个人被知觉为值得帮助。



	可控

这个人可以控制的因素。例如：一个人不工作是因为懒惰不想工作
	生气、愤怒
	低——这个人被知觉为不值得帮助。




（选自Darren George，1992）

总之，人们会对那些不是由于个人错误而忍受困苦的人给予同情和关心：会对那些由于个人责任而导致问题的人感到愤怒和轻蔑。将一个人需要帮助归因为可控的原因，可能会引起愤怒、规避和消极情绪；反之，将一个人的需要归因为不可控的因素会引发同情并给予帮助。

此外，个人的公平与互补认知也会影响其助人行为。人们往往怀有这样一种心态，即从长远的观点看，一切都是公平的、互补的，现在别人能获得他为之奋斗的东西，不久后自己也会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彼此的机会都是公平的，所以现在帮助别人，日后别人也会帮助自己（Lemer，1977）。如果现在别人有困难并且自己能够帮助他，说不定日后自己有困难，也需要得到别人的帮助。人们在这样的认知下才能产生助人行为。


 五、亲社会行为的表征

20世纪80年代，有研究者开始探讨学龄儿童的友谊、权威和公正概念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攻击儿童和亲社会儿童对社会信息的加工模式（邓赐平，2001）。研究焦点逐渐从对宽泛的社会现象的认知转为对具体的社会行为的认知，并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结果。

1．一般的社会行为表征

社会性表征理论的基本原理是，在任何特定的情境中，个体或团体的行为都会被其所处的情境及情境中的各个成分产生的表征所控制。也就是说，无论个体面对一个什么样的具体情境，在他的大脑中都会形成一系列相应的表征，表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体的行为和决策。这些表征构成了一个系统，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客体有用的信息成分；二是被试对个体和即时情境产生的看法、态度、策略或信念。表征是动态的，它会随情境的变化而变化，由于情境对于每个个体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因此，不同个体对同一情境的表征也是不同的。

首先，个体对社会行为的看法会影响到他们在现实情境中的行为表现，比如，儿童对攻击合法性的信念和他们的行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持有攻击是合法的信念的儿童更可能被教师评价为具有较高攻击性（Slaby & Guerra，1988）。Erdley和Asher（1998）对781个四五年级小学生的研究也证实，攻击合法性信念越强烈的儿童将会表现出更多的攻击性、更少的退缩性和亲社会性。

其次，个体对社会行为的看法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Susan Greener（1999）等人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也会拓展他们对同伴友善行为（kindness）的定义。在儿童中期，同伴关系和友谊变得特别重要，那些有助于建立同伴联系或者促进保持这种纽带关系的行为由于能够给他人提供有价值的好处，比如一起玩和彼此理解等，因此就更可能被儿童认为是亲社会的。青少年认同的亲社会行为类别中也涉及维护友好和谐的同伴关系与共同利益的元素，那些能够促进积极社会交往的行为更容易被青少年看作亲社会行为（寇彧，2004）。

再次，儿童指向成人的亲社会行为概念和指向同伴的亲社会行为概念不一样。指向儿童的亲社会行为类型对同伴关系建立更具支持作用，而指向成人的亲社会行为主要包括顺从，比如帮助做家务等，这可能源于成人有更多机会观察到的亲社会行为多与合作和服从有关。这种在同伴内部和儿童—成人之间的对亲社会概念上的差异造成研究者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的界定相对狭窄，他们主要聚焦在那些从成人标准来看可以产生依从的行为上，比如，帮助和分享。近期研究发现，青少年群体对亲社会行为的概念表征包含了四维度结构：利他、关系、遵规公益和特质。其中，利他维度与他人利益的提升有关；关系维度，与人际关系的提升有关；遵规公益维度，与社会公共价值的提升有关；特质维度，与积极的自我品质有关（寇彧，张庆鹏，2006）。

最后，不同文化下个体的自我表征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不同。以往许多学者认为，伴随着自我分化，幼儿的早期自我概念是亲社会行为的一个普遍前兆，然而近期的跨文化研究发现，镜像自我识别，作为早期自我概念发展的标志，只和德国柏林幼儿的亲社会性存在相关，而与印度德里幼儿的亲社会性无关。

2．合作行为表征

个体对合作行为的表征系统，包括对同伴行为的预期，对同伴合作动机的评价，对合作行为本身的看法，对社会的信任度判断，等等。这些认知因素在个体合作决策中起着重要作用。阿伯力克认为，在一个实验情境中，被试出现合作或竞争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三个方面的表征。

第一，对自我的表征。合作取决于被试的自我表象。这一表征决定了个体对所处情境的理解和表现出来的抱负水平。当儿童逐渐去自我中心化，摆脱“物我不分”和“人我不分”的认知局限，开始注意到别人的观点或看法，协调自我与他人的关系，相互尊重，不断发展的对主—客体（即人—我）关系的认知能有效地促进其与同伴合作，向互惠方向发展。引起被试把自己看成一个个体或看成团体的一员的教育倾向会给合作行为带来不同的影响，儿童在团体定向教育下比在个体定向教育下多半会表现出合作行为。此外，收到他人书面或口头表达的感谢确实可以增加亲社会行为，而表达感谢对亲社会行为的强化作用主要体现在，当帮助者因为自己的付出而得到感谢时，他们会体验到更强烈的自我效能感和社会价值感，而当个体越能够感受到自己的社会价值，他们就会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这些行为可能是指向表达感谢的人，也可能是其他的人（Grant，Gino，2010）。

第二，对同伴的表征。合作取决于被试对同伴身份、关系、意图和人格所产生的表征，这些表征会影响个体与同伴之间的真实互动。在囚徒困境游戏中，当告知对手是一名教师时被试的合作反应明显高于对手是一名学生时的合作反应（李燕，曹子方，1997）。合作对象的身份、地位影响儿童的合作行为（Hencere，1987）。在好朋友和陌生小朋友的情境下，儿童合作倾向有显著性差异，好朋友可以诱导出更多的合作行为，儿童表现出为好朋友可以牺牲一些自己的利益（Mize & Cox，1990；谢晓非，2000）。如果事先了解同伴的合作意图，即使合作与自我利益相抵触，个体也会做出更多的合作反应（Paese，2000）。合作对象的人格特征也会影响合作，被试会与那些被描述成道德水平高的对象之间有更多的合作，而如果对方被描述成为是一个道德水平较低的人的话，那么个体就不太愿意与之合作（Van Lange，1991），如果获知对手的有关人格信息或者人际关系信息，如承诺和满意水平，亲社会者的合作行为更容易发生（Ellen，De Bruin，& Van Lange，1999）。合作者往往认为他人是异质性的，但竞争者通常认为他人是同质性的，即都是竞争的。

第三，对任务的表征。合作取决于被试对任务的表征，在指导语上多用“我们”、少用“我”可以使儿童产生一种与他人在一起为一个目标工作的感觉，从而更多地采取合作行为（Kagan & Madsen，1971）。信息呈现时的描述方式会影响人们的决策偏好和选择（Tversky & Kahneman，1981），儿童在“趋向”描述（通过选择得到数量不等的奖励）中的合作行为大大少于“回避”描述（通过选择得到数量不等的惩罚），差异显著（孙昕怡，李红，2009）。此外，亲社会者用集体理性（collective rationality）和道德术语来解释混合动机情境，他们认为合作是好的，合理的和道德的选择，竞争是不道德的选择。而个体主义者和竞争者用个体理性（individual rationality）和能力术语来看待混合动机情境，他们认为不合作是聪明的，合理的选择，因为竞争是有效率的，而合作是缺乏效率的（Liebrand，1986；Van Lange& Kuhlman，1994），不同表征会导致亲社会者比亲自我者更可能选择合作。


 六、亲社会行为中的认知启动效应

1．启动与合作行为

作为一种微妙的情境线索，启动刺激也会影响亲社会行为中的合作行为（Herr，1986；Hertel & Fiedler，1994，1998；Hertel & Kerr，2001；Neuberg，1988）。与采用和力量（might）有关的形容词进行启动相比，采用和道德（morality）有关的形容词进行启动会使个体在两难游戏中的行为更加合作（Hertel & Fiedler，1994；Sattler & Kerr，1991；Van Lange，2000），研究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道德—力量假说，即道德和合作行为反应之间有强有力的联系，力量和不合作行为反应之间有强有力的联系。启动道德概念会增强合作行为，而启动力量概念会增强不合作行为。

启动和社会价值取向之间存在着特质—情境交互作用，即与道德或者力量启动等情境（即明确的情境）相比，中性启动条件下（即在不明确的情境中）社会价值取向的影响更强（Van Lange，2000）。这反映了在不明确的情境中，特质影响会比在明确的情境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当启动通过激发与之有联系的偏好（preferences）和行为反应，使模糊情境变得清晰起来时，特质影响就会变弱，个体对环境的影响会更加敏感。

能力启动使竞争者产生更低水平的合作和更强的剥削他人的倾向，其对竞争者的有害作用得到了很好的支持。但是能力启动对亲社会者的有益作用只获得微弱的支持，仅在部分实验中发现能力启动增强了亲社会者的合作互动。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于合作者在决策时存在心理天花板效应，他们更加看重收益的平等和不受到同伴的剥削，因此，他们的合作水平不会超过同伴的合作水平。此外，能力启动对个体主义者几乎没有产生影响。

社会价值取向的一致性也会影响到启动的效果。一致性低的个体对启动刺激具有高度的易感性，更易受之影响；而一致性高的个体则很少受到启动的影响。面临与道德有关的特质启动和面临与力量有关的特质启动的被试，在混合动机情境中对启动的易感性更充分地依赖于个体社会价值取向的一致性（Hertel & Fiedler，1998）。在有启动刺激的明确情境中，一致性高的亲社会者比一致性低的亲社会者更倾向于做出合作行为；而一致性低的亲自我者要比一致性高的亲自我者更倾向于做出合作行为（Semesters，2003）。

2．启动与助人行为

近年来有不少研究考察了启动效应对一个人提供帮助的可能性的影响（Garcia，2008；Baaren，2004；Twenge，2007；Shariff & Norenzayan，2007；Hirschberge，2008）。研究发现，内隐态度是对自发反应的最好预测，上帝概念的内隐激活对帮助行为有正面效应（Shariff & Norenzayan，2007），关系表征的启动对利他行为也有积极影响（Semesters，2009；Shah，2003）。道德词汇的启动会激发人们做出更多的慈善捐赠或助人行为（迟毓凯，2009）。

好心情的个体更倾向于产生积极的想法，也更可能做出亲社会行为。一些研究证实了爱（love）的启动对帮助行为有积极的影响（Fischer-Lokou，Lamy，& Guéguen，2009；Lamy，Fischer-Lokou & Guéguen，2008，2009，2010），比如，被唤起爱的记忆的个体会更愿意或者花费更多时间帮迷路的人指引方向；当路人接受了爱的认知启动之后，他们的自发帮助行为也增加了。最近有研究发现，爱的启动比团结或者不幸的启动能激发出更多的帮助行为，即捐款给住院儿童，但这种情绪性概念的启动对助人行为的影响是短暂的（Lamy，Fischer-Lokou & Guéguen，2012）。

宗教作为一种环境影响因素，可以增加亲社会行为。当用宗教来进行内隐启动的时候，那些DRD4敏感型的被试会变得更具有亲社会性，而没有DRD4敏感性的被试则不受启动的影响（Sasaki，Kim，Mojaverian & Kelley，2011）。

迟毓凯（2005）系统考察了启动对于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他发现：相对于非道德启动的被试，不论是阈上启动还是阈下启动，道德特质启动的被试都表现出更高水平的捐助行为；相对于控制组和单人启动组的被试，不论是阈上启动还是阈下启动，拥挤启动和孤单启动都会削弱随后的助人水平；而且，拥挤启动中并未造成情绪的波动，这从侧面验证了旁观者效应中的“责任分散假设”；相对于控制组，不论是阈上启动还是阈下启动，“因果报应”观念的启动都会对随后的亲社会行为产生积极影响；相对于中性控制条件，在道德启动之后，当面对他人的困境时，人们的助人行为以及情绪水平（包括移情和个人苦恼）更高；而且，启动后的行为决策和情绪在自我审查时会相互影响；不同启动类型的被试在情绪特质和控制词汇的判断中，反应时均没有差异；而在助人概念的判定中，朋友启动组被试的反应时明显快于母亲启动和控制启动两组。这暗示出，朋友启动对助人概念的通达有促进作用；相对于亲自我价值取向的被试，亲社会价值取向的个体的家庭奉献意愿更高；与控制启动的被试相比较，经过母亲启动的被试表现出更高的家庭奉献意愿；与控制条件的被试相比，样例启动组的个体助人水平有所下降，而类别启动则对个体助人水平有促进作用；而且这两种不同的效应在高自尊的被试身上表现更为明显。


 第四节　亲社会行为的干预

以往对亲社会行为的干预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减少冷漠行为的发生。由于冷漠行为与责任扩散有关，因此，在紧急情境中要降低情境的模糊性，提高个体的助人责任感。二是鼓励利他主义的社会化。通过树立利他榜样，引导个体把帮助行为归因为利他主义，在教化过程中加入道德包容等观念，促进对利他行为的社会学习和强化。具体来看，这些干预方式可以归为四类：认知干预、情绪干预、行为干预和生理干预。


 一、认知干预与情绪干预

亲社会行为并非与生俱来，而是源自后天的教育和训练。儿童期是培养亲社会态度和道德观念的最佳阶段。

1．观点采择能力发展干预

林彬、程利国等（2003）在其研究基础上将观点采择能力定义为，儿童在可以转换思维角度的前提下和其他个体进行交流，对自我和他人的观点、特征相比较，进行自我控制不将自己的观点投放到他人身上，并进一步完成对事件准确推断的能力（黄莉莉，2007）。社会观点采择又被划分为认知观点采择和情感观点采择，认知观点采择是指个体在预见和理解认知对象的思想、动机、意图以及行为方面的能力；情感观点采择，又称为移情，分为认知取向的情感观点采择和情感取向的情感观点采择两种，认知取向的是指个体辨别、定义他人情感状态的能力，情感取向的是指产生与他人相似情感体验的能力（赵俊茹，2000）。幼儿的观点采择被界定为，幼儿（3～6岁儿童）依据原有知识情境中的相关信息，以“去自我中心”的方式来理解、推测他人的心理状态（观点、情感等），进而对行为做出解释、预测和控制。

举例说明如何判断幼儿是否具备了社会观点采择能力，当一个孩子在与其他个体（同伴、成人）进行人际互动的过程中，可以通过他人的表情、身体动作等了解到对方的心理状态，并在产生冲突矛盾的情况下能够站在他人的角度解释、推测他人的观点、情感和行为，就可以做出肯定的判断。例如，一个幼儿在与同伴玩耍或与成人交流的时候能够理解其眼神、脸色、手势及姿态的含义；在面对同伴间的哭闹、冲突行为时能够站在他人的立场对其行为及情绪情感表现做出合理解释与推测，就认为该幼儿具备了社会观点采择能力。

作为幼儿社会认知发展的核心，此能力的获得也会促进幼儿道德水平、亲社会行为等方面的发展，在幼儿逐步实现社会化的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1）是幼儿进行自身评价、反应的调节器；（2）是幼儿对人际关系进行改善的润滑剂；（3）是制约幼儿社会行为的多种因素中的认知关键；（4）是幼儿亲社会行为发展的推动力；（5）直接促进幼儿道德水平的提高；（6）与自我意识紧密相关（李幼穗，2000）。

观点采择能力的发展具有连续性和阶段性，儿童在不同年龄段的观点采择水平具有一定的差异，并呈现出各自不同的发展规律、特征。然而，另有调查提出即便是处于同一个年龄的儿童，彼此间的观点采择水平也不尽相同。

亲社会行为的出现需要以个体能够意识到他人的需要为前提，并且当儿童能够认识到自己如果采取行动来帮助他人就可以消除或减轻对方的不良情绪时，亲社会行为就可能产生了。大量研究结果证实了上述观点，例如，柯尔伯格等人在早期的孤儿研究中指出，孤儿因为角色采择能力的发展滞后，导致亲社会行为缺乏。Murray（1979）、Buckley（1979）、Iannotti（1985）、Fitzgerald（1995）等人的研究发现，儿童观点采择能力和亲社会行为之间呈显著正相关，亲社会行为伴随着采择能力的提高呈现明显增多的趋势。霍夫曼（1981）认为，移情将逐渐成为引发儿童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动机。

既然采择能力对儿童的思维认知以及社会化进程都有着不容置疑的影响，那么，为提高其能力水平而进行的干预训练就同样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已有研究表明，智力、性别、同伴关系等因素对儿童观点采择能力的影响是无意识的、自发性的，而干预训练则是对采择能力进行有意识、可控影响的因素。但是，到目前为止，对儿童社会观点采择能力进行干预训练的研究仍为数过少。

Aronfreed等人（1965）作为较早一批对儿童的观点采择能力进行研究的学者，首先采用社会强化的方式完成对情感观点采择方面的干预训练。Aronfreed选择的被试是6～8岁的儿童。在此研究中，儿童将面临两个选择：一是糖果；另一个则是让实验者感到快乐。这些儿童被要求压杠杆，压A端自己会得到糖果，压B端会让实验者感到快乐。研究结果发现，在经过一定的社会强化后，儿童选择压B端的次数显著增多，更倾向于让实验组快乐，表现出鲜明的亲社会行为，情感观点采择能力由此得到了提高。

后有人通过强化的方式来提高孩子的情感观点采择能力。在实验中，让6～8岁的儿童压杠杆，压一头是为自己赢得糖果，压另一头则是为了让主试感到喜悦。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研究者发现，通过社会强化，儿童们常常为了让主试感到高兴而放弃了糖果，更多地表现出了利他行为。Michael（1973）做过一次15人的小样本研究，以11～13岁的社会适应不良儿童为干预对象，训练课程采用了内容与被试生活息息相关的录像制作、戏剧等方式。干预训练持续10个星期后进行测量评估，这些儿童的社会适应不良行为降低了50％，且长期效果稳定。Daneshvar等人（2003）也提出，录像模式对提高自闭症儿童的观点采择能力快速而有效，他们的情感判断和认知判断能力均得到了显著的提高。Chandler（1973）尝试采用新的方式——“角色扮演”来提高儿童的采择能力，以“社会适应不良”的男孩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他们经过训练后适应不良行为显著减少，能力提高明显，且从长期看，干预效果保持良好。Chalmers & Townsend（1990）对“过失女孩”进行了相似的研究，干预课程设计主要为特殊社会技能训练，包括对面部表情的理解等，并要求被试在典型情境中进行各种角色的扮演，例如，接受他人的解释与道歉。结果发现，接受训练的被试社会观点采择能力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同时亲社会行为明显增长。Natalie & Grizenko（2000）设计出一种新型的社会技能训练课程，以41名社会适应不良的儿童为被试进行干预，课程内容包括：“自我介绍”“参与进来”“引导你的感受”“学会自我控制”“处理愤怒”，等等，控制组仍使用传统的训练方案。结果显示，相较于对照组，新型的训练方案对儿童观点采择能力的提高效果是明显的，并且取得了短期、长期的改善。

随着对儿童观点采择能力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到了20世纪80年代，研究者开始考察儿童自身的发展水平对干预效果的影响。儿童在易变期接受干预训练一般变化比较明显，而在稳定阶段接受干预通常效果不显著，但有可能导致其他能力的发展变化。例如，Mabsh等人（1980）以采择能力发展相对稳定的青少年做为被试，采用“角色扮演”的干预方案，研究结果发现在已有采择水平得到稳固的基础上，青少年的人际问题分析能力也得到了明显的提高。

近年来，研究者也在将干预方案发展完善。Susan等人（1979）以学龄前儿童为研究对象，采用结构性和戏剧性游戏（constructive and dramatic）的方式进行干预训练，显著提高了被试的观点采择能力。Bridgeman（1981）将同伴互动关系这一影响因素纳入研究中，他指出，为解决同伴互动过程中的冲突会促使儿童进一步提高观点采择能力，所以他首创合作互动性的同伴诱发小组作为干预形式，进行为期2个月的训练，结果显示合作互动能够提高儿童的观点采择能力。

国内对儿童社会观点采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发展趋势、群体特征以及影响因素方面，为提高采择能力进行干预的研究为数不多。林彬、程利国等人（2003）以小学一年级的儿童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半年的干预训练，其课程设置从被试认知发展水平出发，制订了一系列的干预方案，结果发现情感观点采择方面提高显著，但认知观点采择方面效果不明显。张颖博（2012）使用自编的儿童观点采择能力干预方案对3、4、5、6岁四个年龄段的幼儿进行了16次干预，结果表明：（1）幼儿社会观点采择能力的发展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随着年龄不断增长，3、4岁幼儿的变化最为显著；（2）幼儿社会观点采择能力的发展不存在性别差异；（3）干预方案可以有效提高幼儿的社会观点采择能力，并且在认知判断能力方面的提高更为显著；（4）不同年龄段的幼儿社会观点采择能力的干预效果存在差异，在3岁幼儿身上体现最为明显；（5）经过干预训练，男孩在认知判断方面能力的提高显著高于女孩。

2．移情训练

情绪调解是指个体通过一定的方式或策略，调节自己或他人的情绪，使情绪在主观体验、外部表现、生理唤醒三个层面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最有效的情绪调节方法是移情训练。

移情是指当一个人感知到对方的某种情绪时，自己也能体验到相应的情绪。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识别和感受他人的情绪和情感。二是能够接受他人的情绪和情感，并将自己置身于他人的处境，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因而产生与之相一致的情绪、情感反应。许多研究已经证实，移情和亲社会行为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其中特质移情（trait empathy）具有自动性反应倾向（Rameson，Morelli & Lieberman，2011）。而来自于自我报告、心脏和皮电反应的结果也表明，老年人、中年人和年轻人的情绪移情和亲社会行为均和年龄呈现正相关，年龄越大，情绪移情和亲社会行为越多。其中，移情关注对亲社会行为中的年龄差异存在部分调节作用（Sze，Gyurak，Goodkind & Levenson，2012）。移情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社会性情感，它有助于人格的完善，激发和促进人们的亲社会行为的产生。霍夫曼指出，移情是诸如助人、抚慰、关心、合作、分享等亲社会行为的动机基础，具有良好移情能力的儿童能产生一种内有自觉性，深刻体验他人的情绪、情感，遇到类似情境会回忆起以往的体验，浮现出受害同伴痛苦、难受的表情，从而抑制自己的消极和不友好的行为，更好、更经常地做出互助、分享、谦让等积极的行为。

美国心理学家霍夫曼认为，移情能激发、促进人们的亲社会行为，是个体亲社会行为的推动器。利用移情来教育幼儿，使其具有内在的自我调节能力，比一味地限制、要求这种外部约束要有效得多。能深刻体验他人的情绪、情感的幼儿，以后遇到类似情境要做出消极行为前，便会回忆起以往的体验，浮现出受害同伴的痛苦表情，于是便会抑制自己的消极行为，而做出互助、分享、谦让等积极行为。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培养与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移情训练在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形成过程中又起着中介作用。正是由于移情的存在，才能够在外部刺激与个体行为之间建立一种联系，才有可能使个体在特定的情境下逐渐形成特定的亲社会行为。移情训练既是幼儿亲社会行为发展的驱动力，又是幼儿亲社会行为形成的中介过程。因此，根据幼儿的发展特点对幼儿进行恰当的移情训练，培养和提高幼儿的移情能力，对促进其亲社会行为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移情能力可以通过训练得到提高，移情训练是通过引导儿童体验他人在某些情境下的心理感受，进而在遇到类似情况时做出恰当的反应。移情训练的具体方法有：听故事、引导理解、续编故事、扮演角色，等等。具体内容包括移情榜样训练、对他人情绪的敏感性训练、情绪追忆训练和情感换位训练。作为常用方法之一，角色扮演是根据一定的情节，扮演某个角色，并通过言语、行为、姿势、动作、表情等表现该角色的特征，从中体验在某些情境下该角色的心理感受，进而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类似情况时能做出恰当的反应。情感换位训练是让个体置身于他人的处境，以他人的方式行事，帮助其理解他人的观点，体验他人的情绪情感，在求助者和助人者两种角色体验的反差中，学会换位思考，提高移情能力，掌握相应的援助技能，从而推动亲社会动机和行为的产生。

王楠（2012）等人采用角色扮演、续编故事、听故事和看视频等方法进行移情训练培养5～6岁幼儿亲社会行为。结果表明移情训练方案运用在实际教学活动中能明显提高5～6岁幼儿的移情能力和社会理解水平。在实验所使用的四种训练方法中，最有效的训练方法是角色扮演，在扮演中幼儿能够换位思考，体验他人所处的情感状态，更好地产生移情效果；其次是续编故事，在续编故事的过程中幼儿也能够积极思考问题解决的办法，也达到了移情的效果；最后是听故事和看视频，虽然这两种训练方法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部分幼儿在听完和看完之后很容易就忘记了。移情训练方法与幼儿的亲社会行为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和积极的相互影响，提高幼儿的移情能力能够促进他们亲社会行为水平的提高。

此外，家长的教养方式对5～6岁幼儿的亲社会行为和幼儿的移情情感有直接的影响。在家长的教养方式中，被家长充分理解和尊重的幼儿很容易产生移情情感，并有良好的亲社会行为体现，经常在家长打骂、掌控和忽视中成长的幼儿，不利于产生移情情感和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养成。


 二、行为干预

近年来，基于社会学习、符号互动理论、社会认知发展理论等，研究者们提出利用幼儿喜欢的动画片、体育活动、社会故事等提高他们的亲社会行为。

1．利用体育活动提高幼儿的亲社会行为

幼儿体育活动属于身体的锻炼范畴，它以身体锻炼的实践活动为主要特征，从生理、心理等方面影响幼儿的发展，其效果的优劣主要取决于幼儿的参与程度和参与方式。教师应努力地为幼儿参加体育活动提供良好的环境，比如，给予时间上、空间上以及活动材料上的保证与支持，使幼儿能获得充分活动与发展的机会。同时，教师应注意从激发幼儿的运动兴趣出发，调动幼儿参与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鼓励幼儿的探索和实践活动，不断丰富幼儿的运动经验，帮助幼儿获得成功的体验，满足幼儿不同的运动需要，给予幼儿表现自己运动能力的机会，以促进幼儿身心的和谐发展。教师不可忽视对分散体育活动的指导，注意在分散的体育活动中积极引导幼儿与环境中的人和物发生交互作用，使其逐渐获得对人、对事、对物的正确态度，促进幼儿个性与社会性的发展。

全海英（2012）研究了体育活动对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影响。该研究确定幼儿亲社会行为的维度指标，3～6岁幼儿亲社会行为分为四个维度，其中情感方面包括同情、安慰；利他方面包括帮助、捐助；协作方面包括合作、分享；责任方面包括守信、轮流。调查显示，3～6岁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多。其具体情况为，中班幼儿仅在同情行为和安慰行为方面有明显发展；大班和学前班幼儿的帮助行为、捐助行为、合作行为、分享行为、守信行为和轮流行为均有一定发展。

研究发现，故事情境启动下的体育游戏对幼儿亲社会行为四个维度的发展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具体表现为：（1）对促进中班幼儿同情心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效果；对促进大班和学前班幼儿同情心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效果，但效果不如中班明显。（2）对促进中班幼儿安慰行为的发展，具有明显效果；对促进大班幼儿安慰行为的发展，具有明显效果；对促进学前班幼儿安慰行为的发展，具有明显效果。（3）对促进大班幼儿帮助行为的发展，具有明显效果；对于促进学前班幼儿帮助行为的发展，具有明显效果。（4）对促进大班幼儿捐助行为的发展，有一定的作用，但不是很明显；对促进学前班幼儿捐助行为的发展没有作用。（5）对促进大班和学前班幼儿合作行为的发展，有非常显著的作用。（6）对促进大班和学前班幼儿分享行为的发展，具有非常明显的效果。（7）对促进大班幼儿守信行为的发展，具有非常明显的作用；对促进学前班幼儿守信行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作用。（8）对促进大班幼儿轮流行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作用；对促进学前班幼儿轮流行为的发展，具有非常明显的作用。

对个案研究的结果发现，故事情境启动下的体育游戏对改善个案的不良行为有一定的作用：首次干预可以使个体不良行为出现频次减少，停止干预会导致不良行为次数回升，但回升幅度不大且未达到原始水平，干预具有维持效应；再次进行干预时，被试不良行为的出现频率最低。

故事启动体育活动示例1：同情、安慰体育游戏情境启动设计

《别难过——让孩子学会关爱的故事》：

天气好冷啊！小鼹鼠邦尼缩着脖子往家走，突然，他看见路边站着一个雪人。雪人有核桃做的眼睛，胡萝卜做的鼻子，笑嘻嘻的真神奇！“你好！”邦尼对雪人说。雪人笑眯眯地，似乎也在说：“你好！”“你在雪地里一定很冷吧？”邦尼问。雪人还是笑眯眯的，似乎在说：“是啊！”邦尼把自己的红围巾解下来，系在了雪人的脖子上。“这样会暖和些吧？”邦尼问。雪人依旧笑眯眯的，好像在向邦尼道谢。邦尼向雪人道了声晚安，继续向家走去。可是，他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他看见雪人也在看着他呢。邦尼又走了两步，突然转过身向雪人跑去，“你一个人在这里多没意思啊，请你到我家去吧……”邦尼费了好大的劲，终于把雪人带回了家。可是，雪人不会动，不会说话，也不会和邦尼一起玩，他只会笑眯眯地看着邦尼。邦尼好想和雪人一起玩呀，于是他走了很远很远的路去找会魔法的艾米莉姑姑，艾米莉姑姑给了邦尼一颗红丝绒做的心，“你把这颗心放在雪人身上，雪人就会动了。”雪人真的可以和邦尼一起玩了。他们一起跑，一起跳，一起打雪仗、坐雪橇、捉迷藏……快乐的日子过得特别快，冬天快要过去了。邦尼高兴地发现自己又长高了一点儿，但是雪人却越来越矮了……春天来了，房顶上的雪开始融化，树梢上的雪、田野里的雪也开始融化，只有远处的雪山还是老样子。邦尼很难过，他知道雪人快要离开他了。雪人也很难过，但他不停地安慰着邦尼：“我会变成小雨点来看你，我会变成小雪花来找你……”邦尼低头擦擦眼泪，当他抬起头来，突然看见了远处的雪山。“对了，我们到雪山上去。在那里雪是不会融化的。”邦尼拉着雪人朝雪山上跑去。高高的雪山上，北风呼呼地刮着，邦尼和雪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突然，雪人脚下一滑，邦尼连忙上前去扶，结果他们一起从山上滚了下去……邦尼撞在一棵大树上，痛得晕了过去。当他醒来时，看见雪人正眼泪汪汪地看着他。“你哭了？”邦尼惊奇地大叫。“可是，你怎么会哭呢？”是啊，雪人怎么会哭呢？突然，雪人感到自己身体里面正慢慢发生着变化，“呀，邦尼，你听！”咚，咚，咚……邦尼听到了什么？他听到了心跳的声音，这是雪人的心在跳呀！雪人那颗红丝绒做的心变成了一颗真正的心，他真的活了，再也不会离开邦尼了。邦尼和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远处，艾米莉姑姑也笑了。

教学设计：充满海洋球的雪人，打开后海洋球都散开了，教师下指令：哇，雪人变小了，我们快帮助他吧！孩子们分散开去找海洋球，在寻找海洋球的过程中，需要越过山坡（跳箱），游过小河（垫子），走过独木桥（平衡木），帮助雪人变大。两个老师配合，一人负责把海洋球投放到各个地方，一人装作哭泣，等着孩子们寻找海洋球回来，放到袋子里。接到海洋球的老师，会给孩子一个拥抱，或者用玩偶在孩子的脸蛋上做亲一下的动作，表示感谢。完成后，大家一起欢呼，哦，小雪人复活了，真开心。

故事启动体育活动示例2：帮助、捐助体育游戏情境启动设计

《彩虹色的花——让孩子学会帮助的故事》：

“好，今天我一定要把积雪全都融化掉。”太阳升起来时想，它把原野照得亮亮的。

太阳吃了一惊：昨天还是一片积雪的原野上，竟然开着一朵花！

“早安，你是谁？”太阳问。

花儿回答说：“早安，我是彩虹色的花。冬天的时候，我一直待在泥土里，可我再也等不及了。现在终于见到你了，我多高兴呀！我想跟每个人分享我的快乐。”

过了几天，好像有谁从花儿的身边走过。

“早安，我是彩虹色的花。你是谁呀？”彩虹色的花问。

“我是蚂蚁。我现在要去奶奶家。可是，雪融化了，原野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水洼。我怎么才能过去呢？”

“是这样啊。那你爬上来，摘一片花瓣试试看，说不定能用得上呢。”

又过了几天，一个很舒服的晴天，好像又有谁走过。

“你好，我是彩虹色的花。你是谁呀？你为什么那么难过？”彩虹色的花问。

“我是蜥蜴，今天我要去参加宴会，可是没有合适的衣服。怎么办呢？”

“哦，也许我的哪一片花瓣与你的绿色相配。你看呢？”

这些日子，每天的阳光都很强烈。好像有谁从花儿的身边走过。

“你好。我是彩虹色的花。你是谁呀？你怎么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呢？”

“哦，你好。我是老鼠。最近天气又闷又热，弄得我晕乎乎的。要是有把扇子就好了。”

“噢，那用我的花瓣不正好吗？”

白天越来越短了，已经是秋天了。好像有谁从天空飞过。

“你好。你是谁呀？你还会飞啊。”彩虹色的花说。

“你好，我是小鸟。因为我有翅膀，所以会飞呀。今天是我女儿的生日，我出来为她选一件礼物。可是，飞来飞去，什么也没找到，正着急呢。”

“那你看看我这儿有没有她喜欢的彩色花瓣呢？”

有一天，乌云遮住了天空。好像有谁跟花儿打招呼：

“你好，彩虹色的花。最近冷多了，眼看就要下雨了，怎么办？”

原来是一只刺猬。

彩虹色的花用虚弱的声音回答说：“我能帮你什么忙吗？”

天空越来越暗，传来阵阵雷声。大风把最后一片花瓣也刮走了。

太阳隐去了自己的光芒。彩虹色的花也折断了，但她仍然静静地站在那儿。

雪花仿佛要拥抱彩虹色的花，轻轻地、轻轻地飘落下来……

很快，大雪覆盖了所有的东西，白茫茫的一片。

谁会想到，在这里曾经开过一朵彩虹色的花呢！

就在这个时候……

从雪中升起一道耀眼的彩虹色的光芒，把天空照亮了。

蚂蚁、蜥蜴、老鼠、小鸟和刺猬都从远处跑了过来。

他们看着光芒，心里渐渐温暖起来。大家都想起了彩虹色的花曾经给过自己的帮助。

漫长的冬天终于过去了，春天又来了。

一天早晨，太阳探出头来，他吃了一惊，很高兴地说：

“早安，彩虹色的花。又见到你了！”

教学设计：准备泡沫白板一张（可以是半成品，有山、水、树，缺少花），七种颜色的彩纸若干。寻找彩虹色的花瓣——将彩纸散落在各个角落，孩子们去寻找，寻找过程中要翻越过高墙（跳箱），通过小桥穿过河流（平衡木），跳过荷叶（小垫子），寻找到彩虹色的花瓣。另一位老师站在泡沫白板前，“我要设计一个漂亮的板报，谁愿意把花瓣送给我呀？”对第一个给出花瓣的小朋友，提出表扬和奖励（小红花或者小贴纸），把彩纸贴在白板上，最后大家一起欣赏美丽的作品。

2．利用社会故事提高幼儿的亲社会行为

社会故事（Social Stories），是美国心理学家Gray于1991年依据自身教学经验发展起来的一种应用于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行为干预的教学方法。就操作而言，是指由相关人员（譬如，专业治疗师、教师或父母等）为亲社会行为治疗对象编写小故事，围绕所发生事情的诸多信息（时间、地点和情境中的相关人物等）展开故事内容，告诉患者普通大众面对此情境通常会怎么做、有什么想法或感受等。相比普通的故事，社会故事在编写手法上强调凸显社会线索，站在治疗对象的立场，以其能理解的语言表达，传达出情境中适应的行为方式信息，以此达到指导治疗对象发展出适宜的社交行为技能的目的（Gray 1995，2000）。也就是说，社会故事并不是以说教的方式直接传授治疗对象具体的社会技能，而是向其解释环境中可能会遇到的事情，利用治疗对象对文字的兴趣或视觉加工能力尚且敏锐这些自身机能长处或优势来提升他们对环境的认知与理解，从而诱导出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或社会技能。

目前社会故事法教学的对象还是以自闭症学生为主，也有部分研究尝试应用在语言等各种发展迟缓的儿童身上，如：学习障碍、X染色体脆弱症、唐氏症、妥瑞氏症以及亚斯伯格症的学生。就这些儿童的教育安置形式而言，大多数研究对象被安置在普通幼儿班，还有安排在各种训练中心甚至家中。

从收集到的文献来看，社会故事干预目标大多关注自闭症儿童的问题行为、社交技巧以及社会适应能力的改进和提升，包括了建立新的行为以及消除不适应的行为。建立新的行为包括学会与同伴交流（Crozier，Tincani，2007；Scattone，2008）、学会正确地参与游戏（Ozdemir，2008；Sansosti，Powell-Smith，2006）、学会日常生活技能（Hagiwara，Myles，1999）、学会认识并正确应对情绪（Bernad-Ripoll，2007）。不良行为的消除主要包括故意破坏（Ozdemir，2008）、哭叫、吵闹以及攻击性行为等（Kuoch，Mirenda，2003）。

利用社会故事干预亲社会行为在实施上应遵循以下步骤：确定目标行为——分析个案亲社会行为不足的原因——评定目标行为基线水平——为个案编写社会故事——对个案实施社会故事干预（陈西梅，2012）。具体利用社会故事提升幼儿的亲社会行为应该经过下面图示的过程（陈西梅，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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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利用社会故事提高亲社会行为的流程（选自陈西梅，2012）



研究结果表明：社会故事能有效提升学前轻度自闭症儿童的亲社会行为。经由社会故事教学后，治疗儿童“帮老师和同学拿水杯”“安慰班上哭泣的小朋友”“和同学分享奶片”以及“大家一起抬垫子”行为达成百分比，从基线期的平均水平为0，提升至处理期的平均水平均在80％以上，且治疗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对象增多了、亲社会行为动机增强了、与他人互动的质量提升了，证实社会故事能增进学前轻度自闭症儿童的亲社会行为（陈西梅，2012）。

3．利用动画片提高幼儿的亲社会行为

由于幼儿期儿童的动作、语言、认知、情绪情感等都处于快速发展中，具有非常大的可塑性，因此，可以采取各种方法配合幼儿自身的特性进而促进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发展。以往的研究多采用系统的游戏、故事等方法来为幼儿建立榜样示范作用，以此来提高幼儿的亲社会行为。但是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研究者发现在课余生活中幼儿接触到较多的活动是观看动画片，这时因为动画片的特性符合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幼儿的注意以无意注意为主，鲜明的颜色、强烈的声音、生动的形象以及突然出现的刺激物等都很容易引起幼儿的无意注意。而动画片恰恰有着饱和度较高的鲜明色彩，欢快的角色配音，夸张简洁的角色设计，这无疑吸引了幼儿的注意。另外，幼儿期以语言为主要工具的抽象逻辑思维刚刚发展，幼儿还不能理解复杂的对话和逻辑推理，而动画片中通常采用的是简洁短小的对话形式，使得幼儿能够很容易理解。因此，研究者认为可以选取含有帮助、安慰、合作、分享这四种典型亲社会行为的动画片作为幼儿亲社会行为榜样示范的工具，最终达到提高幼儿亲社会行为的目的。

苏中红（2012）以班杜拉的社会学习论、米德的符号互动论以及维果茨基的认知发展理论为指导，利用动画播放、角色扮演、集体讨论等干预方案提高幼儿的帮助、分享、安慰、合作等亲社会行为。

研究采取准实验设计，从幼儿园大班中随机选取四组幼儿，每组20人。随机选取其中三组作为实验组，一组作为控制组。实验组1播放含有安慰、帮助、分享、合作这四种典型亲社会行为的动画片，实验组2在播放与实验组1相同动画片的基础上接着由幼儿进行角色扮演，实验组3在播放与实验组1相同动画片基础上接着由幼儿进行集体讨论，控制组播放与实验组同等时间，但不含有四种典型亲社会行为的动画片。对被试共进行十二次实验干预，在实验过程中对实验组和控制组分别实施了前测、即时后测、后测和追踪测量。通过实验组与控制组前测、后测被试内均值比较以及实验组与控制组被试的均值比较，检验实验效果的有效性。

实验的研究结果表明：（1）在合作、分享、安慰、帮助这四种典型的亲社会行为中，幼儿的“合作”出现频率最高，其次为“帮助”，“安慰”出现最少，四种行为出现频率均差异显著。（2）女孩在四种典型亲社会行为总量上显著多于男孩。（3）利用动画片进行的干预实验可以显著提高幼儿的四种典型亲社会行为。其中在看动画的基础上进行角色扮演和集体讨论的效果要远远好于单纯观看动画，总体得分上集体讨论组要略高于角色扮演组，但两组之间差异并不显著。实验后通过访谈、主题绘画的方式检验了研究效果。

教学材料示例1：

主题：帮助

目标：通过视频中人物的行为，为幼儿树立帮助的榜样

材料：帽子，大象、长颈鹿、猴子的纸板头饰

场地：教室

参加者：集体讨论和角色扮演实验组幼儿

内容：

（1）播放动画视频——谢谢小猴子

有一天，圆圆在森林里玩儿，玩儿得正高兴呢，突然吹来了一阵大风，大风把圆圆的帽子吹跑了。帽子飘呀飘呀，落到了树顶上。圆圆拿不到帽子，急得大哭起来。这时，大象听到哭声走过来问圆圆：“小弟弟你为什么哭呀？”圆圆说：“我的帽子飞到了树顶上。”大象让圆圆不要哭，说：“不要哭、不要哭，你看我有长长的鼻子，我来帮你拿帽子。”大象伸着长鼻子，但是够不到帽子。这时长颈鹿哒哒哒地走过来说：“不要哭、不要哭，你看我有长长的脖子，我来帮你拿帽子。”可是，长颈鹿伸着长脖子也够不到帽子。只好说：“小弟弟，对不起我也拿不到帽子。”这时小猴子走了过来说：“我会爬树，我去帮你拿帽子吧！”小猴子噌噌地爬上了大树，拿到了帽子。小猴子把帽子戴在了头上爬下了树，又把帽子拿下来戴在了圆圆的头上。圆圆非常高兴，连忙说：“谢谢你，小猴子。”

（2）集体讨论：只有集体讨论实验组的被试参加

在播放完动画片“谢谢小猴子”之后与被试进行如下讨论：圆圆为什么哭啊？谁提出要帮助圆圆拿帽子？但为什么没有拿到帽子呢？最后是谁成功帮助拿到了帽子？如果有小朋友的玩具掉到了地上，小朋友们怎么做呢？下面小朋友们自己说一说做过哪些帮助别人的事情，为什么要帮助他们呢？当小朋友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都是谁帮助了你们呢，小朋友当时高兴吗？

（3）角色扮演：只有角色扮演实验组的被试参加。

将实验组幼儿分为五组，每组四名幼儿，分别扮演圆圆、大象、长颈鹿和小猴子。

教学材料示例2：

主题：安慰

目标：通过菲菲去看望生病的鸡大婶这一故事，为幼儿树立安慰的榜样。

材料：动物头饰、图画纸、画笔

场地：教室

参加者：集体讨论和角色扮演实验组幼儿

内容：

（1）视频播放——菲菲看望鸡大婶

鸡大婶生病了，菲菲带着礼物去医院看望鸡大婶。一进病房就说：“鸡大婶您的病好些了吗？”然后帮鸡大婶拿水吃了药。鸡大婶说自己的病不严重，就是担心菲菲他们的学习。菲菲安慰鸡大婶不要担心，他们会自觉学习的，每天都认真做功课，让鸡大婶放心。这时鸡大婶因为生病不能教菲菲新知识而伤心流泪，问菲菲是否还记得她前天教的古诗。菲菲说“当然记得”，并且立刻背起“早发白帝城”来。接着为了让鸡大婶高兴，菲菲又将自己美术得奖的事告诉了鸡大婶。接着就仔细地给鸡大婶讲起了自己是如何画白菜、胡萝卜、蒜苗、茄子和辣椒并把他们涂上颜色的。

（2）集体讨论：只有集体讨论实验组的被试参加

在播放完动画片“菲菲看望鸡大婶”之后与被试进行如下讨论：今天菲菲为什么要去看望鸡大婶，他进入病房后是高兴还是伤心呢，接着都做了哪些事情呢？菲菲为什么要这么做？鸡大婶听了菲菲的话之后又说了些什么？小朋友们，当你们身边的人生病或者伤心的时候，都做了些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3）角色扮演：只有角色扮演实验组的被试参加

从角色扮演实验组选出两人，一人扮演菲菲，另一人扮演鸡大婶。其中菲菲的古诗背诵部分可以选择被试会背诵的一首。

实验后访谈示例1：

Y：还记得你们前几周看的动画片吗？

C：嗯，记得。但是有几个想不起来了。

Y：哪几个动画片你记得最清楚呢？

C：就是“菲菲去看望鸡大婶”的那个，还有“拔萝卜”的那个。

Y：看过之后知道了什么呢？

C：知道了要是别人生病该怎么办。因为看到了菲菲怎么做，我就知道了。

Y：那以前不知道吗？

C：不知道啊，没人告诉我。

Y：那要是有小朋友不舒服你会怎么做呢？

C：昨天赵××肚子疼，我就问“你怎么了”，就给他揉肚子，还告诉老师了。

实验后访谈示例2：

Y：还记得前几周大家一起在幼儿园看的动画片吗？

C：嗯，记得啊！我还想看呢！

Y：记得最清楚的有哪几个呢？

C：我喜欢“下雨”的那个，还有“拔萝卜”，还有小猴子帮助圆圆捡帽子。

Y：那么通过看过的动画片你知道了什么呢？

C：知道了要多帮助别的小朋友。

Y：为什么要多帮助其他小朋友呢？

C：因为在“下雨”的那个动画片中小白兔就帮助了别人，别人就高兴了。我还表演了呢，我拿着大树叶，让别的小朋友进来，他们就浇不湿了。

Y：那以前你不帮助别人吗？

C：帮助啊，现在帮助得多。

Y：那么你最近都帮助别人做什么了？

C：别的小朋友的橡皮掉到地上了，我就帮他捡起来。中午睡觉的时候我还帮老师搬桌子。嗯，我在家还帮妈妈扫地，姥爷走路的时候我就扶着他。嗯，还有涵涵有字不认识，我就告诉她了。还有，就是挺多想不起来了。

Y：要是你自己的东西会让其他小朋友用吗？

C：会啊，早上周×忘带识字书了，我就和他一起看了。

从上述访谈记录可以看出，虽然时隔四周，但第一个被试对干预实验部分的内容仍然记忆清晰。同时在“合作”“帮助”“安慰”这几种亲社会行为中表现积极主动，第二个被试将所做的干预实验很好地延伸到了日常生活中。

绘画的主题为“我在幼儿园”。主题绘画示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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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观看动画片前后小朋友主题绘画示例1（选自苏中红，2012）

实验前所绘：只画了一个人物的脸部就再也不画了，问之答道“想不出来画什么，不会画”。而实验结束后则画满了一整页画纸。画纸的中间部位画了一大块野餐布，上面摆满了食物。围着餐桌，五名小朋友手拉手围在一起跳舞。天空中画着三只大小不一的鸟，在餐桌的两旁各画了一棵高大的苹果树。其中右侧的苹果树旁边还画了一棵松树。画面剩余的部分画满了稍小一些的树。实验前后被试所绘图画对比十分明显。被试由实验前不知道画些什么到实验后异常丰富的画面，可以看出其内心世界逐渐丰富起来。画面中不但人物的表情是微笑的，就连天空中飞行的小鸟都是快乐的微笑表情。大大的苹果树上结满了苹果。使人观之既快乐又充实。

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中家庭、幼儿园与社会均起着重要的作用。上述研究主要利用动画对幼儿四种典型的亲社会行为进行了实验，并且主要针对在园幼儿。因此，就幼儿在园期间亲社会行为培养方面提出如下建议：幼儿园教师除了要注重自身的亲社会行为训练及对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及时引导外，还应该：（1）重视游戏的力量。游戏是幼儿的主导活动，是幼儿认识世界的途径，幼儿的心理发展主要是在游戏活动中完成的（史献平，2009）。游戏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幼儿在游戏的过程中学会了与同伴进行合作与分工、分享与帮助。游戏使得幼儿能够顺利地适应群体生活。其中，角色扮演便是游戏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在活动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扩大了幼儿的活动空间，逐渐摆脱了自我中心模式。这就需要幼儿教师将游戏与教育适当结合。（2）要重视幼儿同伴之间的交流。从实验的结果可以看出，在所有的实验组中，集体讨论组的效果最好。这说明幼儿同伴之间的讨论与交流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在亲社会行为的发展。观察发现，幼儿在与同伴交往时，表情更加丰富、更愉快、更兴奋也更加放松。同伴关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同伴关系的质量；幼儿在同伴中的地位以及人际信任。即同伴关系较好，人际信任度较高的幼儿，其亲社会行为也就越多。这就要求幼儿教师要给予幼儿足够多的空间与时间来进行互相之间的交流。同时对于不善于沟通与交流的幼儿，教师要加强鼓励与引导。


 三、生理干预

除上述内容外，新近研究发现，催产素（Oxytocin）、加压素（vasopressin）和它们的受体基因（receptor genes）对实验室和亲密情境中的亲社会行为都有影响。在志愿者工作或者慈善活动中，这些多肽类（peptides）物质也会推动个体遭遇威胁时的社会参与和恪守公民职责，但是，具体影响程度不仅受到情境威胁知觉的干扰，而且和个体的基因型有关。知觉到的威胁越高，催产素受体为A/A和A/G基因型的个体会表现出更少的慈善活动，G/G基因型个体则除外。同样，对加压素型受体为1或2个短等位基因的个体来说，他们知觉到的威胁越高，就会越少去恪守公民的职责，但是只带有长等位基因的个体则并不如此（Poulin，Holman，Buffone，2012）。有研究证实，利用催产素可以增加患有社会功能障碍的自闭症患者的亲社会行为（Yamasue，Yee，Hurlemann，Rilling，Chen，Lindenberg & Tost，2012）。但是此类研究目前可靠的成果还比较少，仍需在未来进一步深入。



专栏　如何塑造儿童的亲社会行为？

陶陶是个非常聪明的男孩，琴棋书画，样样喜欢。小小年纪已经得到了好几张有分量的获奖证书，让周围的邻居和亲朋好友都非常羡慕，人称“小天才”。可是，陶陶的妈妈最近很苦恼，陶陶在幼儿园里总是欺负小朋友，每天都有好几个被打小朋友向老师告状，班级小朋友都不愿意和陶陶一起玩，被陶陶欺负过的小朋友的家长也多次找到园长投诉。这可怎么办？引导陶陶多看一些鼓励帮助、分享和合作等亲社会行为的故事书、画报或者动画片，比如：小熊维尼和他的朋友、马鸣加的故事、芝麻街，等等。同时鼓励陶陶多参加同伴交往，增进彼此的好感。比如，爸爸妈妈可以邀请幼儿园的小朋友到家里来做客，或者组织周末亲子游，拉近陶陶和小朋友之间的心理距离。

对于被同伴拒绝的孩子，教师要多给予关心和帮助，比如，和他一起分析被拒绝的原因，让孩子认识到自身的问题。心理学研究发现，被拒绝的孩子通常有一些共同特点，如霸道、自私、偏执、敌意、斤斤计较等不良性格或者缺少社会技能。因此，教师要善于设计游戏活动或者角色扮演，逐渐引导孩子学会分享、合作，形成善解人意、宽容、热情、友好和乐于助人的性格，同时帮助孩子培养良好的社会技能，知道如何用积极的方式引起别人的注意，耐心地倾听别人讲话，主动表白自己，善于发现小伙伴们都感兴趣的话题或者活动。

家庭中孩子养成的不良品质会带到同伴关系中去，因此，在家庭中，陶陶的爸爸妈妈要特别注意引导和教育孩子学会尊重别人，让孩子明白只有谦让容人才能最终获得他人的信任、尊重，才能为他人所接受。此外，父母也要培养孩子的耐挫折力和自我控制力，同时让孩子有机会学习到一些基本的交往礼仪，成为一个懂礼貌的孩子。这样，陶陶在同伴中就会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第三篇　群际认知



第六章　刻板印象

第一节　刻板印象

第二节　刻板印象的加工机制

第三节　刻板印象威胁


想试着回答一下吗……


	
你知道什么是“刻板印象”吗？


	
刻板是不是就等同于呆板？


	
如果我对某样事物有着固定的思维和看法，我是不是就已经在无形之中有了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它又会在哪些方面对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产生影响？











 第一节　刻板印象


 一、刻板印象简介

1922年李普曼在其著作《公众舆论》中通过对印刷术语铅板的引申，以“刻板印象（stereotype）”这一术语来解释人们对世界观念总的错误和偏见，也就是那些事实上不正确的、非理性的、刻板固执的态度。此后，刻板印象引起了社会心理学界广泛而持久的研究兴趣（Maerae，Milne，& Bodenhausen，1994；Hamilton & Sherman，1994，1996；Gilbert，Fiske，& Lindzey，1998；Fiske，2004；Leslie，Constantine，& Fiske，2007）。作为解释社会知觉与印象形成过程的重要概念，刻板印象一直是社会认知领域的研究热点。早期的刻板印象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刻板印象概念的界定以及对不同群体刻板印象内容的评估。而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受认知心理学的影响，刻板印象的研究开始从内容向加工转移，这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作为一种认知结构的刻板印象是如何发生的，它又是如何影响后续的信息加工以及群体成员之间的知觉和行为的；研究视角也开始逐渐从意识代码的角度演变到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

1．刻板印象的概念及特殊种类

国外研究者对刻板印象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界定，有代表性的定义包括：“刻板印象指的是对于与一个社会群体相联系的思想、事实和想象的认知表征。例如，我们对一些群体毫无疑问地会产生诸如性别、国籍、种族、地位、政党、团体甚至家庭的刻板印象（Hamilton & Sherman，1994）”。国内一批学者（杨志良、刘素珍、刘春、杨家忠、葛明贵、蔡华俭、王沛、连淑芳等）大多从社会认知理论的角度指出刻板印象是“联结某个社会群体与一系列特质及其行为特征的抽象的知识结构”，或认为“刻板印象是关于特定群体的特征、属性和行为的一组观念，是与一个社会群体及其成员相联系的特征或属性的认知表征”，等等。经过80余年的探索，尽管对刻板印象的研究视角迥异，但都体现了一致的含义，即刻板印象是人们关于某一社会类别所具有的共同属性的观念。在此基础上，研究者们围绕刻板印象的形成、维持和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从不同方面提出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刻板印象理论模型。

2．刻板印象的理论模型

刻板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1）刻板印象的内容——对不同社会群体刻板印象内容的识别，主要包括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的建构及其对不同群体行为的预测。（2）刻板印象的表征——刻板印象在何种程度上不依赖于个人的意识或意图发生，在何种程度上能被控制以及何时并如何能克服它们？研究主要包括自动化和控制加工是如何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产生刻板印象的，自动化加工和控制加工促进刻板印象发展和变化的方式，刻板印象的抑制及记忆中的刻板偏差，尤其是涉及目击者证词中的偏差。（3）刻板印象的功效——刻板印象如何影响人们对他人的印象形成，主要包括刻板印象影响社会认知、判断、行为的方式和结果，这些研究证实了刻板印象的重要性，它表明刻板印象激活会影响社会信息加工的所有方面，包括注意分配、行为解释、推断决策、信息检索、搜寻目标的信息知觉类型以及指导知觉者产生刻板印象固念和自我实现预言假设的行为。

下面从3种视角出发，介绍刻板印象的理论依据。第1和第2方面属于刻板印象内容的理论模型，第3至第5方面属于刻板印象表征的理论模型，第6至第8方面属于刻板印象功效的理论模型。

（1）刻板印象内容模型

由于刻板印象的具体内容即目标群体的主要特征随着评价者、评价对象、评价时间和情境的不同而变化，社会心理学一直局限于对某些对象群体的特征进行描述，回避对于刻板印象的内容分析和心理结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社会认知学派的影响下，人们更是将重点放在刻板印象的认知加工过程和影响因素方面。然而，刻板印象的认知加工机制需要在不同的刻板印象实例中加以验证，这样刻板印象的内容就成了社会心理学难以回避的问题。于是，近年来刻板印象的内容渐渐成为研究的一个热点，人们提出了不同刻板印象的内容结构维度，其中最有影响的是Fiske等人（1998，2002）提出的刻板印象内容模型（Stereotype Content Model，SCM），而且SCM得到了在不同文化样本中的一些实证研究的支持。

作为刻板印象研究的发源地，普林斯顿大学每隔20年左右进行一次刻板印象调查研究，虽然这一调查只是传统地重复Katz-Braly用形容词对10个国民或种族群体进行描述的方法，但是这种简单的形容词列举法提供了少有的可以对于不同群体进行刻板印象内容测量的方法。可是，缺乏理论基础和不能够揭示刻板印象的心理成分总是一个缺陷，因此，Fiske等人指出了群体成员所形成的偏见类型与群体怎样形成其独特的位置认知。依靠热情（warmth）和能力（competence）这两个基准维度，SCM划分了刻板印象中的四个群体丛：高热情—高能力群体（HW-HC）、低热情—高能力群体（LW-HC）、高热情—低能力群体（HW-LC）和低热情—低能力群体（LW-LC）。Fiske等人（2004）通过大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HW-HC的代表群体是美国中产阶级等；LW-HC的代表群体是亚裔美国人、犹太人和富人等；HW-LC的代表群体是老人、残疾人和智障者等；LW-LC的代表人物是吸毒者、流浪汉和乞丐等。与此相对应，SCM认为，依次存在着4种不同的群际情绪：对HW-HC群体的赞美情绪、对LW-HC群体的嫉妒情绪、对HW-LC群体的可怜情绪和对LW-LC群体的轻视情绪。

SCM提出4个相互关联的基本假设：双维结构假设——热情和能力决定外群体的分布；混合评价假设——大多数刻板印象是混合的；社会地位假设——群体的社会地位可以预测刻板印象；群体偏好假设——刻板印象中普遍存在参照群体偏好和外群体贬抑。

（2）刻板印象系统模型

在Cuddy、Fiske和Glick（2007）的新近研究中，进一步将SCM与群际情绪、行为反应相结合，开创性地形成了群际情绪—刻板印象—行为趋向系统模型（Behaviors from Intergroup Affect and Stereotypes Map，BIAS Map）。这一系统模型是对SCM有价值的延伸，同时两者的有机结合进一步促进了刻板印象内群体与群体间研究的整合性，较之又增添了认知—情绪—行为与刻板印象预测之间的联结，因而对于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直以来，偏见都被认为是三维整体，其中包括认知元素（刻板印象）、情感元素（情感偏见）和行为元素（歧视与污名）（Fiske，2004）。而BIAS Map作为SCM的扩展模型，加入了由热情和能力维度交互作用的情绪与行为结果。其中，根据能力和热情的高低所引发的行为反应包括主动助长（例如，帮助与保护）、主动伤害（例如，攻击与反抗）、被动助长（例如，合作与关联）与被动伤害（例如，忽略与漠视）（如图6-1所示）。

[image: ]
图6-1　SCM情绪反应与BIAS Map行为模式结合图

（Cuddy，Fiske，& Glick，2007）



进一步讲，BIAS Map首先假定热情是首要维度，知觉到的热情唤醒积极性行为，如果群体被判断为热情，则引发主动助长（如帮助行为），否则导致主动伤害（如攻击行为）。在处于从属位置的能力维度上，如果群体被判断为高能力则唤起被动助长（如合作行为），否则引发被动伤害（如忽视和忽略行为）。BIAS Map正是将群际情绪—刻板印象—行为趋向形成统一的系统模型，图6-2是在SCM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的BIAS Map模型示意图。

[image: ]
图6-2　SCM与BIAS Map的模型示意图（Cuddy，Fiske，& Glick，2008）



（3）抽象原型模型

抽象原型模型（Prototype Model）认为，刻板印象是关于社会群体抽象的、概括化的观念，它在记忆中是以抽象原型的形式来表征的。Cantor和Michel（1978）指出，个体一旦获得了某一群体的信息，便会发展出对该群体的一种概括化概念，并根据原型或知觉到的与原型范例的相似性程度来评定此类别或群体的成员资格。知觉者遇到该群体的成员人数越多，通过其他信息源进行社会学习的机会越多，越会赋予这种信息以抽象的群体表征，并存储下来以备后用。因此，刻板印象是以概括化的形式总结人们对群体知识的抽象的认知表征，而这种抽象正是随着知觉者对群体信息的不断获得而发展起来的。

该模型还认为，知觉者不仅对大规模的社会群体产生心理表征，还会产生子群体的心理表征，也就是说，刻板印象可以发生在等级结构的任一水平。因此，在遇到某一群体成员时，此个体的特征就会与原型或各种子类别的刻板印象特征进行比较，而后被归纳到与其在类别特征集合上最匹配的某一群体（Devin & Bake，1991；Johnston & Hewstone，1992）。部分研究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图式模型（Schema Model）的概念。刻板印象是以图式的方式在最抽象的水平上表征知识，是对群体及其成员高度概括与抽象的一组信念（Fishe & Taylor，1991；Hilton & Hipper，1990；Hamilton，1996；Shaffer，2005）。由于图式模型对信息表征的假定更加抽象，暗示着刻板印象中同化作用的可能性更高，因此，就其本质而言，它与原型模型的观念是一致的。

虽然抽象原型模型对表征机制的阐述较为经济，但在对刻板信息的整体解释中却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该模型很难说明知觉者对群体变异性的认识与敏感度，因此，在判断群体内部的变异性时知觉者可能会依赖范畴中具体样例的恢复；过于抽象使其在不能形成知觉者的概括化范畴时，无法清楚地对个体进行区分、判断和归类；很难解释具体样例对信息表征的重要作用。

（4）具体样例模型

具体样例模型（Exemplar Model）主张，群体知识是通过一组记忆痕迹来概括的，每一痕迹表征一个特殊的范例（Linville，1989；Anderson & Cole，1990；Smith & Zarate，1990，1992）。社会知觉依赖目标激活的范例集合，对任一目标，在印象形成过程中都会激活大量的范例，这些被激活的范例不一定属于同一群体，而只是与群体具有许多共同特征。不同类型的范例被激活的比例依赖于个体注意哪方面的特征。任何时候当遇到一个新的实例时，通过激活特定的群体范例可以重新创造新的范例，因此，刻板印象正是作为凝聚的样例实现概括化的，而不是作为抽象知识贮存的。样例是否会被存储依赖于是否受到直接注意。样例模型的研究重点放在决定哪一种刻板印象被激活和运用的目标以及背景上（Smith & Zarate，1992）。根据这个模型，被检索到的样例不仅用于分类靶刺激，也可用于加工关于靶刺激的信息（Hamilton & Sherman，1994）。

正如拒绝样例存在的抽象模型一样，拒绝抽象知识存在的样例模型也存在诸多争议：它无法解释个体所获得的关于某一群体的抽象信息，这些概括化信息并非从样例恢复中抽取的；样例必须通过某个抽象范畴进行整合而体现现实性，如果没有范畴标准或理念，样例就不能被整合起来形成一致的概念；尽管样例模型认为样例恢复是一种无须太多认知资源的过程，但它明显不如抽象原型模型那么经济，也不能明确指出人们在无法恢复样例的情况下如何进行刻板信息的判断。

（5）混合模型

鉴于抽象原型模型和具体样例模型在理论和实验上的局限性，许多研究者采纳了包括像信息和样例信息同时存在的混合模型（Mixed Model）。Hamilton、Mackie（1990），Sherman、Klein等人（1992；1994）认为，原型和样例可能是不同条件下形成社会刻板知识表征的基础。影响知觉者依靠抽象信息还是样例信息进行判定的一个重要变量是知觉者关于判定目标的知识量。在学习的开始阶段，对目标的判定是依靠特定样例的激活，但随着样例数量的增加，关于目标的抽象表征将成为随后判断的依据，而样例的应用则逐渐减少。

近年来，在社会认知神经科学范式下开展抽象原型与具体样例相结合的研究日益兴盛。

Heinze等人（1998）对范畴成员的归类过程是独立的还是依赖于范畴内部典型样例进行ERP探索后认为，范畴成员归类与语义相关或样例的典型性相互独立，具有不同的脑电反应指标。Bruno（2003）通过单视野呈现群体或具体样例，分析被试进行匹配判断的反应时，发现左半球与右半球分别具有加工抽象信息和具体信息的脑半球优势效应。国内研究者通过抽象范畴与具体样例的人物图片与刻板化特征词的匹配判断，利用ERP技术揭示了刻板印象的神经电位变化与定位特征、刻板印象的激活效应（王沛，张国礼，2008；王沛，杨亚平，赵仑，2010）。

混合模型的提出有利于解释更多的数据。它在一定程度上综合了前两种模型的优势，假定抽象原型和具体样例同时存在，可以在不同条件和方式下获得表征，相对来说，更符合人类的信息加工过程与规律。此外，混合模型在社会认知神经科学方面得到了大量的实证支持。

（6）图式过滤器模型

Taylor和Lrocher（1981）提出，刻板印象在信息加工过程中充当一个过滤器的作用，相对于与刻板印象不一致的信息而言，刻板印象会促进与其一致信息的编码。这一观点得到Miller和Turnbull（1986）、Hamilton和Sherman（1994）、Bodenhausen、Macrae和Garst（1997）等后继研究者的认同与支持。他们经过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深化了这一观点，并提出两种基本的过滤器模型——弱过滤器模型（即概念过滤器模型）和强过滤器模型（即注意力过滤器模型）。Dijksterhtuis等人（1995，1996）的研究也证实，在刻板印象的形成过程中，不一致信息能被自动地抑制，使被试忽视这些不一致信息。图式过滤器模型（Schema Filter Model）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该模型认为，刻板印象在信息加工过程中充当一个过滤器，对所遇到的信息进行选择加工，以帮助对一致性信息的理解，同时过滤掉不一致性信息。也就是说，刻板印象对一致性信息存在编码优势。基本的过滤器模型有2种：弱过滤器模型和强过滤器模型。弱过滤器模型认为，一致性信息比不一致性信息更容易理解，于是，对它的加工只要较少的认知资源；而加工不一致的信息则需要较多的认知资源。激活的刻板印象会为一致性信息提供概念流畅性，促进对一致性信息的理解，而对不一致性信息则从概念上过滤掉。强过滤器模型则进一步指出，刻板印象直接把注意力指向、集中于一致性信息，而完全脱离不一致性信息。在认知资源有限时，刻板印象的这种过滤作用更加明显，从而使个体节省并合理运用容量有限的认知资源，将一致性信息高效地储存到长时记忆中。

（7）联想网络模型

Sherman（1998）、Macrae（1995）等人认为，被试反而可能倾向于加工与刻板印象不一致的信息，不一致的信息更容易被回忆和提取。他们指出，与刻板一致信息不同的是，个体似乎对刻板不一致信息存在较高的通达性，他们往往倾向于注意并加工不一致信息，从而导致即使不能充分启动关于某一群体属性的刻板印象时，刻板不一致信息仍然起作用。大量研究表明，在刻板印象的信息加工过程中，人们倾向于加工不一致性信息，对不一致性信息存在记忆和加工优势（Hastie，1980；Srull & Wyer，1989；Stangor & McMillan，1992）。

基于上述研究者的观点和看法，形成了刻板印象信息编码的第2种理论模型——联想网络模型（Associative Network Model）。该模型认为，所有的信息都是以“语义网络”的形式被存储在一起的。由于一致性信息容易理解，对它加工时只须建立“情景结点”与“目标结点”之间的联结；而对不一致性信息，还要建立“情景结点”之间的联结，从而对它进行更精细的加工以解决它与预期之间的不同。于是，不一致性信息比一致性信息得到更多、更充分的加工。由此可知，不一致性信息并不是被忽略或过滤掉，在有足够的认知资源时它会得到更充分、更精细的概念加工，使不一致性信息与其他相关信息建立起认知联系；但当认知资源有限时，人们对信息的加工则有利于一致性信息，存在着对一致性信息的理解和记忆优势。

（8）灵活编码模型

Gilbert和Hixton（1991）在测验内隐刻板印象的研究中发现，在低认知负荷的条件下，呈现一个亚洲人的靶子个体时，被试用来完成单词补全作业的基础是刻板印象，但高认知负荷条件下则不会产生刻板印象式的单词补全。Spencer等人（1998）也觉察到：认知忙碌（cognitive busyness）的被试受到黑人颜面的阈下暴露以后，在单词完成测验上产生较少的刻板印象，而那些没有被要求增加数字背诵任务的被试则没有这样的情况。Wigboldus（2004）使用附加任务（双任务）实验对不同认知负荷下自发特质推理的研究发现，在亚裔美国人行为与其姓名相配对的情况下，与亚裔刻板印象不一致的特质相比，高认知负荷条件下的被试需要更多的时间正确拒绝与亚裔刻板印象相一致的特质。但是，这种差异在认知资源充足的时候并没有出现。由此，研究者开始从新的角度围绕认知资源的高低来探讨个体对一致信息和不一致信息的加工问题，形成了关于刻板印象信息编码的第3种观点——灵活编码模型（Encoding Flexibility Model）。

该模型认为，在低认知资源情况下，刻板印象能以不同的方式同时促进对一致性信息和不一致性信息的加工。在这种条件下，刻板印象充当一个解释性的图式来促进对一致性信息的概念编码，相应地会对一致性信息进行较少的知觉编码，从而节省下大量的认知资源。简言之，当认知资源缺乏时，刻板印象会促进对不一致性信息和抑制对一致性信息的知觉编码，也会促进对一致性信息和抑制对不一致性信息的概念编码，这样有助于加工资源有限的主体灵活分配注意资源，从而在付出同样多认知资源的情况下进行最大限度的信息加工。

3．刻板印象的认知神经机制

Yzerbyt（1997）将刻板印象描述为一种“启发性的格式塔（enlightening gestalt）”。这一“启发性的格式塔”向人们提供了事先存在并相互联系的多个条目，用以整合新认识到的对象信息；它不仅包括了认知主体对社会群体类别化的描述，而且包括了对它们潜在的解释。因此，在认知上刻板印象表现为一个复杂系统，它既能在类别线索提示下自动激活，又能在一定的期望和信念驱动下影响个体知觉认识中的注意、编码和提取，表现出“自下而上”及“自上而下”两种加工方式结合的特点。

由于刻板印象认知机制的复杂性，因此，通过反应时技术很难深入细致地揭示其加工过程和特点，更无法对其脑机制进行详细的描述。近年，采用ERP和fMRI等认知神经科学技术对刻板印象的直接测量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趋势。这些研究为探索揭示刻板印象的认识机制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

当前有关刻板印象的ERP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刻板印象激活对于注意的影响，主要集中于种族刻板印象的研究；二是刻板印象的语义表征研究，多集中于性别、职业刻板印象的研究；三是刻板印象的抑制控制，多集中于性别和种族刻板印象的研究。研究表明，刻板印象在注意编码上与P2、N2、P300密切相关，在语义加工上表现为语义和句法违背诱发的N400和P600；刻板印象的抑制控制则与NSW和ERN有关。

尽管ERP技术的事件相关性及时间高精确性能够较好地将刻板印象的认知神经过程在反应时程上表现出来，但由于偶极子源定位的精确性较差，因而不能很好地揭示刻板印象在认知加工上所涉及的脑区乃至具体的神经通路。采用高空间分辨率的fMRI技术则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近期研究发现，大脑前额皮层以及外侧顶叶皮层附近的颞顶叶联结区、前扣带回和杏仁核可能普遍参与到了刻板印象的认知加工。

由于缺少功能性连接的直接证据，现阶段还没有一致公认的关于刻板印象认知神经通道的理论模型。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理论模型。目前涉及刻板印象的认知神经通道的模型理论主要有两个，分别由Ito与Bartholow（2009）和Overwalle（2009）所提出。Ito和Bartholow的模型主要是从种族刻板印象研究成果的角度提出的；而Overwalle的模型的综合性更高。

近期Ito和Bartholow结合已有的性别刻板印象和人格特质研究，提出了种族刻板印象可能的认知神经通道（见图6-3）。除对视觉刺激信息进行初步编码的梭状回外，Ito和Bartholow将刻板印象分为相互联系的3个系统。在种族刻板印象激活中，视觉化的种族面孔信息经过梭状回类别编码后交由负责信息存储、提取以及推理的知识表征系统和负责情绪唤醒和评估的评估系统进行加工处理。在加工过程中，由行为控制系统对以上两个系统进行控制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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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种族刻板印象可能的神经通道（Ito & Bartholow，2009）



与Ito和Bartholow模型专门针对刻板印象不同，Overwalle依据有关对他人行为、人格特质认识（包括刻板印象）以及社会信念近200篇fMRI研究进行元分析后所提出的社会认知模型则更具备综合性。该模型认为，社会信息主要通过视觉通道经大脑枕叶皮层快速传递到以颞上沟、颞顶联结区以及下顶叶为主要构成的镜像系统，在此进行自动表征分析后再传递至负责行为分析和执行的前运动皮层。在加工过程中，以目标管理、推理及控制为主要功能的内侧前额皮层在注意和短时记忆的协助下，与负责执行控制的外侧前额皮层和扣带回构成动力系统，对行为执行产生影响。而以杏仁核及眶额皮层为代表的情绪系统则可能对其起到了情绪输入的作用。在此模型中，Overwalle 特别强调了主要负责进行初步自动表征分析的颞叶镜像系统和以目标管理、社会推理及执行控制为主要功能的前额皮层在对信息处理中的作用，它们的联结协作可能构成了对社会信息（包括刻板信息）进行自下而上以及自上而下认知加工的神经通道（见图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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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社会信息认知加工可能的神经通道（Overwalle，2009）


注：STS（superior temporal sulcus）：颞上沟

TPJ（temporoparietal junction）：颞顶联结区

PMC（premotor cortex）：前运动皮层

IPL（inferior parietal lobe）：下顶叶



近期来自一些跨文化研究的结果表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可能会在刻板印象上存在显著差异（Spencer，Williams，Hamilton，Peng，& Wang，2007）。有研究证实，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会显著影响个体对于自我和他人表征的认知神经机制（Zhu & Han，2008）。而刻板印象作为对社会和他人的认知，不仅与对他人的表征紧密相关，也与个体的自我参照密切相关。文化、环境等外在因素是否同样会影响刻板印象的认知神经机制，目前也不得而知。因此，对刻板印象认知神经机制的跨文化检验，也将是今后研究中的一个有趣而又重要的课题。


 二、研究述评

1．研究理论的不足

表征是指在实物不在的情况下重新指代这类实物的任何符号或符号集，心理表征处理所贮存知识的内容和形式（Eysenck & Keane，2002）。心理表征所解决的核心问题为：（1）依据什么来证明一些实体或认知加工中的中介状态为其他一些事物的表征？（2）这样的表征在认知系统内具有什么样的结构或形式？

刻板印象的心理表征问题，即“刻板印象是什么”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解答至少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刻板印象被定义为“构成一个人对社会群体的认识基础的特定形式的表征”（Sherman，1996）。根据这一观点，刻板印象的心理表征包括知觉者对某一社会群体的认知信息（即，见解、信念和预期）在记忆中的表征形式和组织结构。另一方面，刻板印象被定义为“包括知觉者对某一群体的见解、信念和预期的认知结构”（Hamilton & Trolier，1986）。根据这一观点，当刻板印象被激活，人们对某一群体的见解、信念和预期就会进入意识。这种普遍概念得到社会心理学研究者的广泛认可，并为许多意图提供了适当水平的描述。然而，就这一层面而言，刻板印象的心理表征还应该包括对什么是刻板印象的激活这一问题进行有效的回答。

然而，从刻板印象表征理论的发展来看，还没有一个理论模型得到统一广泛的认可。其主要原因在于，不同的理论仅仅是抓住了刻板印象心理表征这一问题的一个方面。无论是刻板印象的抽象主义理论、样例理论还是后来的混合主义理论，都只是从刻板印象的形成来阐释刻板印象作为对某一群体的看法和预期的知识结构在记忆中如何存储的问题。然而，较之于这些理论，新近的理论观点——联结主义的表征观点和情境模拟的理论观点是从刻板印象的认知加工的动态角度来阐释这一过程的中间状态——刻板印象激活的机制问题。这两种问题并非理论的根本分歧所在，而是解决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然而，当前还没有一个关于刻板印象的心理表征理论整合这两个方面的问题。

2．研究方法的局限

对于刻板印象在记忆中如何存储这一问题的研究，尽管更多的研究基于混合表征的假设展开，但由于研究设计本身的局限性使我们无法获悉样例表征和抽象表征在记忆中如何组织以及在社会判断过程中样例表征和抽象表征提取的特点问题。这些研究局限性具体表现在：（1）从静态的知识结构来说，对刻板印象表征的构成要素考察得不够全面。因为就范畴来说，从横向划分的角度有单一范畴和复合范畴的划分。对复合范畴的认知判断既取决于其本身的特点又受限于构成复合范畴的子范畴特点及其关系的影响（Medin & Rips，2005；Rips，1995）。从纵向划分的角度单一范畴可划分为上位范畴、普通范畴和下位范畴。对自然信息加工的研究结果表明，三种范畴的认知加工模式不同（Laeng，Zarrinpar，& Kosslyn，2003），因而有必要对抽象范畴进行区分。就样例来说，关于某群体的具体例子应该包括典型样例、一般样例和反例（Maurer，Bernadette Park & Myron Rothbart，1995）。然而，已有的大多数研究对于表征单元没有考虑对范畴等级性和样例典型性的划分。有鉴于此，以刻板印象的单一（单一范畴，复合范畴）或者部分形式（范畴和样例）为研究对象所得的结论不足以全面回答刻板印象的表征形式是什么及其特点等问题，进而基于此建构的表征模型难免会存在一定的局限。（2）刻板印象的发生有可能是通过图像信息激活的，也有可能是通过抽象语义信息激活的，而以往研究仅仅是以图片或者文字作为单一信息源，这不足以全面概括刻板印象表征形式的呈现方式，故所得结论缺乏普适性。（3）以往的研究较多地停留在行为层面，然而行为层面的研究不足以对刻板印象的心理表征这一问题提供充分的证据。以混合模型为例，混合模型支持在刻板印象的表征形式中抽象范畴和具体样例并存。然而不同的样例和范畴在刻板印象的表征中如何被组织，在对目标人进行认知判断时，刻板印象的激活是以范畴刻板信息优先还是样例刻板信息优先都无从考察。行为研究以反应时和正确率作为观测指标，而反应时只能反映加工的综合结果，无法对刻板印象表征形式激活刻板印象影响后续信息加工和行为反应的整个过程进行观测，无法从根本上解释这一过程的认知机制，故无法从根本上回答刻板印象的表征模型及其心理机制的问题。（4）当前研究聚焦于利用ERP和fMRI技术探寻认知加工过程中刻板印象激活的依据，即刻板印象心理表征的脑机制问题。然而，这方面的研究还只是刚刚拉开帷幕，对于刻板印象表征激活的各种神经关联依据还没有清晰界定。所以无法对刻板印象的心理表征进行有效而全面的回答。


 第二节　刻板印象的加工机制


 一、刻板印象加工机制的研究缘由

许多研究者不断探究刻板印象加工机制的“工作原理”是什么，例如，为什么想起某个群体时刻板印象就会马上出现在头脑中？为什么刻板印象是社会认知的捷径？其研究动机源于刻板印象在社会认知中的重要功能。

作为对社会群体属性的知识表征，尽管有时是不正确的，但刻板印象在社会认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发挥着重要功能——引导知觉者高效地进行社会知觉（Bargh，1999；Bodenhausen，1990；Hamilton & Sherman，1994；Macrae，Milne，& Bodenhausen，1994）。之所以说其发挥功能是不可避免的，究其根源，是由人类思维的基本特征和社会认知的复杂性所决定的。

人类思维（Thinking）的基本特征是概括性，通过抽取共同特征和规律来认知复杂的世界；因此，分类思维（Categorical thinking）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基本策略。同样，在认知人类世界的过程中，个体无一例外运用这一策略（Macrae & Bodenhausen，2000，2001）。一个得到普遍证实的观点是，在社会知觉的过程中，人们的信息输出（如判断，评价，形成印象）是由其已经存在的（先验的）的观念所影响和引导的。刻板印象作为一种先验性的类别化知识表征（categorical representations），不论正确与否，都会自上而下（top-down）地引导信息的加工，帮助个体分类并简化庞杂的信息（Macrae & Bodenhausen，2000，2001；Sherman et al.，2000）。

社会知觉者几乎每时每刻都面对着庞杂的信息，而其所能利用的认知资源是有限的，由社会心理学家对社会知觉者（social perceiver）的三种著名比喻——“认知吝啬鬼”（cognitive misers；Fiske & Taylor，1984）和“心理懒鬼”（mental sluggards；Gilbert & Hixon 1991），“有动机的谋士”（motivated tacticians；Fiske & Taylor，1991）和“效率专家”（efficiency experts；Macrae，Milne，& Bodenhausen，1994；Sherman et al.，1998），“真相探求者”（truth seekers；Sherman et al.，2000）和“意义制造者”（sense makers；Macrae & Bodenhausen，2001）——可以看出，追求效率和准确性（即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多且准确的信息）是社会知觉者的基本动机。社会认知即对他人的类别化知觉（categorical person perception），刻板印象是实现这一类别化知觉的关键（Macrae & Bodenhausen，2000，2001）。在社会知觉过程中，作为“认知吝啬鬼”“效率专家”或“意义制造者”的社会知觉者往往用刻板印象这种基于类别的知识或类别化的知识集引导他们进行社会判断，形成印象，与他人交往等。

20世纪70年代认知心理学的兴起，激发了社会认知领域的研究者们从信息加工的视角出发考察刻板印象加工机制的浓厚兴趣，围绕该议题产生了诸多刻板印象领域的研究问题，如刻板印象的记忆扭曲、刻板印象抑制、刻板印象威胁，等等；基于该议题也在社会知觉和印象形成等社会认识的其他领域衍生出许多重要的研究问题，如个体是如何整合刻板印象信息与个体化信息从而快速、准确地对他人形成印象的？直至今天，加工机制这一问题仍然是刻板印象研究领域的重点和热点。


 二、关于刻板印象加工机制研究的争议及其启示

1．自动化加工与控制性加工之争

一种观点认为：刻板印象的加工是自动的，这一过程的发生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长期以来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在社会知觉的过程中，如判断他人，对他人形成印象等，总会自动地激活相应的刻板印象，由于刻板印象是自动激活的，因而其影响不可避免（Bargh，1999），刻板印象只涉及自动化加工这一观点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

心理学家们一致认为：知觉者能够非常容易地使用基于类别的知识（Brewer，1988；Fiske & Taylor，1984；Tajfel，1969）。刻板印象作为一种典型的社会类别知识，尽管可能是社会不允许的，但其在社会知觉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认知优势：能够使知觉者非常有效地加工信息和做出判断（Bodenhausen，1990；Macrae，Milne，& Bodenhausen，1994；Macrae，Stangor，& Milne，1994；Sherman et al.，1998）。因此，刻板印象的加工是完全自动化的，而且大量研究表明，这种自动性加工的有效性远远超出了知觉者在试图应付复杂环境时的认知惰性或策略：人们可能往往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做什么，他们甚至有可能打算做其他的事，也许更糟的是，刻板印象运作在他们的控制之外（Bargh，1999）。自1983年Gaertner和McLaughlin证明了刻板印象是一种自动化的操作过程，截至2002年Blair的综述，在过去15年里，已有100多项研究证明了刻板印象加工的自动性（Blair，2002），其中涉及自动的种族刻板印象，如白人对黑人（或其他非白种群体）有自动的消极的联想；自动的年龄刻板印象，如年轻人对老年人也存在自动的消极的联想以及自动的性别、职业等社会群体的刻板印象，如人们往往会把男性、女性、职业等其他社会群体与其相应刻板印象特质自动地联系起来（Banaji，2001；Bargh，1999；Greenwald & Banaji，1995）。因此，一个被大量研究证明且得到研究者一致认可的重要结论是：刻板印象是自动的，因此，从加工一开始产生偏见是必然的，而且其影响几乎是不可避免的（Bargh，1999；Devine，1989）。

研究者认为刻板印象的自动加工是顽固的（inflexible），不受知觉者的意图和目标的影响。正如几位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所言：“刻板印象自动加工的最关键成分是其不可避免性；甚至在努力地有意绕开或者忽视它们时仍会发生”（Devine，1989）；“刻板印象的自动加工是互不费力的，当个体遇到相关的刺激线索，自动加工就会自发的，不可避免地进行”（Dovidio & Fazio，1992）；“每当某个特定的触发条件出现时，一个自动的心理现象就会成条件反射性地发生……这与有意注意的聚焦点在哪里没有关系，或者与个体当前的意图和目标是什么也没有关系”（Bargh，1997）。尽管大部分研究者都认为最终知觉者都会对其行为和判断有着控制，但是实现这些控制所需要的认知和动机条件使得刻板印象将会更加普遍（Bargh，1999；Brewer，1988；Devine，1989；Fiske & Neuberg，1990；Monteith，1993），因为知觉者都是“知觉吝啬鬼”，是“心理懒鬼”，而实施控制需要花费相当的认知资源，在需要认知努力地控制加工发生之前，或许更为容易的自动加工早已完成，尤其在当前加工的信息很多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知觉者自然会运用刻板印象进行自上而下的加工，以减轻认知负担，最终的控制也许也只是对自动加工的内隐或者外显的修正而已。

总之，在社会认知研究领域存在大量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刻板印象的自动化操作。基于自动加工具有顽固的和不可避免的（unavoidable）的特性，许多证据也说明刻板印象的早期影响是不可避免的（inescapable），故基于此后继带有偏见的判断和行为也很难避免（Devine，1989；Blair，2002）。

另一种相反的观点认为：刻板印象的加工是控制的，自动刻板印象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尽管刻板印象的加工是自动的，这一自动化过程是顽固的，不可能控制的这一假设已经得到大量实验的证明。然而，与这一传统假设相反，有大量证据表明刻板印象的加工并非完全自动的，这一过程受知觉者的动机、目标以及情境因素的影响。

针对传统观点——自动的刻板印象是不可渗透的（impervious），不受情境操纵（situational manipulations）和策略性加工（strategic processes）的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近50项实证研究通过操作这些变量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有力的反驳。归纳起来，研究者发现以下几方面的因素会影响刻板印象的加工。

（1）自我或者社会动机

维持自我形象（self-image）是一种强大的动机，个体往往通过对判断和行为的调节来实现（Greenwald，1980）。Fein和Spencer（1997）的研究发现，自我形象受到威胁会促使人们激活他人负性刻板印象以使自我感觉良好。具体来说，在一个智力测验后给被试正性反馈或者负性反馈，结果发现正反馈组的被试没有出现自动刻板印象；而负反馈组的被试则表现出强烈的自动刻板印象，尽管其一直处于认知忙碌状态。同样，Sinclair和Kanda（1999）发现个体会依对其自我有益或者有弊而主动夸大或者抑制刻板印象。

另外，社会性的动机，即社会情境的要求以及个体与他人关系的性质也会影响自动刻板印象。例如，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若交往（或预期交往）的对象是黑人，白人会抑制对黑人的消极刻板印象（Kinder & Sanders，1996；Schuman，Steeh，Bobo，& Krysan，1997）；尤其是当其处于劣势地位时（Lowery，Hardin，& Sinclair，2001；Richeson & Ambady，2003）。研究者认为这种不同反映了被试通过调整自己的观点和交流内容，从而使其与访谈者有更多的共同之处的一种真实的动机和努力；具有高动机的个体也会调整和修正那些与社会准则不符合的刻板印象（Sechrist & Stangor，2001）。

另外，Fiske（1998）认为其他的一些动机也会影响刻板印象的自动加工，如归属感（belonging），理解（understanding），控制（controlling），自我提升（self-enhancing）和信任（trusting）。

（2）特定的加工策略

影响自动刻板印象的策略主要可以分刻板印象的抑制（stereotype suppression）和反刻板印象的提升（the promotion of counterstereotypes）。对刻板印象抑制的大部分研究发现，抑制（告知被试需要减少对刻板印象的使用）会有效地影响自动刻板印象。Kawakami等人（2000）发现一些特定类型的抑制能够成功地影响自动刻板印象：相比控制组（未经训练或者只是接收刻板印象证实的训练），那些训练对刻板印象事件说“不”，而对非刻板印象事件说“是”的被试产生了显著较低水平的自动刻板印象。最近的研究再次验证了对非刻板印象事件的肯定训练会抑制刻板印象（Gwronski，Deutsch，Mbirkou，Seibt，& Strack，2008）。总之，研究者认为通过特定的策略会成功地抑制头脑中的刻板印象，尽管一些策略需要大量的练习才能取得效果（Kwakami，Dovidio，Moll，Hermsen，& Russin，2000）然而，也有一些研究发现抑制不会减少自动刻板印象，反而会放大刻板印象（Galinsky & Moskowitz，2000；Macrae et al.，1994）。

反刻板印象提升是降低刻板印象的另外一种策略，即知觉者不再是抑制刻板印象，而是努力形成另外一种相反的刻板印象联结，以此挑战刻板印象在信息加工过程中的支配地位。例如，Blair和Banaji（1996）通过反刻板印象期望的操纵发现反刻板印象的期望会影响自动刻板印象，但更多是影响了控制加工。Blair，Ma和Lenton（2001）过系列实验证明了心理想象能够有效地影响自动刻板印象。另外Rudman，Ashmore和Gary（2001）发现非实验操纵也会影响自动刻板印象，即参加一个学期的课程可以改变自动联想。综上，研究者发现一些策略如努力抑制刻板印象，期望反刻板印象的事件或者注意反刻板印象的群体成员对自动刻板印象会有显著的影响。

（3）知觉者的注意聚焦

一些研究发现知觉者的注意聚焦会影响自动刻板印象。如，Gilbert和Hixon（1991）用词干补笔任务考察了认知忙碌（cognitive busyness）注意负荷对自动刻板印象的影响。以亚裔或白人实验助手作为不显眼的启动。通过被试完成词干补笔任务的同时让他们背诵一系列数字串来操纵注意负荷。结果发现与非认知忙碌的被试相比，“忙碌”的被试在亚裔助手启动（与白人启动相比）的情况下产生较少的亚裔刻板印象。Spencer等人（1998，Study2）以非裔美国人为研究对象重复了这一发现。Macrae，Bodenhausen与其同事在一系列研究中发现注意聚焦会影响自动刻板印象（Macrae，Bodenhausen，Milne，Thorn，& Castelli，1997；Macrae，Bodenhausen，Milne，& Calvini，1999）；Mitchell等人（2001）他们在一组go/no-go 联结任务（GNAT，go/no-go association tasks，Studies 3 & 4）中对种族或性别的注意力聚焦进行了更细微的控制（Mitchell，Nosek，& Banaji，2001）。GNAT要求被试选择性地对一系列刺激进行快速地反应，快速反应使深思熟虑的加工不可能发生。在每个Trial中，要求被试对一种刺激进行反应（黑人女性的姓名&消极词语），对其他刺激（分心物）不反应。通过改变分心物的构成来操纵被试的注意焦点，例如，当靶子类别为“黑人女性”时，以白人女性作为分心物使得注意聚焦于种族，而以黑人男性作为分心物使注意聚焦于性别。结果发现知觉者注意靶子的不同类别身份时就会激活不同的刻板印象。

综上，研究表明知觉者的注意焦点会影响刻板印象的自动操作，同时会更多地影响控制加工。人们如果专注于其他的事情则不会激活与靶子的社会范畴相联系的刻板印象（Gilbert & Hixon，1991；Macrae et al.，1997；Spencer et al.，1998）；社会类别线索如果在知觉者的注意焦点之外则不会自动激活类别信息（Macrae et al.，1999）；知觉者注意靶子的不同类别身份时就会激活不同的刻板印象（Mitchell et al.，2001）。

（4）刺激线索的构成

Macrae等人（1995）的研究发现刺激情境中的一个较小的变化会对自动刻板印象产生很大的影响。同样的一个中国女性因其拿着一个粉刷构成正在化妆的图片与其手中拿着一双筷子所构成的另外一种情景对自动刻板印象的诱发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影响。结果发现与控制组相比，那些看见她化妆的被试能够对女性的刻板印象特征做出更快的反应，而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特征的反应较慢。看见她用筷子的被试则产生与此相反的反应。而同一个人（男性或女性），仅仅改变其眼睛注视方向也会对自动刻板印象产生影响，其眼睛直视知觉者要比看其他地方诱发更强的自动性别刻板印象（Macrae，Hood，Milne，Rowe，& Mason，2002）。另外，一个同样的黑人在不同的环境中也会影响自动刻板印象的产生。总之，这些研究表明自动刻板印象取决于刺激成分的构成，一些细微的改变也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

此外，研究者认为类别成员的个体特征（group members'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也会影响刻板印象自动激活的程度，Livingston 和Brewer（2002）发现个体越能代表其所属社会类别的特征，则越能自动地激活刻板印象。当然，分类这一过程发生在刻板印象激活之前（Bodenhausen & Macrae，1998；Brewer，1988；Fiske & Neuberg，1990），是刻板印象激活的前提。因个体的独特特征会影响对其进行社会分类，研究中一般都会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刺激（典型的名字，性别面孔等）。

综上所述，传统假设认为刻板印象的加工是自动的，自动刻板印象是固定的，不可避免的（immutable and inescapable），大量实证研究直接证明了这一假设；与这一传统结论相反，20世纪90年代以来，站在自动过程是固定的和不可避免的这一传统假设的对立面，有50多项研究表明自动刻板印象能够被一些因素所调节，如知觉者保持积极自我形象或者积极人际关系的动机；知觉者减少刻板印象或者提高反刻板印象的策略；知觉者的注意聚焦以及背景线索。另外，群体成员的个体特征会影响整体刻板印象激活的程度。这些发现对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自动刻板印象的加工并非顽固的，不可避免的。

2．序列加工与平行加工之争

刻板印象激活后在后继信息加工中究竟是自动加工的还是控制加工的呢？在印象形成的过程中，个体到底是如何解决“认知吝啬鬼”和“准确性”的动机冲突的？即在社会知觉与印象形成的过程中，刻板化信息与个体化信息的加工关系如何？近10多年来，社会心理学家们就此出现了激烈争论，即序列加工观与平行加工观之争。

序列加工观主张刻板化信息与个体化信息遵循序列加工的规则，即人们首先自动化地加工刻板化信息，然后再有意识地加工个体化信息。也就是说，知觉者对刻板化信息和个体化信息的加工不是同时进行的。首先是基于刻板化信息的加工过程，这个过程是自动的，一旦靶子出现，就对其刻板化信息进行自动化的优先加工；在此基础上，如果知觉者受到强烈的驱动，如上文所述的保持积极自我形象或者积极人际关系的动机，或者靶子的个体化特征非常凸显，知觉者才会进行基于个体化信息的判断和印象形成，这一过程是控制性加工的，因为知觉者需要努力抑制不恰当的刻板化信息（王沛，2002）。Brewer（1988）的双重加工模型（dual process model），Fiske和Neuberg（1990）的连续体模型（continuum model）都属于该理论。

平行加工观主张刻板化信息与其他信息遵循并行加工的规则，刻板印象既涉及自动化加工，又涉及控制性加工，人们会根据个体化信息与刻板化信息的重要性或精确性展开有意识的平行加工，即刻板印象是可控的，它的自动过程是有条件的。与序列加工的印象形成理论相反，平行模型并不认为刻板化信息具有特殊的加工优势。它认为在印象形成过程中，知觉者对刻板化信息和个体信息的加工不是序列进行的，而是同时发生的自动化的平行加工，两者相互限制意义，共同影响印象的形成；并且二者之间的整合也是自动发生的。Kunda和Thagard（1996）提出的印象形成的平行限制满意模型（parallel-constraint-satisfaction model）是该理论的典型代表（王沛，2002）。

3．争议对以后研究走向的启示

不论是关于刻板印象加工机制本身问题的自动与控制加工之争，还是关于基于刻板印象的印象形成中刻板化信息与个体化信息的序列加工与平行加工之争，都引发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探索。但几乎在所有的实验研究中，研究者们往往受其中某一假设的引导，通过具体的实验设计操纵相应的变量，而所得出的结果又往往支持这一假设，反驳另一假设。如此一来，以上争议似乎永远无法得到解决。也许争议的解决不是最重要的，而分析这些似乎不可调和的争议产生之根源并找出未来研究的走向是更为重要的，或许这正是上述激烈争议原本要说明和启示我们的。

社会信息的加工是一个复杂的心理操作过程（Bargh，1994）。由以上争议及其相应的具体研究也可以看出，刻板印象的加工，以及基于刻板印象的后继信息加工如印象形成、社会判断、推论等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心理加工过程，不但涉及知觉者本身的动机，加工目标，注意资源的多少，加工策略，也涉及环境中刺激本身的特征，如刺激的不同组合所构成的不同的情境，刺激的典型性等。

众所周知，认知视角所探讨的信息加工本身至少也包括刺激的输入，编码，提取多个阶段，刻板印象这种复杂的社会信息的加工自然也不例外。然而，纵观以往的研究文献，不难看出：第一，绝大多数研究者对刻板印象加工这样一个复杂的也许包含多个加工阶段的心理操作过程进行笼统的界定和探究。例如，通常以“自动刻板印象”（automatic stereotypes）或者“刻板印象的自动操作”（automatic operation of stereotypes）（Blair，2002），后来更多的研究者以“stereotyping”涵盖整个信息加工过程（Banaji & Hardin，1996；Clow & Esses，2007；Djikic，Langer，& Stapleton，2008；Fiske，1989；Kovera，2007；Macrae，Bodenhausen，& Milne，1995；Mulvey，Hitti，& Killen，2010；Persing，2008；Pratto & Bargh，1991；Smith et al.，2006；Snyder & Miene，1994；Stroessner，Hamilton，& Mackie，1992；Zarate & Smith，1990）。第二，在研究内容上，尽管有不少研究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刻板印象激活的探讨，然而在概念上往往将刻板印象激活与刻板印象加工等同起来。严格来讲，虽然刻板印象激活属于刻板印象加工，但激活是下位概念，而加工是上位概念，这一概念不仅包括对靶子的分类，获得类别属性即刻板印象激活，也包括使用激活的刻板印象进行社会判断，印象形成等刻板印象的应用（下文将会详细分析这一加工过程），不同的阶段必然有不同的加工特征，尤其是对于刻板印象这种复杂的社会信息的加工而言。而概念的模糊或者混淆难免会导致研究结论矛盾，也往往会导致将“点”的研究结论推到整个“面”上。最为显著的一个例子是在关于刻板印象的大量文献中经常被引用的关于刻板印象自动性加工的经典论据：

一个被大量研究证明且得到研究者一致认可的重要结论是：刻板印象是自动的，因此，从加工一开始产生偏见是必然的，而且其影响几乎是不可能避免的（Bargh，1999；Devine，1989）。

社会认知领域内的几位著名研究者认为，基于自动加工具有顽固的（inflexible）和不可避免的（unavoidable）的特性，许多证据也说明刻板印象的早期影响是不可避免的（inescapable），基于此后继带有偏见的判断和行为也很难避免（Devine，1989；Blair，2002）。

综上，以往的研究将刻板印象加工这一复杂的信息加工过程视为一种简单的、单一的加工，这种对刻板印象加工过程认识和操纵的片面化，是导致以上争议出现的主要原因。根据认知心理学信息加工包括多个阶段的观点，研究者也许应该将刻板印象的加工过程分为不同阶段进行探讨。Blair（2002）在其著名的论述也认为目前关于刻板印象的加工模型需要修正。单一的加工模型带来了关于刻板印象加工机制的不可调和的争议：“刻板印象只涉及自动加工，这一自动过程是不可避免的”以及“刻板印象包括自动和控制加工，自动性是有条件的”。这些争议给未来研究更多的启示是“提醒研究者应更加关注涉及早期和晚期加工阶段的复杂的社会信息加工（Blair，2002）。”而关于刻板化信息与个体化信息加工关系的争议从另外一方面说明，刻板印象的加工过程是一个包含多个加工阶段/成分的复杂过程。那么，该如何解析和探讨刻板印象的加工过程呢？


 三、刻板印象加工过程解析

近年来，研究者们开始分析和探索刻板印象加工这一复杂社会信息加工过程，几位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们一致将刻板印象加工过程分为刻板印象激活（stereotype activation）与刻板印象应用（stereotype application）两个阶段（Bargh，1999；Devine，1989；Fein，Hoshino-Browne，Davies，& Spencer，2003；Kunda & Spencer，2003）；Sherman，Macrae和Bodenhausen（2000）认为刻板印象激活之前还包括对刺激的分类（categorization）。

1．刻板印象的加工过程

具体来说，刻板印象加工（stereotyping）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连续的心理操作过程。

（1）分类

即对靶子的类别成员身份的识别（Sherman et al.，2000）。这一过程非常快速，基本是完全自动化的。大量研究一致发现，只要呈现相应的社会类别线索，就会对靶子进行归类，刻板印象随之激活（Fiske & Neuberg，1990；Macrae & Bodenhausen，2000，2001）。

（2）刻板印象激活

根据刻板印象的概念，刻板印象激活是一种联结性构念或知识结构的激活，即“激活与某个社会类别相联系的特定的心理表征内容”（Sherman et al.，2000）。

更具体来讲，如前所述，所谓刻板印象激活，即在头脑中获得靶子所在群体的刻板印象，也就是与某一社会类别相联系的知识结构在头脑中的获得（Kunda & Spencer，2003）。

（3）刻板印象应用

所谓刻板印象应用，是“个体使用刻板印象对该刻板印象群体中成员进行判断”（Kunda & Spencer，2003）。根据Sherman等人（2000）更为详细的解释，刻板印象应用即“使用激活的刻板印象内容来解释靶子个体”（Sherman et al.，2000），如对他人做出社会判断，形成印象等。

根据以上刻板印象加工模型，刻板印象的加工过程先后包括“分类”“刻板印象激活”“刻板印象应用”几个阶段，这几个心理操作过程在时间上有先后之分，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前提。在刻板印象的加工过程中，先是根据社会类别对靶子分类，它是刻板印象激活的必要条件；接着是刻板印象激活，即头脑中获得与这一社会类别相关的特质，它是分类的必然结果也是刻板印象应用的必要条件；最后是刻板印象应用，即使用头脑中所激活的刻板印象进行后续的信息加工以及社会行为。

2．刻板印象激活与刻板印象应用

刻板印象激活和刻板印象应用是两个密切联系但又完全不同质的心理操作阶段。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1）激活是应用的必要前提，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从概念上来讲，刻板印象激活是对靶子所在社会类别的属性的获得，这种获得是一种能够将该类别及其属性（刻板印象）应用于后续知觉诸如社会判断，印象形成，以及对类别成员的特质进行推论的知觉准备（perceptual readiness）。然而，在实证研究中，这两个概念往往被混淆。

其首要原因是：如前所述，大部分研究并没有从信息加工的不同阶段出发对刻板印象这一复杂的心理操作进行考察，一般只是笼统地探讨刻板印象加工，故难免会出现因具体研究中所关注的心理操作处于不同的加工阶段而导致出现不同结论。例如，关于刻板印象的加工机制这一问题，如果有的研究所探讨的是知觉者头脑中对于刻板印象特质的获得即激活，得出关于自动加工的结论，而有的研究关注的是基于刻板印象激活的社会判断，印象形成，或者人际交往，得出刻板印象是控制加工的结论。这种矛盾并不是加工机制本身的差异，而是关注的加工阶段不同所致。由此可见，从信息加工的不同阶段出发，将刻板印象的加工过程分为激活阶段和应用阶段，更具体地探讨刻板印象的加工是非常有必要的。

其次，由于刻板印象激活往往在刻板印象的应用中得到体现，因此，一些研究以刻板印象的应用来推断其激活。然而，刻板印象激活往往不能由刻板印象应用来推断（Kunda & Spencer，2003）。当知觉者将刻板印象应用于与之相关联的社会群体成员的身上，可以由此推断这一群体的刻板印象也被激活了——因为没有之前的激活刻板印象就不会被应用。但是当知觉者没有应用刻板印象，却不能就此推断刻板印象没有被激活——因为激活的刻板印象并不是每次都会被应用（Gilbert & Hixon，1991；Kunda & Spencer，2003）。例如，当知觉者遇到一位亚裔女性，诸如害羞，聪明这些与亚洲人相关的刻板特质词的获得就会提高，但他们可能会克制将这些激活的刻板印象用到这个个体上，也就是说，他们也许不会将这位靶子判断为害羞的或者聪明的。一些实证研究发现，人们往往会为了避免偏见，从而避免使用激活的刻板印象（Devine，1989；Gaertner & Dovidio，1986；Lepore & Brown，1997）。例如，Lepore和Brown（1997）发现尽管高低偏见者头脑中对黑人具有相同的刻板印象，但是低偏见个体即使激活了刻板印象，也不会把刻板印象应用到靶子身上。如前所述，保持良好人际关系的社会动机使得人们即使激活了靶子的积极和消极刻板印象，但仅仅会选择性地应用积极的（Lowery et al.，2001；Richeson & Ambady 2003；Sechrist & Stangor，2001）。在这种情况下，若用刻板印象应用来评定其激活显然是偏颇的，因此，有针对性的单独探讨刻板印象的激活及其机制非常重要，研究者亟须找到一种更为灵敏的指标来探测作为刻板印象应用之必要条件的刻板印象激活。这是本研究的出发点之一。

（2）激活和应用的本质不同

刻板印象的激活和应用是社会信息处理的两个不同阶段，尽管有时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且激活是应用的必要条件，但它们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加工阶段。例如，Gilbert和Hixon（1991）实验1发现认知忙碌会抑制刻板印象的激活，实验2发现一旦刻板印象被激活，认知忙碌又会促进对其进行应用。即认知负荷抑制刻板印象的激活，反而会促进刻板印象的应用。总之，刻板印象激活是长时记忆中关于某个社会类别的知识构念因为情境中的一些刺激线索的诱发而出现在头脑中，即一种“知觉准备”，这一过程往往是快速的；应用是将激活的知识构念应用于刻板印象群体的个体身上，是否应用，应用哪些信息取决于多种因素。例如，知觉者因自我形象维护或者社会交往流畅，动机的可能会对刻板印象进行抑制。因此，刻板印象激活与刻板印象应用这两个心理操作阶段不能以内隐、自动的心理加工和外显、控制加工之间的不同进行区分，因为激活和应用都涉及自动和控制加工（Kunda & Spencer，2003）；即使发现激活和应用具有相同的加工特征，也不能就此推断两者是相同的心理加工过程。

总之，刻板印象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信息的心理表征，对其加工是一个包含多个加工阶段/成分的复杂过程，鉴于上述刻板印象激活和应用本质的区别，应对刻板印象加工分阶段探讨，不应笼统地说自动刻板印象，应具体地、有针对性地考察激活阶段和应用阶段的加工特征和机制分别如何。

3．分类与刻板印象激活

如前所述，刻板印象是一种长时记忆中的静态信息，在被用于知觉他人和判断之前一定被激活，一些心理学家认为这种激活是对社会类别目标识别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即分类是刻板印象激活的前提，但为了使研究问题更为集中，在此主要研究分类之后的刻板印象激活。

分类是人类认识世界（包括社会认知）的必要方式，简单来说，分类是对知觉到的刺激对象的识别（identification），即大脑对知觉对象“是什么”的快速反应，如知觉对象是人还是物，是白人还是亚裔美国人，是男还是女，等等。分类是对知觉对象最基本的编码过程，研究者认为这一过程是快速的、有效的、不依赖注意资源的、无须有意识意图的——也许是不可避免的（unavoidably）（Bargh，1999；Brewer，1988；Fiske & Neuberg，1990；Macrae & Bodenhausen，2000），这些特征符合下文要阐述的自动性的所有特性（Bargh，1994）。尽管有个别研究发现这一过程会受认知负荷的影响（Spears & Haslam，1997），但Klauer和Wegener（1998）同样使用了与Spears和Haslam研究中相同的“who-said-what？”实验范式，通过更为严谨的实验设计，发现在不同程度的认知负荷条件下，（性别）类别的区分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研究者也普遍认为这一过程不应该被诸如认知负荷等其他因素所影响——因为分类是我们认知世界的最主要方式，如果这一基本的知觉过程（如物体识别）因工作记忆受负荷或其受他因素影响而无法完成，那么我们的生活将不堪设想（Sherman et al.，2000）。

综上所述，分类是刻板印象激活的充要条件，研究者一致认为这一过程是完全自动化的（Fiske & Neuberg，1990；Macrae & Bodenhausen，2000），当然对于某些我们所不熟知的靶子，或者特征不够明显的靶子并非如此（Livingston & Brewer，2002）；但性别刻板印象而言，只要实验材料的前测严格控制了刺激（面孔照片，特质词等）性别特征的典型性，则可以推断在性别刻板印象激活之前，个体对于性别的分类是完全自动化的。因为性别是生物学上最原始、最重要的社会类别（Kurzban，Tooby，& Cosmides，2001），它是人类能够辨别的第一个社会类别（9个月时就可以；Leinbach & Fagot，1993），而性别相关的刻板印象是人类最先形成的刻板印象之一（2岁时就有；Hill & Flom，2007），且性别具有文化根植性（cultural embeddedness）（Lenton，Bruder，& Sedikides，2009）。鉴于人类对于性别的分类是自发的，绝大多数研究都是以性别刻板印象为例，通过多种线索（如，类别标签或者不同性别的面孔）来激活刻板印象。结果发现，一旦知觉到环境中的社会类别线索，与之相关联的刻板印象就会激活（Bargh，1999；Devine，1989；Dovidio & Fazio，1992；Fiske & Neuberg，1990）。


 四、刻板印象加工机制的核心：刻板印象激活

1．刻板印象激活的基本研究内容

作为考察社会分类的必然结果和刻板印象应用的必要前提，刻板印象激活在刻板印象加工乃至个体知觉、印象形成的整个认知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刻板印象激活是刻板印象加工研究的核心之一。基于上述刻板印象加工模型重新回顾以往关于刻板印象加工的文献，不难看出，其中有大部分研究直接更多的是间接涉及对刻板印象激活的探讨。那么，对刻板印象激活这一心理操作及其机制，迄今为止我们都知道些什么？分析关涉刻板印象激活的研究，目前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刻板印象激活效应

刻板印象激活是长时记忆中关于某个社会类别的知识构念因为情境中的一些刺激线索的诱发而出现在头脑中，是一种“知觉准备”，这一过程往往是快速的。我们如何知晓知觉者头脑中是否获得了长时记忆中一直处于静态的刻板印象呢？即研究者如何得知刻板印象这一特殊的知识结构被激活了？简言之，也就是说刻板印象激活的指标是什么？研究者采用了一些间接或者相对直接的方法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考察。

由于刻板印象激活往往在刻板印象的应用中得以体现，所以一些研究往往以刻板印象的应用来推断其激活。然而，刻板印象激活往往不能由刻板印象应用来推断（Kunda & Spencer，2003）。当知觉者将刻板印象应用于与之相关联的群体成员的身上，可以由此推断这一群体的刻板印象也被激活了——因为激活是应用的必要条件。但是当没有应用刻板印象，却不能就此推断刻板印象没有被激活——因为激活的刻板印象并不是每次都会被应用（Gilbert & Hixon，1991；Kunda & Spencer，2003）。比如，人们往往为了避免偏见，而避免使用激活的刻板印象（Devine，1989；Gaertner & Dovidio，1986；Lepore & Brown，1997）；为了保持良好人际关系使得人们即使激活了靶子的积极和消极刻板印象，但会选择性地应用积极的（Lowery et al.，2001；Richeson & Ambady 2003；Sechrist & Stangor，2001）。在诸如此类的情况下，若用刻板印象应用来评定其激活显然是非常不恰当的。

鉴于以上指标的不可靠性，后来研究者开始通过一些内隐测量来考察刻板印象激活——因为内隐测量能够探测那些知觉者无法控制的，或者由于没有意识到其反应会透露他们的刻板印象从而没有有意识地去控制的心理操作（Greenwald & Banaji，1995）。其中一些刻板印象激活的内隐测量已经比较成熟，如内隐联想测验（Greenwald，McGhee，& Schwartz，1998），词语判断任务（Macrae et al.，1995；Macrae，Bodenhausen，Milne，& Jetten，1994），启动任务（Banaji & Hardin，1996；Blair & Banaji，1996；Fazio，Jackson，Dunton，& Williams，1995；Wittenbrink，Judd，& Park，1997），或在一个不显眼启动后的词干补笔任务（Gilbert & Hixon，1991；Spencer et al.，1998），等等。

概括起来，研究者通常用以下几方面的指标来考察刻板印象激活的发生：第一，对刻板词更快速的识别（Gaertner & McLaughlin，1983；Dovido，Evans，& Tyler，1986；Kawakami，Young，& Dovidio，2002；Macrae et al.，1995）；第二，对刻板词更多的词干补笔（Gilbert & Hixon，1991；Sinclair & Kunda，1999；Spencer，Fein，Wolfe，Fong，& Dunn，1998）；第三，更快速读出刻板词（Moskowitz，Gollwitzer，Wasel，& Schaal，1999），或者对那些与需要被忽略的刻板词同时呈现的中性词的更慢反应（Fein，Hoshino-Browne，Davies，& Spencer，2003）来揭示刻板化属性获得的增强（即刻板印象的激活）；第四，通过对情感一致词语更快的评价和对情感不一致词语更慢的评价来考察基于刻板印象情感（stereotype-based affect）的激活（Fazio et al.，1995）；第五，通过对那些不属于该刻板印象群体（stereotyped group）的个体的反应来揭示刻板印象激活，激活的黑人刻板印象包括攻击这一特质，这可以通过知觉到的白人的攻击性的增加（Devine，1989；Lepore & Brown，1997）或者通过被试对白人的攻击行为的增加来考察（Bargh，Chen，& Burrows，1996；Chen & Bargh，1997）。

综上，通过内隐测量这种更为直接的方式来揭示刻板印象的激活，大量实证研究一致发现，一旦刻板印象激活，在行为反应上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相比不一致或者无关信息，对那些与所激活的刻板印象一致或者相关信息的加工得到促进：反应时更快，正确率更高，如完成更多的词干补笔，本书将这一现象或者效应称为刻板印象激活效应（stereotype activation effect），这一概念指因刻板印象激活的发生而引起的知觉者的某种反应变化，效应的大小代表了刻板印象激活的程度。例如，在首次将认知研究中的启动范式引入刻板印象研究中，Gaertner和McLaughlin（1983）以社会群体类别（黑人，白人）作为启动刺激，以刻板印象属性词（聪明，懒惰）和非词作为靶刺激。要求被试完成一个词语判断任务。结果发现被试对与刻板印象一致的词语（如黑人—懒惰）的反应时显著快于对与刻板印象不一致词语（白人—懒惰）。尽管所使用的实验范式和任务不尽相同，这一结论在大量以反应时为观测指标的研究中得到证实（Dovidio et al.，1986；Baker & Devine，1988；Devine，1989；Zarate & Smith，1990；Perdue et al.，1990；Macrae et al.，1994，1997；Blair & Banaji，1996；Chen & Bargh，1997；Lepore & Brown，1997；Oakhill et al.，2005）；在那些没有以反应时为因变量的研究中，也得到普遍一致的结论：只要刻板印象激活，对刻板印象相关信息的获得就会增强，即出现刻板印象激活效应。例如，Gilbert和Hixon（1991）采用词干补笔任务考察了认知负荷对自动刻板印象激活的影响。以亚裔实验助手在场作为内隐不显眼的启动，让他们背诵一系列数字串的同时完成词干补笔任务，即写出亚裔刻板印象特质词中缺失的字母（如，S_Y，_ICE），假设在没有刻板印象激活的情况下这一单词会补全为“sky”，“dice”，但若刻板印象激活，则会补全为“shy”，“rice”。结果发现，只要有充足的认知资源，被试会将单词更多地补全为刻板印象特质词。

总之，研究者一致发现一旦刻板印象激活，对刻板印象信息的获得就会增强，就会出现刻板印象激活效应：相比不一致或者无关信息，对那些与所激活的刻板印象一致或者相关信息的加工得到促进，这一结论已经得到社会认知领域大量研究的验证。

（2）刻板印象激活的机制

如前所述，机制是指“机器的总体构造和工作原理”，（为实现功能的）工作原理；刻板印象在社会认知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帮助知觉者高效地进行社会知觉（Bargh，1999；Bodenhausen，1990；Hamilton & Sherman，1994；Macrae et al.，1994；Sherman et al.，1998）。那么是怎样的工作原理使其得以实现这种功能呢？在认知心理学的研究中，提及一个心理操作的机制，往往是指这一心理过程是否是自动的，或者说心理操作是自动加工还是控制加工。自20世纪70年代认知心理学兴起以来，揭示一个心理过程（mental process）是自动的还是控制的（automatic or controlled）就成为心理学众多领域的研究重点和热点，这也是揭示认知过程本质永远不可避免的基本问题（Aviezer，Bentin，Dudarev，& Hassin，2011；Dovidio，Kawakami，Johnson，& Howard，1997；Hill，Strube，Roesch-Ely，& Weisbrod，2002）。回顾和分析以往关涉刻板印象激活机制的研究，我们所知道的是：同认知心理学领域的其他研究一样，揭示刻板印象激活这一心理过程的机制也是该领域的研究重点和热点，有大量研究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然而关于刻板印象激活是自动的还是控制的一直存在争议。

长期以来，许多社会心理学家认为当知觉到某个社会类别的靶子，刻板印象就会自动地、不可避免地激活。例如，Allport（1954）认为“具有特定标记的任何事件都会成为一种将前判断的类别带入行为的线索……一个具有黑棕色皮肤的人会在知觉者头脑中激活黑人相关的概念”；几位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如Brewer（1989），Devine（1989），Dovidio，Evans和Tyler（1986），以及Fiske和Neuberg（1990）都认可这一观点并将刻板印象比喻为“一种工具，当有工作需要完成时，就会跳出工具箱（Gilbert & Hixon，1991）”。

总之，研究者们普遍认为仅仅呈现相关的刺激线索就足以激活长时记忆中的刻板印象，刻板印象的激活是自动的，这一观点得到大量研究的证实（Banaji，Hardin，& Rothman，1993；Macrae et al.，1994，1995，1997；Banaji & Greenwald，1995；Fazio et al.，1995；Hense，Penner，& Nelson，1995；Banaji & Hardin，1996；Blair & Banaji，1996；Chen & Bargh，1997；Dovidio et al.，1997；Lepore & Brown，1997；Kawakami，Dion，& Dovidio，1998；Kawakami & Dovidio，2001；Wittenbrink et al.，1995，2001）。其中，大量实证研究发现刻板印象这种复杂的对他人的观念能够被无意识、自动地激活（Bargh & Pietromonaco，1982；Brewer，1989；Devine，1989；Lewicki，1985）。例如，Devine（1989）发现即使阈下呈现启动刺激（黑人），也能激活刻板印象（如贫穷、奴隶、爱运动）。也有很多研究发现当被试没有意识到实验的真正目的时，也出现刻板印象的激活效应。例如，在Kawakami，Young和Dovidio（2002）的实验中，将被试随机分成控制组和启动组，告诉启动组为了节省时间和研究经费，他们需要连续完成两个任务，这两个任务是相互独立的，无关的。因此，实验组首先完成根据年龄对照片（老年人和年轻人的面孔）进行分类的启动任务，接着完成一个词语判断任务（LDT），而控制组只需完成一个LDT。该任务中作为靶子的词语包括老年人的刻板特质词和非刻板特质词。一个重要的结果是发现在老年人分类启动之后，被试对于老年人的刻板特质词（如，谨慎）的反应要快于对非刻板特质词（如，时尚）的反应。而对于无启动组，被试对两类词语的反应时没有区别。也就是说，尽管通过指导语的操纵，被试没有意识到任务一与任务二的关系，但仍出现了刻板印象的自动激活效应。

然而，与这一传统观点相反，也有很多研究发现刻板印象的激活是有条件的，仅仅呈现一个类别靶子并不足以激活相应的刻板印象，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这一过程是控制性的加工（Greenwald，1980；Fein & Spencer，1997；Spencer et al.，1998；Gilbert & Hixon，1991；Sinclair & Kunda，1999；Kinder & Sanders，1996；Schuman，Steeh，Bobo，& Krysan，1997；Lowery et al.，2001；Richeson & Ambady，2003；Sechrist & Stangor，2001；Galinsky & Moskowitz，2000；Macrae et al.，1995，1997）。例如，一些研究发现当认知资源受限时，刻板印象激活效应不会出现（Gilbert & Hixon，1991；Spencer et al.，1998），因此，研究者认为获得足够的认知资源是刻板印象激活的必要前提。具体来说，Gilbert和Hixon（1991）采用词干补笔任务考察了认知负荷对自动刻板印象激活的影响，结果发现在认知忙碌的被试中没有出现刻板印象的激活。Spencer等人（1998）同样采用词干补笔任务，以非裔美国人为研究对象重复了这一发现。在阈下给被试呈现黑人面孔，与没有进行数字背诵的被试相比，处于认知忙碌的被试完成较少的刻板印象词干补笔。另外，有些研究发现加工目标也会影响刻板印象的激活（Macrae et al.，1997，1999）。例如，Macrae等人（1997）的研究中，在启动任务中，以无生命的物体或女性图片作为启动刺激，以与女性刻板特质词或反刻板特质词作为靶刺激。一组被试的任务是判断每张图片上的靶子是否有生命，而另一组的任务是判断图片上是否有一个白点，结果发现只有在有无生命判断任务中出现了自动刻板印象激活效应，即女性启动照片促进了对刻板特质词的反应，然而，当被试的注意聚焦于白点时，没有出现自动刻板印象激活效应。

综上，尽管研究者们一致认为，一旦刻板印象激活，对刻板印象信息的获得就会增强，就会出现刻板印象激活效应；但是关于这一效应发生的机制如何目前还存在争论，也就是说，关于刻板印象激活我们所知道的第二个方面即关于其机制如何的争议。

2．刻板印象激活的研究局限

（1）刻板印象激活效应的时间历程

综上所述，经过20余年的探索，研究者们普遍发现：在社会知觉过程中如对他人形成印象，进行社会判断时，总会激活和使用与其相关的刻板印象。大量研究证明，刻板印象一旦激活，所激活的刻板印象内容及其效价必然影响后续的信息加工，相比不一致或者无关信息，对与刻板印象一致或者相关信息的加工得到促进，即刻板印象激活效应必然会发生。

然而，长期以来，对于刻板印象激活效应何时开始以及激活过程及其机制却知之甚少。在以往行为层面的研究中，刻板印象激活效应通常以最终的行为反应，主要是RT来评估：即从被试做出特定判断的速度来评定刻板印象激活的发生及其程度。尽管上述基于反应时等指标的内隐测量提供了关于刻板印象激活效应在行为反应上的丰富证据，而且这种方法的确比之前以刻板印象应用来推断其激活的方法更为直接和可靠。然而RT等行为观测指标仍然无法从根本上揭示刻板印象激活效应在何时发生。

这是因为，首先，刻板印象激活是长时记忆中某个社会类别的特质因为情境中的一些刺激线索诱发而出现在头脑中，即在头脑中获得关于某一社会群体的知识结构，是一种“知觉准备”；其次，刻板印象激活是一个动态的、连续的、快速的心理加工过程。众所周知，在中枢神经将决策意图传递给反应器做出反应之前，一（多）个心理操作早已完成。显然记录最终反应结果的行为测量技术无法捕捉这种快速的头脑中的信息获得。因此，对于刻板印象激活效应到底何时，即大脑何时知道刻板印象激活（When）？刻板印象激活的所诱发的大脑活动有什么特点（What）？研究者们不得而知。究其原因，主要是以往行为层面的研究所依托的行为实验技术的局限使然。

第一，行为研究中对于快速的、可能是无意识的刻板印象激活，以及对于何时获得刻板化信息，知觉者难以准确报告。

第二，行为研究中，对刻板印象加工过程的探讨，无论是对最终反应结果进行间接测量（Gilbert & Hixon，1991；Macrae et al，1995；Sinclair & Kunda，1999；Spencer et al.，1998），还是通过测量判断的速度即反应时这种更为直接的方法来研究（Dovidio et al，1986；Macrae et al，1994；Oakhill et al，2005；Kawakami et al，2002；Zarate & Smith，1990），都只能反应综合加工过程的最终结果。若要测量整个加工过程中某个单一的认知结果，或者要考察整个加工过程及其特点，行为研究方法就无能为力了。

总之，行为实验所依托的反应时等观测指标只能反映心理加工的综合结果。对于涉及无意识的、高速整合的，包括多个认知成分的刻板印象加工过程很难进行有效观测，因而无法揭示刻板印象激活这种快速的在头脑中获得信息的认知过程的特点及其机制。

（2）刻板印象激活的机制

对刻板印象激活的机制，即这一认知过程的本质的探讨一直是该领域的研究重点和热点。如前所述，有大量研究采用多种实验范式直接或者间接地探讨了刻板印象激活的机制，但关于这一问题目前还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刻板印象激活及其效应的发生是自动性的加工，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控制性的加工。因此，迄今为止，刻板印象激活这一认知过程的本质到底如何仍不清楚。

通过对该领域中关涉自动性研究文献的分析，发现这主要是因为以往关于刻板印象激活机制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基于传统探讨心理过程加工本质的默认理论——“二分法”（dichotomy）和“全或无”（all-or-none）的观点，而这一传统观点本身存在矛盾。

在目前研究者们所熟知的自动—控制双重加工模型中，对自动性加工的定义往往涉及无意识的、快速的、不受认知资源的限制，没有加工意图就能发生，往往不受个体的加工策略和意图的影响，一旦开始就很难改变控制。与其相反，控制性加工是指受到个体的有意识的加工策略和意图的影响，较慢的，需要主动注意，以及受认知资源的限制的加工（Evans，2008；Lieberman，2007；Posner & Snyder，1975；Shiffrin & Schneider，1977）。

长期以来，心理学家们一致认为一个心理过程要么是“自动的”，要么是“控制的”，非此即彼；如果一个心理过程是自动的，则应具有自动性加工的所有特征，如无意识，快速，不受注意资源限制，无意图等；若是控制的，则具有所有相反的特征即有意图的，依赖于注意资源，有意识的，可控制的（Bargh，1994；Posner & Snyder，1975；Shiffrin & Schneider，1977）。简言之，研究者们一直遵循“二分法”：一个心理加工过程要么是自动的，要么是控制的；而且对自动性普遍持“全或无”观点——一个心理过程若是自动的，那么应该同时具有自动性加工的所有特征（Bargh，1994）。这一“二分法”和“全或无”的观点影响深远，渗透于探讨心理加工本质的各个领域，当然对刻板印象激活的探讨也不例外。似乎已成为研究者们界定和探讨心理过程加工本质的默认理论（Bargh，1994）；然而，这一经典的非自动即控制二分法和“全或无”的理论存在矛盾和局限。

第一，虽然诸如“……是自动化的加工”的研究结论不胜枚举，但若根据传统自动性的“全或无”观点，能满足自动性所有标准的心理加工几乎没有（Bargh，1994；Blair，2002）；在具体的研究中某个特定的心理加工满足哪个标准往往也不清楚，研究者往往只是笼统地做出“某个心理加工是自动性的”这样的结论（Blair，2002）。这是因为，“全或无”观点已成为研究者默认的内隐理论，若发现某个心理过程是无意识的自动加工，则自然认为其具有自动性的其他特征，因此，也就没有继续验证这一心理加工是否具有自动性的其他特征。

那么，是否存在符合自动性所有特征的心理过程呢？是否一个心理加工非自动即控制呢？社会认知心理学家Bargh以社会心理加工为例，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质疑和反驳。在回顾和分析各种社会心理的研究发现的基础之上，他认为“社会心理学家们所研究的最为复杂的心理过程不是唯一地（exclusively）自动加工或唯一地控制加工，而是由一些自动加工的特征和一些控制加工的特征组成（Bargh，1994）”。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认知心理学中也没有一个心理过程是纯粹符合自动性所有特征的加工（Kahneman & Treisman，1984；Logan & Cowan，1984）。首先，对于靶子的注意分配是必不可少的，以Stroop效应为例，如果注意稍微偏离靶子词，这一作为自动加工典型代表的效应也不会出现。由此可见，自动加工的一个前提是靶子是注意的焦点，如果甚至都没有注意靶子，加工就无从谈起。其次，作为驱动（driving）和分类（typing）的自动加工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明确的意图（例如，尽管某人对开车相当熟练已达到自动化的程度，但只有他的目标是开车而不是做其他事，才能实施这一自动化的操作），这也是能够控制的——当个体想停止时他就可以停止这种自动活动（Logan & Cowan，1984）。因此，一个心理过程可能具有自动加工的一些特性（如高效性，无意图性），同时也具有控制加工的一些特征（Bargh，1994）。大量社会心理过程满足自动性加工的几个特性，却不符合其他特性（Bargh，1989）。一些研究探讨了加工的高效性，诸如，根据特质分类行为（Smith & Lerner，1986），性别刻板印象对判断的影响（Pratto & Bargh，1991），以及特质推论（Gilbert，Pelham & Krull，1988）等加工过程的操作都能够在注意超负荷的情况下发生。然而，在以上所有例证中，被试均有对靶子形成印象，或根据特质分类行为的意图。

第二，受“全或无”和“二分法”默认理论的影响，尽管在具体的实证研究中只是从某个或者某几个方面探讨了心理过程的加工本质，却做出“……是自动性加工”的结论。而这种“全或无”观点会带来对研究结论的误解以及多个研究结论之间的矛盾。例如，从自动性的角度对一个高效的不依赖注意资源的加工的结果进行讨论，若其他研究者持“全或无”观点，则自然会认为这一加工过程同时也是无意图的、不可控制的。更甚之，如果其他研究者从无意图的角度出发并没有发现这一心理过程是自动性的加工，又会引发仅仅因研究出发点不同而导致的关于该问题自动还是控制加工本质的争议。例如，Gilbert和Hixon（1991）用非高效性的加工推翻无意识自动加工的结论，他们在引言中论述“有大量实证研究发现刻板印象这种复杂的对他人的观念能够被自动激活”所引用的文献（Bargh & Pietromonaco，1982；Brewer，1989；Devine，1989；Lewicki，1985）都是关于无意识激活的；而在他们的研究中发现刻板印象的激活受认知资源的影响，由此推断刻板印象的激活是控制的加工。再如，在Rule等人关于是否能从面孔自动判断性取向的研究中，发现通过面孔及其特征可以快速地，自动地准确知觉个体的性取向（Rule & Ambady，2008；Rule，Ambady & Hallett，2009）。显然，该结论仅涉及“快速”这一自动性加工的特征。如果其他研究通过阈下呈现刺激并没有发现对性取向的无意识自动性知觉，根据经典的“二分法”“全或无”观点，必然会出现两个研究结果的矛盾，而这种矛盾自然又会引发对该问题“自动还是控制加工本质”的争议——这便是传统观点带来的又一个问题。简言之，若从自动性的不同特征出发探讨某个心理过程的加工本质得出不一致的结论，解决这种矛盾的结果的普遍做法是：研究者们又会纷纷致力于解决关于某一认知过程是自动还是控制加工的争议。如果一致默认“二分法”“全或无”观点，而不同的研究又从自动性的不同特征出发，则这种争议（也许是无意义的）将不会停息——除非某个心理过程的确同时满足了自动性加工的所有特征。

综上，传统界定和考察心理过程加工本质的默认理论——“二分法”和“全或无”的确会带来不少困惑，矛盾和问题，甚至带来研究方向的误区。由于这一传统观点就如“刻板印象”一样深入人心，已成为引导研究者探讨心理过程加工本质的已有或先验（pre-existing）观点，引导研究者们自上而下地探究心理过程的加工机制，而这一过程似乎也是无意识的。社会认知领域的研究者们往往也从这一视角出发，笼统地探讨刻板印象激活的机制，也就是说，对刻板印象激活的机制的研究中对自动性加工的界定和操作也不够具体。尽管有大量研究发现了刻板印象激活的自动性，然而具体是自动性加工的哪一方面并不清楚，因为几乎所有的研究——目前仅发现Kawakami及其同事（1999）探讨了刻板印象加工的无意识自动性——仅仅是笼统或者概括地探讨刻板印象加工的自动性，而这种笼统性导致了研究发现的诸多不一致，引发了自动加工对控制加工的争议，因此对刻板印象激活这一心理过程加工本质如何仍悬而未决。

此外，由于对自动性的认识和界定不够具体，使得在一些研究中对变量的操纵很难区分自动加工和控制加工。例如，在刻板印象自动激活的研究中，对一个具有诊断性的群体物理特征的简单知觉（例如，通过呈现真实的某一群体类别的成员，一张类别成员的照片，或者文字的类别标签）就足以激活刻板印象（Bargh，1996）。然而，在其中大多研究的操纵中，控制性加工都可能有机会出现。例如，被试可能意识到研究所关注的是对种族类别的判断，意识到刺激之间的潜在关系，或者与任务有关的参数（SOA为2500毫秒）允许有意识的加工，使得在这一范式中被试有意识地激活了消极的刻板印象（Judd，Park，Ryan，Brauer，& Kraus，1995）。如此一来，这些研究发现就代表了“控制的”而非“自动的”加工（Posner & Snyder，1975）。


 第三节　刻板印象威胁


 一、刻板印象威胁的内涵

刻板印象威胁这一概念最初由Steele和Aronson在1995提出，Steele（1997）认为刻板印象威胁机制主要是指由消极刻板印象引发了群体成员的压力和害怕体验，进而导致个体完成任务水平的降低。消极刻板印象的激活之所以导致个体完成任务的水平降低，原因是个体害怕自己印证消极的刻板印象，产生了受威胁的消极体验。刻板印象威胁体验是一种情境性的，在任何消极刻板印象的情境中，个体都可能产生这种压力感，Steele认为消极刻板印象增强，完成任务的压力感增大，刻板印象威胁的效应也会增强。Steele和Aronson（1995）的研究发现，当非洲裔美国被试面对的是诊断性的学业测验，他们的表现比白种人及另一些被告知完成的不是诊断性的学业测验的非洲裔美国人的表现差。原因是诊断性的学业测验强化了被试头脑中持有的“黑人学业表现较差”的刻板印象，对消极刻板印象的害怕损害了他们的表现。

1997年，Steele提出了刻板印象威胁的五个特点：（1）刻板印象威胁是一种一般性的威胁，作用于任何被消极刻板印象激活的对象。（2）只要个体身处刻板印象威胁情境中，无论是否处于团体中，都会意识到威胁和压力，其相应的社会身份与行为表现自然连接。（3）团体成员对刻板印象威胁的感知度存在个体差异，表现在程度和形式两方面。（4）个体只要意识到自己身处刻板印象威胁情境，即使不一定相信该刻板印象，其行为表现也会受到刻板印象的影响。（5）由于刻板印象在社会中广泛存在且根深蒂固，因此，个体在某一情境中可以避免刻板印象威胁，但在另一情境中可能会受到消极影响（廖礼惠，2009）。

2007年，Shapino和Neuberg提出了“多重威胁框架”，对刻板印象威胁概念进行了重新解构，从威胁目标（自我和群体）和威胁来源（自我、外群体成员、内群体成员）将刻板印象威胁进行分类（见表6-1）。

表6-1　刻板印象威胁的分类



	威胁目标
	威胁来源



	自我
	群体



	自我
	自我概念威胁：

害怕自己的行为证实了自己头脑中关于内群体的消极刻板印象对自己来说是正确的。
	群体概念威胁：

害怕自己的行为证实了自己头脑中关于内群体的消极刻板印象对内群体来说是正确的。



	外群体成员
	个人声望威胁（外群体）：

害怕自己的行为证实了外群体成员头脑中关于内群体的消极刻板印象对自己来说是正确，以致遭到外群体成员不公正的评价和对待。
	群体声望威胁（外群体）：

害怕自己的行为证实了外群体成员头脑中关于内群体的消极刻板印象对外群体来说是正确，以致遭到外群体成员不公正的评价和对待。



	内群体成员
	个人声望威胁（内群体）：

害怕自己的行为证实了内群体成员头脑中关于内群体的消极刻板印象对自己来说是正确的，以致遭到内群体成员不公正的评价和对待。
	群体声望威胁（内群体）：

害怕自己的行为证实了内群体成员头脑中关于内群体的消极刻板印象对内群体来说是正确的，以致遭到内群体成员不公正的评价和对待。




Shapino和Neuberg的主要贡献在于将威胁来源归结为三个方面，自我头脑中、外群体成员头脑中和内群体成员头脑中关于内群体的消极刻板印象。更为详细地论述了引起刻板印象威胁效应的消极刻板印象。

2008年，Schmader，Johns和Forbes对刻板印象威胁的概念进行了更加深入的阐释，认为在刻板印象威胁情境中，对自我概念、内群体概念和能力概念以及三者之间联系的激活是刻板印象威胁产生的主要根源。

首先，内群体概念和能力概念之间的联系是消极的。某群体的消极刻板印象就是内群体概念和能力概念的消极联系，大量刻板印象威胁的研究都是在消极刻板印象激活的基础上发生的，如黑人的智力落后于白人，女性数学能力差等。其次，自我概念和内群体概念之间的联系是积极的。研究发现，群体认同度高的个体更容易产生刻板印象威胁效应（Shih，1999）。最后，自我概念和能力概念之间的联系是积极的。当个体对自己抱有成功的期望和优胜的强烈动机时，更容易感受到刻板印象威胁（Aronson，et al.，1999；Stone，et al.，1999）。

Schmader等人对刻板印象威胁的理解，考虑到了群体成员的特殊性，因为自我概念和内群体概念、自我概念和能力概念之间的联系会因为群体成员的不同，其联系的性质也会出现区别。


 二、刻板印象威胁的研究对象——弱势群体

在刻板印象威胁的研究中，研究者通常通过群体间的对比引发某个群体的消极刻板印象，以此考察这一群体的刻板印象威胁效应，这种受到威胁导致行为表现失常的团体称为弱势群体。不少研究证实，对于弱势群体能力方面的消极刻板印象会降低该群体学生的学业成绩，诸如，美国黑人学生、拉丁美洲学生，低收入家庭学生和女生（Croizet & Claire，1998；McKown & Weinstein，2003；Nguyen & Ryan，2008；Steele，1997；Steele & Aronson，1995）。Blascovich等人（2001）做了一项设计精细的研究，目的是研究种族刻板印象威胁对于被试完成言语测试的影响。在刻板印象威胁组，黑人被试观看一段由白人教授讲解的录像片，教授探讨了人们关于标准化测验是否存在种族偏见的争议，然后宣布普林斯顿、斯坦福、密歇根大学的研究者开发了一套新的智力测验，并建立了全国常模，这套测验即将让被试完成；在对照组，黑人被试在消除刻板印象威胁的条件下观看类似的录像片，录像片由一名黑人教授讲解，他首先宣布由普林斯顿、斯坦福、密歇根大学的研究者开发了一套新的智力测验，这套测验是首次尝试开发的没有文化偏见的测验。研究结果表明，与两种实验条件下的白人被试以及没有刻板威胁的黑人被试相比，在刻板印象威胁下的黑人被试完成困难言语测试的成绩最差。

Spencer等人（1999）研究了性别刻板印象对于学业成就的影响，在研究中数学成绩优秀的女生被告知，她们即将完成的一项测验在过去呈现出性别差异，结果她们完成这项测验的成绩比数学成绩相当的男生完成得差。而在另一项研究中，Spencer告诉数学成绩优秀的男女被试他们所要完成的数学测验没有性别差异，结果男女被试表现水平相当。另一种条件是不做任何说明让男女被试完成数学测验，结果女性较男性完成得差。研究者认为由于性别刻板印象普遍存在，即使不做说明，也足以引起威胁效应。Keller（2007）再次研究了课堂情境中女高中生在数学上受到的刻板印象威胁，在刻板印象威胁情境中，女生的数学成绩明显下降。

近期的研究更是表明，消极刻板印象不仅损害弱势群体学生的学业成绩，而且会损害学习的过程（Mangels，Good，Whiteman，Maniscalco，& Dweck，2012；Rydell，Shiffrin，Boucher，Van Loo，& Rydell，2010；Taylor & Walton，2011）。

消极刻板印象群体会因为领域的不同和比较群体的变化而发生转变。由于世界上存在多个种族，对不同的种族进行比较时，弱势群体会相应发生变化，因此，受到刻板印象威胁的群体也在发生转变。白人学生在认知能力方面，与非洲裔学生相比时，属于优势群体，而在数学能力上，和亚洲裔学生相比时，就变成了弱势群体。Aronson等人（1999）研究了亚洲裔学生和白人学生在数学方面的能力表现，结果发现，在刻板印象威胁情境中，白人学生在数学上的表现明显差于亚洲裔学生。


 三、刻板印象威胁效应

刻板印象威胁导致操作水平下降是一种“急性保护反应”（Steel，2003），包括情绪、认知和生理的一系列反应，如焦虑（Mangels et al.，2012；Blascovich，Spencer，Quinn，Steele，2001；Bosson，Haymovitz，Pinel，2004），工作记忆下降（Schmader & Johns，2003；Beilock，Rydell，& McConnell，2007），自控能力的损害（Inzlicht，Aronson，Good，& McKay，2006；Inzlicht & Kang，2010），否认刻板印象（Logel，Iserman，Davies，Quinn，& Spencer，2009），反驳刻板印象（Schmader，Johns，& Forbes，2008；Steele，2003；Taylor & Walton，2011）等。这些反应增加了对作业情境的监控和对负面想法和情绪的管理，消耗了认知资源（Schmader et al.，2008；Johns，Inzlicht，& Schmader，2008）。

刻板印象威胁效应的产生，需要被试具备一定的认知能力，Aronson和Good（2003）总结了四个必要条件：（1）被试能意识到刻板印象；（2）理解刻板印象的含义；（3）具有身份认同意识；（4）理解学业能力的概念。这四项条件都符合的学生年龄通常在11～12岁以上，之后的认知发展越来越稳定（Cvencek，Meltzoff，& Greenwald，2011；Levy & Carter，1989）。

刻板印象威胁效应可以根据作用时间的长短分为刻板印象威胁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两种效应对群体成员造成的危害有所不同，Aronson和McGlone（2009）认为刻板印象威胁在短时间内主要造成短时的智力损失和测验成绩的下降，而长期的刻板印象威胁会使群体成员远离相关的消极刻板印象领域，进而影响智力的发展和能力的形成。

1．刻板印象威胁的短期效应

刻板印象威胁的短期效应是指刻板印象威胁在较短时间内对个体产生的影响。

（1）焦虑

大量的研究表明，激活某群体成员的消极刻板印象后，群体成员会试图否认所属群体的消极刻板印象，此时就会唤起焦虑。早期，研究者大多采用自我报告的方法测量被试的焦虑水平，但是结论不一。在一些研究中，被试确实在刻板印象威胁情境中报告了高焦虑水平（Spencer，Steele，& Quinn，1999），而另一些研究没有得到高焦虑水平的报告（Osborne，2001）。后来，研究者试图采用更为直接的测量方法，对诸如心率、血压皮肤电等生理指标进行检测，结果发现刻板印象威胁能够诱发被试的焦虑情绪，进而影响其行为表现，产生刻板印象威胁效应。Blascovich等人（2001）使用血压的高低来表明焦虑的程度，比较了欧洲裔学生和非洲裔学生在高、低刻板印象威胁情境中血压的变化情况，发现在高刻板印象威胁情境中，非洲裔学生的血压最高。表明刻板印象威胁能够使个体处于高度焦虑的状态。Osborne（2007）使用各项生理指标来指示被试的焦虑水平，如心率、血压、皮肤电、体表温度等，对比了高、低威胁情境中个体的各项生理指标，结果表明，在高威胁情境中，各项生理指标都显示个体处于焦虑状态。Krendl等人（2008）的研究发现，在刻板印象威胁情境中，与情绪化信息加工有关的扣带前回腹侧（ventr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被激活，进一步验证了刻板印象能够激发个体的焦虑情绪。

（2）归因、期望和自我肯定

个体在面对高难度的任务时，除了焦虑的同时，还会有其他一些因素干扰注意力，并导致行为失常。内部归因、低期望以及对自我的否定就是其中的一些干扰因素。

Osborne和Walker（2006）探讨了归因中控制点对刻板印象威胁的调解作用，发现内部归因的个体，平时的表现出色，但在面对刻板印象威胁情境时，行为表现显著下降。可能的原因在于，内归因的个体将成败归因于自身，刻板印象威胁情境使个体对自己产生怀疑，因而更容易在测验中表现不佳。

Cadinu等人（2003）将女学生随机分配到三个组即消极组、控制组和积极组进行研究。消极组的女生得到的信息是女生的逻辑数学成绩比男生差，积极组的女生得到的信息是女生的逻辑数学能力比男生好。结果发现，消极组女生的逻辑数学测验分数比男生差，而积极组女生的成绩却比男生好。研究者认为，消极组中的女生对自己的期望低，因此表现差，相反，积极组中的女生存在高期望，因此表现较好。由此可见，期望降低是刻板印象威胁后被试会即刻表现出的反应。

Martens等人（2006）探讨了自我肯定在刻板印象威胁情境下对女生数学表现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在刻板印象威胁情境中，自我肯定能够提高女生的数学成绩，但是对男生的表现没有影响。自我肯定理论认为自我完善和自我价值提升是人类动机的最初来源。刻板印象威胁情境中女生的自我肯定，促使她们坚定了自己的目标，为完成测验提供了动力。自我肯定是个体对自己的积极评价，积极评价可以使个体在遇到刻板印象威胁时对自己产生高期望，进而克服了刻板印象威胁效应。在刻板印象威胁情境下，弱势群体成员表现出的对自我的否定，也是一种刻板印象威胁的短期效应。

（3）工作记忆

工作记忆是一种较为重要的认知资源，是在执行认知任务过程中，同时对信息进行存储和加工，并且容量有限的记忆系统，是认知过程的一个基础支撑结构（Baddeley，2001），对社会认知能力具有影响作用。Schmader和她的同事们（2003，2007）通过研究认为，刻板印象威胁情境下，群体成员的消极情绪和想法会占用工作记忆，工作记忆是产生刻板印象威胁效应的重要中介。

Ashcraft和Kirk（2001）发现，对数学计算的焦虑以及由此带来的压力占据了大量的工作记忆空间，致使计算能力降低，数学作业绩效下降。Schmader与Johns（2003）选取了女生和拉丁裔学生作为实验组、男生和白人学生作为控制组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研究激活了与女生、拉丁裔学生有关的消极刻板印象，结果导致女生和拉丁裔学生工作记忆能力的下降。另外，这项研究认为女生在刻板印象威胁情境中工作记忆能力的下降，直接导致了女生在数学测验中表现下降。但这一研究并没有说清刻板印象威胁影响工作记忆的具体过程。Beilock，Rydell和McConnell（2007）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这一具体过程。其研究表明，工作记忆和作业焦虑的激活是分离的，首先是刻板印象威胁引发作业焦虑情绪；其次是对焦虑情绪的关注消耗了大量的工作记忆，具体来说，在数学问题解决等高度依赖工作记忆的任务中，刻板印象威胁引发的焦虑和对焦虑的抑制占用了工作记忆系统中涉及内部语言和思考的部分语音资源，损害了认知系统，从而造成作业绩效下降。

2008年，Schmader，Johns和Forbes提出了刻板印象威胁效应的综合过程模型（见图6-5），整合各种中介因素对刻板印象威胁效应的作用。他们将工作记忆作为核心的认知资源，认为消极的刻板印象激活后，会通过以下三个途径作用于个体的认知社会任务和感觉运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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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　刻板印象威胁效应综合过程模型（阮小林，张庆林，杜秀敏，崔茜，2009）



一是生理唤醒直接干扰前额叶对信息的加工和处理过程（Krend，Richesonm，Kelley，& Heatherton，2008），前额叶正是负责工作记忆的大脑区域（Owen，1997），会导致工作记忆能力的下降。

二是刻板印象的激活导致个体出现积极的监控行为，目的是为了消除各种激活线索。与任务无关的监控过程，一方面占用工作记忆，导致认知社会任务成绩下降；另一方面加重认知负荷，导致感知运动任务成绩下降。Beilock，Rydell和McConnell（2007）发现在刻板印象威胁情境下，女性被试报告对数学能力更加担忧，较多地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监控，对无关信息注意资源的过多分配，加重了工作记忆的负荷，因此，增强了被试的刻板印象威胁效应。感知运动任务是一种自动化的加工任务，不需要占用工作记忆，但是需要使用认知资源，监控过程会加重认知，因而也会出现刻板印象威胁效应（Beilock，Jellison，Rydell，McConnell，& Carr，2006）。

三是抑制过程对工作记忆资源的占用（Rosen & Engle，1998），导致社会认知任务的成绩下降。抑制一方面包括努力抑制消极刻板印象在个体评价阶段出现的消极思想和消极情绪；另一方面包括对相关认知任务的抑制，而抑制过程会占用个体的工作记忆资源，导致认知社会任务的成绩下降。在刻板印象威胁情境中，被试会努力抑制刻板印象激活带来的消极思想和情感，并且否认存在这种威胁经验（von Hippel，von Hippel，& Conway，et al.，2005）。研究者运用了fMRI技术研究了女性刻板印象威胁下数学测验成绩下降的神经机制，发现刻板印象威胁情境中，大脑中与数学任务相关的区域，包括下前额皮质、左下顶叶皮质以及两侧角回受到抑制（Krendl，Richeson，Kelley，& Heartherton，2008）。

由图6-5可知，工作记忆是刻板印象威胁影响认知社会任务的核心认知资源，而感知运动任务是一种自动化的加工任务，无须工作记忆的参与，因此，只需要占用一部分支持监控行为的执行资源，就可以导致任务成绩下降。

2．刻板印象威胁的长期效应

Inzlicht和Kang（2010）发现，刻板印象威胁作用不仅存在于刻板印象发生作用的情境内，同时当被威胁对象离开威胁情境后，损害作用依然会对个体产生消极性影响。这一现象被称为刻板印象威胁长期效应。Inzlicht，Tullett和Gutsell（2011）进一步验证刻板印象威胁作用是可以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并存的（见图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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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　刻板印象威胁应对模型（Inzlicht et al.，2011）（管健、柴民权，2011）



（1）对身心健康的影响

刻板印象威胁是一种长期的应激资源，会引发个体或群体较长时间的焦虑和不安，因此，刻板印象威胁的长期效应包括高血压等生理问题和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Inzlicht，Tullett，& Gutsell，2011）。个体若长期处于刻板印象威胁情境中，与焦虑有关的生理疾病的发病率势必会提高，如研究发现，女性受数学能力低下这一消极刻板印象的威胁可影响其饮食（Inzlicht，et al.，2009），长期还会导致各种心理疾病。

（2）领域不认同

如果持续地暴露在刻板印象威胁情境或者社会身份威胁状态之下，为了避免不良的学业表现和消极刻板印象挫败其自我价值，受威胁者将通过贬低学业成就的重要性从学业成就领域脱离出来（Major & Schmader，1998；Major et al.，1998）。虽然这种脱离降低了社会身份的威胁，但同时也导致了学业成就下降（Verkuyten & Thijs，2004）。Steele（1997）认为，刻板印象威胁造成的长期心理结果是领域不认同，拥有消极刻板印象的群体，其成员逐渐失去对刻板印象领域的认同，并对其重要性产生怀疑，比如，女性否认数学的重要性。Woodcock等人（2012）进行了长达三年的追踪研究，探讨领域不认同与刻板印象威胁的关系。他们对非洲裔和拉丁裔美国学生进行四次调查，发现刻板印象威胁体验与学生对科学的领域不认同存在相关，长期的刻板印象威胁导致了学生在科学领域中职业追求的欲望下降。个体减少威胁效应的一种方法就是从心理上脱离受威胁的领域。

（3）回避挑战

发展理论学家（Harris，1998）发现，当学生在能力方面落后于同伴时，他们会避免进行一些能够提高自己能力的行为，这种对挑战的回避也是刻板印象威胁造成的长期结果之一。

Stone（2002）发现在刻板印象威胁的情境下，运动员更有可能拒绝进行练习，而练习是能够提高其运动成绩的。因此，回避挑战成为避免刻板印象威胁的一种方法。对28个大学的4000多名不同种族背景的大学新生进行长期的追踪研究（Massey，Charles，Lundy，& Fischer，2003；Massey & Fischer，2005），发现在控制SAT分数、家庭收入和其他重要背景条件的情况下，亚洲裔和美国白人在成就方面的表现优于美国黑人和拉丁裔。与学生进行访谈后发现，在大一新生时获得的刻板印象威胁的程度与他们的成就有密切关系，当他们相信存在的消极刻板印象时，他们会付出更少的努力，进而表现差强人意。

这种行为表现的差强人意在大量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有关数据（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1995～1996）显示，83％的白人学生完成了高中学业，77％的黑人学生完成了高中学业；尽管黑人学生被大学录取的比率在逐年上升，但与白人学生相比，还无法达到相同的比率；与全国的辍学率41％相比，黑人学生在六年内无法完成大学学业的学生占了62％，这些结果都是黑人学生在长期受到刻板印象威胁后表现出来的对挑战的回避。而在数学领域方面，Hyde、Fennema和Lamon（1990）发现在小学和初中阶段，男女生在数学测验中的表现不存在显著差异，但是在高中阶段，男生的数学能力稳步提高。白人女性占美国总人口的43％，但在科学、数学和工程类领域中就职的女性只占10％（Hewitt & Seymour，1991）。


 四、刻板印象威胁的影响因素

1．群体认同

刻板印象威胁发生的一个条件是群体认同，即个体将自己划归为某个群体，并产生对所属群体的认同。群体的认同度越高，越容易发生该群体所属的刻板印象威胁。Shih（1999）等人对亚洲裔女性学生进行了刻板印象威胁方面的研究，发现亚洲裔女性学生在种族身份得到激活时，在数学测验中表现较好，当她们的女性身份得到激活时，在数学测验中的表现就会变差。激活被试的女性身份，被试更明显意识到自己属于女性这个群体，并对这个群体产生认同，女性群体在数学方面存在的刻板印象就是数学表现差，因此，被试受到刻板印象威胁影响，产生了刻板印象威胁效应。但是，研究中激活被试种族身份时，被试对自己属于亚洲族群产生认同，亚洲族群不存在数学成绩差这种刻板印象，相反，亚洲学生被公认为在理科方面优于其他种族的学生，因此，数学测验的表现反而较好。

2．领域认同

刻板印象威胁理论认为个体对某个领域具有越强烈的认同，消极刻板印象的威胁作用越大。Cadinu等人（2003）的研究，一方面，探讨了女生在数学刻板印象威胁情境中逻辑数学成绩的变化；另一方面，检验了女生对数学领域的认同度不同而产生的不同结果。研究结果表明，刻板印象威胁情境中女生的逻辑数学成绩下降，其中，认为数学无关紧要的女生，数学成绩的下降程度低于对数学具有高认同的女生。

如果个体认同自己属于某个领域，他或她必须认为这个领域有吸引力、重要、可行，更重要的是具有高的自我相关或自我定义（Smith & White，2001）。因此，领域认同度高的个体，容易将领域中的特征内化为自己的特征。Osborne和Walker（2006）对高中生的研究表明，不管具有何种肤色的学生，当具有高领域认同时，就会取得相对较高的GPA（平均绩点）成绩，低旷课率以及其行为受到较少的影响，即领域认同能够预测学业成绩。另外，研究还表明，当高领域认同的学生受到刻板印象威胁时，更容易发生辍学，因为这类学生受到刻板印象的威胁，产生了对学习环境的厌恶，导致了学习成绩的下降。

3．测验难度

测验难度会影响到刻板印象威胁效应的大小。难度相对较低的测验，产生的刻板印象威胁效应小，而难度高的测验产生的刻板印象威胁效应大。在Spencer等人（1999）的研究中，研究者将测验难度作为自变量进行考察，结果发现，测验难度低的情况下，男女生在刻板印象威胁情境中的分数不存在差异，而在高难度的测验中，刻板印象威胁情境中女生的测验分数显著低于男生。Yerkes和Dodson（1998）认为，当面对简单的任务时，心理唤醒能够提高个体的任务表现，而任务比较复杂和困难时，心理唤醒就会对被试产生干扰，降低个体的任务表现。O'Brein和Crandall（2003）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观点。


 五、刻板印象威胁发生机制的认知神经研究

1．刻板印象威胁短期效应发生机制

（1）刻板印象威胁影响数学作业的机制

Krendl，Richeson，Kelley和Heatherton（2008）运用fMRI技术研究了女性在刻板印象威胁条件下数学作业绩效降低的神经机制。研究中，被试被分成控制组和刻板印象威胁组，先让所有被试完成一个数学能力测试，测试结果作为基线绩效。正式测验中，给威胁组被试呈现“女性数学能力低下”这一消极刻板印象，结果出现了刻板印象威胁效应，即控制组被试的数学绩效提高，刻板印象威胁组被试的数学绩效降低。fMRI数据结果显示，控制组被试大脑的激活区域和正常情况下进行数学学习和作业时激活的脑区是一样的，包括下前额皮质（inferior prefrontal cortex）、左下顶叶皮质（left inferior parietal cortex）以及两侧角回（bilateral angular gyrus），而威胁组被试并没有出现这些皮层的激活，其激活皮层主要是扣带前回腹侧。已有研究证明，扣带回与情绪化信息的加工密切相关，如Moran等（2006）以及Somerville等人（2006）的研究证明扣带回与情绪调节、情感信息加工以及社会反馈相关。这一研究结果在脑区层面直接展示了刻板印象威胁的发生机制，即刻板印象威胁从两个方面影响女性被试的数学测验绩效：第一，破坏进行数学作业时应该激活的大脑区域的激活；第二，激活与情绪加工和调节有关的大脑区域。

（2）刻板印象威胁影响心理旋转作业的机制

Wraga等人（2007）利用fMRI技术，探讨了刻板印象威胁影响女性心理旋转作业的脑机制。根据测试之前被试得到的刻板印象信息，被试被分为三组，积极刻板印象信息组（女性空间旋转能力强于男性）、消极刻板印象信息组（女性空间旋转能力弱于男性）以及控制组（无刻板印象信息），用fMRI记录进行空间旋转作业时被试的脑区激活信息。结果出现了刻板印象威胁效应，即消极刻板印象组测试绩效显著降低。

fMRI数据结果显示，与控制组相比，消极刻板印象组被试激活的脑区包括：左侧前扣带皮层嘴腹侧（left rostral-ventr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以及右侧眶回（right orbital gyrus），后者与人际关系有关的社会信息的加工有关，包括刻板印象信息（Milne & Grafman，2001），同时也和自我意识情感的调节有关，如尴尬、羞耻等（Beer et al.，2003）；与空间信息加工有关的脑区也被激活，只是激活程度很低，包括右侧顶下小叶和左侧顶上小叶（right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left superior parietal lobule）。与积极刻板印象信息组相比，消极刻板印象组被试被激活的脑区包括：小脑（cerebellum）以及右侧杏仁核（right amygdala），后者和恐惧等负性情绪加工有关（LeDoux，2000）。与消极刻板印象组相比，积极刻板印象组主要激活的脑区包括，前额叶皮层前部腹、内侧面（ventral and medial portions of anterior PFC）以及右侧后扣带回（right posterior cingulate）等，前者主要和复杂的工作记忆加工有关，后者与通过自我移动获得的线索的空间操作有关（Wraga et al.，2005）。

以上结果显示，与积极刻板印象组及控制组相比，消极刻板印象组被试主要的激活区是与情绪调节和控制有关的脑区，由此增加了被试的情绪负荷，从而导致被试绩效降低，虽然也激活了与空间旋转加工有关的脑区，但激活程度很低。这一研究结论和Krendl等（2008）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3）刻板印象威胁影响Stroop作业的机制

Inzlicht等（2008）利用ERP技术证明，刻板印象威胁情境导致女性被试对自我控制进行错误的调节，进而致使其Stroop颜色命名任务绩效降低。在实验中，通过进行诊断性数学测试在女性被试身上引发刻板印象威胁（女性的数学能力弱于男性），之后让被试完成Stroop颜色命名任务，这种任务需要被试进行注意控制和自我调节。被试进行作业时，测量被试额叶内侧脑电波（medial-frontal potentials）的波幅，这些脑电波反映了不一致监控系统的前意识激活，其出现表明，不一致监控系统已经检测到了预期目标和实际反应之间的不匹配，额叶内侧脑电波在被试做出错误回答时会出现，在高不一致检测试验中做出正确回答时也会出现，在低不一致检测试验中不会出现（Falkenstein，Hoormann，Christ，& Hohnsbein，2000）。Inzlicht和Gutsell（2007）的研究表明，如果个体没有进行自我控制，其冲突监控的神经机制会被削弱。因此，可以预期，如果刻板印象威胁导致个体不对自我控制进行调节，那么对错误反应的神经反应将会削弱，而如果刻板威胁导致被试对自我控制进行错误地调节，则对所有测验的神经反应均会加强。

Inzlicht等（2008）的研究结果表明，与一致测验相比，男性被试对不一致测验表现出了更大的波幅，这表明他们正确地检测出了那些测验需要高度的注意。相反，女性被试对所有的测验都显示出了高波幅。这说明由女性数学能力弱于男性这一刻板印象引发的刻板印象威胁导致女性被试进行错误的自我控制调节，从而导致其Stroop颜色命名任务绩效降低。

（4）刻板印象威胁导致学业脱离的ERP研究

Forbes，Schmader和Allen（2008）利用ERP技术从神经水平上研究了刻板印象威胁导致学业脱离的机制。被试分为实验组和控制组，先让所有被试报告他们对学业成就的看重程度，然后完成冲突监控任务（Flanker任务）。在此期间记录被试的脑电波。在Flanker任务中，当四个与目标刺激一致的Flanker刺激（MMMMM）或者不一致的Flanker刺激（NNMNN）同时呈现时，被试必须按键确认出目标刺激（M或者N），在不一致测验中，被试做出反应时需克服干扰，要付出更多的自我监控。通过对错误关联负波（error-related negativity，ERN，一种潜伏期很短，由被试的回答引发的负波）的测量来反映被试的监控能力。在此之前，Gehring等人（1995）的研究表明，在错误回答之后出现的ERN的波幅要大于正确回答之后出现的ERN，并把这个波解释为作业监控和错误检测在神经水平上的指示器，即监控强度越强，ERN波幅越大。

Forbes等（2008）的实验结果显示，当任务目的被描述为是在诊断智力时，受威胁个体贬低学业成就的程度可以预测他们在Flanker任务中监控他们自己表现的程度（通过ERN的波幅预测），在Flanker任务中监控他们自己表现的程度越低，ERN的波幅越低，即被试越会贬低学业成就。当任务被描述成是中立的时，学业贬低程度与ERN波幅无关。这表明在刻板印象威胁情境下，被污名群体的学生不再关注学业表现时，他们会终止对其学业表现的监控，从学业表现中脱离出来，从而导致学业绩效的下降。


 六、刻板印象威胁的应对策略

个体为了回避刻板印象威胁带来的负面情绪体验以及保护自己会采取一系列的应对策略。

1．认同融合

一些心理学家强调个体或群体会以高度的认同融合来应对刻板印象威胁。所谓认同融合是指个人与他人、本群体与他群体在情感上和心理上趋同的过程。如Swann，Gómez，Seyle，Morales和Huici（2009）发现，在刻板印象威胁的情境下，具有极强自我认同感的个体会倾向于用极端行为来维护群体认同，并达成认同融合。Gómez等（2011）发现，个体认同和群体认同是同等重要的，当个体认同或群体认同受到刻板印象威胁的作用时，认同融合中的个体就会采用自我验证的方式来维护其群体认同。也就是说，无论刻板印象威胁引发的是个体认同还是群体认同，都会强化个体的极端群体行为，并以此作为增强群体认同的补偿性应对策略。

2．否定策略

应对刻板印象威胁的有效方式之一就是努力重建并感知自我的完整性，因此最为简单的应对策略就是否定策略，即通过否定刻板印象的准确性或否定刻板印象与自我的相关性来维持自我的完整性。其中，否定刻板印象的准确性被认为是一种集体化策略，而否定刻板印象与自我的相关性则被认为是一种个体化策略（von Hippel et al.，2005）。Major，Quinton，McCoy和Schmader（2000）和Steel，Spencer和Aronson（2002）发现，具有高印象管理水平的个体更倾向于使用刻板印象的否定策略。von Hippel等（2005）发现，高印象管理者在无须行为表现验证时采用夸大刻板印象领域胜任度的策略来否定刻板印象威胁的准确性，而他们在预期行为表现时则倾向于否定刻板印象对其自身的重要性。由此发现，承受威胁的个体在刻板印象领域中的表现低于正常水平的原因是由于他们之前就已经预期了消极后果。否定是应对的策略，也是寻找的借口，否定伴随的是较少的动力付出和较少的参与意愿。因此，否定策略是具有局限性的，它与个体的印象管理紧密相关（管健，柴民权，2011）。


 七、刻板印象威胁的干预策略

研究者证明人们有办法降低或消除刻板印象威胁的消极效应。比如，Spencer等人（1999）的研究发现，向被试提供有关测验与刻板印象无关的信息，或者特别指明某些人打破刻板印象获得成功的事例，都可能帮助个体消除刻板印象威胁效应（Aronson et al.，2002；Blanton et al.，2000；McIntyre et al.，2003；管健，柴民权，2011）探讨了刻板印象威胁的干预策略。

1．内群体成员的榜样作用

以往研究发现，外群体成员的优秀表现会激活刻板印象威胁，而内群体成员的榜样作用则会相应地降低刻板印象威胁（Dasgupta & Asgari，2004；Marx & Stapel，2006；McIntyre et al.，2005；阮小林等，2009）。这是因为，树立积极的角色榜样可以提供与刻板印象威胁相反的证据，从而降低对被威胁对象的伤害。然而，新近的一些研究发现，有时角色榜样并不能起到积极的效果，相反还会产生消极的作用。McIntyre，Paulson，Taylor，Morin和Lord（2010）首先将女性被试暴露于性别刻板印象威胁情境中，然后让被试阅读一位成功女性（角色榜样）的传记文章，之后再进行一项数学测试。研究发现，当角色榜样的成功来源于内部稳定因素时（如能力、努力），将会产生积极效果最大化；而当角色榜样的材料源于外部的非稳定因素时（如运气），角色榜样无任何积极性效果，甚至产生被试的自贬性态度。由此，Schmader，Johns和Forbes（2008）以及McIntyre等（2010）认为，应得性是角色榜样作用大小的重要调节变量。也就是说，当个体认为角色榜样的成功是来自于内部稳定因素时，那么成功是应得的，个体能从角色榜样身上获得更多的效能感；反之角色榜样的作用会下降、不起作用，甚至产生反作用。

2．群体认同转换策略

Schmader等（2008）认为，对于拥有多重群体认同的个体而言，消除刻板印象威胁的有效策略是转换群体认同，即从消极的群体认同转换为积极的群体认同，其目的在于消除引发威胁的认知不平衡。这一策略在许多研究中得到证实，如Shih等（2002）发现，女大学生面对数学成绩普遍低于男性这一性别刻板印象时，如果激活其女性群体认同，其数学成绩会明显下降，如果激活其大学生身份，则成绩不受刻板印象威胁情境影响。新近的研究显示，转换群体认同这一应对策略有其局限性。Rydell和Boucher（2009）发现，转换群体认同策略的有效性受到个体自尊水平的调节和影响。例如，处于数学成绩较差的刻板印象威胁中，女性的确比那些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的群体表现出更低的数学成绩，然而女性如果使用其他的积极社会认同，比如，认定自己是大学生的话，将展现出更多的自尊以避免威胁的干扰作用。由此可见，转换群体认同只对高自尊的个体有效，对低自尊的个体毫无作用。这是由于，不同的自尊水平决定了个体对环境信息的感知和利用的倾向与程度。高自尊的个体更倾向于获取积极的环境信息，而低自尊的个体更聚焦于应对消极的环境信息，这种应对会消耗个体更多的工作记忆资源，从而损害个体在刻板印象领域中的行为表现。

3．群体边界弱化策略

Rosenthal和Crisp（2006）认为，个体认识到群体间的差异，并将所属群体劣于其他群体的观念内化，是刻板印象威胁产生的前提条件。为此，他们进行了系列实验，但是结果发现，只有在个体进行自我分类之前进行群体同化，即发现群体间的相同点时，弱化群体边界才能从根本上阻止刻板印象威胁的发生。如果个体自我分类过程已经启动或者刻板印象威胁线索已经被个体所觉察，再进行群体同化则没有效果。这一研究证明了弱化群体边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阻止刻板印象威胁的发生，但并不能调节其发生的全部过程。

此外，研究发现刻板印象威胁的消除线索有两种：外显消除线索和微弱消除线索。外显消除线索可以是提供弱势群体的反刻板印象事例，也可以直接表明反刻板印象的观点，还可以对弱势群体进行刻板印象威胁的相关教育。比如，Cadinu等人（2003）对黑人和白人的研究中设置了两个情境，在刻板印象消除的情境中，研究者告知弱势群体即黑人，他们的语言能力相对较高以达到外显的消除刻板印象的目的，结果表明黑人和白人被试的语言能力测试不存在显著差异。微弱的消除线索包括说明所实施的测验不具有刻板印象威胁的作用或通过一些手段表现出弱势群体的优秀。比如，在Davies等人（2002）的研究中，他们给被试呈现视频材料以激活或消除刻板印象威胁。在消除线索的两个视频中，描述了女生的优秀和自信，测试的结果表明，在消除刻板印象威胁组中，男女生的数学成绩没有出现显著的差异。

Nguyen和Ryan（2008）的元分析中发现，对于女性被试，与微弱的威胁消除策略相比，外显威胁的消除策略能够有效降低刻板印象威胁效应，而对于少数群族，微弱的消除策略能够更好地降低刻板印象威胁效应。



专栏　内隐刻板印象与反刻板印象

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理论水平的限制，人们普遍认为刻板印象的信息加工是个体能意识到的，因此，那时关于刻板印象的研究均局限于对其外显过程的考察。后来，Greenwald等人（1990，1994，1995）从有关态度、自尊及刻板印象的内隐认知操作模式得出的结论，揭示出社会认知的内隐模式，证明了个体的社会判断是内隐与外显社会认知相互作用的产物。Bananji和Greenwald（1995）将内隐社会认知的概念拓展到刻板印象领域中，提出内隐刻板印象（implicit stereotype）的概念。内隐刻板印象（implicit stereotype）是指，过去的经验不能被个体内省地获得（或不能准确地识别），但这些经历却影响着对某一群体成员的特征的评价。这个概念的提出对社会认知领域的理论更新和方法进步有重要的作用。首先，它认可了刻板印象能内隐地对个体行为和判断造成影响，因而为后续研究将刻板印象的有意识加工和无意识加工相分离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次，它本身对过去的刻板印象领域研究方法的批判意味着以往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促使研究者采用更为间接的测量方法来考察刻板印象中个体意识不到的部分。

人们常常以性别、年龄、职业、种族、民族、地域等类别对社会群体成员进行区分，内隐刻板印象的研究领域也主要集中在这几种社会类别上。其中，性别是人们主要依赖的类别线索。

反刻板印象（counterstereotype）是指，符合刻板印象的群体在某一方面的特征表现得与刻板印象相反，违背了人们对这些特征的期望和要求的现象。反刻板印象主要在以下几方面体现：在人格特征上，人们认为女性是“依赖他人的”“胆小的”，认为男性是“独立的”“勇敢的”（秦启文，余华，2001），如果女性表现出独立、勇敢，那么便会被认为是反刻板印象的代表；在能力表现上，人们认为男性在各方面更优秀，而女性则稍弱一些（如秦启文，余华，2001），那么，如果女性表现出具有较高的才能，而男性更加依赖他人，也会成为反刻板印象的典型；在家务分工上，中国传统的观点认为“男主外、女主内”，如果一个男人整日操持家务，而女性在事业上拼搏，也会被认为是反刻板印象的代表。另外，在职业选择以及学科的选择上，都有反刻板印象的典型。可以说，刻板印象涉及的领域，都会有反刻板印象存在。反刻板印象与刻板印象是一一对应的，并且，刻板印象与一致概念和不一致概念之间的联结是同时存在的。那么，如果刻板印象与不一致概念之间的联结强度要大于刻板印象与一致概念之间的联结强度时，或者说，当反刻板联结的强度比刻板化联结强度更大时，刻板印象就会被削弱，甚至消除。

综上所述，刻板印象并非不可控制的“认知魔鬼”，而是通过一定策略可加以改变的。研究者们通过比较发现，反刻板印象是控制刻板印象的有效方法。目前常用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在前意识阶段阻止刻板印象的激活、在刻板印象产生后有意地控制它对行为的影响。Bodenhausen和Macrae（1998）对这两种方法进行比较发现，较后者而言，第一时间阻止刻板印象激活对于削弱甚至消除内隐刻板印象更为有效。



第七章　元刻板印象

第一节　元刻板印象概述

第二节　元刻板印象的特性


想试着回答一下吗……


	
什么是元刻板印象？它和刻板印象有何关系？


	
在生活中，我们是否在乎其他群体知何看待我们所属的群体？


	
个体元知觉和群体元知觉的关系是什么？和元刻板印象又有何关联呢？


	
元刻板印象的测量有哪些方法呢？


	
我们知觉到的他人对我们的看法是否准确地反映了他人的真实想法呢？


	
为什么相对于高权力群体，低权力群体的元刻板印象更易被激活？










自Vorauer等人于1998年提出元刻板印象（meta-stereotype）的概念，并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后，越来越多的社会心理学家开始将注意力集中于元刻板印象，研究的范围从最初关注元刻板印象的内容、与他人刻板印象和自我刻板印象的关系、评估的准确性，转向探索元刻板印象的激活、影响因素以及作用。虽然到目前为止，有关元刻板印象的研究还比较有限，但它已成为继刻板印象研究后社会认知领域中的一个新动向。


 第一节　元刻板印象概述


 一、元刻板印象的界定

Vorauer等人（1998）首先对元刻板印象进行了界定，它是指个体关于外群体成员对其所属群体（内群体）所持刻板印象的信念。在此基础上，Vorauer等人对元刻板印象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Vorauer，Main，& Connell，1998；Vorauer，Hunter，Main，& Roy，2000；Vorauer & Kumhyr，2001）。虽然这一概念在1998年才明确提出，但有关元刻板印象的研究则较早就有了（Krueger，1996；Sigelman & Tuch，1997；Tuohy & Wrennall，1995）。研究者总结出元刻板印象的三个主要特征（Gómez，2002；Lichtenberger，2004）。

第一，元刻板印象具有情境性特征。它依赖于一个比较的背景，元刻板印象的激活会随外群体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例如，一个加拿大白人会认为自己在美国人眼中是谦逊、有礼貌的，而认为自己在加拿大土著人眼中则是傲慢、自私、世俗的、不公平的和冷酷的（Vorauer et al.，1998）。

第二，元刻板印象具有认知成分。个体会考虑自我刻板印象是否正确及自我刻板印象与元刻板印象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便会产生两种结果：一是群体成员认为自我刻板印象是正确的而否定元刻板印象，他们便会对外群体产生消极的感受，并且对外群体产生消极的刻板印象。因为他人认为外群体的这种看法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二是一些群体成员会不确信自身存在的已指定的那些特征，甚至他们会相信他们的确存在元刻板印象的那些消极特征。当人们承认这些消极特征并且这种消极特征在他们预料之外时，便会对个体产生威胁，结果便是内群体认同的下降及自尊水平的降低。

第三，元刻板印象具有行为成分。当个体认为外群体对内群体的评价是消极或与自我刻板印象不同时，便会产生三种行为结果：避免与外群体交流；采取选择性的交流方式（这种模式同样出现在遭受社会污名的群体身上）；当他们与外群体的交流不能避免时，个体会对外群体产生恶意的反应，如对外群体进行贬损。


 二、元刻板印象的内容

有关元刻板印象的内容研究大多集中于不同民族、种族群体以及性别群体之间，个别研究涉及了一些特殊群体，如青少年孕妇（Simigiu & Henter，2013）、艾滋病患者（Gordijin & Boven，2009）、宗教信仰和非信仰者（Saroglou，Yzerbyt，& Kaschten，2011）等群体。元刻板印象可以是消极的、中性的或积极的，然而不少研究显示，元刻板印象大多是消极的。比如，Vorauer等人（1998）以加拿大白人为被试，比较了元刻板印象（被试认为加拿大土著人对白人持有的刻板印象）和他人刻板印象（被试对加拿大土著人所持有的刻板印象）、自我刻板印象（被试对加拿大白人所持有的刻板印象）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元刻板印象和他人刻板印象的相关性很低，而元刻板印象和自我刻板印象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元刻板印象比自我刻板印象消极；Krueger（1996a）研究了黑人和白人之间的他人刻板印象以及元刻板印象，结果发现，元刻板印象比他人刻板印象消极；Sigelman和Tuch（1997）的研究也发现，黑人的元刻板印象比他人刻板印象消极。Torres和Charles（2004）考察了美国黑人的元刻板印象，即他们认为白人对于他们的看法，结果元刻板印象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与黑人有关的社会消极特征（如暴力倾向、依赖社会福利、危险的、性混乱、犯罪性、物质主义/没有投资意识、贫穷），另一类是传统的黑人劣等形象（如天生好运动、智力低等、懒惰、劣等的后果不值得“特殊对待”）；荷兰的摩洛哥青少年会认为大多数荷兰人会用“犯罪的”“好斗的”“极端主义”来形容他们（Kamans，Gordijin，Oldenhuis，& Otten，2009）。

只有少数研究发现，元刻板印象比他人刻板印象积极，比如，Tuohy和Wrennall（1995）比较了公众对于苏格兰警察的他人刻板印象以及苏格兰警察认为公众对于他们的刻板印象（元刻板印象），结果发现，元刻板印象比他人刻板印象积极。Koudenburg和Gordijn（2011）考察了女性持有的关于男性的元刻板印象。结果发现，女性认为男性会以“敏感的”“关怀的”和“可爱的”三个方面来评价她们，且这些元刻板印象具有跨情境一致性，即在约会和工作情境中，女性持有相同的元刻板印象。

比较这些研究，不难发现，元刻板印象的积极性取决于两个群体之间以往的关系，如果两个群体之间存在长期的竞争，或历史上有过冲突，那么元刻板印象主要是消极的。

Gómez（2002）指出，元刻板印象是一个格式塔印象，它是由个体关于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的总体印象构成。由于这类信息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且整体性的加工方式忽略了丰富的个体性信息，进而导致了元刻板印象的偏差。


 三、元知觉和元刻板印象

1．个体元知觉和群体元知觉

Laing，Phillipson和Lee在1966年正式提出元知觉的概念。元知觉是指个体关于他人如何看待自己（自我元知觉或个体元知觉）或自己所属群体（群体元知觉）的信念。在人际关系中，人们会很在意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研究显示，人们对于他人如何看待自己会考虑很多（Sheldon & Johnson，1993）。意识到他人如何看待自己是人们最主要的社会信息目标之一，因为在社会环境中最重要的知识是有关他人社会立场的信息（Baumeister，1982；Leary & Downs，1995）。除了作为个体，人们还会关注他人如何看待自己所属的某个群体（包括国家、社会阶层、职业、民族或性别等），即他人对自己所属的群体的看法。

在社会心理学中，有关元知觉的研究已有很长的历史。最初的研究主要是关注个体元知觉，近几十年，社会心理学家开始关注群体元知觉，其中一个方面体现在研究污名化的产生原因和后果上（Crocker & Major，1989；Crocker，1999；Major & Brien，2005）。污名化是群体成员感觉优势文化对其群体持有消极刻板印象，从而觉得自己在他人眼中被贬低。污名化意味为地位等级（低等级的群体被高等级群体污名），低等级群体感觉受到“优势文化刻板印象”的威胁，感觉优势群体对其群体持有消极的刻板印象。显然，元刻板印象属于群体元知觉的范畴。

近几年，一些学者还关注于研究个体元知觉和群体元知觉之间的关系（Méndez，Gómez，& Tropp，2007），研究发现，个体的群体元知觉可以预测个体元知觉，尤其是那些认为自己是内群体的原型者。当群体元知觉消极时，低原型者的个体元知觉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而高原型者的个体元知觉则更加消极，群际焦虑更高，群际接触的兴趣更低。Frey和Tropp（2006）也指出，相对于低原型者，高原型者的群体元知觉对于个体元知觉的影响效果更加显著。

2．元知觉形成的一般模型

近年来心理学家对于投射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元知觉形成的过程（Ames，2004a，2004b；Robbins & Krueger，2005）。特别是，Ames（2004a）提出了一套“心理读取工具包”，他认为感知者主要依靠观察他人的言语和非言语行为，将自己的观点投射于他人，并对他人刻板化。

（1）观察他人行为

观察他人行为虽然是人们形成元知觉的一种策略（DePaulo et al.，1987；Kenny & DePaulo，1993；Shechtman & Kenny，1994），但不少研究发现这种策略并不一定能产生准确的元知觉，同时它也不是主要或唯一的策略。一般来说，人们倾向于认为不同的感知者对他们的看法相似（Anderson，1984；Kenny & DePaulo，1993；Shechtman & Kenny，1994），虽然，人们对他人一般看法的理解相对准确（Anderson，1984；Feil，2001；Funder，1980），但对于不同人看法的区别却不能很好地感知（DePaulo et al.，1987；Kenny & Albright，1987；Kenny & DePaulo，1993；Levesque，1997；Malloy & Janowski，1992；Shechtman & Kenny，1994）。为什么利用他人的反馈形成元知觉比较困难呢？因为他人直接和诚实的反馈信息是有限的（Herbert & Vorauer，2003；Kenny & DePaulo，1993；Shrauger & Schoeneman，1979）。人们不倾向于直接评价他人，即使好朋友之间也是如此（Blumberg，1972）。人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会不直接评价他人，四年级到八年级的儿童就已经显示出这种情况，不管评价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Felson，1980）。

Tice（1992）总结了人们不利用他人反馈的原因，他认为存在两种可能：要么人们不重视来自他人的反馈，要么他们没有接收到他人的评价。而后者又有两种可能：一是他人未能准确或坦率地表达他们的观点；二是人们不愿接受反馈信息。Shechtman和Kenny（1994）的研究探索了第一种可能性。他们以以色列人作为研究对象，人们通常认为以色列文化是清晰的、直接的、严肃的交流方式。与美国人相比，以色列人不太会委婉拒绝。他们认为，在准确性方面，以色列人比美国人要好，因为以色列文化更倾向于直接的交流。但实际上与美国人一样，以色列人似乎也在利用他们的自我知觉作为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的根据。两种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似乎都看不到他人所给予的反馈提示，这些结果表明，自我评价与他人评价之间的分歧并不仅仅是由于他人没有提供反馈信息造成的（岳彩镇，黄希庭，彭玉，廖翌凯，2008）。

（2）投射自己的观点

形成元知觉的另一个策略是投射，即人们用对自己的看法来推测他人的看法（Kenny & DePaulo，1993）。Kenny和DePaulo（1993）认为元知觉更多是受个体的自我知觉影响，而不是受他人所提供的反馈的影响。他们认为，任何特定的他人评价都不会对自我概念产生太大影响，因为人们能够知道一般他人如何看待自己，却不一定知道特定他人如何看待自己。根据Kenny和DePaulo的观点，人们的元知觉并非来自于他人对自己的看法，而是来自于自我知觉。比如，自我评价积极的人认为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也积极，反之亦然（Campbell & Fehr，1990；Murray，Holmes，& Griffin，2000；Murray，Holmes，Griffin，Bellavia，& Rose，2001；Murray，Holmes，MacDonald，& Ellsworth，1998）。人们倾向于认为不同社会群体的人对他们的看法相似，但事实上人们的看法存在差异。人们会高估自己和他人看法的一致性，这种偏差称为虚假一致效应（Fenigstein & Abrams，1993；Krueger & Clement，1994；Marks & Miller，1987）。元知觉形成的投射观点假设人的自我知觉和他人知觉存在高相关（虚假的一致），最近的一项元分析研究也支持了这种假设（Robbins & Krueger，2005）。另一种偏差是透明度高估，即人们会高估自己的想法、目标和情感被他人理解的程度（Barr & Kleck，1995；Garcia，2002；Gilovich & Savitsky，1999；Gilovich，Savitsky，& Medvec，1998；Vorauer & Cameron，2002；Vorauer & Claude，1998）。虽然人们可能知道他人并不完全了解他们的内在体验，但透明度高估仍会发生，因为人们并不充分调整对他人的评估（Gilovich，Medvec，& Savitsky，2000；Gilovich et al.，1998；Pronin，Puccio，& Ross，2002）。Kenny和DePaulo的观点得到了Sedikides和Skowronski（1995）研究的进一步支持，他们发现，将社会比较和反思性评价相比，自我反思（self-reflection）是自我认识（self-knowledge）的主要来源。

（3）试图接受他人的观点

另一种形成元知觉的途径是接受他人的观点（Ames，2004a）。当人们试图接受他人观点时，往往首先从自己的观点出发，然后调整到他们感觉可能达到了他人的观点（Epley & Gilovich，2004；Epley，Keysar，Van Boven，& Gilovich，2004）。但是，人们的调整往往不充分，因此，人们常常感到他人的观点与自己的相似，而实际上并没有如此的相似（Epley & Gilovich，2004；Epley et al.，2004；Nickerson，1999；Pronin et al.，2002）。研究发现，即使人们试图接受他人的观点，但仍然期望与自己的看法相似，因此，这种方法与投射相差并不大（Frey & Tropp，2006）。

（4）依赖于刻板印象

人们会依赖刻板印象来预测他人的看法（Ames，2004a）。在群际背景下，可以运用刻板印象形成元知觉，但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对较少。一些研究发现，当人们感到自己在被外群体成员评价时，他们会认为外群体成员会根据刻板印象来看待自己（Vorauer，Hunter，Main，& Roy，2000；Vorauer & Kumhyr，2001；Vorauer et al.，1998；Pinel，1999）。

3．个体元知觉和群体元知觉形成的决定因素

人们形成的元知觉是个体水平的还是群体水平的有赖于人们期望他人把自己看成个体还是群体成员。人们被作为个体或是群体成员时，会采取不同的心理读取策略。自我归类理论指出：一定的自我概念会根据社会背景特征而“启动”；社会分类的水平之间存在“功能对抗”（Turner et al.，1987），即当人们把自己看成个体时，则不倾向于把自己看成群体成员，反之亦然。何种水平突显取决于个体参考的框架，如果群体成员身份突出，人们会认为自己和他人是群体成员，如果群体身份不突出，人们则倾向于把自己和他人看成是个体。

Frey和Tropp（2006）分析了影响人们作为个体或群体成员的情境和个人因素。首先，他们归纳了影响群体成员身份突显的两大因素。

一是情境因素，包括：（1）群体冲突。Tajfel和Turner（1979，1986）指出，群体冲突是人们把自己看成是群体成员的重要决定因素。群际冲突可以是心理或物质水平的，随着冲突的加剧，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把自己看成是群体成员而非单独的个体（Hewstone & Cairns，2001；Hewstone & Greenland，2000）；（2）外群体成员的出现。即使群际没有长期的冲突，外群体成员的出现会促使群际的比较，并使得人们把自己和他人看成是群体成员（Tajfel，Billig，Bundy，& Flament，1971；Tajfel & Turner，1986）；（3）群体的人数。虽然外群体成员的出现会使得群体成员的身份突显，但对于不同群体会有所不同，人数少的群体成员会更强烈地意识到对群体的代表性（Saenz & Lord，1989；Sekaquaptewa & Thompson，2002），并产生更强烈的群体成员意识，也更可能期待他人把他们看成是群体成员，并形成群际水平的元知觉；（4）污名化。污名化会使得群体成员身份突显（Crocker，Major，& Steele，1998；Goffman，1963；Jones et al.，1984），个体意识到自己的群体被污名化，会关注外群体如何看待内群体（Pinel，1999），人们会认为自己的行为被外群体成员用消极的刻板印象加以解释，进而产生威胁感，（Spencer，Steele，& Quinn，1999；Steele，Spencer，& Aronson，2002）。

二是个体因素，包括：（1）群体认同。人们的群体认同越强烈，群体身份对于他们如何看待自己、他人和社会就越发重要（Brewer & Gardner，1996；Luhtanen & Crocker，1992；Tropp & Wright，2001）。比如，高群体认同的人更可能认为自己是群体成员（Spears，Doosje，& Ellemers，1997），并感觉与其他内群体成员接近和相似（Doosje，Ellemers，& Spears，1995）。高认同者对其他内群体成员有更大的吸引力（Hogg & Hardie，1992；Hogg，Hardie，& Reynolds，1995），特别是那些能很好代表群体价值观的个体（Turner et al.，1987）。此外，相对于其他群体所处的地位，高认同者对于自己群体的地位会有更多的不满（Tropp & Wright，1999），更希望在社会上提高群体利益（Tropp & Brown，2004；Wright & Tropp，2002）。高群体认同者的个体不仅将自己视为群体成员，而且希望被别人视为群体成员。（2）对群体成员身份的意识和对外群体拒绝的敏感度。那些关注自己群体成员身份的个体更可能在模棱两可的情境下将自己视为群体成员，并预期自己会被外群体成员拒绝（Mendoza Denton et al.，2002；Pinel，2002）。

4．群体元知觉的形成过程

人们关于内群体成员和外群体成员的元知觉存在差异。比如，人们对内群体成员的看法更积极，同时也期待内群体成员的积极回馈（Fiske & Ruscher，1993；Gonzales，Davis，Loney，LuKens，& Junghans，1983；Horenczyk & Bekerman，1997；Stephan，Stephan，Wenzel，& Cornelius，1991；Vivian & Berkowitz，1992；Vorauer et al.，1998）。相反，人们对外群体成员不信任（Insko & Schopler，1998；Worchel，1979），并期待被他们消极地评价（Krueger，1996），推断他们的意图是消极的（Hornsey，Trembath，& Gunthorpe，2004；Kramer & Messick，1998；Tropp & Bianchi，2007）。由于人们对内群体成员和外群体成员的假设不同，元知觉形成的策略也存在差异。比如，人们认为自己与内群体更相似，并假定内群体成员所持观点和信念与自己相似，而与外群体成员存在较少相似（Allen & Wilder，1979；Clement & Krueger，2002；Holtz & Miller，1985；Wilder，1984）。这种假设使得人们认为自己的真实特性对于外群体成员的透明度低于内群体成员（Vorauer，2001）。

Ames（2004a）指出，当人们认为自己与他人相似时，更可能使用投射策略，而与他人相异时，更可能使用刻板化策略。

（1）群体内元知觉的形成

在内群体背景下，形成元知觉的最重要的策略是投射。根据元分析，Robbins和Krueger（2005）发现人们对于内群体成员的投射心理很强。其原因是人们感觉与内群体成员相似，并有相似的观点，因此，当人们认为自己与其他内群体成员越相似，投射的倾向越强，也越期待在内群体眼中具有群体的积极特征（Frey & Tropp，2006）。

（2）群际元知觉的形成

许多有关社会认知理论的研究认为，当群体成员身份突显时，人们会感觉与内群体成员的相似性加强，而与外群体成员的相异性则加大（Hogg，2003；Abrams & Hogg，2004）。研究还发现，人们一般期待外群体成员会对自己进行消极评价（Krueger，1996），并以消极的刻板印象看待自己（Vorauer & Kumhyr，2001；Vorauer et al.，1998）。人们认为外群体成员对他们的看法比他们看待自己要更加刻板化（Frey & Tropp，2004）。因此，Frey和Tropp（2006）认为当人们感觉与外群体成员相异性加大，则倾向于采用刻板化策略来读取他人心理。Robbins和Krueger（2005）的元分析也发现，人们对于外群体成员的元知觉中很少使用投射策略。而且Ames（2004a）发现，投射策略和刻板化策略的使用存在负相关。

由于元刻板印象是个体关于外群体成员对于内群体成员所持刻板印象的信念，因此，元刻板印象是在群际背景下才会形成的元知觉，只有当个体的群体成员身份突出时，人们把自己看作群体成员，而非单独个体时，才会意识到外群体成员对内群体成员的看法。

总体来看，群体内元知觉和群际元知觉形成的差异在于以下几个方面：（1）基于的相似性假设存在差异，人们与内群体成员存在更多的相似性，与外群体成员存在更多的相异性；（2）形成元知觉的策略不同，群体内元知觉主要使用投射策略，群际元知觉主要使用刻板化策略；（3）群体内元知觉和群际元知觉的效价不同，群体内元知觉偏向于积极，群际元知觉偏向于消极；（4）个体的偏见水平以及群际的地位等因素都会影响群际元知觉的形成。

5．减少群际元知觉负效应的策略

群际元知觉常常使得人们对外群体成员产生消极的情感和行为反应，这就是群际知觉负效应。针对此，Frey和Tropp（2006）提出了三种减少群际元知觉负效应的策略。

（1）尽可能不凸显群体成员身份

在群际接触时，当群体成员身份凸显，群际元知觉倾向于消极，并基于与外群体成员不相似的假设。一些研究发现，在群际接触时，尽可能不凸显群体成员身份，可以促进群际积极关系的建立（Brewer & Miller，1984；Miller，2002；Miller，Brewer，& Edwards，1985）。降低群体成员身份会使人们认为外群体成员将他们作为个体，从而可能采取相似性的假设和使用投射策略（Kenny & DePaulo，1993），感觉自己被视为个体而非群体成员，人们的焦虑感会降低（Devine et al.，1996）。

然而这种策略的有效性会受到一些条件的限制。首先，当成员来自有明显区别的群体（如不同种族），即使试图降低群体成员身份，人们还是会意识到群际的差异，并预期自己被视为群体成员（Frable，Blackstone，& Scherbaum，1990；Miller，2002）。此外，这种策略即使降低了群体成员身份，也只适用于当时的情境，并不会在将来的群际背景下产生持续的效果（Brown & Hewstone，2005）。

（2）尽量不作为群体原型

在群际接触中，如果个体认为自己被视为群体的典型成员，则会加重焦虑感。因此，在与外群体成员接触时，人们会尽力调整外群体成员对自己的知觉，尽可能不被视为群体的典型代表。比如，人们会尽量远离自己群体的消极刻板印象（Klein & Azzi，2001），或尽量使外群体成员相信那些群体的消极假设和特征并不适用他们（Vorauer，2003）。这种策略可以缓解群际接触时的一些焦虑感，并增强被外群体成员接纳的感受。

但研究也发现，这种策略的使用也会受到一些因素的限制。在群体背景下，人们并不能有效地传递有关印象方面的信息（Blascovich et al.，2000；Devine et al.，1996；Shelton，2003）。所以，即使人们试图改变外群体成员的看法，但这种尝试可能不足以降低对元知觉的关心和群际焦虑。

（3）重建群际关系

这一策略是试图使人们将外群体成员视为内群体成员，从而改善元知觉。一些研究发现，如果不同群体的成员都将自己视为更高层次分类的一部分，群体接触的积极效应则会显现（Gaertner & Dovidio，2000；Gaertner，Mann，Murrell，& Dovidio，1989；Gaertner，Rust，Dovidio，Anastasio，& Bachman，1996）。由于在次级分类中的不同群体归属了上级分类的同一群体，彼此接触时的焦虑感会减少。

另一种改善元知觉的方法是，通过建立跨群体的紧密关系，使得人们心理的联结感增强（Herek & Capitanio，1996；Levin，van Laar，& Sidanius，2003；Paolini，Hewstone，Cairns，& Voci，2004；Pettigrew，1997；Tropp & Pettigrew，2005），当内群体和外群体联结紧密时，群体的边界将被打破。建立群际的联结感有助于产生对外群体看法的积极期待，进而形成积极的群际态度。在群际友谊基础上建立起的联结感是减少群际焦虑的重要因素（Wright et al.，2002）。一些研究表明，直接或间接的友谊都有助于减少群际焦虑（Islam & Hewstone，1993；Tropp，2003），焦虑感的减少又会促进群际友谊和群际积极态度的建立（Paolini et al.，2004）。很多研究证实，群际接触有助于改善对外群体的评价，增进群际关系（Amir，1969；Dovidio & Gaertner，1999；Fiske，2002；Brewer，1999；Jackson，2002；Wolsko，Park，Judd，& Bachelor，2003）。但研究同时发现，如果接触的性质不是积极的，比如群际地位不平等，相互威胁，缺乏合作等，接触可能对群际关系带来消极后果，因为在接触情境中形成的消极评价会推广至外群体的其他成员，并证实消极的刻板印象，从而回避外群体成员（Amir，1969；Dovidio & Gaertner，1999；Fiske，2002；Wolsko，Park，Judd，& Bachelor，2003）。如果是积极的接触，已有的刻板印象没有得到证实，则会导致对外群体成员的积极评价和积极的群际关系（Amir，1969；Brewer & Miller，1984；Wolsko，Park，Judd，& Bachelor，2003）。元刻板印象没有得到印证也有类似的结果。Klein和Azzi（2001）发现比利时被试在面对法国人时，如果将元刻板印象突显，他们会确认更多的积极特征，而摒弃消极特征，而当面对比利时人（内群体成员）时，这种现象则消失。说明选择性确认只是针对外群体成员，由于消极的元刻板印象会影响群体成员与外群体成员沟通的质量，因而群体成员会调整元刻板印象，使之对自己有利。

Turner等人（2007）的研究也表明，跨群体的友谊有助于减少对外群体外显和内隐的偏见，改善对外群体的态度。同时研究发现，在群际接触时自我表露（self-disclose）可以增强同情感、接触的重要性和群际信任，并最终改善对外群体的外显态度。


 第二节　元刻板印象的特性


 一、元刻板印象的测量

测量刻板印象的许多方法都可以用于测量元刻板印象。总体来说，测量元刻板印象的方法可以分为直接测量和间接测量。

1．直接测量

（1）自由反应法

直接询问被试外群体成员对其所属群体（内群体）所持的刻板印象，这是一种简单易行的方法，如果元刻板印象的特征属性确实存在，被试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给出答案。但给出答案的数量可能较为有限。

（2）两级特质评定法

用两级性的词汇来标示元刻板印象的特征属性，并要求被试进行评估。例如，要求被试（社会上层群体成员）判断社会下层群体认为社会上层群体在自信—自卑，奢侈—节俭等特征上具有的等级。常采用连续数值（如1～7）的计分法或正负数值（-3～＋3）的计分法，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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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诊断率法

Vorauer等人（1998）在评价元刻板印象时采用了评价刻板印象时所使用的诊断率法（Martin，1987；McCauley & Stitt，1978；McCauley，Stitt，& Segal，1980；Stephan et al.，1993），诊断率法典型的做法是：目标评价为群体成员拥有某些特定特质的百分比，基线评价为人们总体拥有这种特质的百分比，两者相比远远偏离1.0意味着群体的刻板印象中拥有这种特质。Vorauer等人（1998）对程序进行了修改，在元刻板印象条件下，目标评价为判断外群体成员认为内群体拥有某种特质的百分比，基线评价为判断外群体成员认为外群体成员拥有某种特质的百分比，Vorauer等人认为这种判断比人们对总体人群的判断更具有心理的现实性。

2．间接测量

（1）词汇补全任务

元刻板印象激活的评价采用了词汇补全任务，以Vorauer等人（2000）的研究为例，被试在不同的实验条件下（条件1：想象与外群体成员接触；条件2：仅仅有外群体成员呈现）尽快根据提供的字母回答跃入脑中的词汇，如果几秒钟想不出就跳过。给被试提供的48个词汇补全的系列是基于Vorauer等人（1998）关于元刻板印象的研究结果，即加拿大白人认为加拿大土著人会如何看待他们的词汇，例如，16个元刻板印象的词汇完成包括：S_ _ _ISH（selfish），CR_ _ L（cruel），RA_ _ _ T（racist），_ _FAIR（unfair）和_NOB（snob）。

（2）词汇判断任务

词汇判定任务是让被试对所提供的词汇判定词与非词，通过反应时来确定被试对外群体成员评价的关注程度。在Vorauer等人（2000）的研究中，词汇判定任务包括了三类词汇——与元刻板印象有关的词汇、与刻板印象有关的词汇和与刻板印象无关的词汇，三类词汇在长度、频度与积极性方面加以匹配。

（3）投射技术

投射技术向被试呈现的是意义相对模糊的刺激，即无结构化的材料，被试回答不受限制，发挥自由联想。由于刺激是模糊的、模棱两可的，被试面对这种材料要做出反应，以便放入自己的结构，所以称为投射，也就是被试的心理结构投射到无结构的刺激材料中。投射技术除了著名的罗夏墨迹测验，主题统觉测验，还有句子完成法、故事完成法、自由联想法、绘画法等。

McClelland等人（1981）要求被试在对模糊照片或图画的反应中生发故事或对抽象的刺激生发描述的研究方法。他们利用对内隐动机的投射测量与对外显动机测量之间的比较得出结论，认为投射和直接测量所评估的对象是不同的。Spangler（1992）使用元分析方法对成就动机进行了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认为对成就动机的投射测量要比与之平行的问卷调查测量具有更高的预期效度。

投射技术中的句子完成法、故事完成法等可以用于研究元刻板印象。两种方法都要求被试按照自己的意愿把不完整的句子或故事补充完整，这些不完整的句子和故事与元刻板印象有关，因此，被试可以将自己潜意识中的想法反映到测验中，间接得到元刻板印象的相关信息。


 二、元刻板印象的准确性

Kenny和DePaulo（1993）研究了元知觉的准确性问题，他们认为元知觉准确性是人们对于他人如何看待自己（或自己所属群体）的准确判断程度。Kenny和DePaulo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元准确性：一种是二元准确性，是指人们对于某个特定的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准确判断程度，准确性指数可以用B对于A的看法和A认为B如何看待他/她的相关系数来表示；另一种是普遍元准确性，是指人们对于他人普遍会如何看待他们的准确判断程度，准确性指数可以用他人对他们的普遍看法和个体认为他人会如何看待他们的相关系数来表示。Kenny和DePaulo还指出，人们作为特定个体还是群体中的一员，判断的敏感性是不同的。

元刻板印象的准确性接近于普遍元准确性，是指个体对于外群体成员对其所属群体所持刻板印象的准确判断程度，可以通过比较元刻板印象和外群体所持的他人刻板印象来获得的。一些研究发现，两者存在较高的一致性（Finchilescu，2004；Sigelman & Tuch，1997），即元刻板印象的准确性比较高。Sigelman和Tuch（1997）把黑人的元刻板印象和白人对黑人的他人刻板印象进行了比较，比较的数据分别来自两项全国性的调查，其中一项调查主要针对黑人的元刻板印象，而另一项调查主要针对白人对黑人和其他种族的他人刻板印象，由于两项调查都是全国性的样本，其中的调查项目又十分相近，Sigelman等人将相对应的项目进行了比较，结果如下表：

表7-1　白人的他人刻板印象和黑人元刻板印象的比较



	刻板印象
	白人持有该刻板印象的比例
	黑人认为“多数白人持有该刻板印象”的比例



	喜欢依靠社会福利
	59
	75



	暴力
	54
	82



	懒惰
	47
	69



	不聪明
	31
	76



	不爱国
	18
	44




Sigelman等人认为，黑人的元刻板印象是准确的，但也同时指出由于社会偏好性的影响，他人刻板印象存在低估的偏差，而元刻板印象存在高估的偏差。Krueger（1996）调查了美国白人和黑人的个人信念和相互的刻板印象，结果也发现，人们会高估外群体对自己群体的消极看法，即元刻板印象比他人刻板印象更加消极。Torres和Charles（2004）以大学生为被试，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比较了美国白人的刻板印象和黑人的元刻板印象，所得到的结论和Sigelman的结果类似。

Gómez（2002）认为建立元刻板印象的准确性十分重要，因为元刻板印象在本质上体现了群际关系，如果外群体对内群体的实际看法并不像内群体想得那么消极，也就是元刻板印象没有得到证实，那么可以利用此来改善群际关系。


 三、元刻板印象的激活

元刻板印象的激活和刻板印象的激活存在差异，刻板印象的自动激活仅需要呈现外群体成员，而这对于元刻板印象的激活来说是不够的，元刻板印象的激活要依赖于多种因素，Anseel（2011）阐述了元刻板印象激活条件，我们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六个条件。

第一，外群体成员的评价（Vorauer et al.，2000）。元刻板印象激活的最基本条件是个体感知到自己正在被外群体成员评价或有被评价的可能。Gordijn（2010）的研究发现，那些对自己体重不满意的女性在认为自己的外表受评价时有关“超重”的消极元刻板印象会自动激活并应用。Vorauer等人（2000）研究发现群际接触（预期或真实接触）会导致元刻板印象的激活，随着群际接触紧密程度的提高，个体感知到自己被外群体成员评价的可能性逐步提高，元刻板印象的激活效应也更加明显。

第二，无权力感（Lammers，Gordijin，& Otten，2008）。没有权力的群体成员会更加关注外群体成员如何看待自己的群体，在群际情境下，他们倾向于激活和应用元刻板印象，也会对群际关系产生更大的关联。权力在元刻板印象上的负面效应可因观点采择而降低（Lammers et al.，2008）。

为何无权力者更易激活元刻板印象？可能有以下几点原因：（1）因为权力通常与获得报酬有关，而无权力则与避免损失和威胁有关（Keltner & Gruenfeld，2003；Galinsky，Gruenfeld，& Magee，2003；Lammers，Galinsky，Gordijn，& Otten，2008；Smith & Bargh，2008）。在群际情境下，有权力的群体影响和控制了无权力者的收获，无权力者为了避免损失要预测可能的威胁，一种预测威胁的好方法就是预测有权力的群体如何看待自己，他们关注能否被有权力群体接纳，并获得有权力群体控制的资源。因此容易激活和应用元刻板印象（Lammers，Gordijn，& Otten，2008）；（2）有权力者倾向于将他人视为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Gruenfeld，Inesi，Magee，& Galinsky，2008；Keltner et al.，2003），而无权力者倾向于将自己视为达到他人目的的手段（Keltner et al.，2003；Overbeck，Tiedens，& Brion，2006），因此，无权力者会更加在意他人如何看待自己；（3）元刻板印象需要接受他人观点（Vorauer，Hunter，Main，& Roy，2000），而权力与接受观点呈负相关，有权力者倾向于不接受他人观点，而是自我定向（Galinsky，Magee，Inesi，& Gruenfeld，2006）。相反，无权力者则更易受到有权力者的影响（Van Kleef，De Dreu，Pietroni，& Manstead，2006）。Galinsky等人（2006）指出，有权力者不太可能接受他人的观点，因为他们缺少对他人形成准确印象的动机。与此相反，低权力者或无权力者会试图预测和理解他人的看法，他人如何看待他们，他们更可能接受他人观点（Lammers et al.，2008）。而接受他人观点有助于改善群际关系，减少刻板化（Galinsky & Moskowitz，2000；Vescio，Sechrist，& Paolucci，2003）。

第三，移情作用。Vorauer和Sasaki（2009）让被试观看外群体成员苦难经历的详细记录，并且指导他们集中关注记录中外群体成员的感受与观点，或是持一个客观的立场。但在随后的群际交流中，移情作用并没有对群际态度产生积极效应，而且还导致较高偏见的个体对参与互动的外群体成员进行贬损。中介分析表明，负面元刻板印象的激活可以解释这些效应。尽管通常认为移情可以促进群际交流，然而研究则发现它会增强元刻板印象的激活。

第四，公共自我意识感。Vorauer等人发现，元刻板印象激活效应存在个体差异，高公众自我意识的个体元刻板印象更容易激活。Klein和Azzi（2001）还发现个体对群体的认同是影响元刻板印象激活的重要因素。不难想象，高公众自我意识的个体和对群体认同高的个体会更加关心自己群体被外群体如何评价，因此他们的元刻板印象更易激活。

第五，偏见水平。高偏见者对外群体持有更强的刻板印象，反过来他们也会认为外群体对他们持有较强的刻板印象。低偏见者比高偏见者更可能认为自己与外群体成员相似，这种知觉使得他们认为自己会被外群体成员积极刻板化。比如，Vorauer和Kumhyr（2001）的研究中，他们让加拿大白种人分别与加拿大土著人（外群体）和加拿大白种人（内群体）相互作用，结果高偏见者认为自己在土著人的眼中比在白种人眼中有更强的刻板化方式，而低偏见者则认为自己在土著人的眼中比在白种人眼中有更少的刻板化方式。低偏见的加拿大白人不认为自己在土著人眼中具有群体的消极刻板印象（偏见、特权），而高偏见者则可能认为自己是消极的、刻板化的。Finchilescu，Hunt，Mankge和Nunez（2002）的研究以南非的白人和黑人为被试，也发现高偏见者的元刻板印象更加消极。Vorauer等人认为种族高偏见者的种族态度在自我概念中处于核心地位，他们认为自己会被外群体消极刻板化，这种消极的元刻板印象会使他们感到自尊降低和自我概念的困惑，高偏见者消极的元刻板印象会导致他们对外群体成员进行更消极的评价（Vorauer & Kumhyr，2001）；而低偏见者的种族态度在自我概念中不处于中心地位，因此较少认为自己会被外群体刻板化，积极的元刻板印象使得低偏见者体验更强烈的自尊感和自我概念的确定感（Vorauer et al.，1998），并且使得他们对外群体成员的评价更加积极（Vorauer & Kumhyr，2001）。这种效应是低偏见者个人价值观和自我概念的体现。低偏见者期待外群体成员会依靠个别化信息来形成对他们的印象，并期待外群体成员积极地看待他们，这使得他们对外群体成员产生积极评价。

第六，个体的内外控倾向。例如：Gordijin和Boven（2009）对荷兰122个艾滋病患者的调查揭示出，外控型人格、元刻板印象与孤独感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他们受其他人怎样将其定性为艾滋病患者的思想影响，认为他们对生活缺乏控制，从而更易体会到孤独感。与此发现一致，可以认为较强的自我控制感与低元刻板印象的产生是相关的。因此认为有较少发言权、参与权或缺少控制权的人可能有产生消极元刻板印象的倾向。


 四、元刻板印象的作用

1．对群际关系的作用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元刻板印象是影响群际关系的重要因素，元刻板印象对于群际关系的作用要大于刻板印象，改善群际关系减少消极的元刻板印象比减少消极的刻板印象更加有效。（Vorauer et al.，1998；Kessler & Hollbach，2005；Gomez，2002；Oldenhuis et al.，2007；Gomez & Huici，2008）。有关刻板印象的研究表明，如果增加个体的信息，就可以消除与个人信息不一致的刻板印象（Islam & Hewstone，1993；Vorauer et al.，1998）。而元刻板印象则不同，Vorauer等人（1998）认为，元刻板印象与自我直接相关，而且一旦形成是不容易改变的，虽然人们关心自己会被别人如何看待，但信息来源却很有限。向其他群体询问自己所属群体的刻板印象和评价是比较尴尬的，人们不容易获得他人外显的评价（Vorauer et al.，1998；Blumberg，1972），由于个体往往不了解外群体对内群体的看法，因此元刻板印象在群体互动中的所起的作用会更加持久。

Anseel（2011）总结了元刻板印象的发生对群际互动中的态度或行为的重要影响在于两个方面：首先，个体的行为可能会朝着他所持有的元刻板印象方向发展。例如，Kamans（2009）等人发现，荷兰人对其持有消极刻板印象的摩洛哥青少年表达了与这种消极元刻板印象一致的态度。也就是说，他们按照外群体对他们的负面刻板印象那样行动，将犯罪活动、侵略及极端主义合法化。其次，如果人们认为其他人对其或所属群体存在负面看法，他们之间的交流在情绪上就会受到影响，他们之间交流中的消极态度也会令人苦恼。例如，一系列关于元刻板印象效应的研究发现，加拿大白种人认为土著居民对其持消极态度。在这种互动背景下，这些信念与交流过程中的较低快乐感和高负性情绪预期是存在关联的。另外，对于个体来说，感受到外群体成员的刻板印象会对他们的自我概念及其清晰度造成一定的威胁，形成低自尊，并导致较低的内群体认同（Yao，2013）。

但有些研究结果与Anseel的结论并不一致，如果个体希望改善与外群体的关系，他们的行为不一定会印证消极的元刻板印象，比如，苏格兰被试关于英国人认为他们“依赖”的元刻板印象被突显，他们会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行为，以不寻求帮助来避免确认关于群体的消极元刻板印象，但同时研究者发现，这一效应只在高群体身份认同的被试身上显现（Wakefield，Hopkins & Greenwood，2012）。

一些研究表明，呈现积极的元刻板印象可以改善群际关系（Gómez & Rodríguez-Bailón，2000），Gómez和Huici（2008）研究了两个中学篮球队球迷的元刻板印象（两个群体之间没有冲突的历史），结果发现，向群体提供积极的元刻板印象信息降低了人们对消极元刻板印象特征的认同和对外群体的排斥，并且在群际互动中提高了对外群体的评价。

高偏见者对外群体有更多地消极感受，并倾向于持有消极的元刻板印象。Branscombe，Spears，Ellemers和Doosje（2002）的研究发现群体成员倾向于拒绝来自被认为贬低其内群体的外群体的奖励；Doosje和Haslam（2005）的研究也发现，当澳大利亚被试认为荷兰人对他们持有消极的刻板印象，则会回馈性地对于荷兰人在“好的国际行为”指标上打低分，而相比之下，那些认为荷兰人对他们持有积极刻板印象的澳大利亚人则会打分较高。Butz和Plant（2006）发现，黑人和白人被试在种族间交往时，如果感知到对方不愿意交往则会回馈于愤怒和敌意。Oldenhuis认为回馈性决定了人们如何对于特定的元刻板印象做出反应。消极的元刻板印象导致消极的行为，积极的元刻板印象导致积极的行为。

但“回馈性”原则并不适用所有的情况，如果人们试图与外群体建立良好的关系，消极的元刻板印象并不一定导致消极的行为。Hopkins等人（2007）研究发现，当苏格兰人所持有关于英国人的元刻板印象“小气”被突显时，苏格兰人会更多地证明自己是慷慨的，而他们的助人意愿是指向外群体的，对于内群体则没有改变。可见，当苏格兰人认为英国人把他们视为“小气”时，他们对这种印象感到不满，并尽力驳斥它，最有效的方法是对英国人（外群体）实施助人行为。而当人们不喜欢外群体时，积极的元刻板印象也不会产生同化效应（Koudenburg & Gordijn，2011）。

Maclnnis和Hodson（2011）的研究发现，元刻板印象不仅会对群际接触产生强烈的影响，群际接触反过来也会影响元刻板印象。群际接触会减少消极的元刻板印象（Tredoux & Finchilescu，2010），改善群际关系。

2．元刻板印象作用的影响因素

Oldenhuis等（2007）研究了个体的偏见水平和元刻板印象的有效性对行为效应的影响作用。元刻板印象的有效性，即元刻板印象的真实性（Oldenhuis et al.，2007），是指元刻板印象是基于事实还是虚构。研究结果发现，低偏见者特别希望采取行动与外群体保持积极的关系，如果他们认为外群体对内群体持有不真实、虚构的消极刻板印象，他们可能通过行动向外群体展示内群体并非像他们所认为的那么消极，低偏见者认为有理由改变外群体对内群体的消极刻板印象，从而改变消极的元刻板印象，而如果消极的元刻板印象被认为是真实、有效的，低偏见者能宽容地接受，较少做出改变消极刻板印象的行为。而如果积极的元刻板印象是不真实、虚构的，低偏见者仍然会采取行动向外群体确认这些不真实的积极刻板印象，以加强与外群体的关系，而如果积极的元刻板印象是真实、有效的，低偏见者的确认行为则较少，他们认为外群体对于内群体的积极刻板印象已很明确，无须进一步确认。因此，对于低偏见者来说，不真实的积极元刻板印象导致了行为的同化效应，而不真实的消极元刻板印象导致了行为的对比效应。研究发现，荷兰被试认为美国人对他们的看法是“宽容”，低偏见者会尽力表现得宽容，显示出元刻板印象的同化效应，而高偏见者则无此效应（Oldenhuis et al.，2007）。高偏见者并不期望与外群体保持积极的关系（Maddux et al.，2005），所以他们不是很关心外群体的刻板印象是否真实，所以高偏见者的行为反应受无刻板印象有效性的影响不大。高偏见者对外群体有更多的消极感受，并倾向于持有消极的无刻板印象，其行为也显示出对消极元刻板印象的同化效应，比如，Oldenhuis等人（2007）的研究发现，当基督徒学生认为自己要被非基督徒学生评价时，他们的元刻板印象被激活，即认为自己在非基督徒学生眼中是很保守的，结果高偏见者的行为显示出对消极元刻板印象的同化效应，即表现得比低偏见者更加保守。

可见，个体的偏见水平不仅会影响元刻板印象的形成和激活，还会进一步影响元刻板印象所产生的行为效应。低偏见者比高偏见者更希望与外群体保持积极的关系（Maddux，Baren，& Brewer，2005），也更加愿意对外群体做出积极的反应（Boyanowsky & Allen，1973；Swim et al.，1999）。虽然消极的元刻板印象的激活对低偏见者和高偏见者的行为都会产生消极作用，但由于低偏见者会阻止自己的行为受其影响，所以元刻板印象对低偏见者行为的消极影响较小。

3．元刻板印象作用的实例

贺雯（2012）研究了我国不同社会阶层的刻板印象、元刻板印象与群际关系（以外群体态度、对群际关系的认知、交往兴趣为指标）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社会较高阶层和社会较低阶层的群际关系结构模型差异很大。

在社会较高阶层的群际关系结构模型中，刻板印象对外群体态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外群体态度对交往兴趣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在社会较低阶层的群际关系结构模型中，元刻板印象对外群体态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外群体态度对交往兴趣、对群际关系的认知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见图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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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社会较高阶层群际关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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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社会较低阶层群际关系模型



比较两个社会阶层群际关系结构模型可以发现，社会较高阶层的刻板印象对社会群际关系有更强的影响，而社会较低阶层的元刻板印象对社会群际关系有更强的影响。国外研究发现，权力、地位会对人们的社会认知产生影响，有权力者社会认知的自动性会增强，更容易对他人采用刻板印象（Chen，Ybarra，& Kiefer，2004；Chen.，Lee-Chai，& Bargh，2001；Overbeck & Park，2001，2006；Vescio，Snyder，& Butz，2003），倾向于不接受他人观点，而是自我定向（Galinsky，Magee，Inesi，& Gruenfeld，2006），他们更多地从自我出发，较少意识到对方的利益，尤其当他人对其地位没有影响力时更是如此（Lammers，Gordijn，& Otten，2008）。而低地位、低权力者社会认知的自控性、有意性会增强，他们会更加仔细、频繁地观察他人的行为，因此，他们对他人判断的准确性较高（Montagner et al.，1988）。地位低的群体成员一般会显示出更高的内群体认同，在群体互动中更加意识到自己的群体划分，将地位高的外群体视作威胁，从而对外群体产生回避和敌意，与外群体接触的意愿较低（Petersen，2003）。没有权力的群体成员会更加关注外群体成员如何看待自己的群体，在群际情境下，他们倾向于激活和应用元刻板印象，也会对群际关系产生更大的影响（Lammers et al.，2008）。

研究显示，建立积极的群际关系可以从改善刻板印象、元刻板印象入手。由于社会较高阶层和社会较低阶层之间缺少直接的接触，社会媒体作为群际间接接触的重要媒介，应更多地关注社会较低阶层，并展现出各阶层的积极面，改变彼此的消极刻板印象。不仅如此，社会媒体等也应展示社会不同阶层之间对彼此的看法，尤其是积极看法，突显积极的元刻板印象，将有助于增进不同社会阶层的群际接触，促进和谐群际关系的建立。

元刻板印象的研究在国外日益受到重视，而在国内还极为有限，目前仅有的研究集中于不同社会阶层（贺雯，2012）、流动儿童和城市儿童（邹容，2012）以及汉族和藏族大学生（张兰鸽，赵云龙，寇彧，2013）等。在社会生活日益复杂的今天，人们总是从属于不同的群体，比如国家群体、性别群体、民族群体、职业群体等，不同群体之间往往存在差异或地位的高低，比如，在我国以汉族文化为主流文化的环境中，少数民族地区学生在语言、文化等方面与汉族学生相比处于弱势地位，教育中存在着民族差异（滕星，马效义，2005）。从元刻板印象的角度，探讨不同民族之间的群际关系及改善方法极富意义。此外，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社会阶层迅速分化，社会学家指出我国当前形成的社会阶层结构是很不理想的“金字塔型”，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纺锤形”结构，具体表现为社会较低阶层巨大，中间阶层不发达，容易产生社会矛盾（陆学艺，2002；李强，2009）。研究者认为社会阶层的迅速分化对早已习惯了旧的生活秩序的人们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心理冲击，如何协调各社会阶层的关系是对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严峻挑战，除了通过政治、经济手段协调各阶层的关系，解决各阶层的矛盾，通过心理调控手段如从元刻板印象入手探讨不同社会阶层的群际关系和干预策略也必不可少。元刻板印象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未来该领域的前景必将十分广阔。



专栏　元刻板印象的作用

元刻板印象会引起群际焦虑，影响人们的人际判断，对群际接触的期待和体验，以及对内群体和外群体的行为（Finchilescu，2010；Shelton，Richeson，& Salvatore，2005；Vorauer & Kumhyr，2001；Vorauer et al.，1998）。Finchilescu等（2007）的研究发现，南非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元刻板印象会引起群际焦虑。Vorauer等人（2001，2003）的研究发现，当加拿大白人感知到自己被土著人消极评价时，他们会倾向于对土著人进行更消极的评价。同时，预期被外群体成员消极评价和刻板化会引起群际焦虑（Devine et al.，1996）。伴随元刻板印象的群际焦虑会促使人们回避外群体成员，使群际接触较少发生（Méndes et al.，2007；Dovidio，Gaertner，& Kawakami，2003；Plant & Devine，2003），并且妨碍了群际接触时积极结果的产生（Blair，Park，& Bachelor，2003；Dovidio，Gaertner，Kawakami，& Hodson，2002）。群际焦虑还会减少人们注意的容量并妨碍信息加工（Wilder & Shapiro，1989），这种妨碍又会使人们进一步根据刻板化的特征来感知外群体成员并减少使用反刻板化信息（Wilder，1993a，1993b）。Kim（2009）研究表明，对韩国人持有消极元刻板印象的日本人对韩国人会表现出消极的内隐态度（非外显态度）。越多的消极元刻板印象在群际互动中的快乐情绪则越少（Gordijn，Finchilescu，Brix，Wijnants，& Koomen，2008）。

在群际交往中，如果个体认为外群体不喜欢和诋毁内群体则会产生交互的反应，会加深对外群体的消极刻板印象和消极的归因，群际的反感会增加（Vorauer et al.，1998）。Shelton和Richeson（2005）的研究让个体分别解释自己和外群体避免群际接触的原因，并分析两种解释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虽然白人和黑人被试都希望有更多的群际接触，但他们均认为外群体不想与他们接触。进一歩的研究表明，个体不采取行动，是由于他们担心因种族而被拒绝，而将外群体的不行动归因于他们缺乏接触兴趣。这些对外群体评价的消极感知是逃避群际接触的主要原因之一。元刻板印象还影响了个体对外群体的信息加工，导致个体产生注意偏向，激活了人们对威胁信息的关注，进而增加了他们对外群体刻板化的倾向（Kunda & Sinclair，1999）。



第八章　群际关系

第一节　群际关系理论

第二节　群际偏差

第三节　群际偏差的认知效应

第四节　减少群际偏差的策略


想试着回答一下吗……


	
群际关系的几种理论有何联系和区别？


	
为什么弱势群体成员不仅表现出对内群体的偏好，对外群体也表现出了同样的偏爱？


	
影响群际偏差的因素有哪些？


	
群际偏差的认知效应有哪些？


	
群际接触一定能够改善群际关系吗？










社会生活中，人们从属于不同的社会群体，按照性别、种族、职业、区域等进行划分，这些群体或多或少存在着包含关系，例如，一个种族群体包含了男人、女人，这些人又分别从事不同的职业，位于不同的地域。因此，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势必会发生联系，而这种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称之为群际关系（Tajfel，1982a）。群际关系是影响一个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研究报告》，这是我国学界对和谐社会的首份研究报告。报告中指出，社会群体间的利益冲突是我国社会和谐稳定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在贫富关系、劳资关系、干群关系、城乡关系、脑体关系等一系列基本社会关系中，在“群体差异”方面有50.68％的人认为贫富关系差距最大，但在“群体冲突”方面有28.26％的人认为干群之间最容易出现矛盾和冲突，是最容易出现冲突的社会关系。

可以看到，群际关系的改善对于构建和谐社会至关重要。本章将围绕群际关系的理论、群际偏差以及如何改善群际关系等展开细致、深入的阐述。


 第一节　群际关系理论

群体可以分为内群体和外群体，美国社会学家威廉·G.萨姆纳（1906）在《民俗论》中首先提出这一对概念，它是依照人们的归属感对社会群体所做的一种划分。内群体是指一个人经常参与的或在其间生活、工作、进行其他活动的群体；外群体是相对于内群体而言的，泛指内群体以外的所有群体。简言之，群体成员将自己所属的群体称为“内群体”，而把其他群体称为“外群体”。因此，群际关系也可以是内群体和外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一、社会认同理论和自我归类理论

社会认同理论是由Tajfel和Turner于1979年首先提出的，在此基础上，Turner等人又于1987年提出了自我归类理论，进一步对社会认同理论进行了完善。

Tajfel和Turner（1986）提出了个体认同和社会认同的区别，认为个体认同发生在个体交往情境中，其行为主要受到人格变量的控制，群体认同发生在群体互动的情境中，其行为取决于分类过程。

Tajfel将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体自我概念的一部分，来源于作为社会群体成员的知识以及与之相连的价值和情感意义（Tajfel，1981）”。社会认同理论主要关注的是社会认同或群际行为，而不是个体的认同或人际行为。人的行为是人际到群际的连续体，任何社会行为都是个体身份和群体身份的表现，而社会认同理论关注在群体情境中，当人的群体身份突显，人们的行为更多是出于群体成员的身份，而不是基于个人特征的个体。而且积极的社会认同有助于积极的个体认同（Turner & Reynolds，2003）。

如何区分群体身份呢？Tajfel和Turner（1986）认为存在三个变量可能会影响到群体的区分：首先，人们必须主观上对自己的群体进行认同；其次，情境允许评价性群体间的比较；最后，外群体必须具有足够的可比性（如相似性或者邻近性），来自群体特殊性的压力可以提高可比性。

以下我们来讨论几个与社会认同理论相关的概念。

1．内群体偏好

Turner的自我归类理论认为，人们会自动地将事物进行分类，因此对人类也会进行自动的归类，自己所在群体为内群体，其他群体为外群体，并倾向于认为自己所在群体优于其他群体，对外群体成员存在歧视，这就是群际偏差中人们最关注的内群体偏好。有关群际偏差的内容将在下文中进行详细论述。

（1）群体认同与内群体偏好

内群体偏好形成的原因在于个体对自身所处群体有一种归属感和认同感。Struch和Schwartz（1989）发现内群体偏好与对冲突的感知与外群体的攻击性有关，当群体成员对自身群体具有越强的认同，这种关联就越明显。即群体成员认同感越强，越容易对外群体产生排斥、感受到冲突。因此，对群体认同感越强的个体，内群体偏好现象越明显。群体认同感是群体成员对群体态度的一个强有力的指标。

（2）自尊与内群体偏好

以群体评价为基础的内群体偏好，是社会认同理论中积极区分假设的典型证明。这一假设认为，在群体成员受到歧视后，群体偏差下的社会认同过程会提高他们的自尊水平（Lemyre & Smith，1985；Oakes & Turner，1980）。另外，Abrams和Hogg（1988）提出了两个推论，一方面积极区分可以提高自尊水平，高地位的群体成员更容易进行积极区分，因而其自尊水平较高。另一方面低自尊水平的个体为了保持“正常”的自尊水平而进行积极区分，低地位群体成员也希望通过积极区分，即积极地看待自身的群体来提高自尊。

Rubin和Hewstone（1998）对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发现大多数的研究都支持第一个推理。Turner（1999）认为，这一结果表明低地位群体在提高自尊水平后可以产生内群体偏差这一预测是不准确的，因为这一假设忽视了其他因素对内群体的作用。

2．群体相似性

社会认同理论本质上是一个群体区分理论，群体成员如何使自身群体区分于其他群体，并且优于其他群体。当群体成员发现内群体与其他群体具有相似性，能够启动其发现群体差异的动机（Brown，1984a；Turner，1978）。对于这一假设，学术界还存在争论。一方面，群体感知到群体之间持有相同的态度，或享有同等的地位，与那些不相似的群体相比，这样的相似群体之间具有更多的群际吸引力和更少的群际偏差（例如Brewer & Campbell，1976；Brown，1984b；Brown & Abrams，1986；Grant，1993；Jetten，Spears & Manstead，1996；Roccas & Schwartz，1993）。另一方面，很多研究结果支持了社会认同理论，群际间的相似性提高了群体间的区分（Brown & Abrams，1986；Diehl，1988；Mummendey & Schreiber，1984b；Jetten et al.，1996；Turner，1978；Roccas & Schwartz，1993；White & Langer，1999）。社会认同理论的一个基本思想是群际比较有助于建立积极的内群体独特性。Brewer（1991）提出的最优化区分理论认为，个体试图在妥协独特性和相似性产生的冲突之间进行妥协，形成以群体认同为目标的最优化选择，群体之间存在相似性以避免成员感到污名，但必须具有特异性以进行区分满足认同的需要。

3．群体行为

（1）个体行为和群体行为

早在1961年，Sherif就对个体行为和群体行为进行了研究。在他的实验中，将来自各地互不相识的儿童分成两组，从开始的个体活动，到后来的群体活动，发现两组儿童的冲突和竞争与日俱增，个体对自己所属小组表现出高度认同。这一实验说明，群体行为更能激发群体成员的冲突和竞争。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与个体行为相比，群体行为具有以下两个重要的特点：第一，内群体成员对外群体具有一致的行为和态度；第二，内群体成员一致认为外群体成员的特征和行为的变动性在下降（Tajfel，1981）。同时由于存在内群体偏好，内群体对外群体的态度是消极的，并且认为外群体成员的特征和行为都在发生消极变化。

（2）群体冲突和竞争

近些年，社会生物学家和进化心理学家（Buss，1999）认为任何动物都具有基因倾向，即偏好有密切关联的个体，而对没有关联的个体具有排斥或敌意，这种倾向有助于个体和物种的生存。在人类社会中，这种对没有关联个体的排斥和敌意表现为群体间的冲突和竞争。为了获取社会资源（如地位、权利等）进行的冲突和竞争是主要的群体行为。社会认同理论也认为，当群体成员对内群体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就会存在对外群体的排斥、歧视，容易产生冲突和竞争。

相对于高地位群体而言，低地位群体本身具有的社会资源有限，因此会采取一系列的策略，包括社会流动、社会竞争和社会创造，以获取更多的资源。当群体成员认可群体界限的可渗透性，群体地位的不合理性以及群体差异的不稳定性时，低地位群体成员会通过社会流动，试图进入高地位群体，而高地位群体在不威胁到群体利益的前提下，允许一定数量的低地位群体成员的流入。当群体成员认为群体界限是不可渗透的，并且群体地位是合理的，群体差异是稳定的，低地位群体成员一方面会进行社会创造，提高对内群体的社会认同，改变群体的消极评定；另一方面通过社会竞争，即用行动推翻不合理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来维护群体的利益。

社会认同理论和它的分支理论——自我归类理论能较好地解释社会关系和偏差的出现、变化。但是社会认同理论（SIT）没有考虑到外群体偏好的出现，没有提供群体社会认同发展的进一步理解，以及人们为什么更接受一种社会认同，而不是另一种（Reicher，2004）。


 二、社会支配理论

另一个著名的群际关系理论是社会支配理论。Sidanius和Pratto（1999）观察到人类社会是由以群体为基础的社会阶层组成的，其中有一个处于社会顶端、占支配地位的群体和多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因此提出社会支配理论，试图解释社会阶层的形成和维持。

社会支配理论认为社会主要以三个维度来进行阶层的划分：年龄、性别和一个随意设置的系统（如种族、地位或地域）（Pratto，Sidanius，& Levin，2006），该理论的第一个假设，认为以年龄和性别为基础的阶层在所有的社会中都存在，而另一些以随意系统为基础的阶层并不广泛存在。这些群体在社会权利和物质资源上存在差异，群际偏好也不同，比如，高地位群体偏向于显示出内群体偏好，而低地位群体的这种倾向较弱，这一现象称为行为不对称假说（Sidanius & Pratto，1999），即相比低地位的群体成员，高地位群体成员的行为更有益于自身。行为不对称是通过合法性神话（LMs）加以实现的。合法性神话包括意识形态、刻板印象、态度或价值等，目的是维持已形成的社会结构，即可能维持社会不公平，也可能维持社会公平（Sidanius & Pratto，1999）。这种社会的公平性状况受到两种相互制约的力量影响，一种是减少阶层间差异的力量，使社会趋于公平；另一种是增加阶层间的差异的力量，导致了社会的不公平。这就是社会支配理论的第二个假设。第三个假设把社会的不公平认为是人格倾向的表现，即社会支配取向。

社会支配取向（Pratto，Sidanius，Stallworth，& Malle，1994）是社会支配理论的核心结构，它从个体的角度来研究群际关系，评价了个体期望在群体中处于支配和不公平地位的程度。高社会支配取向的人更希望加强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低社会支配取向的人更渴望社会公平（Quist & Resendez，2002；Sidanius，Pratto，& Rabinowitz，1994）。

Pratto等人（2006）提出，社会支配取向受5种因素影响，即群体地位、性别、权利、个性和社会性。

（1）群体地位

群体地位的高低能够影响到社会支配倾向水平。处于高阶层的群体，对处于低阶层的群体而言，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倾向于进行社会支配。在Guimond等人（2003）的研究中，进行实验操纵，将被试安排在不同的社会地位，观察其社会支配水平，结果发现，地位越高社会支配倾向水平越高。在另一项关于社会支配倾向的研究中发现，群体间地位的差异越大，其社会支配倾向水平的差异也越大（Levin，2004）。

（2）性别

以性别为基础的阶层存在于任何社会中，在所有的主流文化中，男性总是比女性拥有更多的权利和更高的地位（Levin，2004）。

男性在社会支配取向（SDO）上的得分高于女性。一般来说，优势群体的得分高于弱势群体（Pratto et al.，2000；Sidanius，Levin，Liu，& Pratto，2000）。男女社会角色不同，男性一般处于领导地位，具有高控制性；而女性地位较低，处于受控制的一方。因此，性别角色可能会影响到男女的社会支配取向。研究者（Pratto，Stallworth，Sidanius，Siers，1997）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结果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男女的社会支配取向仍旧有差异。

另外，男性和女性的SDO分数随着性别认同的不同而发生变化（Dambrun，Duarte，& Guimond，2004；Wilson & Liu，2003），即男性和女性对各自群体的认同度越高，男性的SDO分数升高，而女性的SDO分数则降低。

（3）权力

在研究社会支配取向的初期，人们认为社会支配取向与群体支配有关，与个体间的支配是相互独立的（Pratto，Sidanius，Sallworth，& Malle，1994）。后来的研究表明，个体的社会支配取向与权力的渴望和使用呈现中等程度的相关（Altermeyer，1998）。

Hing等人（2007）的研究发现高社会支配取向的被试倾向于采用策略取得领导者的地位，说明社会支配取向能够预测个体间的权力渴望与使用。与低社会支配取向的个体相比，高社会支配取向的个体，渴望拥有更高的权力，更多的支配他人的机会。

（4）个性

实证研究表明社会支配取向与人格中的开放、宜人、温柔呈现负相关（Akrami & Ekehammar，2006；Duckitt，Wager，du Plessis，& Birum，2002）。因此，个性对SDO也存在一定的影响。个性相对温柔、不具有侵略性的个体，SDO水平相对较低。

（5）社会性

社会支配理论的提出者认为宗教主义、创伤经验、多文化经验的社会性是影响个体SDO水平的社会性因素（Pratto et al.，2006），但是，对于社会性这一影响因素的假设还没有得到实证支持。

比如，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时，高地位和低地位犹太人的SDO得分差异消失（Levin & Sidanius，1999）。因为，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时，犹太人成了一个群体。另外，相对于从事阶层差异大的职业，从事阶层差异小的职位的个体，SDO得分较低（Sidanius，Pratto，van Laar，& Levin，2004）。

社会支配理论（SDT）填补了社会认同理论（SIT）的遗漏，解释了群际关系和偏差中的个体差异，包括群际偏差产生的社会因素。社会支配理论（SDT）强调了个体信念和行为行程中社会组织的作用。Sidanius和同事们认为不仅个体能够缩小或扩大阶层间的差异，社会机构也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社会支配理论（SDT）试图在个体、群体和社会三个水平上解释群际偏差，但是其在个体水平上解释得最好。


 三、制度正当化理论

第三个群际关系理论是制度正当化理论，由Jost和Banaji于1994年提出。该理论的提出是为了解释弱势群体为什么能够接受自身及其群体的消极评价。制度正当化理论认为通过制度正当化过程，优势群体接受自身及其群体的积极评价，而弱势群体也能够接受自身及其群体的消极评价。两种都能够维护当前的状况。

弱势群体为什么会进行制度正当化？对于高地位群体而言，可以从地位现状和高地位维持中获得利益。对于低地位群体，制度正当化有损于自身或内群体的利益，与其本我和群体正当化动机有认知冲突（Jost，Pellham，Sheldon，& Sullivan，2003）。

1．认知失调理论

认知失调理论是由费斯廷格提出的，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人的态度和行为是一致的，但是当态度和行为不一致或存在矛盾时，就会出现认知失调。人们为了消除冲突，改变认知失调的状况，可能会改变态度和认知，使其与行为相一致；也可以改变行为，使其与态度和认知相一致。

研究者用认知失调理论来解释自身或内群体利益与本我和群体正当化之间的认知冲突。即为了消除认知失调，人们采取改变态度和认知的方法，维护社会制度的合法性，以使制度保持积极形象，而这样做的结果是损害自身或内群体（Jost & Banaji，1994；Jost & Hunyady，2002）。

2．心理缓冲功能

虽然制度正当化会损害自身或内群体的利益，但弱势群体在心理上有缓和功能（Jost & Hunyady，2002）。制度正当化会使人们对于地位现状和所处地位有较好的感受。

研究证明，制度正当化信念可以增强动机和行为，减少压力（Tomaka & Blascovich，1994），降低个体的挫伤感（Lambert，Burroughs，& Nguyen，1999），提高生活的志向和目标（Mirels & Darland，1990），提高自尊，减少抑郁（Lipkus，Dallbert，& Seigler，1996）。因此，制度正当化意识具有社会认知动机效应（Jost & Banaji，1994；Jost，Glaser，Kruglanski，& Sulloway，2003）。

认知失调理论促使群体成员改变认知和态度，使社会制度合理化，形成制度正当化的信念，制度正当化信念的存在，促使群体成员形成心理缓冲功能，进一步认同现有社会制度。

优势群体会接纳支配的思想（Jost & Banaji，1994），即制度正当化信念，但弱势群体为什么会存在制度正当化信念？为此，制度正当化理论引入了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概念——错误意识，指人们持有与自身或群体利益相反的错误信念。这一信念有助于维持自我或群体的弱势地位（Jost，1995），引导弱势群体认为现有制度是合法的，剥夺他们的权利是正当的，这不仅是人们对权威的一种服从，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方式（Jost，Burgess，& Mosso，2001）。

Jost和Banaji（1994）认为制度正当化信念缺乏阶层意识，使得弱势群体的内群体认同感降低，不像优势群体那样表现出内群体偏好（Rudman，Feinberg，& Fairchild，2002），却表现出了对外群体的偏好，即弱势群体表现出的对优势群体的一种偏好和喜爱。内化的信念试图维持地位现状，即使它不利于内群体的利益。近年来的研究也证明了弱势群体存在外群体偏好。Rudman和Kilianski（2000）发现，在领导职位的选举上，女性更支持男性担任领导职位。另外，关于外群体偏好的内隐研究，如Livingston（2002）对不同种族群体的研究，发现非洲裔美国人在外显水平上表现出更多的内群体偏好，但是在内隐水平上，更多地表现为外群体偏好；对不同年龄群体的研究发现，老年人群体在内隐层面上表现出对年轻人群体的偏好（Levy & Banaji，2002；Mellot & Greenwald，1999）。

制度正当化理论是社会认同理论的发展和补充。该理论对群际偏差进行了扩充，从弱势群体的角度对外群体偏好进行了研究和解释，探讨了弱势群体对优势群体的服从和迎合。


 四、群际情绪理论

心理学家Mackie等人在Smith（1993）整合自我认同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了情绪评价理论，提出了群际情绪理论（IET，Mackie，Silver，& Smith，2004）。

1．群际情绪理论的基本假设

群际情绪理论的基本假设是社会分类驱动了群际情绪体验。Mackie等人（2009）指出当人们将自己作为群体成员，而不是一个独特的个体，他们会不可避免地通过群体的眼光看待世界，社会分类引发了社会评价。社会评价是对事件、实体（包括内群体、外群体及其成员）和情境的建构或解释。感知者和背景因素共同影响了群际评价，并引发了特定的群际情绪。比如，内群体受到了强大外群体的伤害，会引发害怕情绪，但如果内群体拥有应对外群体的资源，那么引发的主要情绪则是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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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群际情绪的模型（Mackie，Maitner，& Smith，2009）



2．群际情绪的特征

群际情绪的特征有三个：第一，群际情绪不同于个体情绪，因为这种情绪是作为群体成员，基于群际评价产生的。群际情绪和个体情绪相比，更加真实、客观，受情绪事实的社会结构驱动（刘峰，佐斌，2010）；第二，群际情绪是强烈的或习惯性的，重复发生的群体事件、情境导致了更稳定的群际情绪；第三，同一事件可以引发多种群际情绪。

研究者主要关注两种类型的群际情绪，早先的群际情绪理论研究聚焦那些指向外群体的强烈情绪体验，比如害怕、愤怒。但是人们也会体验到普遍性或习惯性的情绪状态；习惯性的情绪指不参照任何具体的事物和情境激发的情绪，持续时间较长，比如，群际焦虑、群际沮丧、群际幸福等，更多的具有普遍性和弥散性的特点（Seger，Smith，Kinias，& Mackie，2009）。

研究者发现，群体认同度会影响到群际情绪的体验。群体认同度越高的成员体验到的群际情绪越强烈。比如，Mackie等人（2004）检验了群体认同与假设的恐怖攻击所产生的情绪之间的关系，结果对“美国”认同度越高的美国人对于国家遭受恐怖攻击所产生的愤怒和害怕越强烈。

3．群际情绪的效应

群际情绪理论认为，情绪体验会导致对内群体和外群体的行为反应，比如，害怕情绪导致内群体的躲避行为（避免与外群体接触），而愤怒情绪导致侵犯行为（反对或攻击外群体）（Mackie，Devos，& Smith，2000）。

群际情绪比个体水平的情绪能更好地预测群际行为：积极的情绪——骄傲、希望、感激能预测接纳行为（Smith et al.，2007）。类似地，对于内群体的尊重和骄傲感可以预测“好公民”的行为（Tyler，1999，Tyler & Blader，2000）。消极的群际情绪也会导致特定的行为倾向。比如，对外群体的愤怒可以预测内群体偏见，与外群体的对抗、防御，并支持内群体成员批评外群体（Mackie et al.，2000；Smith et al.，2006）。针对外群体的愤怒情绪可预测对外群体采取伤害和不公平行为的意愿（Gordijn et al.，2006），同时也增加了对内群体的支持和归属行为（Smith et al.，2007），增加了对内群体的认同（Kessler & Hollbach，2005）。

内群体的内疚和避免伤害行为有关，比如，与内群体的内疚相关的行为有：道歉的承诺（McGarty et al.，2005），支持改变歧视的政治（Iyer et al.，2003），以及当内群体产生侵犯行为时会有压制进一步冲突的意愿（Maitner et al.，2007）。侵犯行为是产生内疚还是满足感，以及是否有进一步侵犯的意愿取决于对原先侵犯行为的评价。对群际侵犯行为的公正化会增强满足感，减少内疚，并支持进一步的侵犯行为，而且内群体认同度越高的人越渴望进一步的群际冲突（Jetten，Spears & Manstead，2001）。群际害怕会促使人们躲避外群体，寻求更多有关情境的信息，帮助和支持受害者（Dumont et al.，2003）。

群际情绪会导致对群体做出概括化的认知和评价反应。比如，内群体和外群体的刻板印象和形象会受到群际情绪的影响（Esses & Dovido，2002）。如果群际情绪是愤怒，那么外群体会被刻板化为弱小、愚蠢或无能；如果是害怕情绪，外群体会被刻板化为强大、压制或侵犯；如果是内疚情绪，外群体会被刻板化为无助、依赖等。

群际焦虑是Stephan在1985年提出的概念，是指人们在与外群体成员接触时所产生的焦虑，包括对负面评价的害怕和对适当行为的不确定感。群际焦虑被视为一种习惯性的群际情绪，是在群际接触的过程中产生的，特别在以下群际接触情境下出现：（1）对群际接触情境的不确信；（2）对外群体存在消极的刻板期望；（3）担忧行为的不恰当和偏见出现时（刘峰、佐斌，2010）。Stephan认为群际焦虑会产生一系列的结果，包括放大对外群体成员的情绪、评价和行为反应，以及避免群际接触（Stephan，Stephan，Wenzel，& Cornelius，1991）。Plant（2004）认为焦虑会使人们对群际接触所产生的可能结果产生“消极期待”（比如，认为在别人眼中是“有偏见的”），这种消极期待会促使人们减少未来的接触，并强化所持有的消极刻板印象。


 第二节　群际偏差

前文在群际关系的相关理论中，对群际偏差有所提及，这里我们将对群际偏差进行详细论述。

群际偏差是指某一群体及其成员由于没有获得充足的信息而对另一群体及其成员在行为、态度、认知等方面进行主观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评价倾向。群际偏差主要包括内群体偏好、外群体贬损和外群体偏好。其中关注最多的群际偏差是内群体偏好，即相对于外群体，人们存在对内群体或成员评价更为积极的倾向（Hewstone，Rubin，& Willis，2002），相对的，人们对外群体和成员的评价更为消极的倾向，称为外群体贬损。在Perdue，Dovido，Gurtman和Tyler（1990）的实验中，那些与词汇“we”（我们）、“our”（我们的）、“us”（我们）关联的无意义音节，相比于词汇“they”（他们）、“them”（他们）、“their”（他们的）相关联的无意义音节，前者得到了积极的评价。呈现内群体词汇加快了对积极特征的判断速度，而呈现外群体词汇加快了消极词汇的评价。这说明内群体词汇具有强烈的积极效价，外群体词汇具有消极效价。确实存在对内群体的积极评价和对外群体的消极评价。


 一、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贬损

在前文有关社会认同理论的论述中，对内群体偏好进行了一定的阐述，该理论认为个体会根据一定标准进行群体的分类，对自己所属群体具有高度的认同和归属感，并倾向于认为内群体优于其他外群体，即内群体偏好，与此同时表现出对外群体及其成员的歧视，即外群体贬损。

Tajfel（1970）在研究群体行为时，人为将被试分为两组，要求被试对两组成员分配报酬，结果显示，被试给予所属群体成员的报酬显著多于外群体成员的报酬，表明了确实存在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贬损。

有研究者（Sumner，1906）认为，内群体偏好与外群体贬损是紧密联系的，即存在内群体偏好，一定存在外群体贬损，它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Sherif（Sherif，1966）提出群际行为的功能理论，认为内群体是在追求相同目标的过程中由积极的相互依存组成的，同时，群际关系的特征是竞争性和消极的相互依存。社会认同理论也支持这一观点，内群体和外群体之间存在着消极互惠的态度，导致零和博弈，即一方的收益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因此，内群体的成就和积极影响必定是通过对外群体的隔离和消极影响获得的。

但也有研究者（Allport，1954；Brewer，1999）认为，两者没有直接的关系，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贬损是两个不同的单独现象。实验室实验和自然实验的结果都表明内群体的积极性和社会认同的变动与对外群体的消极态度和偏见的等级不存在直接的相关（Hinkle & Brown，1990；Kosterman & Feshbach，1989）。在小群体的互动情境中，内群体偏好在进行有益资源的分配上有所表现，当需要承担消极后果和风险时，内群体偏好就会消失（Mummendey et al.，1992），这说明相比外群体而言，个体倾向于为内群体着想，但没有对外群体进行直接的伤害。

最近的研究认为当对外群体具有强烈的情感，如恐惧、仇恨时，对内群体偏好的限制会适当上升，外群体贬损增强（Brewer，2001；Mummendey & Otten，2001）。对外群体的情感比较微弱时，只能引起内群体的防御，但是当对外群体的情感比较强烈时，会导致内群体对外群体对抗行为，同时，对内群体的偏好有所降低。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贬损是同时存在的两个现象，内群体偏好并不一定引起外群体贬损，外群体贬损的增强能够适当降低内群体偏好。


 二、外群体偏好

近年来，制度正当化理论的研究者从弱势群体的角度出发，发现了弱势群体成员不仅表现出对内群体的偏好，对外群体表现出了同样的偏爱，因此提出了外群体偏好（Jost & Banaji，1994；Tajfel & Turner，1979），即人们对外群体或成员也会表现出积极的倾向。Clark的洋娃娃偏好实验以及此后的一系列验证实验中，黑人小孩对白人洋娃娃的喜爱程度要高于黑人洋娃娃，说明作为弱势群体的黑人小孩对外群体，即优势群体，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因此，当内群体属于弱势群体时，给予外群体的解释通常是积极的。制度正当化理论（Jost & Banaji，1994）认为弱势群体外群体偏好的产生是因为处于低地位群体的成员通过制度正当化的过程将内群体的消极印象进行内化。他们认为，与优势群体相比，自身群体缺乏动机，没有胜任力，对优势群体的优点进行了合理化，从而产生了对外群体的偏好。Jost和他的同事们（2004）认为对外群体的偏爱并不是因为有特殊动机产生的喜爱，而纯粹因为是优势群体。

学者对于外群体偏好的反驳主要集中在外群体偏好并非内心真正的偏爱，可能是由于对权威的认同而表现出的自我保护策略，为了逃避责罚，并不是真正的外群体偏好的内化（严义娟，佐斌，2008）。事实上，低地位群体成员在内隐测验中也表现出了外群体偏好，说明低地位群体的外群体偏好并不都是受到优势群体的压力以保护自身而产生的，这种偏好也可能是因为内化获得的。

外群体偏好还表现在优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偏爱上。Norton等人（2004）的实验中，假设被试是大学录取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人员，根据候选人的简历来进行资格录取，并进行参考标准重要性的评定，结果显示，在大部分为白人被试的情况下，被试倾向于录取黑人作为候选人，说明存在优势群体的外群体偏好。但这种偏好是优势群体成员确实因为对外群体的偏爱而产生的吗？事实上，在美国社会中，法律明文规定种族歧视行为与恐怖分子具有同等程度的罪行，因此，白人唯恐受到法律制裁而在表面上表现出外群体的偏爱。Dovidio等人（2002）的研究发现白人对黑人的无意识评价仍旧是消极的，优势群体的外群体偏好不是真正内化的偏爱，只是对外界规范和压力的服从。


 三、影响群际偏差的因素

1．冲突和竞争

冲突和竞争是常见的群体行为，两者都会提高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贬损。当一个群体受到外群体的威胁时，认同和自我价值也会受到威胁，对外群体的贬低和对内群体的偏好有助于积极的自我评价，冲突会增强群体偏好，研究（Branscombe，Ellemers，Spears，& Doosje，1999）表明，在冲突和竞争中消极的刻板印象十分普遍，例如，在战争和其他的国家冲突中对外群体的消极刻板印象通常会被宣扬（Buchanan，1951；Haslam，Turner，Oakes，McGarty，& Hayes，1992；Meenes，1943；Seago，1947）。

虽然人们会经常受到外群体成员观念和行为的威胁，但对外群体敌意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外在威胁或经济困难而导致的挫折（Chadwick-Jones，1962）。根据替罪羊理论，挫折会引发攻击，经济困难与暴力相关联。最近的研究表明，死亡率会提高内群体偏差和认同（Castano，Yzerbyt，Paladino，& Sacchi，2002），但对于弱势群体而言，其认同反而会减少（Arndt，Greenberg，Schimel，Pyszczynski，& Solomon，2002）。

冲突和竞争产生的挫折，对于优势群体而言，可以提高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贬损，对弱势群体而言，反而会降低其内群体偏好。

2．上一级目标

上一级目标是指对任一群体成员都具有吸引力，并且独个群体无法完成的目标（Sherif，1996）。上一级目标的确立，使原本的外群体成为内群体，内群体范围扩大，提高了内群体的偏好，由于原本的外群体成了内群体，所以对外群体的贬损现象下降。

根据Sherif等人的研究（1961），竞争的群体发现了上一级的目标，群际竞争和偏见会受到抑制，Sherif认为，合作使得人们认为他们都是更大的上一级群体的成员，因为人们认为自己成了更大内群体的成员，对于原来的外群体成员的意义就减少了（Gaertner et al，1999；Gaertner，Mann，Dovidio，Murrell，& Pomare，1990）。

然而这一策略有两个缺点。一是两个竞争的群体为了共同的外在威胁而联合可能并不能减少暴力冲突和偏见，而只是重新定位（Kessler & Mummendey，2001）；二是要消除两个敌对群体的边界十分艰难，因为心理的边界和消极评价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建立起来的，而且有强大的宗教和政治意识支撑。

让历史上的敌对群体联合起来，强调其相似性是有威胁的，如果两者之间存在冲突则反而导致更强的内群体偏好（Henderson-King，Zhermer，Posokhova，& Chiker，1997）。在这种情况下，在产生新的上一级群体时，保持原有的群体分类是很重要的（Hornsey & Hogg，2000）。

3．认同

对群体的认同是内群体偏差的重要中介。如果一个个体对群体认同感不强，那么他就没有强烈的动机要将自己的群体和其他群体区分开。而当群体受到威胁或批评，也可能离开群体而不是去维护它。但如果人们对群体的认同感很强，或将自己作为群体的原型成员（Jeeten，Spears，& Manstead，1997），则有很强的动机去维护自己的群体。

人们对群体的认同感越强，越会附属于群体，而不愿意离开（Ellemers，Spears，& Doosje，1997），能够更强烈地感知到内群体的同质性（Hortacus，2000），更强烈地遵循群体规则（Jetten，Postmes，& McAuliffe，2002），对内群体有更积极的刻板印象（Haslam，Oakes，Reynolds，& Turner，1999；Schmitt & Maes，2002），认为自己是典型的群体成员，称为“自我刻板化”（Tropp & Wright，2001），将偏离的内群体成员视为不典型成员（Castano，Paladino，Coull，& Yzerbyt，2002）。

认同影响对内群体的态度是否会影响对外群体的态度和行为？虽然社会认同理论（SIT）的提出者之一Turner（1999）否认社会认同理论预示着对群体认同感更强的人会显示出更强的外群体偏见，但不少研究证实了两者之间的关系（Branscombe & Wann，1994；Duckitt & Mphuthing，1998；Guimond，2000；Jetten，Spears，& Manstead，1997b；Perreault & Bourhis，1999；Verkuyten，Drabbles，& van den Nieuwenhuijzen，1999），那些处于群体边缘地位并具有较强群体认同感的个体更倾向于贬损外群体，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作为认同并归属于群体的一种方式（Noel，Wann，& Branscombe，1995）。因此，人们对内群体的认同，导致外群体贬损的加剧以及外群体偏好的减弱甚至消逝。

4．自我刻板化

自我刻板化是个体认为与其他内群体成员相似的倾向或维护内群体刻板印象。自我刻板化是预测内群体偏差的强有力变量，特别是在群体认同受到威胁的情况下（Verkuyten & Nekuee，1999）。自我刻板化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于较小的群体和地位较高的少数群体中（Simon & Hamilton，1994）。当群体认同感在重要问题上受到威胁时，具有强烈群体认同感的个体，其自我刻板化会更加强烈（Burris & Jackson，2000；Spears，Doosje，& Ellemers，1999），进而表现出更强烈的群际偏差。

当内群体被其他群体进行消极评价时，就会出现一个两难问题。一方面群体认同感受到威胁，因此群体成员出现自我刻板化；另一方面，个体归属于一个消极群体，意味着接受群体的消极认同，在一定程度上，群体的规范和价值观与社会大众存在差异，自我刻板化使个体被内群体接受，其风险是遭到社会的拒绝。那么人们如何解决这一两难呢？在一项研究中（Biernat，Vescio，& Green，1996），联谊会和兄弟会的成员通过接受组织的积极方面，拒绝消极特征来解决两难。另一个解决方法是贬低群体的消极维度，特别是当这些消极维度非法时（Schmader，Major，Eccleston，& McCoy，2001）。

在某些情况下，内群体的压力比社会的压力更为重要。例如Fordham和Ogbu（1986）发现，具有高学业期望和能力的黑人学生可能受到同伴的诋毁，认为他们和白人一样。其中黑人学生大部分还是继续认真学习，而另一些则不愿牺牲文化认同而放弃学习。同样，许多女性对数学的消极态度是由于她们认同自己的性别以及“数学是男人的领域”的观念（Nosek，Banaji，& Greenwald，2002b）。

5．群体实体性

群体实体性与认同、自我刻板化的构建有密切的联系。群体越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人们越愿意加入群体，希望群体真实存在并能够得到认同（Yzerbyt，Castano，Leyens，& Palodino，2000）。Gaertner和Schopler（1998）认为内群体偏见是群体得到实体性感知的结果之一。他们以群体成员交往的数量和质量来反应实体性，结果发现交往最多的成员不仅感知自己属于的群体更具有实体性，而且表现出更强烈的群体偏差，包括内群体偏好、外群体贬损。

6．交叉分类

当群体分类更加复杂，引入新的下级群体或群体进行交叉分类时，内群体偏好就会降低（Bettencourt & Dorr，1998；Brewer，Ho，Lee，& Miller，1987；Brown & Turner，1979；Commins & Lockwood，1978；Deschamps & Doise，1978；Hagendoorn & Henke，1991；Marcus-Newhall，Miller，Holtz，& Brewer，1993；Urban & Miller，1998）。

有些研究已经发现了一个明确的模式：在混合群体中，人们更容易拒绝一个双重外群体，而不是一个双重内群体（Crisp & Hewstone，1999a；Hewstone，Islam，& Judd，1993；Migdal，Hewstone，& Mullen，1998；Urban & Miller，1998）。

其他的模式也经常在研究中发现（Crisp & Hewstone，1999a），最常见的就是社会包含，当个体只是某些群体的成员时，他们对这些群体具有相同的喜爱程度。比如，黑人女性不仅与其他黑人女性有联结，而且与黑人男性和白人女性同样有联结，她们只排斥白人男性。

7．自尊

根据社会认同理论，自尊和群体认同有着基本的关系，即一个人的自尊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其所属群体的评价。存在两个基本假设：一、贬损外群体成员或积极评价内群体有助于提高自尊；二、低自尊的人更加倾向于表现出内群体偏差，以此来提高自尊。自我价值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群体认同。



专栏　积极情绪对群际关系认知的影响变量

佐斌、赵菊（2008）探讨了积极情绪对群际关系认知作用中的影响变量。

1．动机因素和自尊水平

虽然积极情绪可以通过自身的动机性功能来影响群际关系认知，但当产生积极情绪的动机和认知的动机相互矛盾时，积极情绪对认知的影响可能会发生改变。当个体强调内群体的价值和与外群体的差异性，渴望形成积极的群体认知，同时，就会产生强烈的群际关系认知动机。Bodenhausen等人（2001）检验了快乐对社会判断中刻板的影响，发现当情境引发了个体的认知判断动机时，快乐的个体则避免了判断中刻板的使用。Forgas（1995）的情感渗透模型（the affect infusion model）也指出，判断者在某种情绪下选取认知策略，一部分是由判断者的动机性目标和任务的性质决定的。他认为具有认知动机的个体要达到预先设定的目标，情感的融入就不再通过其信息性功能，产生与情绪相一致的结果。

Forgas等人从个体和群体的相关度来考察动机因素在积极情绪与群际关系认知之间的中介作用，他们认为当群体与个体之间的相关性较低，判断者对群体有较少的了解，并较少卷入群体中，那么积极情绪可能引起更快速，更具启发式的判断模式，这导致个体更多地依赖有关群体的类别信息，而显示出更大的群体间歧视。当群体关系与个体具有极大相关时，消极情绪下的判断者由于情绪补救而直接卷入精密的动机性认知策略，提高了群体内的独特性，因而导致更大的群体间偏见。

自尊作为动机的一个关键性引发要素也影响着情绪和群际关系认知的关系，任何可能对自尊有威胁的因素，都可能促使个体积极地比较自我和他人，并强调自身的独特性。因此，低自尊的个体会倾向于表现更多的群体间歧视，而增强的群体间歧视反过来也对自尊有积极的影响。Harber（2005）检验了高自尊的个体是否能通过情绪获知更多的自尊信息，结果证实了高自尊个体的情绪反映影响着其对任务的评定结果。高自我的个体在情绪与评定结果之间的联系就越高。因此，自尊起着确认其情感信息的作用。

2．群体情境

一些研究者发现群体情境是影响积极情绪与群际认知关系的一个调节因素。Abele和其他研究者发现积极情绪具有更强烈的内群体和外群体标识。当提前给个体呈现群体标识，积极情绪对印象形成的影响则变小。这说明了情绪的双重作用，即情绪会根据其信息性功能和类别信息权重同时产生作用。Krauth-Gruber（2000）的研究证实了当刻板明显与具体信息相矛盾时，快乐的人常依赖于后者而不再使用刻板。因此，快乐的个体对刻板具有更大依赖性的假设，需要受限于一个条件，即刻板与信息之间仅具有轻微的矛盾性。

另外研究者还在多群体情境下检验积极情绪的作用。Dovidio（1995）检验了社会群体大小（2、3或4个人）、外表（相同或不相同的服装）和情感（积极或中性情绪）因素是否影响社会类别化，而产生群体间偏差。结果显示积极情感会提高个体形成包容群体的表征，判断两个群体的成员更像是一个高一级的群体。Stroessner等人（2005）的实验结果显示，当被试预期会阅读两个群体时，积极情绪提高对群体间相似性的认知，但不影响对群体内差异性的认知。相反，当被试预期会阅读一个群体的信息时，情绪既影响个体对群体间相似性的判断，也影响着个体对群体内相似性的判断。他们还指出，积极情绪对个体判断差异性的影响可能会依赖于群体间真实差异性的程度。如果群体间高度相似，积极情绪的个体由于使用群体标签来区分群体差异性，将提高对群体间差异性的认知。情绪对群体内成员差异性的认知的影响受预期和情绪交互作用的影响。同时多群体的情境足以降低个体对每个群体内差异性的探测。


 第三节　群际偏差的认知效应


 一、刻板化

人们倾向于将刻板印象的特征归于外群体成员（Brigham，1974；Jones，Wood，& Qrattrone，1981；Judd，Park，Ryan，Brauer，& Kraus，1995；Park & Judd，1990；Park & Rothbart，1982；Park，Ryan，& Judd，1992；Ryan & Bogart，1997），这一倾向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当内群体成员身份突显时，对外群体成员的刻板化评价会加剧（Wilder & Shapiro，1991）。刻板化倾向还受到外群体范围的影响。在一些研究中发现了同化效应（Haslam et al.，1992），即出现某一消极的外群体时，对相似外群体的刻板印象也会比较消极，大部分的研究显示了对比效应，即有其他更消极的外群体出现时，对某一外群体的刻板印象会变得积极。Diab（1963b）发现，当出现更加消极的群体（犹太人和土耳其人），而不是整个群体作为对比时，阿拉伯学生对某一群体（法国人、黑人和中国人）的刻板印象会变得更加积极。Diab（1963a）发现，当对俄罗斯人进行评价时，对美国人的刻板印象更积极，而评价阿尔及利亚人（对被试来说是积极群体）为背景时，对于法国人的刻板印象更消极。


 二、归因

人们的归因会受到愿望的影响，称为“自我偏差”（Hewstone，1990a）。相对于内群体的消极行为，外群体的类似行为更可能被视为群体特性。人们将内群体的“不好”归为情境、运气或其他不稳定的外在因素，而把外群体的“不好”归为懒惰、愚蠢或其他消极的品质，而外群体的“好的”行为更可能被归因为外在、不稳定的因素。Pettigrew认为，群体身份突显和群体之间有历史冲突的群体成员，这种自我偏差更为明显。

Jackson，Sullivan和Hodge（1993）的研究中，让白人被试对已知学业成绩的黑人和白人进行评价。对与刻板印象不一致的行为（如白人学生成绩不好，而黑人学生成绩好），被试倾向于将原因归于外部因素（运气、测试过难）和不稳定因素（努力），对黑人学生的评价更是如此，被试认为成绩好的黑人学生不仅在智力方面与白人学生一样，而且需要更加努力，并凭借运气。成绩不佳的白人学生被归因为不够努力，而成绩不佳的黑人学生则被认为缺乏能力。这种对内群体的有利评价源自于内群体偏差。

此外，研究（Leyens et al.，2001）还表明，人们常常将人类特有的情感，即次级情感（如悲哀、鄙视、自负）归因于内群体，而不是外群体。人们将人类和动物都具有的情感，即初级情感（如恐惧、惊讶）进行归因时，没有内外群体的差异。


 三、复杂加工

一些研究发现，人们对于内群体的信息加工更加复杂（Schaller，1992a），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人们拥有更多的有关内群体的信息（Linville & Fischer，1993）；另一方面可能是人们更多地使用样例来储存有关内群体的信息，更多地采用原型来存储有关外群体的信息（Coats & Smith，1999；Jackson，Lewandowski，Ingram，& Hodge，1997）。其他研究（Rothman & Hardin，1997）表明在评判外群体时情感线索比较重要，而在评判内群体时信息线索比较重要。


 四、记忆

人们对于内群体和外群体的行为记忆不同（Kanungo & Das，1960；Schaller，1991）。比如Howard 和Rothbart（1980）发现，与内群体的消极项目相比，被试更容易再认外群体的消极项目。人们能够更好地回忆外群体刻板印象一致的行为和内群体刻板印象不一致的行为（Koomen & Dijker，1997）。关于外群体的行为，被试尤其倾向于回忆那些归因于特性的消极行为和归因于情境的积极行为（Ybarra，Stephan，& Schaberg，2000）。


 五、价值和态度知觉

最近的研究证实，人们看待外群体的态度更加极端（Robinson，Keltner，Ward，& Ross，1995）。不仅如此，人们还认为外群体的态度更多是基于情感，较少出于理性（Kenworthy & Miller，2002）。因此，当作为弱势群体的成员和作为优势群体的成员，对外群体的态度和感情一如既往地积极和消极，群际偏差产生。


 第四节　减少群际偏差的策略


 一、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和双重认同模型

在社会中，人们会进行各种分类，分类就会导致评价中的偏见，人们会更多感知到与内群体的相似性以及群体之间的差异性。Gaertner和Dovidio（2000）提出了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他们认为进行重新分类可以减少原先的群际边界，从而减少群际偏见。如果原有的两个群体的成员能够将自己视为同一上位群体成员，那么对于原来的外群体成员的态度就会变得积极。由于突显了共同的上位群体或群体可共享的目标，原先的外群体成员成了内群体成员。一项干预研究以大约1000名6～7岁美国小学儿童（其中2/3为欧洲裔美国人，1/3为非洲裔美国人）为被试，让儿童参与各种活动，活动中传达的信息是所有的人属于人类大家庭，结果发现干预使得儿童更愿意与外群体成员一起活动（Houlette，Gaertner，& Johnson，2004）。另一项研究发现（Gaertner et al.，2000），学生越是感觉他们有共同的认同，群际偏见越低。

但当类别对于某群体来说非常重要时，这些群体会因为身份的削弱而知觉到身份威胁。这时可以建立双重认同。双重认同意味着在认同上位群体的同时不放弃他们的亚群体认同。Smith和Tyler（1996）测量了白人被试对“美国人”（上位群体）和对“白种人”（亚群体）的认同强度，发现不论对于“白种人”的认同强度如何，只要被试对于“美国人”有着强烈认同，他们就会支持对黑人或其他少数民族有益的政策。

双重认同模型（dual identity model，Dach-Gruschow & Hong，2006）认为，个体形成把两个亚群体再分类为上位群体和亚群体的双重认同的表征时，最有可能减少种族偏见（刘力，杨晓莉，2011）。

但并不是所有个体都能成功地实现身份的框架转换或身份的延伸。例如，Bastian 和Haslam（2008）考察了澳大利亚土著人对亚裔移民的态度。他们发现，对于持心理本质论的个体来说，往往难以实现对外群体的心理表征转换到包摄水平更高的上位群体表征（澳大利亚人）的认知重组，他们往往在排斥性认同（澳大利亚土著人与亚裔人）的水平上看待群际关系，因此，群际关系更消极；同时，相比持社会建构论的个体，持有本质论的个体不太可能采用上位的国家认同作为其自我概念的一个重要部分。心理本质论是指普通人关于许多社会类别具有“本质”特征的信念（Medin & Ortony，1989；Haslam，Rothschild，& Ernst，2000）。例如，如果人们将民族表征为具有“本质”特征，则认为民族的划分依据其先赋性，完全不可改变，民族之间的界限是清晰的，类别内成员具有同质性，且与外群体成员具有本质的不同。心理本质论对立的另一极是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onism）。例如，如果人们将民族表征为“社会建构”的，则认为民族是历史、政治、经济等原因所造成，主要是社会文化所建构，民族只是划分群体的一个标签，并不具有本质特征，是可以改变的（刘力，杨晓莉，2011）。


 二、群际接触理论

1．群际接触假说

不和谐的群际关系到底是如何出现的？Stephan（2001）认为主要与消极接触、偏见、刻板印象以及歧视等概念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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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歧视行为的因果模型



如上图所示，偏见和刻板印象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并且都导致歧视行为的出现，歧视行为的出现必然造成群际关系的不和谐，而消极接触是导致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的最直接原因。

1954年，Allport提出群际接触假说，他认为群际偏见是由于某一群体对另一群体缺乏充足信息或存在错误信息而产生的，群际接触则为获得新信息和澄清错误信息提供了机会。他认为减少群际偏见的主要方式是与外群体在最佳条件下进行接触，而最佳的群际接触要符合以下几个关键条件：第一，平等的地位：在群际接触中，接触的群体双方都希望能够拥有平等的地位（Cohen & Lotan，1995），在平等的氛围下与外群体进行的接触会更有成效（Brewer & Kramer，1985）。同时，接触也有助于平等地位的形成（Moody，2001），二者互相促进。第二，共同的目标：通过接触来减少偏见，需要接触的群体双方共同努力，且态度积极、目标明确。比如，在由不同种族的运动员组成的队伍中，要完成取得胜利这一共同目标，队伍成员必须互相配合、友好协作，而这一共同目标的实现也进一步强化了成员间团结协作的过程（Chu & Griffey，1985）。第三，群际合作：共同目标的作用只在群体间存在合作关系而非竞争关系时才发生作用（Gaertner et al.，1999）。第四，权威、法律的支持：群体双方更容易有权威、法律支持的群际接触，这样的接触也更有成效（Landis，Hope，& Day，1984）（李森森等，2010）。在这些条件下内外群体之间进行接触，可以减少群际偏差，促进群际关系。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学者增加了其他影响接触结果的因素（Pettigrew，1971，1986，1998）。

学者将各种因素进行总结，提出群际接触假说的因果模型（如图8-3），认为社会因素、情境因素、个体因素和中介因素会对群际接触的结果产生影响（Stephan & Stephan，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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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3　群际接触假说的因果模型



（1）社会因素

影响群际接触的社会因素包括以权力、种族、性别或者宗教为基础划分的社会结构和一直以来群体之间的关系，也包含群体之间现有的关系和个体的文化背景。

现有的社会分类存在不公平的现象，导致不同群体的社会地位出现高低差异。例如，在美国社会中，种族问题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曾经黑人群体普遍受到歧视，在消除种族隔离制度几十年之后的今天，白人和黑人群体仍旧处在相对隔离的环境中。

研究表明，在群际接触中提高弱势群体或低地位群体的地位能够促进群际关系，使群际接触结果朝向积极方向（Cohen & Lotan，1997）。平等地位的群际接触情境能够改善群际关系，因此，如果无法消除社会上存在的地位差异，在群际接触时尽量创造平等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2）情境因素

情境因素是指接触发生时的情境，包括自然接触和任务型接触两种。一般而言，群际关系的冲突都是发生在任务型接触情境下。研究发现，当群体之间存在共同目标时，群体之间就会出现竞争（Sherif，1961）。然而，群体之间进行合作以完成某个上一级目标时，群体关系就会得到改善（Brewer，1996）。

在影响群际偏差的因素时已经提到，群际接触时，群体间以上一级目标为任务的合作，两个或多个群体就会联合为一个群体，因此，能够为群体成员提供深入了解彼此的机会，这种了解是以群体成员作为个体单位进行的（Amir，1976）。

充足的证据表明合作能够减少群际偏差（Allport，1954；Brewer & Miller，1984，1996；Brown & Wade，1987；Cook，1984；Gaertner，Mann，Dovido，Murrell，& Pomare，1990）。群际偏差使群体间产生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评价，从而产生冲突。群际合作能够减少群际偏差，因而可以改善群际关系。

另外，在进行群际合作时，个体可以不以社会分类为基础进行群体的划分，而是直接进入合作群体（Miller，Brewer，& Edward，1985；Miller & Harrington，1990）。鼓励成员将焦点放在个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任务上，可以促进群体之间的友好关系（Miller & Harrington，1990）。在小群体情境中，平衡内外群体成员的比例也能够改善群际关系（Gonzales，1979；Miller & Davidson-Podgorny，1987）。

（3）个体因素

群体都是由个体组合而成，因此在改善群际关系时，必须考虑个体因素。个体因素主要是指个体的人口学特征、个性特征以及在接触情境中所持的态度、信念。

学者认为，群际接触最先作用于个体，使个体之间产生联结（Hewstone，1996；Hewstone & Brown，1986；Pettigrew，1998）。先前的态度和经验会影响个体间联结的产生，导致个体渴望或避免进行群际接触。Braddock（1980）的研究发现从黑人高中毕业的黑人学生，在今后从事工作时不喜欢和白人进行合作。

积极的群际接触为内外群体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是群体成员以个体身份，重新审视自身群体，并改变原有对外群体成员的消极态度或信念。因此，个体因素也能在群际接触中改善群际关系。

（4）中介因素

情境和个体两个因素通过个体的认知和情感反应对其产生影响，这些认知和情感反应可以称为中介因素，在群际接触之前，以及接触过程和接触结果中起到中介调节的作用。

第一，认知因素。认知因素主要指对外群体信息的习得。Pettigrew（1998）指出，了解他人是群际接触促进群际关系的重要步骤。群际接触使人们更愿意了解外群体，随着对其了解的增加，偏见也会减少。对外群体新信息的习得可以通过三种途径减少偏见：首先，随着对外群体了解的增加，个体有机会从个体化和个性化的角度审视外群体成员，这将为建立起新的、非刻板印象的群际关系创造条件（Kawakami，Dovidio，Moll，Hermsen，& Russin，2000）。群际接触将削弱原有刻板印象对群际关系的影响，也会发现外群体不符合原有刻板印象的一面。其次，对外群体信息习得的增多将减少与外群体交往方式的不确定性，从而减少避免与外群体交往以及在群际交往中感到不适的情况的发生（Gaertner & Dovidio，1986；转引自Dovidio et al.，2003）。最后，增加对外群体新信息的习得，将有助于个体发现自己与外群体的相似性，从而减少对外群体的排斥，有助于群际关系的改善。这个过程证明了增加对外群体的了解在减少群际偏见上的作用，同时，也否定了群体间真实存在的异质性（李森森等，2010）。

第二，情绪因素。在群际互动过程中，通常会产生一些负性情绪如焦虑，研究证明群际接触能够缓减焦虑情绪的产生（Paolini et al.，2004；Voci & Hewstone，2003），进而在下一次群际互动中改善群际关系。另外，一些正性情绪如共情，可能是群际接触偏见减少的重要中介（Batson et al.，1997）。最新的关于污名群体的研究发现，产生共情可以改善他对整个外群体的态度（Dovidio er al.，2003）。

2．群际接触下群际关系的改善

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已经证明了群际接触在改善群际关系上的作用。例如，Harmon-Jones和Allen（2001）的研究，采用面部肌电图和脑电技术，证明接触越多，越能提高对该群体的喜爱程度。

随着研究的深入，形成了系统的群际接触理论（Pettigrew，1998；Dovidio，Gaertner，& Kawakami，2003）。该理论扩大了研究对象的范围，不再局限于种族和文化群体间的偏见，也不只限于两个群体之间，研究的群体包括同性恋者（Sakalli & Ugurlu，2001）、精神病患者（Desforges et al.，1991）、政党（Popan，Kenworthy，Frame，Lyons，& Snuggs，2010）等群体。Caspi（1984）研究了儿童对老年人的态度，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老年人的儿童，对老年人的态度是积极的，而与老年人缺乏接触的儿童，对老年人的态度是冷漠的。Van Laar等人（2005）对白人、亚洲裔、拉丁裔和非洲裔大学生进行了追踪，探讨他们在面对不同种族室友时表现出来的态度，发现随着时间的流逝，面对不同种族室友的态度朝积极的方向发展。

另外，间接的群际接触也会改善群际关系。有研究（Edmonds & Killen，2009）表明青少年受到父母群际偏见的影响，当父母的种族偏见有所缓减，青少年的群际关系就会得到改善。Stathi和Crisp（2008）让被试想象与外群体进行积极或者中性的接触，结果发现，积极的想象能够改善群际关系。然而，这种间接的群际接触带来的态度改变并不像直接群际接触那样稳定，很容易被改变（李森森等，2010）。



专栏　内群体偏差与自尊的关系

1．内群体偏差能够提高自尊吗？

对这一研究的结果并不一致，但关于这一论点的研究综述（Long & Spears，1997；Rubin & Hewstone，1998）得出结论，对自身群体的认同感以及认为自身群体要好于相关的外群体确实有助于提高自尊。

2．自尊影响内群体偏差吗？

研究表明（Fein & Spencer，1997；Platow et al.，1997），低自尊的个体倾向于表现出内群体偏差。但在另一些研究（Brockner & Chen，1996；Crocker，Thompson，McGraw，& Ingerman，1987）中并没有得到证实。最近的一项元分析（Aberson，Healy，& Romero，2000）中发现，在进行直接等级评价时，高自尊的人更倾向于表现出内群体偏差。个体自尊和群体自尊存在区别（Abrams & Hogg，1988；Bettencourt & Hume，1999；Gaertner，Sedikides & Graetz，1999；Rubin & Hewstone，1998）。高个体自尊的人倾向于对内群体进行积极评价，低群体自尊的人更可能贬损外群体，导致个体对内群体进行积极评价（Verkuyten，1997）。

3．地位和权力

不少研究发现，较低地位的群体显示出更强的内群体偏好（Brauer，2001）。但另一些研究则发现了相反的结果（Crocker & Luhtanen，1990；Ellemers，Kortekaas，& Ouwerkirk，1999；Guimond，Dif，& Aupy，2002；Rudman，Feinberg，& Fairchild，2002）。一些元分析研究（Bettencourt，Charlton，Dorr，& Hume，2001；Mullen et al.，1992）发现，高地位群体有更强的内群体偏差。低地位群体更加歧视与地位无关的维度（Reichl，1997），倾向于贬低那些使他们处于低地位上的维度（Major，Spencer，Schmader，Wolfe，& Crocker，1998；Schmader & Major，1999）。

低地位群体成员一方面希望通过积极地看待自身的群体来维护其自尊；另一方面，他们也认识到高地位群体奇迹优良的品质。对于高地位群体，各种因素都有利于提高其内群体偏差。Jost和Bergess（2000）的研究发现，低地位群体显示出的内群体偏好低于高地位群体，特别是在地位差异的合法性被突显时。



第四篇　社会事件认知



第九章　社会认知中的归因

第一节　归因理论

第二节　归因偏差

第三节　责任归因


想试着回答一下吗……


	
当面临考试失败或成功时，你往往认为是由哪些原因导致的？


	
面临社会事件时，找到的原因不同，人们的动机、情绪和行为会相同吗？


	
当你成功时，你觉得更多是归结于自身的内部原因，还是自身之外的外部原因？当失败时呢？


	
当别人成功时，你觉得更多是归结于自身的内部原因，还是自身之外的外部原因？当别人失败时呢？


	
归因取向理论与传统的归因理论有何不同？


	
自我责任归因和他人责任归因的区别在哪里？











 第一节　归因理论

归因（causal attribution），就其字面含义来说，是指“原因归属”，即：将行为或事件的结果归属于某种原因，通俗地说，归因就是寻求结果的原因。心理学将归因理解为一种过程，因此，归因是指根据行为或事件的结果，通过知觉、思维、推断等内部信息加工活动而确认造成该结果之原因的认知过程（刘永芳，2010）。归因理论，简单地说，就是关于归因的观点、学说和模型。具体地说，归因理论是关于人们如何解释自己或他人的行为以及这种解释如何影响他们情绪、动机和行为的心理学理论。它可以分为三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方面：一个是关于归因认知过程的理论，主要关心人们是如何进行归因的，其中的认知过程是什么，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着重从理论上阐述归因过程的机制；另一个研究领域是关于归因效果及作用的探讨，主要关心不同的归因引起了人们情绪、动机和行为的哪些变化？这方面的研究为归因理论开拓了广阔的应用前景；最后一个研究领域是归因取向理论，归因取向研究的重点不在于研究以往归因类型理论所提出的具体归因心理因素的认知过程，如内归因、外归因、对好事件的归因或对坏事件的归因等认知过程，也不试图重新解释这些因素的内涵和外延。恰恰相反，归因取向研究是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考察人们在归因时的认知取向，如社会归因取向、个人归因取向、积极归因取向、消极归因取向等（王晓钧，雷晓鸣，连少贤，2012）。


 一、归因认知过程论

归因过程的探讨是归因心理学的一个重要课题。所谓归因过程就是人们根据一种行为或事件的结果而寻求造成该结果之原因的认知过程。行为或事件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而且常常是不明确的，因此，人们理解和解释它的过程也是很复杂的。那么，人们是如何确定他们行为的原因的呢，他们依据哪些信息做出这种决定呢，他们在对自己和别人的行为做出解释时使用了同样的过程吗，这就是归因认知过程论所要回答的问题。对这类问题，心理学家们已经作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多种多样的理论和模型。在此主要介绍海德的二维归因理论和凯利的方差分析理论。

1．海德的二维归因理论

人们究竟是怎样寻求和确定行为事件的原因的呢？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海德对这一问题给予回答，开创了归因理论研究的先河。他于1958年在其代表性著作《人际关系心理学》中集中阐述了他的二维归因理论。海德接受了勒温关于行为是人和环境的函数的观点，认为人们对一个事件的解释，不是归因于个人的原因，就是归因于环境的原因。由此出发，海德认为，归因也具有两重性，行为的原因不外乎有两类：一类是活动者个人方面的原因，诸如，他的人格、品质、动机、情绪、心境、态度、能力、努力，等等，称为内部原因；另一类是环境方面的原因，诸如，活动者周围的环境气氛、奖赏和惩罚、运气、工作性质，等等，称为外部原因。对不同的原因进行分析可以形成不同的情感体验、将来的期望和随后的行为。例如，如果一个运动员把某次比赛的成功归因于个人的能力、努力等内部因素，而不是赛场的气氛、小组成员的水平等外部因素，那么这个运动员在下一次的比赛中将会期望做得更好，获得更大的自豪感，并提高自己的成功渴望；反之，如果他将成功归因于偶然的运气，那么他将不会做出更大的努力。那么，人们对一种偶然事件，如何从多种可能的内、外部因素中确定它的具体原因呢？海德依据米尔的“差异法”（method of difference）提出了“协变原则”（covariation principle），认为在多种可能作为原因的因素中，只有与待解释的行为或事件协同变化的因素，才会被判定为行为或事件的原因。海德指出，不论是普通人，还是科学家，在寻找行为或事件的原因时，都遵循这个原则。很显然，“协变原则”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判断规则，它涉及的是一种合乎规律的推断过程。海德对因果关系的朴素分析及其“协变原则”为随后的归因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另外一个是排除原则。若情境因素有足够理由成为行为的原因，就会排除个人特质归因；相反，若个人特质归因足以解释行为原因，就会排斥外部的情境归因。例如，对于一个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复杂原因而犯有过错的人，不加分析地把错误原因完全归罪于他自己，或把错误原因统统推给他人或环境，都是排除原则的表现。对行为的内外归因的判定，在司法实践、道德评价和行动抉择上起重要作用。如果对一个人犯错做了外部环境归因，他很可能被从轻判刑或无罪释放；如果对他做了内部的个人特质归因则很可能从重发落，直至判以死刑。

2．凯利的方差分析理论

在凯利看来，归因过程就是一种从多种可能的候选原因中筛选出行为真实原因的过程。他指出，按照“协变原则”进行归因所遵循的逻辑和科学家处理实验结果时常用的“方差分析”方法的逻辑很相似，即操纵自变量（条件）以观察因变量（结果）的变化，因此，他把自己提出的归因学说称为“方差分析模型”。

按照凯利的方差分析归因模型，人们在对特定的社会行为进行归因时，可供选择的原因不外乎三类：（1）活动者个人方面的原因：诸如，他的心境、个性、态度等；（2）环境方面的原因：诸如，环境气氛、某种外界压力等；（3）刺激对象方面的原因：诸如，活动对象的特点等。这三种归因分别称为“个人归因”（P）、“环境归因”（C）和“刺激归因”（S）。例如，张三和李四吵架了，这可能是由于张三方面的原因（P），也可能是由于李四方面的原因（S），还可能是由于当时的环境气氛和他人的挑唆（C）。凯利认为，人们在进行协变信息归因时，将会从三个维度来着手进行：第一，区别性。指行动者是否对同类其他刺激做出相同的反应，他是在众多场合下都表现出这种行为还是仅在某一特定情境下表现这一行为。例如，甲拒绝借钱给乙，区别性低表现为甲拒绝借钱给所有人，这时观察者可能进行内归因，而如果区别性高，即甲只拒绝借钱给乙，观察者就可能进行外归因。第二，一致性。指其他人对同一刺激物是否也做出与行为者相同的方式反应。如果每个人面对相似的情境都有相同的反应，我们说该行为表现出一致性。例如，如果所有人都拒绝借钱给乙，就有较高的一致性，这时观察者倾向于外归因，而如果一致性低，观察者就倾向于内归因。第三，一贯性。指行动者是否在任何情境下和任何时候对同一刺激物作相同的反应，即行动者的行为是否稳定持久。例如，一贯性高表现为甲一直不借钱给乙，而如果甲以前借给乙很多次，这次没有借，甲这次的行为就有较低的一贯性。行为的一贯性越高，观察者越倾向于对其作内部归因。

这样，每一个维度都可能有“高”（H）或“低”（L）两种水平，归因者总共可获得六种不同的信息，但由于“高”或“低”两种情况同时只能存在一种，所以就某一特定的归因过程来说，归因者只能获得三种信息，这三种信息构成一种信息模式，不同的信息模式导致不同的归因。凯利根据排列组合规则共列出了八种不同的信息模式，即：HHH、HHL、HLH、HLL、LHH、LHL、LLH、LLL。他认为，依据上述不同的信息模式，就可以对多种可能的归因做出精确的预测。当观察者获得信息的渠道不受限制时，他们就是严格按照可获得的客观信息合逻辑地进行归因推断的。


凯利的方差分析理论的应用

麦克阿瑟（McArthur）在1972年按凯利的方差分析理论进行了一项研究。他给研究对象一个假设事件：玛丽昨晚到夜总会看表演，当一名喜剧演员表演时，她笑得前仰后合。研究者按操作变化区别性、一贯性与一致性程度的高低，要求研究对象推断玛丽大笑的原因。其结果如表9-1所示。

表9-1　玛丽发笑的归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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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玛丽发笑的归因中，第一个情境很清楚地给出环境刺激物归因的信息。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在笑，玛丽经常对这个演员笑，但并不对其他演员笑，因此，那个表演者一定是一个很滑稽的演员，研究对象中61％的人将玛丽的大笑归因于该演员。第二个情境，玛丽经常对这个演员的表演笑，但也对其他喜剧演员笑，而在场的其他观众并没有笑，看来玛丽本人就是一个爱笑的人，有86％的研究对象做出如此的判断。第三个情境，玛丽过去几乎未曾为这个演员的表演而笑过，也不对其他的演员笑，在场的其他观众也没有笑，大概是情境中的什么特别事情引她笑了，有72％的研究对象将玛丽的笑归因于情境因素。因此，要正确推断行为的原因，必须结合多种线索综合分析。许多对他人的错误认识，都是信息的不完整造成的。同时，对他人行为归因时，还要结合此人的其他条件及具体的情境来进行。




 二、归因效果论

归因对行为及其结果做出了解释，但是归因的影响不仅限于此。它会影响人们的情绪和动机。另外，人们通过归因形成对未来行为的期望和信念等，进一步影响人们接下来的行为。事实上，自从归因研究开始的那天起，不少研究者都致力于探讨归因对人们的情绪、动机和行为反应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它对人们的实际社会生活所起的作用。这方面的研究为归因理论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开拓了广阔的应用前景。它是如此吸引人，以至于当人们谈到归因理论时，常常仅指这后一种理论，而忽视了归因认知过程论也应该作为归因理论一个方面的事实。下面着重介绍影响较大的归因效果论——维纳的三维归因理论。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维纳（B. Weiner）的动机归因理论是对海德归因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应用，对人们的成功与失败归因进行探讨，其研究成果受到社会心理学的重视。维纳的归因理论由三个前提条件和三个维度组成，归因者的某种动机因素会造成归因时对信息资料认知加工方面的偏差。维纳的成功与失败归因的三个维度，分别是因素源、稳定性和控制性。因素源是归因结构中的第一个维度，由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构成。维纳认为，行为者的成功或失败，既可以归因为个人原因，也可以归因为环境原因，是个体在归因时最先考虑的原因。稳定性是归因的第二个维度，即使是相同的内在原因或外在原因，还存在着稳定或不稳定。例如，能力与身心状况都是内在原因，但是，能力比较稳定，而身心状况则不太稳定、容易变化。他认为有必要增加稳定性维度来区别这些情况，用二维分类分析个体成功或失败行为中的原因比较简明和实用，在实际运用归因过程中发现，即使是内部的不稳定原因还是有差别的，例如，努力与身心状况都属于内部的不稳定原因，但是，前者受到意志的控制，而后者则不太受个体意志的左右，具有随机性。为此，维纳又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控制性，这是归因的第三个维度，代表个体行为中意志控制的两极，即可控制性和不可控制性，下表是成功与失败原因的归因分析——这样就有以下主要归因：把自己的成功归因为内在原因，如自己的能力、品质、人格、努力等；把自己的失败归因于外在因素的作用，如不好的运气、恶劣的气候、无法克服的障碍以及不良的环境等；归因的不同会对行为者的活动积极性产生很大影响，即能力或努力的内在归因要比外在归因作用大，像工作的难度或机遇等更能给予个体积极的感受，反之则会给予行为者消极的感受；如果行为者对自己的失败可能完全归因于外部原因，那么就会导致自尊心、自我防御动机应付上的认知偏差。因此，当个体把行为成败的原则归因于外部的不可控制的因素时，就会降低个体的行为动机；而把行为结果归因为内部的、可控制的闪素，就会增强个体的行为动机；例如，当学生把考试成绩得到优秀的原因归因为自身的努力和能力时，那么在未来的学习中就会更具有信心，同时学习的动机也会更强些（孙时进，2011）。


表9-2　归因类别与归因维度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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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归因取向论

前述我们介绍了归因的认知过程论与归因效果论，并就其中所含影响较大的理论作了详细的阐述。概括起来，以上理论均具有如下特点：（1）将研究视角集中在对具体的归因心理因素进行分类；（2）所关注的归因心理多属局部的和微观的归因类型；（3）偏重于研究单一的、独立的归因心理特点及其规律；（4）所产生的研究成果深入而细腻。此类研究思路是心理学最常采用的实证研究思路，其优点是详尽而具体，有利于产生细致而深入的成果。但仍有不足之处：（1）理论繁多且众说纷纭，难免有视角单一、内容重复、变量间关系模糊等缺点；（2）注重细节而对人类心理的整体观重视不够，因而产生的成果概括程度相对较低，整合相对困难；（3）倡导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实证科学主义，对人本主义、精神的形而上哲学强调不足，因而显得冰冷和疏离，弱化了心理学本应具备的人文关怀温暖；（4）理论影响远大于应用效果，致使研究成果与社会应用呈明显不对等关系，低廉的应用效率成为制约心理学社会影响和发展空间的突出矛盾。正如弗雷德·卢森斯（Fred，1973/2004）指出的那样：“归因理论似乎在实用性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而不单纯适用于解释理论框架。”此现象不独存在于归因领域，在整个心理学领域也屡见不鲜。为了弥补这些不足，扩大归因理论的研究视野，提升归因研究成果的应用效率，王晓钧、雷晓鸣和连少贤（2012）提出一种有别于归因类型理论的新的归因理论——归因取向理论（attribution orientation theory）。

王晓钧、雷晓鸣和连少贤（2012）将归因心理取向定义为：指处在与社会大环境交互作用中的个体，在解释自己和他人行为的原因时，所形成的稳定的、综合的、具有明显倾向性的认知过程及行为表征。归因取向研究的重点不在于研究以往归因类型理论所提出的具体归因心理因素的认知过程，如内归因、外归因、对好事件的归因或对坏事件的归因等认知过程，也不试图重新解释这些因素的内涵和外延。恰恰相反，归因取向研究是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考察人们在归因时的认知取向，如社会归因取向、个人归因取向、积极归因取向、消极归因取向等。很显然，这些归因取向维度比传统的归因类型具有更宏观的研究价值，也具有和社会事件更紧密结合的应用价值。如果说归因类型因素的提出者所采用的是形而下的研究思路，那么归因取向研究视角则明显具有了形而上的研究特点；如果说归因类型研究是从个体认知角度出发，分析和归纳个体的归因成分特点，那么归因取向研究则是把个体置于社会事件中，重点考察在社会互动影响下个体的归因方向特点。

王晓钧、雷晓鸣和连少贤（2012）提出了归因心理取向理论的结构，为三层级、六因素、四维度理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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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归因心理取向的理论结构



第一，社会取向。（1）理性的、社会专注的、社会定向的、有社会责任感、公民道德感、集体意识的归因认知取向；（2）注重自我价值的社会积累归因动机，如将自我价值归因于自我的社会奉献，注重行为的社会评价作为自我行为归因的解释依据；（3）以他人为中心的归因评价动机，如具有将成功事件归为他人的帮助，面对失败事件时不抱怨、指责他人的解释风格；（4）具有把自我和社会环境结合在一起的归因评价动机，如当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能够以满足社会利益为自我行为的归因依据。具有国家、社会、集体利益至上，个人利益服从于团队利益，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解释风格。

第二，个人取向。（1）感性的、利己的、自我中心、自我专注、自我标榜、自我吹捧、自我定向的归因认知取向；（2）注重自我价值的个人积累，如以获得赞美、个人实惠，更多利益、更少损失作为自我行为归因动机，“自利性归因偏差”（Fresco，Alloy，& Reilly-Harrington，2006）明显；（3）以自我为中心的归因评价动机，如具有将成功事件归为自己，将失败事件推给别人。具有过度的自我防卫机制，过度维护自我利益的解释风格；（4）具有将自我和社会环境相分离的归因解释动机和明显的“基本归因偏差”（Myers，1990）。如当个人利益和社会道德、社会公理、社会规范、他人利益发生冲突时，以满足个人利益为基本归因依据，为达到个人目的不择手段，宁愿我负天下人，而不让天下人负我的解释风格。

第三，积极取向。（1）建设性的、发展性的、主动融入和渴望参与的、乐观的、努力的、积极的归因认知取向；（2）有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并有效地执行目标，以不懈努力、有效管理时间、积极开发自我潜能、积极的自我暗示为自我行为归因的解释依据；（3）具有从积极的角度评价他人的归因动机，如以积极的态度对挫折进行归因，理解和评价他人，真诚地欣赏和赞美他人的解释风格；（4）具有积极适应环境或与环境相融合的归因动机，如在不同情境中有主动的、适应性的调节行为的意识，不仅有积极的、主动的发动性适应行为意识，亦有抵御诱惑的适应性抑制行为意识。具有创造性地改变自我境遇的解释风格。

第四，消极取向。（1）无明确目标的、被动的、逃避的、悲观的、不思进取的、消极的归因认知取向；（2）缺乏建设性、发展性和目标性的归因动机，以得过且过、自我贬低、消极的自我暗示、逃避社会、逃避竞争为自我行为归因的解释依据；（3）具有从消极的角度评价他人的归因动机，如习惯从消极的角度理解和评价社会和他人，具有冷漠、疏离、漠不关心的解释风格；（4）具有消极逃避环境或与环境相分离的归因动机。如在不同社会情境中或只具有被动接受情境或明显感到不适应又无寻求改变的意识。缺乏抵御诱惑的抑制性行为意识。具有不可知论、宿命论、怨天尤人、甚至自暴自弃的解释风格。


 第二节　归因偏差

大量的研究表明，归因者并没有像科学家那样去从事归因活动，也没有遵循详尽无遗的和正规的归因模型去进行推论。相反，他们能够使用有限的信息，迅速地做出归因判断，尤其重要的是人们在归因时常常表现出对特定原因的系统的偏好，即便这种解释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如此，即在归因时个体会出现一些偏差。


 一、个体归因偏差

1．基本归因偏差

“基本归因偏差”（the fundamental attribution bias）是指人们对行为进行归因时，有一种高估内在倾向而忽视情境因素作用的情况，更简单地说，是指个人归因多于或强于情境归因的现象。琼斯和哈里斯（Jones & Harris，1967）在一个实验中，要求大学生阅读赞同或反对卡斯罗特在古巴推行的有关政策文章。告诉被试，有的人是自愿选择赞同或反对立场的，有些则是按规定被分配去写赞同或反对文章的，也就是说文章并不代表本人的观点。最后要求被试评价这些作者对卡斯特罗的态度。结果发现，即使被试知道有些言论是作者被命令写的，但他们仍然认为凡是写“赞同”文章的人都比写“反对”文章的人要更加支持卡斯特罗（图9-2）（时蓉华，1998）。这就是比较典型的基本归因偏差，尽管知道个人的行为是完全由外部因素控制而造成的，但我们仍然把行为归因于活动者的个人因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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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主要归因错误图示



另外，有研究者也指出，对人们的行为作内部归因也许并非总是偏差或错误，有时在既定的信息条件下，作内部归因可能是最合理的归因（Abini，Siepmann，& Stein，2001）。而且，David Funder（2004）也认为，在许多情境中，人格特征与其他内部因素可能都是事情的真正原因，换句话说，根据Funder的观点，社会认知比许多心理学家最初认同的要更加准确。



专栏　日本人与美国人在基本归因偏差方面的差异

日本人与美国人在基本归因偏差方面也存在差异。Menon等进行了一项研究，他们以美国和日本新闻报纸（《纽约时报》和《朝日新闻》）中的一些对英国的巴林银行1995年的倒闭事件的报道为实验材料，让一些不知研究目的的助手从报纸中摘录出说明原因的部分，让另外的不知道研究目的的助手对已经摘录出来的原因进行分类——是情境归因（将其归因为组织因素）还是倾向内部归因（将其归因为个人因素）。研究发现美国作者倾向于作强烈的内部归因，日本作者的情境归因倾向更明显。

那么，什么原因使人们产生了“基本归因偏差”呢？对此有两种一般的解释：一种解释认为，人们所以会强调行为的个人因素而忽视情境因素，是由于个人的内在因素比情境因素更突出、更“显眼”（salient）、更易引起人们的注意。海德（1944）曾指出，“活动者－活动”形成了一种自然的“因果单元”（causal unit）。人们由活动必然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活动者，反之亦然。在归因情境中，知觉者集中注意的是人而不是环境，所以将活动结果归因于活动者的个人特质反映了人们的一种自然的、习惯性的认识倾向。另一种解释认为，人们之所以倾向于做出个人归因，是由于社会对该种归因的鼓励和赞许的态度使然。人们成长和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是一种鼓励个人奋斗和成功的社会，它在给予个人充分自由或机会的同时，也要求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正是这种强调个人权利和义务、鼓励个人奋斗的社会标准或规范，使得人们倾向于做出个人归因而不是环境归因。这两种一般的解释虽然不尽相同，但它们实际上涉及了同样的认知机制，即：都强调归因过程不是全方位的算法式推断过程，而是受归因者先入之见的启发式推断过程。

Quattrone（1982）以归因过程的双级梯模型（two-step model of attribution processes）来解释基本归因偏差，认为人们不由自主地、自动化地先做出内在归因，第二步才可能有意识地、选择性地做出情境归因，这时候才有可能把内在归因打折扣；而有时人们会停止在第一步而不做出第二步。Gilbert和Malone（1995）以真实场景实验验证该模型：在人们排队买机票时，一个年轻人粗鲁地推搡别人，一般人都会骂“真没教养”！但是，当年轻人说“我母亲病危了”时，很少人会有愤怒反应，因为会觉得他推别人往前走是情有可原的，这时内归因就打折扣了。



专栏　中西方文化归因的差异

在西方归因理论中，基本归因错误被认为是一条普遍的归因规律，那么在强调集体主义的亚洲环境中，情况会怎样呢？莫里斯和彭凯平（Morris & Peng，1994）分析了英文报纸和中文报纸对美国发生的两件类似的惨案的报道。发现英文报纸对两件惨案的报道都集中在对两位谋杀者的心理不稳定和其他消极的个性因素的推测；中文报纸的推测集中在情境、背景等社会因素上。对中国和美国的大学生如何解释这一事件的调查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中国大学生更加偏爱情境归因，美国大学生偏爱个性归因，这种归因倾向无论对美国谋杀者还是中国谋杀者都是一致的。可见，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西方国家的人倾向于用个体因素来解释事件，而亚洲国家的人多使用情境归因（王登峰，侯玉波，2004）。

2．活动者—观察者归因偏差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不仅要对别人的行为进行解释，而且要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解释。在前一种情况下，归因者是作为观察者或旁观者寻找他人行为的原因的；在后一种情况下，归因者是作为活动者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归因的。不少研究发现，当归因者作为观察者对别人的行为做出归因时，倾向于更多地做出个人归因，即更多地将别人的行为解释为由于他个人的因素所使然，而忽略了外部情境因素的自由。这与上述的“基本归因偏差”是一致的。然而，当归因者作为活动者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归因时，则倾向于更多地做出环境归因，即更多地将自己的行为解释为由于环境因素使然。例如，某学生的考试成绩不是很好，作为学生本人来说，可能认为试题难度太大，或其他同学在考场中干扰了自己；而老师则会认为是因为学生不努力、知识掌握得不牢固；家长可能认为老师的教学方法不适合自己的孩子等。总之，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把失败的原因归为外来的因素，而非个人的因素。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它反映了活动者和观察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系统的归因差异，或者说作为活动者和作为观察者的归因偏向是不同的。Jonathon等（2004）研究表明，对于同事之间的对于对方的工作倦怠认知也存在行为者—观察者偏差。

那么，为什么自我和他人所做出的归因会存在上述差异呢？对于这个问题有多种多样的解释，比较流行的有以下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上述差异是由于一个人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所拥有的信息量不同造成的。一个人了解自己过去的行为比了解他人过去的行为更多。由于任何人都无法摆脱环境的制约，他会经常地发现自己的行为是随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这样他就会产生一种将自己的行为看成是由环境条件决定的归因倾向，因此在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归因时，他就会很有把握地做出环境归因。虽然别人的行为也同样会受到环境条件的制约，但由于一个人对别人过去的行为了解不多，至少不像对自己的行为那样熟悉，所以他在对别人的行为做出归因时，就不敢很有把握地做出环境归因。这样就导致了对自己行为的环境归因多于对别人行为的环境归因的现象。按照这种解释，随着对别人了解和熟悉程度的增加，就会越来越倾向于对其行为做出外部归因，然而目前尚没有实验证据支持这种假设，这个问题可以作为进一步探索的问题。第二种观点认为，上述归因差异是由于“活动者”（自我）和“观察者”（他人）的知觉集中点或看问题的角度不同造成的。自我倾向于将自己的态度和特质看成是稳定的、不变的，在归因时他们知觉的集中点放在了变化的环境方面；而他人则不然，他们倾向于将环境条件看成是稳定的、不变的，在归因时他们知觉的集中点放在了被归因者及其变化的行为上。这样，自我将环境因素知觉为更显著的，而他人则将被归因者的个人特质或态度知觉为更突出的，从而导致了上述的归因差异。

3．利己主义归因偏差

“利己主义偏向”（The egotism bias），又称“趋乐偏向”（The hedonic bias）、“自我欣赏偏向”（Self-serving bias）、“自我强化偏向”（Ego enhancement bias）、“自我防卫偏向”（Ego defensiveness bias），等等。它是指人们有一种居功自赏而避免对失败负责的倾向，具体到归因问题上，即：人们倾向于把积极的行为结果（成功）归因于个人因素，而把消极的行为结果（失败）归因于环境因素。在自我服务偏差的研究中发现了文化差异，塔卡塔（Takata，1987）的研究发现，在把成功归因为内在原因而把失败归因为外部原因方面，美国被试表现出自我服务的偏向，而亚洲人特别是日本人则表现出相反的偏向（王登峰，侯玉波，2004）。Harvey等（2009）通过结构方程技术分析发现，利己主义归因偏差在心理权益感对工作满意度和监督者冲突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有研究者还发现，利己主义归因偏差在个人主义倾向的文化中，显现得更加明显。Mezulis等（2004）作了元分析研究，指出利己主义归因偏差不仅存在于个人主义文化中，而且在各种文化背景下都有所体现。

如何解释上述“利己主义偏向”呢？关于这个问题，可以笼统地用哲学上关于人们利己本性的观点加以解释，即：人们都是利己的，因此，在对自己的行为结果进行解释时也必然要尽可能使其有利于自己，这也正是把上述现象称为“利己主义偏向”的原因。然而，在心理学中关于如何解释该种现象还存在着不小的争议，分歧的焦点集中在：到底应该从认知（信息加工）的角度，还是从动机的角度来理解这种现象？或者说，这种归因偏向究竟是一种认知偏向还是动机偏向？是由于人们偏离了正常的信息加工路线，还是动机作用使然？持前一种观点的人（Miller & Ross，1975）认为，归因中的“利己主义偏向”完全可以在信息加工框架内加以解释，而不必假定存在着“非理性力量”（Irrational force）。按照这种观点，人们所以会把积极的结果归因于个人因素而把消极的结果归因于环境因素，是由于这两种结果与人们事先对结果的预期不同造成的。一般地说，当一种结果符合个体对结果的预期时，它就和个体的认识处于协调一致的状态，将这种结果归因于个人因素不会导致认识上的失调，因此，个人归因易为个体认知系统所接受；相反，当一种结果不符合个体的预期时，它就和个体的认识处于不协调的状态，将这种结果归因于个人因素会导致认识上的失调，不易为个体的认知系统所接受，而把它归因于环境因素反而能降低失调感，维持个体认知的同一性。正由于如此，人们更多地对成功做出个人归因、对失败做出环境归因。

与此不同，持后一种观点的人认为，应该在传统的“趋乐避苦”的动机原则框架内来理解归因活动中的“利己主义偏差”。按照这种解释，人们所以会把成功结果的原因内在化而把失败结果的原因外在化，是由于成功总是和欢乐、愉快这类正面的、积极的情感体验相联系的，而失败总是和痛苦、不快这类负面的、消极的情感体验相联系的。人们为了增加成功带来的欢乐或减少失败引起的痛苦，才将成功的原因内投于己，而将失败的原因推之于外。在这种一般动机原则的框架内，研究者们指出至少有三类动机对产生“利己主义偏向”有重要影响：（1）增强和维护自我估价的动机：人们都有一种维护和加强自尊心的强烈需要，这种自我保护机制使得人们宁可放弃客观的信息依据，而做出有助于维护和加强自我价值的归因。（2）给别人留下良好印象的动机：个体不仅力图保持一种良好的自我感觉，而且力图在别人心目中保持一种良好的形象。得到别人认同和尊重的需要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基本动机之一。我们的社会是以成败论英雄的，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是推崇成功而排斥失败的。因此，将成功归因于自己而将失败归因于外部因素，是维持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良好形象、获得别人认同和尊重的基本手段之一。（3）避免认知失调和维持对环境控制感的动机：人们一般都认为自己是无所不能、能够适应各种环境并对其加以控制的。对自己控制环境能力的过分自信是人类的一大特点，而维持这种感觉或认识是人类的基本动机之一。当面对成功时，将其归因于自己的能力和特点，与上述人们对自己的认识是一致的，它增强了个人对环境的控制感；当面对失败时，将其归因于环境因素，避免了认识上的不协调，维护了个人对环境的控制感。



专栏　产生自我服务偏差的原因

Ross和Sicoly（1979）认为，产生自我服务偏差可能有以下原因：（1）自己在活动中的作用和贡献更容易被注意；（2）回忆自己的作用和贡献比回忆别人的要容易，因此会觉得自己做得比别人多；（3）接受信息的差异可能导致我们认为自己的作用大，比如说他人工作的时候，我们不在场，因此会低估他人的作用；（4）某些动力因素的存在促使了自我服务偏差（钟毅平，1999）。此外，从印象管理的观点来解释。Bradley（1978）认为，自我服务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在别人面前提供一个良好的印象，我们对成功或失败的真正原因有一定的认识，但是为了维持自己在他人面前的良好形象，我们就会把成功归为自己的能力，把失败归为环境因素。

还有研究者认为，人们之所以作利己主义归因，最主要的原因是受我们自我感觉良好愿望的驱动（Brown & Rogers，1991；Trafimow，Armendariz，& Madseon，2004）。这种偏差帮助我们保护自己的自尊，尽管当我们变得太利己时会引起问题。例如，不为我们的失败承担责任会导致他人不喜欢我们（Carlston & Shovar，1983）。


 二、群体归因偏差与利组归因偏差

事实上，群体的归因在很多方面类似于个体的归因，很多应用于个体的归因理论同样适用于群体。群体往往也会做出利己主义的归因，我们称之为“利组归因偏差”或“群体中心偏向”。

群体归因偏差（group attribution error）是一种利组归因偏差，它类似于基本归因偏差，只是前者发生在不同的群体成员间，而后者发生在不同的个体间。群体成员更可能将同一群体成员的行为归因于他们所处的环境，而将非群体成员的行为归因于他或她所属群体的内在特质。利组归因偏差（Group-serving bias）类似于利己主义归因偏差，只是它发生在群体间而非个体间。对于所属群体的成功，群体成员倾向于从群体内来找原因（如，群体成员有合作精神等），而对于所属群体的失败，群体成员倾向于从群体外找原因（如，领导不支持等）。对于其他群体则相反，他们的成功被归因于外部原因（如，运气好、领导支持），而他们的失败却被归因于内部原因（如，不团结等）。Bernard Guerin（1999）在儿童对喜欢与不喜欢同辈群体的群际归因偏向研究中，把30名儿童按年龄大小分成两组（大龄组和小龄组），并且再把每组随机分成两个群体，以考察儿童对自己喜欢的内外群体行为和自己不喜欢的外群体行为的归因状况。研究发现，不论是大龄组还是小龄组，其归因结果一致的，即儿童对自己朋友的积极行为和自己不喜欢的人的消极行为更多地做出内部倾向归因，而对自己朋友的消极行为和自己不喜欢的人的积极行为更多地做出情境归因。Schlenker和Miller发现，成功群体的成员有一种夸大或高估自己对成功结果所负责任的倾向，而失败群体的成员有一种缩小或低估自己对失败结果所负责任的倾向。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发现对于某一群体的成功或失败，尤其是失败，群体内和群体外成员所做出的解释是十分不同的，存在“组内归因偏差”（intergroup attribution bias），它是对利己主义归因偏向的扩展。人们总是倾向于做出有利于维护自己所属群体形象的归因，毕竟个体从所属群体的成功和荣誉中能够享受到自己的一份欢乐，同时从自己所属群体的失败和耻辱中也必然要承担一份责任。这样，维护群体的形象实际上就是维护自己的形象。从积极方面看，这种归因偏差有助于增强群体凝聚力，减少群体成员间的矛盾和冲突；从消极方面看，这种归因偏差又是种族偏见、行业偏见等负面社会现象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是造成种族冲突、民族冲突等社会矛盾的重要原因。例如，在美国，白人的犯罪行为常被归因于社会问题，而黑人的犯罪行为常被归因于种族具有的劣根性；犹太人经商成功被归因为犹太种族所具有的圆滑事故、精于盘算的特点；而白人经商成功则被归因于对遵纪守法、合法经营的奖赏。又如，在现实生活中，商人的慈善行为被认为是沽名钓誉，而科学家、文学家等的慈善行为则被认为是出于善心和对人类事业的关心。如果我们人类能够克服和纠正这种归因偏差，将会大大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进一步发展。

管理者或员工在对自己所属组织的行为和其他组织的行为进行归因时往往会表现出群体归因偏差和利组归因偏差。例如，将自己公司的成功归因于所有组织成员的思维方式、智力水平、决策能力等组织内部因素，失败归因于经济衰退、通货膨胀等一些外部的环境因素；而当作为旁观者对其他公司的成败进行归因或解释时，往往会表现出与之相反的倾向。适当的利组归因偏差有助于提高组织的凝聚力，增强组织成员间的亲密度，然而凡事都要掌握一个度，如果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偏向过于明显地表现出来，就有可能会促使组织成员养成推卸责任的毛病，当组织发展遇到障碍时不能够积极主动地提出一些应对策略，而采取一种消极被动的应对措施。


 第三节　责任归因

归因从总体上可分为两种：一种为自我归因（Intrapersonal Attribution，或译作个人归因），即对自身行为结果的原因的知觉。另一种为人际归因（Interpersonal Attribution，或译作他人归因），即对他人行为结果的原因的知觉。与之相对应的由归因所形成的动机分别称为个人动机（Personal Motivation）和社会动机（Social Motivation）。最初的归因研究主要集中于成就领域的自我归因和个人动机研究，在有关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后，又将其扩展到人际归因和社会动机领域，即对他人的归因领域，从而使归因理论应用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下面重点介绍张爱卿（2006）所做的有关责任归因和推断的实证研究。


 一、人际归因与责任推断模型

传统的归因研究主要在成就领域中开展，但由于个人行为的成功和失败并非发生于真空之中，有很多的社会环境因素影响到成就的行为表现，或受到成就行为表现的影响。这种社会环境包括同事、同辈、领导、教师和父母，他们会对他人的行为表现感到高兴和沮丧，表现出愤怒和同情，并对这种行为给以奖赏、惩罚、帮助或者斥责。这些对他人的行为表现的反应，成为当今归因与责任推断研究的新领域，属于人际归因理论研究的范畴。人际归因与责任推断基本模型如下：

模型1事件（像失败）→可控制性归因（像缺乏努力）→有责任→生气→责备、报复和忽视等；

模型2事件（像失败）→不可控归因（像缺乏能力）→无责任→同情→不责备、不报复和帮助等。

从模型（1和2）来看，动机序列始于成就结果，像失败行为。然后是因果寻求过程，和自我归因不同的是：它不是由行动者进行，而是由观察者做出，如老师或父母。同样，在考虑诸多因素的基础上，进行归因推断。当然，这种归因与对行为失败学生的归因既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这种归因内容同样可以置于一定的结构维度之中，从上述模型中可以看出，这里控制性归因是最为重要的。假如失败被归为由于缺乏努力造成的，它属于意志可以控制的归因，即可控制的原因。如果消极事件的原因行为者可以控制，即如果它是“可以具有其他结果的”，那么这个人被视为对此结果负有责任。由此，动机过程由原因推测前进到对行为者这个人的推断。反过来，对消极后果的责任又引起气愤的情感：这样，当学生因为不好好学习而考试不及格时，家长会感到愤怒，这正如一个人对室友饭后不擦干净桌子会感到生气一样。“气愤”会反过来引发“反社会行为”，像惩罚、谴责等。假如考试失败是由于缺乏能力引起的，这里能力被视为一种先天倾向，是由一种不可控制的原因。由于它不能随意改变，所以该生不负有个人的责任。对消极结果没有责任会引起同情。如我们会对智力低常者不能很好地进行认知活动感到遗憾，或对具有生理缺陷者不能执行动作任务感到怜悯和同情，这会进一步引起亲社会行为。可见，像个人自我动机归因理论一样，这里有一个“思想—情感—行动”序列，并且责任推断在此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二、自我归因与人际归因、责任推断的相互作用

尽管自我归因和人际归因两种动机过程是各自独立的，但实际上它们之间是相互交织并相互作用的；例如，如果一位学生由于缺乏能力而表现很差，这是一种不可控制的原因造成的，观察者会对这个人表示同情和怜悯、这种交流又增加更多的这个人“无能”的信息，这会进一步引起行为者个人的羞愧与丢人的情感。即，如果接受他人的同情与怜悯，这种情感就会转化为低能力归因的前提，进而引起羞愧。另外，如果学生由于缺乏努力而失败，那么教师就会表现出生气。生气然后成为该生对其失败负有责任以及该结果是可以避免的线索；如果这种情感被接受，那么该生就会将其个人的失败归为缺乏努力，这会进一步增加内疚感：可见，两种动机理论是相互交织的，并且既影响到行为者又影响到观察者的思想、情感以及行动。通过对个体成就追求（个人动机）理论与社会动机（人际动机）理论的对比可以看出，它们是可以相互联系的。因为无论是与自我有关的或是他人指向的动机序列大都始于某种结果，这种结果归为某种特殊的原因，该原因可以根据其基本特性进行分类，这些特性具有情感的和（或）认知的后果，而这种后果又具有动机含义。

自我指向的动机与成功的期望相联合，并且特定的情绪（内疚和羞愧）是自我指向的；而社会动机包括与他人责任推断有关的责任过程，并且情绪（生气和同情）是他人指向的（例如，由自我指向他人）。但是，这两种理论的基本结构是同一的。对同一事件来说，自我指向的情绪（个人动机的一部分）和他人指向的情绪（社会动机的一部分）并非截然分开的情绪系统，而是高度相互作用的。因此，这种动机系统也是交织到一起的。实际上，对自己的责任推断和对他人的责任推断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作用。维纳（1995）指出，有时人们还将责任推卸给他人，并将其社会行为建立在这种推断之上。对他人的责任推断需要根据他人是否“故意在做某事”或者是“不受意志控制的”“无知”或“带有好的意愿”等来进行。就人类来说，在有意图的与无意图的行为之间，或者在某人对其行动是否有责任之间做出区分也是十分困难的。如受尽折磨的妻子杀死其丈夫是一时冲动，或者是一种有预谋的报复，还是这种犯罪是由于“没有其他选择”。一位丈夫因其妻子的风流韵事而杀害她，是出于难以自控的激情呢，还是一种计划好的谋杀呢？一位朋友没有参加你的聚会是“有意的”呢，还是由于他有其他特殊的任务呢？这种有关他人的推断是十分复杂的，为此，也引发了人们的大量研究。

另外，夏勉和江光荣（2007）探讨了个人责任归因对心理求助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内部—外部归因可以显著预测责任推断，可控性归因不能显著预测责任推断。责任推断和内部—外部归因对心理求助行为的影响不显著，而可控性归因却显著影响求助行为。结论：无论是主动求助还是没有求助的被试都倾向于对心理问题进行内部归因，并进一步推断自己有责任，但责任推断不能预测求助行为，而心理问题的可控性可以预测求助行为。


 三、人际归因与行为责任推断的普遍性

人际归因探索不仅局限于解释成就领域的行为，许多其他的观察事实也可以在该理论框架之中得到解释，如对厌恶事件的反应、助人行为、攻击性行为等。如果一个人对一个消极事件负有责任，像行为粗野，由于懒惰而需要救济，或故意攻击他人，然后会体验到生气，并做出消极的行为反应。相反，如果个人的错误是由于不可控制的原因造成的，如失明或由于生病造成的贫困，在需要帮助时，会引起同情和亲社会行为。维纳（2000）指出，观察者就好比是一位法庭的审判官：判官有权力决定他人是无辜的或是有罪的，并根据这些信念与情绪体验来进行审判。课堂学习生活也可以比作“法庭”，“那里有关的犯罪剧情在上演”，观察者像科学家一样进行因果决策，并且以审判官一样的行为方式行事，做出有关对与错、好与坏的道德判断；行为责任推断的过程始于事件的发生，然后当事人和他人寻求这种原因。事件知觉之后，责任过程的第一步涉及对是否存在个人的或情境的原因的确定，只有原因属于个人时，才可能认为个人负有责任。由于人们具有从行为者自身寻求原因的倾向，所以，对他人行为责任的推断在现实生活中是十分普遍的。林锦秀（2012）运用问卷法对大学生的责任推断、情感体验、群体关系与助人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1）大学生对他人行为责任归因、情感体验对提供帮助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是存在的，这和维纳等人的研究基本一致。维纳等人提出的行为归因→知觉控制性→责任推断→情感体验→提供帮助行为的理论假设具有普遍性和可靠性；（2）大学生对外群体成员在两种控制条件下的责任判断、情感体验与帮助行为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责任归因、情感体验直接影响大学生是否愿意提供帮助行为；（3）内外群体关系影响助人行为。大学生对内外群体成员的责任归因、情感体验与是否愿意提供帮助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对主观上有过错的外群体成员，大学生是不愿意提供帮助的，但他们对内群体成员却愿意提供帮助，即使认为内群体的成员对自己的行为负有责任，在有不同内群体被助者的情况下，也愿意提供帮助。

归因理论的有关研究表明，如果行为原因属于个人，并且这种原因具有更大的可控制性，这成为将他人看作有责任的前提条件。在当今社会中，从他人身上寻求原因对于行为责任的推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且往往与社会公正、事故认定、司法审判以及经济利益相联系。例如，同样的人命案，过失伤人和故意伤人在量刑上有很大的不同。又如，员工因纪律观念淡漠而经常迟到和由于交通阻塞偶尔迟到会受到不同的对待等。另外，有关研究还表明，找出另外一个人或一个更大的实体对某个消极事件的责任可以使个体免于自我责任的嫌疑。例如，如果个体将学校失败归为老师的不公正或学校体制的偏见而非将其归为个人的不努力，这有利于找出他人的责任，以混淆视听。有研究表明，当代很多美国人倾向于让他人为自己的问题受到责难，而往往不会接受自己所承担的责任。这些“他人”包括对其孩子的抚养负有责任的父母和更大的成为责任判断目标的组织。像有一位失业者开枪打死很多工作于政府操纵的福利机构和职业介绍所的职员，这里失业所引起的挫折，伴随着他人（像政府官员）责任推断和愤怒，成为对政府官员的暴力行动的根源。当然，通常受害者也具有一定的实际责任，那么，责任的适当分配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有研究表明，那些属于外归因的非洲裔美国人和那些内归因的相比更倾向于从事社会激进事务。这种发现可以说明非洲裔美国人为什么往往将自己的问题责任强加到外在的社会力量之上，并依这种信念而行事。


 四、人际归因与责任推断关系的证实

行为责任的归因与推断研究涉及对他人行为结果的归因以及有关行为责任的推断。已有的研究表明，不同的归因会影响到责任的推断。如，同样是失败的行为，由于缺乏努力所造成的失败，行为者对其失败负有责任；而由于生理疾病所造成的失败则没有责任。维纳（1995）的研究发现，行为原因的控制性影响到行为责任的推断，如他指出：“我认为人们所具有的因果归因推理能力是责任推断的前提，并且如果个人具有责任，那么其行为的起因必须是可以控制的。”在新近的研究中，维纳（2000）认为不应该将“控制性”和“责任”混为一谈，它们是不同的概念，应加以区分。为此，维纳（2000）还提出将控制性归因看作是责任变量的前提假设，即结果归因→知觉到的控制性→责任推断→情感→行动序列。责任推断又成为管理和教育等领域中人事处罚决定的前提条件，特别是在失败行为中，个体对其行为所承担的责任，会影响到处罚的程度。瑞依纳（Eyna，2001）、斯图若以及维纳（1998）的研究表明，由缺乏努力这种可以控制的原因所引起的失败，行为者负有较高的责任，应受到较严重的惩罚。随着归因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实验研究对有关假设的逐步证实，人们对行为责任推断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并且已形成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如对于归因与责任推断的结构方程模型的探索，初步证实了前述理论假设，进一步探明了归因内容、结构以及情感过程与责任推断的关系。现代的研究除了探讨控制性归因与责任推断的关系外，还关注部位及稳定性归因与责任推断、期望改变以及后继行为反应和干预策略的研究。这些研究为归因理论的发展开辟了新领域，并为行为责任的推断及其实际应用奠定了基础。

总之，现代归因与行为责任推断研究除了对动机归因理论的建设进行广泛而又深入的探索之外，还十分重视将其理论运用于社会生活以及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研究。这些实际应用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像人际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归因分析；攻击与亲社会行为研究；艾滋病、肥胖症、同性恋、社会救济、虐待等都涉及行为责任的推断。这些广泛领域的应用研究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人类的社会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代表了现代归因研究发展的一个新趋势。由此，我们可以预言：在新的世纪里，归因与行为责任推断研究将会为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人类复杂的社会行为以及改善人们的社会生活发挥更大的作用。



专栏　听听他们成败的理由

英语期中考试成绩出来了，有的同学取得了好成绩，眉飞色舞；有的同学成绩不佳，愁眉苦脸，不知该如何向家长交代。

张丽平时成绩一般，但这次成绩却在班里名列前茅。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表扬了她，鼓励她继续努力，取得好成绩。张丽虽然也很高兴，但却有了压力，她心里想：我并不聪明，这次只是运气好，复习过的知识都考了，以后还不知怎样呢。回到家，看到孩子的成绩，父母也很高兴，鼓励张丽说：“女儿真棒，你有潜力取得好成绩。”张丽却不高兴了，嘴里嘟囔道：“你们别给我施加压力，我没有那个能力。”后来，在期末考试中，张丽的成绩又回到中等，老师问及原因，张丽说：“这次题目太难了，有好些我都不确定。”

王海的平时成绩中等，这次考试有了显著进步。老师鼓励他继续努力，要看到自己的潜力。王海仔细琢磨了老师的话，认为老师说得有道理，自己平时的确努力不够，多努力肯定有希望。于是开始在英语学习上下功夫，果然成绩不断取得了进步。

李萌的平时成绩优异，但最近有下滑的趋向，这次考试就很不理想。老师感觉她近日有些浮躁，心思没有用在学习上。老师找她谈话，问及成绩下降的原因，李萌说自己也不清楚，可能是坐在身边的同学总干扰自己。

刘浩同学成绩一般，这次考试不及格，在班里属于很差的。家长让他分析原因，他说：英语课没意思，老师讲得不清楚。老师找他谈话，他说：“我也努力了，但就是不行，可能英语是我的‘天敌’，我不适合学英语。”

问题与讨论：

1．学生取得好成绩后，应如何归因？张丽和王海同学的归因对他们的学习有影响吗？

2．学生没有取得好成绩，应如何归因？李萌和刘浩同学的归因对他们的学习有影响吗？

3．遇到学生的归因问题，教师该如何引导呢？

（引自：赵丽琴，怎样让学生爱学习：激发学习动机的7种策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第十章　已知到未知：社会情境下的推理

第一节　推理概述

第二节　社会情境下常见的启发式推理现象

第三节　认知神经科学下的启发式推理研究进展


想试着回答一下吗……


	
什么是推理？能用一句话概括吗？


	
推理是我们生活中必需的吗？没有推理，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怎样？


	
生活中用到的推理，你知道它属于哪种形式吗？不同形式间的区别是什么？


	
人是理性的吗？在推理判断中，究竟是遵循逻辑规则，还是基于直觉式的知识经验？


	
你能意识到你在推理中出现的一些偏向吗？这些偏向能避免吗？有必要避免吗？


	
人的大脑如何处理社会情境下的推理过程？针对特定的推理现象，有特定的脑区来负责吗？










推理是思维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它以各种方式渗透到我们生活中的不同领域，是人们进行人文、科学以及日常生活中问题解决的基础。可以想象，如果不借助于推理，人类就不能根据现有信息进行大胆的演绎假设，也很难从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提炼出对我们有用的信息，更不会由此及彼地进行学习创造。例如，我们可以根据A的家族有高血压史，进而推测A在一定程度上患有高血压的可能性比较大，那么相应的干预措施也就有了依据。再例如，当获知某人不喜欢吃饺子、不喜欢吃面条、不喜欢吃馒头、不喜欢吃面包……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推断此人对凡是和面有关的食物都不喜欢呢，从而有针对地准备饮食。再如，众所周知，鲁班根据带锯齿状的茅草很锋利地把人的手划破，得到启发把砍木材的工具设计成锯齿状而发明了锯。这三个例子虽然代表了不同的推理形式，但反映的过程都是从已知到未知的探索。正是有了这样的探索，人类文明才经久不息地向前发展。与此同时，对推理过程本身的探索也由来已久，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此都做出了较为有益的揭示。就心理学而言，研究者主要从认知的角度来关注推理的过程，特别是当人们处于社会情境下所进行的一系列推理会发生哪些现象？这背后的机制又如何？近来，认知神经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更加直接地揭示个体在社会情境下的推理过程（特别是一些常见的推理类型）提供了可能。为此，本章首先对推理作简要概述，然后对社会情境下常见的推理现象（启发式思维）进行介绍，最后针对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在启发式思维推理领域中的进展情况进行述评。


 第一节　推理概述

演绎推理、归纳总结、向他人学习……这些生活中耳熟能详的短语背后基于的推理形式是什么，这些推理形式在心理学上的描述有什么异同？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了解一下推理中三种常见的形式。

推理（reasoning）是从一个或多个已知的信息出发推断出新信息的过程，这其中，“一个或多个已知的信息”被称为前提，“推断出的新信息”被称为结论。概括来讲，即从已知到未知。推理的种类有很多，从一般性和特殊性的角度对前提和结论中的信息进行界定，推理主要有：演绎推理（deductive reasoning）、归纳推理（inductive reasoning）和类比推理（analogous reasoning）。演绎推理是从一般信息前提出发，得出特殊信息的结论，即从一般到特殊。归纳推理是从多个特殊的信息前提中概括出一般性的规律结论，即从特殊到一般。类比推理，根据两个或两类对象在部分属性上相同或相似的特殊性前提，从而推测另一个或另一类对象也具有该属性的特殊结论，即从特殊到特殊。


 一、演绎推理

演绎推理的研究范式通常是假设在某些前提成立的条件下，让个体推测必然会出现的结论。演绎推理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人们的思维更具严密性和逻辑性。根据推理前提是简单命题还是复合命题，演绎推理可分为简单推理（simple reasoning）和复合推理（complex reasoning）（胡竹菁，2000），其心理学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范畴三段论推理（syllogistic reasoning）（属于简单推理）和条件推理（conditional reasoning）（属于复合推理）两类型（张庆林，邱江，2007）。

范畴三段论推理是由两个包含共同项的命题为大、小前提来推出新的命题为结论。例如：

所有A是B，（大前提）

所有B是C，（小前提）

因此，所有A是C。（结论）

就其格式而言，它包括四种格（胡竹菁，2000）：第一格（M-P，S-M，因此，S-P）、第二格（P-M，S-M，因此，S-P）、第三格（M-P，M-S，因此，S-P）和第四格（P-M，M-S，因此，S-P）。此外，根据前提和结论的命题组成框架还可分为四种形式：

所有A是B，（全称肯定命题，通常用字母A表示）

所有A都不是B，（全称否定命题，通常用字母E表示）

一些A是B，（特称肯定命题，通常用字母I表示）

一些A不是B。（特称否定命题，通常用字母O表示）

结合范畴三段论的大小前提、结论、格以及命题形式，可以得到256种可能的范畴三段论推理的格、式的结合，但其中只有24种是合乎逻辑的。根据形式逻辑规则，范畴三段论可分为有效式和无效式两种。有效式，即由给定的两个前提可逻辑地推出一个确定的结论，例如：“所有A是B，所有B是C，因此，所有A是C。”无效式是指由给定前提不能推理确定的命题结论，例如：“所有A是B，所有C是B，因此，A和C的关系不确定。”

条件推理是根据小前提的不同，区分出以下四种推断形式。例如，对于命题“如果p，那么q”。如果给出条件P——肯定前件式（modus ponens—MP），那么被试应得出结论Q；给出条件非Q——否定后件式（modus tollens—MT），那么应得出结论非P。MP和MT都是有效的推理形式。另外，如果给出条件非P——否定前件式（denying the antecedent —DA）和给出条件Q——肯定后件式（affirming the consequent —AC），就形式逻辑而言，这两种情况下都不能得出确定的有效结论。DA和AC都是无效推理形式。


 二、归纳推理

如前提及，归纳推理是从多个特殊的信息前提中概括出一般性规律的推理过程。例如，由“梯形内角和是360°，矩形内角和是360°，平行四边形内角和是360°”，可归纳出一切四边形内角和都是360°。通过归纳推理，人们可以将众多知识或经验进行组织，最后整合出简约性的规律。最为重要的是，人们可以学习新的知识，减少对记忆的依赖，并能够有效地组织人类的概念系统（龙长权，2006）。相对于演绎推理而言，归纳推理是或然性的、不确定的推断形式，是一系列认知活动的核心成分，如分类、概念形成以及决策等（肖凤等，2012）。

归纳推理的研究范式，首先向被试呈现图形、数字以及词语等一系列刺激材料，然后要求他们对这些材料进行概括，进而整合出一般化的规则或结论（张庆林，邱江，2007）。基于类别的归纳（category-based induction）、基于关系结构（relational structure）的归纳、基于诊断问题（diagnostic problem）的归纳以及基于序列问题（sequential stimuli）的归纳是归纳推理研究的四种主要类型。在已有的归纳推理的心理学研究中，研究较多的是基于类别的归纳。从基于类别归纳的形式来看，它代表着我们通常所见的归纳推理形式，即当我们获得属于某一类别的某个或者某几个类别成员的知识，我们随之就能推断类别的其他成员可能也有这样的知识，例如：

麻雀的肝脏具有x物质，

老鹰的肝脏具有x物质，

所以，所有鸟的肝脏具有x物质。


 三、类比推理

类比推理是这样一种推理，根据两个或两类对象在某些属性方面的相同或相似，而且已知其中一个对象还具有其他属性，由此推出另一个对象也具有该属性。现行逻辑教材一般都把类比推理的逻辑结构表示如下：

A对象有a，b，c，d属性，

B对象有a，b，c属性，

所以，B对象有d属性（阳细，2007）。

这一推理形式能够促使人们更好地向自然学习以及向他人借鉴。类比推理的心理学研究范式常见的有两种：即经典的四项比例式和问题解决式。

经典的四项比例式类比任务一般包括4项：当第二项与第一项有关时第四项与第三项有关（郭周云，2012）。自2006年以后，类比推理作为推理题型的一种代表被引入国家公务员考试中，而具体题型就是经典的四项比例式。以2007年国考为例：给出一组词对“阳光：紫外线”，让考生从“A．电脑：辐射B．海水：氯化钠C．混合物：单质D．微波炉：微波”四组词对中进行选择。对于这个题目可根据阳光与紫外线、海水与氯化钠的关系都是整体与组成部分的关系，选择B。

问题解决式类比推理就是根据源问题和靶问题的关系相似性，将源问题的解法映射到靶问题，从而使靶问题得到解决（李红，冯廷勇，2002）。具体而言，研究者会首先向被试呈现一个问题解决的材料（源问题）进行学习。然后再给被试呈现另一个具有同样关系结构的问题（靶问题），要求被试解决该问题。



专栏　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是对称互补的吗？

如前所述，演绎推理是从一般性信息推出特殊信息，归纳推理则是从特殊信息概括出一般性信息。显然，从抽象形式来看，二者密切联系、互相依赖、互为补充。那么，社会情境中二者是对称互补的吗？杜卫、闫春平、孙晓敏（2009）撰写的一篇名为《社会认知中归纳推论－演绎推论的不对称性现象》综述文章或许为这个问题提供了较为有启发的参考信息。

该文介绍到：在社会认知中，人们会倾向于根据个体的行为表现推断其所具有的人格特质（归纳推理），然后却较少根据人格特质来推断个体的行为表现（演绎推理）。这一现象被称为“归纳推论－演绎推论的不对称性”，并且在西方文化下得到了验证。刻板印象在这一不对称性现象中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具体而言，行为信息与刻板印象是否一致影响了归纳推论，对与刻板印象一致的信息更易做出归纳推论，而对演绎推论没有影响。此外，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归纳推论－演绎推论的不对称性表现存在差异，即东方文化下的个体对两种推论过程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


 第二节　社会情境下常见的启发式推理现象

在推理的研究中，研究者大多以抽象符号为推理内容来探讨推理过程的认知机制，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推理并不是以单一的抽象符号为内容，而是在社会背景下延伸出来一系列有具体情境内容填充的推理形式。以演绎推理中的三段论推理为例：所有人是动物，所有动物是生物，因此，所有人是生物。就归纳推理而言，有研究者（王一峰，李红，2011）认为它本身不是形式化推理，它来源于生活，是由人、知识和情境三个维度交互作用产生的一种适应性行为。对于类比推理，人们通常会巧妙地把其推断形式运用到实际问题解决中，表现出创造性。



专栏　十文钱问题：一个古老的推理错觉

有三个秀才去赶考，一天在某旅店投宿。房价每间300文，三人合住一间，于是每人向老板付100文。交完房钱后，老板见三人可怜便优惠50文，让店小二还给三人50文。店小二想50文三个人如何分？不如自己拿掉20文，剩余30文还给三个秀才。

问题出来了：每个秀才实际各付了90文，总计270文，加上店小二私吞的20文等于290文，那么，请问还有10文钱去了哪里？

以上是广为流传的一个中国古老问题。实际上，这10文钱是不存在的。从其中一个角度对例子中蕴含的算式进行梳理：300文＝250（店老板所得款）＋20（店小二克扣款）＋30（三个秀才获返还款），就能得到问题的解答。

不管9月11日这一天新的恐怖袭击的可能性有多小，有些人可能会避免在这一天乘坐飞机出行，他们认为乘坐汽车要安全些（De Neys，2006）。然而，Gigerenzer（2004）指出，实际上乘坐汽车出事故的概率要比乘坐飞机高。显然，人们在这一推理现象中是基于典型的“启发式”思维策略。那么，具体到演绎、归纳以及类比推理中，个体在一系列社会情境下会表现出哪些特定的现象呢？带着这一问题，下面我们分别就这三种推理在社会情境下出现的一些典型现象（启发式思维）进行介绍，并以双加工理论模型为主线对这些现象进行评述。


 一、演绎推理中的信念偏差效应

按形式逻辑的观点，不同的推理种类都有一套做出正确推断的逻辑规则。一般情况下，人们被认为能进行合乎逻辑的推断（张庆林，邱江，2007）。但事实上，人们的推理往往不符合形式逻辑规则，而似乎经常受到知识信念的影响。

例如，对于三段论推理（syllogistic reasoning）：“没有A是B（大前提），一些C是B（小前提），因此，一些C不是A（结论）”。在一类情况下：“没有香烟是不贵的，一些上瘾品是不贵的，因此，一些上瘾品不是香烟”，该可信的结论在96％的情况下被视为有效的推理结果。在另一类情况下：“没有上瘾品是不贵的，一些香烟是不贵的，因此，一些香烟不是上瘾品”，该不可信的结论在46％的情况下被视为有效的推理结果（Evans，Barston，& Pollard，1983）。

再例如，对于条件推理（conditional reasoning）的大前提“如果P，那么Q”（大前提），当小前提给出“不是P”（否定前件），就形式逻辑而言，结论应该是“是不是q不一定”。在课堂上，如果某老师说：“如果是女生，那么举手”；一般人会认为“男生（不是女生）不应举手”（违反逻辑的结论）。如果某个男生问“我是男生是否需要举手”，反而会被问：“你是女生吗？”不过，对于大前提“如果有钱，那么幸福”，一般人会认为“没有钱也会幸福”，比较容易得出“不一定”的结论（符合逻辑结论）。

由此可见，相同的推理形式，人们在涉及有社会具体内容填充的推理时，会表现出一定的推理倾向。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就是推理中存在信念偏差效应（belief bias effect），即人们在推理中可能会忽略逻辑（logicality）而倾向于接受可信的结论（believable conclusions）和拒绝不可信的结论（unbelievable conclusions）。而判断结论的可信与不可信，往往靠人们的启发式思维。


 二、归纳推理中的几种常见效应

如前面指出，基于类别的归纳是归纳推理中最为典型的类型，它通常要求被试判断归纳结论的力度，而影响个体进行力度判断的因素主要有前提的典型性、项目的数量以及前提和结论的相似性等。这些因素通常通过典型性效应、多样性效应以及相似性效应反映在人们的推理过程中。

典型性效应指典型的前提比不典型的前提更容易得出强的归纳结论（龙长权，2011）。例如：

前提：麻雀有属性P/结论：鸟有属性P论断

前提：企鹅有属性P/结论：鸟有属性P论断

麻雀和企鹅是两种典型程度不同的鸟，但一般会认为，麻雀更具鸟的典型性，因此，多数被试会认为前者成立的可能性比后者更大。

多样性效应是指在前提的内容一致的情况下，前提的数量越多，归纳结论的力度判断也就越强（龙长权，2011）。例如，当需要判断所有的动物是否有维生素K时，如果给定的前提动物数量越多，就越容易得出结论：猫和鹰有维生素K这两个前提比仅仅告知猫有维生素K更容易推断全体动物有维生素K。

相似性效应是目前研究发现中比较稳定的一种归纳效应（龙长权，2011），是指在推论空白属性或者不熟悉的属性（例如，属性X）的时候，当人们觉察到前提和结论的相似度越高的时候，就越可能做出肯定性的推论。例如：

前提：狗有属性P/结论：猫有属性P论断

前提：狗有属性P/结论：河马有属性P论断

一般认为前者成立的可能性比后者更大。

由此，可见无论是典型性效应、多样性效应还是相似性效应，均说明人们在归纳推理中表现出了明显的启发式思维策略。


 三、类比推理形式的创造性化

国务院《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指出：自主创新可以增强国家的创新能力，它包括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等形式。从心理学的角度对纲要中提及的“创新”进行分析：原始创新，即前无古人之举、前所未有，这一形式的创新一般比较难；而对于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形式，人们则可借助类比推理的形式加以实现。类比推理能启迪人们的思维，促进人们的联想，从而可以扩大人们的视野，开拓人们的认识，它是一种创造性思维方法，在发现科学事实以及提出科学假说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黄秋华，2012）。从“鲁班受带齿边的茅草启发发明锯子”的经典故事，到“瓦特受沸腾的开水壶启发发明蒸汽机”的传说，再到仿生学中的一个个实例，都表明类比思维形式在人类创造发明史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人们把类比形式运用到实际创造问题的解决上。

以创新思维的“原型启发”理论（张庆林，邱江，曹贵康，2004）为例，张庆林等认为原型启发促发创新思维是创造性表现的一种重要形式。现实生活中，当人们面对一个疑难问题时，便会从头脑中提取与当前问题相匹配的源问题（原型）来帮助其解决当前问题，这一形式就是前面提到的问题解决式类比推理。张庆林等又进一步强调，学习一个源问题（原型）进而解决一个与之对应的靶问题，仅仅是比较简单的“类比迁移”形式。实际上，人们在面临问题时，头脑中肯定还存在着若干干扰信息，因此，是否能够正确提取相关的源问题（原型），是把类比形式进行创造性化的关键，这一过程往往通过启发式过程来实现。启发式过程则需要个体对“科学难题”进行“孜孜不倦”的追求，促使大脑对靶问题产生稳定的图式表征，进而当遇到某一启发信息（类似于源问题信息）后产生对该问题的解决方法。


 四、双加工模型解释下的启发式推理现象

如上，无论是演绎、归纳还是类比，当把它们放到社会情境下进行推理判断时，相应的心理学现象（例如：启发式思维）就会突显出来。相应地，对于这些典型现象研究者们均提出了诸多理论对其进行解释。其中，双加工理论（dual process theories）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越来越具影响力（De Neys & Glumicic，2008；孙彦，李纾，殷晓莉，2007；肖前国，罗乐，余林，2009），这一理论并非一家之言，不断有研究者对其进行补充完善。最为重要的是，这一理论不仅较好地解释了多种推理类型下（例如：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的认知现象，而且还能有效地解释其他思维形式（例如：决策和创新思维）。

双加工理论来源于多个研究者的观点，但总的来讲，该理论认为人们在推理过程中通常会采用不同的推理系统（系统1和系统2）。系统1：信念系统（the belief-based system）是通过人们知识和信念来解决问题的，是人和动物共同拥有的普遍的认知形式，即包括先天获取模块和对特定领域知识的学习机制，它也被称为启发系统（the heuristic system），该系统被认为是快速、平行、自动的加工过程。只有它们的最终产品是意识性的。系统1是通过人们知识和信念来解决问题的。系统2：逻辑系统（the logic-based system）是通过逻辑规则来解决的，亦被称为分析系统（the analytic system）。系统2是人类特有以及最新进化的，它包含了抽象推理和假设思维，但受制于工作记忆容量和智力的相关策略。它是缓慢的、系列的，需要工作记忆参与和控制的加工过程。尽管它的操作缓慢以及受限于认知资源，但系统2允许人们进行抽象的假设思维，而系统1是无法完成的。当两个系统推断的结果不同时，两个加工过程就会产生冲突，最终导致不同推理偏向的出现。

双加工理论认为演绎推理的信念偏差效应是由于人们基于已有的知识经验形成的信念系统1对逻辑分析系统2产生影响的现象，即人们的知识信念与逻辑结论不一致，该问题下人们的知识信念将会阻碍逻辑任务的解决；反之，人们的知识信念与逻辑结论一致，此时逻辑任务的解决会受到知识信念的促进（Evans，Barston，& Pollard，1983；Goel & Dolan，2003）。在传统的信念偏差研究范式下，一系列的研究均发现了明显的信念偏差效应，具体而言，当系统1和系统2冲突时正确率更低（Evans et al.，1983）、反应时更长（Stupple & Ball，2008）、信心评分（confidence ratings）更低（Turner & Thompson，2009）。根据双加工理论，被试在信念偏向系统和逻辑分析系统发生冲突时将花费更多的认知资源对信念偏向系统进行抑制（Stupple & Ball，2008）。因此，以上研究结果（Evans et al.，1983；Stupple & Ball，2008；Turner & Thompson，2009）有力地支持了该理论模型。

关于类别归纳推理，研究者也提出了双加工理论对其认知过程进行解释。不过，相比较演绎推理下的双加工系统，这里的系统1指的是联结系统（associative system）。具体而言，该系统是指以相似性、典型性以及接近性作为主要的加工法则，与个体的经历和经验有关，其加工速度较快，不占用或占用很少的心理资源，反应几乎是自动化的（龙长权，2011）。对于系统2的描述基本同演绎推理。在类别归纳推理中，个体往往以联结系统1为导向进行推断，而以逻辑规则系统2为导向的加工可能会被系统1所抑制，表现出了或典型性效应或相似性效应。

在类比形式的创造性化的过程中，个体如何把两个在表面上看起来无关的事物进行有效联系，一直是令人感兴趣的课题。现实生活中，人们通常是在对问题百思不得其解的情况下遇到某一启发信息（表面上看起来无关的事物）后产生对该问题的解决方法。创新思维往往青睐那些有准备的头脑，所以当人们面临某一启发信息的时候，只有在头脑中存在一个问题意识，才能够迅速有效地进行类比迁移并进行问题的解决。在这里，存储于个体头脑中的问题意识就是个体已有知识经验的表征反映。这些知识经验表征在一定程度上可归为系统1所负责下的加工过程，即个体对“科学难题”孜孜不倦的追求会导致他们随时可以把存储于大脑中的问题表征信息自动提取出来与当前信息进行匹配。一旦匹配，那么随之而来的逻辑分析加工的过程将必不可少，即把启发信息中的关键部分迁移到问题空间中。

需要指出的是，根据双加工理论，系统1靠知识信念快速和自动地解决问题；系统2靠逻辑规则缓慢、系列和控制地解决问题。显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解决问题不宜以系统1为基础，但这不意味着人们的推理是以系统2的加工结果为导向。例如，对于条件推理的大前提“如果是女生，那么举手”，按逻辑规则（以系统2为导向）会得出“男生（不是女生）可以举手，也可以不举手”。但在课堂上，如果某老师给出这样的大前提，一般（以系统1为导向）会认为“男生不应举手”。显然，这一推断违反逻辑的结论，但却为人们普遍接受，没有产生交流上的障碍。这似乎意味着人们在推理过程中遵循一种“经济适用的生活逻辑”。这种生活逻辑有时以系统1为基础，有时则以系统2为导向。同时双加工理论并非一家之言，它是集众多研究者的观点于一身，并且还不断地被发展完善。因此，可以预见有关双加工理论的模型修正会源源不断地出现。



专栏　西方人偏向于理性，东方人偏向于感性？

Norenzayan等（Norenzayan，Smith，Kim，& Nisbett，2002）考察了三类文化背景下的被试（东亚人、亚裔美国人和欧裔美国人）在两类推理任务（形式推理和直觉推理）下的表现。结果发现，欧裔美国人倾向于采用的是形式推理策略，东亚人倾向于采用直觉推理策略，亚裔美国人介于二者之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直觉策略并不完全等同于感性，形式推理策略也不完全意味着理性。这一结果似乎迎合了“西方人偏向于理性，东方人偏向于感性”的观点。

需要指出，无论是信念偏向系统（类似于这里提到的感性）还是逻辑分析系统（类似于这里提到的理性）都是人类长期思维进化的结果，人们在日常推理中需要对两种推理策略进行灵活处理，针对具体的问题动态地采用不同的推理策略。


 第三节　认知神经科学下的启发式推理研究进展

作为一种高级认知活动，社会情境下推理过程的认知机制较为复杂，以往通过行为手段获取的指标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加工过程和特点。近年来，随着认知神经科学技术的发展，研究者开始尝试利用新近的技术对社会情境下的推理过程进行研究，这为探索其内在机制提供了较为直接的方法，同时也掀起了国内外研究社会情境下推理神经机制的热潮。在过去十年里（特别是近几年），研究者采用fMRI、近红外光谱（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NIRS）、重复性经颅磁刺激（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rTMS）以及EEG、ERP等技术对社会情境下启发式推理展开了研究，得到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结果。本节将综述采用这些技术所开展的部分研究。


 一、右侧前额皮层与信念偏差效应

按照双加工理论模型，个体在推理过程中会受到来自两个系统的主导，甚至产生冲突，那么这两个系统在大脑中的表现模式是什么样的，大脑又是如何处理推理过程中出现的冲突的？下面我们将汇总介绍这方面的实证研究。

Goel等人（Goel，Buchel，Frith，& Dolan，2000）首先采用fMRI技术对三段论推理的脑机制进行研究。在他们的研究中主要比较了两类推理题目，一类题目是由有语义填充的内容（with semantic content）构成的，例如：“所有的狗是宠物，所有的贵宾犬是狗，因此，所有的贵宾犬是宠物”；另一类题目是由无语义填充的内容（without semantic content）构成的，例如：“所有的P是B，所有的C是P，因此，所有的C是B”。结果发现，有语义内容情况下左侧颞叶系统区域（left hemisphere temporal system）被激活，而无语义内容情况下激活了双侧顶叶系统区域（bilateral parietal system）；此外，较无信念逻辑冲突（non belief-logic conflict）的语义推理题目，信念逻辑冲突（belief-logic conflict）情况下右侧前额皮层（right 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会被激活，这说明该区域与冲突加工有关。研究者认为这一结果支持了双加工理论，即推理过程涉及的是两个可分离的神经网络。需要指出的是，Goel（2003）认为信念偏向系统更为基础，并且消耗的认知资源也较少，人们的推理倾向于依赖知识信念。

不过，他们（Goel & Dolan，2003）认为左侧颞叶系统和双侧顶叶系统的分离反映的是具体（concrete）和抽象（abstract）内容之间的差别，而不是信念负载（belief-laden，即被试对所推理的内容会产生知识信念）和信念中性（belief-neutral，即被试对所推理的内容不会产生知识信念）之间的差异，并且知识信念对逻辑任务的阻碍和促进作用是怎样调节推理过程也需进一步探讨。因此，他们（Goel & Dolan，2003）采用fMRI技术，在传统的信念偏差范式下主要分析比较了三段论推理冲突问题下的两种情况：有效不可信的问题（valid-unbelievable）和无效可信的问题（invalid-believable）。该研究发现，当被试抑制了与信念有关的反应并且成功地进行了逻辑判断时激活了右侧前额皮层（如图10-1所示）；相反，当被试忽略逻辑而以知识信念为导向进行推断时，腹内侧前额皮层（ventral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会被激活。Evans（2003）指出这一结果进一步为双加工理论提供了关键的证据，即当要求被试进行逻辑推断时，逻辑分析系统能够对信念偏向系统进行干扰和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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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当被试抑制了与信念有关的反应并且成功地进行了逻辑判断时右侧前额皮层被发现激活（Goel & Dolan，2003）



以上两项研究均发现右侧前额皮层是对信念偏差进行检测以及抑制的重要区域（Evans，2003）。那么，右侧前额皮层究竟是负责检测信念逻辑冲突，还是负责对该冲突进行抑制？已有文献发现，扣带前回主要负责对一些初级的冲突进行检测（Veen & Carter，2006），而负责对该冲突进行抑制的脑区则是右侧前额皮层（Aron，Robbins，& Poldrack，2004）。为进一步在信念偏差效应下揭示这一问题，De Neys等人（De Neys，Vartanian，& Goel，2008）采用fMRI技术考察了被试在进行经典决策问题（Kahneman & Tversky，1973）时扣带前回以及右侧前额皮层两个特定区域的激活情况。类似于传统的信念偏差效应研究范式下的问题，该决策问题的冲突情况是指由描述获得的刻板信息与基本概率信息不符，不冲突情况是指由描述得到的刻板信念和基本概率获得的信息是一致的。结果显示，当与知识信念有关的反应被抑制时，右侧前额皮层被发现有明显的激活；而扣带前回作为冲突检测区，在被试做出信念偏向反应时依然被激活，这表明被试在做出信念偏向性反应的同时也检测到了这一偏向。

为了深入验证右侧前额皮层与信念偏差抑制有关这一结果，Tsujiia等人采用NIRS技术从不同角度（例如：双任务效应、时间压力效应和年龄效应）对信念偏差效应范式下的三段论推理问题（冲突问题和非冲突问题，见图10-2）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均支持了Goel等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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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　信念偏差范式下的冲突问题和非冲突问题（Tsujii & Watanabe，2009）



如上所述，fMRI研究首先发现右侧前额皮层与对信念偏差抑制有关，NIRS研究也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证实，但需要指出的是，脑成像研究仅仅是对激活区域和某一行为进行相关性的分析。而rTMS技术能被用来考察脑区与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鉴于此，Tsujiia等人采用rTMS技术对前额皮层与信念偏差效应的因果关系又进一步开展了两项研究。他们（Tsujiia et al.，2010，2011）通过rTMS技术在Goel等人（Goel et al.，2000；Goel & Dolan，2003）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理清了双加工理论解释下信念偏差效应的神经机制，即左侧前额皮层可能负责信念偏向系统的加工，双侧顶上小叶可能负责逻辑分析系统的加工，右侧前额皮层可能扮演着在冲突问题解决过程中对信念偏向系统抑制的角色。


 二、楔前叶与启发式创新思维

一直以来，人们都试图对创新思维的认知过程进行揭示。从脑机制的角度进行探索，要始于对爱因斯坦大脑的关注。近年来，有关创新思维脑机制研究越来越多地被报道。不过在这些研究中，大多采用人工性的非科学问题为实验材料。然而，作为与现实生活中密切相关的创造性思维的产生不能脱离对实际科学问题的研究。近期，张庆林与罗俊龙等人以科学家受到某一信息启发而进行创造发明的最新实例为实验材料，从启发式思维的角度对创新思维的脑机制进行了探索。

近期（2013）发表在PLOS one上的“Neural Basis of Scientific Innovation Induced by Heuristic Prototype”，是张庆林和罗俊龙等人在启发式创新思维领域上的一大突破。该研究不仅对科学发明中的启发思维过程进行了实验室复演，而且首次采用磁共振技术对这一过程进行记录。研究发现楔前叶（如图10-3和图10-4所示）在人类的启发式创造性思维过程中可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见专栏：楔前叶负责启发式灵感降临？）。与此同时，他们采用脑电技术，从时间进程的角度，也对这一过程进行了考察。这两项成果，为揭示启发式创新思维发生的认知神经机制提供了重要线索。



专栏　创新思维脑机制研究材料的生态化问题

要想在实验室情境下研究创新思维的脑机制，就需要面临两个问题：第一，需要若干同质的创造性问题，以满足认知神经科学技术需要多次叠加的要求；第二，在自然状态下，创新思维发生的时间点不可预期，在实验室条件下，研究者期望所检测的心理事件在有限的特定时间之内发生。

蜡烛问题、双绳问题、装缸问题、九点连线问题、四等分问题、远距离联想、谜语以及字谜等都曾被用来作为创造性问题研究的实验材料。纵观以上材料，它们在特征、性质、复杂程度等方面不尽相同，缺乏可比性。其中有些材料的数量是极其有限的，不能满足脑机制研究对题目多次叠加的需要。虽然有些材料数量充足，但总结到一点，它们都还停留在非科学的知识贫乏问题上，生态效度不高，带有人工性问题的特点。然而，作为与实际生活紧密相关的创造性思维的产生不应该脱离对真正创造发明问题的考察。因此，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收集编制更符合顿悟思维产生过程的创造发明实验问题材料库，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

基于专栏中提到的“创新思维脑机制研究材料的生态化问题”，研究者首先通过书籍、电视、互联网以及报纸杂志等途径在各个学科领域内收集启发式创新发明的最新实例。按以下三个标准进行选取：第一，新颖性，一些常识性的例子不予选取（例如，鲁班受带齿边的茅草的启发而发明锯子均不选取）；第二，启发式思维，即发明者受某一信息的启发而解决创造发明问题的真实案例；第三，通俗易懂，这些例子不能涉及太专业性的知识，被试读起来很容易理解。

经过多次反复的文字提炼和筛选，最终建立了一个拥有84个测试题目的《创造发明实验问题材料库》。每个题目均包含一个启发材料、一个科学问题和一个参考解决方案。下面是84个实验问题的2个实例。

例1　启发信息：莲叶的表面有一些微小突起，水滴落在莲叶的表面上不会流散，而是凝成水珠滑走。这样一来，滑走的水珠也会把莲叶上的尘土带走。

情境性问题：车子表面上的尘土很难用清水洗净，使用化学洗涤剂又有可能腐蚀车子的表面。那么，如何设计车子的表面才更容易用清水把车子上的灰尘洗净？

解决方案：把车子的表面设计成突起结构，突起能使水滴不会流散，而凝结成水珠将灰尘带走。

例2　启发信息：蜘蛛丝具有弹性且非常轻盈，是一种生物纤维，但它的抗张性相当于同等体积钢丝的5倍。

情境性问题：科学家想方设法地思考如何提高Kevlar（一种材料）防弹衣的质量。尽管Kevlar具有很强的抗张性，然而弹性不好。那么如何使防弹衣既具抗张性和弹性且又轻盈？

解决方案：仿照蜘蛛丝的构造，设计一种既具抗张性和弹性且又轻盈的材料。

这些问题都很难，难在人们容易从常规的知识出发产生思维障碍，但是一旦获得某一信息启发，创造性的灵感就会忽然降临。



专栏　楔前叶负责启发式灵感降临？

以《创造发明实验问题材料库》为实验材料，采用fMRI技术，在“一对一”范式下（即先让被试学习一个启发信息，然后再让被试解决与之对应的一个实验问题），结果发现舌回在“一个启发信息对一个创造性问题”解决过程中观察到被明显激活（见图10-3），反映了对启发信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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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3　舌回在“一个启发信息对一个创造性问题”解决过程中观察到被明显激活

（引自Luo，Li，Qiu，Wei，Liu，& Zhang，2013）



现实生活中，启发式创新思维的产生之所以困难，是因为人们对启发信息容易“视而不见”，而“一对一学习测试”范式（一个启发信息配对一个测试问题），完全是进行简单的“类比迁移”，难度不大，创造性不高，因此有必要进行生态学效度更高的研究范式。最后，以fMRI为技术手段，他们又进行了“群对群学习测试”范式：即被试首先（第一天）在行为实验室里学习完所有启发信息材料，第二天进入磁共振实验室去解决随机呈现的问题。该范式下当个体面临某一问题时，如何从众多的信息中激活与之对应的信息涉及的认知过程可能首先是某一启发信息的自动激活，进而才是对启发信息进行利用。“群对群学习测试”范式结果表明，楔前叶和舌回被发现在问题解决过程中有激活（见图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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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4　楔前叶和舌回被发现在“群对群”问题解决过程中有激活

（引自Luo，Li，Qiu，Wei，Liu，& Zhang，2013）

这样一来，通过比较“群对群”范式和“一对一”范式的脑机制差异，可以间接揭示启发式创新思维中启发信息自动激活的这一脑机制。两个实验中，舌回都被发现有激活，那么运用推理这一思维形式，可推断舌回可能负责对启发信息进行运用的认知过程。因此，可以间接地推测楔前叶可能负责启发式创新思维中启发信息自动激活这一过程。



第十一章　社会认知中的判断与决策

第一节　决策理论与模型

第二节　个体决策

第三节　群体决策

第四节　道德判断与决策


想试着回答一下吗……


	
一枚硬币有两个面，H代表正面，T代表反面，若反复掷硬币6次，下面两种序列HHHHHH，HTHTHT，哪种出现的可能性大？


	
在接受调查的某个城市里，所有家庭均有6个孩子，其中72个家庭的孩子出生顺序是GBGBBG （G＝girl；B＝boy），你估计有多少个家庭的孩子出生顺序为BGBBBB？


	
随机从一本英文书中抽出一章，以R开头的单词多，还是R处在第三位的单词多？


	
请评估，每年死于飞机失事的人多，还是死于火车事故的人多？


	
假定一张纸的原始厚度为0.1毫米，将这样的纸折叠100次以后，其厚度是多少？


	
领导开会时出现的“一言堂”现象有何不良影响？











 第一节　决策理论与模型


 一、标准化决策理论

标准化决策理论（Normative Decision Theory）属于决策的规范性理论，它从一系列公理出发进行逻辑推理和演算，得到最大期望效用。决策者更像是统计学家和逻辑学家，他们根据推理和演算的结果告诉人们应该如何去做，而非描述人们实际是怎么做的。假设决策者是完全理性的人，能了解所有备选的行动方案，知道每一行动方案产生的结果，各个结果的价值评估由效用指标确定，决策者对各个结果出现的信心由概率指标确定；决策者根据结果的效用与概率计算出每个行动方案的期望效用，从中选择具有最大期望效用的方案，而不关心具体决策者是如何做出决策的。

标准化决策理论是对一系列理性期望效用理论的统称，这些理论的共同点是，都强调理性传统，依赖数学建模，从抽象意义上探讨个体应该怎样做决策，而非从行为上描述个体做决策。其中最大期望效用理论和主观期望效用理论是标准化决策的代表理论。

1．最大期望效用理论

20世纪中叶，冯·诺依曼和摩根斯顿在《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中提出了最大期望效用理论（Expected Utility Theory），标志着现代决策理论的诞生。最大期望效用理论有以下三个显著的特点：（1）为理性决策者提供一套明确的基本假设或者说是公理系统，用严密的数学方式来讨论个体对效用的偏好问题；（2）个体决策追求效用最大化；（3）结果发生的概率是客观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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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事件发生的客观概率。

（1）客观概率

最大期望效用理论假设结果发生的概率是客观的。关于客观概率的论述存在三种理论。一是等概率论，认为在一个随机试验中，假定每个样本点是等可能的，那么特定事件的概率为该事件包含的样本点数量与所有的样本点数量之比。二是相对频率论，认为在一个特定试验中，某特定事件的概率等于在一系列无限“相似”试验中该事件发生的相对频率。三是倾向论，认为概率代表了在单个试验中得到特定事件的自然趋向，没有必要与长期的频率相关联。

（2）偏好公理

最大期望效用理论认为，个体决策时应该遵循一系列公理，这种遵循是个体决策符合理性的体现，也是能够使效用达到最大化的手段。一是占优性。指决策者永远都会选择那些具有优势的策略，包括弱式占优和强式占优。所谓弱式占优是指一项策略与其他策略相比，至少在某一个方面好于其他策略，而其他方面不差于其他策略；强式占优是指一项策略与其他策略相比，在所有方面都比其他策略好。二是传递性。如果一个决策者在方案A和方案B中偏好A，在方案B和方案C中偏好B，那么在方案A与方案C中肯定偏好方案A。三是独立性。决策者对于两个策略或结果的选择不受第三个不相干策略的影响。四是完全性。对于任何两个结果X和Y，决策者都能给出其优先次序，要么X优于Y，要么X劣于Y，或者X和Y一样好，三者必居其一，且仅居其一。

最大期望效用理论在为效用的运算规定了一系列公理之后，个人选择的偏好便具有去场合的特点，即无论其他事情发生怎样的变化，都不影响个体对某一选项的偏好。但实际上，任何偏好都具有场合依存性。

2．主观期望效用理论

在最大期望效用理论的基础上，萨维奇（Savage）在《统计学基础》一书中于1954提出了主观期望效用理论（Subjective Expected Utility Theory，SEU），该理论用主观概率代替最大期望效用理论的客观概率。该理论的函数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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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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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观概率

实际上，当客观概率被提出后，许多统计学家和哲学家反对客观概率的观点，认为随机性不是一种可以客观测度的现象，而是一种“知识”现象，认为概率是认识论问题而不是本体论问题。持认识论观点的学者认为，概率衡量的是我们对知识的缺乏，因此，概率仅代表我们对某次试验的信念。如果知识是全面的，对概率的推断就是准确的，事实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概率，而只有确定性。

（2）确定事件原则

如果方案A在各方面都不比方案B差，并且至少在一个方面好于方案B，那么方案A永远不可能被方案B占优。萨维奇的确定事件原则与独立性公理有着相同的假设基础：自然对于概率的安排存在于客观世界本身，与决策者对结果的偏好无关，决策者安排偏好（概率赋值）的理由存在于主观世界本身，与客观世界无关，这实际上是对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一种分离。


 二、描述性决策理论


有限的理性

现在有两杯冰淇淋，一杯冰淇淋a有7盎司（盎司是重量单位，1盎司＝28.35克），装在5盎司的杯子里面，看上去快要溢出来了；另一杯冰淇淋b是8盎司，但是装在了10盎司的杯子里，所以看上去还没装满。你愿意为哪一份冰淇淋付更多的钱呢？如果人们喜欢冰淇淋，那么8盎司的冰淇淋比7盎司多，如果人们喜欢杯子，那么10盎司的杯子也要比5盎司的大。可是实验结果表明，在分别判断的情况下（也就是不能把这两杯冰淇淋放在一起比较，且不知道具体的分量），人们反而愿意为分量少的冰淇淋付更多的钱。实验表明：平均来讲，人们愿意花2.26美元买7盎司的冰淇淋，却只愿意用1.66美元买8盎司的冰淇淋。这说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决策所依据的参考信息往往是不充分的，完全契合了卡尼曼等人所描述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



描述性决策理论的基石是有限理性。美国学者司马贺在《理性选择的行为模型》中首次提出有限理性概念，用以批判古典和新古典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并认为“有限理性是考虑限制决策者信息处理能力的理论”。因为：首先，客观环境是复杂的、不确定的，信息是不完全的，或者说获得信息是有成本的；其次，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洞察一切，找出全部备选方案，也不可能把所有参数都综合到一个单一的效用函数中，更不可能精确计算出所有备选方案的实施后果。因此，现实生活中的人是介于完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个体。有限理性概念一经提出，就得到许多学者的支持，其内涵与外延均得到迅速发展和完善。

有限理性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人的感知能力有限，记忆能力有限，信息加工能力有限，因此，现实生活中的个体不可能掌握完备的信息。（2）人是理性的。这里的理性是指个体总是在自己掌握的信息范围内追求理性，表现理性。司马贺将理性区分为程序理性和结果理性。程序理性是指当行为是适当考虑的结果或者说行为过程符合规范的标准时，该行为就是程序理性的，行为的程序理性取决于它的产生过程。结果理性是指在一定的条件和限定范围内，当行为能够达到预定目标时，它就是结果理性的，行为的结果理性取决于某项行为是否达到了预定目标或预定目标的完成状况，而不管其行为过程如何。程序理性强调的是行为过程的理性，而结果理性则强调结果对预定目标的符合程度。司马贺认为，在不确定环境中，人们由于认知能力等的限制，不可能准确认知和预测未来，也就无法按照结果理性的方式采取行动，只能依靠某一理性的程序来减少不确定性，也就是说，个体行为只能是程序理性的。在这里，主要介绍影响较大的描述性决策理论——前景理论。

前景理论由卡尼曼和特沃斯基（Kahneman & Tversky，1979）在《前景理论：风险条件下的决策分析》一文中首次提出，他们提出前景理论的基本思想是保留最大期望效用理论的形式，对其内部各因子进行改造，希望通过这种形式能够更加逼真地描述人类的决策行为。前景理论是描述性范式最具代表性的决策理论，也是描述性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前景理论可以解释许多违反期望效用理论的现象。该理论一经提出，就成为行为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指导思想，催生了许多研究成果。前景理论假设，风险决策过程包括编辑与评价两个阶段。在编辑阶段，决策者主要对信息进行编码、化简、归并等加工处理；在编辑的基础上，决策者依据价值函数、权重函数赋予选项不同的效用值，最终选取最大期望效用值做出决策。

1．框架

在决策的编辑阶段，个体凭借“框架”“参照点”等采集和处理信息。所谓“框架”（frame），就是对问题的表征形式。不同框架导致决策产生不同的结果。有个吝啬鬼不小心掉进河里，好心人趴在岸边喊：“快把手给我，我把你拉上来！”但这吝啬鬼就是不肯伸出自己的手。好心人开始很纳闷，后来突然醒悟，就冲着快要下沉的吝啬鬼大喊：“我把手给你，你快抓住我！”吝啬鬼一下就抓住了这个好心人的手。例如，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完成的关于亚洲病研究的著名例子。试想美国将要爆发一种非同寻常的亚洲疾病，预计将有600人染病。目前有两种治疗方案，对这两种方案疗效的科学估计分别用以下两种框架叙述。框架1（N＝152）：如果实施方案A，可以救活200人。如果实施方案B，有1/3的可能全部救活600人，但也有2/3的可能600人全部死亡。框架2（N＝155）：如果实施方案C，有400人死亡。如果实施方案D，有1/3可能使600人无一人死亡，也有2/3可能600人全部死亡。你认为哪一种方案可行？实验结果显示，在框架1中，绝大多数（72％）被试选择方案A，表现出风险规避（risk evasion）倾向；在框架2中，绝大多数（78％）被试选择方案D，表现出风险寻求（risk seeking）倾向。事实上，仔细观察，方案A与C、B与D的结果是一样的。但是，当信息以肯定（积极）的形式呈现时，个体决策表现出风险规避倾向，选择A而不选择B；而当问题以否定（消极）的形式呈现时，个体决策表现出风险寻求偏向，选择D而不选择C。不同框架导致决策产生了不同结果。


不同的决策体现

让人们对下列情境进行决策（被N＝150）：情境一：如果一笔生意可以稳赚800美元，另一笔生意有85％的机会赚1000美元，但也有15％的可能分文不赚。情境二：如果一笔生意要稳赔800美元，另一笔生意有85％的可能赔1000美元，但相应地也有15％的可能不赔钱。结果表明，在第一种情境下，84％的人选择稳赚800美元，表现在对风险的规避：而在第二种情境下87％的人则倾向于选择“有85％的可能赔1000美元，但相应地也有15％的可能不赔钱”的那笔生意，表现为对风险的偏好。



2．参照点

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同一种状态之所以同时拥有“不足”和“有余”两种价值评价，是因为选择了不同的参照点。参照点（reference points）是表征信息、形成获益或损失框架、做出决策的重要依据。请看下面的例子。1945年，美国一个小工厂的厂长威尔逊看准了蓬勃发展的各类信息产业对于新技术的需求，投资研制了一种新型复印机，并获得专利。他把这个成本只有2400美元的机器定价29500美元出售。如此高的定价，根本无法销售出去。人们对他的疯狂举动百思不得其解。威尔逊却莞尔一笑：“我根本就没想卖复印机，而是要开展复印业务。”果然，它的复印服务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威尔逊用奇高的复印机价格在顾客的头脑中建立了一个参照点，使得他的高价复印服务被普遍认可。决策框架的形成以及对框架内选项的价值评价，都需要依赖参照点进行。在前面提到的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关于亚洲病的著名实验中，被试的选择之所以出现不一致现象，也是因为他们选择了不同的参照点。当以获救这样一种积极语言陈述问题时，零点或没有人获救被当作参照点，决策者将任何数量的获救人数都当作获益来看待，因此，绝大多数（72％）的被试选择方案A，表现出风险规避偏好；而当以死亡这样一种消极语言陈述问题时，决策者将无人死亡当作参照点，因此，绝大多数人（78％）选择方案D，表现出风险寻求偏好。早在丹尼尔·伯努利提出效用概念时就涉及参照点的问题，认为同样100元钱，对于穷人和富人的效用值是不一样的。之所以不一样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参照点，这一参照点是他们现有的财富状况。通常而言，决策者一般将自己的现状作为决策参照点，编辑信息，形成框架。


参照点很重要

一位男士看中了一所房子。就这所房子而言，不管是地理位置、周边环境还是室内的装修风格，都符合他的期望。然而，在与卖主谈判时，却发现卖主的报价要远远高于他的预算。即使经过几番讨价还价，买方与卖方的价格还是相差15万美元，结果谈判陷入了僵局，卖主宁愿不卖也不肯降价。之后，这位男士得知一些对自己比较有利的信息，例如，自己是过去三个月内唯一对这所房子报价的人，房主非常想卖掉房子，因为他急需用钱。于是，男士改变了策略，转而对房主说：“从目前的形式来看，未来三个月内可能不会再有人报价；即使有人报价，也不一定能满足你的价格要求。而在这期间，你还需要为这所房子支付各种各样的费用。但是，如果你接受我的报价，你就可以节省一大笔钱。”听男士这么说，房主“豁然开朗”，接受了他的报价。

在这个故事中，买方和卖方之所以能够达成协议，最为关键的一个原因在于卖方改变了这场买卖中损失和收益的参照点。



3．价值函数

在完成编辑信息的基础上，进入决策的第二个阶段——评价阶段。前景理论假设，个体对信息价值的判断依赖价值函数和权重函数。

（1）价值函数曲线

价值函数（value function）表现为一条“S”形曲线，该曲线是一条经验曲线，而不是由具体数值计算得来的。价值函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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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前景理论的价值函数曲线



其中，π
 为决策权重，p
 为主观概率，V
 为决策者主观感受的价值，与参照点有关。自然的参照点为决策者的现状，在坐标中设为0点。当某一选项χ
 >0时，视为获益；当选项χ
 <0时，视为损失。i为选项的次数。

（2）价值函数曲线的特点

前景理论的价值函数与期望效用函数相比较，具有以下自身特点。第一，价值是在选择某一参照点之后被分成“获益”与“损失”两个方面进行计算的，即用结果对某一中立参照结果的正负离差来表示；而效用函数是从净财富的角度进行计算。参照点一般是决策者的当前现状，与现状相比较，增加的部分被看作获益，减少的部分被看作损失。第二，价值函数在赢（获益）区呈凸型，在输（损失）区呈凹型，形成一条“S”形曲线，参照点为坐标原点。如果相对于某一参照点而言，某项结果看起来是一种获益，那么其价值函数即为凸型，决策者倾向于规避风险；相反，如果相对于某一参照点，某项结果看起来是一种损失，那么其价值函数就呈凹型，即决策者变得更加寻求风险。


透过函数看问题

请看下面的实验。问题1：除了你拥有的，现在必须在选项A和选项B之间做出选择。选项A：50％的概率获得1000美元；选项B：肯定得到500美元。问题2：除了你现在拥有的，你必须在选项C和D之间做出选择。选项C：50％的概率损失1000美元；选项D：肯定损失500美元。结果显示，在问题1中，70名被试中的84％选择了选项B。这种当不确定选项的期望值大于或等于确定选项的期望值时，人们对确定选项的偏好称为风险规避。价值函数在赢区的曲线特点是对风险规避的恰当反映。从价值函数曲线来看，在获益区域，从0美元到500美元的增加值应该远远大于从500美元到1000美元的增加值。而在问题2中，70名被试中的70％选择C，表现出风险寻求偏好。风险寻求是指当确定选项的期望值大于或等于不确定选项的期望值时，个体对不确定选项的偏好。观察价值函数曲线，在损失区域，从0美元到500美元之差肯定大于从500美元到1000美元之差。



第三，价值函数曲线在赢区平缓，在输区陡峭。这一特点导致损失的效用值远远大于获益的效用值。例如，损失500美元的感觉比获得500美元的感觉更加强烈，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将这一现象称为“损失厌恶”。他们（Kahneman & Tversky，1984）通过实验发现，在一场通过掷硬币决定输赢的游戏中，如果获利少于30美元，被试不愿意付出10美元的赌金参加游戏。这种赋予事物的消极方面更大效用值的现象也被称为“消极偏向”。消极偏向从人类发展史上来看具有进步意义，因为优先注意消极方面，并赋予其较大比重，可以使人类避免危险，保存自己物种的延续。

第四，在零点附近，个体对损益值的变化特别敏感。例如，对从5元到10元间的变化比对从80元到85元间的变化敏感，这反映了价值曲线的边际递减特征。请看下面的例子。A：假如你到某商店购买一台收音机，该商店售价为45元。这时有人告诉你，在另一家商店，同品牌、同型号的收音机仅售30元，但需要走10分钟的路，你会选择到另一家商店去买收音机吗？B：假如你到某商店购买一台摄像机，该商店售价为8645元。这时有人告诉你，在另一家商店，同品牌、同型号的摄像机售价为8630元，但需要走10分钟的路，你会选择到另一家商店去买摄像机吗？在A种情况下，多数人愿意走10分钟的路，到另一家商店去买收音机；而在B种情况下，多数人不愿意走10分钟的路到另一家商店去买摄像机。这就是边际递减效应，这一效应在丹尼尔·伯努利那里已粗具雏形。

4．权重函数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认为，决策权重是决策者根据结果出现的概率做出的某种主观判断。它本身不是概率，不遵从概率论公理，同时也不应该被解释为对程度或信任度的测量。权重函数π
 （p
 ）是非线性的，具有如下特征：（1）π
 （p
 ）＝0，不可能事件在决策中不会被选择；（2）π
 （p
 ）会随着事件发生概率的增加而增大，即它是概率户的增函数；（3）π
 （1）＝1，必然事件权重最大；（4）小概率事件具有超决策权重，即，π
 （p
 ）>p
 ，小概率事件具有超过其概率值的决策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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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前景理论的权重函数



权重函数（weighting function）一个最突出的特征是强调决策权重是向概率的回归（近两个端点除外）。对于概率而言，大部分区域的决策权重较低，例如，中间部分增加5％的获益概率并不能增加5％的决策权重，但是小概率事件具有超决策权重，观察权重函数曲线，对角线以上部分代表小概率事件，对角线以下部分代表高概率事件。小概率事件的决策权重远远大于高概率事件的决策权重。关于这一点，请看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实验。问题1：A：0.1％的机会赢得5000美元；B：100％赢得5美元。问题2：C：0.1％的概率输掉5000美元；D：肯定损失5美元。在问题1中，72名被试近75％选择选项A，说明小概率事件具有超决策权重。小概率事件的超决策权重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们买彩票的行为。日常生活中，许多人自愿花钱买彩票，明明知道中奖的机会很低（属小概率事件），却乐此不疲。在问题2中，72名被试超过80％选择方案D。这种选择仍然说明了小概率事件的超决策权重，人们宁愿损失一定数量的钱，以消除带来更大损失的任何可能。这种现象可以解释人们花钱买保险的行为，即人们宁愿损失（花钱买保险）一定数量的钱，以避免更大的损失，虽然这种损失是不确定的、概率较小的。这种现象对保险公司特别有利。卡尼曼和特沃斯基解释说，小概率事件的超决策权重是由人们过于看重大金额的损失或获益造成的。小概率事件的超决策权重，导致个体在小概率区的决策出现冒险与稳健并存的现象。例如，当人们面对0.1％的可能获得5000美元时，会甘愿冒险，参加赌博；而当面对0.1％的可能损失5000元时，人们会选择稳妥，不愿冒险。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现象，均因过高估计小概率事件。面对小概率事件，赢区中倾向于冒险而输区中倾向于稳重，与前景理论的曲线函数形成鲜明对照。


 三、进化论决策理论

进化论决策理论是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强调个体适应环境的重要性，提倡生态理性（Ecological Rationality），它从关心和描述个体的实际决策行为出发，寻找个体决策的有效策略——启发式策略。所谓生态理性，即个体是否有理性或其做出的决策是否合理，应该用现实的外在标准来判断，只有当与环境的现实要求结合起来考察个体时，才能找到评判理性的合理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生态理性（歌德·吉戈伦尔等，1999，2002；Gigerenzer，2000，2006）。在生态理性基础上，Gigerenzer及其研究团队提出了“快速节俭启发式（Fast and Frugal Heuristics）”的概念，用来描述个体的头脑和环境。也就是个体的头脑到底是如何来适应环境，在此基础上再做出的决策就是简单的，但是却可能会更有效。例如球手接球，球手在接很远过来的球时，并没有去计算这个距离，也不知道这个球具体的速度，还有抛物线的轨迹，真正的球手实际上使用的就是节俭启发式。他忽略了所有的信息，然后只关注一项，就是球。根据球的角度变化，调整跑动的速度，眼睛盯球的角度始终不变，最后就会接住这个球。启发式主要是关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决策，与环境密切相关。各种各样不同的启发式，也应该放在不同的工具箱当中，并应该知道在什么情况下使用相关的启发式。不是任何一种启发式都能适应所有的情况，我们必须要用适应性的思维方式引导，要关注周围环境的变化，有时候甚至要改变外部的环境，更好地使用这个方法。

Gigerenzer认为，启发式可以分为四类：基于无知的决策规则（如，再认启发式）、单一理由决策规则（如，采纳最佳启发式、采纳最近启发式、最少化启发式）、排除规则（如，排除归类法）及满意性规则（如，抱负水准终止规则）。其中最著名的是“再认启发式”（Recognition Heuristics）和“采纳最佳启发式”（take the best）。前者仅依据能否再认有关对象做出选择和决策，后者仅将判断和决策建立在单一理由基础之上（歌德·吉戈伦尔等，1999，2002；Gigerenzer & Todd，2003）。虽然这些简捷规则分别适合于不同的问题和任务，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能够使有机体快速、节俭地做出判断和决策。正因为如此，他们将这些启发式称为“快速节俭启发式”。简捷启发式在现实生活中处处可见，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海瑞的理论是，如果你有一些资产方面可以进行选择，比如说你要把你的钱分配在不同的资产上的话，他提出了最优化的理论，也就是说如何把这些方式能够得到的效益进行最优化。而事实上，这位学者自己对他的退休金进行分配的时候，却并没有遵循他所说的要进行最优化的理论，比如在证券、股票等方面，他其实把自己的钱财进行了等分，这位学者认为把钱财均分在这些财产上面，比实现最优化反而更好。他其实是在用简捷启发式的策略，而这种启发式的方法，事实上把他过去的那些经验和数据进行了总结。又比如在风险投资家选择投资对象时，往往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决策。风投银行家在投资公司的时候，往往会认为：好的团队、好的领导者最重要，计划书再烂也无所谓；或者是一流的执行力胜于一切，等等，从而迅速做出决定，并且很多决定在日后来看都具有很高的决策质量，这就是在某种程度上使用了简捷启发式。


 四、双系统决策模型

近年来，在决策的研究中，很多研究者都相继提出了双系统作用模型（Sloman，1996；Evans，2002，2003；Stanovich & West，2000；Kahneman & Frederick，2002）：基于直觉的启发式系统（heuristic system）和基于理性的分析系统（analytic system）。启发式系统更多地依赖于直觉，并行加工且加工速度较快，不占用或占用很少的心理资源，模块化封闭运行，反应自动化，容易受背景相似性、刻板印象的影响，通常我们只能意识到其加工结果而意识不到加工过程。分析系统更多地依赖于理性，串行加工且加工速度慢，占用较多的心理资源，非模块化，但分析系统不容易受背景相似性、刻板印象的干扰，主要基于规则进行，其加工过程和结果都可以被意识到。显然，这种双系统的划分受到信息加工心理学的影响。

双系统模型认为，启发式系统与分析系统同时对决策过程起作用，当启发式系统与分析系统的作用方向一致时、决策的结果既合乎理性又遵从直觉，而当两个系统的作用方向不一致时，两个系统则存在竞争关系，占优势的则可以控制行为结果。Kahneman和Frederick认为，在两者的竞争中，往往启发式系统会获胜，这正是很多非理性偏差的根源。这两个系统是相互排斥的，不可能同时发生；Fiske、Lin与Neuberg（1999）也认为，一个系统作用的增强必然导致另一个系统作用的减弱。而近来，大部分研究者认为，两个系统是同时对决策过程起作用的（Evans，2002，2003；Stanovich & West，2000；Kahneman & Frederick，2002；Sloman，2002），而且Ferreira等（2006）采用过程分离程序（PDP），使用排除任务（inclusion task）和包括任务（exclusion task）操作，把同一个任务中自动化成分（启发式系统）和意识控制成分（分析系统）的作用大小分离出来，结果发现，在一个任务中，两个系统的作用关系是独立且平行的，影响一个系统的操作并不会影响另一个系统的作用。比如，Ferreira等采用行为决策中经典的基本比率忽略情境、联合谬误情境、比率偏差（ratio-bias）情境作为目标问题，结果发现，不同的实验指导语（要求被试依据理性进行决策/依据直觉进行决策）、有无认知资源限制、有无逻辑运算训练都只是影响分析系统对决策过程的作用大小，启发式系统的作用大小并没有变化；当采用结构相似性问题（与目标问题表面结构相似）对被试启动后，启发式系统的作用显著增强，而分析系统的作用大小则相对无变化。两个系统同时、独立、平行地对推理或决策过程起作用，这种观点似乎得到主流研究者的普遍认同，但是，在动态的推理或决策过程中，两者的关系怎样，这个问题仍不清楚，相关的研究今后有待加强。

第一，大量的研究支持了双系统的存在。Kahneman与Frederick 用双系统模型解释了决策研究中发现的基本比率忽略（base-rate neglect）、捐赠意愿的范围不敏感（insensitivity to scope in willing to pay）、时间长度忽略（duration neglect）等非理性偏差（Kahneman & Frederick，2002）。对于这些行为决策研究中发现的非理性“异象”，以往都是对每种“异象”各自提出独立的解释，然后设计实验检验。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来解释这些“异象”，这本身就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依据信息加工的理论，双系统模型的划分也可以得到验证。依照信息加工心理学的观点，在一定程度内，加工时间、认知负荷只影响串行加工而不影响并行加工，即只影响分析系统而不影响启发式系统。因此，我们预测，若限制加工时间或增加认知负荷，在满足S标准时，相应偏差会增强。Roberts与Newton的研究证实，在要求被试尽快反应时，匹配偏差效应的确显著增强（Roberts & Newton，2002）。与此类似，Evans与Curtis-Holmes也发现信念偏差效应在限制反应时间的条件下明显增强（Evans，2005）。Ferreira等的研究则证实，在增加认知负荷的条件下，分析系统更易受到影响而作用减弱，但启发式系统则相对无变化（Ferreira et al.，2006）。此外，双系统模型还得到了认知神经科学的支持。Goel与Dolan的fMRI研究发现，在信念知识与逻辑规则相对立的三段论推理研究范式（即分析系统与启发式系统相对立）中，做出逻辑正确的回答时（即分析系统占优势的条件下），右下前额皮层（right inferior prefrontal cortex）被激活，而做出错误回答、出现信念偏差效应的时候（即启发式系统占优势的条件下），腹内侧前额皮层（ventral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被激活（Goel & Dolan，2003）。当然，这个研究有很多严格的限定，两个系统之间更普遍的神经机制区分还需要更多研究的支持。

第二，为了解释启发式系统常常比分析系统更占优势的原因，研究者提出了多种解释机制，包括认知忙碌或认知懒惰（cognitive laziness）、调整不足、直觉信心等几个因素。首先是认知忙碌或认知懒惰。Petty与Wegener（1999）认为，因为决策者缺乏动机导致认知懒惰或加工负荷过高导致认知忙碌，所以，分析系统很难纠正启发式系统的非理性偏差，结果在启发式系统与分析系统的竞争中，启发式系统常常胜出。这种观点得到一些研究结果的支持（Ferreira et al.，2006；Petty & Wegener，1999）。其次是调整不足。Epley与Gilovich（2004，2005）、Gilbert（2002）、Epley等（2004）认为，在决策与推理过程中，启发式系统因为加工速度快，所以直觉判断进行得较早，随后分析系统再对该结果做出理性调整（adjustment），由于这种调整本身就具有内在的不充分性，最后的行为结果常常还是取决于启发式系统。比如，在Epley与Gilovich的研究中，在排除了认知懒惰、认知忙碌的因素后，被试调整的程度仍然不充分，决策结果仍存在非理性偏差，这表明，在调整的过程中人们更可能犯谨慎错误（cautious error），而不是冲动错误（rash error）。调整不足意味着非理性偏差具有普遍性。最后，直觉信心。近来，Simmons与Nelson的研究发现，直觉信心（intuitive confidence）才是导致非理性偏差的关键：启发式系统产生的直觉判断越容易，其诱发的直觉信心就越强，这时如果产生偏差，就越不容易被分析系统克服；启发式系统产生的直觉判断越困难，其诱发的直觉信心就越弱，这时如果产生偏差，就越容易被分析系统克服。这样，直觉信心假设正好与调整假设的预期相反：该假设预期非理性偏差并没有普遍性，通过操作启发式系统直觉产生的难易程度，即可决定是否出现非理性偏差（Simmons & Nelson，2006）。


 第二节　个体决策


 一、个体决策策略

1．线性模型

（1）多元线性回归

多元线性回归策略是依靠复杂计算而不是快速节俭的构筑块来参与竞争。回归方法假定可以借助于一条最佳曲线和一个平均值为0的独立的、恒定的误差分布对数据做出近似估计。然后它试图找到这样一条最佳曲线，使得所有数据点与它的垂直距离的平方和为最小。寻找这样一个最佳拟合平面并非仅用铅笔、纸张或标准袖珍计算器就能很容易完成的任务——必须拥有一台功能齐全的计算机。当使用回归方法进行预测时，需要搜集所有可用线索，并将每一条线索并入回归模型中，因此它是不够节俭的。而且，由于多元线性回归需要复杂计算，它也是不够快速的。多元线性回归方法主要关心线索之间的相互依存性，而且要通过复杂计算将每条线索权重的误差降至最低，因此，需要较多的知识和计算。

（2）达维斯规则

所谓达维斯规则是指“单元加权”——仅仅求出具有正值的线索数目，然后减去具有负值的线索数目。达维斯规则是回归方法的一种简化形式。这种模型仍然是线性的，但放弃了最优化加权的做法，而代之以单元加权（＋1或-1）方法（Dawes，1979）。达维斯规则的运算逻辑是求出具有正值的线索数目，然后减去具有负值的线索数目。由于使用达维斯规则做出预测仍然需要所有线索，所以它仍不够节俭，但不像回归方法那样，它是快速的，因为其加权方案是简单的。

2．快速节俭启发式

（1）基于无知的启发式决策：再认

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一书中提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强调做出正确的决策需要全面系统的信息。然而在真实的战场上和生活中，许多决策者既不知己，也不知彼，而且没有时间和资源获得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做出高质量的决策呢？这时就需要借助于基于无知的启发式决策模型了。好的决策不一定需要累积大量信息，它们也可以在贫乏的知识基础上制定出来。人类的一种基本的认知适应机制是对面孔、声音、味道、名字及其他环境特征具备再认能力。在此种适应机制的基础上，形成了基于无知的决策模式：再认启发式决策。

充分利用再认记忆这种丰富有效的认知资源做出关于现实世界未知方面的推断的方法称为再认启发式（the recognition heuristic）。在判断两个选项哪个具有更高值时，再认启发式可以被简单描述为：当在两个对象中进行选择，且其中只有一个能够再认时，选择能够再认的那一个。再认式搜索仅限于再认记忆，不需要超出再认之外的知识回忆。由于搜索活动受到了限制，终止搜索的规则也是相当简单的：一旦两个对象中的一个得到了再认，立即终止搜索。结果是，决策建立在单一信息基础之上，那就是再认。由于缺乏知识和信息，再认对于做出一种决策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所以再认启发式又被称为基于无知的决策制定（ignorance-based decision-making）。再认启发式基于人类的再认感（sense of recognition），人类的再认感构成了一种特殊记忆系统，它可以独立于其他记忆能力而免受记忆缺损的侵扰。例如，记忆力衰退的老年人和特定种类的脑损伤患者不能说出他们对于一种物体所知道的一切，甚至不知道在哪里看到过它，但却能表现出一定的行为，这些行为证明他们以前曾经接触过这种物体。再认启发式起源于何处？在一些领域，再认启发式是由遗传决定的，似乎天生秉承了按照再认启发式行动的倾向。在另一些领域，再认启发式是后天学习获得的——通过经验懂得了再认的预测效力。作为对以前是否经历过某些事情的简单的“非此即彼”式的二元判断，简单再认记忆充其量仅仅表明人们对有关事物仍有那么一点了解。再认启发式依靠一种简单的再认能力而生效，也能够作为吸收了其他认知能力的更为复杂的启发式决策规则的第一步，因此，是一种最为简单的启发式决策模式。司马贺曾指出，人类的思维能力首先是由大量再认能力组成的，其次是由选择性搜索能力组成的。

（2）单一理由决策规则：最少化启发式、采纳最近启发式和采纳最佳启发式

简捷启发式最重要的特征是搜索的有限性，并非所有适用信息都能得到搜索，结果是只有很少一部分信息影响判断。有限搜索暗含着一种终止规则。对于有或无的“双极”线索而言，简单终止规则是：如果一个对象有正线索值（“1”），而另一个没有（即“0”或未知），那么终止搜索。有限搜索是逐步展开的，线索逐个被搜索，直到终止规则被满足为止。如果得到尝试的线索中无一能够满足终止规则，就做出一种随机猜测。为了终止规则，无须进行任何成本-收益计算。体现有限搜索和简单终止规则的启发式有最少化启发式、采纳最近启发式和采纳最佳启发式等，这些启发式全都使用了简单决策规则。它们还共同使用了一种做出决策的规则，即单一理由决策规则：仅将推断决策建立在一种理由或一条线索的基础上。最少化启发式、采纳最近启发式和采纳最佳启发式回避了指向不同方向的多条线索之间的矛盾。这些启发式的区别仅在于搜索线索方式的不同。

A．最少化启发式。基于线索的推断所需要的最起码的直觉知识是了解一条线索所指明的方向，如一个城市是否拥有足球俱乐部意味着较多人口或是较少人口等。这种方向一般来自于小样本事例经验，当然所估计的方向有时可能是错的。最少化启发式仅需要这种起码的直觉知识，只需要估计出两条线索所指明的方向，除此之外不需要知道任何信息，如哪一条线索比其他线索更有预测力。结果是，最少化启发式采用的搜索规则是随机顺序检索。最少化启发式可以用以下的具体步骤来表述：步骤1，首先充分利用再认启发式，即如果能够使用再认启发式，就无须搜索进一步的知识，如果不能够使用再认启发式，就借助于附加工具做出判断。具体而言，如果只有一个对象得到再认，就选择它；如果无一得到再认，就随机猜测；如果两个均得到再认，就到步骤2。步骤2，随机搜索：随机地挑出一条线索（不再放回原位），审视两个对象的线索值。步骤3，终止规则：如果一个对象有正值（“1”），而另一个对象没有（“0”或未知），那么终止搜索，到步骤4。否则，返回步骤2，搜索另一条线索。如果未发现任何线索，就猜测。步骤4，决策规则：选择有正线索值的对象。

B．采纳最近启发式。同最少化启发式一样，采纳最近启发式仅依靠有关线索方向的直觉知识，而与哪些线索更加有效的知识无关。它与最少化启发式的不同之处仅在于步骤2，其步骤2是态度定势搜索：如果存在有关过去哪些线索终止了搜索的记录，那么选择在最近的问题解决中成功地终止了搜索的线索，不再尝试其他线索。审查两个对象的线索值。否则，尝试随机线索，形成这样一种记录。所谓“态度定势”搜索规则是指，当人们解决一系列问题时，每遇到一个新的、看起来类似的问题，他们都倾向于用解决上一个问题时生效的策略来解决它，借以建立一种可供以后尝试的习惯思维。对于首次遭遇的问题，采纳最近启发式像最少化启发式一样随机地尝试一条线索，但是从第二次遇到类似问题开始，它将从上一次成功地终止搜索的线索开始。如果该线索未能终止搜索，它将尝试更上一次终止了搜索的线索，依此类推。由于最近一次成功地终止了搜索的线索常常比其他线索更可能终止当前搜索，即它们有较高的区分率，所以采纳最近启发式可能会比最少化启发式搜索得更少。例如，如果上一次决策是根据足球队线索做出来的，在解决下一个问题时采纳最近启发式将会首先尝试足球队线索。与最少化启发式不同，采纳最近启发式需要记住过去成功地将两个对象区分开来的线索。

C．采纳最佳启发式。在一些环境下，人们不仅知道正确的或错误的线索所代表的意义，而且知道哪些线索优于其他线索。对线索顺序的了解可能是先天就有的，也可能是后天通过知识、技能的传递以及直接观察掌握得来的。如果人们能够按照其知觉到的效度来排列线索——不论这种主观排列顺序是否对应于线索的生态顺序——那么对线索的搜索便可以按照这种顺序来进行。采纳最佳启发式首先尝试有最高效度的线索，如果该线索不能区分两个对象，就尝试效度居于第二位的线索，如此进行下去。这种启发式遵循的基本准则是“采纳最佳，忽略其余”。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采纳最佳启发式是抽取有关线索排列顺序的信息，以确定按照什么样的顺序尝试每条线索，但其所使用的顺序不是纯理性的“最优化”顺序——毋宁说它是一种简约的感性顺序。它并不试图掌握线索之间的依从关系，也就是说它无意根据条件概率或部分相关来建立线索之间的顺序。这种简约的顺序主要是一种小样本范围的经验判断累积。采纳最佳启发式仅在第一个步骤与最少化启发式的规则不同。它的第一步是顺序搜索：选择在该种任务上尚未尝试过的有最高效度的线索，审查两个对象的线索值。

（3）占优启发式

20世纪90年代，以Gigerenzer为主的ABC研究小组在Simon的“有限理性”基础上，提出了“快速节俭启发式”。这些“快速节俭启发式”借助满足人类有限时间、有限知识和有限的认知能力的简单的心理学原则行事。他们将人类的决策解释为运用启发式的直接结果（Brandstatter，Gigerenzer，& Hertwig，2006）。“快速节俭启发式”的关注点是人类使用什么样的规则去搜索信息，停止搜索信息，基于已搜索的信息做出决策（Peter & Gigerenzer，2001）。相应地，他们认为人类的决策原则由三部分组成：信息搜索原则、停止信息搜索原则和决策原则。基于对词典规则（lexicographic rules）的研究，Brandstatter和Gigerenzer等人（2006）提出了两个问题：（1）人们决策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reason）？这些理由是什么样的信息？人们以怎样的顺序检索这些信息？（2）何时停止检索？基于对这两个问题的解决，Brandstatter和Gigerenzer等人提出了占优启发式对人类的决策进行解释。该模型是一种决策时不存在结果与概率之间的兑易（trade-off）的快速节俭启发式模型，其中包括三个原则：

A．占优原则：指人们是以什么样的顺序对决策的信息进行搜索。该模型假设，人们是以选项的最小可能结果，最小可能结果的概率，最大可能结果的顺序对所给的信息进行搜索。最小可能结果在获益（gain）的情况下是指最小的获益量，损失（loss）的情况下是指最小的损失量。同理可以找到最小可能结果的概率，最大可能结果。这样就解决了人们以什么样的顺序对信息进行搜索的问题。

B．停止原则：指人们何时停止搜索。该模型中借用抱负水平（aspiration level）来对该原则进行界定，如果达到或超过抱负水平，就停止搜索。与占优原则相对应，该模型包括两条停止原则：对最小可能结果进行比较时，抱负水平是最大可能结果的1/10；当对最小可能结果的概率进行比较时，抱负水平是1/10（概率形式就是10％）；对最大可能结果进行比较时，由于这是最后一个比较，故不需要停止原则。这样就解决了何时停止搜索的问题。

C．决策原则：指当决策者停止搜索时，人们以什么样的原则做出最终的选择。该模型假定，人们停止搜索时会选择更加具有吸引力（attractive）的选项——在获益的时候选择获益多的选项，损失的时候选择损失少的选项。与经典的理性决策模型相比，该模型将概率处理成了线性概率，不存在高估小概率和低估大概率的倾向，而且在停止原则中1/10的抱负水平是通用的。

占优启发式能对Allais悖论进行解释。

Allais所设计的原选择题与以下问题相近似：




	第一对二择一选择题
	 
	 



	选择A
	完全肯定获得一好结果
	$1000000



	选择B
	0.10的概率获得一非常好结果
	$5000000



	 
	0.89的概率获得一好结果
	$1000000



	 
	0.01的概率获得一坏结果
	$0



	第二对二择一选择题
	 
	 



	选择C
	0.11的概率获得一非常好结果
	$1000000



	 
	0.89的概率获得一坏结果
	$0



	选择D
	0.10的概率获得一非常好结果
	$5000000



	 
	0.90的概率获得一坏结果
	$0






面对第一对二择一选择题时，大多数人偏爱A（肯定备择方案），该选择在期望效用理论里意味着：

u（1000000）>0.10u（5000000）＋0.89u（1000000）＋0.01u（0）

或　　（1-0.89）u（1000000）>0.10u（5000000）

然而，面对第二对二择一选择题时，大多数人则偏爱D，该选择在期望效用理论里意味着逆向的不等关系：

0.11u（1000000）<0.10u（5000000）

这个结果违背了期望效用理论的一个重要公理——独立性（independence）原则，或称为“确定事件原则”（sure thing principle）。依该原则，人们对选择A（C）或选择B（D）的偏爱不应受到由0.89的概率所产生的共同结果值（$1000000或$0）的影响。根据占优启发式，当人们在Allais悖论中的第一对选择题中进行选择时，A、B两选项的最小可能结果分别是$1000000和$0，超过了最大可能结果的1/10（1/10×$5000000），于是停止搜索，选择获益较多的选项A。当在第二对选择题中进行选择时，由于两个选项的最小可能结果没有差异（均是$0），所以人们接下来会检查两个选项的最小可能结果的获得概率间的差异，C、D两个选项的最小可能结果的概率分别为0.89和0.90，二者的差异没有超过该模型所假定的1/10，所以还不能停止搜索，再接下来要查看两个选项的最大值，D选项的最大值要大于C选项，所以最终选择D。这样就化解了Allais悖论。


 二、个体判断与决策中常见的认知偏差

1．代表性启发式

代表性启发式（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s）是指人们通常会根据两个事件的相似程度来判断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在决策时，人们经常需要估计一个元素A属于集合B的概率。这时，人们通常依据的是A对B的代表性程度，即A与B的相似性。若代表性好，则认为A属于B的概率较大。


概率估计

Tversky和Kahneman（1974）给出了如下一个例子。Steve的邻居对其是这样描述的：“Steve是一个非常腼腆、内向的人。他总是乐于助人，但对人和现实事情不感兴趣，他性情温和，喜爱整洁，注重细节。”如果给出一系列的职业，如农民、推销员、飞行员、图书馆员、物理学家等，让人们判断Steve从事的工作属于这些职业的可能性大小，人们通常会依据上述对Steve的描述与这些职业典型从业人员的相似性来进行判断。一般来说，农民的数量远远大于图书馆员。所以，若在概率估计时考虑这一因素，Steve为农民的可能性不一定小于Steve为图书馆员的概率。



由于相似性与基础比率无关，所以根据相似性判断没有考虑基础比率的大小，容易出现错误。Tversky和Kahneman（1974）指出，因为相似性难以反映许多影响概率大小的因素，这种判断方法常常会导致不正确的判断。

（1）忽视基础比率

基础比率（base rate）是指一个事件或一个属性在总体中出现的相对频率，或称为先验概率。研究发现，人们在概率判断和决策时经常忽视基础比率，这种现象称为忽视基础比率。设想一下，有一个名牌大学MBA的毕业生对艺术很有天分并且一度想要成为一名音乐家，问：你觉得他毕业后可能去艺术管理公司还是咨询公司工作。Kahneman和Tversky（1972）的研究表明，如果没有对艺术天分的描述，决策者们会根据MBA学员从事各种职业的频率而选择“咨询公司”，但是，当存在对艺术天分的描述性信息的情况下，就有比较多的决策者忽略基础比率信息而选择“艺术管理公司”。


基础概率可控的实验

Tversky和Kahneman（1974）进行了基础概率可控的实验。实验方法是让被试阅读关于一些人的特征描述。并告诉他们，这些人是从100名从业人员（工程师或律师）中随机抽取的，要求被试判断所描述的人是工程师而不是律师的概率。在第1组实验中，告知被试，在这100名从业人员中，有70名是工程师，有30名是律师。在第2组实验中，告知被试，在这100名从业人员中，有30名是工程师，有70名是律师。两组实验的结果基本上是一致的。说明基础概率对被试的判断基本上没有影响，被试只是根据相似性来进行判断。Tversky和Kahneman（1974）的研究表明，当没有给被试提供对人的特征的描述时，被试就会考虑基础比率的影响。但是，当给被试提供了对人的特征描述后，即使只是提供了一些无关的描述信息，被试也会容易忽略基础比率的影响。



Kahneman和Tversky（1981）发现，当讨论的事件与基础概率相关时，人们就关注基础概率，但仍然不能达到准确的程度，人们很容易忽视基础概率。请看下面的问题。一辆出租车在夜晚肇事后逃逸。该城市有两家出租车公司，一家的出租车是蓝色，另一家是绿色。并且该城市的出租车85％是绿色，15％是蓝色。另有目击者证实：肇事车辆是蓝色。法庭证据表明，目击者对颜色的辨别，80％的情况下是正确的，存在20％的错误。那么肇事车辆是蓝色的概率有多大？结果，被试估计肇事车辆为蓝色的概率均值是80％，而正确答案约为40％，这表明由于被试认同目击者证词，所以在判断过程中忽略了蓝色和绿色出租车的基础概率。如果将上述实验条件修改为：两家公司在规模上大致相等，但城市里85％肇事的出租车是绿色，15％是蓝色。这时被试估计的平均值为60％。实验条件改变后，虽然被试依然没有充分考虑基础概率，但比以前有了较大改进。可见，对现实事件进行判断与决策时，人们更愿意并且更经常地运用某事物的典型代表特征作判断，迫不得已（不提供任何具体信息），才依赖抽象的概率作判断。

（2）对样本大小不敏感

忽视样本大小（insensitivity to sample size）是指当人们根据从总体中抽出的样本进行推断时，常常夸大了小样本的代表性。人们容易将小样本的均值分布直接视为大样本的均值分布，而没有意识到根据大数定律，样本均值的方差会随着样本量增加而减少。例如，一个金融分析师在3次预测中正确预测了3次，人们便会认为他是一个出色的分析师，而同样一个金融分析师在3次预测中只正确预测了1次，人们便会认为他的预测水平较差。

Tversky和Kahneman（1974）给出了以下的例子。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有一家大医院每天大约出生45个婴儿；另有一家小医院每天大约出生15个婴儿。按照常规来说，所有新生儿中男孩子大约占50％，但是具体的百分比每天都有可能有差异。一年中，两家医院都登记了超过60％的新生儿是男孩子的天数，问：哪家医院登记的天数会多一些？大部分的决策者认为两家医院相同，但事实上应该是小医院的天数会多一些。究其原因，决策者判断的时候使用了代表启发式，认为在随机事件中60％的新生儿是男孩子的概率是具有代表性的，但是，他们忽视了样本的大小，忽视了小样本较为容易偏离平均数。不过这种效应很容易理解，考虑一下哪种情况更可能发生：掷10次硬币，6次正面朝上，或者掷1万次硬币，6000次正面朝上。直觉会准确地告诉我们，掷10次，6次正面朝上是较为常见的情况，但掷1万次，6000次正面朝上就很不常见了。

（3）错误理解随机性

人们常常认为，一个随机过程产生的某个随机序列可以代表这个随机过程的基本性质（尽管这个序列可能很短）。这种现象称为错误理解随机性（misconception of chance）。Tversky和Kahneman（1974）指出，人们常常错误地将随机性理解为一种自我纠正的机制。当序列中前面的某些结果向一个方向偏离时，后续结果就应当向另一个方向偏离，以恢复所谓“平衡”。例如，抛1000次硬币，正面和反面出现的概率大致趋于相等。于是，人们也倾向于认为在抛10次、20次这样的小样本试验中也出现同样的结果。因此，在抛硬币实验中，当观察到出现一系列的T后，人们常常会认为下一次出现H的可能性很大。这种现象被称为“赌徒谬误”（gambler's fallacy）。


赌徒谬误

赌徒谬误亦称为蒙地卡罗谬误，是一种错误的信念，以为随机序列中一个事件发生的机会率与之前发生的事件有关，即其发生的机会率会随着之前没有发生该事件的次数而上升。如重复抛一个公平硬币，而连续多次抛出反面朝上，赌徒可能错误地认为，下一次抛出正面的机会会较大。赌徒谬误是生活中常见的一种不合逻辑的推理方式，认为一系列事件的结果都在某种程度上隐含了自相关的关系，即如果事件A的结果影响到事件B，那么就说B是“依赖”于A的。例如，一晚上手气不好的赌徒总认为再过几把之后就会风水轮流转，幸运降临。相反的例子，连续的好天气让人担心周末会下起大雨。赌徒谬误的产生是因为人们错误地诠释了“大数法则”的平均律。投资者倾向于认为大数法则适用于大样本的同时，也适用于小样本。



有时候我们会碰到这样的情况：有一种彩票正在发售，发售方承诺“中奖率为10％”，于是你就去购买。你一连买了9张，什么都没有中，现在问：你是否要继续买第10张？决策者在购买类似彩票的时候很在意中奖率的问题，觉得“既然中奖率为10％，那么我买10张就应该中1张”。但事实是这样的吗？实际上，一连购买9张什么都没有中的结果已经告诉决策者了：对于单个彩票购买者来说，每买1张彩票是否中奖跟他已经买了几张，是否已经中奖都没有关系。

因错误理解概率特征而导致做出错误决策的现象还存在下列情况。请看卡尼曼等人做过的一个关于“银行职员琳达”的著名实验。琳达，31岁，单身，平时率性直言，性格开朗。她大学所学的专业是哲学。当她还是学生时就非常关注社会歧视和公正等问题，并参加过反对核武器的活动。请从下面选项中选择一个最有可能代表琳达的选项。A：琳达是一名银行职员；B：琳达是一名银行职员，同时是一个激进的女权主义者。

结果，超过90％的人认为琳达是一名银行职员，同时是一名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根据概率的基本原则，两个独立事件（银行职员、女权主义者）同时发生的概率不可能大于单个事件（银行职员）发生的概率，也就是说某事物既属于范畴A又属于范畴B的概率不会大于它单独属于A或者B的概率，即P（AB）≤P（A）或者P（B），而实际决策的情况是P（AB）≥P（A）或者P（B）。卡尼曼和特沃斯基（Kahneman & Tversky，1981）将上述现象称为“合取谬误（conjunction fallacy）”。


理解偏差

你开始在网上购买股票，先买了5只不同的股票，但每一只股票到手后都狂跌。这时，你准备购买第6只股票。你想，既然前5只股票都不尽如人意，第6只股票应该更好些吧。毕竟，概率表明6只股票中应该有1只是好的。这种想法是：a．正确的；b．不正确的。大部分人会坦然地接受前面的逻辑，或者至少过去曾经运用过类似的逻辑。而事实上，前5只股票的业绩不会直接影响第6只股票的业绩。多数人依赖自己的直觉和代表性启发式，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即认为连续6次都“背运”的机会极低，因此，第6只股票的业绩不可能不好。不幸的是，这一逻辑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即我们虽然连续5次“背运”（这本身是不太可能的），但第6只股票的业绩与前5只股票的业绩无关。



2．易得性启发式

易得性启发式（availability heuristic）是指人们通常会根据一些容易想起来的事例判断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易得性启发式使得人们常常错误地认为那些具有明显特点和容易记住的事件有更大的发生概率。

（1）易提取性

易提取性是指人们对某一类事物发生概率的估计常常是依据提取该类事物的实例的难易程度。对实际发生概率相同的两个随机事件，如果一个事件发生的实例在人脑中印象较深，很容易被人脑提取，则通常会对该类事件发生的概率给予较高的估计值。Tversky和Kahneman（1974）介绍了一个实验，具体内容是给被试读包括有很多人的一系列名单。各份名单中男性与女性的人数比例大体相同。但是，有的名单中男性名人比女性名人的数量多，有的名单中则是女性名人比男性名人的数量多。每次读完后，请被试估计刚读的名单中的男女比例。实验结果是：对包括较多男性名人的名单，被试估计的男性比例高于女性比例。对包括较多女性名人的名单，被试估计的女性比例高于男性比例。此外，人们对概率的估计还受实例的生动性、时间性等因素的影响。如亲身经历过交通事故后，人对交通事故发生概率的估计会明显偏高。与过去发生的事件相比，人们通常会高估刚发生过的事件发生的概率。

请评估，每年死于飞机失事的人数多，还是死于火车事故的人数多？多数人回答死于飞机事故的人数多。许多人宁愿坐火车，也不愿乘飞机以享受其带来的便利，也说明这一点。事实上，每年死于火车事故的人数远远多于死于飞机事故的人数，飞机的失事概率远远小于火车的失事概率。人们之所以高估飞机的失事概率，一是因为新闻媒体对飞机失事的过度报道，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二是因为人们对“飞机一旦失事，几乎无人幸免”的高度恐惧。上述两种原因，致使人们对多年前发生的某次飞机失事事件仍记忆犹新、难以释怀，由此导致对其概率的高估。


记忆的易提取性

请看卡尼曼做过的实验。请估计，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死于肺癌的人多，还是死于车祸的人多？结果，被试普遍认为死于车祸的人多。事实恰恰相反，20世纪70年代美国死于肺癌的人是死于车祸人数的两倍还要多。人们产生判断错误的原因在于广播、电视、报纸等对车祸进行了大量报道，报道中不乏刺激、生动的场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对肺癌的报道不多，也不会这么生动、形象，因此，在要求被试判断哪种原因导致的死亡率高时，车祸的画面更易于出现在被试的脑海中，由此导致高估其发生的频率，做出错误判断。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Kahneman & Tversky，1973）在实验中还发现，如果被试私底下曾听人提起生活中某个熟悉的人被犯罪分子抢劫，尽管他们可以接触到更全面、更具体的统计数据，但仍会高估该城市的暴力犯罪率。另外，人们对引起强烈情感体验的事件记忆深刻，在判断中也会给予更高的权重。

（2）易搜索性

易搜索性是指人们在估计概率时，对容易搜索的事件的概率估计偏高。例如，如果给被试提供一本英文书，要求被试快速翻看后，估计书中以“a”开头的单词（如and）出现的概率与“a”为第3个字母的单词（如that）出现的概率，则多数被试通常会高估前者。实际上，前者在英语单词中出现的频率约为6％，而后者出现的频率约为9％（Bazerman & Moore，2009）。

特沃斯基和卡尼曼（1983）发现，英文中“-ing”是一个常见的单词后缀，对于使用英文作为日常交流语言的国家人民来说，在记忆中是一个较为容易提取的结构；而在记忆中搜索以“n”为第6个字母的7个字母的单词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虽然事实上以“-ing”结尾的单词明确包含在“以‘n’为第6个字母的7个字母的单词”范畴中，但是，决策者们的判断却正好相反，认为以“-ing”结尾的单词的数量多于“以‘n’为第6个字母的7个字母的单词”。


记忆的易搜索性

请看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实验。随机从一本英文书中抽出一章，以R开头的单词多，还是R处在第三位的单词多？多数被试认为以R开头的单词多。事实上，R处在第三位的单词比以R开头的单词多得多。之所以出现这种判断偏差，是因为回忆以R开头的单词比回忆R处在第三位的单词容易。同样，请看下面一个问题：“字母K常出现在单词的首位还是第三个位置？”绝大多数被试认为字母K常出现在单词的首位。事实上，英文中，第3个字母是K的单词数量是以K字母开头的单词数量的3倍。人们之所以认为字母K常出现于英文单词的首位，显然是由于人们更容易回忆以某个特定字母开头的单词，而不容易回忆某个特定字母处在第3位的单词。



（3）虚幻关联

虚幻关联（illusory correlation）是指当人们对多个事件发生的概率进行估计时发生的一种偏差。特沃斯基和卡尼曼（1974）介绍，在一次心理学实验中，给被试提供了一组假想的由精神病人画的图画和关于病人症状的诊断描述。然后，要求被试回答病人症状与图画特征之间（如多疑症状与异常的眼睛之间）的关联概率。结果表明，被试明显地高估了两者之间的关联性。从易得性的角度可以对此给出解释。人们对两个事件同时发生的概率的估计是基于两者之间的关联强度进行的，而两者的关联强度又常常是根据两者同时发生的概率确定的。因此，由于“多疑”与“异常的眼睛”之间相比更容易产生想象中的关联，所以这种关联之间的概率容易被高估。

1967年，查普曼等人注意到，当根据头脑中知觉到的同时发生事例的易得性来判断两事件同时发生的概率时，决策者通常会不恰当地高估两事件同时发生的概率（杜伟宇，李同吉，2007）。比如说，如果决策者认识一些喜欢上网聊天的高考落榜生，他们就很容易认为上网聊天与高考落榜有关。事实上，我们知道，这样的判断即使不是错误的，也是不全面的。

（4）可想象性偏差

可想象性偏差（biases of imaginability）是指人们一般会高估头脑中那些容易被想象的事件的发生概率。比如，对人们是否愿意接受建立核电站问题的调查发现，如果被调查者事先想象核电泄漏、核爆炸等带来的可怕后果，虽然发生上述后果的可能性非常小，他们仍会对建核电站持否定态度；但是，如果他们想象核电站可以带来无污染的能源等优点，就会低估其带来的危害，支持建立核电站。Hyman和Pentland（1996）在实验中首先向被试提供一些事件，要求就这些事件想象他们童年的经历，提供的事件有些可能是被试童年发生过的，也可能没有发生过的（在童年时期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件）。结果对事件的想象会使被试相信它确实在自己的童年时发生过，尽管这种事件的发生几乎是不可能的。


想象偏差

请看另外一个实验。请考虑一个10人小组，现要从这个小组中抽取K人组成一个委员会，当K＝2或K＝8时，请问，它们分别可以组成多少个委员会？回答这一问题的最简单方式就是首先想象出一个由K人组成的委员会，然后计算可以有多少个这样的委员会，委员会人数越少，这种组合越容易。例如，想象将10人分成5个2人委员会比组成2个8人委员会要容易得多。事实正是如此，实验结果表明，被试估计组成2人委员会的平均个数为70，组成8人委员会的平均个数为20。实际上，一个任意由两人组成的委员会形成的同时，样本中余下的8人就相应地形成另一种委员会，因此，两种情况下的答案应是相同的，均为45个，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偏差，就是因为两人的组成情况更容易在想象中进行。



3．锚定与调整启发式

日常生活中，人们在作决策时，大部分是根据给定的信息或先前经验找到一个参考点（锚定），然后根据当前问题情况做些调整而进行的，也就是运用锚定与调整启发式。

请看下面两个算式：

8×7×6×5×4×3×2×1

1×2×3×4×5×6×7×8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请两组被试估计上述两个算式的积，结果第一个式子的中数是2250，第二个式子的中数是512（两个式子的实际得数是40320）。为什么？因为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大多数被试的算法是，先计算前几步，得到一个初始值（锚定），然后进行调整，第一个式子的初始值高，因此，估计值也比较高；第二，式子的初始值低，因此估计值就比较低，调整的力度是非常有限的。

由于参考点的选择以及调整的不恰当，会使自己的判断或决策犯错误，有时导致的错误是非常惊人的。请作下面这样一种估计：假定一张纸的原始厚度为0.1毫米，将这样的纸折叠100次以后，其厚度是多少？

结果，大部分人的估计不会超过几米。事实上，折叠100次的厚度大约是1.27×1023
 公里，是地球和太阳之间距离的800000000000000倍还要多！这样的答案许多人都会觉得不可思议，原因是他们受到了锚定的影响——开始几次的折叠厚度是一个非常低的锚定值，自这样一个锚定值开始估计，人们的调整幅度远远跟不上平方的增长幅度。

巴希勒尔（Bar-Hillel，1973）曾做过下面的研究，首先给被试三类事件：

①从一个装有50％红弹子和50％白弹子的袋子里摸取一个红弹子（简单事件）；

②从一个装有90％红弹子和10％白弹子的袋子里连续7次摸取红弹子，每次摸取之后将弹子放回原袋（合取事件）；

③从一个装有10％红弹子和90％白弹子的袋子里连续摸取7次且至少有一次摸到红弹子，每次摸取之后将弹子放回原处（析取事件）。

给出上述三类事件之后，让被试下赌注。结果，与简单事件相比，多数被试愿意在合取事件上下赌注；与析取事件相比，多数被试愿意在简单事件上下赌注。事实上根据统计学原理计算三种情况下抽中红弹子的概率分别是：P①
 ＝0.5；P②
 ＝0.48；P③
 ＝0.52，因此，人们的选择顺序应该是③>①>②，即应该偏好析取事件，但事实上绝大多数被试的选择顺序是②>①>③，这种现象说明人们倾向于高估合取事件的概率，低估析取事件的概率。


温柔的陷阱

有两家卖粥的小店。左边的小店和右边的小店每天的顾客相差不多，都是川流不息，人进人出的。然而晚上结账的时候，左边的小店总是比右边的小店多卖出百十元来。天天如此。某顾客欲知详情，于是打算亲自到两个小店探个究竟。他先走进了右边的粥店。服务员小姐微笑地把他迎进去，给他盛好一碗粥。问他：“加不加鸡蛋？”顾客说加。于是她给这位顾客加了一个鸡蛋。这位顾客注意到，每进来一个新顾客，服务员都要问一句：“加不加鸡蛋？”也有说加的，也有说不加的，大概各占一半。他又走进左边的小店。服务小姐同样微笑着把他迎进去，给他盛好一碗粥。问他：“加一个鸡蛋还是加两个鸡蛋？”这位顾客笑着说：“加一个。”再进来一个顾客，服务员又问一句：“加一个鸡蛋还是加两个鸡蛋？”爱吃鸡蛋的就要求加两个，不爱吃的就要求加一个。也有要求不加的，但是很少。一天下来，左边小店就要比右边小店多卖出很多鸡蛋。如果你走进左边小店，你也会不知不觉就掉进人家给你设置好的“温柔的陷阱”，多买她几个鸡蛋。



4．过度自信

过度自信（overconfidence）是指人们在做出判断和决策时，过于相信自己的知识或能力。由哈佛商学院编写的《决策一五步制胜法》指出，过度自信是一般人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而且是决策过程中最常见的错误。人们常常认为自己将取得成功，而别人成功的概率比自己低。过高地估计那些自己认为应该发生的事件的概率，低估不希望发生的事件的概率。

过度自信可以导致决策错误，它可以使人们估计数值的置信区间变得狭窄。有些研究结果表明，人们自认为98％的置信区间，由于过度自信实际上只能达到60％。当过度自信的心理作用于投资者的行为时，就具体体现为投资者对信息的评判具有不切实际的理念。在完全竞争市场下，奥德安（Odean，1998）随着投资者过度自信程度的增加，市场交易量和价格波动会增加，投资昔趋于过度频繁交易。菲施霍夫等人（Fisehhoff，Slovic，Lichtenstein）发现，当被试认为自己有1000∶1的把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的时候，实际上只有81％～88％是“正确的”；当被试认为自己有1000000∶1的把握是“正确的”的时候，实际上只有90％到96％是“正确的”。还有实验表明，当人们对问题的答案有100％的信心时，实际上正确率只有70％～80％。企业家在创业时常常认为自己比别人更可能成功。但实际上，新企业的存活率很低。国外有的研究表明，71％的企业在创建四五年后停业（李国平，2006）。一般人常常认为绑架、车祸、飞机失事等不幸的事件不会落到自己头上来。国外有人对自公元1500年以来的战争进行的统计表明，发动进攻的一方最后战败的概率为50％～75％。据有关资料，1957年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最初的建筑预算是720万澳元，预计完工时间为1963年。实际完工时间为1973年，最后花了1.02亿澳元。


过度自信的表现

心理学家斯文森曾经做过一份调查，他要求被调查人员对自己的驾驶技术作一个评价，结果90％的人认为自己的驾驶技术在平均水平以上，而很少有人说自己在平均水平以下。但是，所谓平均水平一说，必然存在这种现象，即一般人是高于平均线的，而实际上不可能存在90％的人高于平均线。这也就是说大家对自己的驾驶水平都比较自信。事实上，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就是人们常常对自己的知识或者能力过于自信。这种表现在生活中比比皆是。有研究人员分别问丈夫和妻子在日常生活中承担家务的比例，调查结果出来之后，研究人员发现丈夫和妻子认为自己做的家务百分比之和是130％，这是平均数。这个数据证明，至少有一方高估了自己承担家务的比例。实际上更详细的统计数据表明，双方都高估了自己承担家务的比例。同样，68％的民事诉讼律师也认为自己代理的一方会赢得诉讼，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一定有50％的律师在诉讼中输掉。



首先，基础比率影响过度自信。Pulford和Colman（1996）研究发现基础概率是影响过度自信的主要因素，当基础概率处于极端水平（极端低/极端高）时，个体并不表现过度自信，相反会表现出保守主义倾向——判断准确性高于自信心水平；而当基础概率处于中等水平（40％～50％）时，过度自信表现得最显著。

其次，结果性质影响过度自信。过度自信不但受基础概率影响，同时还受结果性质的影响。Pulford和Colman发现，当基础概率处于中间水平时，虽然无论选项的结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被试决策或判断都存在过度自信现象，但是在所有具有积极结果的选项上，都表现出比消极结果更强的过度自信倾向。Demers和Lew（2001）研究认为，过度自信受问题呈现方式、评估形式等的影响。例如：A．问题：查尔斯·狄更斯诞生于何时？判断：％的信心确信其生于1750至1860年间。B．问题：谁先出生？判断：是查尔斯·达尔文还是查尔斯·狄更斯？结果，对于上述两种问题呈现形式和评估方式，被试在A类问题的判断和评估中表现出更多的过度自信倾向。

再次，问题结构影响过度自信。研究表明，当问题结构良好时个体较少表现过度自信，而当问题缺少结构时，个体会表现出强烈的过度自信倾向。Erev和Wallsten（1994）也对问题结构和过度自信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从概率角度对结构良好及结构不良问题进行界定，认为结构良好的问题就是那些在问题呈现时给定先验概率和条件概率的问题，并进一步认为，这类问题的不确定性是外部的，即被试只需根据外部给定的条件，进行概率运算即可做出决策，认为在这类决策中大量存在“保守主义”倾向。另一类问题是结构不良问题，即不知道先验概率或条件概率的问题，例如，对火星上是否存在生命的概率估计。由于不知道事件发生的概率，对这类不确定事件的判断主要依赖个体知识，知识越贫乏，估计的准确性就越差，因此，对于个体来讲，不确定性是内部的。以内部存在的不确定性对事件做出概率估计，往往存在极强的过度自信现象。埃里夫和沃尔斯坦进一步指出，对于结构明确的问题，判断与决策是以客观概率预测主观概率的过程，即主观概率是客观概率的函数；对于结构不明确的问题，判断与决策是以主观概率预测客观概率的过程，客观概率是主观概率的函数。如此，同一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概率表征和计算形式，导致决策过程中“保守主义”与“过度自信”并存的现象。

最后，反馈影响过度自信。Winkler和Poses（1993）研究发现，当先前决策的结果得不到反馈、反馈模糊或延迟反馈时，也会增加过度自信。例如，医生对于在重症监护室内患者的死亡预测不存在过度自信现象，但当他们诊断一般的疾病时却会存在过度自信现象。

5．证实偏差

证实偏差是指人们在寻找支持某一特定观点或信念的证据时的一种选择性偏差。人们倾向于积极地寻找或者高估支持这一观点或信念的证据，而忽视或者低估违背这一观点或信念的证据，也就是说，人们有一种寻找支持特定假设的证据的倾向，即人们倾向于“证实”，而不是“证伪”。

设想一下，你最近买了一辆新车，在购买的第二天，你在报纸上看到几个关于热门家用汽车性能的排行榜，你的爱车在三个排行榜里面都上了榜，但是名次不一样。这三个排行榜一个是按照汽车的动力性能的排行，一个按照汽车的操控性能的排行，另一个是按照汽车的安全性能的排行，你会更注意哪一个排行榜，你会更信任哪一个排行榜？大部分车主都会更为注意那个能证明他买了一辆好车的排行榜。事实上，决策者是需要尝试证伪假设，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证伪信息可能是更为有效和更为重要的。


关于证实偏差的著名实验

下面是关于证实偏差的一个著名的四卡片实验。假设受试者面前放有四张卡片。每一张卡片的一面是字母，另一面是数字。受试者看到的卡片是：A、2、9和X。考虑这样一个假设：如果一张卡片的一面是元音，那么另一面一定是偶数。问题：受试者应该翻开哪两张卡片来证明这个假设呢？正确的答案是翻开A和9。但是，大部分受试者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很多受试者选择翻开A和2。翻开卡片A是正确的，因为如果A的另一面是奇数，那么这一假设是错误的；如果另一面是偶数，那么原假设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我们还需要翻开其他的卡片来证明原假设。翻开卡片2，如果看到的是辅音，那么与原假设不相关；如果是元音，那么与原假设一致。翻开卡片9，如果另一面是元音，那么原假设不成立；如果是辅音，那么与原假设不相关。所以，应该翻开A和9。事实上，翻开A来证明原假设可以被看作“证实”，而翻开9可以被看作“证伪”。很多受试者选择翻开A，因为人们有一种寻找支持这种假设的倾向，人们更容易找到和接受支持某一观点或信念的证据，而不是与之相违背的证据。



信念坚持（belief perseverance）是导致证实偏差的心理基础，他们会坚持相信他们的假设，即使这个假设和新数据相矛盾。总之，这种偏差对新数据都没有足够重视。例如，如果人们相信有效市场假设，即使出现显著的反面证据，人们还会继续相信它、求证它、解释它。再如，一旦你相信一个投资战略较另一种有利，你可能会不再注意那些负面的信息，这将导致人们基于一种微弱的证据而维持一种设想，即使后续证据要求他们拒绝早期的信念。还有，当市场形成一种“股市将持续上涨”的信念时，投资者往往对有利的信息或证据特别敏感或容易接受，而对不利的信息或证据视而不见，从而继续买进并进一步推高股市；相反，当市场形成下跌恐慌时，人们就只能看到不利于市场的信息了，以致进一步推动股市下跌。锚定往往也是导致证实偏差的心理因素之一。锚定并不是指人们误解附加证据，而是导致人们忽视附加证据。心理学证据揭示了这样的现象：人们倾向于把证据理解为支持初始假设的附加证据。人们在回忆中具有这样一种倾向，即将肯定的证据视为相关而且可靠的，而将否定证据视为不相关且不可信，因此，在价值判断中容易接受肯定的证据，而对否定证据则吹毛求疵。有了肯定的证据，决策者很快就减少了信息的复杂度，并且仅能有选择地记住具有支持性的印象，对于否定的证据，他们会继续思考那些不至于破坏“选择性解释”的信息。他们甚至把与其假设对立的模糊性和概念错误看作对那些假设的基础进行修正的提示。甚至一些完全不一致的或是随机的数据，被放置于一个合适的偏差模式进行加工时，仍能保持甚至加强某人的预期。

以下三方面的因素也导致了证实偏差。第一，证据的模糊性被广泛认为是证实偏差和过度自信的重要媒介因素。证实趋势依赖于对问题的概括和界定程度（即解释的需要）而不是简单的视觉任务。定式思维使我们根据先前的定型模式来解释模糊的信息。比如，一个教师常常能把学生的问题或答案解释成有创造性的或是愚蠢的，他的解释往往根据他先前对该学生态度的假设。第二，人们通过估计不同现象间的相互关系来解释求证问题，人们经常假想出事件的相互关系，即使他们通常可能并不存在。幻想的相互关系在证实偏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第三，对资料的选择性收集或审查。证实偏差的一种形式是“基于审查”和“基于假说”的过滤。根据当前假设能合理解释模糊数据时，人们倾向于“过滤处理”后续资料，不恰当地用它们做进一步证明的证据。比如：若一个学生针对一个明确的问题给出了不明确的答案，老师会因他先前对这个学生知识掌握程度的假设而影响到对答案的评价，这是非常合乎情理的，然而，根据对有可比性的答案的不同解释打分之后，再用这些不同的分数作为进一步推断该学生能力的证据，则是错误的。当资料的复杂性和模糊性要求运用先前的理论来解释数据时，这种错误特别容易发生。


 三、个体判断与决策中的情绪调节机制

大量的研究表明，情绪影响决策。传统观点认为，决策时有两套不同系统平行起作用。第一个系统在进化上可能更古老，反应快速、自主控制。较少受意识影响，主要运用相似性和联想信息。另一个系统是以一定规则和规律，如概率演算、贝叶斯更新、形式逻辑等为基础，反应较慢，受意识控制。有学者认为，决策时人们倾向于运用启发式情绪，即个体的决定基于一个“感情池”，其中包含了各种选项相关的、意识和非意识的、积极和消极的情绪。在词语感情色彩辨别实验中。Murphy和Zajone（1993）要求受试者判断指定的词语是“褒义”还是“贬义”。结果发现，若在受试者判断之前给其呈现一幅积极情绪（如愉悦）或消极情绪（如愤怒）的面部表情图片，则其对词语褒贬的判断发生明显偏斜，并直接受到图片内容的影响。Shiv等通过一项简单的投资任务观察损失和收益对物质使用障碍（substance use disorder）患者决策的影响。在可能受损失的情况下，患者投资的可能性比健康受试者更大。两种受试者对反馈信息表现出不同的反应。正常受试者在受损失后更易放弃，而物质使用障碍患者在经历损失后仍对危险选项具有高的选择可能性。上述差异可能由多因素引起：损失效应加工程度减弱、未来消极结果的洞察力下降、即时奖赏吸引的抑制失能等。

另外，决策中的情绪相关脑区也有大量的研究。情绪相关脑区主要是边缘系统。包括前扣带皮层、眶额叶皮层、杏仁核和岛叶等。腹内侧前额叶区域（包括眶额叶皮层）受损的患者，智力和语言、注意等功能正常，但决策能力严重受损。患者对情绪的表达和情感的体验也异常。杏仁核受损的大鼠对延迟、高幅奖赏的偏好下降，同时对奖赏不确定性的耐受力降低。对爱荷华赌博任务研究发现，杏仁核受损的患者无法预测选项所包含的潜在收益或风险。后悔是基于对不利或相对不利行为结果的反事实思维诱发的一种复杂的负性社会情绪，对决策有重大影响。经典后悔理论（regret theory）认为，后悔作为一种特殊的情绪在经济决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人们为了尽可能避免当前的决策可能引起后悔，总是使自己的行为决策趋于保守。后悔的预期和体验涉及的功能性脑区主要包括眶额叶皮层、扣带前回、海马、杏仁核。眶额叶皮层可能对情绪体验进行自上而下的调控，整合来自背外侧前额叶皮层的认知成分和来自边缘系统的情绪成分，进而调节决策行为；海马的活动主要通过陈述性记忆对情绪体验进行调控；杏仁核则激活了后悔厌恶的情绪性记忆，若先前决策出现失误，则面临相同情境时，情绪性记忆使个体“吃一堑，长一智”，行为决策趋于保守；而前扣带回的激活很可能是由于实际结果与其他更好结果发生冲突引起后悔情绪。

情绪影响决策的经典理论。Damasio（1996）提出了躯体标记理论（somatic marker hypothesis），强调情绪因素在决策中的重要作用。躯体标记理论认为，环境中的强刺激可引发相关生理情感状态，这种相关性以躯体标记的形式存储，可能是在腹内侧前额叶皮层。情绪标记源于个体对先前决策的结果体验：负性情绪体验导致负性的躯体标记，对决策产生预警；正性的躯体标记引发正性的躯体标记，对决策产生激励。该理论中，情绪包括对生活自主调节的神经过程，如奖惩、驱力和动机和情绪的知觉输出（即情感）及其中起作用的相关神经物质。情绪对决策的影响是多水平的神经过程。既包括高级的情感调节，也包括具体的感觉信号（如视觉、听觉等）的影响。这种调节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当情绪有意识地影响决策时，决策者可能注意到这种“标记”，并借以参考（如直觉）。情绪失能表现在决策行为异常等症状，其本质是改变了认知过程。例如。认知失能患者的根源在于情绪缺陷。决策的具体机制可表现为一系列细微的生理反应。决策过程中的大量社会因素均可找到对应的生理因素。“标记”是一种“记忆痕迹”，基于以往特定情境下的经历。亦即“标记”表示情绪结果对应的特定情境，并传递该情境的同步信号。“标记”作为记忆痕迹储存于高级皮质回路，其中腹内侧前额叶皮层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特定情境再现于决策者时，标记被再次激活。正常决策者的标记参与并影响决策过程。腹内侧前额叶受损的个体情绪缺陷，从而决策失常。现实生活中的决策可能只是特定情境下对不同选项刺激的认知性评价。然而，决策情境有时是相当复杂的冲突选项，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多义性。此时，认知过程超载，不可能提供清晰的选择方向。躯体标记可能发挥削弱不利选项的影响，简化决策的作用。然而，躯体标记理论也存在局限性：在无意识状态下，躯体标记应该可以引导个体做出有利的选择，而事实并非如此。因此，躯体标记理论还有待进一步的实验验证。


 第三节　群体决策


 一、群体决策策略

1．头脑风暴法

头脑风暴法是一种在决策过程中让人敞开思想、畅所欲言的方法，最早由奥斯本（A. F. Osborn）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此方法是召集有关人员，通常在5～12人之间，就一专门问题无拘束地发表意见。会议不需要成员事先准备，而是当场发言，不允许对任何意见（即使是谬论）进行反驳，也不做结论，思路越广越好，鼓励与会人员对已提出的意见进行改进和综合，不怕矛盾。这种方法能够给群体带来比成员单独工作时更多更好的观点。据研究统计，头脑风暴法每小时可产生60～150项建议，比一般方法多70％。虽然这些建议中有些是荒唐的，但有些则很有创见。


新兴头脑风暴法

目前头脑风暴法已经利用上了先进的科学技术，采用网络和计算机软件来组织头脑震荡会议。在网络头脑风暴法中，利用网络和软件技术自动将观点散发到每个成员，成员由给出的观点激发出其他新的观点。成员将想出的观点输入电脑之后，软件会将全部观点随机排列后显现在每个人的电脑屏幕上。这样一来，网络头脑风暴法消除了传统头脑风暴法面对面时由于成员清楚观点提出者所导致的障碍，它保证了匿名制，打消了成员的顾虑，使成员能够更自由地表达观点。



头脑风暴法一般适用于比较单一明确的问题，如果问题复杂，则应分解为若干个小问题。这种方法的优点是使人解放思想，敢于大胆地想问题；缺点是整理意见、分析意见要花较多时间。从头脑风暴法中还派生出另一种方法，叫作反向头脑风暴法。反向头脑风暴法是让人们对某个方案只提批评意见，尽量挑毛病，甚至吹毛求疵，从而根据批评意见修改这个方案，使之达到完美程度。

2．德尔菲法

德尔菲法是一种集中各方面专家的意见预测未来事件的方法。德尔菲是古希腊地名，是太阳神阿波罗的神殿所在地。由于阿波罗对未来有很高的预见能力，所以德尔菲成了一个预卜未来的神谕之地，成为预测、策划的代名词。德尔菲法是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兰德公司的专家们为避免集体讨论存在的屈从于权威或盲目服从多数的缺陷首创和使用的一种定性预测方法。这种方法避免了成员间相互影响，参加的专家可以互不了解，它运用匿名方式反复多次征询意见和进行背靠背的交流。匿名性和多次有控制的反馈是此方法的两个显著的特点。匿名性是德尔菲法的极其重要的特点，从事预测的专家彼此互不知道其他有哪些人参加预测，他们是在完全匿名的情况下交流思想的；多次有控制的反馈是指成员的交流是通过回答组织者的问题来实现的，通常要经过若干轮反馈。因此，德尔菲法的好处在避免了成员相互之间消极影响的可能，充分发挥了专家们的智慧、知识和经验，最后能够汇总得出一个比较反映群体意志的预测结果。

德尔菲法的程序包括四个基本的步骤：首先由预测的组织者就决策内容提出需要预测和解决的问题。然后选择与问题相关的专家，人数控制在10人左右。将问题交给专家，让专家单独匿名完成问题。等专家完成以后，组织者将专家的意见收集起来进行整理，总结归纳出答案的分布情况。最后再将统计结果反馈给各位专家，再次请专家发表意见。经过多次的反复，最终形成预测结果。此方法操作有三个要点：（1）应该确保匿名；（2）要求专家具备与问题相关的较强的专业知识；（3）预测组织者需要有较好的分析归纳能力，能够归并同类事件，排除次要事件，并用准确术语将统计结果表述出来。由于德尔菲法需要经过多次的反复，时效性不强是此法的一大缺点。

3．提喻法

提喻法又称哥顿（W. J. Gordon）法，是用类比的方式进行讨论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是由美国人哥顿于1964年提出来的。该法有两个基本观点：一是“变陌生为熟悉”；二是“变熟悉为陌生”。提喻法与头脑风暴法相似，由会议主持人先提出会议需要决策的问题，然后由会议成员共同讨论解决问题的方案；当会议进行到适当时机时，会议的组织者将真正需要决策的问题展示给群体成员，群体成员再就此问题进一步深化讨论，最后得出解决问题的决策。与头脑风暴法不同的是，提喻法首先讨论的问题并不是真正需要决策的问题，而是与其不太相关的问题，比如决策的问题是某项人事任命问题，则可以先讨论某个职业岗位人选需要什么样的品质，然后再讨论人事的任命。这样可以把熟悉的事情变成陌生的事情，有助于摆脱框框的束缚，充分运用想象力开拓新的思路。

提喻法的具体做法是邀请5～7人参加会议进行讨论，首先讨论与即将进行的决策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往往是决策问题相关的前提，即运用类比的方式进行讨论。类比的方式多种多样，如拟人类比、象征类比、幻想类比等。然后，当讨论到适当的时候，会议的组织者提出需要决策的问题或任务，由于有了前面问题的讨论基础，群体成员再就决策问题讨论时，能够有更广阔的思维，更加客观地分析问题，从而得到更加科学的决策。此方法的优点就在于从决策问题不直接相关的问题入手，讨论决策的前提，可以对决策方案的论据了解得更清楚、更深入，从而增加决策方案的科学性，这种做法同时也比较容易集中正确意见，从而得出正确方案。

4．名义群体法

这种方法最初由美国兰德公司和道格拉斯公司提出，是一种集中各方面专家的意见预测未来事件的方法。这个方法包括了产生观点、说明观点、讨论观点、观点排序四个步骤。产生观点过程中，首先由主持人提出当前的问题或任务，如“下个月我们公司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等，然后让群体中的每个人单独地思考和写下自己对目前问题或任务的建议或观点。说明观点是等每一个人写好之后，大家聚到一起，每人逐次向群体说明自己的观点，一次一个，其他成员此时并不对其观点进行评论。讨论观点阶段是当每一个人都说明完自己的观点之后，群体的成员开始依次讨论和评价每个人的观点，但对于不同意见并不在此时解决。当所有人的观点都被讨论以后，进入观点排序阶段。在此时，列出的观点可能有很多，群体需要将它们按照重要程度排序。成员在这阶段开始对讨论观点阶段成员发表的观点和评价进行反馈，然后讨论结果，接着再进行第二次讨论和评价。这样反馈和讨论所产生的群体决策最能反映成员的真实想法。另外，还有一种最普通的方法就是让成员独立选择某几项他们认为最重要的观点或单独对所有观点进行排序。然后主持人将所有人的意见收集起来统计，得出观点的排列顺序。

名义群体法与其他方法相比，更加强调和重视观点的产生、重视每个观点的价值以及每个成员平等参与。它的好处是：一方面，成员彼此不见面，不了解真实姓名，可避免产生相互之间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经过几次反馈，意见比较集中，便于决策者下决心。其缺点是：这种方法要占用大量的时间，不适于快速决策。因此，这种方法不适合日常的任务合作、信息交流等群体会议，也不适合用来协调两个不相容的群体，而适用于群体缺乏一致性或成员对问题实质了解不够时来引导和激发创造性的群体决策，特别是在以下的情况下：识别环境中的关键变量；识别计划中的关键因素；建立问题和目的之间的先后次序。


 二、群体决策偏差

群体决策本身具有极大的优势，但在实际决策情境中，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和制约，群体决策往往存在各种偏差。典型的群体决策偏差有两种：群体思维和群体极化。

1．群体思维

在群体工作中，团队精神有助于鼓舞士气，提高生产力。但是在决策时，紧密团结的群体可能反而不利，典型的表现就是出现群体思维。群体思维（group think）又称群体迷思、小集团意识，最早是由美国学者贾尼斯（I. Janis）于1972年提出的。他在考察了入侵猪湾、偷袭珍珠港、越战、古巴导弹危机、尼克松水门事件等美国历史上一些造成重大失误的群体决策事件后，发现在群体决策中人们会为了维护群体和睦而压制异议，他把这种现象称为群体思维。事实上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高层的政治、军事和外交决策群体中，而且会出现在任何类型的群体中。

群体思维的具体症状表现为：（1）无懈可击的错觉：群体过分的自信和盲目的乐观，忽视潜在的危险及警告，意识不到一种决策的危险性。（2）集体合理化：群体通过集体将已经做出的决策合理化，忽视外来的挑战。一旦群体做出了某个决策后，更多的是将时间花在如何将决策合理化，而不是对它们重新审视和评价。（3）对群体道德深信不疑：成员相信群体所做出的决策是正义的，不存在伦理道德问题。因此忽视道德上的挑战。（4）对对手的刻板印象：倾向于认为任何反对他们的人或者群体都是邪恶和难以沟通协调的，故不屑与之争论；或者认为这些人或者群体过于软弱、愚蠢，不能够保护自己，认为自己群体既定的方案会获胜。（5）对异议者施加压力：群体不欣赏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对于怀疑群体立场和计划的人，群体总是立即给予反击，但常常不是以证据来反驳，取而代之的是冷嘲热讽。为了获得群体的认可，大多数人在面对这种嘲弄时会变得没有了主见而与群体保持一致。（6）自我审查压力：成员对于议题有疑虑时总是保持沉默，忽视自己心中所产生的疑虑，认为自己没有权力去质疑多数人的决定或智能。（7）一致同意的错觉：这是群体压力和自我压抑的结果，使群体的意见看起来是一致的，并由此造成群体一致同意的错觉，而这种表面上的一致性更坚定了群体的决策。（8）心理防御：某些成员会有意地保留或者隐藏那些不利于群体决策的信息和资料，或者限制成员提出不同的意见，以避免群体受到不同意见的干扰。

群体思维的各种症状表现会阻止群体成员对相反信息以及问题的各种可能性的讨论。当领导主张某种观点而整个群体又排斥异议时，群体思维可能就会产生错误的决策。那么如何预防群体思维呢？为了找出产生良好决策的条件，贾尼斯分析了两个看起来冒险的成功事例：杜鲁门政府为了恢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经济而实施的马歇尔计划以及1962年肯尼迪政府对于苏联意欲在古巴建立导弹基地一事的处理。在总结了这两大事件的有效群体过程的基础上，他在1982年提出预防群体思维的建议：（1）领导者应当保持公正，不要偏向任何立场；（2）鼓励批评性评价，指定一位或多位成员充当反对者的角色，专门提出反对意见；（3）可以将群体划分为几个小组，然后再全体聚会交流分歧；（4）欢迎群体之外的专家与会，并请他们提出批评意见；（5）在实施决策之前，召开被称为“第二次机会”的会议，让大家畅所欲言，要求每个成员提出自己的疑问。

2．群体极化

最早指出这一现象的研究者是詹姆斯·斯托纳（James Stoner）。


詹姆斯的试验

詹姆斯·斯托纳在一项风险转移的实验中，首先让被试单独完成一份有12个两难问题的问卷（这个过程称为前测），其中的一道题目如下：

B先生是一位45岁的会计师，最近医生发现他患上了一种严重的心脏病。这种疾病迫使B先生改变很多重要的生活习惯——减少工作压力、彻底改变饮食、放弃最喜欢的休闲嗜好。医生建议他尝试外科手术，如果手术成功，就可以完全治愈心脏病，但手术可能失败。假设你为B先生提供建议，手术成功的概率有如下几种，请你选择你所能接受的最低的手术成功率，并在相应的横线上打钩。

——无论手术成功的概率多大，B先生都不应接受手术。

——手术成功的概率是90％。

——手术成功的概率是70％。

——手术成功的概率是50％。

——手术成功的概率是30％。

——手术成功的概率是10％。

然后让大约5名被试组成一个群体，讨论这12个两难问题，并就每个问题的概率选择达成一致意见（这个过程称为后测）。



比较前测和后测的结果发现，群体讨论通常使群体成员的观点朝着更为极端的方向偏移，这个方向是讨论之前他们有所倾向的方向。如果最初的倾向是保守的，群体讨论后就会变得更保守。相反，如果激进的会变得更冒险。即群体讨论会放大群体最初的观点。这种现象被称为群体极化。为什么群体会采用比个体成员的平均观点更为极端的观点呢？第一种解释是，文化价值倾向于对高冒险性有较高评价。日常生活中的斗牛、竞技、走钢丝、空中飞人等冒险活动，广泛吸引了人们的赞赏羡慕的眼光，表演者也被视为英雄。在人类的文化价值中，高冒险与英雄气概联系到了一起，从而使人们倾向于鼓励冒险。群体的鼓励冒险倾向正是来自于这种文化价值倾向的影响。第二种解释是，群体决策分散了责任。群体决策使得人们不必独自承担决策失败的后果，个人的行为责任意识下降，这使得人们的冒险性得到鼓励。还有的学者认为是社会比较作用的结果。在群体决策中个体提出意见时，往往会与他人的意见进行比较。如果自己的意见在冒险水平上低于群体其他成员的平均水平，则会感到不安，担心群体可能对他产生不良的印象。因此，在与群体成员的相互比较中更可能产生走极端的现象。


 三、群体决策中的非共享信息加工及其机制

群体决策普遍被认为优于个体决策，就在于决策时群体成员都期望能考虑不同来源的各种信息，并把这些信息结合后做出更好的决策。而这些相关信息有的可能是群体成员所共同拥有的共享信息（shared information），有的则在决策开始前仅仅为群体成员个人所有，即非共享信息（unshared information）。多数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决策时更多地讨论共享信息，但是只有当非共享信息被讨论时，才能影响决策的质量，而共享信息的讨论量则对决策的质量没有影响。从认知信息加工的观点来看，群体决策本质上就是一个群体成员在对决策任务信息进行认知加工的基础上，达成决策方案共识的信息加工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主要的构成成分，也就是信息本身和信息接受者。前者涉及非共享信息的突出性、非共享信息的性质（支持偏好与否）、信息的相互依赖性等被称为信息的分布特征，后者则包括群体的构成特征和群体的认知特征两个方面。

Stasser的群体信息取样理论（group level information sampling theory）指出有关决策任务的信息在成员间的分布特征会影响成员的信息利用方式。群体在讨论中会花费较多的时间在共享信息上，而很少讨论那些非共享信息。Stasser et al.（1992）在其研究中通过控制群体成员在决策讨论前对非共享信息记忆的百分比来控制非共享信息的突出性。通过模型拟合结果发现，非共享信息的突出性并未显著地增加对非共享信息的利用，只有在小群体（4人）中，当以无偏的、非辩论讨论方式进行决策时，非共享信息的突出性才起作用。目前，对于群体的社会性特征对非共享信息的影响得出一致结论：一方面，从信息加工的角度来看，群体多样性会导致更高水平的认知加工，更仔细的分析及更准确的信息利用；另一方面，从社会认知的角度来看，群体多样性会提升成员之间的人际冲突，增加交流难度，导致派系的产生。群体成员的熟悉程度也会对决策中非共享信息的提取和加工产生影响。有关研究认为，在群体决策时彼此不熟悉的成员倾向采用集合策略（aggregation strategy），而彼此熟悉的群体则倾向于采用信息共有策略（information pooling strategy）。因此，成员彼此熟悉的群体在共有信息和形成整合决策方案的观点上比陌生成员群体更有效，但是，熟悉群体则更可能忽视来自于不同观点的非共享信息。

社会认知研究表明，身份将影响群体对成员作用的判断。一方面，具有高地位的成员被群体中的其他成员知觉为在决策中将发挥更大作用，他们所拥有的非共享信息可能更将受到群体成员的重视；另一方面，高地位成员从其身份和地位出发，与一般成员相比，可能更倾向于考虑要对群体决策负责，从而在群体决策时更关注对信息的提取和收集。根据认知信息加工能力有限理论，当个体在决策中面对大量的超过认知负荷能力的信息时，大量信息作为冗余信息将得不到认知加工，非共享信息的加工由于需要动用更多的认知资源而更容易被忽视。决策前个体信息使用的警惕性注意是影响群体成员对非共享信息提取的又一个认知因素。拉森等人（James R. Larson，Jr，et al.，1998）的研究发现，在医疗诊断群体决策中，如果群体成员在决策前被加以指导，提高群体成员的信息警惕性。警惕性指导组被试与非指导组相比，在决策时使用了更多的共享信息和非共享信息。

除了上述对影响群体决策中非共享信息的加工因素的研究以外，也有研究者试图从偏好和动机角度去解释非共享信息加工的心理机制。

（1）以偏好为基础的解释

切尔内申科和迈纳（O. S. Chernyshenko & A. G. Miner，2003）等人用差别线索权重模型来解释群体成员在决策中如何形成和校正他们的判断。他们认为，信息线索被赋予不同的权重与三个因素的结合有关：线索的最初分布、线索的所有者和群体决策累加性。实验研究表明，DCM模型说明对于个体的判断，非共享信息和共享信息一样有作用，但是只有群体成员把非共享信息用于讨论时，这种作用才会出现。格赖特迈耶和哈特（T. Greitemeyer & S. Schulz-Hardt，2003）认为可以从个体加工层面对非共享信息的提取问题加以解释。大量的来自于贝叶斯观念（Bayesian belief）、判断任务中的顺序效应、观念信守（belief perseverance）的研究都表明，个体在做出判断或选择时存在着个人偏好效应，也就是个体不愿接受与自己已有观念不符的信息。因此，在群体决策时，当个体已经有了一个非优化的决策方案偏好时，尽管他们有可能面对与其偏好不符的更多信息，但是个体很可能低估这些不一致信息的价值，仍保持原来的偏好。为了验证这一假设，他们在研究中通过一系列的手段控制被试，使得个体在决策前不受任何关于决策偏好信息的影响，进而考察决策过程中的信息加工。研究结果虽验证了他们的假设，但是决策讨论前不受任何信息污染的条件几乎是不存在的。

（2）动机激活解释

动机激活的观点则认为，群体在决策时是否加工更多的信息取决于群体成员是否有加工信息的动机。提高决策者对决策的认识动机，将导致决策时进行更多以信息驱动为主的认知活动。利用更多信息的动机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来激活，如提高决策者对决策结果的解释性、群体成员在决策过程中的参与性和群体能做出最优决策的预期等。希尔特恩和克尼彭贝格（L. Schilten & D. van Knippenberg，et al.，2006）要求被试对群体决策的加工过程做更深入的洞察，并将安排访谈以了解其洞察情况。实验表明，过程可解释性群体体验到对信息的需要，更多地重复了非共享信息，更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第四节　道德判断与决策


 一、道德决策模型

1．道德决策与判断的理性模型

一直以来，道德心理的研究重点集中在道德判断。道德判断可以定义为对一个人的行为或特性的评价（好或坏），而这种评价是在考虑到一系列由文化或亚文化所限定的美德基础上做出的。因而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内，对同一事件的道德判断有不同的表现。例如，“吃低脂肪的饮食”也许对大多数人而言不能定性为道德优点，然而在健康意识的亚文化内，与那些吃色拉和鸡肉的人相比，人们认为那些吃汉堡、喝牛奶的人道德水平更低。

传统的以柯尔伯格为代表的认知派心理学家认为，道德判断需要一系列的推理，而道德推理者的表现就像是一个科学家，他们通过形成和检验假设来获得推理结论，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建立了社会如何运作的模型，在道德情境中，他们会在考虑这些模型的基础上做出最后的道德判断。将道德推理者的表现比喻为科学家，这其中暗含道德判断的过程中，推理者需要搜寻相关的证据，并对其进行权衡整理，最后才得出一个决定。在这一过程中，其中的一些步骤也许是无意识操作的，但一般而言，道德推理的关键步骤都是需要意识参与的。Galotti（1989）认为，在道德推理的过程中，“任何一步的心理加工”都不包含顿悟闪现、直觉反应或者其他形式的“立即的直觉反应”。而Bargh（1994）则进一步将道德推理定义为意识化的心理活动，它包括既定对象的信息的转换和加工，而其目的是形成一个道德判断。传统的道德判断理性模型的结构见图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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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　传统的道德决策与判断理性模型



然而，道德判断是经过意识层面的道德推理而形成的这一论断却在近来受到研究者的挑战。哈特在《美国心理学评论》（Psychological Review
 ）上发表长文认为，道德推理并不能产生道德判断，它常常只是在道德判断完成之后为证实这一判断而进行的心理加工。他认为，道德判断是一种迅速的、自动评价的结果，即是通过直觉产生的。

哈特对道德判断的理性推理模型提出了四点质疑：其一，是双加工问题。当前的心理学者们普遍认为，人的认知加工过程会包括外显和内隐两个过程，这两个过程同时存在，而传统的理性推理模型忽略了对人的心理行为具有重要作用的内隐的直觉加工过程。其二，是道德判断的动机激活问题。更多的时候，道德推理加工更像一个律师为客户辩护的过程，而不是形成一个判断或科学家寻求真理的过程。其三，判断与推理的顺序问题。相关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表明，推理加工是为迅速形成的直觉判断寻找理由作辩护的，在直觉判断之后，才引导出客观推理的说明。其四，行为问题。与道德推理相比，道德情感与道德行为相互依存的水平更高。

2．道德决策的认知—情感加工模型

（1）道德判断的社会直觉模型

哈特由道德失声（moral dumbfounding）现象——个体能够做出快速判断却无法提供解释这种判断的适宜理由，提出了道德判断的社会直觉模型（the social intuition model），认为道德判断是一个由情绪驱动的过程，情绪诱发的直觉短时间内就能够自动完成道德判断，而道德推理只是在这之后才试图为人们所做出的判断寻找合适的理由。道德判断是由直觉和推理两个系统构成的，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快速、无须意志努力、自动化；而后者则缓慢、需要意志努力、涉及意识层面的加工。情绪加工直接决定了道德判断结果，这个过程无须认知参与，也不受认知影响，正如人们看到或听到一个事件时，通常无须思考就能够进行对错判断一样，道德直觉就是意识中突然呈现一种道德判断；而道德推理则是将既有信息进行转换以达到判断的一种加工过程，人们往往能够意识到这个过程的存在（Haidt，2001）。社会直觉模型由4个过程组成（见图11-4）。图中，A代表判断者，B代表他人。道德判断过程由4个过程组成：①为直觉判断过程。这个过程是无须努力的，无意识的；②为事后推理过程。道德推理需要努力，当做出判断之后个体开始寻找支持所作判断的理由；③为对他人的推理说服过程，即A对他人口述自己的判断，虽然会产生争论，但这种口述会影响到他人直觉的情绪效价，使用情感观点会改变他人的基本道德态度；④为对他人的社会说服过程。人们倾向于依赖社会群体标准，因此，人们的道德判断会受到周围社会群体的影响。

[image: ]
图11-4　道德判断的社会直觉模型



以上4个基本过程的核心在于当推理过程对他人产生影响时，模型为道德判断中的道德推理设置了一种因果角色。社会直觉模型假设人们很少用推理来质疑自己，但却能够对自己的道德观点进行反思。因此⑤⑥过程为假设过程，这两个过程不常发生。⑤为推理判断过程。当人们对所做出的判断不够肯定并且加工能力较高时，他们偶尔会使用逻辑推理来审视自己最初的观点；⑥为自我反馈过程。人们同时会产生与最初的直觉相反的新直觉，产生新的直觉的方式就是观点采择（role taking）。传统的道德理性观点仅关注上述⑤⑥两个过程，而社会直觉模型则强调前4个过程，同时承认存在⑤⑥过程。

（2）道德判断的双过程理论

Greene（2007）进一步将直觉性情绪与控制性认知过程相结合，在社会直觉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道德判断的双过程理论（dual process theory of moral judgment）。他认为：道德判断既含有一个快速、无意识的情感系统，又含有一个慢速、有意识的认知系统，前者无需意志努力，后者则需要意志努力；在某些情况下，二者扮演着相互竞争的角色，与功利性道德判断相关的受控认知过程的目的是获得“利益”最大化和“代价”最小化，而与非功利性道德判断相关的直觉情感过程则倾向于能够获取较大“利益”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等；情感系统和认知系统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竞争机制，对于不同的道德情境，处于优势的系统会做出相应的判断。

使用上述理论可以对电车困境和人行桥困境的道德判断过程进行解释（见图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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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5

上述两个困境中各自存在一个道德行为实施人，即道德行为者，电车困境描述的是一辆电车即将驶来，前方铁路有5 个工人，为拯救这5个人，道德行为者只能按下铁路控制按钮将电车转向另一条铁路，这样会牺牲这条铁路上的另1个人（见图11-5左）；人行桥困境描述的同样是为了拯救铁路上的5个人，道德行为者只能将身边的一个身材强壮的人推下人行桥，用这个人的身体挡住电车（见图11-5右）。被试对上述两个困境中道德行为者的做法进行道德判断，结果发现虽然电车困境和人行桥困境的行为结果都是牺牲1人救5人，被试能够接受电车困境中“舍一救五”的做法，做出看重行为结果利益最大化的功利性道德判断（utilitarian judgment）；但是反对人行桥困境中“推一救五”的做法，做出非功利性道德判断（直觉性判断），这种判断不看重道德行为结果，更为看重道德权利和义务。

Greene认为道德判断中存在一个直觉评价过程以对上述两类情境进行区分。人行桥困境诱发了功利性推理与情绪性直觉之间的冲突，这个情境中的伤害行为直觉占据主导地位，导致人们产生负性情绪反应e，因此，个体做出否定判断。而人们之所以赞成电车困境中的行为，原因在于这种困境并未诱发主导性的情绪反应，人们默认使用了功利性推理模式a，通过对情绪性反应与认知控制冲突信息的监控做出决策，即情绪与认知间的冲突监控系统c，需要认知过程的控制b，从而产生情绪反应e，最后的判断属于功利性还是非功利性，取决于情绪与认知二者占优势的一方（见图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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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6　双过程理论模型




 二、道德决策的三因素

1．道德情境

Mikhail（2000）提出，首先，个体可以根据特定道德困境的某些情境特征为理由做出判断；其次，从深层角度来看，对这些判断的解释涉及当前特定的认知加工。一种解释就是双效果原则（Doctrine of Double Effect，DDE），双效果原则强调不允许人们使用伤害作为手段来得到好处，但伤害却可以作为一种不可避免的附属伤害以达到有利结果。根据这一原则，上述两个困境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电车困境中受害者的死亡只是电车驶向另一个轨道造成伤害转移后的一种副作用（side effect），而人行桥困境中那个身材强壮的人被用于充当阻挡电车的手段，前者是“附属伤害”，后者则是“阻挡火车的工具”。许多研究者认为伤害行为的工具性对个体道德决策的影响较大，副作用实际上是电车困境和人行桥困境之间的主要区别（Cushman，Young，& Hauser，2006；Mikhail，2000；Moore，Clark，& Kane，2008）。但因为两个困境之间另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电车困境只是按动按钮，而人行桥困境则涉及与受害者的身体接触——将受害者“推”下桥去（Cushman et al.，2006），所以DDE不是两个困境下道德判断差异的唯一解释。在更为抽象的水平上说，人行桥困境需要干涉受害者（把他推下去），而电车困境只是干涉伤害本身（将电车引向另一条轨道）（Waldman & Dieterich，2007）。针对上述两种解释，研究者进行了道德情境转换等相关研究，用以探究哪种解释较为合理。可以看出，在道德情境上，大多研究关注身体伤害，道德情境的扩展只涉及诚信情境，情境设置上略显单一。那么当面对诸如经济与物质划分、性侵犯、习俗标准建立、亲社会情境等人们社会生活中同样大量面临的情境时，道德决策过程又是怎样的，双过程解释在这些情境中是否适用，这是今后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

2．道德行为者


道德考察试验

Cushman（2008）使用存在道德运气的道德情境对个体的道德判断进行考察，例如：“一天晚上，A和B两人都喝了酒，在两人各自开车回家的路上，A撞到了一棵树，B撞到了一个人，A被罚款250美元，B却被判2.5年到15年的监禁”。在道德判断上，被试认为因为A、B两人都造成了伤害的行为结果，所以他们的行为属于犯过行为。虽然应该对二人进行惩罚，在惩罚力度上，因为B属于无意伤害，因此，对其惩罚不宜过重，这一过程类似于依据法律进行法庭裁判。此外，这项研究还发现了道德判断中的“重罚”（shocking blaming）现象，例如A、B两人都试图使用毒药毒死各自憎恨的人，结果A得手了（伤害成功），B却把调料当成了毒药（伤害未遂），要求被试对这两人的行为进行道德判断，结果发现，惩罚A的同时，被试也要求对伤害未遂者B进行惩罚，原因就是B抱有伤害他人的不良意图。



当你对某些道德行为进行道德判断时，道德行为人的行为意图会对你的决策产生影响吗，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是否与你的心理理论能力相关呢？Berthoz，Grèzes，Armony，Passingham和Dolan（2006）发现被试面对道德行为者故意或偶然造成的伤害情境时，其情绪反应依赖于道德行为者的意图，并且对故意伤人行为进行道德决策时同时存在认知和情感反应。行为意图能够影响道德决策，研究者进而考查行为意图与结果之间的匹配性——某种意图下的道德行为成功与否对道德决策的影响。由此产生了“道德运气（moral luck）”问题——行为者的粗心大意与鲁莽而造成了道德行为的成功或失败，即道德行为者的意图与道德行为结果不匹配。研究者以道德判断者对行为者惩罚的轻重为标准对个体的道德判断进行考察（Cushman，2008）。

Cushman（2008）以此总结了道德判断的两个过程：一是由伤害结果入手寻找对结果负责的原因，二是由行为本身出发，对责任人（道德行为者）的心理状态，比如意图进行思考。这项研究表明当判断一种行为在道德上是否错误、行为者是否应受到惩罚时，个体的判断在不同程度上依赖于意图与结果信息。因此从上述研究来看，道德行为者的行为意图对道德判断存在重要影响，对意图信息的觉察涉及道德判断者的心理理论能力，同时意图与结果的匹配信息也会影响道德判断。但强调心理状态信息重要性的同时，也有研究发现孤独症儿童所做出的某些道德判断并不依赖于其心理理论能力（Leslie，Mallon，& DiCorcia，2006），因此，除了针对正常个体的研究外，也应考虑对特殊个体进行后继研究，同时除了意图信息之外，也应考虑道德行为者的其他心理变量对道德决策的影响。

3．道德判断者

已有研究表明，判断者在认知能力、认知类型、道德判断能力和人格特征等方面的差异会影响道德判断。

Killgore，Killgore，Day，Li，Kamimori 和Balkin（2007）发现因为睡眠剥夺使得个体整合认知的能力下降，那些睡眠不足的被试更倾向于做出功利性道德判断，虽然情绪智力水平对认知能力存在影响，但情绪智力较高的被试对于道德判断作为睡眠剥夺的功能却不够敏感，表现出道德决策的认知—情绪操作上的复杂性；Bartels（2008）按照认知类型将个体分为直觉型（偏重感性思考）和沉思型（偏重理性思考），结果发现直觉型个体更倾向于做出非功利性判断；Moore等（2008）对工作记忆能力不同的个体在电车和人行桥困境中的道德判断进行对比，发现工作记忆能力高的个体更倾向于做出功利性判断，同时发现认知—情绪上的交互作用；Hardman（2008）使用认知反射测验（CRT）——“球棒和球一共11元，球棒比球贵1元，请问球多少钱？”直觉的回答是“10元”，但正确答案应该是“5元”，那些能够正确回答这个问题的被试倾向于对人行桥困境做出功利性道德判断。

另外，道德判断者的得失分析也会影响道德判断。在经典经济决策研究中，损益或得失分析（cost-benefits analysis，CBA）是一个重要问题，得失分析认为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需要对所有可能有利或有害的结果进行斟酌，积极寻求有利结果，同时这种分析受到任务性质和决策者自身情况的影响。

有研究考察了道德情境中的道德准则和CBA间出现冲突时人们解决冲突的方式，结果表明道德决策通常依赖于道德准则，而不是行为后果的得与失（Connolly & Reb，2003），研究者称这种现象为“最优选择”（Sunstein，2005），也有研究者认为某些道德决策并不依赖于道德准则（Gigerenzer，2008）；Bartels（2008）对道德判断与决策的灵活性进行研究发现，无论当前道德困境是突出结果还是突出规则，人们的道德判断都受到“禁止伤害他人”这种道德准则的影响，被试对道德决策的赞同受到道德准则和思维类型（直觉性与沉思型）的影响，在道德认知上道德准则起到一种重要但又依赖于情境特征的作用。


 三、道德决策中的情绪调节机制


你能解释这种行为吗？

Julie和Mark是亲兄妹，大学暑期他们共同去法国度假。某天深夜，当他们在海滩边的小木屋中独处时，难以抑制的好奇感促使他们发生了性关系。这次经历没有对他们造成任何生理和心理伤害。虽然他们都认为这次经历是相当刺激和美好的，但他们决定以后不再尝试发生这种关系，这次经历也将成为两人保守的秘密。你如何看待这件事？他们的行为是否道德？



理性主义道德观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它强调抽象推理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认为认知系统负责对道德判断中所有信息进行表征和加工，同时也负责对情绪体验和反应进行调节和控制。简言之，理性主义道德观认为认知主导着整个道德判断。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道德判断绝非一个单纯的认知过程，理性主义道德观受到质疑，道德判断中的情绪因素受到关注。已有研究发现了道德失声现象，并对其作了理论层面的解释。

让被试在规定的时间内阅读类似于上文的一系列虚构的道德故事，要求其尽可能快地对故事中主人公的行为是否道德做出判断。结果发现，对被试而言在较短的时间内做出道德判断似乎并不困难，但当被问及为何会做出某种特定的判断时，绝大多数被试很难清楚地解释自己的判断，或难以给出让人信服的理由。Hadit（2001）将这一现象称为道德失声，并由此提出道德的社会直觉模型（the Social Intuition Model）。该模型认为道德判断是一个由情绪驱动的过程，情绪触发的直觉在很短的时间内自动完成道德判断，随后人们才尝试为这一判断寻找合适的理由。Hadit 认为情绪加工直接决定了道德判断的结果，这一过程不需要认知的参与也不受认知的影响，认知推理只负责在事后对道德判断的结果进行解释或合理化。道德的社会直觉理论引发了大量与此有关的心理学研究。



专栏　外源性情绪对道德判断的影响

与道德判断本身无关的外界刺激所诱发的外源性情绪是否会对道德判断产生影响是相关行为研究主要探讨的问题。在被试进行道德两难问题判断前，先让其观看一段能激起愉快情绪的喜剧短片。结果发现，较那些观看中性短片的对照组被试而言，实验组被试的道德判断反应时更长，且做出更多功利主义的判断，即认为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牺牲少数人的性命也没有关系。这可能与影像材料诱发的外源性正性情绪能抑制和降低个体对功利选项的负性情绪体验有关（Valdesolo & DeSteno，2006）。

在Wheatley和Haidt（2005）的研究中先用催眠暗示的方法让被试在无意识状态下对某个中性词产生厌恶的情绪体验，而后让其对一系列展示不道德行为的图片进行评定。结果发现较含有其他中性词的同类型图片，被试会将那些含有阈下情绪启动词的图片评价为更不道德。这说明阈下情绪启动词唤起的情绪会影响被试的道德判断。最近有研究就不同方式诱发的厌恶情绪对道德判断的影响进行了考察。研究者使用了4种不同的方式来诱发厌恶情绪，结果发现由臭气、肮脏环境、以往厌恶经历和恶心电影片段所诱发的厌恶情绪都使被试对随后的道德事件做出更苛责的评判。被试对自身情绪体验的敏感性越高，这一效应越明显，而且几乎所有的被试都认为自己的道德判断没有受到外源性厌恶情绪的影响（Schnall，Haidt，Clore，& Jordan，2008）。

上述发现提示人们，情绪因素极易影响道德判断，而且这种影响效应很难被个体意识到并觉察。行为研究的结果为道德的社会直觉模型提供了证据，并为进一步探讨情绪影响道德判断的神经机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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